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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引言和概览

科学和技术也许可以算是现代人类社会最强大的推动力量。随着科技的飞速进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如何规划管理技术和与技术打交道方面出现了大量的新问题，这也导致各种关于技术伦理学问题的哲学出版物卷帙浩繁。与此同时，在其他科学领域以及在公众的讨论和技术实践中，面对技术问题应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和态度，也同样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一本《技术伦理学手册》终于姗姗来迟。

如今，人们常把技术和伦理学放在一起加以讨论，这也不过是最近几十年之事。许多人类的行为领域，比如医学或者社会生活的规范秩序，自古以来就是伦理反思的主题，而“正确的行为”这个问题，则是在近期才与技术牵扯到一起的。汉斯·约纳斯[1]的《为什么技术是伦理学的课题：五个理由》一文，即属于这个领域最早的论文。此后，情况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今只要一谈及新技术，人们就似乎如条件反射般，马上就会联系到它的伦理价值判断问题。

本篇引言有以下三重目的：首先是从历史的、紧扣主题的和理论的角度，把前面简短的叙述进一步深化。其次，阐明技术伦理学的本质特点，一方面使本手册的鲜明特色尽可能一目了然，另一方面不因过强的抽象和概念性因素，而削弱这一还十分年轻的学术领域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差异性。最后，勾勒出本手册的结构和内容的概况。

技术伦理学的产生和发展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技术在哲学和伦理学中毫无作用可言。直到工业革命进程中，技术化所带来的大规模效应和这样那样的问题，使哲学不能再对之视而不见时，情况才起了变化。技术哲学开始阶段时的理论家，都赋予了技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卡尔·马克思将其置于经济发展和劳动的框架之中，恩斯特·卡普[2]和阿诺尔德·盖伦[3]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论述。马丁·海德格尔[4]、赫伯特·马尔库塞[5]或者是京特·安德斯[6]等人则是从社会和文化批评的视角对技术问题进行解读，从而促进了对技术问题的哲学探讨。但是，所有这些最初的讨论都是抽象地看待“技术”，而非对单个技术进行考察辨析。因此，对技术做伦理学评判的视角，因为早期这种过于抽象化的、哲学层面的和过于“本质论的”探讨方式而流于隔靴搔痒，失之偏颇（Lenk，1973年）。

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被公认为是更广泛地探讨科学和技术行为的伦理学问题的开端（见第3章第3节）。此后，科学家的责任问题（奥托·哈恩[7]、维尔纳·海森堡[8]和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9]等人皆撰文加以阐述）也成了社会公众讨论的话题。阿西洛马会议[10]（1975年）则是科学伦理学和刚刚起步的技术伦理学的又一个里程碑。在这次会议上，基因科学家表示要采取预防措施和承担自己的责任。全球基因技术方兴未艾，但同时公众的批评、对风险的担忧，以及要求国家管控的呼声日益高涨，此次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见第5章第7节）。

工程师职业工作的伦理学问题最初是由工程师们自己提出来的。弗里德里希·德绍尔[11]（1926年）曾把技术的意义定义为“服务于他人”，且工程师有责任去完成这一服务工作。20世纪70年代，围绕着工程师的行业道德，以及是否将其以伦理守则的形式确定下来，抑或是写进一本参照医生行业的“希波格拉底的誓言”[12]那样的准则中去的问题，展开过各式各样的讨论（Lenk/Ropohl等，1993年，第194页；Hubig/Reidel，2004年；见第3章第7节）。汉斯·约纳斯的《责任命令》一书，实现了从哲学角度讨论技术伦理学问题的突破（1979年，见第4章第B.2节）。

关于技术是否具有重要的道德含义，是否能因之成为伦理学反思的课题，这些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未有定论。直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技术还一直算是个“中性价值”的事物。“技术仅具有工具的特性，至多是技术的使用才会有道德的问题。因此，技术的开发和生产，包括前期的科学研究，在道德上都是中性的；只是技术的使用，才提出了伦理学的问题。但是在现今的理论分析和案例研究中，人们已经认识到对技术做出决定的道德含义，并将其变成了反思的命题”（Radder，2009年；Van de Poel，2009年；参见第4章第A.11节）。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伦理学文献的数量在两个方面有大幅增加：一是探讨这个职业特点及其特殊挑战的、狭义的工程师伦理学；二是新技术及其后果的伦理学问题研究。其间，人们达成了科学伦理学和技术伦理学之间的部分共识：由于科学从根本上讲是现代技术的基础，因此，越来越难把科学和技术明确地区分开来。纳米技术（Allhoff等，2007年）和合成生物学即所谓技术科学的两个典型范例（见第18章和第23章）。有鉴于此，科学伦理学和技术伦理学今天经常被人们相提并论，视为一宗（已见于Hubig，1993年）。

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其目的、结果和后果的伦理反思的需求呈不断上升之势。如今在科研的鼓励和推动工作中，伦理学的伴随研究常常就是科技研究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各种伦理学的机构，如“欧洲伦理小组”（European Group on Ethics），为欧盟委员会这样的政治组织提供咨询服务（见第6章第8节）。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设立了“世界科学知识和技术伦理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the Ethic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几乎在科学领域的各个方面，从大学或科学院这样的科学组织，到协会团体，直至科研赞助机构，都可以看到各种行为准则（Codes of Conduct）和伦理规范的数量在显著增加。当前，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谈论技术的“伦理化”问题的学者也大有人在（Bogner，2009年）。

技术伦理学产生的原因

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参见第2章第4节）扩展了人类行动的可能性。此前人类无法做到的事情，或者被认为是无法改变的大自然和人的命运，如今成了技术可以改变的对象，人类生存条件（conditio humana）的范围从而得以扩大，亦即在不同的选择性之间进行选择的可能性增加，人类对大自然和自身传统的依赖减少。随着可选性的增加，做决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得到了提高。由于进步常常在诸如怎样做决定这样的争论中引发出众多的问题，而一直以来又没有公认的普遍性的东西（比如做决定的标准和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种情况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系列的迷茫、争议和困惑。技术伦理学的产生即与这种必然伴随着技术进步的成果一同出现的无所适从（Höffe，1993年；Lübbe，1997年），特别是与由之而生的“规范标准的不明确性”（Grunwald，2008年）紧密相关。

在此，不断加深对技术进步的双重性认识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性课题。最晚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现了技术发展中非主观意愿的重大问题（参见第2章第5节）。比如，技术设施的事故（切尔诺贝利[13]，博帕尔[14]，福岛[15]），事故给自然环境带来的后果（空气和水源污染，臭氧层空洞，气候变化），技术造成的负面的社会影响和文化影响等，都属于这个范畴。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了当前人们对与技术和技术化相联系的、对未来积极乐观的憧憬部分消失，同时还导致了人们思考问题产生巨大的困难，即如何权衡期待中的正面成果和非主观意愿的负面后果的利弊（例如核电）。除此之外，其他的各种事例在本手册中皆有专门章节加以论述：如何对待技术所引起的风险以及对风险的承受力（Asveld/Roeser，2008年；Hansson，2009年），比如射线的危害或是核设施的事故风险，放射性核废料存放的安全问题，电磁波污染，互联网的数据保护，持久的能源供应问题，转基因生物的管理放开问题，转基因食品和对人的“技术改良”的讨论。有学者甚至还一如既往地对人类生存忧心忡忡（比如Jonas，1979年）。

约自2000年以来，由于纳米技术和基因技术中出现的对未来的描画设想和观点，特别是由于技术发展而进入人们视线的“人的技术改良”（Grunwald，2007年；参见第5章第8节）的可能性，爆发了一场关于“人的自然本性之未来”（Habermas，2001年）的范围广泛的大讨论。其他学科领域，如合成生物学和普适计算学，也提出了关于人与技术以及自然三者关系的基本问题。这些讨论超越了狭义的关于某个具体技术的责任的伦理学课题，触及了人类学、自然哲学和技术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同时又是前面提到的由于技术进步而产生的价值取向问题的一种表现。

总体来说，哲学界普遍一致的观点认为，人类不断增长的行为能力，乃至技术对自然和社会，以及对人的身体和精神不断加深的干预和切入程度，导致了伦理反思的责任（参见第2章第6节）和必要性的同步提高。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技术伦理学的产生和快速成长即这一综合现象的体现。

什么是技术伦理学？

技术伦理学的任务范畴，是要解决伴随科学和技术进步而必然出现的种种规范和原则的不明确性问题。科技的进步改变了人类生存条件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价值取向。技术伦理学的任务，就是依据理性论辩的原则，建立起技术评价和技术决策的一套规范基础，目的是借此为经过伦理思考和能够担负责任的决策提供帮助。

因此，本手册所理解的技术伦理学的焦点，在于“切合实际的”决策取向之中：如何从伦理学的角度评价技术的革新和未来设想，它们对当前决策的意义是什么，比如鼓励政策、技术的调控或实际应用。技术伦理学所探讨的，是技术决策中对可选方案的思考，它的聚焦点是相关的道德因素，并且包括对技术和科技进步的条件、目的、手段和后果的伦理反思。尤其是技术的争论（参见第3章第6节）和带有伦理内涵的标准的不明确性，形成了技术伦理学的切入点和问题的复杂性。在这一点上，技术伦理学应当而且也愿意为解决这些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Höffe，1993年；Gethmann/Sander，1999年；Grunwald，2008年）。这里所说的争论和不明确性不仅是围绕着技术的制成品，技术的开发、生产、应用和处理而起的争论，其中还包括常常反映出道德观的，因而也是伦理反思可以切入的问题，甚至是关于未来构想、人类形象和社会模式的争议和论辩。

这种类型的技术伦理学显然属于应用伦理学（Nida-Rümelin，1996年）的范畴，它所涉及的论题并非源于自身，而是来自外部实践，不论这种实践是公开的争论也好，还是科学家和工程师或是政界的担忧也罢。技术伦理学是典型的“以问题为导向的伦理学”（Grunwald，2008年），它的反映对象是社会的需求。技术伦理学从这种需求中获取自己的讨论对象，用自己的观念对之加以重构，并将自己反思的结果回馈于实践，期待并自觉地承担起义务，为更好地在实践中解决问题做出贡献。为了能重建和分析规范标准的不明确性，技术伦理学必须获取关于“技术”这个主题和它的社会关联因素的特殊知识。这就需要一方面同技术科学各个领域的跨学科合作，另一方面与社会科学携手，从经验的角度对技术的产生、决策过程、传播和利用进行研究。根据各种挑战的不同，技术伦理学可以是关于实验室范畴、企业运营管理、决定技术的外围条件的政治和法律过程的知识，也可以是关于受到技术影响的大众社会环境的知识。因此，尽管哲学专家们的经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技术伦理学必然是一种跨领域的对话，而非专家们的内心独白，这便是应用伦理学及其相关“领域”的本质特点（Nida-Rümelin，1996年；Stoecker等，2011年）。

但是，技术伦理学并没有因为被归属于应用伦理学的范畴而销声匿迹。科技进步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断地创造出具体的成果，以及对于未来的设想和潜在的可能，而这些成果、设想和可能无法在与实践紧密关联的应用伦理学的范畴中得到思考。相反，技术的进步总是不断地引发“巨大的争议”。因“技术改良”可能性的出现引发的关于“人的自然本性之未来”的讨论（Habermas），因技术不断进步造成自然界发生重大改变所引发的关于“大自然末日”的争论，因合成生物学的进步和未来构想再度爆发的关于技术和生命之间关系的讨论，或因电子媒体（关于普适计算学参见第5章第25节，关于互联网参见第5章第10节）带来网络化的不断扩大所引起的关于个体消亡的讨论，就是这一现象的例证。这些讨论不以获得某个特殊实践领域具体的责任规范为目的取向，而是着眼于那些最根本的挑战，即人、技术和自然三者关系中的价值取向和自我定位，因此，它们超出了应用伦理学的框架范围和可能性。这里要关注的不是某个具体的技术，而是要进行一次反思，搞清楚迄今为止人们是从什么样的立场和角度来看待在新的科学和技术可能性的条件下，人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这里所牵扯的与其说是狭义的应用伦理学，不如说是哲学人类学（参见第4章第A.3节）和理论技术哲学。面对这些问题，远在具体的伦理学思考之前，哲学反思的首要任务是一种对新问题或是对改头换面后又出现的旧问题的阐释学。

技术伦理学的对象

技术伦理学的对象所涉及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在同技术打交道的过程中，以及在技术进步过程中产生的那些规范和原则的不明确性问题。因此，“技术伦理学”这个词就不是一个没有问题的缩略概念。这是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它所牵涉的不是技术的伦理学，而是对与技术打交道，以及对技术的后果和掌控的一种伦理反思。这种反思一方面是在具体的行为范畴之中，另一方面亦是在当前和未来人类发展过程中，以及在自然和技术、人和技术的关系改变过程中，对于技术所扮演的角色的总体思考。技术本身不是技术伦理学的对象，而是一种媒介和从伦理学角度对某些人类行为范畴进行反思的动因。

只要法律和道德准则，甚至那些约定俗成的、非正式的行为规范（在文化上有据可循的道德框架之内），还允许人们能够对各种行为的可能性和各种决策做出自己的判断，而且没有引起各种争议或思想混乱，那么伦理反思的理由便不存在。但是，如果出现无法包括在标准框架里的内容，争论的各派各执一词，无方向可循，甚至仅仅是悬而未决，或者是无从定论的情况，那么就该另当别论。这时，规范标准的不明确性就被摆到桌面上来了。不过，我们也可以把它设想成一种未来才可能出现的不明确性，目的是未雨绸缪，确定我们的前进方向。规范标准的不明确性就是技术伦理学的出发点。

这里，技术伦理学很少又或许从未就技术而论技术，而是始终以具体环境下的技术为着眼点。无论新的假肢技术是否可以用来对人类进行“技术改良”，还是纳米微粒会对环境和健康造成危害，该如何以及根据什么标准来对此做出评价，这些都不是相关联的那个技术本身的事情，而是相关环境及“社会和技术综合关系”（Ropohl，1979年）的一部分。在这些综合的关联环境中，我们才能从行为理论的角度，针对（1）使用技术达到的目的，（2）实现目的采用的手段和（3）后果（包括非主观意愿的负面结果），抽绎出技术的道德成分来（Grunwald，2012年）。

（1）目的和用途可以同一个具体的产品相关联，举例来说，它可以涉及驾驶汽车的体育比赛特点，或者是洗衣机的能源消耗，也可以涉及社会方面的含义，比如说创造就业岗位和提高社会福利。目的和用途是个人、团体或者社会状态的表现，同当前现状的需求分析，以及对未来发展的种种期待息息相关，同时，它们还是形形色色的道德体系与技术以及技术的发展相关联的表现。目的和用途导致了规范标准的不明确性和道德争议。人们期望能治愈阿尔茨海默病，或用新型的假肢帮助残疾人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这一点在道德上没有丝毫异议。但若要在火星上建立一个载人的空间站，这个目的就可能会引起巨大的争议，更何况对人进行“技术改良”这样的目的了。

（2）技术发展中体现其道德重要性的工具和手段是一些特定的实验活动，比如动物实验（见第4章第C.3节），对人、人的胚胎和干细胞的研究，或者是诸如转基因植物的农田实验那样的特定研究实验领域。在技术设施的选址问题上（选址也属于手段的一种）时常出现道德范畴内的问题，如在对当地居民有特殊文化和宗教意义的地区进行原料开采或是核废料永久存放。除此之外，本着对人类未来负责的精神，运用在技术上的自然资源，如土地、稀有金属或不可再生的能源载体（见第5章第5节）也具有道德意义。

（3）技术的开发、生产、运用和处理具有超出其目的之外的后果。比如，技术发展对社会和环境的风险影响即属于这类后果。风险是技术后果评估（Grunwald，2010年；参见第6章第4节）和道德权衡（Durbin，1987年；Unger，1993年；Asveld/Roeser，2008年；Hansson，2009年）的常见课题：面对希望达到的良好结果，哪些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如何来进行风险/机会的权衡和风险比较评估；由于知识的不足，预防原则（von Schomberg，2005年，关于风险评估参见第4章第C.7节，关于预防原则参见第6章第3节）何时能发挥作用？如果想让伦理学不只是充当马后炮式的学说（Mittelstrauß，1989年）的话，那么它就必须事先研究那些纯粹出于设想的，以及系统性预测的和非主观意愿的后果。由于技术的后果只能有限地被事先认识到（参见第2章第5节），所以，技术伦理学必须要在无明确标准可循的情况下对人们的判断和行为进行研究。

伦理哲学所研究的问题，总是不断地超出那些针对单项技术开发和使用所造成后果的具体思考范围。技术伦理学的对象还包括针对不断推进的技术化对人和社会、人的形象和人的环境、自然环境和“生存”之关系的跨学科问题。这里，社会学、文化哲学、人类学和历史哲学的论证模式与伦理学反思相互结合，目的是在人类生存条件提高的情况下确立人们行动的方向。

技术伦理学的谏言咨询作用

技术伦理学在何种程度上能给人指出行动的方向，取决于对伦理学更高层次的理解。技术伦理学所提出的方向必须在一场百家争鸣的论战中得到验证（Genthmann/Sander，1999年），这样就能避免被认为仅仅是涉及技术伦理学问题的主观臆断，从而获得主客兼有和跨越主观的有效性。通常来说，这场论战与这样一个模式紧密相关，即相关的讨论团体已经就某些特定的内容协商一致，比如核心概念和论战规则等，在此基础上再展开讨论。要讨论的问题越具体，之前所达成的内容一致就必须越具有先决条件性，讨论者在参与讨论时必须认同这些共识。因此，有人将这些共识称为“论战前的约法三章”（Grunwald，2008年，源自Genthmann/Sander，1999年）。

技术伦理学的讨论结果在其有效程度和影响范围上便与这一论战前期所达成的共识紧密相关。正因为如此，讨论的结果只能存在于有条件的规范标准意见中，亦即存在于有论据可检验的因果链中。这对于把技术伦理学的方向性建议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举例来说，一种涉及食品中使用纳米微粒责任问题的有条件的规范标准意见是否会造成实际后果，需要视在相关管理领域该因果链的原因条件是否被认为有效而定。如果是，那么结论就是把意见付诸实施，技术伦理学的解决方案将被运用到实践中去。

对于是否接受这个原因条件，其决定权并非在于伦理学，而在于公众社会和为此专门设立并受之委托及合法的机构组织。“民主先于哲学”之说指的即这一情况（Rorty，1998年）。技术伦理学无法回答在无规范原则可循的情况下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在科技进步中的未来决策和前进方向问题上，公众社会自始至终所需依靠的是他们自己。在这一点上，伦理学不能越俎代庖，而且在这类问题上，比如说在民主的决策过程当中，伦理学只能给出有条件的规范标准建议。在无规范标准的情况下，伦理学的意见和建议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从规范标准的角度为相关的争论和决策过程提供信息、导向和说明工作，而不是左右它们的结果。说明伦理道德的背景情况，而非先入为主地去做决定，这便是技术伦理学反思的结论。

这个结论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有理由对技术伦理学期待什么，不应当期待什么。无论如何，技术伦理学不是一个手中握有审批权，可以给出一些不痛不痒解释的官方机构。技术伦理学反思的最终指向，不是那些关于人们在技术背景中如何合乎道义地正确行动的笼统意见。比方说，它不能裁决核能的使用是否负责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应当由社会通过公开辩论和政府决策来加以决定。技术伦理学可以并且应该为这些辩论和决策过程提供咨询，特别是对伦理道德背景做出说明，以及对杂乱无章的辩论理由加以透明化。对科技进步规划管理的各个方面进行咨询，乃是技术伦理学的一项核心工作——决定则由他人去做。

技术伦理学所从事的咨询工作包含各种各样的期待和要求，其中，使科学界、公众社会、政府部门以及经济界（见第4章第C.8节）对于所参与的伦理学问题保持敏感，也是这项工作的一部分。在时常被误认为是纯粹技术的问题中，发现伦理学上重要的和可能引起争议的因素，是每一个伦理反思及每一次经过伦理背景说明的、公开的和政治的辩论的必要前提条件。所以，尽管伦理学始终只能提出自己的建议，其对澄清错综复杂的伦理道德关系和争议，以及解决规范标准的不明确性仍具有重大的贡献。从这个角度说，技术伦理学就是关于技术及其社会应用的“实际对话”（Schwemmer，1986年）的澄清者、倡导者、促进者和信息员。因为这里牵涉到公众的集体诉求和愿望，我们不妨用政治哲学的概念来设想一下这种关系，比方说它是参照科学、公众和政治三者关系的一种实用主义模式（Habermas，1968年），或者是倾向于协商民主制的一种新的发展模式。

技术伦理学和实践

技术伦理学以何种方式与实践以及它所参与的对科技进步的探讨相关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关规范标准不明确性的综合环境。技术伦理学参与其中或者可能参与其中的实践领域纷繁多样，这反映出了它的主题范围的宽度和广度。它从相伴随的具体的实验室研究，到科研经费投入；从作为政策顾问，到媒体专栏的辩论；从经济领域，到对可持续发展的探讨。下面所列出的带有各自不同问题、参与者背景和相关技术的综合环境情况，也许可以涵盖技术伦理学所涉及的绝大部分实践领域。

政治：在一个伦理道德多元化的社会里，国家制定的技术政策对所有人都具有约束力，因此，国家技术政策对技术的影响始终是一个有可能出现规范标准不明确性问题的大舞台。技术伦理学可以开展顾问咨询工作，比如在政治决策出台之前等环节，因为在这些决策中存在通过伦理学反思对所牵扯的标准问题进行解释和说明的可能性。这种情况适用于政府行为影响技术的所有领域，特别是科研的补贴和政策调控。

经济：在产品开发中，开发者要针对技术的未来消费人群进行一系列的预测和推断，在这些预测和推断中，已经融入了人类形象因素，以及设定好的技术目的和用途的未来方案，就如同技术伦理学所要关注的后果分析一样。因为标准的不明确性在这些领域中起着影响作用，所以这些领域也是技术伦理学的一个范畴。

科研：由于同技术的研究、开发、生产、使用和处理过程有密切的联系，工程师和科学家所肩负的责任非同寻常（Durbin，1987年）。他们的工作会产生规范标准的不确定性问题，比方说，作为雇员的工程师和当雇主的老板之间在对安全和环境问题判断上的看法相左，因此，对人的行为的道德基础的反思，也同样是技术伦理学的一项课题（案例见Lenk/Ropohl，1993年；参见第3章第7节）。

使用者行为：技术设备和产品的使用者和消费者依据他们自身的先决条件，从两个方面共同就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做出决定：一是购买和使用行为；二是（这点很少受到重视）他们在市场调查时所发表的意见。技术伦理学可以就某些使用形式的道德内涵进行阐述和说明。

公开讨论：关于技术发展的走向，公开的特别是通过新闻媒体进行的讨论也可以做出决定。通过这种方式，公众关于核能的讨论对政府的观点产生了影响，并决定性地导致了核电项目的取消。此外，公众对转基因生物的讨论也同样影响了欧盟的管控态度，促使欧盟把预防原则用法律条文正式确立了下来。绝大多数通过媒体进行的公开讨论，也对政府制定针对技术有间接影响的框架政策起到了积极作用。

技术伦理学反思及其反思结果应当被纳入社会实践的相关领域，其方法可以是经过伦理学委员会建立法律准则（参见第6章第2节），培训科学家和工程师（参见第6章第9节），技术伦理学者介入公众的辩论，或者是通过他们参与跨学科的开发项目。

对技术伦理学的反对意见

尽管自2000年以来，批评的声音有明显的减弱，关于技术伦理学能否发挥作用，以及是否具有取得成果的前景仍有争议。通常情况下，来自社会科学角度的批评意见居多，并且涉及社会学和哲学之间关于这一领域的争论范畴（Grunwald，1999年）。持怀疑态度的批评者经常指出，全球技术化的革新速度常常导致伦理学在技术发展面前步履蹒跚并束手无策，就好像是把“脚踏车的制动装置安在了一架大飞机上一样”（Ulrich Beck）。而且，在一个功能不同和多元化的社会里，技术的发展不受规范标准的影响，它按照自身的规律不断演进和发展（Halfmann，1996年）。尤其是全球化的进程，完全阻止了伦理学对科技进步向前发展的可能影响。不仅如此，关于道德问题进行有理有据辩论的可能性也遭到了根本质疑。主观主义者认为，辩论的目的似乎应当是搞清楚各种不同的道德观点和利益，而非提出一些有理有据的要求（对这一点的评论见Gethmann/Sander，1999年）。

上述这些反对意见并非针对技术伦理学而来，而是对技术的发展和使用能被人为地从主观意愿上以某种方式加以控制和引导的全面质疑。专门针对技术伦理学的是以下三种不同意见（Grunwald，1999年）：

（1）正如同技术的后果预测一样，技术伦理学也不断引起来自不同方面的指责，或者至少是担忧。有的人认为技术伦理学吹毛求疵，把可能性极小的风险以及道德顾虑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以至于危害到技术的进步和对技术进步的接受。还有的人认为技术伦理学可能会将人们的道德担忧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甚至可能开出一张道德规范上的“清白证明”来。

（2）人们常用“责任稀释”这个概念来对技术的伦理责任进行批评。在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里，责任的观念几乎没有用武之地，相反到处都充斥着一种“有组织的无责任感”（Ulrich Beck）。伦理责任只存在于旨在取得合法化或是对公众进行安抚的空洞辞藻中，这点在当今需经过复杂的工作流程而进行的技术开发中尤为突出。如果无人“承担责任”，那么伦理责任也就失去了它的对象。

（3）最后一点是，将技术后果缺乏可预测性作为论题，并且从中得出结论，认为一种前瞻性的伦理反思无法建立在经得起验证的知识之上（Bachmann，1993年），而被动地用一种含糊不清的认识论体系去同现有的科技知识打交道，从而有陷于空洞臆想的危险（Nordmann，2007年，以纳米技术为例）。

对于这些不同观点，首先应当从总体上加以认真对待，技术伦理学应当对之进行反思和做出反应（Grunwald，1999年），这点对于最后一个问题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人们从这个问题中得出结论：只有在科学知识确定无疑，亦即技术的后果已经成为事实并且已经造成了实际问题的时候，才去进行伦理学思考的话，那么，其后果就是技术伦理学从根本上说在结构方面就慢人一拍，因此毫无作用可言。技术伦理学作为对已经产生的危害进行修补的“马后炮伦理学”（Mittelstraß，1998年）无法兑现人们对于技术发展方向的期待。

然而，我们是应当尽早地还是稍晚些，是前瞻性地还是等到经得起验证的后续知识出现之后再来使用技术伦理学，这些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伦理学思考分门别类，因发展阶段、问题的提出以及所拥有后续知识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伦理学思考的概念和方法是不尽相同的，不管它是面对经验层面上可测量的技术后果也好，或者只是想象中的技术后果也罢，伦理学思考的服务对象首先是各种不同的目的和用途。举例来说，倘若关于纳米微粒在食品中使用的责任问题，是关于消费者保护、政府管控、强制标识、企业自我约束和个人责任（带有其各自的重要伦理学背景）思考中的一个具体问题的话，那么，这些关于合成生物学的思考就不仅服务于社会和道德上的相互沟通，而且也用于解释说明什么是问题的所在，道德的风险在哪里，我们的所做的评判如何受到挑战，而不是急于要去采取什么具体的行动措施。

因之，技术伦理学可以定义为一种伴随发展过程而发展的学说。如果说在其最初的发展阶段，我们或许只能就技术发展路线做抽象的思考，首要任务还是对什么是问题之所在做阐释工作的话，那么对其今后的发展之路，我们还是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比如说对可能出现的技术争议以及怎样避免争议扩大化的提示（见第3章第6节），或者对公正性问题以及参与讨论问题的建议（参见第4章第B.9节）。随着在此过程中相关技术的应用可能性不断地具体化，以及后续知识的不断改进，当初那些抽象的道德评论和价值取向不断地被新获得的知识所具体化就成了可能。正是通过这种及时的调查和思考，技术伦理学为社会的学习历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于本手册

《技术伦理学手册》是有关这一题材的第一部用德文编撰的手册。本手册所理解的技术伦理学的首要目的，是通过伦理学反思为切切实实的“正确”决定做出贡献，亦即如何规划管理和应用技术，如何面对技术所带来的后果。就如同嵌入式工艺一样，技术从一开始就被置于社会的大环境中来被人们所认识。在这个环境中，从产品设计、生产制造、投入使用，直到回收处理，人们都要做出各种不同的决定，而这些决定都具有道德层面的意义，因此需要直面伦理学对它们的思考，甚至主动要求这种思考。技术伦理学首先讲的是技术里“强制性的政治”因素（如本手册所理解的那样），诸如安全和环境标准，公民权利的保护，科研政策重点的确定，技术创新框架条件的设立等。有鉴于上述背景，本手册所依据的学术讨论前提可归纳总结如下。

·技术伦理学乃是伦理学及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有别于“伦理学”一词当前所具有的使用含义，亦即该词当前常常只是用来表述心理状态、价值维护、优先权、圆桌会议、专门委员会，或者是其他一些跟技术相关的“软件”内容。

·道德和伦理的区别在于，道德可以被描述，并且指的是实际的价值维护、观念信仰、行为准则和次序，而伦理则是关于这些道德内容的反思理论，尤其是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之下。

·这一点与这样一个要求密切相关，即规范和标准，比如技术评价，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主观信仰和认识的范畴，而是应具有可辩论性（Gethmann/Sander，1999年）。

·技术伦理学不是一道纯粹学术式的练习题，原因是它同实践存在双重联系，即它的问题源于实践，答案又回归于实践。但是，作为其意见的认知背景和合理来源，技术伦理学的学术和专业背景仍然是有决定作用的。

·技术伦理学一方面是应用伦理学的一个分支领域，并且负有在自己的“领域”（Nida-Rümelin，1996年；Stoecker及其他学者，2011年）中起到具体作用的责任。另一方面，它也面对着一系列远远超出其自身范围的问题，亦即科技进步的基本问题，它在其中并非要解决前进的方向性问题，而是要去做解释说明工作。

·技术伦理学自己回答不了技术进步的方向性问题，它仅能对公众社会的观点形成，以及政治或者经济的决策过程做顾问咨询。技术伦理学积极参与关于技术的社会和政治讨论，这是它起作用的条件，而非一种质量保证。

·技术伦理学通常在跨学科的对话中完成自己的使命，专业的伦理和哲学见解构成它的基础，这个基础需依靠跨学科的合作，不仅是在技术层面上，而且也涉及相关的社会科学。

结构和概览

《技术伦理学手册》接下来几章按照本引言的思路划分如下：

第2章介绍技术伦理学的几个核心基本概念，这里毫无疑问有技术本身的概念，还有技术后果的概念，作为补充性质的“风险”和“安全”概念，以及“进步”和“责任”概念。这些概念在后面许多文章里皆有涉及。

第3章探讨技术伦理学的几个历史阶段，目的是揭示技术伦理学产生的背景和动因。收录的文章包括早期对技术的质疑和批评，技术监督协会（TÜV）[16]的产生，曼哈顿工程，石棉产品历史，技术进步乐观主义危机，技术争议和工程师伦理学的发展。

第4章专门讨论技术伦理学和它的基础，这些基础最初存在于技术哲学的传统当中，最早源自古希腊罗马哲学，再到马克思，最后到20世纪及当前对技术的解读。此外，该章还触及建立伦理学的最初论题，诸如人权、智慧伦理学、功利主义、可持续发展，以及如何搭建同技术的关系。最后，该章引入并讨论了技术伦理学的几个概括性的话题，如劳动和技术、废弃物与技术、自然和技术以及全球化问题。

第5章围绕具体的技术领域，一方面有技术伦理学的“经典”领域，如核能、纳米技术、基因技术和互联网，另一方面涉及技术伦理学中较少讨论的范畴，如食品加工、电脑游戏、农业技术和宇航技术。

第6章将技术伦理学和各种不同的实践领域联系在一起，包括技术政策和政治咨询，各种法律法规（如预防原则），实施方法（如公民参与），伦理学委员会，伦理守则，以及伦理学技术教育的方方面面。

关于本手册的使用

假如有人需要了解技术伦理学中相关部分的信息，那么本手册应该就是一部“一册在手”，随时备用的参考资料，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书中各个作者的文章为本书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广泛的题材。

一部手册并不是一本专题著作。它的作者们在前述的技术伦理学框架内，将各自的概念、构想、诊断和视角都带到了本手册之中。若要把诸如“风险”和“责任”这样的概念的使用方法严格地加以统一，既非可能，也非大家所愿，原因是这样做会付出损害考察视角的丰富性这样的代价。只要有可能，本手册的编者就加进了对各种不同的概念使用方法的提示。

手册的作者分别来自不同的学术领域和机构组织。在手册的一些内容中，尤其是在技术伦理学基础的展开部分，哲学当仁不让地占据了其中的主要地位。在别的部分，其他的学科——像历史学、法学、社会学、技术后果评估，还有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也都有自己的话语权。如要论及学科的组成部分，那么关于技术领域的那一章最为丰富多彩。前面我们曾经谈到的作为跨学科对话的技术伦理学的归属问题，便以此种方式体现在本手册之中。

手册中的参照提示不仅从横向上把主题方面有关联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对共同的抑或不同的看问题视角和各种挑战进行提示。当然，这首先涉及的是横向主题和具体技术领域的文章之间的关系。然而，文章和文章之间的许多其他主题和方法上的关系表明，除单个主题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之外，贯穿全书的问题和主题之间形成了一种关联体，最终让我们名正言顺地来对“技术伦理学”这门学科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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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1903—1993，犹太裔德国哲学家，1933年离开德国辗转于伦敦和巴黎，二战后移居美国，《责任命令》为其著名的代表作。本书所有脚注均为译者注，后文不再特别说明。

[2] 恩斯特·卡普（Ernst Kapp），1808—1896，德国哲学家和地理学家，1877年出版《技术哲学纲要》一书，是现代技术哲学创始人之一。

[3] 阿诺尔德·盖伦（Arnold Gehlen），1904—1976，德国哲学家和人类学家，哲学人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

[4] 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5]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德裔美籍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成员。

[6] 京特·安德斯（Günther Anders），1902—1992，奥地利哲学家和诗人，有专著《过时的人》，对技术持批判态度，反对使用原子能。

[7] 奥托·哈恩（Otto Hahn），1879—1968，德国化学家和物理学家，194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

[8] 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人物，193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9] 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äcker），1912—2007，德国物理学家和哲学家。

[10] 1975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阿西洛马会议中心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会上科学家们讨论制定了转基因生物生产和使用的规范和原则。

[11] 弗里德里希·德绍尔（Friedrich Dessauer），1881—1963，20世纪上半叶德国最有影响的技术哲学家，著有《技术文化》、《技术哲学》和《关于技术的争论》等一系列关于技术思想的论著。

[12] 希波格拉底（Hippocrates），前460—前370，古希腊名医，医学的创始人。希波格拉底誓言指的是医生行医的道德准则。

[13] 1986年4月26日，苏联乌克兰共和国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基辅北部110公里）的4号机组发生严重泄漏和爆炸事故，大约1650平方公里的土地被辐射，辐射量相当于400颗美国投在日本的原子弹。

[14] 1984年12月3日发生在印度博帕尔的甲基异氰酸酯（methyl isocyanate，简称MIC）泄漏事故，共造成当地约5000人死亡，另有约6万余人需接受长期治疗。

[15] 福岛核电站是世界上最大的核电站，分两个场站共10台沸水堆型机组。2011年3月12日，受西太平洋海底大地震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受损严重，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

[16] 德文全称为Technischer Überwachungsverein，简称TÜV，是德国一家正式注册的带有半官方性质的私营机构，专事按照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对技术产品进行品质和安全等检验，也称作TÜV认证。


第2章 基本概念

第1节 技术

关于概念

技术的概念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的”和“人工的”这两个概念所做的区分。自然之物本身载有自己产生和变化的内因，所以是“变化而来之物”，而技艺（techne）[1]指的是人在制造活动（poiesis）[2]中，以人工的方式制作出来的东西（关于古代技术哲学，参见第4章第A.1节）。这样，技术的概念就被放到了人类文化的范畴之中（参见第4章第A.5节和第C.4节）。人们有时候把蜂巢和白蚁穴说成这两个物种的技术结果，这不过是一种类比的说法罢了。

自19世纪中期以来，哲学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既相互补充，又相互排斥的技术概念（Lenk，1973年；Rapp，1978年；Hubig，2006年）。技术社会学和技术科学都在使用它们各自的，甚至经常是相互冲突的技术概念，一种在哲学上和技术上都得到普遍认可的技术概念并不存在。即便是技术伦理学也没有使用一种统一的技术概念，而是采取一种功利主义的做法，也就是附和于各种现有的语言词汇。在现当代的概念定义当中（技术伦理学也大致如此），人们通常认为技术不是同社会脱节，而是置身于社会之中的。这样，“技术”就被理解为包括技术发展和制造（poiesis），使用和从使用过程中移除（比如回收或填埋）在内的技术的制成品（Grunwald，1998年，扩展阅读参见Ropohl，1979年）。

在绝大多数的定义尝试中，我们都能看到一个核心的二元论：一方面把诸如机器、工具和基础设施等由人制造出来的产品称作“技术”；另一方面又把诸如外科手术、数学证明，或者是演奏音乐和玄想思辨这类有规则的方法看作“技术”。“工艺”一词则常常被用来指称那些被科学创作出来的，或者是特别综合复杂的技术，同时也用来统称不同门类的技术领域。英语词汇中作为集合概念的technology指的是跟工程师有关的技术以及科学的技术，它区别于表示有规则的、方法上的techniques一词。

作为反思概念的技术

技术即表示“制作而成”的这种本质特性，在技术概念与目的、手段的理性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直接的联系。在传统的行为学解释中，技术——不论是有规则的方法，还是诸如工具和机器这样的人工制成品——都是为它们自身以外的目的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代表的是“手段的体系”（Hubig，2002年，第28页及下几页）。假如为了达到目的，需要在多个技术中做选择的话，那么效果，亦即通过使用某个技术达到所预期目的的前景，以及效率，也就是说达到目的和使用手段（比如资金或是材料）之间的一种恰到好处的比例关系，就是理解技术手段的两个根本标准。成本和效益分析对技术的认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技术评价和技术后果评估将技术及其后果（参见第6章第4和第6节）放到了一个更广泛的社会和伦理的关联体系中，同时又将技术开发和使用中非主观意愿的后果系统化地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中。

从行为学的角度说，技术并没有化解在它的手段特征中，因为手段概念自身具有一种反思的成分，“就其自身来看，成品或结果都不是手段”（Hubig，2002年，第10页及下页）。手段特征只有在反思的意义上，并作为目的和手段关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才好去理解，而对于这种关系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释，有时甚至是完全不同的解读。一种新技术的产生不仅是出于事先已经确定的目的，而且为着已经拥有的技术，人们也同样会想出各种新的目的，这就导致目的之间的相互转换。正如为了同一个目的有不同的手段一样，同样的一个技术产品可以是实现各种不同目的的手段。因此，技术概念的行为学结构要比人们想象中简单的目的和手段关系丰富得多。从根本上讲，技术的开发和使用超出了人们原先认为的目的和手段关系，甚至还蕴含着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潜力。

有鉴于此，若要从本体论上把世界划分成技术的和非技术的两个部分是不可能的。取而代之的方法是，人们可以把某些事物当作技术或者是当作其他的事物来进行主题化探讨，并且在主题化探讨中再赋予相关事物以“技术的”属性（Grunwald/Julliard，2005年）。通过对目的和手段关系的识别，确定产品或方法的“技术特征”。然后，这些被确认为技术的产品和方法就成了“为了某个目的”的技术。倘若是在另一种关系中，某件特定的产品就不一定被确认为技术，而是艺术品、个人的纪念品，或者是商品。正因为如此，技术概念不是关于单个技术的集合概念，而是一个反思概念（Janisch，2001年，第151页及下页）。反思可以用不同方式进行：作为差别的界定来区分技术和非技术；作为功用的阐释来说明技术的作用（如人类学作用），确定技术在行为关联体系中和文化中的位置，以及阐明它与可再生性和规则性的关系。

差异的界定

通过差异的区分方法，我们可以对各种包含性的关系和排除性的关系进行定义：就某个技术概念来讲，什么应包含在其中，什么应排除在其外，两者之间的特殊差异（differentiae specificae）[3]便能够得到确定，而且，不仅这些特殊差异反映了人们进行区分的观察角度，同时，人们特殊的认识和区分兴趣也构成了这些特殊差异的基础。

经典的特殊差异就是前面提到的，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技术（人工）和自然的区分。这种方法的思考对象，乃是技术制成品和自然的变化结果之间的区别。比方说，人们可以针对自然的变化结果（如自然资源）在技术制成品中的作用问题进行探讨。面对人类对大自然愈演愈烈的侵入行为及造成的严重后果——如人类活动给山川面貌留下的痕迹，以及饲养的或是改变基因的动植物等——京特·罗波尔[4]将这种区分方法进一步极端化，并把技术看成一种反自然的现象（Rophol，1991年）。

在人工制造出来的产品当中，人们常常把技术的工具特性和艺术的自身目的区分开来。一台洗衣机和一件恩斯特·巴拉赫[5]的青铜作品都是人工制成品，但是习惯上把它们区分为技术和艺术。艺术品虽然是人工制品，但其功用是审美欣赏，而非当作工具使用。尽管如此，作为反思主题的技术概念也体现在这个问题上，因为上述分类方法不能从本体论上生搬硬套到这两件物品上：青铜雕像完全可以当作技术型的器械使用，比如用来对付入室行窃的歹徒，同时，洗衣机也可以是现代艺术作品中的一个元素。

另一种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差异区分，可以通过技术的和非技术的这两个形容词来更好地加以解释。这里所涉及的就是所谓的“技术的理性”问题，它常常（而非特别地）使人联想到它的可控性、可预测性、成本效益观念以及冷静的逻辑等因素，并且与情感、移情、冲动和惊喜相对立。于是乎，这里就往往会产生一个技术的“冰冷”世界和人道的温暖体贴的矛盾体，技术在医疗健康方面的使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现代医学时常被贬斥为技术加理性的“设备医学”，因此，人们呼吁要有更多的人性关爱和情感投入。

作用的定义

作用的定义所要回答的问题包括：技术承担的任务是什么，什么情况下技术是必不可少的，技术对历史和文化进程的特殊贡献是什么。这些问题围绕的不是单个技术产品和方法的作用，而是抽象意义上“技术的”作用。比如说从人类学角度，或者是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层面抽象地给予技术某种作用，以及赋予它相关理论和学科的意义。

把技术解释成人类学的必要性乃是出自人是有缺陷的动物的这个前提（Gehlen，1962年；Ortega y Gasset，1978年；参见第4章第A.3节）。根据这个观点，技术的作用是对人类进行完美化，并对人类天生不完善的“基本条件”进行弥补。技术是器官替补、器官延长和器官的超能化（Kapp，1978年），它是身体功能的具体化和物体化。技术补充了人类不完善的行动能力，因而它是最广义上的对世界的征服。持此观点者不仅看到了技术扩展人类个体能力的功能，同时也看到了它在文化和社会方面的贡献。甚至像语言、文字以及国家的组织形式等，也被称作技术文化的功能组成部分（Kapp，1978年）。

技术在社会学上主要被理解成交际的媒介（比如Halfmann，1996年，第109～147页）。根据这一观点，技术的作用在于减轻人们不断地对自己日常行为的意义进行思考的负担，习惯的形成和随后的交际活动减少了偶然性并开启了对接的可能性。经济学上，人们重点强调的是技术作为重要的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参见第4章第A.2节），这种生产力又被历史哲学所采纳，用来对人类发展的未来进行思考（比如Bloch，1934年）。

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和社会哲学把“技术”同人类的文明发展相联系。在早期的技术哲学里，如恩斯特·席默尔（1914年）和弗里德里希·德绍尔（1926年），充满着一种对技术可能性的乐观甚至狂热的态度：技术发展到极致不仅将成为人的“自我解救”，而且将成为神或世界精神（弗里德里希·德绍尔）的表现，以及物质自由的理念。何塞·奥尔特加·y.加塞特[6]把技术看成“一种节省气力的努力”（1978年，第24页）。与之相反，各种不同版本的文化悲观论担心即将出现或是已经出现的技术或是技术思维对人的统治地位。比如在京特·安德斯（1956年）看来，现代人可怜而无助地跟在自己创造的技术产品后面亦步亦趋，面对它们，人已经落伍过时并无可救药。马丁·海德格尔（1953年）把现代技术看成现代人存在环境的表现，在这个环境中，一切都成了“支撑物”。赫伯特·马尔库塞从批判理论（参见第4章第A.6节）出发，对经济和技术的体系进行了诊断，认为人被这些体系工具化和奴役，只有通过一种模棱两可的“伟大的抗拒”才能保护自己（1967年）。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这些观点和定义不仅有重大的前提和阐释背景，而且对于“技术”观念的理解基本于事无补。这是因为，如果要对技术的作用（不论主观意愿的，还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表现出来的）下定义，那么就必须先明确“技术”是什么。而这一点在迄今所有这类定义中皆未能明确说明。

技术作为媒介

在当前阶段，技术被人们理解为一种媒介（Gamm，2002年；Hubig，2006年），比如说它是“社会和自然的工具式的调解关系”（Krämer，1982年，第10页，参见第4章第A.8节），或者是按照恩斯特·卡西尔[7]的学说（1985年），技术被作为人的活动的形式（Gutmann，第54页及下页）来加以讨论。按照这一理论，技术是占有世界的媒介（如运用工具），同时也是人类活动的一种形式，尤其是在社会化再生产的范畴中，它涉及个体活动与社会关系的特定方面。这样，经典的目的理性论（在主体和客体相对立的框架中）就无法解释技术的新内容，技术不再是技术制成品和方法的总和，而是一种媒介，个体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伴随着它的可能性，但也是在它的界限和限制内进行，同时又反作用于此媒介。

在这里，我们观察的出发点是，技术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涵盖人类全部生活环境并对其打上深深烙印的维度。人所遇见的不再是个别的技术制成品，而是在一个被技术预先基本设定的“第二自然”，抑或是“技术的结构体”中活动（Grunwald/Julliard，2005年）。结构体这个比喻表示的是一种纵横交织的互为牵连关系，其中既包含了社会的实际生活，又包括了物质的和社会的技术。这种相互关联的交织体在基础设施技术方面已经发展到了无法将其从社会生活中剥离出去的程度，剥离它将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作为现代社会“神经系统”的互联网，就是这种交织体的现实示例。从某种意义上说，普适计算（参见第5章第25节）这样一个既充满技术，又让我们毫无觉察的世界，就是一个完全技术化的第二个自然界观念的现实表现。

技术规则性的反思

技术的制成品和方法，包括与之相关连的人的活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规则性和可再生产性的特征。规则性是技术的一个核心标志。技术的规则影响着技术的开发和制造，并且是技术科学和手工艺知识不断传承的核心要素。规则也同样影响着技术的使用，比如借助使用指南或者是基于具体产品的使用经验等。这些规则或多或少地都取决于它们的关联条件。技术使用规则的普遍适用性程度的高低能够说明相关目的和手段关系的稳定与否，以及对周围环境的依存度。技术规则和技术的使用规则分别在各自的有效范围内产生效力。同理，我们可以把技术概念理解为对其有效范围的影响程度的反思概念，与此同时，“技术的理想”在这里具有其最大的不变性（Grunwald/Julliard，2005年）。在这个意义上，对技术的和非技术的物体所做的类别区分，不仅让我们认识到了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单件物体（非技术性的物体），与可进行任意次数和严格化再生产的物体之间的差别，同时还提出了这个连续过程中一个正在被人们所考察探讨的特殊行为体系的地位问题。

技术概念的这个定义，让我们能够将目光越过“工程师技术”，从而投向文化和社会中“技术的”作用和矛盾体。毫无疑问，活动的可重复性（比如在方法上）和状态的可重复生产是技术制成品在生产、使用和处理上的一个要素。然而，规则却建立在社会的关联体系中。各种组织机构是受到规则调节管理的行动关联体，从中产生可靠性和期待的确定性。正因为对技术在行动和决策上的反思涉及规则的问题，所以，这种反思就把可靠性、可预见性和期待的确定性当作协调性行动的基础来进行讨论（Claessens，1993年）。行动的规则，不论它们是与工程师技术相关也好，还是以规则主导的机构组织形式出现也罢，将人们从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不断地对行动的可能性、必要性和理智性进行重新思考的负担中解脱了出来。

然而，规则性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对各种文化优点的保障需要规则，另一方面，规则会成为对自由和个性的一种威胁。规则性的东西和受规则制约的事物必须同（历史上的）独一无二的事物，以及在所确立的规则之外进行活动的可能性保持平衡。对技术的反抗不仅是反抗技术的产品，同时反映出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安全和自由之间、自发性和规则性之间，以及作为开启行动选项的规划和作为关闭行动选项的“错误规划”之间的种种矛盾现象。

技术、技术科学和自然科学

现代技术滥觞于手工活动的早期阶段。技术的发展自19世纪以来很快被科学化，尤其是在那些新开设的、拥有自己的培养课程以及后来可攻读博士学位的应用技术高等院校里。科学化使得知识的系统汇集、知识传授的根本改善和对新技术可能性更加有效的研究成了可能。

很多时候有这样一种论点，认为技术就是实用的自然科学，技术的实现所遵守的即是自然科学的认识过程。这个论点不仅包含认识和实干的时间顺序，而且也包含了一个逻辑顺序。然而，这个论点是不成立的（Banse及其他学者，2006年）。尽管自然科学的知识对于技术科学来说是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但是，反之亦然（参见第4章第A.5节）。自然科学并非对自然的一种沉思玄想，它也有实验的、介入的和改变的行动，这个行动没有技术是不可想象的。位于日内瓦近郊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那样的基本粒子物理学的大型技术设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点在现代生物学和医学中也一目了然。因此，在技术和自然科学之间不存在片面的关系，而是总体上的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Banse及其他学者，2006年）。

近年来的讨论中经常有人指出，把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区分开来显然是大有问题的。自然科学进步越来越依赖复杂技术的存在，比如针对浩繁数据量的调查、处理、分析和储存提出的越来越高的要求等。反之，技术科学也越来越依赖于同自然科学及自然科学领域的进步的紧密合作，特别是在所谓新的和新兴的科学和技术（new and emerg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领域。根据布鲁诺·拉图尔[8]的建议，人们常常把相关的研究领域（如纳米技术和合成生物学）称为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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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古希腊语techne是古希腊的一个概念，在欧洲哲学里它所指的是艺术、科学和技术。

[2] 同样是古希腊语中的一个概念，即制造，哲学上指的是不同于人的日常劳作和思想活动的一种带有目的性的活动。

[3] 源自古希腊语“genus proximum at differentia specifica”，意为“相邻种类和特殊差别”。亚里士多德将其视作用来对事物进行定义的一个原则，即必须要通过对种类和特殊差异点的说明来进行定义。这个原则一直影响到19世纪的西方哲学。

[4] 京特·罗波尔（Günter Ropohl），1939年生于科隆，德国技术哲学家和工程师。

[5] 恩斯特·巴拉赫（Ernst Barlach），1870—1938，德国雕塑家和画家，以木雕和铜像作品见长。

[6] 何塞·奥尔特加·y.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7] 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1847—1945，德国哲学家，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文化哲学，《符号形式的哲学》是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著作。

[8]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年出生，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第2节 风险

概念的沿革

风险的概念在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风险和具有风险的行为是日常生活中很自然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只要审视一下这个概念的沿革就会发现，事情并不总是如此。“风险”以及“有风险的”这个用来指称一类行为或行为方式的修饰词语，乃是一个近代以来出现的现象，它在传统社会中要么不存在，要么非常少见。随着表述某类行动的风险概念的出现，前现代的思维模式就被取而代之了。

根据考证，风险作为与其他各种不安全感相区别的一个概念出现在中世纪的末期，亦即14世纪早期的意大利商业城市和城市国家里（参阅Bonß，1995年，第49页）。这个时期的风险概念与同时代的远途贸易，特别是海上贸易紧密相关。海上贸易在当时是一项比现在危险得多的活动。因此，把贸易货物的损失称为风险的意义就在于，它从一个理性的参与者的立场出发，把经济活动的不可预测性不再当作要去承受的命运事件，而是看作（或多或少）可以计算的不确定性。用风险的概念来把原则上可计划的数值归类为风险值，需要一种特定的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这种认识对于中世纪结束前的时代来说多少是非典型的，甚至是陌生的”（Bonß，1995年，第51页）。自从风险概念在意大利航海贸易中得到考证以后，风险和理性的行动规划之间就有了一种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从某种程度上作为近代理性认识的先驱——逐渐取代了人们把行为的成功视作命运或是其他不可预计的影响因素的解释模式。

概念的词义

时下，人们无处不在谈论风险，但对风险概念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不甚了了。首先，风险经常被广义地用来表示做决定时的情形。此时，一个可能的行动事先或许会导致至少两种不同的结果，但也许只有其中一个结果事后可能会实际发生。再者，当事者与此情形相关的决定和行动，不仅对于其中至少一个结果的实现举足轻重，而且对于结果的类型或程度也必然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样一种风险状况的潜在结果，亦即可能出现的后果，可以在数量上（作用或损失）以及在质量上（作用的程度或损失的大小）被定性定量。这些可能出现的结果中的任何一个——至少在原则上或者只是有可能——可以分别被赋予一个正数的出现概率。此处的要点是，各种结果的单一出现概率都小于1，而所有可能的结果的概率总和必须是1。于是，对这样一种带有风险的决策情形可做如下定义：在可选择的决定中，基于出现概率至少有一个决定同一个以上的结果相关联。这样一来，所有不确定的决策情形都归到了这个广义的风险概念之下，亦即所有的决定都处在危险之中。

风险概念也有明显狭义的使用情况，其中这种狭义化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是风险被理解成一种不安全的特例，这是因为这种“带有风险的”决策情况有一个特点，即可能出现的后果的所有概率都可以被列举出来。不过，这样一种划分不安全和风险的做法隐藏着一个概率论的难题，其原因在于，如果是以主观主义的和人格主义的概率观为基础的话，这种划分毫无意义。

如果风险概念仅仅只涉及那些被评估为有害的风险决策的后果，那么就会出现第二种狭义的风险概念。通常情况下，风险和机遇概念的对峙也随之出现。这时，风险决策所表示的不确定性，仅限于那些可能出现的、被评估为不利的后果。反之，被评估为有利的那些决策可能出现的危险后果，就被归属在了机遇的概念之中。以“基因技术的机遇和风险”为题的探讨，或许就是这种概念运用的实例。

倘若决策时需对后果和概率的准确值进行说明，那么这种决策情形就是一种在数量上完全可以描述的决策。反对将决策的风险概念狭义化到这样一种特殊案例的人士认为，如果盲目使用这个方法，将会把风险概念完全排挤到实际生活之外。由此而衍生的风险理论将只具有十分有限的实用价值，并且不得不否定我们大部分的日常语汇。反之，如果我们把风险概念理解成一种普遍适用的表述词，用来指称在“纯风险”和“完全没把握”这两种极端情况之间进行不确定抉择时的连续过程，那么，保险计算公式（风险＝损失的价值×出现的概率）表示的就是“纯风险”的极端情况。

如公式所示，只有当风险被看作不安全后果的极端情况，而此极端情况在数量上又可以被描述的时候，风险的概念才可以被限制为可能出现的不利后果。然而，鉴于行为评估的理性因素，倘若这个决定与某种有利情况毫无关系的话，把它说成带有风险的决定似乎毫无意义。如果我们认为，风险的根源是在当事者的决策那里，那么这个与行动者的关联关系就决定了：一个理性的风险决策就是对利弊进行权衡所得到的结果，这当中，至少有一个需做评估的后果是具有不安全因素的。理性的行动者在哪里涉险，哪里就总是存在机遇的——至少从做决策时的行动者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因为有机遇，人们才理性地去涉险（参见第4章第C.7节）。

广义的风险概念既考虑到了风险当事人的关联关系，同时也兼顾了风险行为广泛的现实生活背景。风险当事人的关联性所表达的含义是，风险只有与具体当事人的决定和行动相关联时才会存在。某些潜在的后果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能被认定为风险，即风险是由当事人的行为造成的，以及对风险的了解使人有可能去影响它变成现实的概率，或者通过相应的行动去影响它后果的轻重程度。正因为如此，风险始终与决定和行动相关联。但是，这一点不能被理解成一个人所遇到的风险只能同这个人相关联，否则的话就要把它说成是一种危险（不同观点可参见Luhmann，1991年，第117页）。然而，风险当事人关联关系需要排除的是，将某些自然灾害的出现当成风险来看的做法，“风险来自做决定时的情况，而非来自（孤立地来考虑的）不确定和偶然事件出现的可能性。从可能出现自然灾害当中还不能得出风险的结论，只有在自然灾害可能对决策过程产生影响时，……风险才起作用”（Philipp，1967年，第6页）。举例来说，单纯地谈论地震的风险是没有意义的。相反，如果要在一个众所周知的地震活跃带去搞建设，或者明知那里的情况，而放弃对自己，亦即对个人的或集体的以及政治的实践活动进行调整，那么，这样的决定就必须被称作冒险的决定。

由于并不是所有可能从风险中产生的潜在后果都只牵连到可被看作此风险肇始者的个人或集体，而且会牵涉到风险肇始者以及不相关的第三方，因此，有必要就标准风险理论范围的界定做进一步区分：风险可区分为个人的和被转嫁的风险。前者指的是个人自己所冒的风险，不产生任何外部的牵连关系。如果我们假设个人作为其自主权的表达者，从根本上说有自己去冒风险的自由，那么，只有下述的风险情况才应当成为伦理反思的内容，即在这些风险中，带有外部关联关系的风险决定和行为的潜在的或必然的代价，不完全发生在做决定的人那里。因而，规范标准意义上所指的相关风险具有与外部相关联的特点：单个个人或集体应当承担风险，但是，其身份可以不是风险的肇始者或协同肇始者。

除了已经提到的沃尔夫冈·伯恩斯[1]和尼克拉斯·鲁曼[2]的社会学论文之外，鉴于乌尔里希·贝克[3]（1986年）的观点具有广泛的接受程度，这里必须提到他的风险社会概念。但必须指出的是，贝克没有就此概念做过令人信服的阐述，而且其论文的专业术语也模糊不清且晦涩难懂。他对风险的理解因为一种在当代社会学中广为流行的对理性的批判态度，与本文所述观点格格不入。

危险和剩余风险

长期以来，风险和危险概念的明确划分在浩如烟海的风险研究文献里一直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参阅Luhmann，1991年，第31页）。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当——像鲁曼那样——主观主义地过分强调把与决定相关的风险和与决定无关的危险相区别的做法。这是因为“在一个被一分为二的行为空间里，做决定的人所冒的风险，……并非就变成了（此决定的）相关联人群的危险”（Luhmann，1991年，第117页）。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意味着将其他的个人行为都归入一种行为之中，作为伦理判断基础的责任将无从谈起。即便是在一个共同的行为空间里，风险可以被归结为（任意的）一个当事者所做的决定，同时，相应的责任也归咎于他身上，在这种情况下，风险仍然只是风险而已。除此以外的其他解释将意味着风险和危险的区别实际上的自我取消，而且对于风险伦理学来说，这也是其巨大的分析价值的损失。在伦理学意义上，危险是与风险相对的概念。从伦理学角度来看，危险本身无足轻重，然而，了解危险却可能会引起一种带有风险的决策情况。之前我们曾提到的地震，以及知道地震发生的可能性的例子，便是对这个问题的很好印证。

另一个在关于风险的标准化讨论中经常出现的概念是“剩余风险”概念。根据《关于和平利用核能及危险保护法》（“Gesetzes über die friedliche Verwendung der Kernenergie und den Schutz gegen ihre Gefahren”，核能法）第七条，联邦宪法法院于1978年8月8日在被称作“卡尔卡1号”[4]的关于“快速增殖反应堆”型核电站的审批许可决议中，详尽地就与一般风险权衡相区别的剩余风险问题做过表态。有别于当前社会学家视风险概念的作用在于将非安全性转化为安全性的观点，联邦宪法法院首先认为，剩余风险的存在不能同对剩余损害的容忍混为一谈。尽管法律在“未来损失的可能性无法非常明确地予以排除”［联邦宪法法院第49、89（137）条决议］的情况下也会批准核电站的建设，但是，风险判断中所残存的不确定性的分量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它本身就存在于人类获取经验知识的自然本性中。有鉴于此，要求立法者制定出同批准和运行技术设施有关的、绝对有把握排除任何损害潜在可能的法律法规，是一种对人类认知能力的误判。这样的要求无异于禁止国家批准和使用技术：“在判断事物的过程中，必须依靠实用理性来建立社会秩序……超出实用理性界限的不确定性，其根源在人的认知能力的局限中；不确定性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应该由所有公民来共同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联邦宪法法院第49、89（143）条决议］

因此，我们可以把一种与特定的实践活动相联系的风险分量称为剩余风险。假如不完全放弃该实践活动，那么，依靠合适的和范围上可行的预防措施不可能再减少这个风险分量。然而，恰恰是让人们想尽一切可行及合适的预防措施以减少风险的提示要求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剩余风险的存在并非可与对剩余风险的容忍画等号（关于技术法参见第6章第2节，关于预防原则参见第6章第3节）。

客观风险和主观风险

在相关的文章和论著中，人们常常论及客观风险和主观风险的问题。根据卡普兰和加里克的具有广泛影响的观点建议，客观风险涉及概率，也就是事件发生的客观可能性。其他的所有情况皆是具有主观风险性质的案例（参阅Kaplan/Garrick，1993年）。卡普兰和加里克二人甚至宣称，与客观风险相关的频繁性中存在一个明确的经验性基础，因此它能从科学上被人们所认识。而主观风险则不同，所以它被理解成一种软性概念。这种流传甚广的一边是客观性另一边是主观性的二分法，也反映在了风险理论中。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决策理论家却认为，如果人的行为是理性的，在这个理想情况下，不管怎样都能够设定出相对严格的条件，从而对人的主观概率推测必须满足的理性条件进行规定。例如，在相互排斥的情况中，就不会出现主观概率的总数超出100%的问题。主观概率必须符合概率计算的原则，这些原则以公理的形式见于1933年出版的安德雷·N.柯尔莫哥洛夫[5]所著《概率计算基础》一书中（参阅Kolmogorov，1933年）。有学者甚至进一步宣称，两个理性思维的人，他们手里有同样的风险评估信息，那么他们一定会得出同样的主观概率判断，否则的话，至少其中一人的思考是非理性的。

但是，以概率的判归为基础的两分法，即一方面分为主观风险的软性概念，另一方面为经由频度定义的、客观风险的硬性概念，是个不无问题的分类法。这是因为，客观概率并非经由所测量到的频度来进行定义的，频度仅仅是说明存在哪些客观概率的一个指标。即便是相对频度的确定，也是以不同案例中的同一事件类型为前提的。不过，在对相应事件类型进行定义的时候，人们遇到了概率论中所熟知的参照等级问题。所谓对客观概率进行直接和经验的观察，到头来只是一种人为的虚构而已。

因此，在不明确的情况和纯粹的风险情况之间采用一个连续一贯的概念显得更有意义。前者的情况指的是，对于可能性的了解模棱两可，以至于主观的概率判断几近成了随意拍脑袋的做法；后者的情况指的是，概率的判断有根有据，以至于可以被认同为客观概率的实际存在。事实上，的确存在一个十分有趣的决策理论模式，该模式由瑞典人彼得·盖尔登福斯[6]创立，它把主观概率定义为一种对客观概率的评估——这里姑且不论这些客观概率究竟是如何成立的问题（参阅Gärdenfors，1979年）。

风险的现实性和风险认知

同主观风险和客观风险的划分紧密相关的一个问题是，风险的现实性与风险认知之间的关系如何，主观的风险意识在特定的风险现实背景下有什么样的表现方式。这里首先可以明确判定的一点是，上述的提问中已经包含了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用来找出人们对风险进行判断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能够回答自己是如何看待某个特定事件出现的可能性的问题，同时还能说明自己是如何看待可能出现的损失的严重程度，那么，这里似乎就有了主观风险认知的一个清晰的度量。然而，从经验的角度看，我们却发现，与另一种测量主观风险认知的方法相比较，这种测量风险判断的方法导致了差异十分明显的结果。根据另一种方法，我们并不考虑某人在判断风险时说了些什么，而是考虑他在特定的无把握决策情况下是如何行动的。这个方法在（主要是英文的）决策理论文献中被称作表露出的偏向（revealed preference），亦即某人在他的决策行为中所表露出的偏向性。如果此人面前有许多机会，可以在不同结果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并且每次必须做出一个决定的话，那么在偏向性彼此连贯的情况下，可以认为主观的概率功能以及主观的后果评价对他起着作用和影响。

此方法在使用时（该方法很难实行，并且只在特定的简约情况下才能运用）表明，针对可能性和后果评价而言，提问式判断和以行为偏向性方式表现出来的判断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这样就产生了一个双重矛盾：一是在风险的现实性（只要风险的现实性借助相对的频繁度或通过更为复杂的概率论方法能够得到确定）和风险认知之间的矛盾，二是在表达出的风险评价和表现出的风险认知之间的矛盾。颇有意味的是，经验事实证明，至少是在长期同所熟知的风险打交道的时候，揭示出的风险认知要比表达出的风险评价更符合风险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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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安全

早在古希腊时代，“安全”一词就用来表达一种确定性、可靠性和不受威胁的状态。假如说它最初涉及的还主要是个人的处境（即拉丁语amini securitas，意指“心灵平静”），那么很快它就成了一个政治性的观念，而且还出现在了经济和财政的领域当中。从此以后，“安全”便被广泛应用，因所属关系不同而一词多义，并且成了人类思想和行动的一个核心关联点。

安全——社会、科学和技术的核心关联点

人类的历史可以被写成一部努力消除危险和将危险最小化，同时增加安全和将安全最大化的历史。人的生命——整个人类和个人的生命——从一开始就与危险相关联。人这个物种受到的威胁不仅来自自己的同类（如争斗、战争、犯罪和剥削），同时也来自大自然（如干旱、洪涝和传染病）以及越来越多地来自技术的范畴（如事故、海难和环境破坏等）。因此，安全是社会、科学和技术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在过去和现在导致了各种各样的安全期待、安全满足和安全保证。这个概念被打上了各种不同的观点认识、沟通战略和文化层面的烙印。就个人来说，安全的概念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对安全的需求上，而在社会方面则反映在不断加强的安全政策上。在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安全的期待和安全的建立随处可见，比如保险、法律法规、警示、保护设施、审批程序和军队等，不一而足。

我们不妨这样说，对安全的追求至少是西方把安全当作人的“原始需求”（参阅Bachmann等，1991年）、“人权”（参阅Robbers等，1987年，第27页及下页）和“高度分化的社会价值观念”（参阅Kaufmann，1970年）的一个传统。那么，大力避免、消除以及全部或者部分补救文明所带来的风险和不安全因素（从未来事件的不可衡量和不可预计性方面理解），将其分散到“大规模的支持群体”或“宽阔而可靠的肩膀”之上，就是与此传统相关联的结果。虽然用这种方式并没有消除现实生活中的不安全因素，但采取预防措施，在损害事件出现的时候，损失本身（常常只是经济损失）能得到限制并被承受。这样一个“有保险的社会”（参阅Ewald，1989年，1993年）的本质特点是，在出现损失或面对不可预见的事件的情况下，大家彼此团结、相互支持。安全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数值，完全的（100%的）安全是达不到的。正因为如此，“安全”可能很快就被证明为一种“于事无补的理想”（Strasser，1986年），如果我们对现有的安全水平没有进行足够的反思，而且没有足够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危险的话。

因其无所不在的特性，安全乃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课题。安全是一种承诺，现代高技术化的社会无一不在努力尝试，也包括运用技术手段来兑现这个承诺。然而，“安全”是一个有不同含义的概念［参阅Kaufmann，1973年，第67页及下页；此处加进了（d）］：

（a）呵护式的“安全”；

（b）自身安全式的“安全”；

（c）系统安全式的（为了任意目的可以制造的、可以预计的）“安全”；

（d）人机互动的可靠性。

倘若下面要讨论的问题将（有限地）以技术安全为内容的话，那么其所涉及的范畴可以归属到（c）和（d）中去。

技术安全

技术行为和技术产品的安全使“受保护物体”最大限度地免遭（可能的）危害，或者是主动面对“受保护物体”（可能）遭受的危害，这两点在以行为为主导的技术生产价值观中具有突出的地位。技术知识和技术行为所追求的目标，是能够使用的技术制品、坚固耐用的建筑物（参见第5章第6节）、充满智慧的装备和高效的工艺方法。实用技术系统的可用性、可靠性和安全性，以及无危险地使用这些特性，对于技术行为来说在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是十分重要的目标理想。下述的摩西故事第五经中的思想（22/8）无疑是最古老的“事故防范规定”之一：“如果你盖一间新房子，那么你要在房顶上做一圈护栏，以防有人从上面跌落时，你家里要负流血的责任。”[1]

在技术发展的历史上，不乏失败的技术产品、倒塌的建筑物、不能工作的设备，以及没有效率的工艺方法的案例，简言之，各种不同程度和后果的失败、故障、失灵和损坏比比皆是。切尔诺贝利、博帕尔、塞维索[2]和福岛就是当代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几个实例。人们试图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寻求技术的安全性、可控性以及关于危害预期和后果作用的知识，因为当以技术为原因的事故发生时，“人们首先了解到的是，自己失去了对被认为是已经掌握了的相关技术的控制”（Vester，1988年，第746页）。此前未知的或是未能考虑到的技术系统及其因素的特点和行为方式，运转与否和运行安全的外围条件，对（极端情况下）技术系统和负载能力一系列未经检查或无法验证的推测，以及人和机器的不匹配性等——这一切在事故中顷刻间统统浮出了水面。由于技术总是包含着它的不安全性，所以，人们通过各种不同的科学原则以及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对失败、损害及其过程的原因、作用和概率，以及如何避免和降低其可能性进行探讨和研究。

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与技术系统安全性的不断改善相关联，在技术知识领域出现了一种新的科学研究——尤其是在严重的失败和技术灾难的背景下，它把这类失败和灾难看成人为造成的威胁事件。这个新学科过去（和现在）一直把对形成危险原因的识别，开发和实现减少或（更准确地说）排除危险的措施和方法视为己任。19世纪的矿井瓦斯大爆炸和铁路运输的重大事故，将大规模的技术事故摆到了当时的人们面前。然而，19世纪技术安全的真正“教训”是随着蒸汽锅炉的制造和运行而经常发生的后果惨重的爆炸事件。继法国之后，普鲁士于1831年颁布了一项蒸汽锅炉法。此法参照法国的样板，其核心已经包含了对技术安全进行专项立法的所有重要内容（Sonnenberg，1985年，第9页）。此后不久，针对高炉、化工厂、发电设备、机动车辆和升降机的法规也相继出台，技术监督协会（关于TÜV的产生参见第3章第2节）、材料检验机构、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和标准纷纷设立。所有这一切措施和行动的目的不仅是“通过对技术属性和人的行为的规定，避免来自物体的危险和所要造成的损失”（Lukes，1982年，第11页），而且还要针对随着工业化生产而来的不安全和危险，建立起一整套规则系统。

从与技术相关联的意义上说，安全即表示人的身体和生命未处于危险之中。如果危险意味着某种情况，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倘若事件不受阻碍地发生，一种状况或是一种行为将以充足的可能性导致对……安全……保护物体的损害”（Drews及其他学者，1986年，第220页），那么，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两个重要的安全定义内容：其一，安全既与某些未来的事情相关联，又涉及当前的情况与排除未来的危害之间的关系；其二，安全包含着对未来仅仅是可能出现的事件的排除，这个事件的发生既非肯定也非不可能。安全的目标是对未来可能发生，但不是必须强制发生的危险加以防护。提高安全性、排除不安全性和风险是始终如一的目标。这不仅意味着真实地消除和减少危险，而且还促成安全观念的转变，甚至是形成“重新定义和转移不确定性”意义上的对安全的虚幻认识（Bonß，1997年，第23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制造”安全就是抛弃那些不可操作的关联体系（比如偶然性和歧义性），将其转化为可操作的、条理化的和系统的形态，从而——用沃尔夫冈·伯恩斯的话来说——“从浩瀚无边的可能性中遴选出特定的、对行动有重要意义的可能性，摒弃其他不重要的可能性”（Bonß，1997年，第24页）。这样一些行动，诸如对可能发生事件或是未来一连串状况的揭示，事件发生频度的调查，公众期望值的导出，对付出和实用价值的权衡，或者是“赢利”和“亏损”（不单单是金钱意义上）的计算，都是为了有的放矢地发挥自己的影响以及卓有成效地处理好不确定性因素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并非首先要把多义性改变为单义性，也非把偶然性变为必然性——尽管不排除这种情况，而是要把它们当作明确的和确定无疑的情况来认识和加以对待。通过这种方式，首先是为了达到增强方法和手段的目的，然而，这种理想化和简约化（当然，简约化总归是一种对可能是重要的关联体系等的一种“抛弃”）也允许使用特殊的手段和方法，并使理性地获取不完整信息的情况成为可能（参见第4章第C.7节）。

这里，最后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制造”安全本身是一个矛盾体：一方面，它限制了未来技术潜在可能的广泛性和丰富性（这意味着对自由度和选择性的实际限制）；另一方面，恰恰是安全的建立和安全的保证才是稳定人的行为和建立规划可能性的决定性基础（关于安全和监控技术参见第5章第22节）。“摄像监控”就是这个矛盾体的一个很好的示例：一方面，通过对特定（公共的和私人的）场合和设施的摄像监控（威慑作用，提高刑事案件的破案率，提高“安全感”），可以增加安全性；另一方面，它又可能限制或是伤害了私人的空间，给人造成恐惧（对监控国家的恐惧），以及造成公众行为的适应性变化（老百姓觉得总有人在“盯着自己”）。

技术活动和安全/不安全

技术活动的含义是指人和技术之间的各种关系，它从新技术的设计开始，再到符合其功能的生产制造，直到正确的操作和使用。这期间，既要顾及认知的问题，又要考虑到标准的问题。认知的问题产生于下述情况：不能从事后的分析中直接得出未来产品的结论，对于可能出现的后果的记录以及对于可能采取的行动策略的决定，始终是在不安全（亦即出于主观的未知原因）或者是在不确定（亦即出于客观存在的未知原因）的情况下进行的，于是乎就导致了一个跟技术相关的活动或决定的事实前提和实际后果无法被全面定义的后果。其结果是，由于无法消除不确定性因素，技术客体事先无法预见的、与当前已知和未知现状相随的、无法事先考虑到的事件和表现形式总是不断出现或发生。又因为人们常常无法准确估计这种不确定性的程度，所以，在技术设计时就已经给它加进了一个（常常是按照经验通过技术活动调查得出的）安全冗余。必须这样做的目的，是把技术产品制作得符合安全要求，防止“完全无法预见的载荷，以及出于力学计算的需要采用简单估算而造成的不精确的影响”（Liebmann等，1920年，第332页）。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材料强度和材料表现的安全因子或安全系数，以及适用于对危险材料进行加载，在得到其极限值时的安全冗余。

安全冗余中不仅包含技术活动的层面，也包含人和技术的各种关系。这些关系涉及新技术的设计、符合其功能的生产制造以及正确的操作和使用。这里的关键点是作为生产者（从精神的解放直到技术的实现），技术、工艺产品的消费者及使用者的人。与此相关联的各种涉及人和技术制品的危险和风险，不仅有人的主观认知错误和实际的使用错误，对规章制度的无视，个人墨守成规，依赖现成答案及被习惯所驱的倾向，而且还有各种不同的个人和社会层面的阻碍，诸如缺乏自我控制，身体的和心理的透支，面子、权力和经济的利益，将决定权交给局外人或是门外汉等。

标准化问题的出现及技术伦理学的挑战，首先出自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前的技术，尤其是未来的技术，都源于人们的目标、决定和行动。这些目标、决定和行动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了价值和价值观、希望、期待、要求、“外围条件”等情况。由于在技术产生及其纳入（社会）文化、（社会）经济以及（社会）政治的许多阶段中，多种方案、不同的实现途径以及对于未来情况的不同设想常常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可能的（和现实的）事情（关于技术作为社会的构建参见第4章第A.10节），因此在做决定时，必须要把眼光放在进一步可实现及必须加以实现的事情上。这样，技术开发人员、运营商、使用者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不同视角、利益和价值取向就变得十分重要，他们不仅把不同要求的对立性揭示出来，而且还把顾及各种选择方案、发展途径和价值取向的必要性也摆在了大家面前。这中间还包括对产品进行权衡思考的伦理学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尺度、标准和时间分量）。

在选择一个适合的行动策略时，我们应该考虑到，对安全解决方案的不同目标和要求也许经常是相互对立的（目标的冲突）。一个更高的安全水准可能会对相应解决方案的经济性（费用）、操作舒适性或是接受程度造成不利的影响。举例来说，要打开一扇有多把锁和钥匙的门，相比打开只有一把锁的门要复杂得多；尽管一个六位或者八位的密码加大了安全性，但它要比现在的四位数更难记。同类情况也见于信息技术行业中，（个人）获取信息的自主权的保障与（国家）防范和打击刑事犯罪之间存在冲突（关于信息技术参见第5章第9节，关于安全和监控技术参见第5章第22节）。在这里，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安全才算是足够安全？

鉴于危险发生的概率（涉及原因）和可能导致的损失程度（关于后果），通过技术上的组织措施，并通过采用科学的方法（诸如通过创建一套体系，减小或避免事故的“扩大化”，遏制错误带来的后果），以及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知识面、深刻的见解和价值取向基础上的对人的素质培养，从预防的角度说，降低、限制和界定引起危险的不确定性是能够做到的。

美国组织社会学家查尔斯·佩罗[3]曾经指出，人和技术交互作用中的结构体系（能够）对失败案例的可能性（概率）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他认为，这种可能性存在于人和技术体系相互作用和相互结合的特殊形式中，并（以观念中的典型方式）把相互作用（不仅在技术的部分系统之间，也在这些系统和人之间）区分为直线的和复杂的两种类型：直线的相互作用“出现在预期的和已知的运行过程中，或者是能被操作手清楚地看见，尽管它并没有按计划发生”；复杂的相互作用则不同，它“或是被计划好的，但不为操作手所了解，抑或是非计划好也非所期待的，操作人员既不能看见它，也不能直接洞悉了解它”（Perrow，1989年，第115页）。在谈到相互结合时，佩罗（同样是以观念中的典型方式，原因跟相互作用一样，有多种多样的过渡现象）把它区分为紧密的和松散的两种类型，紧密结合“是一种技术概念，它表示在两个相互连接的零件之间没有缝隙、缓冲区或弹性。一个零件的所有动作都直接影响另一个零件的动作。松散的结合使……系统的特定零件按照自身的逻辑，或是自身的利益进行运转……成为可能，而相互之间并不发生冲突”（Perrow，1989年，第131页）。

佩罗的观点指出了技术上可制造的安全的局限性，这种安全只存在于下述条件中，即人和技术系统中的附加部件不能提高安全性，而是——针对自身而言——通过附加部件制造了一个新的安全问题：原本欲借助更多的技术来提高安全的打算，却导向了一个没有出路的螺旋体。这里我们还必须把使用者和技术系统的相互作用，以及技术生产的（法律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外围环境”因素考虑进来。“寻找一个没有错误的风险最小化战略”（Wildavsky，1984年），最后变成了一场虚无缥缈的梦。技术安全不仅具有技术的成分，而且也具有非技术的成分，只有通过吸收包括技术伦理学在内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才能得以实现。

展望

在研究技术制品和技术活动安全问题的学科中，一种被称作从安全的幻想向不安全的管理过渡的范例转换已逐渐显出端倪。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且特别是建立在对人和技术系统的多义性认识基础上的研究和行为指导模式，逐渐得到人们的认可。这里，相关的重点提示词是加强对安全和建立在安全之上的危险防御规定的环境依赖关系的思考，关注概率和可能性因子，同时兼顾时间分量，以及针对研究课题（表现形式为“未完全被定义的”问题）的复杂性和不完整性，进一步提出解决方案并建立结构模式。

对安全的研究首先依靠的是技术科学、心理学和劳动学的知识和认识。当前，在安全研究已取得的成果基础上，一种更广泛的安全观念正在形成，而且比以往更多地将文化因素纳入思考的范围。这样，技术安全的提高就是可期待的（也是可能实现的）目标，反之，潜在的危险也将得到降低。过去，（传统的）安全研究要求曾经是——现在也还部分是——消除不安全和不确定性。这点已经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实现，技术的解决方案越来越安全，越来越可靠，越来越无危险。然而被以往的研究所忽视的是，许多观点都建立在假设的模式和有限的数据基础之上，技术世界中的事件所遵循的不单单是数学计算和模拟，人和技术系统的未来表现只能有条件地被预测，有惊无险的事故、故障、失灵，甚至灾难就是这样一种结果。这里还要提到一些来自个别学科学者的观点（仅以心理学和劳动学为例），他们对安全范例的可兑现性表示质疑，不仅要求别人，而且自己也（尽管是初步地）拿出了处理技术风险和“制造”（技术）安全的新思路和新方案。

此处简略述及的视角转换可以被看作一种“不确定性的范例”在逐步形成自己的特点，有意识地和有计划地处理、对待技术的不安全性和不确定性（鉴于对其根本的不可避免性的认识），对于这种视角转换来说具有典型的意义。弄懂技术的危险和与技术的危险打交道的结果是显而易见之事，只不过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未就技术危险的各个层面，包括技术伦理学层面展开过系统的研究探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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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旧约圣经》摩西五经《申命记》第22章第8节。摩西是公元前13世纪时犹太人的民族领袖，相传是《希伯来圣经》中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的作者。

[2] 塞维索（Seveso）是意大利伦巴第大区蒙萨和布里安萨省的一个城镇，人口约2万。1976年，当地一家化工厂的三氯酚反应罐因冷却水不足，外侧的蒸汽涡轮将反应罐的温度升至300摄氏度，导致反应失控，大量戴奥辛及其他有害物质泄漏。附近土地受到严重污染，之后又有大量动物死亡，居民健康也受到严重影响，史称塞维索事件。

[3] 查尔斯·佩罗（Charles Perrow），美国耶鲁大学退休社会学教授，重点研究大型组织对社会的影响问题。


第4节 进步

绝大多数的争议皆因进步的概念而起，倘若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在经历了20世纪的极权主义和技术事故之后，技术知识和能力的发展，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还能够被看作进步吗（Adorno，1964年；Kuhn/Widemann，1964年）？当今社会，由谁来对什么是进步或什么不是进步下定义呢？

进步一词的主导概念是质和量的增长，亦即广延量在数量上的增加，而广延量是可以增加的，并且是递增的。这就需要有做比较的可能作为前提。相关形容词在体育记录式的语言中比比皆是：更快、更高、更深、更准确、更广泛。一种发展进步可以理解成结构的增加，可实现功能的更加丰富多样，效益和效率的提高，有时也可以被称为自由度的增长。质的进步表示的是可能性和潜力的提高；在进行比较时，可以用更好、更先进、更适合、更强大、更强烈这样的词语来表达。人们对发展进步的期待是从量到质的转变，所以说是一种更高的水准和复杂性的增加。

进步概念在这里有一个双重含义，即概念和它的含义在历史的进程中总是不断发生变化，消失或者重新产生。一般的进步概念似乎可以用把它设想成朝着一种状态的运动和变化来进行定义，这种状态总是借助一个目标或是一个标准来加以确定。作为历史性的思维对象，进步只有在时间的维度里才能存在，同时，我们也必须有权说，什么不是进步。如果不明确什么是退步，进步的概念就始终是空洞的。许多在20世纪被认为是进步的东西，在21世纪里却被认为是退步或者不是进步。

概念的沿革

进步作为一种属性，直到今天仍然被看成一种朝着某个方向的、符合规律的发展进程，这个方向即历史应该前进的方向，或者说尽管有弯路，它是历史已经经历过或是将要经历的方向（关于概念沿革参见Ritter，1972年；Rapp，1992年，第73页及下几页；Pollard，1968年）。

那么，进步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就步入了一个正确的方向，古希腊的柏拉图就已经对此表示过怀疑，因为他把每一个群体的和社会的变化，都看成对黄金时代原始状态的偏离。换句话说，因为每一个进步都是一种变化，所以它必定要走向社会堕落（《理想国》，第八卷，第545页及下几页）。西塞罗的观点略显积极，他在论及亚里士多德式的希望时说，哲学不久将彻底走向终结（《图斯库勒论辩》，第三篇，第28和第69节）。塞内卡也曾期望，将有更多未知的学问留给后代人去探索（《天问》，第七篇，第25节和第30节）。

古希腊人近乎循环论的历史观没能产生一种包含特定发展方向的进步观念，直到基督教神学时才成就了救世史意义上创世和轮回转世之间的一种直线型的思维。奥古斯丁认为，循序渐进的教育能让人类成为神（《上帝之城》第十二章第14节，MPL41，第362页），这就在昨天和明天之间设置了一个距离，并且给时间画了一张路线图。这里，进步还是叙述性的，它描述历史，然而，历史还没有同人的成就和努力联系在一起。

直到中世纪时，才有人为现代的进步观念打下了基础。罗杰·培根想做的事情，是要消除人们对机器的恐惧心理——机器不是魔法，之所以成为机器是因为其自然的原理。他引用塞内卡的观点，认为将来会出现当下人们所不了解的知识，后辈人将会对古人的无知感到惊讶（R.Bacon，1897年，第一卷，第6页、第13页及下几页）。在投影研究和未来设想中，他预言了人生命的延长（R.Bacon，1909年，第九卷，第1页及下几页），飞行器、自己行走的车辆和船只以及潜水艇的出现（R.Bacon，1859年，第523页及下几页）。托马斯·阿奎纳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知识会不断增加，因为一门科学的创立者的知识和认识必定是有缺陷的（见《神学大全》，Ⅱ/Ⅱ，q.1，ad7）。

发现和发明的时代促使人们进行推测，让人们认为人的理性创造力是可以毫无限制地被提高的。进步作为从人的自然本性中自生出来的，使人朝着更好、更高和更完善方向发展的一种趋势，成了当时那个自我觉悟时代的标志，现代精神即孕育于这个发展趋势之中。伊曼努尔·康德（1934年，第611页）就把“……人类不断进步的趋势看成……一个道德和实践的理性观念”。

启蒙运动也相信人和社会自身的道德发展过程——进步的概念经过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的乐观主义，到了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时变得愈加浓烈，直到它成了世界万物之道。甚至毛泽东也直接接受了这个思想：“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毛泽东，第四卷，1991）

今天，进步的概念在科学和技术之中可谓俯拾皆是、屡见不鲜。维尔纳·迪特里希[1]（1974年）发现，知识的不断积累和革命带来了知识的建立和改进，这个社会过程的结果，就是人们对于认知不断进步所做的隐含的假设。至少理论科学和经验科学属于这种情况（Kuhn，1979年），技术似乎也不例外（参见第4章第A.5节）。卡尔·波普尔[2]（1992年）则是通过提出方法论的问题方式，来不断地对科学活动的理性论进行批判，而不是去论述一部引起知识增长的外在世界史。从技术制品里，人们可以看出可相互对比的结构，特别是当技术以技术科学的形式成为其属性的主体——进步的时候（Büchel，1981年）。

以时间为主线的科学理论，亦即对科学的理论发展动态的研究成果表明，不存在一种所谓直线式的知识积累，而是不断地发生着一次次革命，抛开这些革命，直接意义上的进步便无从谈起。这一历史观点在沃尔夫冈·施特格穆勒[3]那里得到了准确表达（1973年）：一个理论要比另一个理论更加进步，前提是那个不那么进步的或是旧的理论能够作为新理论的特殊示例被引申出来。在物理学中，牛顿力学就是一个实例——借助这个例子可以说明，如果我们在狭义相对论中让光的传播速度趋于无穷大，那么我们就得到了牛顿力学的理论。量子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尼尔斯·玻尔[4]（1985年，第507页）把它叫作物理学中的对应原理。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找到这种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旧技术的东西完全可以在新技术中得到应用和“运行”。这便是这种发展模式能够通过技术的趋同性得到补充的前提条件（Kornwachs，2012年，C篇）。

从历史的角度看，不管如何定义，科学有目共睹的进步对普遍的进步概念来说起着一种主导观念的作用。这个普遍进步概念的特征就是对历史过程的累进式解读：不断增长的对自然的认知，取代了传统的、和宗教捆绑在一起的且绝大多数是书面记载的知识权威，并代之以实践经验的知识。人们向大自然提出问题，尽管——如同弗朗西斯·培根一样（1966年，第182页及下几页）——这都是些实验室条件下的问题，目的就是要让大自然交出它的秘密。对自然的驾驭带来了众所周知的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从卫生条件到人的寿命，最后到一定程度的文明的舒适性和安全性。进步应当被作为历史中的一种趋势来观察认识，这一点毋庸置疑。

进步的制度界限

如果一个要达到目标的努力随着接近这个目标而变得越来越大的话，那么就会出现数理逻辑的曲线。在质量控制上，我们都非常了解这种效应：为了达到95%的准确率，我们大约只需付出为达到99%的准确率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的一半。由于努力并不能随意增加，因此不言而喻，所追求的准确率也不能随意被接近。

尼克拉斯·雷舍尔[5]（1982年）对这种经济视角下的进步概念进行过分析研究。如果说我们能用所谓突破的数量，也就是重大的发现、革命性的理论和惊人的发明等来衡量科学进步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个数量是按每个时间单位不断减少的。为了得到科技上真正的新发现——恰恰因为科学中的进步——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就变得越来越大：不仅是在技术设备上，也在功能和人员数量上。一个现实的例子就是时下“世界最大设备”——安装在日内瓦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科学家们要用它来证明基本粒子的存在，并用基本粒子来完善对所谓物质基本理论的认识。换句话说，相对论级别的科学发现变得越来越少，而为之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倘若我们借用数理逻辑曲线图来做比喻，那么结论就是，因为无法任意提高代价，所以由科研成果和所需代价得到的商就越小——科学进步的速度就越来越慢。

科学进步速度的减慢导致了技术进步速度的放缓。根据尼克拉斯·雷舍尔的分析，其原因在于，经验科学要依赖于实验室技术，理论科学要依赖于计算机运算能力。进步所需的技术装备由于花费日益巨大变得越来越昂贵，对之的需求及其改进开发也日益减少。换句话说，技术能为科学提供多大的可能性，科学也只能有多大的发展。如果我们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雷舍尔的论点，即走在前面的科学知识是紧随其后的技术发展的基础，那么，科学进步速度的减缓，其结果也是技术发展速度的减缓。然而，过去和现在都存在这样一些技术的发展情况，它们不直接依赖于自己之前的科学知识而向前推进，而且并不守株待兔式地等待着技术可能性的理论基础。不过，即使是这样的技术发展，其试验和模拟的成本支出也在不断增加。由于相比测试和实验仪器设备，提高计算能力的成本支出增速较慢，所以，人们越来越多地把重心转到模拟和可视化测试技术上来。

这样，科学和技术就各自分成了不同的领域，这些领域中的某些领域逐渐过时淘汰，其他的领域方兴未艾，直至达到自己的饱和程度或是某种无法让人接受的糟糕程度。这时我们可以说，一个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寿终正寝，那里已没有任何进步可以让人们所期待。此外，我们也可以在一个科技领域中看到遵循数理逻辑曲线的发展情况。问题是，这种情况是否代表着整个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这一点至今仍没有答案。

对进步概念的批评

最晚自凡尔登战役[6]以来，技术进步——特别是军事技术进步——不能同社会学和社会的进步混为一谈，这一点人们有目共睹。很久以前，卡尔·马克思也曾试图找到二者合适的共同点，尽管他甚至没有明确提到过进步这一概念（参见第4章第A.2节）。在他眼里，历史并非总是朝着自己更好状态的发展过程，而是阶级斗争的交替更迭（Marx/Engels，1981年，马恩著作第四卷，第462页），其动力来自社会和生产方式的矛盾（Marx/Engels，1973年，马恩著作第三卷，第30页）。这样一幅无阶级社会的图景隐含了一种要达到的终极状态，只有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才可以实现。

19世纪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哲学所关心的经典问题是，进步观念是否有条件限制，即进步是否只能通过一个理念的不断发展才能实现。根据此理论，与历史进步的观念经常联系在一起的各种成就，诸如启蒙、民主、机会均等和福利增加，其基础就是不断发展中的理性、平等、正义和合理需求的思想。如果我们想对自然科学知识、技术、生产方式，抑或是今天的健康、能源、交通和通信领域的进步与否进行确认，那么我们就需要标准和观念。这些标准和观念必须能够说明，我们是否在向自然本质、技术完美、最小的工作压力和阻力以及需求的广泛满足逐步靠近。同时，道德自由、理性辩论、公益的组织形式，直到自我决策和人权方面的进步，都必须从一个主导观念——通常的启蒙、理性和自主观念——出发去被理解。

于是乎，“作为观念进步的进步观念”这个文字游戏就完全成了进步思维的一个主导动机。有鉴于此，任何针对什么是进步的怀疑，同时也就是对这个主导观念地位和内容的怀疑。其结果是，对进步的批评变成了对观念的批评，以及对无条件接受的价值观基础的批评（见下文）。到这里已经很清楚，建立在如此基础上的进步乐观态度不可能产生对进步过程负责任的思想。这个自十八九世纪以来作为欧洲人世界观中固定组成部分的进步观，到了20世纪分解成了一系列互不相容的进步学说。

一个建立在救世观之上和以形而上的宗教含义为基础的发展观，一个把人从大自然和其他外部力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世俗技术进步思想，二者针锋相对、分庭抗礼。技术、经济和社会进程全面加快，造成人类在精神上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一个到20世纪80年代一直未中断的发展观引入了更好的、有信息技术支持的信仰体系，以应对大众方向的迷失。大家相信，每一个问题都有一个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解决方案。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种有些忧心忡忡的科技政策开始用技术后果评估的方式（尽管在机构部门上存在争议），来设计进步方向所需的早期预警系统。

对进步的当代阐释

当前，进步概念主要从标准化的角度被用来评判科技的发展和阶段。用科学论的表达方式来说，在现代综合社会条件下，它是一个标准和视角的概念，用来说明一种变化是否已经发生，且是否符合评判人的利益。如果不是，那么这就意味着倒退。

当前，对进步进行评价一方面会引来赞许，另一方面会招致抨击（参见第3章第5节）。将敌视进步的指责同敌视技术的指责捆绑在一起，这样做无形中就是不假思索地把进步概念同实际发生的技术发展联系在一起。有人还进一步指责某项技术发展成果（如核电站、火电站或二氧化碳收集和储存）的评论者，他们认为后者并非出于理性的思考来批判某项技术，而是出于其他并非实事求是的理由。抨击者列出的理由是，评论人不具备了解某项技术造福人类潜力的资格，由于意识形态的（生态的、世界观的、宗教的）背景而有偏见和保留，他们不愿意生活在被技术的不断进步打上烙印的社会里，等等。其中不乏经济界和文化界名人也涉嫌对体制进行批评。此外，不时还有人指桑骂槐地说，那些评论家都是对当今有压力和竞争社会持怀疑态度的人，他们未必不是觊觎国家的财政支持，或者是对某种寄生虫式的生活方式情有独钟。

虽然从上述现象可以看出科技倡导者们的免疫策略，但从标准的意义上说，这些指责以及科技进步评论家发表的理由却是不可多得的。这里所围绕的争论焦点和问题是，进步究竟是不是一种进步，那些被称为进步的变革与所有那些标准和视角意义上的当事人的利益是否真的一致，并且同进步这个宣判词名实相符。

同时，进步批评也总是表现为文化批评，它不取决于自己是否与某个特定的技术批评相关联（关于文化和技术参见第4章第C.4节）。并非每个技术批评都是进步批评，它也可以涉及技术功能的改进，但并不对相关技术本身提出质疑。然而，以某些重大发展成果为对象的技术批评，一般来说就是进步和文化的批评。

在确定技术是进步还是倒退的属性时，人们所使用的那些基本的和相互对立的价值在技术评估中（德国工程师协会，1991年；关于德国工程师协会技术评估参照标准，见第6章第6节）起着和其在政治辩论中一模一样的作用。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技术评估方法中提到的那些价值，诸如健康、个人发展大、安全、使用方便、经济性好等，必须转化为具体的标准和指示单位以对其作用做出评判。大多数情况下，在标准的遣词用语中人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出评判者的利益倾向。实践表明，上述价值乃处在有争议的关系之中，因此，相应的标准代表着不同利益的冲突。价值和标准层面的优先方案建议，要么来自一种物质的价值伦理观，要么发端于一套原则体系，这其中的原则之一是普遍的道德责任（参见第2章第6节）要优先于个别责任（Werhane，1985年，第72页及下页；Lenk，1991年，第64页及下几页）。这就意味着，一个从事技术开发的人或是一个团队用来衡量一项技术成果的标准，不仅应该是这项成果是否服务于技术进步（主导观念意义上），而且还应该是技术成果的功用，滥用的可能性，后果和附带后果能否由它的制造者、运营者、使用者以及全社会来承担责任。这样做的目的是参与者和受牵连者在现在和今后都能够负责任地对待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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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技术后果

对技术后果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理解成诸如切尔诺贝利和福岛核事故之后，人们所面临的一个现代社会的中心议题。工业化国家的现代生活已经被可称为技术后果的福利、几乎无限制的出行自由、全球化效应、很高的医疗水准等现实打上了深深的印记。简言之，我们的社会有一种普遍的要求，即技术的正面后果最终会压倒负面后果。然而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在多元化的社会里常常导致社会利益视角与单个利益团体和个人之间的观点冲突（关于技术争议参见第3章第6节）。因此，这个问题也引起了人们关于技术后果应当从正面还是从反面去看的争论。于是，全社会的视角观点直至付诸行动就成了问题的中心点，终极目的是做出全社会都能接受的、关于技术开发和使用的决定。

有鉴于此，有必要将技术后果的概念与技术活动和关于技术的决策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参见第2章第1节）。一般来说，被叫作技术活动后果的是这样一些情况，即技术活动能被当作后果的原因来确认（Danto，1979年；Abel，1983；Janich，2000年）。这样，一个技术活动的后果就被确定下来，而且这个定性是通过对技术的作用和影响的阐述来加以论证说明的。一旦这种论证得到承认，那么就可以认为把后果归结为活动的做法获得了成功。由于有意识地放弃一种行为也必须被当作一种行为来看待（比方说，不在某地建造核废料永久存放基地），因此，通过对技术活动的考察就可以发现，它与决策活动之间存在直接关系。在现代社会里，技术活动和技术上的不活动都是必须加以论证说明的课题。

至此，我们只是回顾性地谈到了将技术后果归咎于技术活动的问题，但是在后果的评估中，倘若为了当前的决策需要寻找一个论辩基础的话，前瞻性的阐述也是十分必要的。必须对技术可能造成的后果加以分析，在此过程中，原则上必须把对未来的预测纳入分析。这样就得出了与技术相关联的、具有不同技术后果层面的未来图景。虽然对未来的描述原则上必须被视为不确定的（Japp，1997年；Bachmann/Stehr，2000年；Weingart，2006年），但是，涉及未来知识的适用性要求也是可以进行探讨的。这样，我们既可以着眼于基础性的（当前的）预测，从而对技术将要造成的未来情况（包括关于技术后果的阐述在内）进行分析，同时又可以依照可靠度和可信度的标准对其进行评价，从对这些技术未来状况的对比分析中，找出当前技术问题的决策方向。

技术后果的区分

将经过分析归纳的技术后果理解为技术活动和决策的结果，就引出了第一种需要加以区别的情况。在个体行为的范围内，技术行为和决策的后果被归结为个体、个人或一个当事者的责任。如果在技术活动中出现了有害情况，那么法律所要做的是找出当事人，通过没有漏洞的举证将损失归咎于此当事人，并将其绳之以法。以一条河流的污染为例，需要查清污染发生在哪里（下水道出口），哪些当事人通过管道系统与此下水道连接，最终调查出谁是污染的肇事者。这种经典的顺藤摸瓜找出肇事者的方式很少涉及原则性的问题。

但是，技术的后果并非必然要归咎于个人的行为，比方说在我们讨论社会公众出行方式的后果、由人类所造成的气候变化的后果，以及一般意义上科技进步的后果时。这里，我们无法找出单一的个体当事人，尽管我们理论上可以认为，这里所涉及的是个人单独行为的聚合现象。如果不考虑体系的动因，仅靠这样一个聚合现象是无法全面解释上述的那些效应的。其结果是，由于相关的效应链条无法得到毫无漏洞的解释，所以在个人层面上就不会有行为后果归属的判定。有鉴于此，必须将个人的和体系的技术后果区分开来。这方面，体系层面的后果归属基本上是可以得到判定的，比方说，引起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排放后果，就可以归结为这种气体主要排放者的责任。就因果链的长度来说，这种将后果归结为技术行为的做法会遇到其他的限制。举例说，讨论中的直接后果和间接后果，首要后果和次要后果，甚至是第三级后果即反映了这种情况。随着因果链的加长，其他的事件会造成同一后果的可能性常常也在增加，举证能力因而降低，直到有必要将后果进行区别和划分时为止。

在技术后果的讨论中，还有其他更进一步的区分也十分重要，这些区分来自观察技术行为的不同视角，并且与做区分的人员代表的不同角色以及不尽相同的区分意图相关联：

·主观意愿后果vs非主观意愿后果：这种区分以技术行为的意图为依据，其人员代表为开发新技术的工程师、技术的使用者和受益者。通常，他们能够对自己的技术行为所要达到的意图，亦即目标做出解释。如果行为的结果是事先有意安排的，那么，这就是已经实现了的目标，通常包括狭义上成功的技术行为和能够运行的技术在内。其他类型的结果都是非主观意愿安排的后果。

·所希望的后果vs非所希望的后果：这里说的区分意图乃是在对技术后果是否出自人们所希望的评判之中，而这种评判又体现为一系列的标准规范。技术行为的“受牵连者”在他们表达意见时采用这种区分方法，并将其与对受益和损失、机会和风险的说明联系在一起，进而从这些因素的考察中得出希望与否的结论。举例来说，修建一条近道对附近的住户来说是非其所愿的，而使用这条近道上下班的人每天节省了时间，这种“获利”是他们所愿的。

·可预见的后果vs非可预见的后果：此种分类以技术后果的可识别程度为目标，它瞄准的是可能性的一个核心条件，即从科学的角度对技术后果加以记录。有的时候，此种分类也被表述为可期待与非可期待的比照，从观察者的视角来说，它对于观察范围的界定十分重要，而从技术后果的权衡考量的角度（参见第6章第4节）来看，它是一个方法上的挑战。这是因为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事后人们才发现，事先那些被提到过的后果（亦即可预见的后果），事实上并没有出现。

·主要后果vs次要后果：这里，由技术后果的意义和重要性来为个人和团体决定某个领域中的后果责任问题。决策者引用这一分类法，并将已经被视为主要后果的技术行为的结果作为他们决策的参照指南。他们这样做的同时，就已经把次要后果视为可接受的后果，而其他的决策者对此可能采取的是完全另一种态度。所以，按照主要后果和次要后果来进行评判是同参与者看问题的角度相关联的。

在对技术后果的社会大讨论中，上述概念对照的运用并不总是一目了然的，有时甚至彼此同义，有时界限又含糊不清。由不同参与者所表达的区分目的和意图既非泾渭分明，也不能够明确地用以相互对照。考虑到讨论过程中参与者的不同角色，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区分方法相互渗透的情况。从工程师的角度来说，意愿中的后果肯定是他所希望的，与此同时，即使是因为最微小的瑕疵，这种所希望的也可能会是最不所希望的。但是，在技术行为受益者中间，没有人认为所有这一切后果统统应当视为所希望的或者是非所希望的。这种出自受益者视角的矛盾，也会出现在关于个人和社会后果的讨论中。就像在德国，按照民众关于能源类型转换的对话结果，大家希望有一个非集中化的能源供应体系，但这并不等于说，这种对与此相关的更大电网密度（必须建造高压输电线路）的认可能够被所有人接受。“别在我家后院搞”（Not in my backyard）就是这种差异性的明显例证（关于技术争议参见第3章第6节）。

所以说，对后果的区分本身也需要加以区分，尤其是要同观察者的立场联系起来：从什么样的立场出发，后果就有什么样的归属。因之，主要后果和次要后果的区分不是本体论层面的划分，而是归类的结果。行为者和决策者眼中的主要后果，可能对其他人来讲是次要后果，甚至相反。我们要始终注意这些区分中不同的意图和目的，以及这些目的赖以产生的社会关系。这是技术后果考量的核心任务之一（参见第6章第4节；Renn，1993年；Gloede，2007年；Grundwald，2010年）。

在后果概念的使用中，需将观察者的视角和参与者的视角区分开来。观察者可以从经验的角度对实施后的行动和决策进行研究和阐释，这些观察工作包括了与行动有关的事后所采用的视角，就如同这种视角在实际的影响研究和刑事案件的过程重建中所运用的那样。反之，在参与者的视角中，参与者行动尚未变为现实的后果在这里是一个关键点，原因是它们起着行动的方向指南和辅助决策的作用。预先推定的结果左右着行动和决策的方向，比如说在土地使用的规划过程当中（Grunwald，1999年）。那么，刚才说到的观察者（对环城快线所希望和非所希望的后果进行思考）在这里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对规划过程进行观察，以及必要时参与到规划确定过程中，并对之明确表明自己的态度。

把后果分为长期的和短期的、必然出现的和偶然出现的区分法，与之前所述及的分法迥然不同，因而在决策的关联体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里，必然出现所指的后果，能从一台使用中的机器的设计方案中推导出来，理由是这台机器的使用必然导致这样的后果。偶然出现的后果则不然，这里要视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况而定。由于在技术行为期间这些后果尚处于遥远的未来，且不能肯定被预见，而仅仅是前瞻性地被估计到，因此，人们只能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对技术行为的偶然后果发表看法。这一点，在非主观意愿的技术后果的数量不可知和可能无限大的情况下，尤为如此。基于可操作性的考虑，我们必须依据重要性的原则来对我们的决定进行限制，而这种限制本身又是带有风险的——非主观意愿的后果事前被认为无足轻重，而事后表明是非常重要的后果。这个问题对于要采取预防性措施的技术行为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Harremoёs及其他学者，2002年；参见第6章第3节）。

最后，技术后果也可以根据内容进行分类，这种内容视角的分类法是不同于上述方法的第三种层面上的分类法。人们把技术给人和动物、环境、经济开发区、人口的一小部分以及现有的政治格局所带来的后果，归结到各种不同的并且在有关决策的辩论中所涉及的类别中去。这些不同的类别将技术发展的未来在医学、生态、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内容置于一个特殊的关联体中，并通过它给全部的技术后果在更高层次上赋予进行讨论的意义。倘若对技术未来尽可能全面的描述要求我们考虑到所有的相关内容，那么，内容的多样性对于技术后果研究来说就是一个方法上的特殊挑战，这个挑战能够在普遍意义上通过技术未来可比性的建立得到体现。

技术后果研究和决策过程

对技术未来进行比较以及对与之相关联的争议进行分析，逐渐成了愿意为决策提供方向性意见的技术后果研究科学的中心课题。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应该做些什么——技术行为的伦理学反思用这个问题加入了技术后果的研究行列（Genthmann/Sander，1999年；Decker，2004年）。通过对技术后果的关注，后果伦理学研究（或曰结果伦理学）成了伦理学反思的中心点，与此同时，它得到了其他伦理学分支的支持，并且也同其他伦理学分支进行论争。

对技术未来和对以此为基础的行动态度的比较性分析，乃是技术后果研究的一种简化方法。借此，研究人员能对各种供选择的可能性做出大体评价。举例来说，我们能够进行相同条件下的远期推论，其原因就在于，我们可以有理有据地推测出，在经过研究考察的供选方案中，某些评判标准对于比较的结果不会带来或者只会带来可以忽略不计的影响。由于一个行动可以被实施或者被放弃，所以至少这两种未来情况是可以进行比较的。在许多案例中，放弃行动并不是与不寻求技术解决方案有关，而是同继续采用现有的技术方案有关。一项新技术、一个技术创新与现有的技术相互竞争，由于竞争的出现，旧技术得到了改进，以便在竞争中继续生存。约瑟夫·熊彼特[1]这段文字讲述的正是这种竞争：“使资本发动机投入和保持运行的这个基本动力，来自新的消费商品，新的生产和运输方式，新的市场……”同时他又指出，技术创新“创造性地打破了”现有的东西，“（这一过程）不断地从内部对经济结构进行革命，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Schumpeter，1994年，第82页及下页）。

开发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创新产品，可以看成工业国家科技政策（参见第6章第1节）的核心目标。在德国的联邦教育和科研部，技术后果研究归在创新和技术研究（BMBF，2001年）名下，在即将出台的欧洲科研框架项目规划里，“负责任的科技创新”是最核心的概念之一（von Schomberg，2012年）。在这两个文件里，对技术后果的评估构成了科研、开发和创新决策准备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技术决策关系到的是未来的使用情况，因此，无法对技术后果进行实际的经验分析。情景建模、模拟和开发构成了技术未来的认知基础，同时也使研究人员能够在已设定的推论基点之下，分别从事量的和质的分析研究。尽管如此，这些推论的实用性不能同物理学中超主观的、理论阐述的有效性相提并论。

于是，技术后果研究的一个基本的和长远的研究领域在此得以确立：对技术后果未来知识的适用标准进行说明。技术后果的不同观察视角让参与争议的各方露出了庐山真面目（见上文）。争议方对于技术的后果各执一词，不仅从根本上（比如在是否完全是人的因素引起了气候变化的问题上）动摇了各自的适用性要求，而且——假如技术后果的存在不受质疑的话——也在具体的程度问题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气候变化），动摇了各自的适用性要求。由于针对未来的论述和观点通常无法得以证实，这就为主观臆测和以利益为主导的观点解释打开了方便之门。

因为这种“无法知道”的存在，所以为了决策准备，有必要把对“无法知道”的评判也纳入后果的讨论（Böschen/Wehling，2004年）。这里，我们可以把人们对纳米微粒对人和环境毒理学影响知识的缺乏及不确定的认识作为示例来看。在这个示例中，预防原则（参见第6章第3节）已被纳入决策制定过程（Decker，2009年）。虽然“无法知道”，却又必须为行动做出决定，那么这种情况所带来的后果是，行动的成效和与之相关的次要后果肯定出现不了。行动是实验性质的行动，成了在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一个实验（Krohn，2007年）。事实上，高风险的大型技术设备只有在现场实际使用中进行“测试”，这种“试验和差错”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就像福岛核电站事故所表明的那样。其他像垃圾填埋场这类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技术也不例外（Herbold及其他学者，1991年）。在为某个特定的未来场景做决策准备时，技术后果研究所必须承担的角色，就是对当前的种种行为进行描述，这些行为从实际的实验中得出必要的“初始参数”。决定做出后，研究人员要对实验进行观察，留意技术行为主观意愿的和非主观意愿的后果，目的是在实践中进行学习。

这样，建立在技术后果研究基础上的、将新技术使用的风险和机遇进行对比研究的决策过程，与对现代化进行反思的理论和谐共存。虽然反思现代化要对技术后果分门别类和设置界限，但这是“暂时的、在道德和法律上更加多极化的，具有取消内部界限的特点，从而为‘不仅-而且’的逻辑推论敞开了大门”（Beck/Lau，2005年，第131页）。在“不仅-而且”的逻辑推论中，对技术现代化成果的评价与对非主观意愿后果的考察同时进行（Böschen及其他学者，2006年；Bachmann，2007年）。因此，在理想的情况下，技术后果研究就成了技术和社会现代化的一个伴随过程，它不仅在决策之前非常透明，有根有据地将各种行动的选择方案放到桌面上来讨论，而且以此为背景，分析所做出的决定的后果，从中再得出行动的其他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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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责任

在技术伦理学中，责任概念起着举足轻重的核心作用。责任是一种基础概念，一如义务和罪责概念，所以在许多场合中都可以使用。同样，其运用的可能性不仅十分多样化，其概念的含义也可以有几种普遍性的解释。恰恰是在技术伦理学和科学伦理学领域从事研究的本手册撰稿人，过去曾就概念的解释和不同使用方法的差别进行过深入探讨（如Grunwald，1999年；Hubig/Reidel，2003年；Lenk/Maring，1991年；Ott，1997年，第252～255页；Ropohl，1994年）。

因果责任

责任首先可以区分为标准方面的责任和所谓因果责任两种。因果责任仅仅只表示因和果的关系，并随时可以用原因的概念来进行替代。根据这样的理解，“露营篝火要对森林大火负责”这句话的含义不外乎是“露营篝火引起了森林大火”。两种说法都为一个需要解释的事件（森林大火）说明了它的必要原因条件（露营篝火）。这里，二者都是经验性的事实认定，而非价值判断或标准规范的表达：在现有外部条件下，露营篝火是不是造成森林大火的必要因果条件，原则上可以通过不受标准取向影响的实验来进行验证。

然而，正是在技术伦理学的诸多关联事物中，我们要指出的是，原因的归属经常被用在现实生活的综合关系中，在这些关系里，原因的归属有一种实际的意义（参阅Putnam，1982年）。我们在注意到篝火是森林大火的“这个”原因时，我们是从众多的因果必然条件里选出了一个因果条件。强调这个因果条件，是因为我们在考察特定的实际生活因素时，认为有必要对它进行强调（为了避免将来发生森林火灾，这个条件尤其易于控制），同时把其他的因果条件（比如空气中的氧气）作为单纯的背景条件来看待。至于以这种方式来强调一个特定的因果条件，并把它称作某个事件的“这个”原因的做法合适与否，通常不仅要取决于统计（正常情况）数据，而且还要取决于标准的（如道德的、法律的、常规的）规定（Feinberg，1977年）。缘此，下面的假设似乎可以用来说明此问题。

如果我们把E当成一个事件，当出现特定背景条件H时，E可能而且的确引起了事件E*，那么我们将E认定为E*的“这个”原因的概率，将受到如下因素的积极影响：分量（1）：我们从统计的角度期待，E的确引起了E*（比如因为从统计上说H是会出现的）；分量（2）：我们既从统计的角度（a）又从标准的角度（b）期待，E不会发生。据此推理，如果（根据1）从统计上有可能出现电池温度T引起着火的话，以及假使（根据2a）T的发生在统计上是不可能的，并且/或者（根据2b）T的发生违反了有效的规定，亦即T在标准上被认定为“过热”，那么，我们把电池的温度T当作汽车着火的“这个”原因的概率会更大些。现在我们来做个对比试验。假定其情形为：重新调整相关标准，让T回到正常范围，而所选择的电池排列（电池排列也属于着火的必要因果条件）违反了电池安装的规范标准。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将不把电池温度T，而是把电池安装称作着火的“原因”，虽然两个示例的所有非标准情形相同，但我们认为，采取不同原因归结方式的做法是合适和恰当的。

因此，关于原因归属的讨论有时仅是一个表象，而真正所讨论的是关于标准规范的问题。倘若大家在争论，放射性蒸汽泄漏的“这个”原因到底是因为不合格的高压阀，还是因为设备的设计错误，或者是因为设备缺乏保养维护，那么，争论各方在这点上的看法应该是一致的，即所有这些情况都是泄漏事故的必要因果条件，尽管他们对此案例中采用的是哪些相关技术标准，哪些法律条文，抑或哪些技术伦理学原则（涉及设备的必要设计参数、零部件安装的可靠性及规定要求的检查和维护）的意见和看法不尽相同。

标准的责任：前瞻性和回溯性

我们始终认为，因果责任归属本身并没有标准层面的含义，这是因为它只是说明了必要的因果条件而已。然而，运用这些归属法所做出的决定（这些方法揭示了各种必要的因果条件），却能表达除了统计数据之外的标准规范要求。在其他一组应用方式中，责任归属直接表达了标准规范的要求（以下论述包含了对本篇作者2014年所发表论文的摘录）。责任在那里表示的是一种基本的标准规范关系，其基础不仅可能存在于道德和法律规范之中，而且也可能存在于常规的或因角色而异的规范要求之中。假如“因果责任”始终是回顾性的话，那么标准责任关系则具有前瞻性和回溯性的双重意义（Zimmermann及其他学者，2001年）。

在前瞻性意义方面，凡是人们对自己或是对其他有行为能力的实体提出标准要求的地方，都可以将责任归结到那里。正因为他们采取这样的做法，所以他们就把满足相关要求的前瞻性责任（有时只是含糊地）归属给了有关当事人。

在回溯性意义方面，凡是如下情况，都属于责任归咎的范围：行为者给自己或是针对别人的主张和态度，决定自己或别人是采取行动还是放弃行动，或者以某种方式把行动和不行动的结果和附带后果归结到自己身上，最后使得这些结果和后果成了一种“有的放矢”的评价——诸如赞扬、批评、谴责、有针对性的制裁，或是一种有针对性的情感，如愤怒（参阅Strawson，1962年）——的对象。这里所说的“有的放矢”的评论指的是，评论者将自己的批评和对被批评者所提出的要求结合在一起。他所提出的要求是，被批评者自己应当接受批评里所说的标准要求并以之为准绳，而且他之前就应当这么去做。

显而易见，前瞻性和回溯性的责任归属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责任归属代表的是哪一种实际情况，从具体的上下文关系中大多可以明确看出（或许是前瞻性的示例：“电站运营商负责遵守排放标准”；或许是回溯性的示例：“电站运营商对超出排放标准负责”）。但是，前瞻性和回溯性的责任又是紧密相关的：假定说，电站运营商前瞻性地负责遵守排放标准。这个假定是后续假定的一个表面原因，即电站运营商回溯性地对排放可能超标的情况负责。正因为我们出于标准的考虑，期待电站运营商有一个特定的行为或态度，所以，他们要为对标准期望（表面原因）的偏离承担责任。因此，回溯性责任在这里也起着标准意义上的作用。作为一个标准的属性归类，它不能降格为一种单纯的因果关系（观点不同于Jonas，1979年，第177页及下几页）。我们之前之所以只提到表面原因，而没提到充足原因的理由是，我们必须考虑到特殊（谅解性的）情况存在的可能性。这些特殊情况能够免除作为个例的当事人行为的回溯性责任，而在正常情况下，他（原则上及通常）要为自己的行为前瞻性地负责任。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把前瞻性的责任描述得非常精确，以至于事先就能把所有可能出现的免责情况都排除掉，所以，责任总是可以被免除掉的（经典论述参阅Hart，1949年）。

责任作为关系概念

我们可以把因果责任理解成一种双重关系（X对Y负责），而所有标准意义上的（前瞻性和回溯性的）责任关系至少是三重性质的：谁（责任主体）对什么（责任客体）及对谁（责任评判机构）负责任？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问，标准责任关系为什么存在，亦即相关的标准责任关系的依据在哪里。围绕着上述每一个问题，都在进行着广泛的探讨和争论。

关于责任主体，首先可以提出的问题是，主体必须具有什么样的特质才可能成为一个责任人。答案的基本要点从之前的阐述中已经能够得出：为了能从标准的角度（前瞻性地）期待一个主体具有某种特定的行为，抑或期待他去实现某种特定的状态，或者是为了能将这两种情况作为目标明确的评判对象（回溯性地）归结到这个主体身上，那么，这个主体就必须具备（或曾经具备）凭借自己的力量引起和放弃这些期待和责任归咎的能力（可选行动的原则；有关批判参阅Frankfurt，1969年；批评的批评参阅Fischer/Ravizza，1998年，第29页及下几页）。此外，他还必须有（曾经有）能力理解标准的期待要求和针对性批评，针对要求和批评的适用性和合理性进行评估，并酌情将其作为自己行动的基础（参阅Fischer/Ravizza“原因-应答”方案，1998年）。

责任资质和能力标准的必要性和准确解释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并且许多这里所牵扯到的争议都具有技术伦理学的意义。比如说集体行为者的问题，这个问题尤其出现在常常以社会分工来进行调解的技术行为的关联关系中。这里讨论的焦点在于，责任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或是应该不仅仅归咎于个人，而且也归咎于机构组织或者是集体（此处的概况参阅French/Wettstein，2006年）。此外，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像“自主”机器人这样的智能技术产品，是否也要被当作道德责任的主体来看待（参阅Floridi/Sanders等，2004年；关于智能机器人参见第5章第21节）。

技术伦理学中，道德责任客体领域的扩展也同样受到高度的关注。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学者（如卡尔-奥托·阿佩尔[1]、汉斯·约纳斯、格奥尔格·皮希特[2]和瓦尔特·舒尔茨[3]）就曾指出，随着人的行为被技术化，出现了人的行为能力的扩展，因此要求道德责任领域也应随之加大。在这场讨论中，责任观念广泛替代义务观念而成了标准的主导概念。这点尤其可以用后面的情况来进行解释，即前瞻性的责任被理解成了道德责任性的一种开放的、以结果为导向的（参阅马克斯·韦伯的“责任伦理学”和“观念伦理学”的对比，马克斯·韦伯，1988年）以及可以灵活填补内容的道德责任形式。因此在他们看来，个人因为参与到分工不同的技术行为项目中，由此而造成了具体的（所期待的）技术后果，对这些后果所采取的责任态度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替代可能性，用以取代那种僵化的、貌似合法的以及让人联想起（“仅仅是”）尽义务概念的标准取向。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必须运用一种根本上是崭新的责任类型及一种“新的伦理学”，来应对“技术文明”（Jonas，1979年）的危机（参见第4章第B.2节）。但是，这一观点在讨论中并没有站住脚。就连宣扬要对工程师和科学家们的道德责任进行所谓“英雄式的”扩展的言论，也越来越多地被人们针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所取代，即哪些专门的责任应当有效而公平地归属于哪些技术行动人员；为了能够承担技术责任，如何改革或者是否首先必须建立组织机构（关于工程师伦理学参见第3章第7节）。对设立（关于技术后果评估参见第6章第4节）高效的和民主管理的技术评估机构的讨论，抑或对如何能切实保护和支持所谓敲警钟者（whistle-blower）的讨论，就是这些问题思考的实例（关于工程师具体“责任争论”的示例参见Ropohl，2011年）。

责任的评判部门取决于责任的类型：法律责任的情况由各级法院负责，合同的责任由合同的签约方负责，等等。道德责任的评判部门在关于标准伦理学的理论里有各种不同的模式，并且一部分是用道德照管责任的客体（Jonas，1992年，第131页），一部分是用自主主体（Kant，1968年），还有一部分是用（或多或少是高度理想化的）道德群体以及讨论群体（Apel，1988年）来区分其类别的。

至于回溯性责任的理论依据，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提出了基本的归属标准，这些标准直到今天仍然在根本上对法学和伦理学产生着影响（参阅Aristoteles，2001年，第三卷）：我们只能针对行为当事人有能力控制和他实际控制的那些自觉自愿的事情来追究回溯性责任。由自身错误所引起的缺乏自我管控，应该遭到谴责；同样，如果从标准角度说，对基本伦理规范的了解是能够做到的话，那么对这些规范的茫然无知也应受到谴责。在逐渐非传统化和分工明确的现代社会里，由于行为（后果）关联体系的复杂性、相互依存和变化的提高和增多，法律上实证主义化及原则上可改变的前瞻性和回溯性责任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缘此，这些责任的归属原则必须考虑技术行为可能带来的长远后果，必须把处理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标准规范涵盖进来。从法律的层面看，我们必须对诸如责任担保方面的过失标准、危险担保的规定（关于技术法参见第6章第2节）以及预防原则（参见第6章第3节）进行思考。

前不久，技术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中关于责任问题讨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实际上就是关于此类规定的合理性和道德合法性的争论。针对未知技术后果而进行的技术伦理学责任问题讨论的第一阶段，也主要是以宣扬扩大责任范围为主调的。当时人们认为，应该一方面通过改进风险研究，另一方面也通过预防性的风险防范决策战略，来应对关于具有潜在危害的行动后果的不确定性（“宁要安全不要道歉”[4]）。在所有可用的行动方案都与未知危险相关联的情况下，后一种策略的帮助作用自然被证明是十分有限的。再则，我们无从知道，前瞻性责任的风险防范战略在何种程度上能被转换成一种针对高度未知后果损失的、对回溯性责任的相应扩展。

鉴于责任问题的不断分化区别和实证化，一个普遍被提出的问题是，全社会及全球范围内对累积性的和长期的技术后果的责任，如何才能被有效和公平地组织和处理。鉴于现代社会协调需求的提高，采用“无组织的责任性”（即每个人都为“所有事情”负责）来对抗乌尔里希·贝克所指出的“有组织的责任性”，并不见得会收到良好的成效。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斯·伦克[5]、马蒂亚斯·马林[6]和卡尔-奥托·阿佩尔等学者在已经经过法律层面讨论或普遍认定的角色责任之外，给社会民众添加了一种特殊的“后续责任”（Lenk/Maring，2003年，第67页及下几页）以及“共同责任”（Apel，1988年），这种共同责任要求全社会有义务为建立和改进适合的责任体系而努力。

但是，什么是适合的责任体系呢？尽管前文所论及的责任能力的最低标准，以及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责任归结的基本原则设定了问题的有效答案必须在其中产生的外围条件，但是，如何来填补存在于这些外围条件中的空隙，则只能依靠实质的道德假设来加以确定。这是因为，就如同我们尤其在涉及约纳斯（1979年）观点的（技术）伦理学讨论中认识到的那样，从责任观念本身无法引申出具体的责任归属所依据的标准规范原则。（Ott，1997年，第252页及下几页；此处观点不同于Grunwald，1999年）

同理，道德责任的特别归结方式取决于其所代表的标准和伦理学的理论（参阅本手册第4章B部分中不同的理论观点）。举例来说，如果一个特定目标的实现——比如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看似一条道德戒律的话，那么，功利主义的伦理学家们将会在一个相对概率中，发现他们把实现此目标的前瞻性责任归属于某个特定行为者的关键理由。借助这个相对概率，此责任归属将导致的结果是，真正实现了相关的目标，并避免了不受欢迎的附带后果的出现。反之，主张公平公正的伦理学的代表则强调，不能以牺牲公允性来到达责任分销效果的最大化，责任负担的分配也必须考虑公允性。道德责任概念不是标准伦理学的一个新的、充满标准内容的原则（相关文章参见Bayertz，1995年），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新伦理学分支。谁若是用汉斯·约纳斯和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来谈论责任伦理学，那么他所触及的永远是道德责任伦理学的某一个特定的阐释（韦伯自己也强调这点；参阅1988年，第55页）。责任伦理学本身表述的仅仅是一个普遍的标准关系，这种关系只有依靠实质性的标准和伦理学的假设才能被加以界定，并足以明确显示，谁因为什么以及面对何人和为什么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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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背景

第1节 早期的技术怀疑和技术批判

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的德国，技术和工业还没有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最多也只是在个别领域运用。因此，当时还没有开始对机器行业的批判，反倒是理性批判充斥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现象当时被看作是针对旧生活自然传统结构的一种矛盾对立。特别是自1800年以后，德国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批判与反普鲁士改革的贵族批判相结合，认为集权主义、启蒙运动和革命风暴是“否定实际存在的法权”的共同根源。这种否定是要取代旧法权、旧劳动关系、旧组织形式和行会的“人为的工厂制度”的外在条件（Sieferle，1984年，第52页及下页）。浪漫主义者以及像尤斯图斯·默泽尔[1]这样的传统主义先驱，其批判并不是出于反启蒙运动的视角，矛头也非主要针对技术和工业，而更多的是以德国社会和经济的理性结构变化为抨击对象的。

工业和现代化批判

在针对工业资本主义影响新的外部条件的批判中，无产阶级受苦受难，同时具有潦倒和反抗的形象，在世界观中还只扮演着一种潜在力量的角色。1830年之后，自从英国的论战进入德国，以及亲眼所见英国工厂情况的旅行家令人震惊的游记公开发表之后，工业批判在德国就此登上了历史舞台。

批判的矛头具有多重内容：针对城市的变化、风景的破坏、丑陋的工厂、杂乱无章的城市发展，以及对充斥着毫无美感的产品的商品世界所进行的审美批判；针对守纪律和被剥夺了自主权的劳动者的地位下降和非人道化的人类学批判；针对以工厂主和工人之间新型的“生意”关系，旧的社会关系被破坏和社会大众阶层的贫困化为中心的社会批判；来自生产者的针对过于廉价，品质低劣，用近乎非人道的方式匿名、分工和“非手工”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经济批判；针对有工资收入而失去社会根基的工业工人“堕落”的道德批判。技术化最初的负面环境后果引发了人们的生态环境批判。技术化和工业化首先在美国闯进了所谓的荒野自然（出现在花园里的机器），导致了人们保护自然的批判，这种批判在1900年之前，以不同的方式和文化上更为保守的面目在德国出现（参见第4章第C.2节）。

上述的批判类型可以进一步具体化。除了行为的目标和动机外，我们还可以对批判的实施者和行为的主体，行为的类型和方式，以及作为争论焦点的技术和工业领域进行区分。人们对技术和工业的敌视态度的表现形式非常广泛，从出于文学或新闻学的角度进行批判，到造成财产破坏和人员伤亡的暴力冲突，以及从怀疑否定，到地区性内战式的冲突事件。

对技术批判的考察，必须注意其目的性问题。一种批判究竟是对技术化的自然发展过程的敌视，还是针对变化中的生产关系的社会后果？人们敌视的是技术，还是工业化过程中与机器化相联系的，技术是其中一部分，或者被认为是其中一部分的各种现代化进程？这些现代化进程以什么样的行动方式表现出来？批判家们用什么样的形象和比喻来认识和描述技术和工业？

在技术的转变初见端倪的时期，人们总是不断地引用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于1829年发表的《威廉·迈斯特》第二稿中的一句格言，作为典型的面对机器行业最初的敏感反应：“占据了上风的机器业折磨着我，使我感到恐惧，它就像暴风雨一样席卷而来，慢慢地，慢慢地；但是，它的方向已定，朝这边过来并击中目标。……人们想着它，议论它，但无论是想着还是议论都无可奈何。”（摘自《工业时代文学》，1987年，第95页）

此后不久，在德国形成了一个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辩论势力，他们依照英国人的看法和论战方式，不加自己的观点来预测已被预言和即将出现的新情况。在这个时期，机器已进入其劳动生活的那些被牵连和影响的人的声音还鲜有所闻。浪漫派对开始阶段的机器化批判，是一种社会维护和对启蒙运动持怀疑态度的批判，是对18世纪下半叶社会变革的反应（Sieferle，1984年）。在他们眼里，“自然事物”不是理想的和现代化的社会、管理和商品生产，而是传承下来的、建立在手工业和农业基础上的等级制度关系。因此，他们的怀疑态度也是针对国家对“创业”的扶持，以及生产和分配关系的现代化。更为矛盾的是他们对机械产品这种形式的技术的态度，如玩具钟和自动机器：这里，对技术玩具魔力的痴迷和对理性的、假人道的、“没有灵魂的、遭天谴的自动机器”的否认形同水火，互为矛盾，E.T.A.霍夫曼的短篇小说《瞌睡大仙》（1816年）即是如此。

19世纪中期，市面上出现了大量的社会批判文章及论著。讨论的中心议题不是技术，而是作为“社会问题”的生产资料的技术化和工业化，即技术化和工业化引起的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和道德蜕化。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1845年）成了当时著名的论著。但是，像查尔斯·狄更斯的《艰难时世》（1854年，故事被安排在虚构的工业城市焦煤镇里）这样的社会小说，瞄准的是早期工业化的社会后果，而非以机器化和工业体系为批判对象的。机器和工厂机制的采用究竟是创造还是毁掉了人们的工作，也已经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早在1817年，大卫·李嘉图就支持过“游离理论”，卡尔·马克思也赞同这一客观的看法。

英国的暴力抗议

然而与此同时，出现了具体情况所引发的一些抗议行动，但工业和技术化的原则问题并不是这些行动的诉求焦点。在形形色色的抗议活动中，卢德运动分子被当作敌视现代化和暴力捣毁机器的原型。卢德运动的名称来自一个虚构的名叫内德·卢德的“将军”或“君王”。1811年和1817年，英国的许多地方，如约克郡和兰开郡发生了纺织工人（特别是织布工和织袜工）的“集体行动”。他们不仅捣毁了机器、纱线和成品，而且破坏了房屋，攻击了工厂主。在采取军警暴力镇压和严厉惩治手段后，一部分捣毁机器的参与者被处以绞刑，另一部分被流放，抗议行动得以平息。

在近代文学作品里，这些抗议活动被解析为目光短浅和对现代化的敌视行为。但自艾瑞克·霍布斯鲍姆[2]起，捣毁机器被看成“用行动促谈判”（collective bargaining by riot），而非与生俱来的对工业和技术的敌视行为（Hobsbawm，1952年）。捣毁机器曾经是增加谈判实力的有效手段，具有诸如强迫声援等的策略上的优势，即不参与暴力破坏者虽然没有参与“集体行动”，却被阻止去工厂上班。

通过捣毁工厂主的设备来进行谈判，此论点的依据是，被毁坏的既有机器也有原材料和制成品，而且砸毁机器的行为早在正式的工业化生产之前就已经存在。由于这些暴力的社会抗议活动也被置于欧洲大陆上准革命性质的抗议运动范畴中，所以，它们就更具有了社会起义和暴动的性质，机器作为昂贵的投资财产正好成了值得被破坏的攻击目标。在德国1848年3月革命[3]之前，也同样发生过针对机器的“过激行动”，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由此可见一斑（Wirtz，1985年）。

按照爱德华·汤普森的观点，英国北部的“捣毁机器分子”所反抗的不仅仅是像失去收入和工作这样的经济利益损失，以及技能退化。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熟练工人，跟造反的织布工和织袜工一样，都是悠久的手工业传统的传承者（Thompson，1987年，第607页）——是为了失去手工业者荣誉的“象征资本”，以及为了失去自己的使用价值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地位而进行斗争（Griessinger，1985年）。机器的使用将劳动者的技能变成了机械运动，从而让工人们引以为豪和安身立命的手工技能变得多余。因此，对技术的敌视转化成了为工资、技能和劳动荣誉的抗争。同时，如同霍布斯鲍姆指出的那样，工人们的反抗也针对发生了改变的资本主义金融和组织形式，他把捣毁机器看成对资本家手中机器的有意识的反抗（Hobsbawn，1964年，第11页）。当时，这对转嫁跨国竞争压力的抗议也起着很大作用。欧洲大陆禁运解除后，在英国获得裁员利润并造成货价下跌的英国产品开始运到欧洲大陆。1848年3月革命中，德国的手工业者则对这些英国货产生过冲击。

暴力事件的范例：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

1844年的纺织工人起义不是孤立事件，比如18世纪晚期，奥格斯堡就曾经发生过多次暴力事件。但是，这次事件受到了深度关注和文化加工，并且在1848年革命前夕造成了深刻的政治影响。此次事件并不是一次敌视技术的“捣毁机器”运动，而是将矛头对准个别包买商人（工人们的原料供应和布料出货都要依靠这些商人）的住宅和仓库的暴力事件（Hodenberg，1997年）。作为与状况恶化、不公正地“压低工资”以及新的机制的斗争，这场纺织工人起义是一次典型的前工业时代的冲突。1844年的这次事件引起了文化上的广泛反响。这一年，海因里希·海涅创作了《纺织工人之歌》，同年，费迪南德·弗莱里格拉特[4]也写下了诗歌《来自西里西亚山区》（1844年）。之后，还有恩斯特·德隆克[5]的《纺织工的女人》（1846年）和格奥尔格·维尔特[6]的《他们坐在长凳上》（1846年）。格哈特·豪普特曼的戏剧《纺织工》（1892年）以及随后凯特·柯勒惠支[7]的版画组画开启了表现主义的社会批判和技术批判时代。

对环境破坏的抗议

伴随着污染环境的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广泛发展，以及化学品向河流湖泊的排放，空气中颗粒和浓烟的弥漫，气味的影响和植物的破坏，批评和抗议也逐渐形成态势。这些批评和抗议，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封建障碍，也不能归结为“出于迷信对技术的敌对态度，而仅仅是反对将工业生产的代价转嫁给第三者的做法”（Sieferle，1984年，第63页）。19世纪上半叶，由工业造成的环境污染还没有超过传统手工业，如制革业和印染业对环境所造成的污染。像威廉·拉贝[8]的短篇小说《普菲斯特的磨坊》中那种对糖厂引起的水质污染的抨击，始终是凤毛麟角的文学作品批判，而绘画艺术家表现的主题则是滚滚的浓烟、肮脏不堪的垃圾和被污染的自然景致。但是，艺术作品中的这些表述并不总是带有批判的目的，阿尔贝·罗比达[9]的一些铜版画即是如此（《电的生命》，1890年）；黑烟作为“工业的壮举”也可以像菲利普·詹姆斯·德·卢戴尔伯格[10]的风景画《夜色中的克尔布鲁克代尔》（1801年；Klingender，1976年）一样，有浪漫的效果。此外，我们必须对工厂以外民众的批评和环境的污染加以区分。前者，厂外民众视其生活品质受到了影响；后者，污染被受牵连的工人在工厂和住宅中亲身感觉到，并且以让人震惊的无产者的生活环境和作为部分技能退化的形式成了社会批判文学的主题。

对铁路的质疑

在19世纪，技术和工业批判都毫无例外地发生在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特殊领域和行业内。不过有些行业，比如饮水供应或是照明技术的进步，因为向社会承诺给予“文明的馈赠”而非重大的负面后果，所以始终免遭诟病。此外，还有一些所谓“看不见的”行业也一直是例外。这些行业中，要么是市民批判家对之一窍不通，要么相关的工人——比如高炉工人——没有采取过工业行动。相反，那些看得见的和明显事故频频的技术行业被拉出来作为象征，受到猛烈的和长期的批判。铁路即是其中一例，其间，人们先是针对一种无所适从，之后又对技术化的新旅行方式所引起的现代化感受进行讨论，最后甚至包括行驶速度的民主化带来的消灭阶级的作用，以及铁路网建设的政治效应（Schivelbusch，1977年）。除此之外，还有铁路建设的社会条件，以及对旅行者来说非常现实的事故问题也在讨论之列。俄罗斯诗人尼古拉·涅克拉索夫[11]就曾把铁路当作他的技术批判对象。他1864年发表的诗作《铁路》（“Zeleznia doroga”），即以修建圣彼得堡至莫斯科铁路线（1851年通车）时的伤亡劳工为题材。技术事故在文学作品中屡屡成为技术批判的关注点。台奥多尔·冯塔纳[12]把苏格兰的一座铁路大桥和一列客车的坠毁进行文学加工，创作了叙事诗《泰河大桥》（1880年）。诗中出现了莎士比亚《麦克白》剧中的女巫，其作为行动的主体，“出自人手的雕虫小技”被她们统统捣毁。当时人们认为，事故本身是对人类通过技术可以征服自然的否定。人们对铁路技术的怀疑还集中表现在对旅行方式的看法上。早期阶段，人们抱怨的是沿着固定的铁路线“飞”得太快，不如坐马车来得不紧不慢和赏心悦目，或者如浪漫派所说的“怡然自得”，而随着汽车在1900年前后的出现，被动地乘坐运输工具以及被强迫参与到一个庞大的、非人性的和不舒服的技术系统中又成了人们的批判目标。

闯进“花园里的机器”

1850年前后，技术批判以一种特殊的面目在美国出现：从保守主义立场出发，针对文明和工业闯进原始状态的大自然进行批判（参见第3章第C.2节）。面对技术文明的影响，原生态的大自然尽管还是人们休闲散步的所在，但是已经岌岌可危。在亨利·大卫·梭罗的散文作品《瓦尔登湖》（1854年）里，作家将反文明思潮的潜在影响和对自给自足以及造物理想的赞美放在一起思考。从此以后，《瓦尔登湖》成了反城市化和反工业化思想、追求和谐自然生活的开山之作，一直影响到嬉皮士文化和时下的自力更生（self reliance）运动。根据利奥·马克斯[13]的观点，花园里的机器（技术闯进了理想的、美国式的自然环境）这个比喻，在19世纪许多美国文学作品中被凝练成了田园风光和破坏性工业生产的关系。美国边远地区原生态的自然牧歌景象和美国追求工业强国的理想之间的矛盾就体现在这个关系之中（Marx，1964年，第26页）。

表达方式、媒体、造型和比喻

以往，技术批判的立场和态度采用一系列明确的和植根于文化中的比喻、造型来论述其对象领域，而这些比喻、造型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技术可以以拟人化的和充满暴力的形象出现，比如和人类作对并打败人类的巨人。反之，机器又可以被征服，用来为人类从事艰苦繁重的劳动。此后——与19世纪中期对政治革命的恐惧相关——它又起来对人类进行反抗，就像埃曼努埃尔·盖贝尔[14]的诗歌《蒸汽的神话》所描写的一样（1856年）。奴役化和客体化的比喻的矛盾体一直贯穿整个工业发展史。一方面，它摇身一变成了象征工业进程的巨人，之后又变为起来反抗人类的机器人；另一方面，后来的流水线生产方式被描述成“编织人的非人道传送带”（埃贡·埃尔温·基施[15]：《美国天堂》）。查理·卓别林的《摩登时代》（1936年）是继新闻和文学批判之后的电影加工版。

就连人神平等的象征意义也互为矛盾。一方面，人可以作为和上帝一样的创造者，表现得傲慢自大、目空一切；另一方面，工业和技术的行为也形如上帝，并且统治着人类，如同格奥尔格·维尔特在其《工业》（1845年）一诗中所描写的那样：

……工业乃是当今时代女神！

貌似木讷，却目光凶恶，心狠手辣：

她阴沉着脸坐在黑森森的宝座上，

用鞭子抽打着，驱使着那些

额头上深深印着残酷的不祥印记的人们，

来到她冰冷的庙堂，去干苦不堪言的劳役！

（摘自《工业时代文学》，1987年，第100页）

在1850年前后，黑色浪漫主义为技术和工业提供了一整套的造型储备，其中以菲利普·詹姆斯·卢戴尔伯格的油画《夜色中的克尔布鲁克代尔》（1801年）为典型代表。阴沉灰暗的风景和建筑，黑夜地狱般的场面，人物的妖魔鬼怪化——这些艺术手法都成了表现工业发展的工具：“高炉喷吐着黑烟，炉中红彤彤的铁水，火光冲天，好像从纺纱厂滚滚而来的又厚又浓的黑烟被几根火柱支撑着。这是工业的华盖，不分白天黑夜漂浮在本地上空，告诉人们，物质时代精神的天神在何处安营扎寨。”（恩斯特·阿道夫·维尔科姆：《铁、金和精神》，1843年，摘自《工业时代文学》，1987年，第102页）但从总体上说，文学家们在作品中对于原因和后果显然是有所区别的，“面对工业的发展，大部分作家并非一概持否定态度，而只是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批判”。（《工业时代文学》，1987年，第95页）

传统的形成和对卢德运动和捣毁机器的接受

历史上的捣毁机器分子从来不乏自己的继承人和新的阐释者。传统上，卢德运动分子一直被现代化的拥护者视为狭隘的“进步的敌人”，然而他们受到下列文明批判思潮英雄般的追捧。“德国表现主义严重的敌视技术甚至捣毁机器式的立场”，将卢德运动的各种趋势写进了诗歌并搬上了舞台。卡尔·奥滕[16]在1917年时写过这样的话：“打倒技术，打倒机器！……诅咒你，这个光辉得可笑的机器时代——诅咒一切工厂，一切机器！”（《工业时代文学》，1987年，第121页）对“大机器”引起的改变社会的作用进行批判的文学作品，还有《大都会》（1926年）这样的电影，或者是像格奥尔格·凯泽《煤气》（1918年）和《煤气2》（1920年）这样的话剧。恩斯特·托勒尔的戏剧《捣毁机器的人》（1922年）的故事就发生在1815年前后的卢德运动期间。由于工厂主尤尔要投资购进新的蒸汽机，工人们面临被解雇的危险：

乔治：诅咒蒸汽暴君！

爱德华：让他不得好死！

威廉：我们束手无策！

呼喊声（沉闷的）：束手无策——

约翰·韦伯尔：有办法了！我们向机器宣战。［...］把机器砸了！

向蒸汽暴君宣战！

（《工业时代文学》第一册，第143页）

直到今天，人们对历史上捣毁机器的参与者的纪念始终绵延不断，其目的不仅是传统的建立，也是为当前的技术怀疑提供回溯性的历史依据（Pynchon，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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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技术监督协会（TÜV）的产生

起源

在19世纪所创建的和工业时代新技术危险打交道的各种机构组织中，德国的技术监督协会（TÜV）[1]作为在国际上独树一帜的创新组织，一直长盛不衰，硕果累累。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为防止锅炉爆炸而成立的蒸汽锅炉监督协会。在对德意志帝国生产的锅炉设备进行了几十年的检验工作之后，它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负责技术安全（参见第2章第3节）的核心机构。如今，技术监督协会是一家业务遍布全球的服务性企业，作为中立的鉴定机构，它的名声和资质已远远超出了技术问题的范畴。

起初，技术监督协会是在企业自助的组织形式上成立的。随着蒸汽锅炉的普及，特别是锅炉压力的提高，其潜在危险性已经超出了当时人们所有的经验认识。如果锅炉发生爆炸，工人非死即伤。被炸坏的厂房碎片往往飞出数百米开外。人员和财产的损失，使企业主承受着巨大的风险。19世纪时，蒸汽机是各类企业最重要的动力来源，没有它，整个企业就面临着停产的危险。

技术监督协会的模式最早来自英国。1855年，“蒸汽锅炉爆炸防护协会”在曼彻斯特成立，它为其会员提供定期的锅炉设备检查。英国的这种协会是在同保险公司的竞争中发展起来的。保险公司为企业提供锅炉爆炸后果的经济担保，起初也附带提供设备检查，这后来成了保险可选条款的一部分。英国企业更加认可保险公司，1880年时，大约有3.8万台蒸汽锅炉由保险公司检查，而技术监督协会所管辖的锅炉只有3500台。1880年前后，英国全国一共有大约10万台蒸汽锅炉。

德国第一家技术监督协会成立于1866年，名称叫“巴登地区蒸汽锅炉监督协会”。起因是曼海姆市中心的“迈尔霍夫大啤酒厂”的锅炉发生令人震惊的爆炸事件，爆炸引起了巨大破坏并造成了人员伤亡。初始阶段，五花八门的协会形式应有尽有，这点从各种协会的章程中即可看出。例如，章程除了规定定期的检查之外（此后成了协会的主要工作），协会职责中还写进了锅炉运行的经济性和保险款项事宜。尽管有巴登地区商会的大力支持，但最初业主们对之并不感兴趣。直到1868年巴登政府的一纸政令要求业主加入协会，会员的数量才开始逐渐增加，并在同年聘用了第一个协会正式的工程师。1869年，随着类似的协会在汉堡和马格德堡相继成立，协会才得以迅猛发展。到了1914年，德意志帝国全境共成立了36个技术监督协会。

强盛国家中的协作关系

作为带有某种警察控制性质的企业主社团，蒸汽锅炉监督协会在一个具有强大和自信的行政体系的国家里是一个异类。在普鲁士，蒸汽锅炉自1831年起就必须经过特殊的审批手续，1848年起需进行超过运行压力一倍半的压力测试，1856年起需通过城建官员的定期检查。在工业化程度较弱的巴登地区，没有类似的检查制度。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第一个技术监督协会的真空地带。此外，德国南部的政治气候较为自由，这从商会的参与介入也可见一斑。即便是在以后的阶段，普鲁士在将某些职能交给协会来管理的问题上，也落在南德地区的先行者后面。所以，技术监督协会是德国历史宽松自由时期的一份遗产。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期，俾斯麦转向保守政治时，这个时期也宣告结束。

起始阶段，政府官员和协会工程师各司其职、互不干涉，凡是协会管辖的锅炉，一律免受政府部门的检查。不过，管理的范围明显还是侧重在政府这一边。1884年，普鲁士只有21%的锅炉业主是监督协会的成员。到了1900年，这种双轨制不复存在，大部分政府部门退出了直接的管理，把业务移交给协会。于是，蒸汽锅炉监督协会就成了协作处理问题的一个样板，行政管理部门放权，职能被交给了非政府的当事人行使。最终，监督协会也为政府部门省去了建立自己的管理机制的相关费用和问题。这一分工协作的初步尝试，避免了企业主想方设法要把政府的干预尽可能从自己的企业中清除出去的矛盾，而且也为针对政府官员只具备一般文化知识的能力问题（他们的资质受到异军突起的机械工程师的质疑）提供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现在回过头来看，业主们当时的批评的确不无道理，在1872年，整个普鲁士只有两个受过专门技术训练的锅炉审查官员。

工程师的职业素养后来被证明是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量。这里牵涉到的不单单是一个重要的就业市场问题——1932年全德国共有530名工程师任职于技术监督协会，而且也牵涉到工程师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来解决问题的自我形象问题。在一次关于蒸汽锅炉检验的讨论中，一位德国工程师协会的领军人物纲领性地宣称：“工程师协会越来越把自己看成我们祖国技术利益的代表。”（引自Lundgreen，1981年，第78页）于是，工程师的职业利益和行业世界观在针对以服从为原则的官僚政府的批评中，相互联系在一起。从法律的角度看，官僚政府的职责是对公众秩序和公共安全负责，但是在面对技术挑战时，它似乎常常感到力不从心。

在技术安全问题上，公众的整体利益究竟是由法律的秩序概念，还是由工程师的技术能力来加以保障，这个基本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的答案。然而事实上，技术人员的经验和知识很快占据了压倒性优势，这一点在技术标准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蒸汽锅炉的安全完全决定于可靠的技术标准，而标准的制定，首先是由机械制造工程师来推进的，政府在这里退居到了一个模糊的法律概念——在技术现状上，这个概念的具体内容就是科学的争论所得到的结果。

会员数量、员工人数和资质能力的不断增长，很容易让人忽略一个事实，即监督协会的作用在19世纪的数十年间是一直存在争议的。1894年，普鲁士的工商贸易部就曾经试图把锅炉检验的职能交给专门负责劳工保护的工商督察部门来行使，并就此取消监督协会的业务基础。但是，我们不应当对政府和社团解决问题资质的这种竞争仅做负面解释。政府部门（严格查处违规和失误）的严格监管，是一种对不断改进管理工作的重要促动：哪怕是很小的丑闻事件也会动摇协作体制的根基。1897年先是巴伐利亚州和符腾堡州，之后1900年普鲁士又颁布政令，将所有对锅炉的监管权移交监督协会，即便这样也没能完全缓解两者的紧张关系。1902年，黑森公国决定对蒸汽锅炉实行政府管理，致使法兰克福蒸汽锅炉监督协会失去了近一半的协会会员。

总体来说，监管工作的成效是有目共睹的。从1879年到1899年，德国锅炉爆炸事故从18起下降到14起，受伤人数从78人下降到35人，而这期间的锅炉数量增加了2倍还多。1900年前后，德国1万台锅炉平均只有1起爆炸事故，英国是2.5起，法国是6.5起，美国甚至是12起。但是，这时除了自己的核心业务，协会的业务扩展还十分迟缓。在煤炭燃烧产生的大量黑烟和烟尘微粒的治理方面，协会还明显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对供暖能效的研究也很薄弱，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煤炭供应紧张，这个问题便一下暴露了出来。

最后，我们注意到的一点是，协会在它最初数十年的工作中，非常专注于纯技术方面的问题。虽然大家都知道，合格的和有责任心的操作人员对于锅炉的安全运行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协会工程师对这些问题的关注非常欠缺。锅炉工的培训课数量在最初时十分有限。人在与技术挑战打交道的过程中需要培训和提高，协会工作在这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可挖——这个认识贯穿20世纪技术监督协会的整个历史。

新任务

自19世纪90年代后，监督协会的职责范畴发生了变化，增加了技术安全方面的新任务。除了传统的对蒸汽锅炉的监管之外，逐步增加了升降机、乙炔罐、矿水机、油气罐、电气设备以及压力容器的技术检验。这一新变化在协会内部并非没有争议。不久以后，职责范围的扩大也反映到了协会员工专业化的提高问题上。

新领域中具有长远影响的首先是机动车辆的审核和验收。个别协会于1904年后开始从事这项业务，1909年颁布的帝国法律规定全国范围内机动车必须审核和验收。在大规模摩托化的进程中，机动车辆成了技术监督最大的业务领域。同时，1951年规定的定期年检，使监督协会在老百姓中妇孺皆知，但被老旧车的车主恨之入骨。值得玩味的是，监督协会的驾照考试几乎无人问津，尽管1914年之前协会就有了这项业务。

但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门负责高压锅炉的检验机构——大型发电厂业主联合会（VGB）[2]出现时，蒸汽锅炉监督协会的主营业务遭到了竞争对手的挑战。成立这样一个机构的原因是1920年3月9日发生在杜塞尔多夫市莱斯霍尔茨区热电厂的一场灾难，事故造成27名工人死亡，20人受重伤。由于事件疑团重重，批评之声一股脑儿集中到了莱茵地区蒸汽锅炉监督协会的头上。出事的锅炉爆炸时是在得到许可的工作压力下运行的，运行过程中没有违规操作，设备投入运行才四年时间。

灾难的原因主要是材料问题，不恰当的设计又让问题雪上加霜。然而，这个现象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技术的变革：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工厂普遍使用自己的蒸汽锅炉发电，但现在逐渐转变为大型发电厂输送电力，它们的锅炉所承受的压力更大。在莱斯霍尔茨区爆炸的那台锅炉的工作压力是14个大气压，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人们已经敢把锅炉做到承受大约100个大气压。一位汽轮机技术的先驱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评论道：“我们几乎可以把这种情况说成一个被安全系数减轻了的无知。”当时，人们在新型高压锅炉方面并没有真正的经验，充其量是一种“建立在直觉上的经验”而已（引自Radkau，2008年，第311页）。

大型发电厂业主联合会的产生，深刻反映了技术监督协会的业务资质界限所在。协会成功的秘密，除了无条件的中立立场和认真的工作态度之外，还在于定期进行的检查和积累起来的经验。不过，凡是科研和开发还处在摸索阶段的地方，这些经验的帮助作用十分有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问题在核技术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技术监督协会曾以开放的态度致力于原子时代新的技术要求，但是在这个领域没能取得在其他领域那种熟识的一言九鼎的地位。如今，已由联合会更名为电力技术公司（VGB Power Tech）的竞争对手在33个国家有466个会员企业，拥有总装机容量52万兆瓦的发电能力。

一所德国式的机构

纳粹政权对技术监督协会的影响，表现在一系列政府发布的旨在统一、集中化和削弱自主管理的公告上。两个全国性的协会组织——由于历史原因产生了普鲁士和德国两个不同的协会组织——被合并成了一个技术监督协会的帝国总会，而且被置于技术监督帝国总部的领导之下。1938年监督区划又被重新划定，私人鉴定师被纳入各个协会的编制，对国有设备的特殊规定被取消，这样，所有工厂的强制监管设备都由各监督协会负责检查。只有帝国铁路和帝国邮政是例外。在这样的情况下，蒸汽锅炉监督协会正式更名为技术监督协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总部不复存在，协会又回归到原来的体系结构。结构修复的力度之大，从如下调整中可见一斑：各协会的管辖范围并不以联邦州划界；下萨克森州存在两个协会，北威州甚至有三个协会；即将实行的国有化被叫停；只有汉堡和黑森两个州由政府负责掌管技术监督事宜。黑森州由此得以继续1902年大公国时期所开始的历程，并分别在达姆施塔特、法兰克福和卡塞尔设立了三所技术监督机构。这一决策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被重新修订。

在战后德国，技术监督协会的发展主要以大规模的扩展为特征。1952年，为技术监督协会工作的人员还不到2000人，1970年时已增加到6781人，其中4123人是技术人员。这场跃进的原因是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势头迅猛的大规模摩托化和经济腾飞，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必然使需要检查的设备数量不断增多。不仅如此，在传统的职能范围之外，监督协会加大了寻找新业务领域的力度，其中有些协会（如莱茵地区技术监督协会）尤有闯劲。1978年，这些协会销售额的9%是行业规定的检验和监管业务，41%是机动车业务，而50%是其他类型的业务。把注册登记的协会形式转变为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就是这种业务转型的法律体现。此外，技术监督协会的业务也开始走向国际市场。目前，莱茵地区技术监督协会一半以上的员工在国外工作。

其他类型业务的开展和业务的国际化导致更多竞争，这种竞争性最终转换成一种复杂的合作和合并的关系。1943年德国境内的18家技术监督协会，留在联邦德国的有11家；到1949年，东德境内的协会全部解散，人员和留下的资源都并入了国有的劳动保护部门。两德统一以后至目前仅存6家企业，其中南德技术监督协会、北德技术监督协会和莱茵地区技术监督协会是三家国际型的大型企业。萨尔州、图林根州的技术监督协会和黑森州TÜV技术监督有限责任公司基本属于地方性机构。

谁来监督万能专家？

1977年，《明镜》杂志曾经用“无懈可击的垄断”作为一篇对技术监督协会进行报道的标题。文章描绘的是一幅怕见人的庞大机构的形象，它具有卡特尔式的结构，行事低调，基本上是自己控制自己。虽然无所不在，但又难以捕捉：“即便是圈内人也很难对这个德国最有实力和最富有的协会卡特尔的指责和工作下定义。”（《明镜》第26期［1977年］，第42页）

的确，技术监督协会在战后的扩展过程中，不仅变得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不透明。随着服务领域的不断扩大，传统的给技术设备进行彻底和定期检查的职责特点，与咨询、培训和鉴定工作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交织体，隐含着角色冲突的危险。19世纪时还可以感觉到的、不信任和对手式的政府管理，这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被一种依赖关系所替代。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无从可言，我们仅从员工的人数上就可看出这种失衡的关系：2010年，按照欧盟法规设立的德国资格审查部门，其员工数量不足150人，除了对技术监督协会企业进行监督外，其还管理着大约4500个其他的认证单位。在作为商业企业经营的协会组织的重压下，曾经的自主管理传统有名无实。1975年，北德技术监督协会召开年度大会，3500个会员中仅有29个会员参加大会。

技术监督协会的工作中最棘手和最富争议的部分是对核能技术的监督（参见第5章第11节）。在这里，检查人员不仅从单个元件到整个系统都要逐一进行审查，同时要以史无前例的确定性防止具有潜在灾难后果的事故发生。此外，他们还要面对来自政府和企业的巨大压力，这种压力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因为剑拔弩张的公开辩论而越来越大。回顾历史，对阵的双方发生了一个有趣的角色转换：当年作为技术监督协会主要竞争对手的国家政府，如今在有关核能的争论中如救命稻草似地抱住专家们不放手。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公众社会的疑虑并不是20世纪70年代昙花一现的现象。公众社会对技术专家的信任已经打了折扣，也质疑协会专业化的自我监管。全社会新的统一认识似乎还未见端倪。19世纪的工程师们依靠锅炉爆炸事故的减少巩固了自己的社会形象，现在的工程师们则正受到要求100%安全的挑战，而这种要求从严格意义上讲是无法实现的，只能是一种文字概念而已（参见第2章第3节）。

通过技术的经验认识来消除政治化之路，看来似乎是走到了其可能性的尽头。关于原子能问题的争论，更多地表现为一个普遍的系列性问题的变种，它深刻影响了20世纪和21世纪人们面对和处理技术危险的方式。因此，技术监督协会的历史为带有技术烙印的工业社会的窘境提供了一个直观的示例。这个社会迫切需要独立工作的专家，然而，他们的中立性越来越缺乏应有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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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ÜV是德国一家正式注册，专事按照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对技术产品进行品质和安全等检验的带有半官方性质的私营机构，也称作TÜV认证。

[2] 德语原文：Vereinigung der Großkraftwerksbetreiber，简称VGB。


第3节 原子弹的研发和使用

“我们所完成的是历史上有组织的科学活动所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同原子弹的研发相关的这句话，见于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在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投下后不久，于1945年8月6日发表的声明（Cantelon及其他学者，1991年第66页）。但是，与迄今为止史无前例且计划周密的科研技术成果形成对照的是研发和使用原子弹所造成的政治后果和伦理学问题。原子弹开启了关于科学责任讨论的大门。这场首次大规模的讨论时至今日仍在继续，而且如同凸透镜一样聚焦在当代技术伦理学讨论的焦点上。

核裂变和链式反应的概念

核裂变于1938年在德国被发现并非出于偶然（Wohlfahrt，1979年），其漫长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此前数年和数十年国际上对原子核结构进行的潜心研究工作。针对原子核内部释放出巨大能量可能带来的后果，参与研究工作的那些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如欧内斯特·卢瑟福、瓦尔特·能斯特或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很早就发出过警告。随着詹姆斯·查德威克对中子的发现（1932年），科学家们知道他们将打开一扇怎样的大门。他们中的一位——利奥·西拉德[1]回忆道：“1933年10月，我突然有个想法，如果能找到一个元素，它在吸收了一个中子之后能发射出两个中子，那么就可以实现链式反应。起先我想到的是铍，后来又想到其他元素，最后想到了铀。但是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没有去做这个决定性的实验。”（Jungk，1964年，第53页）1934年和1935年，西拉德在英国海军部申请了一个有关链式反应的专利，希望能就这项技术进行保密并对其可能的使用加以控制。同时，他建议他的同事自愿不发表在这个时期迅速研究出的新结果。

1939年年初，在发现用中子轰击引起铀核裂变之后几个月，做实验工作的不同科学家发现，在轰击铀时，的确有更多的中子被释放而不是被捕获，并且数量巨大的中子足以引起链式反应。西格弗里德·弗吕格[2]在《自然科学》杂志的七月刊上对其结果进行了描述：迄今为止未知的巨大能量释放是可能的，在使用快速中子时，能量的释放是爆炸性的，使用慢速中子，可以考虑“铀装置中”一种受控的能量释放。1939年4月29日，《纽约时报》报道了美国物理学会的一次大会，会上宣布，通过工业方法对铀进行浓缩，能制造出“核爆炸”，爆炸将摧毁一座像纽约这样的城市。

从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被驱赶和逃亡的原子科学家们尤其担心，德国可能会是世界上第一个制造出原子弹的国家。西拉德鼓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写信（日期为1939年8月2日），信中提请他对这一危险引起注意，并继续观察和积极支持美国科学研究的发展，以及关注政府和科学家之间经常性的联络。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核能运用的研究主要针对军事目的进行。德国入侵波兰后，纳粹军械局将留在德国的最重要的原子科学家统统集中到一个所谓“铀学会”的秘密行动计划中。在美国，罗斯福总统开始只成立了一个铀咨询委员会，后来又将其归属到国防研究委员会的领导下。起先，美国在几所大学里（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伯克利大学）设立了比较大的科学家小组，对制造核弹的可能途径以及必要的裂变材料生产的可能性进行研究。直到珍珠港事件后，也就是美国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政府做出决定，启动一项目标明确和资金充足的原子弹研制计划。

曼哈顿工程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从1942年8月起（直到1946年年底），美国政府在极其保密的情况下开始了这一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并由国家资助的科技项目。该项目在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将军的领导下，以代号“曼哈顿工程区”（曼哈顿工程）在美国陆军中进行。美国核研究的精英（大批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参与即说明了问题），加之同样优秀的欧洲大陆流亡科学家和英国科学家，在罗伯特·奥本海默和集中化的军事机构的科学领导下一起工作。1942年起，几项超出当时已知规模的大型技术工程必须加以建设。为了实现工业方式提取裂变材料，美国的大型工业企业（如通用电气、西屋电气、联合碳化物公司和杜邦）也参与到工程中来。建于橡树岭（田纳西州）的用于提取浓缩铀的大型且高能耗的扩散设备，以及建于汉福德区（华盛顿州）的用于生产第一批钚的核反应堆，是这些大型工程的代表。1943年春，研制原子弹的国家实验室在洛斯阿拉莫斯（新墨西哥州）建成。总共有12万人参与到曼哈顿计划中。到1945年年底，美国共投入了将近2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60亿美元）的经费，这在当时对一个科研和开发项目来说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巨大数字。

工程的进展使具有迄今未知破坏力的新型原子弹的研制工作离成功越来越近，同时，人们也期待着战争能很快结束。在这个时候，参与研制工作的一些科学家的顾忌和担心也越来越重。1944年7月，尼尔斯·玻尔写了一份备忘录，并和罗斯福就其内容进行讨论。备忘录的核心观点是这样一句富有远见卓识的话：“如果不尽快缔结一份协议，来保证对使用这种新型放射元素的控制，那么，目前每一个十分巨大的有益之处，都将被一种始终对普遍安全构成的威胁所消解。”1945年3月底，利奥·西拉德再次请求爱因斯坦安排一次和罗斯福的会面，希望跟他讲清原子武器的存在会给美国和世界未来带来的可怕前景。会面因为罗斯福于4月12日去世而未能进行，西拉德仅与新任命的国务卿詹姆斯·弗朗西斯·伯恩斯见了一面，谈话未获任何结果。

许多科学家越来越担心，日本可能被选来作为美国使用原子弹的新目标。德国没有能力研制出自己的原子武器，1944年秋以后了解情况的人都知道这点。1945年7月16日，在阿尔莫戈多（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第一次成功试验了一颗钚原子弹。在此之前的6月中旬，7位知名的芝加哥科学家（其中有拉宾诺维奇[3]、西博格和西拉德）由詹姆斯·弗兰克[4]牵头，向美国陆军部部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面呈了一份文件。这份以《弗兰克报告》闻名的文件，阐述了科学家自身的责任：

过去，……科学家可以拒绝承担人类使用自己无私发明的直接责任。但是，我们现在被迫采取一种主动的态度，因为我们在核能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有比以往的发明大得多的危险。我们所有了解当前核物理学状况的人，都始终生活在一种幻景中，我们的眼前出现的是一种可怕的破坏景象，我们自己的国家遭到破坏，一种像珍珠港一样的灾难，这种灾难会以千百倍的程度在我们国家每一个大城市重复发生。……如果不能达成一个有效的国际协议，那么就在今天早上，就在我们第一次展示我们拥有核武器之后，一场普遍的军备竞赛就要开始。用不了几年，核子炸弹就不可能是只为我们国家所用的“秘密武器”了。

《弗兰克报告》特别建议，“在沙漠里或是在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上给联合国的代表们展示这种新式武器”，切不可不事先警告而用于日本的目标。

一个以陆军部部长史汀生为首的临时委员会——科学小组（奥本海默、费米[5]、康普顿[6]和劳伦斯[7]）一段时间也参加了该委员会的会议——于1945年5月31日和6月1日就已经讨论决定，对日本不做任何事先警告就使用原子弹。首次核试验之后，紧接着第二天7月17日，由西拉德牵头的68位芝加哥科学家向总统面呈了一份请愿书，说明至少事先应给日本做出明确条件的投降的机会，否则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然而，请愿书如石沉大海，未被理会。

事实上，参与研制计划的科学家们的观点并不都是一致的。这点不仅从1945年6月16日科学小组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而且也见于阿瑟·霍利·康普顿6月12日在芝加哥冶金学实验室的科技人员范围内进行的民意调查（Smith，1958年）。许多人对核弹的直接军事应用深感不安，他们显然觉得，应该先进行一次技术上的或者是军事上的演示。然而即便如此，也无法完全弄清，搞军事演示是否就能解决对广岛实际使用这种核弹计划的道义问题。通过名正言顺的使用核弹，让日本人早点投降，这个希望同样有很大的影响。

波兰出生的核物理学家约瑟夫·罗特布拉特走的是另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际，他从华沙来到英国利物浦的詹姆斯·查德威克手下工作。他一方面具有人道主义理想和科学必须用来为人类服务的信念，另一方面又担心，德国科学家可能会为纳粹政权研制原子弹。在这样一个矛盾当中，他的担忧促使他和英国的同事们一道更深入地研究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并最终来到洛斯阿拉莫斯参加曼哈顿计划。1944年3月，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在查德威克家里谈话时说的一句话让他大为吃惊：研制原子弹的真实目的是要控制苏联人。罗特布拉特感到受了欺骗，因为他一直认为，研制原子弹的目的是为了阻止纳粹的势头。“1944年年底，事情已经清楚，德国人放弃了他们的原子弹计划，我留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目的也就结束了，我请求允许退出计划并返回英国。”（Rotblat，1985年）1944年圣诞节，他离开了曼哈顿计划，踏上了返回英国的旅途。

借用史学家杰拉德·德·格鲁特[8]的观点，我们可以把曼哈顿工程前后关系中的这枚“炸弹”的意义做如下归纳：开始时这枚“炸弹”并不是一件武器，而是被当成对纳粹的一种威慑（科学家们尤其这么认为）。到了1944年年底，没什么人再认同这样的看法。这枚“炸弹”成了实际可以投入使用的武器，它的破坏力被当作了一种政治筹码。同时，这项规模庞大的工程巨大的科技挑战性，一件崭新的并且尚未得到成功证明的事物的魅力——这一切的诱惑力越来越明显地在产生作用（发现的诱惑）。最后，这枚“炸弹”终于成了一件寻找其用武之地的武器。这时，新的道德挑战便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原子弹的世界政治含义起初只有少数几个参与的科学家能够了解，但是，没有人曾经公开表达过（至少是面对政府）伦理学和道德方面的想法，而更多是强调技术进步和刻板的政府部门之间不断加大的差距。后来，他们也谈到过技术知识和道德责任进展失衡的情况。罗特布拉特事后反思自问，为什么在参与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中，好像只有他一个人离开了曼哈顿计划，而当时形势已经明朗，曾经对很多人来说是主要动机的“德国因素”已经不复存在（Rotblat，1985年）。他分析认为，大多数人心里根本没有道德顾忌，而且也很乐意把决定他们工作成果的使用权交到其他人手里。只有少部分人具有“社会的意识”和强烈的科学好奇心。他们想看到，理论的东西在实际中是否能行得通，之后再去讨论炸弹的使用问题。同时，他们也希望战争早点结束，避免牺牲众多美国士兵的生命。等到和平时期，再一起争取不使用这种炸弹也为时不晚。可以肯定的是，除了顶尖的科学家之外，十几万参加曼哈顿计划的工作人员中的大多数人的确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做一件什么样的工作，正像美国总统在他发表的广岛声明中所点明的一样。

广岛和长崎

在原子弹于1945年8月6日和9日投到日本的两座城市，并明显给受害者带来可怕的后果之后，许多科学家才感受到强烈的道德顾虑问题（The Committee，1981年）。就在格罗夫斯将军1945年10月给洛斯阿拉莫斯基地颁发“陆军嘉奖令”，而广岛和长崎的受害者正在痛苦中时，奥本海默走上讲台说道：“如果原子弹被引入世界大战的武器库，或者是被引入准备战争的国家的武器库，那么，洛斯阿拉莫斯和广岛的名字诅咒人类的日子就要到了。”（Goodchild，1985年，第172页）奥本海默还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物理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了他们的罪孽。”（Goodchild，1985年，第174页）

与此同时，一些科学家也得出了实实在在的结论。领衔的芝加哥学者中的一位——拉宾诺维奇鼓励他的同事们设法取消对研制工作的保密，让公众了解原子弹和它的后果，并对战后科学家的角色和核子研究的未来进行思考。在曼哈顿工程转入新的组织形式之前，芝加哥学者于1945年9月14日起草了一份纲领性文件。文件以原子能为起因并明确针对其连带意义，要求科学家探索和弄清科学的作用和责任，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影响政治决策过程；公众必须完全了解一项新的科研发展对科学、技术和政治的连带意义（Smith，1958年）。经历过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们都组织了起来——“芝加哥原子能科学家”学会成立。旋即在1945年12月，至今仍在出版的刊物《原子能科学家会刊》创刊。与其他城市类似的团体一道，大家共同成立了首个较大规模的“关切的科学家”组织——美国科学家联盟。

根据历史文献，下令投掷两颗原子弹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并没有道德顾忌的困扰。“原子弹的使用结束了战争并且拯救了生命”成了官方的说辞。但是，自1945年以来一直不乏重要的声音反对这样的看法，并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论据和观点。

科学的责任

可以肯定，当时德国人的研制计划是曼哈顿工程的起因，但不是原子弹最后研制和试验阶段的决定性因素。德国人研制原子弹的工作本身很分散，由纳粹政府的不同机构部门领导，而且部分工作走的是不同的技术路线，由于缺乏关键的经费支持，所以没能形成一个有成功希望的大项目工程。罗伯特·容克[9]认为，围绕着维尔纳·海森堡和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的一群科学家的道德感和阻止项目的策略计划起了决定作用，但这个观点似乎未能得到更新的历史研究的证实（Walker，1990/2005年）。尼尔斯·玻尔档案馆于2002年公开的玻尔书信提供的材料让人进一步怀疑，传说中玻尔和海森堡于1941年在被占领的哥本哈根会面——如同人们从海森堡的著述中可能得出的结论一样（Heisenberg，1973年，第211页及下页）——的确是为了促使国际上的科学家们团结起来，反对研制原子弹。不管怎样，迈克尔·弗莱恩[10]影射这次会面的戏剧《哥本哈根》是关于科学家责任的一个新的成功的教育作品（Frayn，2001年）。

科学家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初期通过亲身经历所得到的间接结果是1957年的“哥廷根宣言”[11]。在这份宣言中，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领衔的西德核子研究学者坚决拒绝联邦德国的原子弹计划。同年，魏茨泽克的文章《原子时代科学家的责任》发表，这标志着科学伦理学和技术伦理学进一步探讨的开始。魏茨泽克在文章里要求树立一种科技界的伦理学，其要义在于规划中的技术研制工作应该由人来掌握。人应当与各种不同的新型机器装备保持距离，这种距离尤其必须在“冷静和深思熟虑地放弃某些技术的潜在可能性的能力中”来予以证明（Weizsäcker，1957年，第10页）。关于科学家个人的责任问题，魏茨泽克说了一段至今都很经典的话：“每个自然科学家要学会做实验时的认真态度，他所从事的科学才不会变得夸夸其谈。我以为，只要我们在检验我们的发明对人类生活的作用时，感觉到的那种认真态度不像做实验时那样自然而然，那么我们就还没有成熟到能生活在技术的时代。”（Weizsäcker，1957年，第15页；责任部分参见第2章第6节）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概括地说，由研制原子弹推动的这场讨论已经勾画了新的技术伦理学讨论的几个根本性的原则问题：

谁应该来负责任？是使用者自己还是技术的开发者？开发者的责任始于何时？责任总是在特殊的（新的）技术和非技术的危险或后果显现出来的时候吗？真的是在这个时候吗？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责任与协助处理技术使用时（由于新规定和政治管理）发生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有关系吗？抑或，这种责任也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本身有联系？伦理学讨论也包括对经济的和非经济的目的和利益进行澄清吗？科研结果保密和科学伦理相矛盾吗？承担责任纯粹是个人的事情，抑或也有科学（和政治？）制度化的责任（制度需要相应的组织形式）？承担责任的含义是什么？是提供纯粹的科学和独立的信息，还是对政治决策施加影响（包括科研优先权的决策），或者甚至是对科技发展趋势和潜力的早期分析？假如科学家们要对伦理学的挑战做出反应，那他们怎样才能够协同一致，并且以合乎发现科学真理的理想方式采取行动？或者说，他们是政治利益踢来踢去的皮球？

如果说，京特·安德斯于20世纪60年代——恰好由于原子弹威胁和军备竞赛——把“跳出学术圈子走进政治”作为唯一的结论向科学家们提出建议（Anders，1972年，第165页），那么我们今天必须要问，当年约瑟夫·罗特布拉特、利奥·西拉德和“哥廷根18君子”在研制原子弹时的个别做法，是否今天也会引起研究者们以历史为榜样，去采取其他可能的负责任的行动呢？比方说，我们决定有意识地不参加道义上（和政治上）被认为不可取的研究和开发工程，号召其他人同样不与参加，或者致力于科学内部的关于研究结果和可能后果早期预测的讨论，同时致力于将关于研发状态及其前景的透明信息告诉公众和政界人士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一切有可能会在科学内部和社会层面上对技术发展中的负责任行动问题的探讨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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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石棉

石棉纤维是天然矿物纤维，它是镁和富含铁的矿石采用水热法工艺制出的产品。从矿物学的角度看，石棉是不同种类的、天然的和纤维状的硅酸盐矿物产品的总称。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石棉是一种矿物材料，也是有经济利用价值的工业原料。由于它不同的和特殊的材料特性，同时相对易于加工生产，石棉比其他工业原料曾有过更快的应用和更广的使用范围。起初，它被无所顾忌地用作多用途材料，起到了促进技术进步的作用。在经历了将近100年的工业应用后，大量采用石棉的势头被遏制。至少是在西方工业国家，石棉如今已被禁止使用，而且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进行处理，但它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在被继续使用（Höper，2008年，第285页及下几页）。石棉材料的应用，对于过去几十年中所发生的朝着第二次现代化时期[1]的转变具有代表性意义。在第二次现代化时期，“社会的框架条件、目标设定以及相应转变的科学概念框架，以一种既非人们所愿也非人们所预见的方式发生了变化”（Beck/Bonß，2001年，第13页）。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乌尔里希·贝克针对下列现实情况，即第一次现代化时期所有已确定的事物都不再有效，新材料、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影响不再肯定能够被预见，他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Beck，1986年）。或者换一个角度说，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还广泛使用的石棉制品（如用在房屋和生产设备中），就是在它设计和生产时未运用预防原则的可见物证（Harremoёs及其他学者，2001年；关于风险参见第2章第2节，关于预防原则参见第6章第6节）。

工业应用的发展

天然的矿物纤维过去和现在都很少被直接应用，它只有在经过加工处理之后才可以用做工业用途。因此，只有对相关材料特性有所了解，才能保证它合理的应用以及有针对性的加工提炼。为此，对材料未来用途及产品的指标要求（诸如防火保护层、高压密封衬垫、纸张、石棉混凝土、隔层材料等），要与不同种类石棉矿石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如弹性、纤维长度和可纺性、电阻抗、耐酸耐碱度、耐热性能和高温熔点）进行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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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00～2004年全球石棉产量情况

单个数据来源：Virta，2003年，第25页及下几页，2008年，8月6日。

尽管到1996年，许多国家都已有自己禁止使用石棉的规定（Höper，2008年，第199页及下几页），这一年石棉原矿石的开采量仍然超过200万吨，达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高峰时期开采吨位的一半。图1列出的全球石棉矿石产量，清楚地显示了1900～2004年石棉原矿石惊人的产量情况。

1808年，意大利首次使用机器生产出了纺织类的石棉产品，如石棉丝线、石棉织物和石棉纸（Vogel，1991年，第142页）。1855年，作为技术上可用原料的石棉于巴黎世博会上在更多公众面前亮相。随后几年中，工业加工矿物纤维很快在整个欧洲和北美洲落地开花。19世纪末，石棉制品进入了所有的生活领域。它不仅在生产技术中有用武之地，而且作为辅助材料也进入了千家万户。典型的实例就是石棉纤维做成的煤油灯芯和蜡烛芯线、熨斗把手和锅炉炉衬的密封材料。世纪之交开发的工业化生产石棉混凝土，以及随后开始的石棉建筑材料的大量生产，给石棉矿带来了空前的销售量。

从历史的经验中我们可以看出，建立中的工业社会准备坚定不移地开采和加工新型的和可用的生产原料，不计任何可能出现的后果和危害。比之当前，19世纪末的工业社会更是义无反顾地甘冒风险，攫取一切先进和有用的原材料。这种立场和态度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学者们在研究这一发生在近现代的石棉史时，都有所保留地加以对待和记载。

石棉使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突破了当时的物理和化学界限。技术的革新和效能的提高，为相关的机器设备、产品和工艺开拓了新的和进一步的应用可能性。这一切没有石棉是根本无法做到的，或是说不会这么早做到。到20世纪80年代，石棉被应用在3500多种不同的工业产品当中（Alleman，1997年，第90页；Eick，1975年，第456页）。基于如此普遍的应用，石棉在它的鼎盛时期不仅是发展进步的动力源，而且也是经济繁荣的发动机。这个相互关联的情况可以通过所谓向前和向后的离合效应得到验证（Höper，2008年，第68页）。同样，我们也能找到石棉应用的增长和生产型行业及城市建筑业的发展之间的对应关系（Ratanen，2003，第1页）。可以肯定地说，在过去150年的工业发展史上，石棉可以被称作19世纪和20世纪重要的工业原料之一。

健康风险和认识的进步

在德国，与石棉有关的（虽然不是明确针对，但也包括在内）预防措施可以一直追溯到1869年的工商业管理条例和当中的劳动保护规定（Gewerbeordnung，1869年，第245页；Alleman，1997年，第97页）。19世纪末以后，因石棉尘埃造成危害的零星案例已为世人所知。只是一段时间内，这种危害还没有到被公众普遍了解，并引起社会反响的程度。20世纪30年代，因石棉引起的各种病症被作为职业病为人们所认识，但这种情况仍只局限于专业的范围内。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欧洲大部分国家如潮水般地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条文、管理条例、技术标准和规范，旨在对石棉加工企业排放的有害身体健康的石棉尘埃进行管理，但也未能限制住矿物纤维继续迅猛地推广。石棉因为它卓越的特性在社会上得到积极评价，并且被工矿企业所青睐，然而它对健康危害的最初征兆被企业一股脑地抛到了九霄云外（Harremoёs及其他学者，2001年，第53页）。公众的这种狂热态度是人们将早已发现的石棉对健康的明显危害不当回事的主要原因。

但是，对在微小飞尘环境中从事加工生产的工人吸入石棉尘埃所造成后果的病理学现象，医学不能长期熟视无睹。石棉纤维危害会引起人的肺和胸膜这两个器官的恶性病变。少数病例还显示，石棉纤维危害也会影响到腹膜、心包和喉头（Kraus/Raithel，1998年）。吸入极其细微的、经肺部进入的石棉纤维尘埃，可能导致三种无法医治的、绝大部分会导致死亡的病症：石棉沉着病（石棉引起的尘肺），肺癌和与石棉沉着病相关联的喉头癌，以及胸膜、腹膜和心包的间皮瘤（肿瘤扩散）（Drechsel-Schlund，2002年，第10页及下几页；Catrina，1985年，第60页及下几页）。

起初，人们对石棉的危险性普遍存在争议。指责与反指责，论证这个材料危险性的理由和反驳的理由皆有之。许多医学人士和从事石棉加工的行业对这个问题的深刻探讨起了很大作用。刚开始时，出于有限的科学诊断手段的原因，以及到后来因为这种材料的优越性，健康问题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心和重视。冷静下来思考问题的初步尝试总是受阻于对石棉项目投资被终止的担忧，以及对这个简单和快捷的解决方案被取消的顾虑。尽管医学和科学的认识已经确凿无疑，但还是缺少必要的敏感性去做有分量的后果预测，更何况需要和公众去做有效的沟通。总体来说，从狂热到冷静的艰难转变，我们可以从阶段性的管理体制的发展中窥见其来龙去脉（Höper，2008年，第149页及下几页）。

在西方国家，不断增长的医学认识导致了对矿物纤维狂热的终结。直到1965年，国际上才由医学家欧文·赛里科夫[2]通过媒体让广大民众了解到石棉的危害。在纽约举行的由病理学家、肿瘤学家、生理学家、流行病学家，以及劳动医学家和环境医学家首次共同参加的国际多学科大会上，赛里科夫宣读了他的论文《石棉的生物学影响》（Selikoff，1965年）。引起媒体对石棉问题首次反响的决定性因素，是赛里科夫将健康问题同“大型康采恩”和“癌症”这样的标题联系在一起。借此，他首次让大家初步知道，伴随无节制和以经济利益为根本的石棉使用而来的健康风险有多么大。基于这一认识，石棉工业再也无法否认与矿物纤维相联系的这些风险。而且，石棉在推广阶段所取得的战略意义和全球性意义，再也无法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对历经数十年形成的对石棉的友好态度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检讨。

正如其曾经如日中天一样，石棉的身价这时似乎一落千丈。然而，要停止使用石棉，并不像一些国家政府做出一个当机立断的重大决定那样简单。很多国家政府是在不同的时间里，开始从科学的新认识中得出结论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国逐步推出了越来越严格的对待石棉和含有石棉产品的保护措施。这期间，如何规定最大值这个困扰人的根本问题也凸显了出来（Höper，2008年，第281页及下几页；关于合成化学参见第5章第24节）。所以，到现在为止，世界上也不存在可以对石棉有问题和没问题的浓度含量做出区分的客观的界限值和最大值。依据对石棉危害的宣传程度——这同各国政府、行业机构和协会组织因时而异的认知决心，各国不同的法律和价值体系及其不同的民主化程度有关，工作环境中所允许的最大石棉尘埃含量的极限值（国际上差别很大）一直在不断地向下调整，因此，就出现了一种不同极限值并存的混乱局面。工业国家在其可供使用的预防和保护措施完全穷尽的情况下，最终只有全面禁止石棉，先是在各国国内禁止，接着是在欧洲全面禁止。

取代和体制的惰性

原材料的取代过程在德国可谓举步维艰。在宣布禁用后的准备过程中，只有混凝土工业之外的小型石棉加工行业在它们的缺口领域中表现出了很高的创新能力和灵活性。它们很快适应了变化后的大环境，琢磨出了和法律修改时间相同步的替代应用材料。传统石棉加工业的反应则大为不同，它们表现出了一种相当程度的因循守旧和体系的惰性。即便是有组织的德国石棉混凝土工业，也能看出它在采用一种拖延时间的策略。这是因为，它提交给联邦政府的材料替代承诺明显可以比实际情况更早地加以施行。寻找替代材料的科研工作进展，要比向联邦政府提交的报告更快。企业员工方面对材料替代的兴趣十分不统一。工会主张尽快禁止使用石棉；当地工人代表和负责石棉混凝土工业的化学工业工会代表考虑到就业岗位可能受到影响，力主有节制的解决方案，尽管恰恰是由他们所直接代表的工人的健康明显受到了危害。

倘若石棉纤维对健康的风险能更早地为人们所重视，而且寻找替代材料的行为能及时开始的话，这种来自多方面的拖延策略就能够得到避免。归根结底，这种多方不作为可以被看作还停留在第一次现代化时期的经营思想，以及相关行业里一种不合格的和自我陶醉的企业领导风格（Harremoёs及其他学者，2001年）。这时应当拿出企业家的行动来而不是采取阻挠策略，因为对所有相关的受牵连方来说，明显的事实是人们的认知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旧的经营策略和生活基础已经不复存在。这种错误态度造成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推销石棉制品，从而给民众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危害，并且是有意识地违反了伦理道德的根本原则。这样的批评指责不是空穴来风，而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因为对所有从事石棉业的人来说，大环境改变的信号早在数年前就已经清晰可见了。

一种能够涵盖石棉全部材料特性的新型替代材料（迄今）未能开发出来。正如石棉的用途非常广泛一样，其替代材料所应具有的特性也必须是多种多样的。无论是过去或是现在，替代材料的一个共同标志始终是，它在生产、加工和应用时对健康的危害要远远低于含有石棉的材料。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作为绝热材料替代品开发出来的人工矿物纤维以及锑材料（摩擦片的替代材料）中，尽管研究人员已经非常细心周到，但风险预防预测还是未能达标。经过几年的工业应用和科学认识的提高，原先认为的对环境无害的特点被证明并不存在。因此，联邦德国在欧盟单方面立法，禁止能侵入肺部的人造矿物纤维的应用。至此我们可以说，人们从过去几十年同石棉既爱又恨和摇摆不定的接触当中获得了经验和教训。不过，还没有出现针对锑材料的反应。但是，借助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替代材料面临的窘境。在开始投入工业应用时，科学家们还没有将它们的特性和作用研究得十分透彻，以至于能对其后果影响做出结论性的风险预测（关于风险判断参见第4章第C.7节）。有鉴于此，采用和比对不断更新的科学认识，对新材料、新产品和新工艺进行持续和细致的风险预测就显得十分必要。

发达的工业国家已经完全认识到了石棉所具有的危害性，探索替代品的过程也基本结束。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的经济没有石棉也照样发展，并且，依靠其所拥有的（不同于19世纪而主要是进入20世纪后的）技术知识和技术能力能够推动经济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实现增长。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虽然长期以来了解石棉所带来的危害，但它们认为完全替换它并不可取。这些国家处在摒弃简单、万能的原材料和尽可能实现快速工业化的两难境地中。撇开对健康的影响不谈，石棉材料毕竟是一种对当地经济发展不可低估的推进剂。

技术伦理学的位置

石棉材料曾经是现代工业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它，工业社会就不会成为现在这样的现代工业社会。这里，典型的实例就是石棉带来的蒸汽机效能的提高，由此开启了一系列新的、以往无法实现的技术和工业的成就。基于这样的认识，所有那些肺部吸入了石棉纤维的受害者——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作古，一部分人还将深受其害——都受到社会的全面关注并得到人们的尊敬了吗？回答是“没有”。一则，人的生命和健康不能算在技术和经济发展毋庸争辩的进步头上；二则，由于科学知识的缺乏和很长的潜伏期，也因为初期的科学认识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石棉应用的决策者和受害者对石棉加工和使用的危险一无所知。最后是受害者付出了他们的代价，才使存在于许许多多使用石棉的工作环境和住宅中对健康的危害大大降低。他们用自己身体的代价间接地保护了他人的生命和健康。

今天，若是有人谈及石棉概念，那他必须懂得，他所提到的这种纤维是一种能够造成严重损害，因而必须不遗余力地被加以替代的纤维产品。与此同时，他也应当知道：石棉毫无疑问是“一种先驱型的产品，一种样品和示范案例”（Catrina，1985年，第235页），没有它，工业发展就是另外一种进程。这个在纳米微粒的讨论中被当作负面教材的示范案例代表性地敦促人们，在每一个创新产品的案例中去寻找一条负责任和均衡的风险预测之路（参见第2章第2节和第4章第C.7节）。这种风险预测不应在创新产品投入工业应用之后就停顿下来，而应当作为持续的、批判性的和前瞻性的行动，并兼顾取舍两难的窘迫情况，伴随新型材料和其衍生产品的全部过程。科学的基础研究需要具备哪些能力，以及这些能力必须去做哪些适应性的调整才足以完成这一目标，这点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

尽管石棉纤维在被吸入之后明显会有导致潜在癌变死亡的后果，但石棉之路并不仅仅是歧途，而且最终是一条已经被纠正了的、在世界部分地区仍需纠正的发展之路。当然，其间人们对纠正的必要性的认识为时已晚。对于赞同和反对石棉的讨论过程中产生的不同意见，由于不信任而受到损害的争论氛围，特别是可信度的损失，石棉加工企业要承担主要责任。因为回顾历史，石棉纤维的历史曾经给过所有的当事者充足的理由，去采取预防原则而不是对技术无条件的盲从（参见第6章第3节；Harremoёs及其他学者，2001年，第59页及下几页）。（1）虽然在19世纪石棉的危害还不能明确得到证明，但医生和政府面前已经有了最早的经验教训，提醒人们在和石棉接触中要加以小心。（2）尽管有了相当明确的案例观察，人们没有对病案进行系统的调查记录，甚至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60年代医学的认识越来越深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做。（3）出于经济利益上的考虑，病案数据的调查受到了阻挠。（4）私营企业——石棉案例中指的是保险公司——明确拒绝承担石棉使用的经济风险。（5）环境中石棉纤维混合含量的减少之所以已经被当成了一种安全的状态，只是因为它比先前的含量减少了而已。（6）预防措施长期被忽视或者遭到否决，理由是既然不能证明危害，那就是证明了无害。除此之外，特殊的技术伦理学挑战在“石棉”案例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石棉病症的潜伏期长达40年，所以石棉环境和患病之间的关系以及危险程度无法直接显现出来。因此，以德国为例，肺癌和间皮瘤新发病例（石棉沉着病不算在内）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才达到高峰期，也就是全世界石棉原料年产量高峰的40年之后（参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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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肺癌和间皮瘤新发病例预测

资料来源：Kralji，2005年。

全球范围内有多少石棉造成的死亡病例已经被统计和将要被统计，这是一个无从予以确定的情况。原因是一方面缺少相应的记录，另一方面石棉接触的方式也无法追溯——究竟是在劳动当中呢，还是在居家环境抑或是在其他环境中。尽管如此，所有的推测都认为死亡人数应有数十万之多（Harremoёs及其他学者，2001年，第51页；Huré，2004年，第1页）。

过去几十年中关于石棉问题的争论表明，人们迫切要求正确对待这种原材料，直至将其彻底回收处理。一场实事求是的、按照科学原则进行的工业史讨论，将在21世纪里给这个19世纪和20世纪曾经风靡一时的工业原料以一个恰当定位，从而摒弃感情色彩的干扰，最终在积极和消极两个意义上使石棉纤维获得其在工业化历史中，以及第一次和第二次现代化时期中应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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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二次现代化时期的德文原文为Zweite Moderne。这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他关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发生了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巨大变化的理论中使用的一个概念，时间的划界为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至今，此前至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为第一次现代化时期（Erste Moderne）。本节作者在文后“参考文献”中列出了乌尔里希·贝克的有关著作。

[2] 欧文·赛里科夫（Irving Selikoff），1915—1992，美国医学家。


第5节 进步乐观主义的危机

危机的前提和产生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进步乐观主义的危机是社会科技、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转变过程的一个复杂组成部分。经过这场转变以及在转变的结果中，现代西方工业社会被重新定位，后工业社会和反思的第二次现代化时期的结构开始形成（Beck，1996年，第19～112页）。回顾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下列的危机条件似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工业生产效率提高的背景下，核能、电子信息/控制论和生物遗传学领域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和工业研究所取得的认识和创新，不仅可以利用而且明显加快了社会变革的势头。

（2）在两个超级大国核军备竞赛的背景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断增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开始建立并制度化的、军事-工业-政府三位一体的协作行动获得了全球意义。

（3）在市场的动力和经济增长及防御性军备的强大内在动力面前，政府的管控措施转入了守势。由此，在整个西欧国家的选民中产生了对政治的厌倦，在政治学中引发了一场关于民主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可控性，以及关于民主程序和民主机构组织逐渐失去法律依据的讨论。

（4）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由于取消了战后的一致协议和国家介入的政策方案，西欧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们借此远离了自1880年以来就已实行的欧洲社会福利国家模式，以及社会分享的主导观念，从而为实行严格的非国家化方案创造了条件。

（5）由于事故的发生和事故风险，也由于越来越多的看得见的对生活环境以及后期对自然环境的长期影响（比如臭氧层空洞和气候变化等），大规模工业化生产新的后果问题殃及越来越多的人，最终导致了一场关于“风险社会”（Beck，1986年）和技术后果（Grundwald，2010年，第119～139页；参见第2章第5节）的讨论。

（6）作为二战之后重建家园的代表和他们子女之间的一场尖锐的代沟冲突的一部分，老式的反物质主义文化批评（Kerbs/Reulecke，1998年，第10～18页）在20世纪60年代同经济无限增长论的批评都汇集到了《富裕社会》[1]（Galbraith，1958年/1963年）一书当中。

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这次进步乐观主义的危机，只有从多元素和社会结构的角度，并且在不求完备地、多层面地弄清新当事人和新问题的努力中，才能得到中肯的解读。倘若对于这样的问题仍然存在争议，即这种解读不是一种对现代工业社会和其政治文化的成功或无望的新发明的描述，那么这种解读就尤为必要。

早期的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英语国家中也被称作“伟大战争”——不仅终结了漫长的19世纪和西方市民阶级对进步无限信仰（参见第2章第4节）的时代，而且还是为了一场消耗和毁灭的战争，能够对现代工业社会实行科学-技术-政府三方总动员和全面统治的典型先例。没有这个先例，1941～1945年，纳粹政府对欧洲犹太人大规模工业化灭绝的反文明行径就无法理解，尽管这种行径还远远不能从中得到完全的解释（Diner，1999年，第9～19页）。20世纪所有现代的意识形态独裁政权，都特别表现出注重技术进步的趋向。从集权主义研究理论角度对独裁政权的批判（其中也引述了汉娜·阿伦特[2]的观点），始终是对进步乐观主义危机以及在“人的怀旧”（京特·安德斯语）时代中重建人道主义研究的一种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纳粹统治的历史经验，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进步乐观主义危机的论战中得到了充分探讨。

概念阐释和方案

危机的概念是描述1750年以后政治和工业现代化时期的中心历史范畴之一（Koselleck，1959年；Ulrich，1994年，第398～400页）。其中的主要部分是政治进程的波澜壮阔和社会变革持续性的变化压力。直到1914年还和进步目的论交织在一起的历史编纂学，同时还有将强调进步的20世纪现代独裁政权说成正当合法的历史编纂学，很久以前就在方法学上遭到了人们的反思和批判（Rüsen，1983年；Goertz，1995年），尽管在对进步乐观主义危机强烈批判的论文中（比如迄今的环境历史研究），我们也能发现一种“消极的目的论倾向”（Rradkau，2000年，第11～51页）。社会学的（Schäfer，2000年，第194～196页）和政治学的（Jänicke，1973年，第14～50页）危机概念在德语历史研究文献中的运用非常有限。

在德国的技术史编撰学中，这个主题在方法论上通过对京特·罗波尔（1979年）的三维技术概念的广泛接受得以体现，内容上则体现在关于工业社会的性质、能源转换和工程师的作用的论争中（Gleitsmann和其他学者，2009年，第39～68页）。工程师这个职业团体在自20世纪60年代起围绕技术意义的社会大讨论中，不仅在历史学中，而且甚至是在相对很晚的时候，经历了一次不同于其他相关职业团体的相当彻底的重新评价。他们由曾经的希望承载者和受尊敬的增长、福利、和平及面向未来的保证人，变成了效用程度崇拜主义的简单执行者，毫不顾忌自己行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并发后果。这从娱乐媒体的宣传中就能特别清楚地见到端倪：20世纪60年代的《007》电影中，技术看起来还是毫无限制的正面形象，在20世纪70年代像《星球大战》这样颇受观众欢迎的大型科幻片中，技术就已经代表了咄咄逼人的、有消灭人类倾向的知识和权力的结盟。

对于这一观察问题视角的根本转换，那些此前对技术不发表意见，或是不发表批评意见的当事者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受到教会组织结构世俗化进程的影响，但还未像今天这种程度受其主宰的西方工业社会中，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将两大信仰阵营教徒们的责任拿来讨论的过程，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Gleitmann和其他学者，2009年，第63～65页）。总部设在日内瓦以基督教徒为主的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3]和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4]，明确提醒工业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责任和与之相联系的所谓第三世界国家问题（关于可持续性参见第4章第B.10节）。在随后的几年中，这些批评性的质询走进了教区生活，并影响了几代基督教徒，从此他们开始公开地和带有政治倾向性地发表自己的意见。教会和温和的左翼党派在他们对物质主义、浪费现象、消费社会、军备竞赛和南北贫富不均的批评中发现了共同之处。同时，战后西欧发展历史上典型集中制的基督教民主党也在关于保守派价值的讨论中，学会了批评进步乐观主义的立场，并重新赋予它以新的活力。

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东西方文学也为进步乐观主义危机主体的确立做出过重要贡献（Gleitsmann及其他学者，2009年，第60～63页）。授予约翰·斯坦贝克[5]（美国，1962年）、海因里希·伯尔[6]（联邦德国，1972年）和索尔·贝娄[7]（美国，197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即为佐证。尤其是在联邦德国的战后文学中，比如君特·格拉斯[8]、京特·库内尔特[9]和克里斯多夫·海因[10]等，描写时代背景下人与科技进步关系的破裂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与美国的情况不同，自20世纪50年代起在西欧形成的各种反对大规模技术工程，特别是反对核电项目的群众抗议活动，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Gleitmann，2011年，第17～26页）。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抗议活动通过底层的公开抗议行动，成功地打破了由政府、工业界和精英政客对核能狂热一统天下式的讨论方式（参见第5章第11节）。因此，尤其是在联邦德国，普通民众对核电工程和大规模技术项目的抗议和反抗，属于用选择性方式决定政治问题的基本经验之一。1956年拒绝在卡尔斯鲁厄市近郊建设联邦核电站项目，20世纪70年代在威尔和布洛克多夫两地的反核电站运动，直到抗议在格尔雷本规划核废料存放基地的游行示威，这一系列的行动体现了一种超出旧有党派界限，甚至是不同年龄代界限的，人民大众重获公众社会话语权的过程，这个过程随着1980年绿党的成立改变了政治和政党的格局。

1957年英国温斯乔、1979年美国三里岛和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所起到的作用是，使核能争论的现实性和重要性焦点化尖锐化，揭露了坚持原子能技术派已经标准化的虚伪言辞（千篇一律地强调不会出现统计概率上的严重事故，强调德国核电站的绝对安全），使人们越发看清了具有挑战性的党派言论（有别于关心大众福祉的全局观）的真面目（参见第5章第11节）。与此同时，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机让人们认识到，对于因其结构性对能源的依赖而容易受伤的工业国家来说，能源问题依旧具有双重矛盾性。当年汽车限行的星期日和空空如也的高速路曾经告诉过我们，出行摩托化和能源是不能分开的。对于像联邦德国这样一个倚重汽车出口和个人自由出行的国家来说，进步乐观主义的危机——作为对高度路径依赖的主导技术和关键产品的质疑——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工业体系的组织结构，而且还涉及福利的分配和定义问题。

即使是常规的工业事故，如1986年意大利塞维索的化工厂泄漏，1984年印度博帕尔的化学品泄漏，以及1976年法国布列塔尼半岛海岸“Amoco Cadiz”号油轮溢油事件[11]和1989年美国阿拉斯加海岸的“Exon Valdez”油轮灾难[12]，也对把针对全球化工业体系风险的越发具有批判性的基本态度推广到社会当中，以及超越环保运动本身模糊不清的界线起到了支持作用。工业界的应答，除了一种新型的外观设计和传统的院外游说（对生产和项目基地选址的强调）之外，还在于继续不断的技术创新，这股新的创新浪潮在汽车工业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假如我们从俯视的角度试图描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进步乐观主义危机的话，那么，我们也许会说这是一段挫折重重的历史。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预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且清洁的能源，大多数人（倘若不是所有人）可以享受的福利，消费者主观和客观所希望的科技产品，所有这一切不仅都没有以承诺的方式出现，而且还造成了没有想到的和一部分很难预料的后果影响。

代表人物和基本问题

对于下列作者和著作的选择标准不像百科全书那样面面俱到，而是以某一特定研究阶段早期的论述和其未曾中断、特别具有大众效应的接受情况为标准。

新闻记者罗伯特·容克（1913—1994）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在他发表的著述中（很早即由各大众普及出版社发行高印数的小手册版），提醒人们注意原子能工业的潜在危险，及其能将原子能军事用途和和平利用区别开来的幻想。他大声疾呼的文风不仅开创了欧洲和平运动先河，而且使原子能和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成了敏感话题。

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在他1964年发表于美国、1967年刊行于联邦德国并引起高度重视的分析文章《一维的人》（Marcuse，1967年）中，研究和批判了实证论和路径依赖思维的后果，以及先进的工业社会中受制于大环境背景的技术官僚体制（参见第4章第A.6节）。马尔库塞阐述了一门为进步服务的科学是如何受到风险和全球性问题（如核威胁）的干扰，进而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责任意识的。马氏的文章不仅在1968年德国大学生造反运动中一跃而成了影响一代人的标准性论著，而且还激发了乌尔里希·贝克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社会管理参与者进行分析的语言批评尝试。

由德内拉·梅多斯（1941—2001）和丹尼斯·梅多斯（1942年生）撰写，并于1972年发表的罗马俱乐部[13]关于增长极限的研究报告，除了某些有争议的前提之外，是关于进步乐观主义危机最有影响力的文献之一。这份报告在全球发行量达数千万册，其观点也广为人们所接受。报告的主题涉及化石资源的有限性，不受控制的环境破坏，人口过剩和营养不良的关系等。它对西方国家的社会政策、政策形成和个人行为产生了深远影响。

1973年，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19—2011）在美国发表了关于后工业社会的研究著作（Bell，1975年）。贝尔探讨了关于工业生产型社会向后工业的信息、科学、传播和服务型社会过渡的问题，并认为这是工业现代化的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随着新的轴向结构和原则的出现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随着商品生产社会向信息和科学社会的过渡；在科学领域本身，则随着面向抽象化的转变，随着理论取代经验，系统的理论知识取代‘试验和失败’的方法，系统的理论知识引导创新，并决定政策的形成”（Bell，1975年，第374页）。贝尔将知识和传播置于方案架构的中心地位，也看出了传统工业社会危机积极的一面，并且早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很多年就指出了媒体联网的必要性。

哲学家汉斯·约纳斯（1903—1993）发表于1979年的主要著作《责任命令》，也是对进步乐观主义危机的一种建设性的和技术伦理学的反应。约纳斯的责任伦理学的初步尝试——将伦理学扩展成一种“博爱”——使得从社会、政治和科学角度针对进步乐观主义所进行的批判，有益于对技术后果积极主动的研究工作，因此具有持久的效果和影响（参见第4章第B.2节）。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1944年生）发表了他冠名《风险社会》的研究论著（Beck，1986年）。这部从出版之日起就被认为是奠基之作的分析研究著作证明，后工业社会是用怎样一种方式卓有成效并且有利可图地为少数人将风险（比如核电固有的风险）合理化。其中，贝克发现了工业现代化时期的一个新阶段：“在先进的现代化阶段，社会化的财富生产和社会化的风险生产同时进行。与之相对应，那些源自科技风险的生产、定义和分配的问题和冲突，又叠加到了匮乏社会的分配问题和冲突之中。”（Beck，1986年，第25页；参见第2章第2节）他认为，现代化时期将进行自我反思：“问题的关键不再是或不仅仅是将大自然变得可以利用，抑或是将人类从各种传统的桎梏中解救出来，而是围绕着技术和经济发展本身的后果问题。现代化过程将进行一次‘反思’，将自身视为反思的对象和问题。”（Beck，1986年，第26页）

同技术伦理学的关系

从经验的角度讲，借助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种文献类型，即可看出进步乐观主义危机同技术伦理学的关系。此类文献乃是以即将到来的千年之交为着眼点，展开对进步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的文集和会议文献。从所涉及的学科和所要认识的问题来看，这些论文集的结构前后非常一致。将控制论、信息学和信息技术、生物学、社会学、工程学和心理学的视角结合在一起的考察焦点，是1962年全德哲学学会在明斯特大会上所关注的由进步问题所引起的伦理学挑战（Meyer，1969年）。面对进步乐观主义的危机，人们在此范畴内对答案的寻求超出了意识形态批判的范围，从而导致了把西方工业社会未来规划的主要问题都结合在一起考察的最初尝试，与此同时，看问题的视野则完全是全球性的。这里重点研讨的课题有：风险责任、重新确定对技术进程的民主参与（参见第4章第C.5节）、资源意识和气候意识、单方面经济增长的批判、改善第三世界处境的责任、人口增长的意识以及环保意识。

研究工作未解答的问题

从历史阶段的上下文关系出发，对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进步乐观主义危机展开历史的、社会学的和不带偏见的分析，这项工作还需要有人来做。罗尔夫-彼得·西菲尔勒[14]以能源史来划分历史阶段的文章已经在这方面打下了重要的基础（Sieferle，1987年，第147～158页）。特别是英语国家进行的关于世界史的科学争论将结出怎样的历史编纂学之果，还需拭目以待。世界史研究领域的一位先驱人物是德国历史学家伊马努尔·盖斯[15]（2006年）。尤其值得期望的是重新关注这一主题原始材料的研究，这些材料涵盖全部相关的文献资料，包括技术出版物和“准政治团体”非公开发行的内部文献资料，直到专家顾问、电台和电视台的有声图像、工程学和技术科学教科书、工程技术人员和自然科学家的报告和自传层面的资料，最后还有广告资料。跨学科和在此基础上对相关问题和相关结构进行的比较研究，或许也能表现出进一步的使用价值。这种比较研究不仅被用于技术和自然科学的预测学，而且也被用于社会科学，虽然迄今为止尚未对之进行过方法论的探讨。同样有意义的是撰写一部对技术后果评估（参见第6章第4节）开放的、有助于社会体系构建的历史，而且这部历史不会消失在一场回溯性技术评估（RTA）[16]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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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夫-乌尔里希·库恩策（Rolf-Ulrich Kunze）



[1] 《富裕社会》（Affluent Society）由美国进步主义学者和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著，出版于1958年。

[2] 汉娜·阿伦特（Hanna Arendt），1906—1975，出生在德国的犹太裔美国政治理论家，以研究集权主义著称于西方学术界。

[3] 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亦称“世界基督教协进会”，1948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在纽约和伦敦也设有办事处。

[4] 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Second Vatican Council）为天主教全体主教大会，1962年10月11日至1965年12月8日在梵蒂冈召开。此次大会是罗马天主教历史上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发表文件最多和涉及内容最广泛的一次会议。它做出许多重大的改变决定，从而掀起了罗马天主教在当代世界的革新运动。

[5]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02—1968，美国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创造了“斯坦贝克式的英雄”形象。其代表作品有小说《人鼠之间》、《愤怒的葡萄》等。

[6] 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1917—1985，联邦德国小说作家，主要作品有《小丑之见》、《火车正点》等。

[7] 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美国作家，主要作品有《奥吉·马奇历险记》等。

[8] 君特·格拉斯（Günther Grass），1927—2015，当代德国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主要作品有《铁皮鼓》等，获得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

[9] 京特·库内尔特（Günther Kunert），1929年出生，德国作家。

[10] 克里斯多夫·海因（Christoph Hein），1944年出生，德国作家、翻译家和散文家。

[11] 1976年3月16日，“Amoco Cadiz”号油轮由于操作失灵，在距离法国布列塔尼半岛3英里处触礁搁浅，100多万桶原油泄漏入海，污染了布列塔尼约200英里的海岸线。

[12] 1989年3月24日，“Exon Valdez”号油轮为躲避冰山而偏离航道，不幸撞上了阿拉斯加威廉王子湾的一处暗礁，约1000万加仑原油溢出，污染了阿拉斯加约1100海里的非连续海岸线。

[13] 罗马俱乐部（Club of Rome）成立于1968年4月，总部设在意大利罗马。该俱乐部是一个关于未来学研究的国际民间学术团体，同时也是一个研究全球问题的智囊组织。俱乐部的宗旨是研究未来科技革命对人类发展的影响，阐明人类面临的主要困难以引起政策制定者和舆论的注意。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是该俱乐部第一份研究报告，在全世界引起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大辩论。

[14] 罗尔夫-彼得·西菲尔勒（Rolf-Peter Sieferle），1949年出生，德国历史学家。

[15] 伊马努尔·盖斯（Imanuel Geiss），1931—2012，德国历史学家。

[16] 关于“回溯性技术评估”（Retrospective Technology Assessment，简称RTA），可参见第2章第6节中“标准的责任”一段文字阐述。


第6节 技术争议

核电站、火电站、绿色基因技术、纳米技术和垃圾焚烧厂——这些技术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它们都具有争议性，并使社会陷入了争端和冲突之中。争议的焦点常常有如下三种（Beck/Grande，2004年）：

（1）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和风险有多高？哪些有效的措施可以降低这些风险？（认识论的争议）

（2）这些技术有什么分配效应？谁是获益者谁是风险承担者？有无第三者受到牵连（比如左邻右舍，如果一处工厂设施向周围排放有毒废气的话）？获益者能够为风险承担者进行补偿吗？技术可以投保吗？（分配的争议）

（3）获益和风险的比例是否合理？技术是否能够认可？怎样的安全才算是足够安全？谁有权来做这个决定？怎样才能找到一个对集体有约束力的决定（标准的争议）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这些问题不是只有一个答案，而是有许多答案，而且所有答案都强调自己的正确性和真理性。这些问题往往无法在一个社会里都得到解决。气候变化和重大核事故都不会只对一个国家产生影响。因此，技术争议不可能只通过技术的权量来解决，而是既要求跨学科的和标准方面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又要求国与国之间的协调合作。

为了应对这一复杂和多层次的挑战，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的技术后果评估新尝试（技术后果评估，参见第6章第4节）。这项工作无疑具有很高的难度：一方面需要所有必要的科学知识基础和社会各方的诉求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又要求这项工作同时具有可实践性、政治可行性和社会可接受性。由各方参与的技术后果评估（参见第6章第5节）是一项建设性的同技术争议打交道的探索工作。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就争议和争议的类型做一次概念的澄清。

社会争议

社会争议是社会上下文关系范畴中各种诉求和期待的对立关系体。在这个关系体中，至少有两个当事人（人、党派、组织、松散团体等）参与其中，并且当事人的行为受到相互对立关系直接或间接的影响（Dahrendorf，1961年，第125页）。争议有如下三种因素：争议的对象（比如太阳能板的有效功率），与争议的对象相关联的不同期待（比如太阳能板对电能供应所做贡献的多少），以及采取任何一种方式对不同期待做出反应的行动压力（比如更仔细地检查太阳能板，用其他能源技术取代它，或者授信于能源专家）。争议的出现是因为，一方的利益和另一方的利益相冲突，而且，当一方得到机会满足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另一方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Giesen，1993年，第92页）。

这里，争议有个人争议和团体争议之分。个人争议发生在个人之间，团体争议发生在组织或是群体之间。带有社会性质的技术争议，基本上属于团体争议范畴。

团体争议多数是因为资源分配问题，或者是因为控制人的行为的、对集体有约束力的规定所引发（Pfeffer/Salancik，1978年，第92页及下几页）。民主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如果出现分配问题，此时依照团体的明文规定，寻找折中方案按照一种让人感觉是公平的，或者是协商解决问题的程序来进行。如果出现对集体有约束力的规定的情况，某些特定的个人和少数派的权益是不允许被侵犯的。除此之外，在对不同行动方案进行讨论之后，一个经过授权的专门委员会按照投票程序（比如多数原则）的规定做出决定。上述两种情况中，争议都是按照事先确定的游戏规则以及在实质性的法律范围内进行的。这样，就能取得方向的明确性、符合规范性和法律面前的平等性。在国家暴力垄断的配合下，争议就失去了那种随意的、偶然的或者是威胁到生命的冲突特性。

近一段时间以来，对集体约束性的规定的认可度，以及协商达成的分配问题的折中方案，不断受到来自人们对其合法性表示质疑的压力（Fuchs，2008年；Gabriel/Völkl，2004年）。这点尤其涉及那些所谓的外部技术产品，亦即非本人所专用（比如一台面包切片机），而是用于公共服务，但对于在其周围生活的人们隐藏着风险的那些技术设施、生产流程和产品（Renn/Zwick，1999年，第42页）。比如发电站、水坝、化工厂、机场，或者是诸如斯图加特火车站改造工程那样的铁路项目。这里，我们能观察到受牵连的老百姓对集体确立的决策程序（比如审批程序和规划立项程序），越来越多地采取拒绝接受的态度。仅以这样一个事实——决策是通过民主方式做出的，已经不足以促使受牵连的群众采取接受认可的态度。除此之外，老百姓还要求了解形成决议的理由和项目争议的合理性。他们不愿意再承受生活环境中的负担，尤其是当受益者和风险承担者意见不合的时候（比如垃圾焚烧厂项目）。为了争议的解决，政策制定者需要依靠新的流程，将受牵连民众的价值观和利益重新整合到政策中去。通过意见调查和个人接触方式进行的常规整合已经不敷使用，甚至常常出现误导。在这种情况下，鉴于合法性的不足，采用协商的元素来补充争议进行的合法形式，就显得十分必要和有意义了（Corrigan/Joyce，1997年）。

技术争议的实例

如前所述，技术争议牵涉到三个层面的问题：关于技术使用后果的知识，获益和风险分配可预期的结果，以及技术的可接受性。可接受性再往下细分即为接受认可，亦即现实中看得见的当事人对于相关技术的态度，以及运用伦理学标准评价一项技术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这一点，我们可以借助核废料永久存放（参见第5章第4节）的例子来加以说明（Streffer和其他学者，2010年）。首先，围绕核废料永久存放的长期后果问题正在进行一场论战。风险有多高？放射性微粒进入水源的可能性有多大？此外，专家们围绕这些核废料存放的最佳条件，以及地下深度存放的围岩选择问题也在进行一场辩论。其次，有人认为，核废料永久存放地点周围居民能够承受放射性射线失控溢出的风险，而原子能发电已经让全社会从中受益。除此之外，我们的后代会受到风险的影响，尽管他们将不再能感受核能发电所带来的好处。他们是在为自己的长辈们承受以往的负担。最后，要提出的是接受和可接受性的问题：一方面，几乎在所有规划中的核废料存放地都出现了当地声势浩大的抗议行动，而且直到今天，在绝大多数联邦州里都导致了对规划设施的围堵情况。另一方面，围绕着核废料存放地的伦理学正当合理性问题也有一场论战。我们可以把什么作为历史上的负担留给我们的后代呢？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该承担多大的责任？这些问题都还没有明确的答案，全社会正在为此而努力。

技术争议的结构

技术争议可以被归结为各种不同的类型，专业文献中通常有以下几种不同的分类（Bonacker，2002年）：

·知识争议以及认识论上的争议（说明理由和愿望期待）

·解释争议以及反思争议（这意味着什么？）

·行动期待争议以及国际争议（承诺，意图）

·感情联想和评价（感情争议）

·利益冲突（分配争议）

·价值差异（评估争议）

·道德评估（标准争议）

在针对社会上存在不同意见的技术争议中，认识论争议、分配争议和标准争议尤其突出。不过，其他类型的争议也时有出现。以核废料永久存放为例，可能会出现解释争议（过去200万～300万年中盐矿体的结构就其未来的变化而言一直保持稳定，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国际争议（核能工业都做了哪些承诺，之后却未遵守），感情争议（没有解决废料存放的问题，怎么能把一种能源投入使用），或者是评估争议（怎么可以就这样把废料存放站修在我家门口）。当出现老百姓原则上赞成某种技术成就，但又不愿意容忍把它修建在自己家附近的时候，评估争议的情况很常见（“圣弗洛里安策略”[1]，或者英语里的NIMBY：not in my backyard[2]）。

争议进行的新元素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技术争议？要减轻甚至解决争议，社会和政界该做哪些工作？

一方面，在两个极端的对立面之间采用新的可选方案，有助于打开看似只局限于是和否两种答案争议的局面（Susskind和其他学者，2000年；Bonacker，2002年，第24页）。只有赢家和输家的争议，处理起来的难度要大得多，这中间会有一系列的临时解决方案。阿尔伯特·赫希曼[3]（1994年）将这两种争议称作可分型的和不可分型的争议。政府所必须掌握的一个重要策略是，通过创建新的可选方案尽可能广泛地将看似不可分型的争议转化成可分型的争议。一旦潜在的输家获得了他们的权益至少部分得以实现的印象，那么政治决策被接受的可能性就可以增大（Ury及其他学者，1991年）。

另一方面，是要比以往更多地将争议双方纳入制定政策的过程（U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08年，第43页及下几页）。尽管如此，参与程序不应当与宪法规定的民主决策机构进行竞争，而是通过参与和调解的方式更加丰富决策的过程（Renn，2003年；参见第6章第5节）。恰恰是政治的职业化使得对争议解决方案的了解和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而这一点对民众的接受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与此同时，人们在某些生活领域（如环境和教育）对“万金油”式的政治家越来越不信任。于是，老百姓以自发的行动来反对在他们看来毫无必要和有害的环境改变，或者对决策的合理性和公正性（特别是在基础设施规划方面）提出质疑。老百姓这种对决策合法性的怀疑，不能简单地用圣弗洛里安习气来做解释（Troja，2001年）。在这个表象的背后，是老百姓正当有理的忧虑，即在权衡政治行动的各种可选方案时，地方的或当地的直接诉求遭到了挤压和排斥（Gabriel/Brettschneider，1988年）。正因为如此，将争议各方代表吸纳到决策准备的过程中，有必要也很有意义。在这里，他们可以及时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诉求，了解对方阐述的理由，并对之进行充分讨论。迄今决策过程中常见的听证会举行的时间节点过晚，不足以让大家及时提出自己在可选的和变通的方案方面真正的好建议。因为其死板的结构（前面主席台，下面反对者），听证会常常带有程式化的争议形式特点。在这种氛围中，双方不可能有社会意义上的相互学习过程（Hadden，1989年，第124页）。反之，更加行之有效的是市民论坛、市民委员会、协商会议或其他一些参与程序形式。在这样的氛围中，争议各方不是针锋相对，而是携手打造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参见第6章第5节）。大家不仅一起遴选出一个可以接受的政策方案，同时也（正好）在一起进行辩论和协商解决问题的过程，正是从社会角度相互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Papadopoulus/Philippe，2007年）。这种社会意义上的相互学习和及早吸纳市民参与制定政策基础工作的过程，今天在德国以及德国以外的许多地方被采用和处于实际检验中。

透明度问题

政策的接受与否，归根结底取决于决策过程本身的透明与否。社会学研究表明，如果人们相信自己陈述的理由得到了公平的对待，而且决策过程是诚实和公正的，那么，他们愿意共同承担那些哪怕是不受欢迎的决定（Kuklinski/Oppermann，2010年）。为此，在出现较大争议的情况下，不仅有必要把政治协商的结果公之于众，而且也有必要将陈述的理由、反对的理由以及权衡判断的结论拿出来公开交流。在一个把政治新闻缩减到所剩无几（只言片语）的媒体环境中，这样的任务是无法完成的。因此，需要寻找和试验新的交流沟通手段（Stirling，2008年）。比如可以利用互联网来作为交换观点理由的政治论坛，可以进一步扩大政治家和民众直接对话的场所，推进政治机构向市民开放，以及保持经济界、学术界和政界经常性的人员交流。如果政策制定者和民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那么民主的争议过程就不可能获得长久的成功。民众参与政治任务，更积极地关心社会福祉，以及政治和其他生活领域公开和行之有效的经验交流，对于缩小距离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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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文原文为St.-Florian-Prinzip。弗洛里安为基督教圣人，也是欧洲民间传说中专司火灾和干旱的守护神。弗洛里安策略专指有些人不思解决潜在的危害，而是将其转嫁给其他人的行为和做法。

[2] 中文意为“别在我家院子里”，意思同上注。

[3] 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n），1915—2012，美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


第7节 伦理学的工程师责任

世界上既没有工程师（这个职业），也没有伦理学（这个概念）。因此，既不存在工程师伦理学，也不存在伦理学工程师责任的概念。从本质上说，工程师伦理学的责任所指的是工程师的行业责任（参阅Harris/Pritchard/Rabins，2009年；Unger，1982年；Firmage，1980年）。它强调的是，伦理学反思的聚焦点乃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因此，它只是提出了一个必要但又不充分的研究伦理学问题的视角。这些伦理学问题都与技术——特别是与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密切相关。伦理学工程师责任的概念，只不过是人们为了能够对技术进行以标准和价值为导向的反思，以及广义上对技术进行理性控制所做的各种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工程师（职业）

尽管“工程师”的职业称呼在德语国家中直到17世纪初期才出现，但不论是女工程师也好，男工程师也罢，自古至今——不论是在古希腊、文艺复兴时期，还是工业化初期——都不乏其人。设计过无数兵器的设计家阿基米德，以及城堡建筑师和水利工程师列奥纳多·达·芬奇，就是他们当中的代表人物（Scholl，1978年，第15页及下几页）。他们的工作起初都集中在技术知识积累非常深厚的领域：建筑、军事和农业技术。直到18世纪时，他们主要还都是单独的个体而不是一个（有组织的）职业群体。最初带有行业色彩的群体，随着1716年道路和桥梁建筑工程师团体在法国的出现才崭露头角。大约18世纪末，从英国和荷兰的矿工和水利技术师的职业中发展出了工程师的行业（Scholl，1978年，第15页及下页）。决定性的突破出现在工业革命当中。其时，技术知识的不断增长和技术在（国民）经济上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导致了一个新的职业阶层的诞生。随着整个19世纪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开始，对受过类似自然科学的职业学校教育的工程师的需求越来越大。与此同时，工程师行业的普及和发展也和大企业的出现和企业管理官僚化同步进行。尽管如此，相对于其他已经站稳脚跟的职业群体来说，工程师行业的社会认可度和影响还很小（Lanz，1979年，第87页及下几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技术化进程的加快，对受过自然科学教育的工程师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其结果是，工程师的培养途径越来越分门别类，管控越来越严（关于工程师职业史详见Kaiser/König，2006年；Lundgreen/Grelon，1994年；等等）。

工程师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首先所从事的是技术研究工作，因此，他们对于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的可能性）有特别的影响作用。属于工程师的经典工作有：设计、建造、运行监控、设备维护、单台机器以及高科技基础设施的改造和拆卸等。除此之外，项目开发、项目执行和软硬件复杂系统的集成也越来越重要，商业运营方面的工作，如市场营销和产品销售，也在不断增加。这时，他们要么常常是随项目一起，要么是在跨部门和国际团队中任职。

如同其他职业一样，上述工作需要具备特定的知识和技能，这些必须经过官方认可的培养体系方可获得。根据德国工程师协会提出的一项全德统一的法律条文建议，只有“在德国国立的或是国家承认的高校或职业学院学习技术或自然科学专业至少三年的理论课程的毕业生，才允许拥有单独的或与……连用的‘工程师’头衔”（Bundesingenieurkammer，2004年）。

根据2012年9月德国工程师协会公布的一项统计（依据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11年德国共有1042000名在职工程师。其中性别分配的巨大差异十分引人瞩目，绝大多数从业者均为男性（87%）。此外，绝大多数工程师都是职员身份（80%）。近年来，工程师职业明显的多样化不仅反映在不同的专业方向上（矿山、机器制造、电气、建筑和测量、工艺技术、能源技术、交通技术、环境技术等），而且也在不同的工作领域中（研发、规划和项目开发、设计、制造、质检、维修、销售、客服、管理、经营等）得到体现。

系统因素“人”

自从人类发明和制作了最简单的工具以来，就一直存在技术的矛盾性问题（比如Ropohl，1991年）。随着从机器到高科技设备的技术产品越来越复杂，这个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大。20世纪后一直流传着一个认为科技进步里不直接包含人文社会的进步的论点。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普通的战争技术，特别是原子武器（参见第3章第3节）的影响下，爆发了一场关于（工程师）科学家职业伦理学责任的大辩论。这场辩论的特别表现方式，就是采纳了类似伦理学法典那样的自愿的自我约束义务（参阅Lenk/Ropohl，1993年，第311页及下几页；参见第6章第7节）。

“人的行为本质的变化”（Jonas，1984年，第13页），亦即我们的行为可能性的不断扩大，导致了科技进步新的作用和影响。之所以说其新，是因为这些作用和影响以一种至今“未知的彻底性”、“技术手段更高的效率”和一种“加快了的速度”（Höffe，1993年，第114页及下页），在越来越无法认清的程度上提高了行为的效力，并导致了对基本生活环境持续和大范围的危害。无可辩驳的是，如今人类已成了“具有地球意义的主动的系统元素”（WBGU，1996年，第111页）。未来本身已经成了问题，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在更加可塑的同时，也变得更加危险了。之所以更加可塑，是因为我们人类通过我们的科技改变了世界，但同时比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成了“（我们）自己未来的制造者”（Picht，1967年，第7页）。这场科技对世界的改变，超过了以往的个人和历史经验。之所以更加危险，是因为不断增加的可塑性恰恰随着不安全和未知的行为后果一同出现（参阅Beck，1986年）。然而这些后果，被委婉地冠以不可避免的、无须大惊小怪的“附带后果”的标签。之所以委婉，是因为“附带后果”的出现不是作为偶然失误的结果，而是科技成功的结果。近代以来长时间被低估的（部分是未发现的）科技和工业化福利生产的“附带后果”，并不是一个存在于人类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的问题，而是标志着一种涉及现代社会结构基础的危机（参见第2章第5节）。人类社会对自身的危害不仅表现在所谓高科技的应用方面，即安全操作的技术问题变成了接受与否的社会问题，以及变成了人为灾难的可接受性上的伦理学问题，而且还表现在日常大规模（消费）行为平淡无奇的后果方面。正是由于大规模生产和与之相关的大规模消费现象，产生了许许多多全球性和大量无协调性的（环境）问题，比如每天使用发胶喷雾罐和冰箱所释放出的氯氟碳化合物减少了同温层的臭氧层厚度。

由此可见，技术行为远远超出了个人的工程师伦理责任范畴（Ropohl，1996年，第四章）。其一，技术行为是一种中间行为，亦即一件产品的制造自然而然地同时包含某种使用行为在其中，因此，责任不仅要和产品的开发，也要和它的使用（甚至是滥用）相联系。其二，产品的开发通常都不是个人的单独行为，而是一种（在全球化的世界里其部分组织过程很复杂的）合作的结果。所以，技术行为大多数都是合作行为。其三，技术行为多数都被纳入合作行为。这样，技术伦理学关于工程师是否能够对产品开发负责的问题，就变成了企业伦理学的问题，即企业领导能否有正当理由并指派其下属工程师去开发产品，并将之推向市场（参见第4章第C.8节）。其四，技术行为通常是集体行为，即它处在技术体系的关联体中。因此，它累积性（或许空间和时间距离很大）的行动后果产生于集体行动的总和，个人在此已无法纵观全局，而且这些后果甚至可能同参与者的意图相矛盾。至此，我们的简短阐述已经清楚表明，对技术做综合评价已远远超出了个人的工程师伦理学责任概念的范畴。

特殊的工程师责任

基于对现代生活条件的这些认识，工程师伦理责任委员会于1997年受德国工程师协会职业政策委员会的委托，确定了工程师责任的性质和特点。在总结报告中（VDI Report 31；参阅Hubig/Reidel，2003年）以及在报告的基础上，德国工程师协会（VDI）于2002年年初通过了《工程师职业伦理守则》，委员会就责任问题做了两种区分：第一类为内在责任，亦即遵守和维护职业标准的任务和所起作用的责任；第二类是外在责任，其标准由政治、法律和社会机构正式或非正式地加以确定（关于责任参见第2章第6节）。承担外在责任的特点表现在：第一，基于其实际知识，工程师要协助立法机关及时发现问题及情况；第二，在技术后果评估中提出行动的可选方案；第三和第四，以批评的精神检查国家政策规定的适用性和内容，指出可能存在的以及可预见的政策规定的漏洞。

除此之外，委员会将责任进一步细分为四个不同的类型，它们分别与不同的责任层面相关：（1）技术（产品内在的）责任涉及产品质量，以及在“现有技术水平”下是否考虑了所有相关的产品要求。（2）方法责任涉及的是使用产品的责任，除了出于合乎规范使用的目的而对“使用者义务”加以规定外，对产品操作和处理的风险进行说明也属于产品使用的责任。这里包含出于预防意义目的对预期的使用环境进行认真的考虑在内，以避免“明显的使用错误”。（3）战略责任涉及的是参与制定技术产品的功效特性，指出错误的开发工作，提出减少延后使用错误和“实情使然”错误的可选方案，以及共同考虑故意错误使用的可能性。除了这些相关的责任类型以外，技术行为——如同所有行为一样——服从于（4）普遍道德责任的评判标准。这里，普遍道德责任不只局限于特殊的任务和作用责任，而是涉及所有同技术有接触的人。

与此相关联，在责任归属判定时，回溯性责任和前瞻性责任的区分很重要（参见第2章第6节）。在回溯性责任中，当事人对他行为的结果和行为的直接后果负责。此后，才由审判机关通过对其行为进行回溯性归属的方式追究其责任（按照肇事者原则）。但是，责任并不仅限于（法律的）报告义务的范围。在前瞻性责任中，由当事人为人员、物品和状况负责。首先要承担的不是对（负面）后果的责任，而是对（正面）状况的责任。这样做乃是出自这样的观点认识，即必须把责任的概念扩大到为直接的后果承担责任以外，而且要用这样一个尺度——我们行为的后果不光是牵涉到或者累及我们自己，而且也牵涉到和累及我们的后代——来加以衡量。因此，恰恰因为今天的行为具有潜在的高度影响力，所以要三思而后行（根据预防原则）。

在越来越普遍认识到基于持续发展的主导思想有必要把责任转换到环境和社会中去的情况下（参见第4章第B.10节），上述文字的含义即在于，检验技术创新的标准必须要看它是否能够有助于这种责任转换。只有在多元化社会的科技文化环境中，这个综合技术评估（参阅VDI-Richtlinie 3780，此问题参见第6章第6节）意义上的“检验”才能够恰当地以一种形成集体意志的参与和讨论方式来完成。从这点出发人们要求工程师，要具备讨论问题的能力并获取相应的沟通对话的资格，以求建立起一个普遍的问题意识，让广大民众了解所拥有的各种行动的可能性，以咨询师的身份将自己的实际经验带到政策制定中去，并且参与相关的国家标准的制定和出台。

工程师伦理责任的制度化和报警举动

然而，承担这些特殊的工程师责任需要创造必要的条件。正是这一点，亦即由个人来承担责任（当然我们无法保证个人是否真的承担了责任）乃是责任制度化的目标。责任的制度化从根本上说有三个作用：其一，它服务于一个总体的行动方向，并指明工程师行为应遵循哪些规范、价值和标准。其二，它一方面通过预防道德争议的产生和激化，另一方面通过避免正当道德行为带给个人造成的不利处境，起到一种预防保护作用。其三，归根到底，制度化作用的关键是实现方向和保护作用（VDI Report 31，第64页及下几页）。制度化的形式，亦即组织和安排的措施是多种多样的，从伦理准则（不仅是职业层面，而且是企业和行业层面），到推举一个伦理代表（在企业或协会组织中），直到伦理学委员会的设立皆而有之（详见Maring，2001年，353页及下几页；参阅Hubig/Reidel，2003年，221页及下几页；参见第6章第8节）。

机构制度是否采取这样的组织安排措施，倘若是的话，又如何执行，我们可以借助一个所谓鸣哨（whistle-blowing）的比喻形象地加以阐述。鸣哨者（whistle-blower）的概念源自美国，狭义上指的是一个人吹哨子的行为，如同裁判或警察一样，用刺耳的哨声让周围的人注意一件事情。此处则是广义的用法，它是指一个人对错误的行为和弊端不是忍气吞声，而是引起人们对之加以关注，从而避免负面事件的发生。从劳动法的角度来看，可以区分出两种吹哨类型。其一，某企业要求它的员工向企业报告其他员工的错误行为。这里，鸣哨条款作为《员工行为守则》的一部分越来越多地见于企业建立合规体系的过程中。与体系相关联的通常是一条鸣哨举报电话热线，由企业内部一名专职人员值守，或者是由外部的一个专业和独立的承包商代管（Fahrig，2011年）。这种鸣哨举报形式在过去几年里变得越发重要，并且作为对诸如安然经济丑闻[1]的反应，其主要部分在美国一直可以追溯到2002年颁布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2]。根据该法案，如果公司的领导层——该美国联邦法案针对所有受美国证券交易法规定制约的企业——不采取相关措施而且不系统跟踪处理相关举报线索的话，他们必须受到严厉的处罚（Rohde-Liebenau，2005年，第6页）。

其二，尤其是在工程师伦理责任范畴中，当鸣哨举报行动和技术灾难（参见Lenk，2011年）相关联时，它所指的是一种从雇员身上主动发出的，通常是针对雇主的错误行为的鸣哨举报行动。这中间存在一种面向公众的报告义务和雇员对雇主的忠诚义务之间的矛盾。如果上司的反应不是像鸣哨举报者所期待或是希望的那样，那么就可能出现他认为有必要越级报告的情况。这种内部的鸣哨举报涉及组织内部的非法和违规的行为，但是要用正常渠道以外的途径公之于众。在极端的案例中，也会出现举报者觉得自己是被迫要向组织以外的政府部门、司法机关、利益团体和/或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公众进行举报的情况（即所谓外部的鸣哨举报，参见DeGeorge，1993年）。遗憾的是，许多选择这条路的鸣哨举报者不得不经常承受严重的不利（职业生涯）后果，所以，这种形式的鸣哨举报存在很大的心理障碍。

由于鸣哨举报的“原因常常存在于现有知识和发现问题的时间先后不一致，对事实的评估差异，个人不可逾越的心理障碍敏感度不同，以及个人不可忽略的责任敏感度不同之中”（Leisinger，2003年，第6页），所以在一个组织之中，应该把鸣哨举报——两种形式同样——主动地当作内部风险交流沟通来处理对待。通过给予某种（法律）保护和某种相应的企业文化，或许能够产生一种新的企业文化以替代沉默不语的文化。这种新文化将不会变成一种“乱鸣哨子”的文化，而是作为一种——不仅是大家共同利益意义上的，而且也是保护企业声誉意义上的——长期的重要预防措施能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并且也能长期地支持有责任感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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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内斯·赖德尔（Johannes Reidel）



[1] 安然经济丑闻（Enron scandal）：安然是美国最大的一家能源交易商，并在纽约证交所上市。2001年，一家短期投资机构的老板吉姆·切欧斯公开对安然的盈利模式表示怀疑。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介入调查后，安然承认了自己做假账虚报的行为。当年8月起，安然的股票一路暴跌，至12月正式向破产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2] 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 Oxley Act）：起源于安然公司倒闭后引起的美国股市剧烈动荡，投资人纷纷抽逃资金的教训。为防止和保证上市公司财务丑闻不再发生，由美国参议员萨班斯和奥克斯利联合提出了一项法案，该法案即以他们的名字命名。


第4章 技术伦理学基础

A.技术哲学

第1节 古希腊的技术哲学

把“技术”（τεχνη，techne）纳入人的能力

与形而上学和伦理学这些重大论题相比较，技术作为哲学的命题范畴在西方哲学的论述中常常看似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其原因早已见于古希腊哲学之中，而且从表面上看，与被称作“理论”（δεωρια，theoria）的对真实知识的精神探索相比，技术本身是与某种程度受轻视的“大老粗的”（βαναυσοι，banausoi）手工业有关的。柏拉图在《政治家篇》中就曾经说过，没有一个有理性的人会为了织物的构造而去研究织物的构造（285d）。因此，与具体技术相关联的技术哲学在古希腊似乎是没有继续思考价值的。但柏拉图接着又说，解释织物的构造完全可以当作解释困难的理论问题的模式来用。正是这样一个方法论的模式，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实际例子，它们导致了对技术的细致区分和认识，这个认识最后将人的手工和智慧的能力都归纳到“技术”（τεχνη，techne）的概念之中。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1]开篇就人类的活动形式做了三种基本分类：“每个艺术（τεχνη，techne）和每个理论（μεθδοζ，methodos）看来都在追求某种财富，每个行动（πραξιζ，praxis）和每个决定亦如此。”（1094al，55）引人注目的是，亚里士多德把与决定相关联的行动和技术能力做了泾渭分明的区分。一是在狭义的实践行为上，目的存在于行为本身之中，亦即行为就是目的本身；二是技术能力的目的是要制作出一件产品（εργον，ergon），并以之为其他目的所用（1139b1-3，183）。“据此，与理性相联系的行动的行为也有别于和理性相联系的手工制作（ποιηδιζ，poiesis）行为。”（1140a3-6，185）从二分法的角度看，道德的行为和产品的手工制作不能混为一谈。根据京特·比恩[2]的观点，实践、制作和理论的三分法对亚里士多德哲学来说是根本的思想，并且对后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为亚里士多德关于科学、人的行为能力、理性形式和生活方式的区分构建了框架，并且被定为全面和总结性的前提条件（1989年，第1281页）。借此，伦理学和技术哲学的问题就能全部归结到不同的领域之中。

与实践相关联的理性能力，亦即与社会关系中的道德行为相关联的理性能力是人的智慧（φρονησιζ，phronesis），它为正确的决定提供保障，并且担负选择合法的行动目标的职责。与之相对，和制作相关联的理性能力，亦即和正确地制作出艺术产品相关联的理性能力，乃是被称为技术（τεχνη，techne）的理性的制造能力。与此同时，这两种能力还与抬高和降低其作用的评价有关。其一，技术理性应当和道德理想一样处在同等的智慧层面；其二，因其产品特性，技术理性总是服务于外在目的的，因此处于服从道德行为善良目的的附属地位。跨越两者的差别，将是技术伦理学所要面对的任务（参见第4章第A.5节）。

手工制作在哲学命题中极少得到专著（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青睐。根据格奥尔格·皮希特的观点，亚里士多德对此议题只有片言只语的论述，乃是一个非常大的憾事。由于这个根本性的缺憾，直到今天仍然缺少对按照理性规定该生产些什么产品进行指导的标准（Picht，1969年，第429页）。尽管没有这样一部起弥补作用的技术理论，但是，在古希腊的哲学著作中还是有许多关于技术概念的精确和富有启发的定义，足以能够为所谓“现代技术”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

文明史中的技术：文明的使者普罗米修斯

显而易见，技术是人类文明史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人类为什么要拥有技术。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3]中引用过普罗米修斯神话[4]，这个神话从普罗米修斯盗取上帝技术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文明产生的理论。普罗米修斯神话共有四个版本，最古老的两个版本出自赫西俄德[5]之手，另外两个分别是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6]笔下的悲剧版本《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以及柏拉图借普罗泰戈拉之口讲述的版本。四个版本的主要区别在于，普罗米修斯将火种盗取到人间后受到天神宙斯的不同惩罚。在赫西俄德的诗里，不仅普罗米修斯被天神用铁链锁住加以惩罚，而且人类也受到潘多拉[7]魔盒放出来的所有人间灾祸的惩罚，但是，在悲剧中却没有惩罚人类这个情节。反之，普罗米修斯用技术的救世之法换取了人类之前所遭受的病痛和苦难。于是，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需要重新评价的逆转：技术的发展不再是问题，而是解决方案。借此，此前获取天神的技术就得到了合理化，因为拥有技术乃是人类的权利（Schneider，1989年，第84～97页）。

在柏拉图的版本里，天神的惩罚没有任何意义。神话传说中，埃庇米修斯[8]首先将大自然的礼物分配给世间所有的生灵，从而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均衡状态。一部分生灵强壮而有武器，另一部分生灵柔弱但敏捷。其次，除了不同的秉性状态外，动物们还得到了御寒的皮毛。再次，动物们得到了各自赖以维生的食物，这当中为了平衡，食草类动物的敌人的生殖能力十分低下（320d-321b）。然而，埃庇米修斯在分配时没有让人类得到一件大自然的礼物。于是，普罗米修斯看到的“是一群赤身裸体、光着双脚、一丝不挂和手无寸铁的人类”（321c，62）。为了拯救他们，普罗米修斯“除了火之外抢来了赫菲斯托斯[9]充满艺术的智慧和雅典娜[10]”（321d，62）。作为被神造就的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生灵”，人类需要技术的手段来弥补自己的缺陷。这样，人类就以这种方式得到了生存必需的技术智慧（εντχνοζ σοφια，entechnos sophia）（321d），并从此脱离对神的依靠，进行发明创造的工作。他们用房屋、衣服和鞋子武装起来保护自己，并且还发明了各种食物（322a）。

然而，分散居住的生活方式使人类在同动物的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宙斯用“廉耻”和“公平”来帮助而非惩罚人类，这才为人类带来了“政治的技术”（πολιτικη τεχνη，politike techne），并借此消除了前述的一无所有的状态（322c）。但是。此处在知识的分配方式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根据专业领域不同，总是少数几个专家具有相关的技术知识，而与此同时，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到公平和审慎的社会标准当中（322d-323a）。因此，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才出现了关于德行的教育问题。反之对于技术来说，这个问题则能够得到明确的回答。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看出，为什么伦理学必须另辟蹊径。

文明进步之所以成为必要，是基于人的身体有明显缺陷的原因。技术的制成品乃是保障在生存的搏斗中得以幸存的必要条件。这一论述的角度到今天为止仍然非常有代表性，并见于哲学家盖伦等人的人类学著作中（1961年，48页；参见第4章第A.3节）。不过，它是以人类在身体结构方面的变化微不足道为前提的，而这点并不为古生物学所认同。除此之外，普罗米修斯的神话故事依靠天神的介入来对技术的最初起源进行解释，这样，我们人类的技术能力被设计成了一种犹如神力相助（machina ex deus[11]）的奇迹。同样不能令人满意的是借助突变事件所做的另一种解释，它纯粹偶然地给我们人类加了一个大脑袋来当作技术的源泉。

一个几乎同样的论证理由也见于柏拉图的《政治家篇》。在这篇对话中，对话者把由匮乏（χρεια，chreia）造成的困境列为文明发展的促进剂的一则示例。而且，又是普罗米修斯再次将人类从这一困境中解救了出来（274c）。正因为这些对技术来源的论证很难成立，所以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可以用安提西尼[12]的犬儒主义哲学对匮乏的假说表示怀疑。我们也可以把希腊语的匮乏概念（χρειαν）翻译成需求，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练就自己的清心寡欲，来消除技术上要解决的匮乏问题。在第欧根尼[13]的极端文明批判中，技术恰恰不是生存之必需，而是一种惩罚，或者说就是根本的祸害，因为它只为无谓地追逐欲望（ηδονη，hedone）服务（Dion von Prusa，第六篇，第27～29页）[14]。这里暂且不去对敌视技术的禁欲主义进行评论，事实已清楚地表明，如果我们仅仅是用必然性或所谓“不得已而为之”来论证技术的合法身份，那么我们将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理性地说，我们将会遭到拒绝，因为我们根本还未谈及目的的问题。

技术（τεχνη，techne）的概念：工匠和发明家

技术一词的最早文字记载见于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诗中，铁匠之神赫菲斯托斯被加以“技冠天下”（κλυτοτεχνηζ，klytotechnes）的形容词粉墨登场。他双脚畸形，所以走路时必须骑着毛驴，或由他的随从或是由自己用黄金做成的少女搀扶，以及拄着拐杖出行。尤其令人感到蹊跷的是，一个高贵而长生不老的天神身上常常带有经典的残疾缺陷。由于生来跛足，赫菲斯托斯才亲身感受到了辅助工具的必要性。也正是因为必须克服自身的缺陷，他才成了天才的工匠。反之，一个完美的神是不需要寻找理由去进行技术发明的。于是，他这个行动不便的神借助“自制的铁链”捉住了诸神中行动最敏捷的神——负心汉阿瑞斯[15]（《奥德赛》，第8卷，第297、329～330页）。这个故事给了普罗泰戈拉一个提示，在对付野兽时，应该怎样用纯技术的手段来实现力量的平衡。

在这个天神“工匠”的背景下，荷马开创出了一个成形的技术概念。对斧头的实际和有效应用的描写即为此概念的第一个见证（《伊利亚特》，第3卷，第62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技术概念的两个根本的组成成分：“手工的灵巧，但也要有如何使用这种灵巧的知识。”（Löbl，1997年，第10页）因此，技术一词所指的不是工具，而是技术能力。如果我们联系专司纺织行业的雅典娜来看，技术和知识在智慧（σοφια，Sophia）概念的帮助下相互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伊利亚特》，第15卷，第412页）。史诗中，鉴于安提洛科斯[16]的战马跑得很慢，有人给他出主意说，要用理智（μητιζ，metis）来巧妙地（并非完全合乎规则）超越别人的马车。同理，伐木人讲究的也不是力气和蛮干（βια，bia），而同样是理智（《伊利亚特》，第23卷，第315页及下页）。这层意思在马车竞赛中，是用动词τεηνησομαι（technesomai，《伊利亚特》，第415页）来表达的，翻译过来的意思是“用知识和能力去做工，并把活儿做成功”（Löbl，1997年，第16页）。人们在特定情况下优化地运用自己的技术知识，就能在工作中实现自己的技术行为（εργον τελεει，ergon teleei，《奥德赛》，第6卷，第234页）。至此，技术作为以成功为目标的能力和系统性的知识，其主要含义已经用一个很高的理论要求进行了定义。

但是，古希腊技术概念的两重性也是其本身就带有的。在《伊利亚特》中，对赫拉[17]的欺骗被称作“制造灾祸的技术”（κακοτεχνοζ，katotechnos，《伊利亚特》第15卷，第14页）。技术可以被居心不良者为邪恶的目的所滥用，比如谋杀即是一例（《奥德赛》，第4卷，第529页）。这里，我们所处的位置乃是一片道德目的的误区。有别于此，普罗透斯[18]通过变形巧妙逃脱被抓捕的技术，被解释成计谋（δολιη τεχνη，dolie techne）的特殊技术形式（《奥德赛》，第4卷，第455页）。这种出于迷惑目的巧妙地利用海岸峭壁的做法，在所有道德评判之前早就存在于技术本身之中。足智多谋的行动在众神的使者赫尔墨斯[19]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他刚刚降生就偷走了阿波罗[20]的一群牛，并用树皮给牛做鞋子，再用编织的杂草反方向绑在牛蹄上，借此擦掉他偷牛留在地上的痕迹。

作为能说会道的演说家，赫尔墨斯诙谐幽默，头脑清醒，想象丰富。这就为技术进步打下了基础，不过，光是从神手里接过那些单一的技巧，技术进步还并没有开始。赫尔墨斯不接受别人开发的技术，而是自己动手创造发明，比如他用乌龟壳和已经“弄到手的”牛肠制作了七弦的里拉琴。当乌龟还活着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这件乐器。他弹着琴，成功地引开了阿波罗寻找牛群的注意力。故事到这儿，技术的次要含义让人感觉有些不那么入流，好像是一种“狡猾的欺骗”，但从其发明创造的原动力来说，技术乃是“成功的发明创造”。

技术的标准：规范行为中的优秀和正确

在《赫尔墨斯颂歌》里，发明家赫尔墨斯给阿波罗教了一堂里拉琴的技术课，并且按三部分内容的前后顺序进行：第一步是把琴弦上紧到能发出声音的程度；第二步是逐弦进行调音；第三步是演奏者要具备用拨动弦片弹奏旋律的能力（Löbl，1997年，第41页及下页）。撇开乐器不谈，这三个步骤推而广之的意思就是，技术行为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制作行为、准备行为和应用行为。基于这种通常的划分方法，在制作和应用之间可以插入安装作为中间环节（Erlach，2000年，第34页）。

除了正确地掌握技术之外，还应当补充用智慧来加以说明的优秀的艺术表演作为第四部分内容。一种建立在对乐器的移情能力基础上的相应才华为优秀的艺术表演提供保障，对乐器的移情能力又导致了声音的表现力（Löbl，1997年，第44页及下页）。这样，优美的艺术就从技术的范畴中走了出来，并且，关于技术上“正确”的知识就与艺术上“优秀”的知识区别开来。

此后，柏拉图在《伊安篇》[21]的对话中将这种区分推向了顶点。他不承认吟诵诗人伊安有任何技艺，因为这位诵诗比赛大奖得主只会吟唱荷马史诗，而不会吟唱所有的诗歌（532c）。伊安借助一种“神力”（ϑεια δυναμιζ，theia dynamis）能出色地掌握和理解《荷马史诗》，这种神力对他的作用就像是一块能吸住一个铁环的磁石，而这个铁环又将其他的铁环牢牢地吸住。所以，“缪斯起初是自己造就了一批崇拜者，又有一批其他的崇拜者来追随这些崇拜者，因为真正的古代传说诗人都不是通过艺术来表达，而是作为崇拜者和着迷者……当他们身上充满着和谐和节奏的时候”（533e-534a，103）。柏拉图借用英雄安提洛克斯的例子进一步否认了诗歌是技艺的说法，并且认为，荷马不可能像驾车手那么专业地去评价诗中讲述的马车比赛的技术（538ab）。诚然，他说的没有错，但是诗歌不是一本做驾车技术权威评判的教科书。相反，正像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阐述的那样，诗歌是对“行动和生活实际”（πραζεων και βιου，praxeon kai bion）的“模仿”描述。所以，成功的诗歌是对标准的和优秀的行动典型的描述技术。

将技术当作技术行为看待具有重要的伦理学意义。如同柏拉图在对话《高尔吉亚篇》中所强调的那样，对于一个技术来说，重要的是能够解释它为什么要做某件事。虽然医药和烹饪都是为了人的身体健康快乐，但是后者只是讨口舌的一时之快，所以成了非技术的（ατεχνωζ，αλογωζ）和非理性的（atechnos，alogos）雕虫小技（501a-c）。技术乃是以做善事（αγαϑον，agathon）为目的的，而非以舒适（ηδυ，hedy）以求欲望的满足（500d）。在对话《政治家篇》中，柏拉图探讨是否有必要用测量的方法来对每个技术进行评价。这时，仅对人的身高、臂长和速度进行测量是不够的，技术的必要特征是增加针对适中度（μετρον，metron）的多与少的测量。放弃针对适中度的测量将毁掉所有的技术（284a，284e）。我们不仅应从伦理学上来理解这一点，也尤其应当从技术标准的角度来理解它。恰恰在现代社会，技术的标准是保证身体和生命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技术作为知识的形式及发生的原因：技术学和工程师

在对话《政治家篇》中，柏拉图很具体地研究了所有与纺织打交道的手工技能。首先他把梳毛和纺线区分为基本的分离和连接步骤（282b），在今天的工厂里我们仍能看到与之对应的零部件制造和总装工序。然后，人们要区分的是所需产品制造的手工活动——这里是织布，它是原因（αιτια，aita），以及制造织布所需工具的手工活动——卷线杆和织布机。这两种工具叫作共同原因（συναιτιοζ，synaitios）——今天它反映在生产投资和消费商品的区别当中。最后，柏拉图根据手工活动的主要功能，将它们分类为原料开采、工具制造、器皿、车辆、保护材料、音盒装置和食品生产（287e-289b）。总之，柏拉图的分析揭示了技术的系统性质（Schneider，1989年，第172页）。

在《形而上学》的开篇，亚里士多德根据其“所有人天生都追求知识”（I.980a21，17）的观点研究了各种不同的知识形式。他认为，经验（εμπειρια，empeiria）的能力产生自对一种事物的许多印象，因为这种经验能力，人们才有可能去认识新的个别事物（980b30）。技术又进一步认识到了与之相关的普遍事物，因此它还包含了关于普遍事物原因（αιτια，aita）的知识（981a28）。这种系统的关于原因的知识构成了技术作为技术学的科学特性。

“所制作产品的原因的知识”使指导型的工匠（αρχιτεκτον，architekton）——我们今天称之为工程师——有别于普通的工匠（χειροτεχνηζ，cheirotechnes）。后者“如同一些无生命的物体，他们尽管能制造出东西，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只是出于习惯罢了”（981a30-b4）。但是，由于一个技术活动的成果建立在为相关的个别事物选择正确方法的基础上，所以，有经验者要优于无经验的知道者（981a12-24）。于是，从对普遍事物了解的方式中就产生了与科学（επιστημη，episteme）的区别。科学所涉及的是必然事物不变的存在，并且是一种归纳或演绎角度上的“证明式的行为”（《尼各马可伦理学》6.1139b20-35）。相反，技术所涉及的是可能的事物，亦即一切可能有其他形态的（1140a1）、可塑造的东西。

这样，除了自然和偶然（τυχη，tyche）之外，技术在三段论方面被证明是变化的原因：在发生方面，一件原料（υλη，hyle）通过发生原因变成了一件物体（树或床），这件物体要么是自然产生的要么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形而上学》VII.1032a13-20）。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自然造就和人为生产（《物理学》II.199a10）的构造问题在这点上是相互重合的。然而，两者的区别存在于变化的起源之中。前者，变化作为运动的原则存在于自然事物本身之中（I.192b14）：“假如一张床被埋在泥土里，并且腐烂的过程有能力让腐烂的床中长出一棵树苗的话，那么，后来出现的就不是一张床，而是一棵树。”（193a12，23）后者，运动的原理则存在于被制造的物体之外，其方式是制造者心灵中的形态（ειδοζ，eidos）（《形而上学》VII.1032a32）。结论性的思维发生在真正的制造行动之前，而且是从行动目的直到可以实现的“措施”（1032b6-22）多阶段地进行，然后在制造过程中，通过技术再将设计方案从心灵转移到生产材料上面。比如，一个工匠用铜做成一个球的形状，但是，做出来的东西既非铜矿石，也非球体本身（1032a28-b12）。与柏拉图的观点不同，“显而易见，人们不需要建造一个形状来当作某种原始形态”（1034a1，182）。形状就是不同单个物体的、由技术工匠制造出来的共同特征。因此，技术工匠就是本体论上唯一的发生本源，并且为其创造的物体担负全责。

《工具论》[22]中的手和工具：作为技能者的人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论生物的产生》里，针对给材料赋予形式（μορφη，morphe）的运动（κινησζ，kinesis）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他认为，心灵——形状（ειδοζ，eidos）存在于其中——以一种与制作产品相应的方式将肢体和手运动起来。手运动工具，工具再将运动传达到材料（Schneider，1989年，第189页）。其中，肢体和工具同样用器官（οργανον，organon）概念来加以称呼，两者平等地出现在一个技术功能链之中。

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论动物的部分》中所阐述的那样，手在运动中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因为手是自然所给予的最有用的工具：

有人说，人的身体构造不良，是所有生物中最糟糕的一个。他们说，人光着脚，一丝不挂，而且也没有战斗的武器。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因为其他的生物只有一种自卫的手段，它们没有可能去更换另一件武器……人则不然，他能够有许多自卫手段……因为他能拿住和握紧所有的东西。（686a23-687b5，108）

人因为手——这是反驳缺陷理论的转折点——而有了技术上最有用的器官。并不是存在的困境导致了人的技术品质，而是技术就是人的品质。因此，人在技术装备上毫无疑问就是一个技能者（τεχνιτηζ，technites）。

最后，亚里士多德的结论是，“但是，手看来不是唯一的工具，而是许多工具。说它是一件能替代许多工具的工具”（686a21，108），是当手在使用工具以及根据情况如同可拆卸的肢体一样更换工具的时候。不过，只有在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的时候，手才真正是手，而不是锤子这个意义上的工具。“因为手并非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人的一部分，而是当它能完成一件工作的时候才是人的一部分，亦即一只有灵魂的手。没有灵魂的手不是人的一部分。”（《形而上学》VII.1036b30，190）所以，手是活动的，也就是说手在受灵魂驱动和形状（ειδοζ，eidos）控制的时候，它和灵魂一起是一台机器而不是一件工具。没有灵魂，手连工具都不是。工程师们现在的梦想是，到我们自己具有赫菲斯托斯黄金般的自动机从而不再需要自己干活时，让作为抓握器官的手和作为驱动器官的灵魂成为多余。但是，当我们热衷于自动机而把控制的观念抛诸脑后的时候，这样的“有灵魂的工具”就将成为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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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埃尔拉赫（Klaus Erlach）



[1]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Ethika Nikomachea），相传由其子尼各马可编辑，约成书于公元前335年至公元前323年间。

[2] 京特·比恩（Günter Bien），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哲学教授，知名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学者。

[3] 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约前490—前420，古希腊哲学家，诡辩学派的成员之一。

[4]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其名字含有“先知先觉”的意思。相传他是泰坦巨神伊阿佩托斯和海洋女神克吕墨涅的儿子，因替人类盗取天火而受到天神宙斯的惩罚。他被绑在高加索山上，宙斯每天放老鹰啄食他的肝脏。

[5] 赫西俄德（Hesiod），古希腊诗人，生卒年不详，约生活在前8世纪，有长诗《工作与时日》和《神谱》传世。

[6] 埃斯库罗斯（Aischylos），前525—前456，古希腊悲剧诗人，与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并称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

[7] 潘多拉（Pandora）是希腊神话中的火神赫菲斯托斯用泥土做成的第一个女人，也是作为对人类的惩罚，送给人类的第一个女人，众神赠予她很多具有诱人魅力的礼物，但其中最危险的礼物是一个漂亮的魔盒。一旦这个魔盒被开启，各种精通混沌法力的邪灵将从里面跑出来危害世界。

[8] 埃庇米修斯（Epimetheus）是希腊神话里泰坦巨人伊阿佩托斯的儿子，普罗米修斯的兄弟，其名字有“后知后觉”的意思。在传说里他与普罗米修斯一起用泥土创造人类，然而古代这两个神常用做人类的象征（埃庇米修斯代表人类的愚昧，而普罗米修斯则代表人类的聪明）。

[9] 赫菲斯托斯（Hephaistos）是希腊神话中的火神、砌石之神、雕刻艺术之神和手艺高超的铁匠之神，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被认为是工匠的始祖。

[10] 雅典娜（Athena）是希腊神话中的智慧、知识和战争女神，雅典的守护神。

[11] “Machina ex deus”或写为“deus ex machina”，为拉丁语，最初译自希腊语，意为“机械装置之神”。这是古代希腊戏剧惯用的编排手法，即当剧情发展到错综复杂无法解释时，会出现拥有绝对力量的“机械装置之神”，强行为情节和故事画上句号。

[12] 安提西尼（Antisthenes），前445—前365，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犬儒学派的奠基人，据传曾亲眼见到苏格拉底饮鸩而死。

[13] 第欧根尼（Diogenes），古希腊哲学家，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约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生卒年月不详，但古代文献中记载有大量关于他的奇闻逸事。

[14] 迪翁·克瑞索斯托莫斯（Dion Chrysostomos，德文又写作Dion von Prusa），约40—约120，希腊演说家和哲学家，受斯多葛学派影响，有演说词80篇。

[15] 阿瑞斯（Ares），希腊神话中天神宙斯和赫拉的儿子，形象英武，性格强暴好斗，掌管战争和瘟疫，是力量和权力的象征。

[16] 安提洛科斯（Antilochos），古希腊神话人物之一，曾参加特洛伊战争，以足智多谋著称。

[17] 赫拉（Hera），古希腊神话中的天后，奥林匹斯众神中地位和权力最高的女神。她是众神之主宙斯的合法妻子，掌管婚姻、生育和家庭。

[18] 普罗透斯（Proteus），古希腊神话中一个早期海神，荷马所称的“海洋老人”之一。

[19] 赫尔墨斯（Hermes），古希腊神话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神界和人界的使者，主掌畜牧、辩论、诗歌、体育、商业等，也是狡猾的小偷和骗子之神。

[20] 阿波罗（Apollo），古希腊神话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太阳神，主宰光明和真理。

[21] 《伊安篇》（Ion）是柏拉图较早的一篇对话录，写于约公元前390年。它通过苏格拉底与诵诗人伊安的对话，探讨了诗人文艺才能产生的原因，即诗人是凭借专门的技艺还是凭借灵感来创作的。柏拉图通过与伊安的辩论得出诗人是凭借灵感来创作的结论，并描述了灵感产生时的状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2] 《工具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后人（即逍遥学派）对他的六篇关于逻辑的著作的统称，这六篇分别是《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和《辩谬篇》。


第2节 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

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大多数后继者的理论研究兴趣，是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发展；其实践活动的兴趣，则是从政治上推翻资本主义。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开始，直到《资本论》（1867年）以及其他论著，都高度重视“技术”现象。但是，他们的研究课题里并没有一门独立的技术哲学，更何况是技术伦理学。这一点，可以从他们二人很少论及技术或是技术学，而更多的是论述工具、机器、生产力和资本这一情况中可见端倪。同时，从他们对有关词语的选择中我们也可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关心的主要是技术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对技术本身，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社会历史现象来进行分析的。由于这种分析最终被纳入人的本质实现的哲学人类学，所以它也具有伦理学层面的意义（参阅Wendling，2009年）。

马克思的理论构建可以分成三个层面，在这三个层面中，他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对技术进行了分析：

·在哲学人类学层面（参阅第4章第A.3节）技术是作为劳动手段

·在历史学层面是作为生产力

·在经济学层面是作为资本（参阅Bayertz，2012年）

随着理论的发展，马克思对问题的研究更多地转向了对经济的批判，牵涉异化和人类本质的哲学人类学的问题则退到了次要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对劳动进行研究的视角：在哲学人类学的范畴中，劳动对马克思来说首先是客体化过程和人类本质历史性的产生。反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劳动首先被看成人类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和历史社会组织形式（参阅Heller，2012年）。

技术作为劳动资料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首先是个有血有肉的生物，并依赖于同周围的自然进行物质“新陈代谢”活动。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借助他的哲学架构（他的哲学思想取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特别是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人类学观点），对人的这一特点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马克思逐渐转向了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思想体系，他把人类的劳动和生活活动理解成了一种能量，以及一种从根本上说与物理现象完全等同的东西（参阅Rabinbach，1990年）。然而，即便是在这样一种还原论的思想中，马克思仍然不放弃人类学的差异：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不仅生产直接的食物，而且也生产工具和劳动资料。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 toolmaking 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1]（MEW 23，第194页）工具的制造使得人类将三种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典型的劳动过程成为可能：有目的的活动或者是劳动本身，劳动对象，以及劳动资料（关于劳动和技术参见第4章第C.6节）。

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来说，劳动的意义并不存在于食物生产的必要性之中，而是存在于人在劳动中从某种程度上生产着他们自己之中。在劳动过程中，人使用自己的“本质力量”并将其客体化，而且以不同的产品形式（包括工具在内）将其物质化。因此，这些产品和工具是人内在潜力的“外化”，是转移到外部来的人的自然本性的一部分。这个存在于人的本性中的、通过外化来实现自己的必然性，包含着一种不成功的客体化的可能性。马克思将其定义为异化，并将其解释为人的自我实现的一个必然的中间阶段。技术对人来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和自我实现的媒介，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获得了第一种基本的积极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观点归纳总结如下：（a）哲学人类学视角的工具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外化层面；（b）通过这种方法，人的自然本性也存在于自己的肉体之外。因为这种客体化发生在分工的和由社会组织构建的相互影响的过程中，所以，马克思又将其看成非生物学的，即社会的自然本性。缘此，作为劳动资料的技术便处在一种双重的对立关系中：一方面是外化和异化，另一方面是人类学意义上人的本性的发展。

技术作为生产力

在劳动过程中，人们不仅与外部自然界发生关系，而且也同其他人发生关系。劳动过程是一个双重意义上的社会过程。一方面，每个人在他们出生的时候就接触到前人所生产制造的东西，尤其是工具产品。在他们使用这些制造产品的时候，他们就与他们的先辈发生着一种间接的、以技术为媒介的关系。这种关系构成了历史的物质基础，它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要素。这个历史观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生前未发表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建立（关于这点参阅Quante，2009年）。另一方面，人们在劳动过程中也自然而然地与他们同时代人发生着一种协作的联系。马克思将这种联系称作为生产关系。这种关系的具体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力，各种各样的技术成就也是这种生产力的一部分。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协作的组成结构，亦即社会的结构也由技术的水平共同决定：“手工磨产生的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2]（MEW 4，第130页）

由于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和增加，而生产关系则相对静止稳定，因此产生了它们之间的相互矛盾。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3]（MEW 13，第9页）

技术作为生产力的表现形式，本身具有一种充满活力、改变社会和革命性的因素。这种潜在能力在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和与之相关的历史观中，是人类自我实现必不可少的动力。因此，技术在马克思那里以及马克思主义学说中获得了第二种根本性的积极意义。

鉴于在马克思的分析中，（a）社会结构和（b）它的革命性的变化决定于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于是，马克思主义时常被说成一种技术决定论（参见第4章第A.9节）。这种说法只有在生产力完全简化为技术时才是正确的。但是，马克思并不是这个意思：对他来说，主要的生产力始终是行动的人（MEW 42，第325页；MEW 4，第181页），生产力始终是他自己时常所用的劳动生产力这一表达方式的简称（MEW 23，第391页；MEW 54，第631页）。因此，并不存在一种技术的自我决定作用；技术只有在被人利用和运用的情况下，才可能成为生产力。

技术作为资本

自19世纪中期以后，马克思不再视自己为人类学者和历史学者，而首先是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者。所以，他的技术分析的核心是技术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能量和当时以生产力发展为代表的令人震撼的进步，构成了他理论分析的出发点。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这种革命性的特点就已经大加赞赏：

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相反，过去一切工业阶级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却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一切陈旧生锈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见解和观点，都垮了；而一切新产生的关系，也都等不到固定下来就变为陈旧了。一切等级制的和停滞的东西都消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于是人们最后也就只好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生活处境和自己的相互关系了。[4]（MEW 4，第465页）

对马克思来说，出于上述两种原因的这种社会发展应当被给予积极的评价。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一方面尽管人的“本质力量”被异化和扭曲，但它也在不断向前进步。从整个社会来看，资本主义使人的本性（经济意义上的，但又不局限于此）变得更为丰富（参见“技术作为劳动资料”一节）。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由资本主义释放出的生产力的这股能量长此以往将摧毁这种生产关系的结构框架（参见“技术作为生产力”一节），并将为一个新的社会开辟出一条道路。在这个新社会中，人身体的和社会的本质能得到合理的实现。

在这样一个构想中，不能把资本主义看成一个生产力的中性媒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产品更多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它变成了资本。其变化的条件是，当甲方将此产品提供给乙方，乙方借助此产品为甲方进行劳动（尤其是剩余劳动）时。这里，技术产品起着一个特定的作用：它在甲和乙之间建立起了一个社会关系（准确地说是生产关系）。于是，资本对于马克思来说“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5]（MEW 23，第793页）。

因此，当马克思把技术作为资本来进行分析时，他所关心的不是技术的技术性，亦即技术中已经物质化了的目的和手段关系，而是关心它作为媒介，用特定的方式使不同的人彼此之间发生关系的社会层面的意义。由于技术作为资本的这一特殊形态，为马克思运用他的异化理论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技术展开分析提供了批判基础，因此，这一点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劳动者不再是技术的主人，而技术（以资本的形态）成了劳动者的主人（这点可参阅第4章第A.6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继续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并且在《资本论》中对“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6]进行了阐述（MEW 23，第446页）。

在看了大量同时代资料（英国工厂巡视员的报告）的基础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用技术的后果（这点可比较同时代文献关于经济中技术使用的有关内容）。其中有：

（1）妇女和儿童在生产中的使用。由于技术的进步减少了在劳动者方面使用强劳力的必要性，所以妇女和儿童的使用才有可能。

（2）延长每日劳动时间，以便让越来越昂贵的机器满负荷运转。

（3）提高劳动强度的趋势。当发生反对延长劳动时间的社会运动，法律上对正常工作日进行限制的时候，就会出现提高劳动强度的趋势。

马克思的这一批判，不是单纯的伦理角度的批判，而是一种经济和政治的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使用的影响问题不局限于劳动阶层（参阅第4章第C.6节），它还影响到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马克思指出，工厂劳作的蔓延对于家庭和性别关系的结构不会没有影响。老式欧洲家庭的经济基础将会消失，最后家庭本身也将消亡。

缘此，马克思的理论就为技术使用后果的道德责任归属开辟了一条道路。技术在马克思那里不是一个独立的力量。他明确反对这样的观点，即造成工人失业的是机器本身。“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7]（MEW 23，第464页）人们应该谨慎地对技术和在具体社会条件下有具体当事人使用技术加以区分：“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之一，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8]（1846年12月28日致亚伦可夫的信；MEW 27，第456页）

然而，马克思并没有去走这条追究技术使用的道德责任之路。他所感兴趣的不是具体的当事者，而是技术使用的具体条件，亦即由资本主义社会设定的技术使用的那些条件。虽然这些条件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人类活动的产品，但是一经设立，它们就构成了我们个人今后行为的框架。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聚焦点正是这种行为：服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个人行为。这一点对马克思来说非常重要，他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一段著名的话中强调：

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9]（MEW 23，第16页）

当马克思对“机器”和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使用”严加区分时，他不是要把道德责任归结到某个个人身上，而是要从理论上揭穿技术和资本是同一样东西的假象。马克思是想告诉人们，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使用的批判不是对技术的批判，而且，超越资本主义并不是要返回人类文明的前技术阶段。相反，虽然资产阶级彻底推翻了欧洲旧的社会制度，成了所有阶级中最革命的一个，而且在他们的庇护下技术得到了之前不可想象的继续发展，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使用在当时就遇到了它的极限。因此，对马克思来说战胜资本主义同时就是技术的解放：“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作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10]（MEW 23，第414页）在一个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共产主义制度的社会里，人可以“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1]（MEW 25，第828页）。

马克思主义的接受

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技术既作为客体化和提高人类力量的工具（亦即作为人的自我实现不可缺少的媒介），又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亦即作为战胜资本主义路途上的必然因素），有其内在的积极意义。与此同时，马克思是一位眼光犀利和思想敏锐的观察家，他看到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所带来的非人道方面和后果。这里，技术处在了两个相互矛盾的位置上。（a）作为提高生产力和减少劳动负担的手段，技术服务于对自然的掌握；作为人的客体化和自我实现的媒介，技术则是人与其自然本性媾和的一部分——马克思将其理解为人和自然同时实现的一场运动。（b）如同人作为自然之物的生命表现一样，劳动和技术可以在还原论的意义上理解为纯粹的自然现象；同时由于人的社会特性，劳动和技术又显现出一种不可还原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这一复杂的关系结构所导致的结果是，在对马克思的技术理论的接受中形成了不同的传统路线，它们各自强调这个理论的不同方面，同时也忽略了其他方面。其中一条路线特别延续了马克思理论中对技术的积极评价，尤其是马克思对技术提高生产力和减少劳动负担的强调。在19世纪德国社会民主运动中，技术就已经以特别的进步因素的面目出现（参见第2章第4节）。这种对技术的阐释，在苏联试图追赶他们落后于西方的经济和技术状况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列宁著名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的电气化”的口号（《列宁全集》第31卷，第414、513页），就是实际条件下所赋予技术意义的一个形象化的实例。

更多的是从哲学视角出发，恩斯特·布洛赫[12]也寄希望于技术作为人的进步和自我实现的手段的意义。但是，他不单是援引已经手段化的对自然本性的理解，而且也吸收了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融合到自己哲学人类学中的、实现人和自然相互合一思想的成分。在这样一个交互关系中，布洛赫推演出一种新的技术类型。他的理论所说的是一种“技术的马克思主义”，这个主义意味着“幼稚地把剥削者和动物驯服者的立场运用到自然之中去的做法”（Bloch，1959年，第813页）。

与这些乐观的技术评价不同，像瓦尔特·本杰明、特奥多尔·W.阿多诺或是赫伯特·马尔库塞这样的学者延续了马克思理论中社会和技术批评的一面（参见第4章第A.6节）。他们将马克思哲学人类学中反对把自然理解为手段的部分（主要是他的异化思想），与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影响所做的批判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统治时期现实社会主义越来越蜕变为独裁主义的影响下，这股思潮用文化衰落以及政治和社会缺乏选择性的悲观论调，代替了马克思主义乐观的进步思想：“得益于科学和技术成就的支持和生产力不断增长的说服力，当前的现状是对所有超验思维的嘲弄。”（Marcuse，1967年，第36页）

在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在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爆发了一场论战，即马克思的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是否属于普罗米修斯式的思维传统（关于自然和技术参见第4章第C.2节），这个传统服从于技术对自然的掠夺和统治的命令（参阅Burkett，1999年；Foster，2000年；Hughes，2000年）。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其他的声音，它们想要搞出一个“绿色的”马克思来为生态伦理学和建立在敬畏自然基础上的人类学服务。鉴于这些错综复杂的探讨马克思技术理论思想的学说架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个参与论战的派别都能引经据典地找到一些观点（和大量的文献段落）来证明他们自己的阐释方法。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将他的思想置于多层次的矛盾体中——这个评价或许是最能反映出实际情况的一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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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哲学人类学

对于“哲学人类学”这个标题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方法。它首先表示的是一种将主要几个学者的著作结合在一起的哲学思考的传统形式。除了马克斯·舍勒、赫尔穆特·普莱斯纳和阿诺尔德·盖伦之外（他们的理论研究尽管不尽相同，但主体上都具有对人的特性进行诊断的特点），还可以举出一系列其他的哲学、社会学、艺术史，甚至是生物学和生物理论方面的学者名字来，比如阿道尔夫·波特曼、康拉德·洛伦茨、艾里希·罗特哈克尔和弗里德里克·雅克布斯·波滕戴克等，不一而足。但是，这种传统的罗列方法不仅不能反映体系之间的差异，而且也不足以对主题和方法确定上的基本区别给予应有的评价。无论怎样，伯恩哈德·格鲁豪森[1]的理论研究工作多少是一种尝试，是不急于把哲学人类学的思考理解成一种从正面去进行科学论证的努力。说到底，如果我们将视野扩大到其他学者所做的那些理论研究工作，即他们尽管也同样以“人的”身体构造和人生使命为研究目的，但采用的是系统哲学的形式以及部分明确放弃或是抵制哲学人类学的思考方法（比如Heidegger，2010年），那么，上面的小标题就是一个空洞无物的说法了。

从系统上来看，有必要区别出两种不同的研究方式，借此我们可以进行方法论上的划分：一方面是哲学人类学，它是广义哲学里的元素和成分；另一方面，是我们尝试将哲学人类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正宗哲学来理解（参见Weingarten，2005年）。前者，哲学人类学的主要研究目的是将人作为哲学思考的对象，同时重建把这一对象本身主题化的形式。这样，它就不是被系统哲学所替代的思维形式，而是在概念上始终与之紧密相连。

后者，哲学人类学可以被理解成哲学研究的一个替代形式，因此，它常常直接或间接地与其他的形式相冲突。但是，即便是“哲学人类学”这个名词也必须被理解成一个种类名词，它在方法和结果上包含了各种不同的哲学研究工作。最后，起着连接各个方面作用的始终是作为哲学思考中心课题的与人的关系。

动物与人的比较

对哲学人类学来说，其方法论的核心是对动物与人的比较做出解释。舍勒[2]认为，人们从这个比较中得出了人的特殊地位的结论。而这个结论被人们一致理解为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特殊地位（参阅Gutmann，2004年，第1卷）。这个特殊地位存在于人作为有缺陷动物的特征当中：“假如我们没有比生物学的价值更高的价值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把（具有文明或者尽管具有文明的）人说成是‘有病的动物’，而且即使他的思想也不折不扣地表现为他的病症的一种形式。”（Scheler，1954年，第299页）人的特殊性必须被理解为生物学的特殊性——舍勒（1947年，第37页）和盖伦（1986年，24页及下几页，31页及下几页）都持这样一种观点。他们指出，人的直觉的蜕化，是因为人缺乏与他“周围环境”的联系。在普莱斯纳[3]那里，人的特殊性被理解为离心定位，有别于动物的向心定位（Plessner，1975年，第246页及下几页）。舍勒认为，人的缺陷形态构成了一个真实的、进化生物学意义上的悖论的基础，因为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人是根本没有生命力的（Scheler，1947年，第57页）。

有鉴于此，学者们得出结论：用进化生物学来解释人的现象是张冠李戴，所以应给予人以精神动物（理性动物意义上）的地位。事实上，在对动物和人的关系进行特性定位时，从渐进主义角度构建的转变学说不可能具有任何意义——这个论点甚至把舍勒、盖伦和普莱斯纳在许多问题上分歧如此之大的理论观点也结合在了一起。除此之外，这一结论还常常与“跳变”的可能性和意义的讨论相关联。在当代生物学中，这场讨论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Plessner，1975年，第351页及下几页；Gutmann，2004年，第2卷/2006年）。有学者认为，如果对人做生物学的特性定位，以及把生物学对人的描述所存在的不足之处都同时当作研究人的方法的话，那我们将要面临一个方法论上的矛盾（Gutmann，2004年）。

自然特性的定位

尽管理论方法的共同点容易找到，但要从中得出一个统一的理论结构并非易事。不同于自然和精神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舍勒的研究受其左右），普莱斯纳坚持将“人”纳入自然的基本学说（这里并不排斥“跳跃性的”变化之说，参阅Plessner，1975年，第351页及下几页）。这样，哲学人类学就在一个广泛的学说范畴中得到了一个重要角色。这个学说范畴最终涉及所有的知识类型，从“生命存在哲学”，到“作为阐释学的哲学人类学”，直至“人文科学的基础”，不一而足（Plessner，1975年，第30页及下页）。这里，“人的本质形式”（Plessner，1975年，第29页）也同样处于核心的地位，当然，所涉及的对象不仅是“人”，而且是所有的生命形态。

构成普莱斯纳所希望的阐述生命现象（参见第4章第A.4节）概念基础的是“界限”这个核心范畴，其定义在诸多重要方面与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观点相一致。二者概念上的区别仅在于：双重性的模式在本质上同物质性逻辑语法中的物质定义有关，亦即它所涉及的是特性和物质的关系（Plessner，1975年，第80页及下几页）。这个逻辑语法甚至从属于普莱斯纳学说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整体”定义，对于生命体来说，这个定义不仅具有典型的意义，而且被用来建立界限的定义（Plessner，1975年，第100页及下页）。

根据这个定义，下一步所应思考的对象就是生命体，其“生命存在”可以通过界限范畴加以说明。至于“范畴”该如何理解，没有明确的定义。但是普莱斯纳认为，无论怎样，下一步的思考不仅应该是非经验的，而且应该同时有助于建立生物科学的基础，也就是所谓的“哲学生物学”（参阅Plessner，1975年，第66页）。

根据这一观点，界限的典型意义是它的双重性：它既是区分性的（这个特点使它等同于一个非生命体的简单轮廓），同时又是结合性的。对于生命体来说，界限保留在它的本质特性的概念定义中（Plessner，1975年，第102页）。与黑格尔范围更广的界限概念相比，普氏的观点乃是对概念手段的一种限制（参阅Hegel，1986年）。那么，这个理论策略定论所导致的后果是，普莱斯纳无法对自己概念手段的理论自圆其说：“界限”必须在范畴上连同生命体的其他定义一道来理解，因而它必须处在任何经验的东西前面，必须受保护不受经验的修正，而且正因为它也必须以物体的形式出现，所以必须在经验的环境中以物体的形式得到证明。这种“范畴的双重性”导致了普莱斯纳概念结构体系上的累赘臃肿，使其概念结构在超验哲学的重建思考、现象学的现象分析和整体心理学的记录之间徘徊不定。

普莱斯纳从生命体与特征相关的（指示性的）各种标志出发，同时在内容上兼顾到下属的“作为生命体范畴结构性的本质标志”，展示了界限定义的各种形式（Plessner，1975年，第114页）。他在阐述这些“情态”时，所遵循的是在经验和生物学上众所周知的那些定义（发展、可受刺激、繁殖），然而，关于它们的主题讨论采用的却是狭义的新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形式。这是因为生命证明自己是“典型的”事先设计好的（Plessner，1975年，第137页），发展是在可自我调节性“和谐均衡”的天意中进行的（Plessner，1975年，第160页及下页）。在这种情况下，生命的进化就具有了反达尔文的特点（Plessner，1975年，第146页）。这个以经验结果及生物学的结构前定为基础的纲领，其结论就是界限实现的三个阶段的理论。作为定位，这三个阶段可分别归属于植物、动物和人这三个经典的生命类型（关于此论点的批评可参阅Weingarten，2005年；Gutmann/Weingarten，2005年）。

对于人来说，他的定位是天生的离心定位。鉴于动物的向心定位，普莱斯纳的这个比喻又重新回到了最初关于环境和世界的区分问题上。在盖伦那里被理解成直觉退化的人的构造，在这里得到了一个不仅仅是以先天不足模式为基础的解释。此外，“人类学的三个基本原则”（自然的人为性原则，间接的直接性原则和空想的立场原则）在这里也起着重要作用，它们着重强调反思距离和自我认识的成分，而这只有在“超越自我存在”当中才能加以确定。根据这样的理解，人是积极意义上的生物。由于他在界限构成问题上的离心定位，他只有通过三种形态，即世界—外部和内部世界—共同世界，才能最终走向一种整体意义上的和谐世界（Plessner，1975年，第302页及下几页）。

天生的文明动物：实用主义的视角

如同普莱斯纳一样，盖伦在对“人”进行定义时，虽然停留在物体范畴的逻辑语法里，但通过对人所具有特性的突出强调而为我们提供了其他的概念手段。他认为，人作为行动的动物是“天生的文明动物”（Gehlen，1986年，第32页；Weingarten，2001年）。然而无论怎样，人们现在可以通过这个动物的活动来阐述它同周围环境的特殊关系，而这个关系已不再首先是一种环境关系，而是一种世界意义上的关系。有鉴于此，人所特有的“非专有性”（Gehlen，1986年，第32页）就能得到应有的考虑。这个所谓“非专有性”把人变成了同环境适应理论的狭隘界限格格不入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盖伦用这样一种实用主义的方法，成功地对人作为有缺陷动物的特殊地位做出了解释。此外，他还认为，人由于命中注定是行为的动物，所以他也还“未被锁定”。借助这个论点，“向世界开放”的概念便获得了另一种基本含义，有可能作为积极的人性特征的这种开放，如今却证明是一所大自然将人囚禁其中的不折不扣的监狱。其结果可以通过对两种与人的经典定义相关的体系的阐述得到揭示，即人作为创造性的人（homo faber）和具有理性的生物（zoon logon echon）。

语言说到底也不外乎是对人的行为体系的区别，它可以被理解成减轻负担作用的、与有效的行动相关的信号系统。它和行为体系一样，在本质上都具有工具的性质。虽然“沟通和快速的表现、‘暗示’或符号作用，自我感觉到的和感官反射的自我活动，以及最终同世界进行接触的强度的降低和负担的消除”（Gehlen，1986年，第47页）在语言中特别简明扼要，但它们并不局限于语言之中。语言紧随在“前语言的行为”之后而发生，但并不失去它作为消除负担系统的特殊性。正因为如此，它又明显限制了从辨析角度上同普莱斯纳，以及从概念角度上同乔治·赫伯特·米德的接近关系。在盖伦眼里，人的两个优秀特征的产生，归根到底要感谢有缺陷的动物在生物学上的困境。

技术作为自然的转化

对于如何化解上述由动物和人比较中所产生的矛盾，其出路不能在对这种比较的方法论的批判以及对比较的反驳中，而应该在作为人的特点起源的、对人类行为形式的强调中去寻找（这是舍勒、盖伦和普莱斯纳三人的共同点）。这里，学者们的核心推断是，技术是从自然转化到人的目的的媒介。其特点是，将生物学上有缺陷的人保持在“自然”之中。然而，如何来评价“第二自然”，他们的意见却大相径庭。因此，盖伦在他有缺陷的人的学说之后，针对从自然转变到文明的消除身上的负担作用进行反复论述。这里，消除负担一词同时从贬义的角度提示，技术的无条件性将会自行出现。人无外乎就是一个技术的动物，倘若抛弃技术，他失去的将不仅是对自身负担的消除，而且是自身存在的基础：

人为了具备生存能力，其构造是以改造和征服自然为目的的，因此，也是以有可能去体验自然为目的的。因为他没有专门的技能，所以免除了要对周围环境自然而然的适应。他将自然改变为服务于自己的生活之物，这个总概念叫作文明，文明世界就是人的世界。［...］所以，文明即“第二自然”，或者说：它是人的、自己加工了的和他可以单独生活在其中的自然。“非自然的”文明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本身是“非自然的”，亦即有别于动物而创造出来的人的作用和影响。（Gehlen，1986年，第38页）

与盖伦的观点不同，普莱斯纳的三个“人类学基本原则”描绘出的是完全另外一幅图画，虽然在他所阐述的由技术引起的自然转化中，我们也能看到人发展和进化到一个文明动物的核心动因。就这点来说，在“自然的人为性原则”和盖伦的“文明动物的自然性”理论之间存在系统的相似之处。但是，普氏的“间接的直接性”原则和“空想的立场”原则，远远超出了盖伦从补偿角度进行思考的和在超越方面主要从异化论角度所提出的理论体系（Plessner，1975年，309页及下几页）。

批判评价

哲学人类学曾经与当代哲学的其他形式有过激烈交锋，其中批评的意见占据着上风。比如马克斯·霍克海默[4]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它同时反映了人们对哲学人类学诉求的一种普遍看法：

现代哲学人类学起源于市民阶级时代的唯心主义哲学一开始就试图满足的同样一个需求：在中世纪的秩序倒台后，特别是在作为绝对权威的传统崩溃后，人们需要树立新的无条件原则，从中可以得出人的行为名正言顺的理由。（Horkheimer，1988年，第252页）

所有哲学人类学的论著作者都在寻觅关于“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识的说法是否正确，这个问题已不言自明，无须赘述。对此，哲学人类学理论核心部分中经验知识的大量出现，已足以说明问题。然而不仅如此，从阐释哲学、现象哲学和新康德主义哲学那里又涌现出了新的批判观点，其中至少有部分观点也同样是针对知识的类型问题，即我们应当从什么角度来认识“人”的使命（参阅Heidegger，2010年；König，1967年/1994年）。虽然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著作《人论》中遵循的是同一个逻辑语法（此处直接承续了雅各布·约翰·冯·于克斯屈尔[5]的观点），正如同以物质范畴为导向的研究给哲学人类学所带来的情况一样（正像舍勒所提到的那样，这几乎同样导致了对自然范畴和文化范畴极端的界限划分，Cassirer，1972年/1993年，参见Gutmann，2004年），但是，在卡西尔的《符号形式的哲学》之后，还出现了哲学人类学思想完全不同的流派，亦即以区别媒介关系为导向的理论探索（参阅Gutmann，2004a）。这里，技术成了一个独立的形式定义，它不仅系统地涵盖了手段、工具和媒介，而且还说明了其对构建对立关系的重要意义。同语言一样，技术是一种独特形式的中间媒介，这是因为，它不仅通过手段、工具和媒介建立起同对象的关系，而且是在一种双重的媒介关系中建立起的这种关系（参阅Gutmann，2004a）。从媒介理论看，“人”的概念表现出双重含义：一是作为物质世界的对象；二是作为人，亦即作为发展逻辑的对象。在这样一种阐述的逻辑语法中，这个对象的外化发展及外化形式的发展才是它自身的使命。这时，这个整体必须从标准的而非描述的角度，以及必须从重建的而非创建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历史即可被看成这样一种整体，可以——非历史性地——作为发展的形式予以重建，而且可以按照这样的格言予以重建：“人是什么，他只有通过历史才能知道。”（引自König，1967年，第219页及下几页，那里有进一步的讨论）在这样的阐述形式中，技术将起到一个因素的作用，而不是被宣称具有哲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特殊地位。

技术伦理学的连带问题

倘若说哲学人类学（以这里重建的形式）成了伦理学思考的出发点，那么——如同我们在盖伦的观点那里所看到的那样——就会产生一种对作为人类繁衍必要形式纯技术的东西的辩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针对技术的个别特点，而不是针对技术的结构进行批判思考。倘若不是如此，那么，以于克斯屈尔理论为导向的、功能主义形式的环境和生物描述，就可能迫使人们对整体的介入主义行为方式予以原则性的反驳（参阅Habermas等，2001年）。反之，哲学人类学领域的思考和观点的介入，或许能为理解人作为技术的动物提供重要的提示，并且不把人仅仅局限在此定义之中。

当前的视角

当前对哲学人类学的进一步研究（也在技术理论的上下文中），不仅对普莱斯纳的双重性学说情有独钟，而且还试图建立一种取消社会学、哲学和生命科学界限的对人进行总体考察的视角。缘此，从广义的角度去理解“双重性”的问题似乎更为恰当（参阅Fischer，2008年；Fischer/Jonas，2003年；Krüger/Lindemann，2006年；Krüger，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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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生命哲学

假借当前生物哲学和生物伦理学学术流派之东风，生命哲学补充了对技术哲学中生命现象的探讨。生命哲学的观点认识见于“生命和技术”（参见第4章第C.1节）、“文化和技术”（参见第4章第C.4节）和“哲学人类学”（参见第4章第A.3节）等章节之中。

生命哲学

生命哲学是一个学术流派，它的起源受到阿图尔·叔本华、弗里德里希·尼采和威廉·狄尔泰的重大影响。20世纪中期之后，这股学术潮流不仅在亨利·柏格森、马克斯·舍勒、格奥尔格·齐美尔、赫尔穆特·普莱斯纳、奥尔特加·y.加塞特等人的学说中达到了巅峰，而且也曾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者格奥尔格·卢卡奇最为猛烈的批判（Albert，1995年）。这股潮流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800年前后生物学建立之前，人们关于感觉论和活力论的争议。生命哲学反对把生命归结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的产生既是作为一种反抗自然科学对生命的机械论和决定论立场的潮流，也是作为一种反抗以康德的认识论为代表的学院哲学对生命的唯理智论观点的潮流。但是，它并不排斥自然科学知识。因此，生命哲学将自己理解为一种宏观战略的努力，试图总体性地观察社会和生命，在一个技术化的世界中赋予人的生命以目标和意义。

人们对于直接掌握和了解生命的向往推进了因内在原则而产生的伦理直觉主义：由于人有生命、理智和感觉，所以他能认识和感觉其他有生命之物。这种由柏格森等人所代表的形而上学的思辨，不仅经过一段有明显基督教特征的接受历史（从泰亚尔·德·夏尔丹[1]和阿尔伯特·史怀泽[2]）保留了下来，而且还见于阿尔弗雷德·诺尔斯·怀特海[3]的过程哲学和柏格森的阐释者吉尔·德勒兹[4]等后现代思想家的学说中。由于生命是直接的事物，所以技术从这个角度常常被理解为间接的事物，它被赋予的特征（如通过上帝等）可以通过形而上学得到解释（参阅Karafyllis，2011年）。二者的背后皆隐藏着生命和技术创世的起源问题。柏格森将人作为有创造力的工匠（homo faber）的学说是他在《论道德和宗教的两个起源》（Jena，1933年）一书中探讨宗教哲学问题的一部分，借此，技术便获得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开端。

早在1907年，柏格森就发表了他广为接受的著作《创造进化论》（1912年出版德文版），文中包含了他对如下自然科学观点的批判：“只有在有机体事先被等同于一部机器的情况下，有机物质才能得到科学的研究。”（Bergson，1912年，第99页）他要借此来反对所谓的技术形态主义，因为有机体的概念来自机器（源自希腊语的organon：工具）的比喻，通过这个比喻，人们就能够从观念上把目的加诸生物体之中，并从目的论上对它们的存在进行解释。柏格森以此对康德的《判断力批判》（1790年），特别是对“目的论判断力的批判”的一部分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在康德看来，我们只能把生物解释成由技术形成的有机体，亦即这些生物“似乎”都是有目的被创造之物。康德提出的这个反对以一元论看待生命的论断，触及当前技术伦理学方面的一场关于恰当的语言词汇问题的争论。因为除了使用技术的专业术语之外，生物科学家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可以同康德就生物体（亦即有机体）的问题进行讨论。对于其中剩下的那些无法解释的生命现象，康德曾经用一句著名的话评论道：“绝不可能出现一个青草的牛顿。”[5]（KdU，§75，Kant，1974年，第352页）

康德对生命进行辩证思考的号召和要求，经过黑格尔的发扬光大，至今仍对技术伦理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原因在于，生物学上的技术形态学的比喻和模式（如将细胞比作“工厂”）将一部分非技术的成分隐藏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伦理学越来越难做到用人的行为可能性和自由的决定来解释生命体有目的的活动和放弃活动的行为。技术形态学要求人们既要经常地从日常用语的角度去理解生命体，同时也要经常从生物学及技术的角度去理解生命体，也就是说通过语言来让其他非技术的部分变得可以为人们所理解。

康德的结论是，一个需要对生命进行解释的人必须不断地使自己意识到他做解释的那些条件。柏格森对康德的结论做了一番折中：有机体不是机器。按照柏格森的观点，生命科学应该另辟蹊径，即它必须研究记录有机物，无须事先将其当成一部机器（Albert，1995年，第95页）。这就是说要回归到生命体的物理和化学的基础上去。柏格森认为，生命体是通过所谓的生命能量（élan vital）从物质中产生并且继续生长的，它不是一个决定论的过程。人也同样充满着这种与外部世界进行互动的生命能量。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这就使一种直觉论成了可能，借助它并通过对相关生命长度的反思，生命体与世界进行对话和沟通。柏格森不强调生命的终极性（目的论思想），而是强调生命的媒介性和暂时性，由暂时性产生了创造性和技术。柏格森并不把自己看成活力论者，但通过他的生命能量学说支持生命的流出理论，这种理论在关于生命的自然形成的争论中又重新得到了体现。

自从尼采提出“危险地生活吧！”（一个与机器时代由技术的可控性产生的安全感针锋相对的口号）的口号之后，生命哲学也对生命和危险的关系进行过讨论。由于生物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所以它永远不可能像机器那样受到控制。这就为生命科学中的风险探讨提供了另外一层不同于技术科学的含义（关于这点参见第5章第7节和第5章第23节）。同时它还触及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应该从决定论的角度去理解技术，并且把它看成人自由的对立面（关于技术决定论参见第4章第A.9节）。何塞·奥尔特加·y.加塞特和格奥尔格·齐美尔把冒险和危险视作人的一生的基本结构，其本身就一直包含着对技术的追求。因此，尼采所号召的那种危险的生活乃是多余的吆喝。更应该提倡的是，在忍受生活的矛盾对立的同时要有所行动，这就为又一个当前的哲学流派——生活艺术哲学做好了铺垫。按照奥尔特加的名言“要生平传记不要生物科学”的含义，生活艺术家就是他自己生活的安排者，为此他（她）需要各种各样的技术。

从方法论来说，生命哲学采用的是现象学、历史哲学和阐释学的工作方式，并且特别专注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角度中人生的叙事性和历史性。同英国及法国的感觉主义、新康德主义以及早期的达尔文接受（赫伯特·斯宾塞[6]）有紧密联系的这股潮流，对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发展产生过深刻影响。在一些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那里，世界以及其中的文化（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7]）被理解成具有生物有机体的结构并且为生存而进行的搏斗。这个曾经引起对生命哲学猛烈批判的，并将其推至纳粹的杀戮和疆土意识形态边缘的观点，如今仍见于环境伦理学的一些生物和生态中心论的学说里。他们不承认人的精神、主观和行动可能性的特殊地位，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反民主的思想。在他们眼中，技术是生命和有机体和谐的干扰因素。由恩斯特·荣格尔[8]等所代表的另一个颇具争议的生命哲学派别又复活了尼采的“权力意志”，在为技术世界叫好的同时，设计出了一个天生残缺不全的人。这个残缺的人能够通过对自己在技术上的自我完善，尤其是通过武器的装备（关于军事技术参见第5章第15节），钻研并进入技术的世界。自然所形成的世界对生命是充满敌意的。如今，在同人类增强（参见第5章第8节）讨论有诸多联系的超人主义运动中，我们又可以重新看到这条传统路线的部分影子。

其他流派的生命哲学，比如赫尔穆特·普莱斯纳，明确地反对动物界之外的有机体观点。对植物和生物来说，永远只可能有一个环境世界。在普莱斯纳看来，技术是人类开发世界的手段，人类通过它得到了一个能够在其中存在的世界。尽管生命哲学的鼎盛阶段和文化悲观主义，以及对进步乐观主义的批判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但许多生命哲学学者对技术是持开放态度的。正因为如此，奥尔特加·y.加塞特于1939年在他的《技术论》一书中，将技术的目的和一门成功的生物学联系起来时说：

自然的变革或者技术就像是每一次的转换和变化，它如同一次有开始和结尾的两头运动。开始的时限是自然，就像它现在这样。要改变它的话，人们就得设定另外一个时限，以便它去适应这个时限。结束的时限就是人的人生计划。我们该如何来称呼他原本的目的呢？显然是：健康，幸福。（Ortega y Gasset，1939年，第478页）

这样一种对生活艺术的论证方式，即在整个人生阶段里，把幸福确立为当前技术潜力应该优先考虑的事物，在诸如遗传诊断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参见第5章第7节）。人们是否应该对自己包括老年疾病在内的人生进行仔细规划，抑或人们是否应该（允许）甘冒风险，到不安全里去生活？对于诊断技术来说，一种伦理学意义上的不想知道的权利越来越受到重视。

生物哲学

生物哲学是一门年轻的学术流派，它以生命哲学的观点为基础（比如汉斯·约纳斯等），但是越来越多地采取实验室里的实验制造行为和战后时代生物技术的方法。它自认为是理论生物学意义上的科学哲学，因此十分关注生物有机体和更高级的生命聚集单位，如物种、种群和生态体系等。生物哲学大多以伊曼努尔·康德对有机体技术形态的认识，以及亚里士多德对生命体目的论学说为出发点，其核心议题是客体的构造（如模型有机体）和观察的角色作用（参阅Köchy，2008年）。对技术伦理学来说，生物哲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不仅为技术的影响作用揭示了生物学的可能空间，而且还揭示了可为和可解释的界限（比如自然的目的）。生物哲学发展了在生物伦理学和技术伦理学中应用的重要和有指导意义的概念区别，如有机/无机、生物/非生物、有机体/生物体、人工制品/生物制品等。

这里，生物哲学的观察角色作用可能涉及一个形而上学的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人的精神的进化和发展看起来能够进行历时角度的观察（进化认识论）。与此相关联，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所谓的进化伦理学应运而生：从表面看，似乎人类的道德发展就像技术化进程一样（双进化式）被纳入了进化过程。与此同时，个人的意志自由（关于神经学技术参见第5章第19节）和行为自由未得到足够的考察，包括技术的能力资格在内。

生物伦理学

生物伦理学在明确的伦理学观点之下，结合了生命哲学和生物哲学的论据链。它以对人的生命的开始和结束的新认识为起点，发展于20世纪中期，因此与医学伦理学以及动物伦理学（比如异种移植物等问题，参见第4章第C.3节）有密切的联系。与生物制品的技术伦理学相比（关于生命和技术参见第4章第C.1节），生物伦理学的核心范畴在于澄清生物的道德地位，并对非技术化形式的前人类的生命阶段（借助关于物种、持续性、同一性和潜在性的论点）和源自神学领域的自然性问题进行阐述。生物伦理学从生命哲学中继承了某些类型的内在原则、活力论以及伦理直觉主义（也可称作同情伦理学）。这种伦理直觉主义不仅有可能要求给予特定生命形态以自我价值，而且还可能要求给予它们生长繁衍及生命完成的权利，并最终可能导致对生命的绝对保护。

传统的生物伦理学观点还反映在专家们对合成生物学（参见第5章第23节）的态度上：在瑞士联邦非人类领域生物技术伦理学委员会（EKAH）的纲领里，就出现过关于细菌伦理学的问题。委员会的多数会员采取的是生物中心论立场，认为细菌有它们的自身价值，“因为它们是生物”；但是，这个价值必须在质量评估中处于低等级的地位（EKAH，2010年，第15～18页）。少数会员则持病理中心论的观点，他们不认可对细菌的同情。于是，生物伦理学通过生物技术就把所谓的人类形态问题转移到了技术伦理学之中：这时，我们对生物的解释就不是通过技术的概念（技术形态），而是通过人的生命、人的共同生活和相互认可（比如尊严和利益）的概念（人类形态）。

生物伦理学的另一个核心领域就是一体性，亦可理解为身体的完整性。这对人们关于器官捐献、器官买卖直至尚无规范管理的劳务买卖（Body Shopping）的伦理评价十分重要。如同对技术伦理学一样，对生物伦理学地位的探讨和评价也同样是丰富多彩的，并且从伦理学的传统中汲取丰富的养料（参阅Düwell，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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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泰亚尔·德·夏尔丹（Teihard de Chardin），1881—1955，中文名叫德日进，是法国耶稣会士，神学家和自然科学家。

[2] 阿尔伯特·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德裔法国医生，著名学者，被誉为20世纪人道精神划时代的伟人。

[3] 阿尔弗雷德·诺尔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

[4]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

[5] “青草的牛顿”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使用过的一个比喻。他想借此说明，牛顿在物理学上所取得的成就，生命科学将永远无法企及。康德的这一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认为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一个重大区别。

[6]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首次将进化论引入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

[7] 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历史哲学家和文化历史学家，他认为，任何一个文化形态都像生物有机体一样，都要经过青年期、壮年期直至衰老灭亡。

[8] 恩斯特·荣格尔（Ernst Jünger），1895—1998，德国作家、军官和昆虫学者。


第5节 文化主义技术哲学

方法论文化主义是一个始于德国马尔堡，并且继承和发展了埃尔朗根和康斯坦茨学派的方法构成主义的学术思潮。它与后者皆赞同语言学和语用学转向（linguistic and pragmatic turn）运动的观点，亦即认同哲学语言批判的纲领以及知识来自实际行为的论辩纲领。同时，它还为这场运动补充了一个文化学转向（cultural turn）的概念，即采用重建的方式注重人及其生活环境的历史性（Hartmann/Janich，1998年）。这种对现有的历史文化采取哲学批判式吸取、接受的思潮，不仅涉及诸如语言、科学和规章制度这样的传统主题，而且还特别把技术当成人类典型的文化成就的重点实例。这样，文化主义技术哲学的主要内容就显而易见：技术作为行动的人的文化成就应当在历史的条件下，用经过语言批判澄清后的概念加以描述（重建）。

技术和技术哲学

“技术”一词（参见第2章第1节）就像此处同样相关的“自然”、“文化”和“人”这些词语一样，代表着一个反思概念（“人”这个词的意思不是指进化生物学上的分类，而是指一个有责任感的行动和认知的文化人）。也就是说，这些名词的作用不是借助示例和反示例来对自然的或是文化的对象进行称呼。“技术”更多地代表针对事物过程的技术内容的一种概念（同理，其他名词代表的是针对自然、文化和人的概念）。

由此可见，在哲学这样一个反思学科中，技术如同自然哲学、语言哲学或是文化哲学一样，是个独立的哲学分支。尽管技术缺乏科学理论所具有的那种名气，也没有促进自然哲学发展那样的与自然的近距离关系，甚至技术哲学还常常被当成哲学中无足轻重的科目，但是，这一切或许是古希腊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个误会。那时，工匠（banausos）如同奴隶和妇女一样，没有市民（polites）所享有的那些权利。市民很少从事体力劳动，而是从事政治和理论（theoria）形式的认知（episteme），所以，阿基米德那样的技术知识不算是一门科学。

作为文化现象的技术在它的最初阶段就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问题，这些问题同它们自己丰富的历史和不同的价值判断息息相关。有鉴于此，我们在这里要用语言手段和从哲学批判的角度，对技术同文化和自然、科学和历史以及伦理和政治进行论述和反思。

技术的两大内容

虽然技术在古希腊哲学家中的评价十分有限（参见第4章第A.1节），但是对于技术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区分可见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里。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在关于“自然”（物理）的讲座里，从定义上明确对自然和技术做了区分：前者在自己身上已包含了产生和变化的原因，后者是通过人的行动而被人为地创造出来的东西（Aristoteles，1995a）。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在《尼可马各伦理学》中，就（道德上中性的）制造（poiesis）和应作为伦理学评价的，并且关系到其他人的行为（praxis）做了区分。

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所做的区分不应被误解为把世界划分为相互对立的事物等级。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技术以及技术/实践的划分，仅仅表示的是事物不同的方面，而这两个方面是完全可能在同一件事物上出现的。正如人工的大理石雕像带有大理石天然的特征一样，由技术制造出来的银盘可能“实际上”同时是一个不义的被盗之物。古代的哲学家们常常喜欢借用一件工具合乎其目的的例子，来对人的伦理道德进行阐释。

缘此，技术的两个哲学意义上基本的内容就已摆在了我们面前：“技术的”这个定语乃是由人以特定目的制造出来的物体的特征，这些物体不仅有自然内容方面的，而且还有道德（“实际”）内容方面的区别。它们有可能会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使命（拉丁语称其为功能），也有可能会很糟糕地完成自己的使命。由于这两种可能性尤其取决于其制造者的本领，所以技术不仅被运用在人工的产品上，而且也用于生产本身（并得到相应的评价）。

技术和人的行为

古希腊人对技术的区分再度见于文化主义技术哲学的行为论和语言哲学的划分之中。人不仅表现出他自己天生的和自然的行为方式，比如他的身体方面（诸如重量、胖瘦或体温）、生命方面（如新陈代谢、衰老或生殖）和动物性方面（如感受刺激性、灵活性或目标性）的后果，而且他还是一个群体性的学习和文明动物：亚里士多德的名句“人生出了人”不是生物学上的通俗词语，而是为具有语言和理性的生物（zoon logon echon）做一项提示，即只有在人的群体中（zoon politikon），才能实现通向人的学习和文明之路。

倘若我们今天把行为理解成由人归属给人的功劳或失误（有别于单纯的自然行为）的话，那么，那些专属于人类［作为生产（poiesis）及实践（praxis）］的技术文明成就便具有了理论和伦理学的特点（参见第4章第A.1节）。

其实，动力学意义上的人的运动就已经分成了自然行为（如呼吸、消化、生长、反应等）和常常需要花力气学会的、文明所特有的运动行为（如行走、跳舞、游泳、绘画、写字、弹奏乐器等）。文明运动叫作制作（poiesis），如果它的目的是制造永久性的、在后续的行为中可作为工具使用的产品的话，从木匠和厨师的工作，直到日常的生活过程，如穿衣或整理物品等，都可视为文明运动。

德语中的外来词“文化”（来自拉丁语的colere，cultum）在现代德语日常用语中只有果树培植或是细菌培植的原意，其主要的词义指的是人为的、有计划的对已存在事物的干涉，这个已存在的事物则主要是自然事物。简言之，文明史起源于技术史，技术通过土地耕作、牲畜养殖和手工制作使自然逐步文明化。文化首先就是人按照自己的需求和目的对自然所进行的技术改造。

自然和文化之间的技术

至此，在我们对技术做了文化主义的定义（定义用词有双重语义，常常既表示过程又表示结果），以及把技术理解成对活动和活动的物质产品的掌握之后，我们要提醒人们不要将技术做自然化的理解。动物也能够制造不依赖于它们而继续存在的物体，如鸟巢和蜘蛛网、蜂房和蚁穴、地洞和水獭窝等，即由单个动物或者只能由一群动物制造出的产品。动物学家和行为学家很乐意强调这些动物产品的合目的性，并声称动物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他们在将合目的性作为动物行为的特征时，没有认清目的和手段概念对语言交流，以及对人用自己特有的对等条件进行相互合作实践的依赖关系。因此他们没有发现，自己把作为自然现象的动物产品混淆成了人的合目的性，并将其当成了动物的特性。

在人创造文化的行为中，必须对参与行为和集体行为加以区别。前者只有在其他人的参与下才能够进行并取得成功（如比赛或是交谈），后者只有在集体当中并依靠他人才能达到目标（如成立协会）。个人行为在这里指的是那些个人所能完成的并取得成果的行为。技术特有的行为可以同属于上述三种类型。

然而，动物的产品是非技术性的。倘若生物学中的人具有一种用以议论自己的语言，那么，他们是在用一种不恰当的和比喻式的，亦即转义的话语将动物人类化或是人格化。因此，自然主义不仅错误地把制造和使用工具这种人所具备的技术活动当成动物的特性，而且也误判了动物在自然状态中以及在文化环境中的学习过程（如训练过的警犬，实验用的新喀里多尼亚乌鸦等）。它从自然主义的立场出发，把这些都解释成了动物界具有文明的依据。

人类的文明行为首先建立在语言的交流和合作上，而这种交流和合作只能被理解为参与行为和/或集体行为。行为和作为行为一部分的言语代表着人与人之间彼此对之负责任的那种关系。这种实践关系处在诸如“同样的权利，同样的义务”这样的对等条件之下，这种对等关系既不在人与动物之间，也不在人与自然之间，在动物之间更不可能实现。其原因在于，这种关系与一种要求含义和用途的语言紧密相关，因此也与人对自己同伴行为的相互解读相关，而通常只有在假定语言具有目的和意义的情况下，这种解读才会成功。

技术和科学

与理论（文字翻译的意思是，通过观看所获得的）知识不同，技术知识与行为的完成以及与注重行为的成功和结果相关联。这是一种knowing how（知道怎么），有别于knowing that（知道这是）。

如上所述，科学的历史——根据对科学的定义不同——只有几千年甚至只有几百年的时间，而人类征服生活历程的技术形态从一开始就属于人的文化本性，所以它经常被称作人的“第二自然”。倘若说技术手段是为了满足人的第一需求和第二需求，如饮食、穿衣和居住，以及工具、武器和装饰，那么在科学的最初历史时期，新形式的知识就逐渐脱离了它的直接用途，通过理论的语言形式而获得了它独立的地位。最突出的一个例子（除了天文学和音乐理论之外）就是古希腊时代早期阶段的几何学：正如从图画和陶罐艺术中发展出圆形和球形的空间形式，从棱角分明的边饰花纹中发展出尖角和平行线的形式一样，它以同样的方法产生了用语言可以描绘的艺术图案，从而显示和证明了学者对人类手工制品的解释和推断。撇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下的不同定义不谈，几何学的基础就在技术之中，准确地说就在手工制作之中。几何学在天文学上用来表示太阳、月亮和星体的运用实践，要归功于人们通过手工在一个石制空心半球（skaphe，圆盘）中，借助一根居中的指针（gnomon）对天空中的半球的复制模仿。

有鉴于此，技术既无须被解释成主流生物人类学意义上的对有缺陷动物的一种补偿（Gehlen，1971年），也不必像技术哲学开始时期那样（Kapp，1877年），把技术产品当作人的器官的替代或延长。如果说技术产品在何处超出了满足人的主要和次要需求的范围，那么，它们在那里就是这样一种科学的架构和媒介——它必须从认知上对自然进行界定，以及必须从技术上对之加以掌控。技术的这个作用一直延续到当今最现代化的实验室研究中：用手工及技术的方法制造出实验物品，目的是借之获得测量、观察和实验结果，以及从中得出一种作为技术上能够复制的、自然科学所特有的经验形式（Dingler，1928年）。

技术和理性

在19世纪经验自然科学举世瞩目的成就和20世纪物理学所带来的对经典物理学世界观的经验主义重新评价的影响下，技术虽然对生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影响不断增大，但它对理性的促进作用完全脱离了人们的视野。但凡自然科学在其自身学说及其相关哲学思考被限制在逻辑和数学的句法结构，以及局限于对其结果的经验控制的时候（逻辑经验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其成果的技术条件便消失于人们的视界之外。换句话说，技术发明、技术设计和技术制造工作一方面为自然科学提供研究课题，但另一方面其自身又必须服从某些常见的规律，诸如技术制造过程中部分活动合目的的顺序等，而这一情况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

如同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如果有人想吃煮鸡蛋，那他就应当先煮蛋，然后再剥蛋壳。同理，每个技术研究和生产的过程都是同步骤的顺序紧密相关的，产品的目的决定着步骤的顺序。如果要制作一个彩色木雕，那么就必须先雕刻再上色。这既非自然法则也非道德规定，而是针对某个特定产品的制造活动链条目的取向（Zweckrichtung）的一种顺序。不仅每件产品的技术生产工序，而且每个科研过程在原则上并且始终包含着步骤的顺序链，只有在遭到失败惩罚的情况下，这个顺序链才可以进行更换。对于朝向结果的语言描述过渡来说（或者叫规定，比如功能标准），这个步骤顺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换言之，科学研究的技术特点要让科研服从一种方法秩序的原则（Janich，2001年）。

比之于语言的文化功绩，技术的文化作用对人的理性有深远的影响：我们不仅规范我们自己的生产秩序，同样也在方法上这样来规范我们自己的实践（比如语言）活动的秩序：请求先于感谢，加法先于乘法——如同先（用技术）烤面包，然后再食用一样的道理。

在当前的学术讨论中，人们远远低估了技术对于理性文化这一贡献的意义（参见第4章第C.4节）。这是因为，从方法上对制造过程链以及总体上所有行为链的秩序规范——同样适用于运动学的原则是跳跃一条壕沟必须首先助跑，然后再跳，而不是相反——反映了该原则对于目的和手段关系的一种特殊的开放性。在当前科学界教条式地提倡的各类关系中，亦即在逻辑和因果的顺序中，这个开放性乃是一种缺失：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不仅可以有不同的手段，而且，同一个手段可以为达到不同的目的服务。人们在对技术做伦理学评价时应当始终对这点加以考虑。

缘此，文化主义技术哲学表明它自己也可以用来替代作为以系统理论为导向的“技术”的技术哲学（Ropohl，1999年）。这样一种技术哲学不仅在描述性意义上有别于人的行为的理性标准和方法上的势在必行，而且也把技术及其历史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因素与之区分开来。当产品的设计者和制作者因免除了责任而变得轻飘浮夸时，这种形式的技术-哲学就失去了创造型和实用型的技术行为者的实践视角，因而也同时失去了技术作为文化的创造者的人的条件（conditio humana）。

在实践理性方面，技术表明自己是一个能够对有争议的自然及文化关系进行定义的重要角色。凡是在涉及人的身体及精神问题的地方，比如从人工智能研究到脑神经科学，以及凡是在人的精神文化能力坚定地反对任何从逻辑-决定论或从因果关系角度，把人的能力简化为从自然科学-技术上可以掌控的物质的承载系统的地方，对同一对象进行不同描述的合目的关系就能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

对一台计算机所进行的物理和技术描述，不足以从逻辑和因果角度反映出用它所获得的计算结果的有效与否，因为，倘若这台计算机由于故障提供了错误的结果，那么这些描述仍然是有效的。同理，人只有一个大脑用来认知和误判，因此，就不能用技术的模式把人的认识定义为大脑的因果或是正常工作状态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认知文化以及对认识和误判的区别面前，自然规律是中立的。这一点只有技术能够教给我们，因为它是把同一个产品的自然和人为因素联系在一起的特殊手段。

技术和进步

技术与文明相比较还具有一个很少受到重视的作用：但凡是针对人类文明史中是否存在进步有争议的地方，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有技术进步，并且非常专业地根据效率、增长、不同功能、生产和使用费用的减少、体积减小、产品和生产的持续性等标准来一一列举出这些进步。根据行为学对技术概念的解释，我们能够看到技术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意义，而这种文化形态又表现为文化的技术形态，因此，进步和“文化高峰”之说才能成立（Janich，2003年）。

不言而喻，产品制作作为其他行为的中介是有计划的和以产品目的（其功用）为目标的行为。计划作为通过行为的行动准备，虽然不能不联系已计划好的行动来进行理论探讨，但可以无须完成已计划好的行动来对之进行理论探讨。人们把这种情况叫作设计（比如设计一台机器）。于是，在设计领域里就有了上面所确定的方法顺序。举例来说，必须先发明轮子，才能设计出一辆带有相互作用的轮子的机器。历史上，先有了轮子的使用，然后才有了将其改为滑轮的情况，亦即将其作为手段为一个新的目的而用（由车辆运输重物改为牵引力量的转换）。一旦人们掌握了滑轮的使用，就能设计出波轮（两个不同直径的滑轮紧靠在一起）或是滑轮组。由滑轮进行牵引力的传输又被齿轮的发明和应用所取代。随着齿轮的出现，人们就设计出了涡轮传动装置等。这就是说，技术产品设计的方法顺序代表了产品功能逐步改进和区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看作技术设备走向发展高峰的进步，并且采用的是以一种相互关联及不可颠倒的设计顺序，即后者分别以前者为前提条件。从假设的角度来讲，这样的一种发展过程可以出现在技术天才一个人的设计工作中（或者说他的头脑中），而无须受到过去历史上技术开发产品的局限。

然而，需要依赖实际经验条件的技术开发工作则不同。比方说，电流通过金属导线接地原理，只有在拥有金属导线的情况下才能被发现。历史上，当金属丝被人们应用于各种机械用途（固定、捆扎、装饰等）的时候，它的导电性能（来自希腊语的elektron，指琥珀在与兽皮摩擦时产生带电现象）就已经为人所知。这里，我们也能看到一种不可颠倒的步骤顺序，只不过，这个顺序还没有从单纯的理性及设计角度被定义，而是带有历史意义上的限定和经验的内涵。尽管如此，我们在这里（比方说在运用导电性能来设计电动机时）也能看到技术手段的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和进步（参见第2章第4节）。

如果我们把文明一词的最初词义看成理性地改变自然，那么，个别的、相互关联的和文明的发展也证明自己是一种进步。然而，由此所达到的文明高度并不能解释成有益于全部的文明，亦即所有文明成就的总和，而仅仅是有益于每个单独的及相互关联的发展路线顺序。我们可以列举交换、金钱、货币、信贷、利息、银行、股票、交易所这一先后出现的历史和方法的顺序作为实例，来说明一种朝着前所未有文明高度前进的、与工具和机器不相关的、存在于人类实践中的进步（Janich，2003年）。这个实例表明：进步在这里不表示一种道德价值判断，而是表示文明史的一个理论内容（参见第2章第4节）。

这样，我们就可以用对（最广义的）技术创新的探讨来取代对范例更换和科学革命的探讨（Thomas S.Kuhn），从而在超主观的有效范围的前提下，克服历史上实际存在的、把认知和组织结构的进步局限在社会（communities）的做法。技术和文化的进步应当依据发展本身来进行定义。这样，文化至少可以部分定义为具有发展方向的、能够客体化的现象。技术的历史特点在这里为文化的历史特点提供了一个模式。

技术和伦理学

鉴于其与人的行为内在的联系，我们不难发现技术所负有的责任义务。同样，如同人的实践行为（亦即人与人的关系行为）一样，我们也应当在伦理学的范畴下去理解人的技术行为的目标制订、手段选择、结果、后果和附带影响。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方法及文化主义的视角给我们揭示出了一个原因，即一个面向未来的技术后果评估工作，为什么在预测文化朝着伦理或政治及法律目标发展时，也会碰到自己的界限：由于技术进步常常至少是与手段转化目的相关联的（如轮子从车轮转变为滑轮），并且表现出上述目的和手段的开放性，所以就不可能出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对后果和附带影响的预测（Grundwald，2000年）。其原因就在于，人类的想象力对于新的目标定位和手段选择始终是开放性的。无人能够完全预测到用现有的手段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新目标，或者用新的手段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旧目标，这就是技术人员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应负有的责任所遇到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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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技术批判理论

批判理论首先是社会理论，技术批判理论也似乎必须遵循这一格言。这里有它作为对社会技术化过程进行伦理评价的特点和优势。为了弄清什么是这一优势的构成因素，我们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技术伦理学今天所面对的是哪些社会和科学问题，相对于其他的理论观点，技术批判理论对这些问题是否能有更切合实际的回答。在此基础上，我们在第二步时就能举出批判理论的基本前提，这些前提看来对于解释前述的提问很有裨益。第三步和第四步要对批判理论的核心立场和观点进行阐述，以澄清它们如何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现象进行探讨的问题。有了这样的基础，我们再来回答面对后现代批判的难题，技术批判理论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价值的问题。

科学和社会的问题状况是技术伦理学的出发点

今天，人类的生活环境受到技术和科学的深刻影响。社会和技术不单单是处在一种互为影响的关系中，它们的影响已经完全深入人类自身状态以及周围环境的每一个角落。不论是生物和医学技术对我们自我认识的冲击也好（如器官移植对人类生命的延长），还是信息技术所成就的那些新的关系形式、工作形式和战争形式也罢，这些形式似乎既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也不以人的亲历现场为条件。经过科学论证和方案设计的技术成了在各种社会关系形态中——从人的自身和环境状态到人的关系和交往形式，直到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方式——起中间桥梁作用的媒介（参见第4章第A.8节）。

与此同时，技术同样表明是一种对人的限制以及人的发展可能性的条件。所以，技术伦理学面临的任务是，“按照理性论证的标准尺度，重建技术评价和技术决定的标准背景，以求通过此法做出经过伦理学反思和能够付起责任的决定”（参见第1章）。但是，在当今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社会中，人们尚未弄清什么才能作为理性和批判普遍有效的参照点。倘若在前工业社会中，社会行为的标准基础还是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定位的话，那么，现代社会在世俗化过程中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必须从社会和历史出发，以入世的观点对什么是理性和富有意义的事物给予说明。自19世纪初以来，所有的学说和主张都试图用人的理性能力和主观精神因素来对道德和权利进行论证说明。然而自从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这种做法证明是自相矛盾的（参阅Habermas，1985年）。直到今天，这个矛盾现象对任何一个技术伦理学来说都是根本性的，它是每一个技术伦理学基本和首要的问题：

一方面，对人具有基本理性能力的假设，使得自由思想以及启蒙、解放和社会进步的观念成为可能。直到今天，人道主义和人权观念，特别是我们全部的法律体系还是建立在人具有基本理性能力和能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认识之上。进而言之，每一个要把世界改变成无暴力社会的思想都必然要以人的基本理性能力为起点，寄希望于人的理性认识而非迫于外力驱使。

另一方面，以主体为中心的现代理性又表现出一种压制和独断特性——只要在它看来是精神范畴的另类事物（如自身的天性、社会环境、异族人群等），都一律剥夺其理性能力及行为能力、自治权和受保护的资格。理性的这种向单纯合理性突变的另一副面孔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后果，19世纪工业化开始后对自然的大肆掠夺、纳粹的种族狂热、在医学的无痛苦死亡计划中以及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采用的工业手段“消灭无价值生命”等就是实例。

批判理论的几个基本前提

由此产生了技术伦理学一系列的棘手问题，要破解这些问题，或许批判理论对我们会有所助益。之所以这样说，并非因为技术是批判理论的特殊论题。事实上，狭义的技术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进入批判理论的视野（参阅Böhme/Manzei，2003年）。批判理论把自己定位为一种社会理论，它不仅以社会现实为对象，而且始终对理性社会状态的建立感兴趣。科学是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作为参与者，它必须对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作用进行反思和定位。那种认为如同社会学的传统方法一样，可以轻松地描述社会现实的观点，与批判理论科学的自我认识格格不入。同样，只是把自己当成哲学的社会学分支，而不介入社会的探讨争论——这样的伦理学实践也与批判理论大相径庭。

其次，各种不同形式的批判理论都对批判的标准参照点所面临的困难进行过研究。在所有观点学说中，我们都可以见到试图探讨理性和理性批判之间复杂关系的辩证法的思想脉络。有别于黑格尔的哲学理论，辩证法在这里没有明确被理解成一种扬弃的模式，而是把（认知）主体和客体放在“一个运动的和具体的关联体系中”（Demirovic，1999年，第625页）进行思考。这种关系虽然相互渗透，但从未完全等同或是融合在一个更高的形态之中。对解释的依赖性和时间性不仅是真理的核心因素，而且是辩证法观点重要的定义基础（参阅Demirovic，1999年，第623页及下几页）。由于技术评价不再能以普遍适用的标准为基础，所以，这种辩证法的观点使得批判理论对于技术评价的标准建立问题尤具吸引力。

此外，鉴于前面提到的实际问题，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一些如今对技术伦理学来说十分有意义的批判理论的基本前提。比方说我们刚刚谈到的（自然、社会和精神）科学的自我认识：由于它始终处于社会的关系之中，所以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即科学（家）应当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地位进行反思。与之相关，学者们普遍认为，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其相互之间具体的关系状态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加以确定，这样就能建立起不同的批判反思的出发点。这里，特别重要的是批判理论向理论和经验关联关系研究所提出的方法和方法论方面的高要求。后现代的社会批判因为社会现实的技术化而面临诸多棘手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这场反思个人和社会、（认知）主体和客体、理论和经验之间相互关系的运动是大有裨益的。

“……充满对理性现实状态的兴趣……”：初创时期的批判理论

在20世纪20～30年代批判理论初创时期，人们是否从标准角度去涉及精神理性和启蒙原则对所谓早期批判理论来说并不重要。作为理性构建社会关系指导原则的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社会理论（参阅Wiggershaus，1987年；第4章第A.2节）。批判理论的创立者之一马克斯·霍克海默在他具有奠基性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1937年/2011年）一文中，细致地勾画了这一理论的特点：“人的自我认识不是数学式的自然科学，而是充满对理性现实状态的兴趣、现存社会的批判理论。”（Horkheimer，2011年，第215页）社会不同于自然，它是一个有合理结构和自我组织的科学认知对象，所以原则上存在按照理性标准构建社会的可能性（参阅Böhme，2003年，第13页及下几页）。

然而，把批判理论作为社会科学以区别于自然科学，这种解释法仍旧停留在这样一个观点认识之上，即同样作为认知对象的社会和自然有本质的区别，两种对象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科学方法。虽然霍克海默完全清楚社会再生产和科学知识生产之间的交互关系，如他文中所述：“关于事实的假设关系……并非发生在学者的头脑中，而是发生在工业中。”（Horkheimer，2011年，第213页）但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他对自然科学认知客体的认识还停留在还原论的事实观念上：“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意义在于，用一种和理论所述的相关情况特别恰当的方法对事实进行确认。事实材料和素材由外界提供。”（同上，斜体强调由本文作者所加）

上述观点尽管从批判的角度注意到了科学的社会结构和制度结构，但是，它还是忽略了这样一层关系，即自然科学不仅要发现作为单纯事实的自然客体，还必须把它们当成具有社会结构的自然对象加以理解和研究。归根结底，自然科学过去用以研究其对象的涵摄逻辑法，似乎是一种对自然进行研究的恰当理论和方法。与这种对“自然科学论证方法的信任”（Böhme，2003年，第15页）相对应的，还有一种强烈的进步乐观主义的技术概念。这一概念来自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生产力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批判理论所接受的乃是现实中存在的技术，“因为它需要技术来作为自己理性社会状态设想方案的外部条件和提前”（同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并不是早期批判理论天然的研究对象，它随着赫伯特·马尔库塞（1964年/1972年）及其弟子（参阅Feenberg，1999年）的论著方才进入他们的视线。

介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批判理论作为非认同的哲学

随着批判理论第二部重要的奠基之作——马克斯·霍克海默和特奥多尔·W.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的问世，责任和社会的对立才被系统化地转移到一个相互关联的地位上来。受到屠杀犹太人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这两位早期批判理论的主要代表试图将现代理性转变为野蛮残忍的原因，归结为具有启蒙和进步原则的主观理性本身内在的控制自然的理念。他们认为，自古以来启蒙“所追求的目标，是消除人的畏惧，将人树立为世界的主人”（Horkheimer/Adorno，1989年，第9页）。同时，他们将西方理性中的自主主体的起源描述成一个矛盾冲突的过程（参阅Habermas，1985年，第132页及下几页）。

如同自主主体将内在和外在自然当作其自身的另类加以压制，并使之服从于自我保存目的一样，主观理性也将所有那些似乎对认知客体无足轻重的特征同客体分离开来。这里所理解的客体是所有那些不受有意识的主观性（对象化为个人和/或社会）控制的事物，比如其他主体、内在和外在自然或者物质世界。当理性主体根据自己的理性标准对非其自身之物进行辨认、分类和归位时，所有与概念不符的东西都被从对象中剥离。从这个意义上说，统治就已经存在于概念的定义之中，日常的实际知识和科学的阐释也同样如此。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把理性理解为精神原则，那么身体就是非理性的；如果我们将现代西方社会理解为进步和启蒙的代名词，那么，自然环境就表现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其他的文化和社会看来就是落后的和有待发展的文化和社会。

因此，需要有一个批判原则来提醒主体理性注意自己所一贯排斥的那些事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用“牢记主体中的自然”（Horkheimer/Adorno，1989年）这个辩证法的思想方法——之后阿多诺又在他的主要著作《否定的辩证法》（1966年/1994年）里将其扩展成“非认同的哲学”——阐述了这样一个批判原则。非认同哲学要求人们用每一个概念和每一次辨认来对自己排斥和自己非认同的事物进行反思，然而又不肯定地进行指称这个非认同的事物是什么，否则这又将是一种认同。随着这个反思原则的提出，一种批判策略就形成了，它坚决拒绝指称什么是什么（正确的）。该策略在主观理性面前竖起了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将思维不断进行反射：当镜子面前是自主主体（亦即理性自身）时，那么主体就会去寻找统治、非理性和“第二自然”。

借助这个反思原则，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阐述了一种始终保持其内在性的批判原则：人们必须在社会的主观性方面去寻找理性和统治。凡是统治披上善和真的外衣的地方，比如健康的义务或是将人的生存降低到生物学程度的义务，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原则问道：这对谁有好处呢（Qui bono）？什么人在哪些知识、哪些被排斥的事物、哪一道技术命令方面有某种利益？非认同辩证法的另一个有益之处在于，人们可以把这个批评原则运用到所有的真相之中。如今不仅原则上有可能对资产阶级的权利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化进行批判，而且，那些定位在现代主义批判传统中的社会理论也受到挑战，必须对它们排斥的事物和它们独霸式的潜在力进行反思。

对于上面所描述的、用标准来对社会行为进行论证的困境来说，非认同哲学显然大有用武之地。虽然它并未走出这个困境，但理论上它是在与问题同等的高度与之进行较量：从政治学和伦理学的角度说，非认同哲学使人们获得了一种可能性，即针对纯粹工具性的理性的内在界限，以及它在科学和技术中表现的内在界限进行启蒙。鉴于21世纪伊始技术批判所面临的各种难题，非认同哲学的这一贡献或许显得有些微不足道。然而，我们在随后考察了最近50年现实历史和理论历史的发展之后就会发现，一方面，虽然已不再完全可能有一种跟主观理性（具有自由、启蒙和社会进步的原则）相关联的肯定关系，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肯定关系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有必要。

必然的社会化和后现代批判的困境

当初霍克海默对（自然）科学脱离社会进行批判时（Horkheimer，2011年），他没有料到科学和技术今天是以怎样的一种方式被社会化了。如今，经济、军事和其他非科学领域对研究和开发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关于军事技术参见第5章第15节）。大型的技术设施，如能源供应或是医学和工业联合企业，在实验和应用中也同样离不开社会的基础设施。鉴于“科学和技术这种肯定的社会化情况”（Schmid-Noerr，2001年，第58页及下几页），参与和自主的标准要求（早期批判理论中的核心议题）在今天看来至少已经不再够用。自我批判“早已成为了社会再生产的模式”（Gamm，2003年，第28页），但是社会现状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因此，技术伦理学如今面临着科学和技术社会化的挑战，而社会化又进一步增加了寻找具有普遍约束性的批判关联点的难度。一种批判理论的原则认为，社会理论不能进行抽象的议论，而必须用社会的现实情况来衡量自己的真理含量。根据这条原则，人们似乎能够开发出一个从社会当前现状出发的批判的标准参照点。任何直接引用一种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理论和实际历史发展进行反思的统治批判和权力批判，都将可能是保守的和对社会视而不见的批判。尽管许多时下的批判理论的观点学说还在排斥对技术不同的理论探讨，但仍然存在技术批判理论可以与之相衔接的不同理论流派。

举例来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学生——新批判理论的创始人于尔根·哈贝马斯在回答标准的论证问题时所采取的方式是不论有多少困难，仍然坚持现代理性中的社会自我论证思想。他没有将批判的标准化原因定位在主观意识，而是定位在语言和理想化的话语行为的跨主体性中。他说，“交流原则上是以理解沟通为目的的，所以，它本身具有一种理性因素，这个因素可以作为普遍的标准上的参照点”（参阅Habermas，1981年/1987年）。尽管他的探讨理论也曾受到猛烈的批评——指责他从理想化的话语行为出发，言之无物，有悖事实，因而脱离现实（参阅Gamm，2003年，第30页），但是，他的理论对于政治学中的民主论思潮，同时也对于民主评价技术的（参与）方法产生了深远影响（参阅Grunwald，2010年）。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列举后结构主义理论来作为另外一个示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雅克·德里达[1]、米歇尔·福柯[2]、吉奥乔·阿甘本[3]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流派，他们颠覆了西方理论传统的思维结构，将注意力转移到处于现代权力核心的对生命体的征服上。这里，我们可以举出一系列相关论文（比如用于批判性的探讨生物技术），这些论文将解构主义理论同对早期批判理论的引述联系在一起（参阅Manzai，2003年；Weber，2003年）。它们的兴趣点在于，始终如一地从反实证主义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但并不采取理性和启蒙以外的其他标准立场。

作为后现代回答论证问题的最后一个示例，应该提到来自达姆施塔特的哲学家格哈德·加姆[4]的理论研究。加姆认为，一个批判理论一旦以普遍理性的名义和经典的论调来提出自己的观点，那么，这个批判理论最终不可能再是一种批判理论。他写道：

批判不再具有外部的支撑力，既非在历史中，也非在认知、古代或身体上同世界关系的最后的理由中［...］如果要是极端地同任何一个跟我们的判断和行动自由相关联的外部［...］关系一刀两断的话，那么，［...］批判的形式也随之而改变。这个只依靠自己的批判形式，唯有在其实践当中才能够找到方向。简言之，批判就以极端的方式被转变为付诸实践的行动和作为批判的要素的实践过程上来。（Gamm，2003年，第30页）

实践行为的主体性（在持续进行批判的意义上）在这里应当具有伊曼努尔·康德主体哲学中的“自发性”那样的地位，应当使对一种专断的普遍真理“说不”成为可能，从而允许有一个新的开端。

正像加姆在这里如此坚决地认为后现代时期的批判理论不可能获得成功一样，他自己却同样也是如此这般地深受这种批判理论论辩方式的左右而不能解脱。这就形同一种辩证法，它（被认为是一个不断的过程）把单一性和普遍性想象为是相互联系的，并不因为要顾及前者而放弃后者。同时，这又形同一种强大的主体性，它以专断式普遍性的对立原则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特别是此对立原则长期的批判实践，始终是现代意义上理性的自我批判。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解释一种内容上毫无特色的批判学说是靠什么最后得以名正言顺地存在下来。因此，虽然有违他的初衷，但是我们可以把加姆归入这样一个理论观点的系列中，即提出这些理论观点的学者们，都试图将批判理论的基本路线变成一个技术和自然批判理论的肥沃土壤。（此处概览参阅Böhme/Manzei，2003年）。

借用后现代社会批判的这些示例，我们可以再次清楚地看到，一个在社会理论方面根基深厚的技术伦理学当前所面临的是哪些问题和挑战。今天，批判理论的标准论证问题既不能在理论上，也不能在政治上落后于《启蒙辩证法》[5]的社会诊断。倘若一种普遍的标准尺度没有形成独断的地位，那么它就不能（再）称自己是有用的标准尺度，而与此同时，如果个人和社会行为没有普遍有效的标准规范，就无法被合法化。科学和技术必然的社会化要求每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技术伦理学要对自己的标准关联关系进行认真细致的思考。这里，批判理论的基本前提虽然不保证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它的辩证的关联方式却使对技术、科学和社会三者具体的历史共生现象的分析成为可能，从这个分析中，技术伦理学的标准论证可以找到它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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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法国哲学家，西方解构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掀起了巨大波澜，他也成为欧美知识界最有争议性的人物。德里达的理论动摇了整个传统人文科学的基础，也是整个后现代思潮最重要的理论源泉之一。

[2]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

[3] 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年生于意大利罗马，哲学家和著作家，意大利维罗纳大学美学教授，并在巴黎国际哲学学院教授哲学。

[4] 格哈德·加姆（Gerhard Gamm），德国哲学学者，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哲学教授。

[5] 《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于1940年合著的一部片段性的哲学论证文集，是法兰克福学派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第7节 女权主义技术哲学

特点和研究的课题

女权主义技术哲学的对象是性别关系同技术研究和开发的交织现象问题。“技术”在这里原则上被理解为文化项目和文化产品。它们产生于社会文化过程中地位不同，以及政治和经济利益不尽相同的人。“性别”在这里所代表的是一个并非不言自明的范畴，而如何对这个范畴进行解释，人们正在结合技术的发展不断地进行新的探索。因此，女权运动技术哲学研究的技术过程，能够有助于人们赋予性别以明确性，确定性别的常规性和差别，并且在一个等级体系中给它以合理的地位。女权主义技术哲学首先要提出的问题是技术的发展用什么样的方式与传统的性别等级制度相关联，这个等级制度借助性别上已定义的身份和身体，将人明确和不平等地归属到社会的结构体系之中。

其次，它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技术发展可以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为探寻性别程式化形象和意义的根源，以及为克服性别的等级制度做出贡献。

最后，女权主义技术哲学不仅要追问技术发展对不同性别的人来说有什么样的物质和论战后果，而且还要追问技术的研发与单个群体和全部群体的特殊需求和愿望有什么样的关系。它研究一个性别上已定义的文化价值体系如何产生对特殊技术发展的特殊需求和愿望，技术研究通过什么手段来应对这些需求和愿望，什么人以何种方式从中获得利益。当然，女权主义技术哲学还要问，是否可能通过技术的研发来促进性别平等社会的发展。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不仅技术资源的获取不依人的性别而定，而且技术能力的评价以及关于技术研究控制的决定也不以人的性别而定。通过对全球范围内沿袭至今的不平等现象的考察，我们就能发现在女权主义技术哲学中，人们正在运用以民主价值为导向的网络女权主义文化梦想，同排斥和接纳、掠夺资源、利润和特权对峙较量，并对之进行探讨。

处于学院派哲学边缘地带的女权主义技术哲学乃是一种跨学科的领域，它一方面同经验性的（也同样是跨学科的）女权主义科学和技术研究无明显界限之分，另一方面，它把哲学中不同的分支，如政治哲学、认识论、哲学史和（特别是）伦理学结合在一起。人们似乎应注意的问题是，迄今为止在女权主义技术哲学中，只有为数很少的理论研究超出一些较为普遍的观点，并试图系统地将关于女权主义伦理学的讨论与女权主义技术哲学联系起来。这里存在的研究缺口亟须加以填补。

历史沿革

女权主义技术哲学的产生应当和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妇女运动结合起来理解。这场同样发生在高等院校内部和外部的运动导致了一次根本性的科学和技术批判。

生殖技术在这里是女权主义技术哲学的一个建设性的和有争议的领域。舒拉米斯·费尔史东[1]曾经把新的生殖技术宣扬为妇女从生殖的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的良机（Firestone，1970年）。反之，吉娜·柯瑞亚[2]将这些技术看成男人对女人统治的升级（Gene Corea，1985年）。在这样一个矛盾对立的领域中，爆发了一场国际的女权主义技术论战。这场论战内容广泛，不仅有打上性别平等烙印的社会乌托邦幻想，而且也有关于生殖技术研究和开发全面的历史和经验研究（Saetnan和其他学者，2000年）。争论的中心首先是关于性别和自主权，以及性别和人的自然本性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要求通过女权主义伦理学的理论观点获得一个价值取向（Hofmann，1999年）。争论中有学者探讨，为什么在体外受精领域医疗技术对女性身体的治疗很快就变成了研发的中心课题，尽管这本来是治疗男性不育症的一项技术（Oudshoorn，1994年）。同样有学者研究，为什么在避孕工具方面医疗技术几乎是以同样的方式专注对女性身体的治疗而非男性身体（Oudshoorn，2005年）。通过这两个案例，耐丽·奥兹霍恩[3]成功地向人们揭示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事情本身，也不在于身体不同的生物学构造，而在于历史上所形成的男人和女人作为科研对象可支配性的区别中，以及在于和社会结构有关的、把痛苦敏感性和可靠性归属到男人和女人身上的不同实践方式中。

在参照了各种具体的实际研究成果的同时，女权主义技术哲学的代表提出了广泛的分析研究论文。特别是苏珊娜·莱托[4]在她的生物哲学批判中反对“哲学与经验知识相脱节”（Lettow，2011年，第290页），以及对相关概念只做些比喻性论述的做法。她在抵制将哲学和自然科学及技术科学分为两种文化类型的同时，倡导从哲学角度对技术科学研究当前的发展成果进行探索。她认为，这项工作非常必要，一方面是鉴于对权力和统治的批判，特别是出于结合着同依然存在的性别等级关系的原因；另一方面，应该通过这种方式打开解决问题的视角和可能性，从而展望一个“有期望价值的未来”（Lettow，2011年，第294页）。

作为女权主义技术哲学的先驱人物，伊丽莎白·利斯特[5]在她的《从论证到制造》（2007年）中阐述了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作用。她把技术同经济利益、个人野心和政治企图的复杂关系与普遍宣扬的真理特性一对一地进行比较。她认为，在从论证到制造的路途当中，19世纪实验室中新材料的合成化学（参见第5章第24节）和20世纪基因技术“制造”生物体的分子生物学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步骤。她用科学研究为战争和（新）殖民征服目的服务的实例，来证明她作为科学外表潜在特征的暴力学说。利斯特抨击作为现代自然科学基础的自我关系和世界关系的客体化，倡导把宇宙当成生命的联合体的新观念。为此目标，必须重新绘制关于自我、认识、自然，尤其是关于雄性和雌性的图画。

女权主义技术研究的主题

这场论战进一步关注的焦点是女性被排斥在技术之外，人与机器的关系，还有技术的“人性化”和“性别化”问题（Berghahn，1984年；Saupe，2002年）。技术是男人的文化这个广为流行的观点被揭露为是个巨大的文化神话，它一步步将妇女从技术研发的决策过程中排挤出去，并将女性对科技进步的贡献边缘化（Wajcman，1991年）。朱迪·瓦克曼[6]把技术理解为社会构建的观点（参见第4章第A.10节）开启了对女权主义技术哲学研究领域进行根本性拓展的序幕。不久前发表的研究论文《包含的技术——信息社会中的性别》指出，直到今天，人人都以同样的方式被纳入信息社会，人人都以同样的方式从中受益等，并未变成一种现实（Sørensen/Faulkner/Rommes，2012年）。在当前的技术设计过程中，重要的一环是要检查一种所谓的“我的痕迹方法”（I-Methodology）是否多多少少无意识地影响到了设计过程，换句话说就是，设计者是否把他们自己的愿望、需求、爱好和经验当成了所有未来用户的替代品。在机器人技术中，人们发现产品中社会性和情感性的“实现”只是表面上采用了女权主义的理性批判（参见第5章第21节）。因此，发明人的设计工作一方面被掩盖，另一方面得到了提高，但是，并没有对消除性别成见和等级体系做出贡献。

核心问题和理论初探

对女权主义技术伦理学具有方向性意义的是《机器人宣言》一文（Haraway，1985年，德文版出版于1995年）。其主导思想是，为了实现民主的未来有必要克服现代的性别两分法。而且，正因为科技的发展塑造不同性别的人的现实，所以妇女必须参与科技的发展过程。作者认为，首先所有的人——不管是什么性别——都早已是机器人，亦即受控的生物体。换句话说，没有人能够摆脱现代文明的技术产品缠绕在自己的生命和自己的身体上面的那张网络。其二，男性在科学和技术中的统治地位不是逻辑的或者物质的必然性，而是可以改变的。甚至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来说，迫切需要将女权主义看问题的视角融合到科技的发展过程中，而不是要退回到理想化和边缘化女性位置上去。其三，机器人在自然化的性别对立中放弃明确的定位，或许可以成为女权主义政治一个有趣的领衔人物。也就是说，机器人的形象可以用来为消除自然/技术、男性/女性、动物/人类、主体/客体的两分法服务。这样，不仅把男人和科技从结构上联系起来的做法受到了质疑，而且多样化打造技术的可能性也获得了思想的空间。

人-机接口以及人-机关系的动态过程是露西·萨奇曼[7]的研究文章《人-机的重新设定》（2007年）的中心议题。她承袭唐娜·哈拉维[8]的观点，把人-机接口看作物质及符号的网络。网络虽然由人制造，但是人也被牵连在其中，甚至可能被客体化。如同朱迪斯·巴特勒[9]和凯伦·巴拉德[10]一样，露西·萨奇曼把人-机接口描述成各种标准被反复物质化的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意义可能会发生偏移。她和巴特勒同样认为，身体的性别差异将有争议的性别标准快速物质化。她和巴拉德共同建议，把一件物体或一个客体理解成物质的有争议的标准形态的物质化结果（参阅Suchman，2007年，第272页）。也就是说，开发出来的技术客体虽然必须在一个文化的关联环境中去理解和认可，但是这些客体还始终带有超出对已认可的标准进行重复的可能性。对机器设备的理解概念，就不是一个静止不动的、在开发过程中已经结束了的客体。特别是计算机辅助的各种发明，应当被理解成在使用中还要继续完善的媒介或基础（Suchman，2007年，第278页）。同理，在这样一种人-机关系中，对人的理解概念也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在发展过程中已经结束了的主体。一个人不是一个自主和理性意义上的行动者，而是一个发展的、始终变化的人生历程。这个有文化和物质经验、关系和可能性的人生历程，随着每一次新的经历，都以唯一的和特殊的方式服从于变化的法则（Suchman，2007年，第281页）。因此，性别化的主题和客体在它们相互影响和作用中，可能会经历新的实践和实践的解释，并且改变自己、别人和文化环境，尤其是改变性别的意义。这些可能性会通过具体的、或多或少实验性的实践，不仅在使用及操作过程中，而且在机器设备的开发设计中将自己物质化，而且不仅是在使用者和操作者方面，同时也在机器设备方面。

在具有颠覆性和创造性的网络女权主义文化中，实验性的实践活动在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设计打造和使用方面，似乎早已变成了事实（Weber，2001年；Reiche/Kuni，2004年）。当前的女权主义技术哲学正以消除身份范畴的理论和实际策略为主题进行探讨。瑞典技术哲学研究学者卡塔琳娜·兰德斯多姆在她的《新主体的奇怪空间》一文中认为，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增加了一成不变的身份识别方法的难度，开启了新的创建主体身份的可能性。在聊天室、通讯录、在线论坛和互联网博客中验证身份的困难，为在真实性之外创建面向未来的主体带来了可能（“我用自己想要的角色的身份登录”）。兰德斯多姆从妇女解放政治角度出发，对这些新的科技现象进行论述。她把各种不同的和不可预料的获取主体地位可能性的机会，和承认社会上不受重视人群的机会（经由身份问题上加以论证的解放策略）进行对比考察：“‘网络主体’不具有物理的主体，并且不会取代它。但是，它需要增加质问和说明的地方，为推动主体的生产采取建设性的行动。”（Landström，2007年，第12页）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种对主体生产地点的增加将以某种方式改变权力的关系，而依靠这种方式就不可能建立起可以从社会政治现实中抽象出来的各种身份，用以对行为的可能性进行论证或者限制，如抽象的性别二元论等。这样一种理论策略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有助于为具有多种（也许是变换的）身份的技术人员创造出空间（他们将一个自然化了的和现代的性别二分法的二元性予以超验化），有待于日后的检验。为了能够成为技术上有创造力的主体，无须要求男性，我们可以借助改变或是消除性别、文化、社会和性的身份从理论上来解释技术主体的多样性。此外，我们还必须弄清具有这种多样性身份的技术主体，是否后来也生产出了对巩固和检验身份定位没有什么助益的技术客体。

如果身份定位失去了对接触技术、社会和政治的管理作用，将会发生什么呢？安妮·巴尔萨摩[11]在她的《文化设计：工作中的科技空想》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她研究了技术和艺术设计实践、文化再生产和科技想象力的关系，分析了关于妇女和科技想象力的神话，并且揭示了交互式的女权主义多媒体以及其他交互式媒体技术的产生过程。巴尔萨摩开创了一个阐释学逆向工程方法，借此，她触及了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一个常用方法，即为了研究制造过程而对一件技术产品进行拆解。她通过对文化意义的分析，扩展了众所周知的逆向工程方法，目的是提出对技术互动过程的新解释。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扩大技术发展和应用的行动范围和想象空间。也就是说，人们应该有意识地将技术的想象力用作开发技术创新的目的，从而不分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背景，尽可能地为许多人和社会群体带来益处，而不是主张男性的唯我独尊。

当前女权主义技术哲学的一个流派是物质女权主义（Alaimo/Hekman，2008年）。这里说的物质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或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物质主义，人的身体和非人类大自然的物质性（在女权结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乃是认识产生的积极因素。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要考虑到，作为研究对象的（有机或无机）实体在（实验的）研究设备的影响下会发生变化。此外，科技研究过程的结果也绝非事先可以预料并且是有多义性的（Barad，2007年）。从雄性中心论的角度看待两种性别，以及从人类中心的角度看待一个可以从其环境中脱离出来的人的认识主体，都是陈旧过时的做法。相反，科技研究和发展的责任问题以一种新的方式成了人们争论的中心议题。作为伦理学主体来讨论的不是科技创新的后果，而是整个研究工作——从问题的提出，到把有机和无机的物质和实体纳入实验过程，直到数据的搜集和解读：谁的尊严受到保护或是危害？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世界里哪些交互影响和作用被人们所考虑到或是受到激发？过程、材料和现象可以各自为政、互不相干的观点，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技术科学研究中起着主导的作用，现在一个复杂和无法完全掌握的合理性问题已取而代之。在这个合理性中，处在人的主观意愿和机器设备的可控性之外的各种过程正受到人们的重视和研究。

生物体和机器具有有机和无机的过程和现象，它们的定位和关联性从未被自然科学或技术科学所完全掌握。基于这样的认识，荷兰女哲学学者罗希·布莱多蒂[12]提出了一种所有过程中的生物体换位和平等的伦理学学说。这里所说的过程，不是那种建立在被指派的和在总体世界中可确定的地位之上的过程，而是定位和关联性不断转换和变化的过程（Braidotti，2006年）。在这个后现代和后殖民时代的女权主义技术伦理学方案中，对人的行为具有主导意义的是为大多数生命体谋求一个有生存价值的未来的愿望，而不是为少数生命体谋求短期利润最大化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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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作为媒介的技术

问题视角

在近年来的技术哲学讨论中，参与的各方都建议把技术理解为一种媒介（比如Gamm，2000年；Hubig，2006年；Krämer，2000年；Ramming，2008年）。对技术做这样的理解并非出于分类的意图，也不是要达到（进一步）区分类型的目的，而是要采用一种特定方式去理解技术的一些核心特征，这一特定方式超越了那些运用不同方法把“广义的”技术概念定义为“手段的代名词”的学术观点（Weber，1976年，第32页）。下列的几个层面和问题应该得到我们的关注和重视：（1）自然的媒介（外在和内在自然的状态）在什么样的程度上被技术加工变形并转化为技术的媒介？（2）技术是如何取得中介的地位，从而来调解我们同大千世界的理论和实际的关系，并最后成为二者之间的“使者”的？（3）我们是在怎样的一种程度上（除了依靠使用工具行为获得具体效应之外）“制造了新的世界”？通过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弄清技术在塑造（转换、限制、扩展和制造）我们的想象空间和行动空间时所扮演的角色。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接触到了快速发展中的媒介理论和媒介哲学的成果，并且以之为出发点，将这些学术成果扩展并应用到信息和交际媒介上。另一方面，摆在我们这一意图面前的是“媒体”概念无法让人视而不见的“丰富含义”（Hoffmann，2002年，第20页）以及它可用于“几乎每一种现象”（Baecker，1999年，第174页）的应用特点。

其他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亦来自技术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技术理论。在技术理论中，技术被理解为基础设施和“可供使用之物”（Böhme，2008年），“媒介的安装”（Halfmann，1996年），“形成习惯的资源”（Schulz-Scharffer，2000年），“代理机构”（Rammert，2007年）和“内在结构”（Grunwald/Julliard，2005年）。有鉴于此，被从不同角度理解的技术的媒介特征存在于广义上的特殊促成作用之中——这或许就是上述这些理解方式的共同之处。这点对尼克拉斯·鲁曼的系统论媒介概念来说也不例外，他说：“不论是什么情况，每个想对媒介进行描述的观察者，都必须使用情态论的措辞。”（Luhmann，1995年，第168页）

从一种媒介哲学的视角中，我们得出了针对普通应用伦理学和特殊技术伦理学的地位定义和形式分析的倡议和结果：这是因为，出于技术伦理学意图（经济伦理学或媒介伦理学，即狭义的信息伦理学亦同样）对行为选项的评估，其特点并不是在于把相关的选项（即规则、禁令、允许和建议）简单统合到一个普遍的道德标准之中。那样的话，就只有技术（经济或媒体学）的专业知识也许能够起到普通伦理学的规范作用。依靠这种专业知识，人们可以通过如下的方式捕捉选项的各种特征，即这些特征在怎样的程度上归属普遍标准的关系范畴。举例来说，我（不管是在何种情况下）是否可以借助一件技术产品去杀人（做生意欺诈或在新闻媒体上撒谎），这些都不是专门的技术伦理学（或经济伦理学和媒体伦理学）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包括例外在内）乃是普通伦理学的管辖范畴（我不可以杀人、欺诈和撒谎）。应用型伦理学的特点是在对可能性范围予以标准化之中，技术行为（以及经济交流行为等）即可能发生在这些可能性范围之中。技术创造、推动、规避了哪些风险（可能的危害）和机遇，（相关的劳资关系、金融市场规定等提供了哪些经济活动的选项，哪些通信传播系统和渠道等造成了哪些消息的权威性及合法性，以及造成了哪些沟通交流的失误），这些都属于技术伦理学（以及经济伦理学或媒体伦理学，关于媒体问题参见第5章第13节）的特殊问题。

因此，技术伦理学问题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来自对特定技术和工艺的媒介理论研究，其中也恰恰来自现代的、明确表现为媒介的使能技术（纳米、生物、信息、智能）。对技术的开发者来说，技术伦理学必须提出的问题是：是否允许/禁止/要求/奉劝他们，去开启、推动、阻止或关闭采用道义上会有问题的技术媒介的可能性？或者，从使用者的角度来提问：在他实现技术的用途的特定选项时，他怎样来肯定、改变、滥用、破坏或调整这些作为媒介的技术？

代名词和媒介

技术作为“手段的代名词”汇集了在类别上不尽相同的各种手段，如（1）能力和技能；（2）采用特定工艺程序（流程类型）确定的，对事物、状态和方式本身进行制造和改变的方法；（3）工艺模式（也叫“工艺技巧”）的知识；（4）工作的具体行动和过程（作为指令），（5）作为时空实体在工作过程中使用的产品；（6）这种工作的结果作为已实现的目标（有别于自然形成的/“生长出来的”目标），而这些目标本身又可以作为手段被加以使用（Hubig，2006年，第28页）。当然，只有当其内容因素处在一个“统一的兴趣点”和一个“统一的解释”之下时，我们才（只有这时才）能把它说成是代名词（Husserl，Hua Ⅲ，第23页和第74页）。马克斯·韦伯认为这个兴趣点存在于手段的使用中，而“手段的使用是有意识和有计划的……”（1976年，第32页），这就导致了一个范围十分广泛的关于技术的概念，从而可以被用于“所有的和每一个行为”之上（Husserl，Hua ⅩⅡ，第23页和第74页）。在经典的技术哲学方面，过去和现在都有人做过界定的努力，试图在定义上把技术作为“实用技术”区别开来，并且在专有词语上做出相应的限定。然而，手段使用的“计划性”给我们提示了无条件属于技术范畴的、精确代表和精确计算的知识技术（其本身也要依靠通过技术制造出来的物质载体）和社会管理术，这些社会管理术是实现复杂的实用技术必不可少的，同时，其本身不仅需要代表其规则的特定知识技术，而且也需要作为组织实现形式的特定实用技术。

除了实现具体的目标外，人类技术的一个“共同的兴趣”就在于通过可重复性、可计划性和可预见性来“确保”（Heidegger，1962年，第18页和第27页）目标的实现。对这个确保承担保证的是由自新石器时代革命以来的技术工具和装备，它们取代了猎人和采集者的偶然技术。通过系统化地改造（盖房、有围栏和灌溉系统的耕种和畜牧、交通基础设施、通信、防卫等），猎人和采集者的自然媒介变成了技术的和人造的媒介。这种对自然媒介的改造，使合目的的媒介使用的可能性有了保证。然而，一种只注意技术的工具特性的简单化的观点，却对某些以哲学人类学为导向的技术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使之变成了一种简单化了的技术形态哲学：人显现为一种技术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利用技术，或者进化本身就表现为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技术的位置得以确定。这里，人一方面显现为一种有缺陷的或是无所不有的生物，另一方面又显现为进化的顶峰或灾难。那么，人究竟是一副怎样的面目，这要取决于他的技术手段在一个大范围的、技术上模式化的问题关联体里如何定位（Hubig，2006年，第3章）。这一系列的人类学的观点和看法（参见第4章第A.3节）得益于将实际问题作为技术问题模式化的广阔空间。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媒介概念的话，除了各种专用的限制词外（尚未对其进行不同的探讨），我们最后只看到了一个比喻的内核，即把实际情况变为可能的媒介化（或主体变为自己的作用和记忆对象，以及在主体与主体之间）。这个内核所具有的特性来自一种原本的和绝对的比喻，这个比喻既不能简单地用概念来翻译，也不具备单纯的启发式作用，而是表达了我们思维的一个基本的和形成特定解释方略的导向。这样一种比喻仿佛是在号召人们去发掘它所关注的事物。这就是广义上形成理论和实践关系可能性的东西，我们无法直接想象出这层关系究竟是什么，但我们正在用其他的（推导出的）比喻来对它进行发掘，比如用“空间”的比喻等。与之相对应，有学者曾经试图用哲学模态理论的手段对“技术的媒介性”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探讨（Hubig，2006年，第5章）。

倘若我们把技术看作媒介的总称（在之前提及的不同层面上）的话，那么，我们就触及了这样的一个行为方面，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工具式的行为，或用工程师的术语称它为控制：通过适合的输入而得到产出的结果。此外，作为技术行为的人的特殊行动所追求达到的目的是通过手段使用时对其进行保护，使其免遭我们外在和内在自然的危险，保证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这一目的已经包括在了更为广义的、在技术装备范畴中得以实现的管控概念当中：“完美的管控使成功的控制成为可能。”（Ashly，1974年，第290页，斜体为本文作者所加）基础性的管控是保护/控制，接入干扰常数的高级控制（这时，故障模式——智能技术——允许预防性地或主动地对不希望出现的效果进行补偿），最后是狭义的管控（DIN19226）。在狭义的管控中，通过反馈将故障所引起的误差本身当作纠错的控制脉冲。唯有如此，可预期性和可计划性才能得以实现。这样的一种设计方案正好形成了我们在干涉主义的现代自然科学中视之为实验的东西，它解释了为什么这样一种技术化的自然科学使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变成了可能，以及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双方互为媒介。

手段和目的

对于手段和目的不能想当然地下定义，而只能从相互关联的角度进行定义。只有根据其可归属性，以及实现可能目标的服务性，才能衡量外在的物体和事件是否为手段（Mittel）。只有根据一种假设的可实现性（否则仅仅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才能衡量预期要达到的目标是否为目的（Zwecke）。服务性和可实现性是支配谓项，不能降格为明确的属性谓项。由于它们处在经常的更新变化中，所以我们对它们的了解始终是不全面的，但对于行为规划来说仍然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手段和目的的概念认识，可以用黑格尔的话称它们为“内在的手段”和“内在的目的”。通过抵触、拘束和惊奇，我们获得了对于作为想象的内在手段概念和外在手段之间区别（目的概念也是如此）的认识。抵触、拘束和惊奇出现在使用工具的行为当中，并且又被重新加以概念化。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的目的论一章中，通过把手段概念定义为三段论法中的手段概念的方式，揭示了这一概念的逻辑推理过程（Hegel，1971年，第391～406页）：

·主体（S）想通过手段（M）来实现目的（Z）（M和Z是内在的，“主观的”和想象的）。

·S确认一个外在的物体或一个外在的工艺方法M’作为手段（M）（“将它引入”主体自己和目的之间——这个公式后来也被马克思采用）。

·S通过M’实现了外在的（“客观的”）目的Z’。

·S用设证推理的方法从Z和Z’之间的区别中得出了M’的媒介的特性。“媒介”被黑格尔理解为“是具有特性的”（Hegel，1957年，第91页）。

约翰·杜威[1]（1980年，第137页及下几页）也将手段区分为外在手段和内在手段。但是，他把内在手段理解为一种手段和目的特性之间的固有/内在的关系，所以他把内在手段也称为媒介。这个概念在使用上的区分很不充分，因为把手段的特性转化到目的上面也是一个外部的（因果的）过程。作为想象中的过程来说，它是内在的媒介形式，而作为已实现的过程来说，它是外部的媒介形式。因此，我们似乎应当将其称作内在的和外在的手段，以及内在的和外在的媒介更为恰当。

由于（内在和外在的）手段和（内在和外在的）目的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由于技术实践过程的结果所引起的概念持续变化的必然性，把技术当作服务于特定目的的特定手段系统来讨论是低估了其复杂性的做法。因此，我们必须把技术当作服务性和可实现性的系统，以及使成功地使用工具行为变为可能的实践活动来理解。这样的服务性和可实现性在技术伦理学中还是一个有待论证的课题，亦即会将其作为技术伦理学的一个本身的和特殊的问题进行研究（比如关于基因技术用于人类的讨论，参见第5章第7节）。换句话说，手段被赋予了一种潜力，这个潜力在实践过程中作为非期待的潜力被概念化，并且在伦理学的意义上被反思讨论。一个技术的实际装备代表了一种潜在作用，当这个实际装备被确认为具有行为的重要性和被融合到具体的行为关联体中时，它的潜在作用才变为实际作用（Hubig，2006年，第173页及下页）。我们可以通过技术媒介的阶段论来对这一过程进行阐述和论证。

技术作为媒介——媒介性的等级

由于我们只有借助在知识技术、实用技术和社会管理术的行为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才能对可能性进行发现和思考，所以，我们所理解的“可能的”东西都处在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可能性的范围以及所有的特殊媒介性就不能变成一种结论性的理论观点的对象。倘若我们在阐述技术的媒介性时是以技术的行为过程为导向的话，那么，技术就表现为三个层面上的媒介特性，这三个层面本身又分别具有一个内在的（想象中的）媒介和一个外在的（实际接触中感受到的）媒介的维度：

（1）在普通概念层面上，我们建立起一个实现潜在目标的可能性范围的模型。构成这个可能性范围的结构基础是我们区分各种可支配的原因的认识能力。除此之外，这个可能性范围还具有一个“外在的”维度，即一种必须将之设置为前提的（技术的）可能性，它不仅将那些可支配的因素——“分散存在的原因”（柏拉图：《蒂迈欧篇》51c）区分开来，而且还作为使用这些原因的前提。柏拉图将这些作为因素的“原因”的范围称作地方（Chora）。这个地方指的是可行性和可支配性的想象中的（“内在的”）和现实的（“外在的”）范围，它的结构决定了它的“轨迹”——或者用人们在媒介讨论中爱用的但含混的一个词语来说——这个结构决定了实现可能目标的“痕迹”。它是一个潜在的可能性层面，换成“可能的”这个形容词在日常用语中的表达方式就是：“……是可能的。”

（2）这种认识论的选项区分和实际的选项划分造就了实现可能目标的实际空间，亦即技术装备，其任务就是要成功地实现前述的目标。这里，我们就进到了实际的可能性或所谓媒介运用的层面上（Krämer，2000年，第90页）。作为内在的媒介，这个范围存在于一系列的功能用途设想/期待之中（对设计者、开发者和使用者而言）；作为外在的媒介，这些功能用途设想又落实在原料、能源和信息的输送、转换和储存的技术系统的基础设施之中。这个层面的实际可能性“可能的”表语用法为：“X能够……”

（3）这时，使用工具行为就存在于把实际范围中可支配的（可能的）手段和目的关系转变为现实的过程中。在此过程中，人们体会到了想象中的和已经实现的目的之间的差别。通过这种差别，作为媒介的技术以非期待中的（积极和消极的）效果的形式留下了“……的痕迹”。于是，实际实现过程的作用和界限（用“可能的”这个词来代表“能有效果”的意思，并且采用谓语句进行表达，意即制造出、改变、阻止等）变得一目了然，并且通过设证推理，使人们能够对想象中的功能用途同实现了的功能用途［媒介（2）］之间的关系，以及〔鉴于技术上处理各种原因［媒介（1）］的可能性〕对各种从认识论角度所做的区别之间的关系进行修正。这样，我们就可以逐步地对把技术作为潜在和实际的可能性的概念设想予以改进，并且也相应地对技术装备进行优化，以及部分地或全部对其进行改造或替代。一个成功的或不成功的、常态化的技术行为（作为一个媒介的松散关联因素的“固定结合”），以及在一个媒介之中“形式”的建立［这里我们再回过来谈一下在尼克拉斯·鲁曼的书中（1998年，第198页及下几页/第522页）被弗里茨·海德[2]所承认的主要差别］导致了人们对相关技术媒介结构具有更加广泛的认识。这个媒介始终是动态的，其原因就在于，它的概念化必须不断重新同“也具有特性的”（黑格尔语）媒介相比照，而黑格尔的这一观点揭示了媒介的相应表现形式。

举例来说：一台轨道交通车辆使人们能够到达特定的旅行目的地，但在规定以外的其他时间里，并且在使用技术系统所提供的手段情况下，它又使人们不可能达到另外的目的地。这样的技术系统是相关交通运输的一种媒介。它的内在媒介性（1）是通过我们相关技术知识的现有水平（建筑技术和驱动技术等）所决定的，它的外在媒介性（1）受制于众多的因素，比如驱动系统的功效程度，交通工具所要行驶的最大坡度等。它的内在媒介性（2）由时刻表所给定，其外在媒介性（3）则取决于实际的铁路网和车辆的状态。另外，还需对这两个层面进行补充的是，这个运输系统的运营商和使用者的机构和组织方面的情况，即社会管理术的维度。由于运营商和使用者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个系统中的（有可能是相互对立的）目的得到了实现，而这些目的又决定了其他主体对目的追求的可能性。这种情况所导致的关于价值的争议，需要技术伦理学来对其进行反思。

对手段和媒介所进行的总体区分，不应当被理解为外延式的区分方式，而应当被理解为内涵式的、取决于认识和实际立场的区分方式：一个房子是一个手段（比如用来遮风避雨）和一个居住的媒介（可能性范围）。一封电子邮件是一个用来传达吊唁的手段，同时也是一个不可以在特定程度上进行个人悼念感情交流的媒介。

自新石器时代的革命以来，技术的目的就在于摆脱对自然媒介的依赖，所以它从一开始就以系统技术的面貌出现人们面前。正因为如此，它试图保障实现目的的控制过程顺利进行，亦即通过控制过程实现使用工具行为的目标，而这些控制过程则要对表现为外部干扰常数（自然手段）的“媒介特性”进行补偿。此前我们提到过的三种控制类型（牵制和/或更高级的控制，接入干扰作用和/或反馈），皆见于所有的技术系统之中。与鲁曼的观点不同，技术不能仅仅被看成一种以系统的“偶然性管理”为目的的固定关系，其原因在于，这样一种固定关系只涉及作为实现目的的充足条件的手段特性，而我们更应该把技术系统都看作媒介，亦即将其理解为（其自身形成的）松散关系，这种松散关系使合乎目的的手段使用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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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2] 弗里茨·海德（Fritz Heider），1896—1988，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归因理论的创始人，著有《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


第9节 技术决定论

从哲学的角度看，技术可以从四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在个人或集体层面上，以及从自然主义或理想主义的视角。技术伦理学的出发点是个人层面；技术社会学所研讨的是集体的技术使用问题；从社会和政治角度对技术使用的伦理问题的讨论，在这两个层面之间架起连接的桥梁。与二者的区别相对立的是决定论或人的自由的哲学问题。在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技术阐释中，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方式；除此之外，在社会学中时常出现技术决定论的观点，认为技术决定了社会的发展进程。

互补视角：自然主义vs理想主义

从生物学上说，我们属于人这个物种，此物种通过进化而成，并且只是细微地同高等动物有所区别。从精神科学和文化科学的观点上说，人具有意识和理智，发明了文字并建立了诸如法治国家这样的社会组织机构。因此，人和技术可以用两种互补的方式进行考察——依附于自然的束缚和摆脱了自然的束缚。人具有符号方面的能力，如语言、技术和宗教。自古以来，宗教的目的就是为了革除这样一个认识，即我们完全听命于大自然的摆布而且终不免一死；技术的作用则是通过利用自然的过程，达到进一步对自然进行掌控的目的。人类的技术就是有计划地进行改造后的自然，人就是有计划地重塑自己的自然环境和自身自然本性的一种动物（关于哲学人类学参见第4章第A.3节）。

伊曼努尔·康德（1786年）在他的名言“两个世界的公民”中揭示了人的双重自然本性：人既属于自然的世界同时又属于自由的世界。作为自然存在，人和其他生物一样都服从于同样的自然法则；作为自由存在，人具有理性和道德自我决定的能力。康德认为，产生伦理问题的特别原因在于，自然本性的驱动和道德认识发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身上的理性应该要阻止我们身上的自然本性。技术伦理学所探讨的课题是哪些技术的使用是符合理性的，反之，理性能够和应该在怎样的程度上去阻止自然的和自然本性的对技术的使用。这时，关于“自然”、“理性”以及“自由”的确切含义，需要区别技术和康德所指的道德个体的情况再分别做出定义。这里，“自然”存在于一个准自然法则的技术发展过程中，而“自由”则存在于对我们生活环境的技术改造中。自然的和关乎理性的技术阐述是一种互补的关系。

从自然主义角度看，技术的用途在于保障人这个物种的生存基础。在此过程中，技术进步表现为一种准生物学的过程。这个过程自然而然地发生，并且伴随着各种非计划的行为后果——从简单的工具使用事故，到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尤其是因为集体的能源消耗所引起的高度复杂、很难预见其后果影响的气候变化（Falkenburg，2008年）。由此，人类文明中的技术发展表现为“第二自然”。

从理想主义角度看，技术乃是在一个以受理性控制的活动为基础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的人类学根源是游戏冲动、好奇、实验和建造欲望，同时再加之以因历史情况不同而变化各异的改造生存条件的要求。这里，理想主义的技术阐释所强调的是技术的计划特性，以及把人从大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目标。

这两个方面紧密相关，不可分割。“准生物学的”或“自然而然的”这两个属性词语的含义不是字面上的自然法则，技术的成功与否所遵循的是物理学和化学等的法则，而生存环境的技术化则是一个社会和经济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技术的活动是在集体层面上进行的。这两种规律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只要技术化进程还未被人们所完全理解和掌握，那么它就是一个类似于生物学的发展和优胜劣汰的过程，而组成社会集体的单个个体只能有限地对之进行规划或控制。理解具有独立作用的技术后果的钥匙是技术、经济和自然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其中，没有任何规划，任何技术创新也不会成功（Rapp，1978年）。

在与技术打交道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道德、法律和政治问题，一般说来首先是自然而然的、集体使用技术的一个直接或间接的后果。这些问题可以从理想主义角度，亦即从实践理性的视角被进行诊断。鉴于集体过程的复杂性（关键在于对其进行规划和控制），个人的道德约束在这里基本上无能为力。因此，技术伦理学的目标乃是研究技术和经济所赖以发展的政治和法律框架条件。

从自然主义视角看技术

片面的技术自然主义或技术决定论通常见于生物人类学、进化生物学、社会生物学和社会学代表人物的理论和学说中，此外，还常见于自然科学家和技术科学家的观点以及工业领域中。其思想来源有两个方面：生物学和社会分工体系中技术生产的生物学类比情况。在个体层面上，人被看作为了生存而使用工具的生物。在集体层面上，人这个物种的进化被按照重大技术革命，特别是按照近代工业革命的标准来进行衡量。

生物人类学：阿诺尔德·盖伦的技术哲学（参见第4章第A.3节）的基础是（老式的）进化生物学和行为生物学。根据这两种学说，人同动物相比较是一种“有缺陷的生物”——我们缺少直觉，离开了文明便无法长久生存。从积极的意义上说，人的智慧是对缺乏直觉的一种替代，因而同时也是人的自由的载体。生物学家阿道尔夫·波特曼[1]更进一步认为，人的特征必须要以他的能力和需求的可塑性来进行定义。因此，人的自然本性在于其本性的可塑性之中，也就是说，人部分地摆脱了自然的束缚。从盖伦和波特曼的不同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技术阐释是怎样的一种互补关系。人类通过运用到技术中的智慧弥补了自己的直觉缺陷，或者说实现了其自然本性的可塑性。工具的使用让人类能够使自己适应自然，同时也让自然适应自己。正如盖伦引用恩斯特·卡普的观点所指出的那样，技术对单个人来说乃是器官的延长和器官的替代。技术不仅减少了人的直接生存烦恼，而且还减少了千篇一律的、可自动化的行为动作。

进化生物学和社会生物学将生物学的技术认识扩展到人的物种进化论之上。人们从进化生物学角度来解释人类技术发展的飞跃，比如从狩猎和采集文明向农耕文化的过渡，或者是工业化的革命等。从这个观点来说，技术就是采用其他手段的进化延续。农田耕作、工业生产的分工或者是当今的医学技术，的确在遗传进化意义上改变了我们的人种，同时，它们还影响到了人口结构、生殖繁衍和自然的优胜劣汰。遗传技术到达了一个质量上的新阶段，其时，进化在遗传技术实验室里继续进行着它的演进过程。人类在自然中所从事的生产劳作和技术使用也影响到了生物群体的构成。为了考察研究技术的长期后果，遗传生物学的技术理论是必不可少的。这里，我们必须要考察研究技术对地球生态体系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

社会学：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注意到技术的两个方面。第一，技术的制造和使用是以集体和分工的方式进行的，亦即在家庭这样的社会组织，石器时代的氏族，古代的城邦国家或是现代的工业企业之中。第二，技术创新对推动社会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技术的历史始终就是文化和经济的历史。后面这一观点曾经被卡尔·马克思着重强调，他认为技术是主要生产力（参见第4章第A.2节）。马克思的这一“决定论”的历史观和上述观点一道，在工业社会学中（关于技术作为社会的构建，参见第4章第A.10节）建立起了一种技术决定论。根据此理论，技术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前进，对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并且不受人的干涉和影响（Grunwald，1999年，第187页，其中提示参见Ropohl，1982年）。但是，正如在马克思那里一样，这从来不是一种严格（拉普拉斯式的）[2]意义上的决定论。生物进化、技术发展以及社会和经济学规律等，都不是决定论意义上的、可被预言的以及被随机控制的过程。因此，只要还有人持有技术决定论的观点，那么“自然主义的”这一概念——微弱意义上的“可按照自然法则的样板来进行解释”——就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阿诺尔德·盖伦从生物学主义的立场来解释工业产生中的分工现象。根据他的观点，在工业生产的自动化过程中，技术是按下列方式来进行的：通过自动化，技术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生物人类学的基础之上。在技术的常规循环过程中，人又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生物学节奏。这种节奏以反馈机制为基础，似乎是在自我控制下运行，以至不再需要大脑来进行操作。在盖伦的眼中，自动化的技术过程相当于人的驱使本性，它的操作由建立在减轻负担基础上的无意识的反应来进行。无意识被使用的以及我们在广泛程度上摆脱其控制的技术是一种自然化的技术，它被描述为一种准自然的过程。当事者能够怎样控制自己无意识的技术行为，盖伦却未对此加以讨论（关于普适计算参见第5章第25节）。

从理想主义视角看技术

理想主义对技术的认识把人在设计和使用技术时的理性活动作为中心课题。理想主义观点认为，技术的产生是有计划化和受理念引导的。技术的理念可以有三种不同的性质特点：作为把人的想法落实到具体的形态中的“符号形式”（Cassirer，1930年/1995年），作为“工具式的理性”（Horkheimer，1967年），以及作为以“创造新事物”为目的的自然改造计划（Mittelstraß，1992年）。

作为符号形式的技术：按照恩斯特·卡西尔的学说观点（关于哲学人类学参见第4章第A.3节），技术工具体现了人的符号学能力，技术是一种符号形式，就像语言、宗教、科学、道德或艺术一样。他认为，所有的符号形式和技术一样都具有工具的性质：它们不是现实世界的翻版，而是首先给它赋予了具体的形态。与其他符号形式不同，技术理念被具体化为具体的目的。它代表着一个物体在一个具体的行为环境中的特殊作用方式和这件物体所具有的效用，未能达到预定目的的技术是不成功的和失效的技术。因之，技术理念就是代表着某种物体的具体效用的符号形式。这里，它直接与经济性的思想发生联系——这点完全不同于作为符号形式的语言、科学和艺术，或者也完全不同于康德哲学中作为自我目的的人的道德理念。

工具理性：在技术（作为经济的目的合理性的特殊形式）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是工具理性（Horkheimer，1967年）。技术设计和使用的更高一级目的，乃是技术之外的理念。但是，这些理念从根本上说并不是来自技术本身，而是来自广义的实践理性（比如根据康德学说）。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技术所起的作用是减轻人类直接的生存负担，并且将人的新的力量释放出来，比如为了文化活动的目的等。但是，作为目的合理性的形式，技术所具有的特点在于，运用具体的工具来提高我们的行为效率，以及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更加简单易行，等等。

重新构建现实世界：技术的理念是按照人的计划对自然事物和自然过程进行改造的设计要求和规范。尽管以效用为最终目的，它们却是人自由意志的表达，体现的是创造性的思想。所以，技术具有“造物主”的特点，并且以创造出崭新的事物为目标。人类的技术超出了大自然所能提供的潜在性的工具。除此之外，技术工具的使用还具有游戏的特点，这个特点并没有因事先设定的概念、计划和使用方法而化为乌有。因此，认为技术在于替代和延长人的自然器官的自然主义观点是一种一孔之见。随着近代科学和工业革命所取得的成果，人类对现实世界的重新构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类的科技生存环境越来越多地由人类所制造的产品，而非由自然的环境状态所构成。于尔格·米特斯特拉斯[3]（1992年）称其为“列奥纳多的世界”，亦即由人类所形成的一个人造世界，这个人造世界正逐步地将以往人们所理解的“自然”排挤出去。

观念和现实——技术以自然的方式进行回击

不成功或者我们对其后果影响不能再判断驾驭的技术，其观念和实现过程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一旦对技术失去控制，技术的自然层面和非自然层面之间的关系就发生了改变：技术的使用就如断了线的风筝，失去了理性的控制，技术从而变成了犹如自然生长的事物。对于这种现象，哲学做出的反应是消极的技术幻想（Anders，1956年/1980年）、把技术说成命运（Heidegger，1962年）以及对责任原则的呼唤（Jonas，1979；参见第4章第B.2节）。

技术是命运：马丁·海德格尔将基于近代自然科学的技术独立化视为命运的结果，从而走向了一种非生物学的技术决定论。他从理想主义的视角来给技术下定义，试图寻找到一个给我们开启同技术之间“自由关系”的“本质定义”。为此，他分析了体现在技术里面的目的合理性，并得出了对技术的一个反生物学论的解释。根据他的解释定义，技术的生产不同于生物学的演化：有机体的生长是发自其本身的一个过程，而技术则是对物体和效果的创造，这种创造不同于自然的存在，完全是由外部所决定的。特别是在近代的技术发展中，这种由外部决定的现象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借助实验的方法，自然在隐藏的资源开发和资源最大限度有效利用的双重意义上，既受到了“挑战”，又被迫“束手就擒”。海德格尔在这里明确指出了技术、自然科学和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

海德格尔在他的结论里把近代技术称为“框架”，亦即设计和使用技术制成品的总和。在这个总量之中，人类处处所遇到的只有他们自己制造的产品，而不再是他们自己本人。他进一步认为技术的全球化不可避免，并把技术看成人类的生存形式和集体命运。此外，他还把自我异化的危险强调为这种集体命运的个人后果。与此同时，他明确指出，来自外部的道德要求不可能阻止技术发展的脚步，从人类学的角度说，技术的发展和人类的命运相互交织，无法分离。借此，他突出强调了集体使用技术的这个根本的矛盾现象，其后果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这个威胁既牵涉到作为自然动物的人，也牵涉到作为理性动物的人，不（仅仅）是物种的继续存在已经岌岌可危，而且人类的自由也危如累卵。

加快了的自主化：如今，人类集体技术行为后果的自主化进程十分迅猛（关于技术后果参见第2章第5节）。但是，仔细从历史角度去审视就会发现，自主化的形成正如近代开始以来任何一个单独的科学和技术革命一样，是一个逐步发生的和渐进的过程。在从中世纪中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等级制度、小农和手工业生产社会向近代工业化生产的过渡中，技术进步的速度虽然在不断加快，但从绝大多数步骤本身来看，它们几乎没有带来根本性的新事物。那么我们要问，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在近代的技术当中，工业化生产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是携手并进的。在此期间，效率是人们的主导思想。与此相对应，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随着每一次工业革命而飞速前进。生产力、作用程度和产量的提高——或者也包括采用技术手段的经济生产的加速——成了经济学的原则，以及科技发展的发动机。

众所周知，所有这一切带来了工业国家中人的寿命延长、生活质量和普遍福利的提高，但是也导致了人在由技术产品构成的生活环境中越来越丧失自己的目标（Anders，1956年/1980年），以及对自然的生活基础的趋向性的破坏。在此过程中，技术的失败和有效运行的技术的潜在后果（Jonas，1979年）表现出了它们对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倘若简单的工具不能起到它应当起到的作用的话，那么，这仅仅影响到工匠本人和他的产品，比如发生一次事故或是损坏一个工件。与之不同的是，现代技术是以庞大的数量被生产出来和被人们所消费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原因就能导致连锁反应和引起重大的影响，比如从一座化工厂的爆炸，到由电脑操控的国际股市的崩盘，直到全球气候的变化等，不一而足。

后果影响

以局部介入实际生活为目标的技术理念，在科技的现实领域中的非局部性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但凡技术行为的后果无法一览无余的地方，技术就以自然的方式进行回击。不过，这种回击不是采用自然法则的方式，而是通过一种必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以无法预料的形式共同起着作用。

从根本上说，成功的技术和失败的技术、事故、灾难或环境损害一样，都服从于同样的自然法则。在成功的技术中，人们掌握了自然法则，而在不成功的技术中显然未能如愿。对于导致严重的事故并带来环境污染的技术失败，人们有某种理由将之说成自然灾害，尽管这是人为的灾害。但是，这种失控技术所造成的貌似符合自然规律的后果（参见第2章第5节）并没有免除从事技术生产和使用的人和机构减少风险和精心对待敏感技术的责任和义务。阻止技术决定论的唯一途径在于对技术使用的伦理学反思、细致有别的技术后果评估以及政府部门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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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 技术作为社会的构建

从技术决定论到社会构成主义

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社会科学视角技术研究的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倘若说迄今为止确曾有过独立的技术研究的话，那么，它首先带有工业社会学的印记，并以技术的后果为研究专注点。有鉴于这样一个有人将之极端地称为技术决定论（参见第4章第A.9节）的基本特点，德国社会学学会主席在1986年召开的社会学大会开幕词中，曾经宣告过它的“终结”。正是在这样的技术研究中，技术被视作工业和一般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基于这一观点，技术发展具有几乎不受外界影响的内在惯性和自身规律的特点，它们迫使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行为方式被动地适应这一情况（Lutz，1987年，第35页）。“因果关系的起点在于技术之中并导向社会关系；反方向的运动是不存在的。”（Grundwald，2007年，第68页）

技术进步和大型技术系统越来越难以预见的复杂性，在公众社会以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人们对技术的质疑。与此同时人们还进一步发现，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的系统之内会具有不同的组织和社会效应。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人们“把技术对象理解为社会现象，并把技术发展看成社会过程”（Lutz，1987年，第44页）。正因为如此，技术研究开始将技术的产生和制造，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技术化过程当作自己的研究课题。人们从进化论、新制度主义、文化主义和/或历史的角度，同时也借助理性选择论和博弈论的方法，开始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参阅Halfmann和其他学者，1995年）。

在技术社会学的“理论基石”中，特别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研究技术产生（技术起源问题）的社会构成主义异军突起。这当中，相对论和构成主义学说占主导地位的科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作用。研究成果表明，貌似“客观的”自然科学事实的东西，实际上皆有这样一种社会意义上的结构特征，即它不仅是装有实验仪器的研究实验室出来的结果，而且还是社会协商过程的结果。若是处在其他的社会和物质情况之下，出现的将可能是另外一番结果。特雷弗·平奇[1]和韦博·比克[2]在198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主张为了技术研究的目的，将上述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入开展下去。他们以自行车的发展为例（Pinch/Bijker，1984年），生动形象地阐述了自己的技术的社会构建（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SCOT）学说的发展潜力。在其后的一篇论文中，比克再次引用了这个示例，并增加了两个其他的研究案例：第一种合成材料——醛酚树脂的产生，以及荧光灯占领市场的过程（Bijker，1995年）。在这两个研究案例中，作者开发并使用了一种概念和描述性的模式。他认为，借助这种模式能够揭示出每一项技术的社会根源。

核心的分析概念

这个描述性的模式由两个核心的、给SCOT理论打上深刻印记的分析概念构成。但是，这并不等于它们早已形成概念并被加以论述。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关于技术的社会构建的分析论文中，这两个概念的运用鲜有所见，虽然二者已经被总结在SCOT理论之中（参阅Bijker和其他学者，1987年）。二者的共同点是对技术决定论的背弃，而且明确阐明，技术本身并不行使社会的构建力量。此外，通过这两个概念我们还认识到，鉴于开发和生产过程各种分支和反馈环节，直线型的技术发展观念——从研究到样品样机的开发、技术的生产和市场的引入——是不切实际的。

在SCOT理论中，特别予以强调的分析概念有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所谓相关的社会群体，他们对于一件技术产品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具有什么样的外观，有不同的设想和要求。比克（1995年）以自行车为例的分析指出，一部分社会群体视自行车为一种能够证明自己勇气和阳刚之气的物体（好汉单车）；而另一部分群体则更注重使用的简便和安全，或许也可能是骑行的速度；还有一部分群体关注的是男人和女人对设计所提出的不同要求，甚至他们笼统地认为女人骑自行车（不管是什么样的设计构造）是有伤风化的事情。就连自行车厂家也不例外，他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和观念。醛酚树脂的发明曾经有过与此颇为相似的情形。在这项发明的过程当中，尽管发明人列奥·亨德里克·贝克兰[3]有杰出的地位和影响，但是各种相关社会群体的不同想法和要求起过很重要的作用。潜在的消费者、化学家和工程师，甚至还有工业设计家和类似人造材料厂商等各种不同的群体，纷纷就醛酚树脂的特性、应用可能性和生产工艺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想法，从而促进了这一人造材料的社会构建的形成。荧光灯的案例归根结底要阐明的问题是，这个材料技术击败了为数众多的市场上已有的照明材料而获得了成功。这里，所谓相关的社会群体是那些已广泛形成卡特尔组织和结成网络的照明材料生产商和销售商，甚至包括发电厂商以及后来除了家用和商用电灯的照明工程师和厂商以外的普通社会公众。在荧光灯的社会构建形成过程中，经济利益和上述社会群体的市场实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他们关于照明的作用和质量以及各类荧光灯的功效的意见和想法（这些都是谈判桌上争论的话题）都融汇到了社会构建的过程之中。如同自行车一样，针对荧光灯也有过一场关于该项技术使用安全的探讨和论战。

第二类重要概念涉及所谓阐释的灵活性问题。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形成中的技术的看法分歧如此之大，看问题的角度如此不尽相同，以至于从SCOT理论角度来看，几乎不可能说存在一个为各方所认同的技术。一辆自行车首先是许许多多辆自行车，正像它同各种各样的（并非仅仅是技术的）想法和意义相关联一样。醛酚树脂和荧光灯也同此理。不仅一项技术的外观或构造的阐释是灵活的，技术的运行或失灵，以及一件“制成的”产品表现为成功还是失败的问题，也取决于因群体而异的功能要求和诠释。就连核子飞弹这样高度复杂的技术系统的操控精确性问题也不例外。按照SCOT理论的观点，如果有人认为，精确性乃是技术变化自然而然的和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样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对某件产品是否精确运行的评价不是一个客观的问题，而是一个依赖于诠释而定的问题。因此，就连精确性这个概念的“发明”，归根结底也是社会过程的结果（MacKenzie，1990年，第3页及下页）。

第三类概念被称为终结和固定，其含义和所指让社会群体之间进行的讨论和协商中所涉及的，以及其他选择过程中出现的不同观念和诠释最终产生了一个结果，这个结果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被相关的社会群体所接受。争论就此结束，一件技术产品的特定概念固定了下来，或者换句话说，它的诠释灵活性被决定性地降至最低程度。在技术起源研究中，这个过程被称作技术的稳定和固化（参阅Knie，1991年）。在自行车的示例中，由多个群体所认同的、带有充气轮胎的安全自行车的概念固定了下来。醛酚树脂最后普遍被人们理解为一种合成材料，这种材料在加热状态下具有可塑性，冷却之后变硬，酒精和甘油不能再使之软化。经过发电厂和实力强大的照明材料生产厂家之间的激烈争论之后，荧光灯形成了一种至今还在使用的、充有荧光粉的高亮度灯管的固定概念。

伦理学角度的问题

以SCOT理论为基点的研究工作虽然告诉我们，关于技术产品的设计和未来用途，相关的社会群体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想法和要求，但是，正如兰登·温纳[4]所指出的那样，研究人员通常并没有开发出可用来对技术产品进行评估的道德或政治准则。显而易见，对于技术和人类的福祉之间的关系，他们并不持有任何理论或实践的态度和立场（Winner，1993年，第371页及下页）。我们可以把这一针对研究人员的批评观点理解成一种要求，希望他们把技术伦理学的观点纳入研究工作。但是，在社会构成主义中尚未出现过至少是如此明确的研究方式。

然而，以诠释灵活性概念为代表的SCOT理论在这里完全能够说明，哪些标准的伦理学的观点以何种方式在技术发展和社会及技术的变化过程中能够发挥它们的作用。这一点通过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参见第5章第10节）的例子可以得到很形象的说明，虽然当前还只有为数很少的理论研究（比如对互联网发明的研究）明确地以社会构成主义为研究的基本导向（Abbate，1999年）。我们可以把互联网和它的前身阿帕网（ARPANET）的发展历程理解成一种“技术的冲突”史，亦即关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机会和问题，以及如何对待这些机会和问题的争论史。这期间，争论的焦点不（仅）涉及那些已认识到的风险，或者是否应该把一个网络的新功能看成毫无益处或是价值连城这样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基于“善恶的基本区别”（Bogner，2011年，第29页）的那些道德戒律。因此，技术争论是具有伦理学意义的，它们已经被“伦理化”（Bogner，2011年，第27页及下几页）。在互联网这个案例中，根据SCOT理论并就相关的社会群体来说，人们的注意力所关注的不是公民论坛、国民议会或者伦理委员会，而是信息工程师、电脑专家和其他的网络开发人员、用户和用户群体，以及内部网络管理负责系统构建、标准化或者派发地址的集体参与者。其中特别有意味的是，技术争论的各派——无论这场争论是如何结局——都在明确地，或往往是含蓄地对伦理学的名词和概念加以引述。

回顾互联网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虽然它的前身阿帕网是由美国国防部出钱资助的项目，但是，它却不是一个供所有参与者使用的、体现着诸如生存能力（通过空间的分散化）等军事价值观的一个特殊网络。参与开发的信息工程师和电脑专家想要有一个能够体现协作精神、分散的权威和开放合作交流等价值观的网络。与不断增加的用户数量一样，开发人员首先把这个网络看成一个交流和传播的媒介，虽然这并不是项目出资人的初衷（Abbate，1999年，第5页及下页）。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一些带有半运营半咨询功能的自我管理和协调委员会，其中规模较大的几个至今依然存在。委员会制定出了互联网基本协议，技术上不同的网络可以分散的方式同这些协议进行连接，同时，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在20世纪80年代宣布，所有大学计算机在与互联网进行联网时必须遵守这些协议。“建立联系的能力——网际互联是互联网最为明显的价值”，不仅在技术上如此，从社会角度讲亦然（Arbeitsgruppe，2002年，第40页；Abbate，1999年，第111页）。网络基本协议供人们免费使用。在互联网先驱的实践活动中，同时也在所谓网络社区的后几代人的思想认识中，助人为乐、携手合作和开放公开等价值观通过这些技术手段得到了充分体现。

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形成了一种具有正式使用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特别是网络交际）的所谓的“网络文化”（Helmers及其他学者，1998年）。这些规则的目的是要保证网络的顺畅运行，以及“负责任的和相互支持的对有限资源的使用”，从而无须国家或是其他有等级差别的干涉（Werle，2001年，第462页）。规则基本上排除商业使用目的。随着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引入，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退出对互联网的资金支持，情况发生了变化。但是，在私有化的网络中（根据路径的不同）仍然保留了使用和构建网络的传统原则，特别是分散化、开放的构架和用户的主动参与等原则（Abbate，1999年，第217页）。与此同时，正如我们通过围绕版权和数据保护的争论所看到的那样，对于出自经济目的利用互联网成风的现象，人们仍然持有很大的保留意见（关于信息行业参见第5章第9节；关于互联网参见第5章第10节）。

尽管有上面提及的这些变化发生，但是许多技术特征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其原因就在于这些特征在用户的认识中代表了一个“良好”社会的价值观。互联网被看作一个良好的社会和技术系统（参阅Werle，2001年）。在围绕网络的继续发展和使用的技术争论中，将技术构架的因素和其所具有的正面价值进行排比对应，其结论便可一目了然（有时也十分隐含）。本文的图表即用于显示这种对应关系，其中所列的各项内容涉及网络的一些特点（受益于社会和技术系统开放的目的结构），而非关及结构的类比。

互联网的技术构建和其所对应的积极的社会价值

[image: ]

关于技术的争论（参见第3章第6节）越来越多地在公众社会群体和政治团体之间，同时也在这些政党的内部（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进行。从SCOT理论的概念来看，这些群体和政党形成了今天的相关社会群体。大部分的技术论战基本上都围绕着国家的（政治的）调控或者是自我调整的问题（参阅Feick/Werle，2010年）。之所以发生争论，其原因就在于人们给同样的技术特征同时赋予了正面的和反面的性质和结果。有鉴于此，技术被当成了反民主的监视技术（参见第5章第22节），信息和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危险，网络犯罪的温床，对自由信息流通、个人自主权和融入的威胁。

许多关于进一步构建互联网的争论给人一种非常具有技术和专业性的感觉。正像我们从目前关于网络的中立问题的争论中所看到的那样（Feick/Werle，2010年，第530页及下页），事实上，不同的伦理价值阐释也同样在论战中相互碰撞，进而常常使一致意见的取得变得遥不可及。与SCOT理论中终结和固定的概念不同（此概念说明最终可以到达巩固某个特定技术方案的目的），如果我们期待伦理化的技术争论通常能够得到一致性的解决，那只是一种幻想（Bogner，2011年，第31页及下几页）。尽管如此，SCOT理论及其分析概念具有至少是描述性的潜在能力，能够对技术争论的伦理化过程进行描述，并且系统地将其作为技术的社会构建过程中的重要元素加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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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技术的价值特性

技术和价值紧密关联。技术危及某些价值的事情时有发生，比如健康和安全，就像2011年福岛核电站泄漏的情况一样。但是，技术也可以为价值提供支持，比如人的康泰、民主或隐私的保护等。本文遵循道德哲学对不同类型价值的几种常见的区分方法，首先对工具价值和终极价值，以及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进行区分。然后，对技术的价值中立性论点进行探讨和评价。最后再结合技术，对几种最重要的内在和外在价值展开简短的讨论。

价值范畴

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是常见的两种分类。内在价值是自我价值，因其自身而具有价值。工具价值则不同，其基础乃是建于协助实现其他价值之上。初看起来，似乎工具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差别一目了然，但其实不无问题。首先是因为内在价值的概念不甚明确，模棱两可。内在价值概念的解释通常涉及一个客体或是一种状态，这两者本身都具有价值。于是，内在价值就成了一种无中生有的价值。但是，内在价值也可以涉及这样一些事物，它们因其内在的自然本质，亦即可描述特性而具有价值。为了避免这种多义性，我们最好借助两种互为独立的方法来对客体的价值进行分类。第一种方法是要弄清这些价值是不是关联的价值。非关联的价值在下文中被称为“内在价值”，这是因为这些价值只建立在内在的特性之上。那么从定义的角度说，所有其他的价值都为“外在价值”。第二种方法则是要澄清，有疑问的客体价值是不是那种因其本身而具有价值的自我价值。自我价值在下文中被称作“终极价值”，所有其他价值则都被归纳在“工具价值”这个概念之下。

技术的中立性论点

时常有人认为所有技术的价值都是中性的。支持这个论点的主要理由是，技术只是实现某种目的一个中性手段，并且可以被用来做有利和不利的事情。因此，相关的价值在使用中产生，而不是在技术本身。这也就是说，技术的负面影响是使用者造成的，而不是技术产品或设计制造者本身造成的。正像美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所说的那样：“武器并不杀人，杀人的是人自己。”

对于人们认可技术中性价值的一种可能的解释在于：人们把这个问题解读成了技术产品仅仅具有外在价值。在这样一种解读的范围内，认为技术是价值中性的事物的观点明显是错误的。这是因为，技术产品都具有一种物理的或是物质的组成部分，因而也都是物理学上的物体，而且即便是在不单单是物理学上的物体的情况下，它们也是如此。物理学的物体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其价值（至少是部分）的基础乃是建立在自身的内在特性之上的。举例来说，一块石头根据它的内在物理特性可以用来敲开一个核桃。一片树叶就其敲开核桃的用途来说，其价值要小得多，甚至根本不具备工具的价值。由于不能明确解释清楚，一个物理学意义上的物体的工具价值只取决于它的外在特性，所以，这种情况也相应地发生在技术身上。因而，一件技术产品的工具价值并不仅仅等于一个外在价值。

关于技术的价值中性的问题，也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即技术产品的价值始终有一部分要取决于相关产品的外在特性。为了验证这一推论的说服力，我们必须首先对技术及技术产品进行定义。这是因为，技术和技术产品从根本上说，是构成我们所认为的技术产品的内在和外在特性的决定因素。一个有说服力的最低限度的技术定义必须涉及功能概念和/或可比较的概念，如目标、目的和意图等。技术有其功用这个事实也同时说明，技术具有工具价值，即它可以被应用于一个特定的目的（参见第2章第1节）。

于是，技术在最低限度的定义范畴中至少具备了一种工具价值。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工具价值对技术产品来说是内在的，亦即它只取决于技术产品的内在特性。一般来说情况并非如此：比方说用一把特定的锤子钉一块木板，锤子的特殊工具价值也要取决于使用者的身体能力，而就锤子而言，这个能力是外在的。即便工具价值是一件技术产品的一个固有特性，对于这件技术产品来说，这个工具价值并非必然就是其内在价值。

伊博·范·德·普尔[1]和彼得·克罗斯[2]（论著即将出版）提出的观点认为，技术产品不仅能体现工具价值，而且也能代表一种终极价值。为此，他们举出海防堤坝作为示例。海防堤坝的技术作用在于保护陆地免遭潮水淹没。从工具的角度看，这即代表了一种道德上的终极价值，比如说陆地居民的安全。这里问题的要点不在于海防堤坝可以用于安全的目的，而在于安全是它的作用的一个方面（参见第2章第3节）。其理由是，海防堤坝乃是为安全而设计的堤坝。这点与刀具的功能不尽相同。一把刀的作用在于它的切割用途。举例来说，从工具角度看，切面包可以代表一种终极价值，如健康、生存或者是人的幸福等。但是，实现这些终极价值却不是刀的作用的一个方面，而且通常的刀具设计，也不是为了实现这些终极价值。在刀具的例子中，产品的作用和由作用所产生的终极价值，二者的区别泾渭分明，而在海防堤坝的示例中则并非如此。海防堤坝的工具作用（保护内陆不受淹没）与其为此目的而设计的终极价值（与淹没相关联的安全问题）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总之，一座海防堤坝的技术作用可以表述为：它为免受潮水淹没提供保护。

技术的内在和外在价值

在各种不同的文本和文献中，价值总是与技术一道被谈论。比如说，德国工程师协会在其编号3780的准则里（参见第6章第6节）提到了以下八个价值范畴：可运行、经济性、福祉、安全、健康、环境、个性发展和社会性（VDI，1991年）。同时，工程师伦理守则也规定了相应的价值（Pritchard，2009年）。这些价值在技术的设计中常常起着重要的作用（Van de Poel，2009年）。

下文，我们要对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进行区分。内在价值是被工程师视作实际的工程师职业的内在价值，它们与普遍的社会目标和价值观无关，或者说至少看似如此。通常，内在价值不取决于它的上下左右关系，亦即在不同的应用环境中它们都具有重要性。外在价值是与技术对其他领域的影响相关联的价值。一般情况下，它们涉及人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普遍目标。

内在价值

在技术的整个关联体系中，技术热情、功效和效率属于最重要的内在价值。

技术热情：技术热情的概念涉及的是开发新技术可能性和接受新技术挑战的愿望。这是一种激发许许多多工程师积极性的价值，并且是那种被塞缪尔·佛洛曼[3]（1976年/1994年）称作“工程师职业的存在快乐”的东西。在激发工作热情对工程师来说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好事的同时，技术热情的内在危险却存在于可能伴随着出现的负面的技术现象中，以及存在于对与此相关的社会利益的忽略之中。因而从道德的立场来看，技术热情是一种内在价值，虽然在工程师的眼里它是终极价值。

功效和效率：一般来说，工程师都以追求良好的功效和效率为目的。功效指的是一件产品完成它的功能的程度。效率则可以理解成产品完成它的功能的程度和为达到这个效果所需耗费时间之间的关系。现代词义上的效率通常被解释为输入率/输出率（Alexander，2009年）。然而，从道德意义上来说，功效和效率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值得追求的东西。其原因在于，必须要给功效和效率设定一个外在的目标，以便对之进行衡量。这个目标可以设定成尽可能减少用作能源生产的不可再生天然资源的消耗。然而，这个目标也可以包括一场战争甚至是种族灭绝在内。

与技术相关的还有一系列其他的内在价值，如可靠性、坚固性、易维护性、兼容性、质量和合理性等。这些价值都是所谓的内在价值，亦即它们受到工程师们的高度重视，不论他们开发的是什么样的技术，也不论技术用于什么样的特殊目的。当工程师们可能将这些价值评定为终极价值时（如同技术热情、功效和效率在他们的眼里是终极价值一样），从道德的角度来说，它们就是所谓的工具价值（合理性可能是例外）。在技术领域已经开发出了一系列工艺方法，目的就是按照前述的内在价值来从事开发工作。这种开发工作一般被称作“为xx而进行设计”（Holt/Barnes，2010年）。

外在价值

安全和健康：安全和健康无疑属于技术中最重要的外在价值。安全（参见第2章第3节）时常被定义为没有风险和没有危险（参见第2章第2节）。然而，风险的减少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有可能或只是一厢情愿。因此，我们只能这样来理解安全，即它所牵涉的是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风险已经被减少到根据简单的判断就已成为可能并为我们所希望的程度。健康被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WHO）定义为“一种身体的、精神的和社会的完全怡然状态，而且不单是没有疾病和缺陷”（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2006年）。这个定义指的是人的健康更广义上的价值。在技术领域里，通常所强调的是避免对人的健康的负面影响。从道德角度来看，健康和安全常常被认为是终极的价值。虽然健康和安全都是外在价值，亦即二者所涉及的是实际工程师职业之外的技术影响，但是它们被内化到了实际工程师职业当中，比如通过技术守则和技术标准的引入等。

人的康泰：在工程师伦理守则（参见第6章第7节）以及其他技术文本和工艺规范中，我们能够找到各种关于外在价值的提示，比如人的福利、幸福、生活质量、个性发展、好生活、健康和富裕等。在这样一个关联体系中，人的康泰（human well-being）的概念是对所有这些关系所涉及的那个价值的一个十分切合的标称。这里，人的康泰不仅表示此时此地某人的感觉良好，而且还表示，一个人的生活对这个人来说是什么样的状态。在道德哲学中，人的康泰一般被当作终极价值看待。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制订出了各种不同的工艺方法，目的是要把人的康泰融入新技术的设计当中，这里包括移情设计（Koskinen及其他学者，2003年）、质量功能展开（QFD；Akao，1990年）、能力设计（Oosterlaken，2009年）和康泰设计（Van de Poel），等等。

可持续性：虽然生态价值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在技术领域中获得了重视，但是大约自2000年以后，这些价值在广义的可持续性价值（参见第4章第B.10节）的范围内得到了更充分的融入。布伦特兰委员会[4]针对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做出了最重要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发展模式，既能满足我们当前的需求，同时又不危及子孙后代的需求的满足。”（WCED，1987年）作为价值概念，可持续性以多种方式越来越多地走进了实际的工程师行业。首先，由于有法律法规以及技术守则和标准的支持，可持续性在技术中发挥了它的作用，其中包括诸如针对能源效率或是设备的要求，以及保温隔热的规定等。甚至可以被称为可持续性设计（Design for Sustainability）的概念也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接受。

其他外在价值：此外，其他的外在价值在技术领域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公正、民主和包容等。然而，除了这些较为普遍的价值之外，人们还可以对因为领域不同而含义各异的外在价值进行定义，建筑中的美学就是典型的示例。巴蒂亚·弗里德曼[5]及其他学者统计出了12种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中特别重要的价值（参见第5章第9节和第10节）——人的福利、所有权和财产、隐私权的保护、不受歧视的保护、通用性、信任、自我决定、启蒙后的同意、责任、身份、均衡和生态可持续性。此外，人们已经为这些价值开发出了相应的工艺方法，通过这些方法，价值可以被纳入新技术的设计。包容性设计（Clarkson，2003年）和价值敏感设计（Friedman及其他学者，2006年）即属此列。

总结性结论

本文已经阐明，技术对于价值来说并非中性的。根据定义，技术产品具有一种工具价值，即便这种工具价值对产品来说不完全是内在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若干情况下，技术产品甚至还具有终极价值。此外，本文还介绍了技术中的两类价值——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

内在价值，比如技术热情和效率等，常常被工程师看作终极价值。但是，一般情况下这些价值在道德意义上都是工具价值。它们是实现一种终极价值的手段，而通常情况下，这个终极价值对技术实践来说应该被评定为外在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内在价值在道德上是不可取的，而是相反，内在价值在道德上的适当地位要归功于更广泛的终极价值（为其所用）。

本文论述的外在价值多数都是终极价值。至少在两个方面，外在价值对技术实践来说似乎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它们可以用来说明和论证，为什么某些内在价值（比如效率）在特定的工程师项目中处在首要的地位。其次，内在价值在工程师职业实践中可能会有一种更直接的重要性。比如说，它们可以通过技术守则和标准，或是通过特殊的工程师实践尝试而被内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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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伦理学论证的视角和出发点

第1节 人权

定义、历史背景、重要性

人权是个人要求自由和自由的前提条件的权利。与其他具有普遍约束性的规定相比（各种法律；关于本节全文，参阅Ekardt，2011年；关于更具有传统倾向的学说，参见Alexy，1986年），人权和相关公权力（国家、邦联、国际法条约体系）的组织法规定以及公权力的其他内容上的义务（比如福利国家）一道，处在一个更高级别的层面上。除此之外，人权原则还导致了所谓权衡法则的出现。这些规定勾画出了诸如使用特定技术时的义务和回旋余地的框架，而在这方面，自由的宪法并没有就良好生活的问题做任何规定（此为广泛接受的理论探讨——其中未包含权衡理论——见Habermas，1992年；Rawls，1971年；Ekardt将之具体化并予以修正，2011年）。

人权概念的历史起源错综复杂并存在一定的争议。尽管有不同的见解（Ekardt，2001年），但无论怎样，其历史一直可追溯到启蒙运动之前，比如说——虽然在实际的影响方面存在矛盾——世俗化时代之前的加尔文主义思想（关于一般性论述，参阅Pollmann/Lohmann，2011年）。

特别是鉴于其同可持续发展观点（参见第4章第B.10节）的紧密联系，人权具有技术伦理学的重要意义。此外，正如我们后面要做的概述一样，人权可以对预防原则提供其理论基础。

人权的标准论证

假如人权的内容必然取决于标准论证的话，那么，标准论证就应引起我们的重视。由于涉及社会问题的解决，人权表示的是对政治的一种标准要求，正因为如此，它似乎受到政治参与者的左右。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政治是否对人权负有义务？

就自然观察本身而言（比如出于理解“人的自然本性”的目的），这种标准的论证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从经验观察本身并不能逻辑地得出结论说，这个观察从标准的意义上看是应当受到欢迎还是应当受到批判的。同时，通过一种经济的成本和效益分析方法来对人权（或是其他什么概念）进行定义，亦即通过一种量化轧平的方式来对特定的与人打交道模式的优劣进行界定（按照人的纯事实的优点进行衡量），这种尝试也是大有问题的。其原因在于，除了诸如量化过程中的其他问题外，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又回到了一种经验主义伦理学的非认知论的基础上来。这种非认知论理想当然地从根本上把标准看成主观的、非科学的或是不证自明的东西。但是，鉴于其涉及行动行为的重重矛盾，这种严格的非认知论基础也许是站不住脚的，虽然在标准范畴里或许存在大量的回旋余地。

然而，即便是流行的关于人权论证的讨论（关于各种论点参阅Rawls，1971年；Habermas，1992年；Unnerstall，1999年等）也并非没有问题。首先，针对大多数伦理学立场观点的反对意见是可想而知的（比如自然存在和道德要求错误、公理设定、循环论证等）。其次，一种想要政治承担某种义务的伦理学遇到了这样一个矛盾，即每一个政体的宪法都要求最终确定政治允许做什么，可能情况下必须做什么，自己的责任义务和回旋余地在哪里。法律是更加具体化和制裁保障的伦理学。但是，伦理学能够酌情对法律的普遍基本原则进行论证，反之，法律则无法做到这点（关于此问题和后述的问题参阅Alexy，1991年/1995年；Ekardt，2001年；Habermas，1992年；部分参阅Rawls，1971年）。然而除此之外，伦理学无法轻而易举地构建一种可以与之匹敌的标准。在实践当中，只有在进行一场法学上的人权讨论，并且伦理学被主要用来作为其基本原则的理论基础的情况下，对人权的伦理学论证（同时也包括内容的定义）才能获得成功。

人权理论的法学和伦理学基础

倘若人们认为自由的民主体制的基本原则是伦理性的，并且或许也是普遍可以论证的，那么，公正社会就有了人权的、法律的和伦理的基础及内容定义。

人的尊严原则的含义是对个人自主权的必要尊重，亦即一种自主原则；无党派原则是针对特殊立场的独立性。根据有争议的观点（一方面是Böckenförde，2003年；另一方面是Ekardt，2011年），这两种原则都不是基本权利，而且也不具备就一件具体的伦理和法律案件做任何评判的资格，所以，在技术问题上亦然。反之，二者更多的是个别的自由权利和自由前提条件权利、权衡法则、分权民主等的辩护性和阐释主导性的基础。因此，人们也没有提出这样的一个常见问题，即人的尊严本身是否需要进行权衡，等等。常为人们引用的所谓人的尊严的公式——“人作为人的价值”以及“禁止把人作为单纯的客体”，都没有切中尊严思想的实质。尽管有一系列这样那样的理由，人的尊严和人权也同样适用于无法参与讨论的（极端）严重智障人士。

从伦理学角度来说，人们就人权所发表的各种言论都是关于公正和社会层面的言论。超越创造公平社会秩序义务之外的个人伦理义务，因不能予以充分具体化以及缺乏推行的能力，所以是根本难以想象之事。正因为如此，人权始终置身于公权力之外，虽然它的起源乃是植根于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之中。所有本节所论述的内容，依照本国的法律都适用于自由民主制度之中，并且依照欧洲法和国际法也都适用于欧盟和国际组织机构之中。伦理学上也同样如此。此外，根据广义的一般法律规定的国际法概念，这一原则和所有其他原则在法律上也都适用于没有签署人权协议，以及没有颁布相应宪法的国家和国际职权机构。

扩展的自由概念

为了确定技术选择方案的具体规范标准，（以之为基础从法学上或者同时从伦理学上）对人权进行部分重新阐释，亦即排除主要带有经济倾向的自由概念是十分必要的。这种流行释义上的自由概念，似乎主要是给那些经济和社会中的技术使用者赋予了各种人权（就业自由、所有权自由、普遍的行动自由，等等）。

从伦理学和（超出部分的和字面上的标准化范畴的）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作为防范技术后果的标准支撑点，诸如对原子能或是纯技术性的，因而不很成功的气候政策这样的危险技术的防范），在人权的自由概念中产生了一种对于基本的自由前提条件的权利，如生命、健康、最低限度的食品、水、安全、气候稳定、基础教育、没有战争和内战，等等（在后果影响上部分如此处所列，部分也见OHCHR，2009年）。从根本上说，这个权利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超出自由的传统之外的）自由若没有上述那些基本条件是不可能存在的，而且，这些基本条件必须强制性地在自由概念中一同被加以思考。与之相比，从伦理和法律的角度来说，对其他有利于自由的条件的保护，比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就不具备人权的资格。但是，由于其与自由的关系，必须得到人们同样的认可。在法律上，这一点反映在规定的解释框架内，如环保国家的目标等（如基本法第20a条）。这里，将自由区分为消极的和积极的自由做法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在伦理和法律方面，同样不能令人信服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人权只对那些单个的、经过挑选的、被误认为是特别有价值的自由活动提供保护。

自由（包括其基本前提条件）在法律和伦理上有一系列理由值得同样受到跨时间的及全球范围内跨国界的保护，因而，它形成了一个实质的可持续发展概念，亦即一条长久的和全球范围内可持续的生存环境的命令（参见第4章第B.10节）。这里，所有的论证理由都与这样一个原则相关，即空间上和时间上相距遥远的人都是人权的载体。通常所见的反对跨时间和全球范围内跨国界的基本权利保护（如未来及个体悖论或是对子孙后代尚未知道的优先权的提示等）的论点，归根结底都是没有说服力的（Unnerstall，1999年）。反之，一个带有集体主义印记的“保存人类的命令”（Jonas，1979年），亦即对集体自杀的禁令，人们似乎很难论证它的合理性。

在正确理解自由宪法的前提下，以及在本国和跨国层面上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因可持续发展而扩大了的人权范围，为人们提供了“抵制”和“保护”的保证（二者本身就是不可割裂的）。这里，人权是抵制公权力的权利，同时也是要求公权力进行保护的权利。否则，人权对于可持续性来说便毫无意义可言，这是因为，气候变化和资源短缺等问题首先是由私有者，而非由国家直接引起的（关于下文部分参阅Ekardt，2011年；较为传统的论点参阅Böckenförde，1991年/2003年；Alexy，1986年）。这样的观点并不会因为某些普遍的反对意见，即反对认可强有力的基本保护权利（如民主、权利平衡、缺乏个人关联性、抵制权利的优先地位等），而变得空洞无物和无的放矢。因此，经典的作为/不作为的区分，以及伦理学中的道义论和结果主义将悄悄地失去它们的对象。

只有通过所有这些人权解释的步骤，针对气候变化、资源消失等的基本权利保护，具体的可持续性标准规范，以及技术可选性的标准框架才成为可能。具体细节问题当然只有从权衡理论和机构理论中才能得出。

权衡、机构、事实调查原则

伦理和法律的决定不仅是在例外的情况下，而且最终总是作为一种权衡考量才能得以被重建，或者用正确的表达方式来说就是——这种重建是在不同的自由类型、基本的自由前提条件、进一步有利于自由的条件以及所有从中派生的原则之间进行的（关于本节内容的详细论述参阅Alexy，1986年/1991年；更多涉及下文内容参见Ekardt，2011年）。尽管是在有技术的选项可供选择的情况下，这种做法特别容易潜在地导致诸如人权方面的可持续性保证与企业及消费者对眼前利益和消费的基本权利之间的对立冲突。于是，每个可持续性的决定都被打上了同样的标准不确定性，以及不单单是与事实相关的不安全性的烙印（正如流行的风险理论给人的影响一样）。我们只能在权衡理论的框架中，才能理解每个论证观点（比如肇事者原则或是效率原则等）的重要性。

除了权衡原则（以及或多或少具体的内容说明）外，自由的保证也能推导出这样的观点说明，即哪些公权力必须在公民中进行自由平衡，以及必须推进或减缓技术的发展。一方面，这是一个关于立法、行政和司法之间的（有利于自由的）权力平衡问题；另一方面，这是一个关于（以最佳的冲突解决方案和促进自由为目的的）多层面体系中（国际机构组织、欧盟、国会、联邦州等）的主管法律层面的问题。从理论角度看，负有义务的是相关的公权力，而且它具有最佳的适合资质（用管辖制度框架的法律形式语言来说）。在技术使用与否这个问题上，单个公民有义务具体做什么事情——从伦理、法律、国家和国际的角度来说——这一点要依靠公权力具体的权衡结果来决定。权衡的回旋余地首先涉及立法，这时，权衡的部分在多数情况下（在对标准的解释中，或是在明确开启的衡量及权衡余地中）被转交到行政或是司法部门。由于其他相关国家机构先前所做的规定，行政和司法部门所能利用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

然而，许多诸如原子能和碳排放这样的技术可选方案的主要受害者并不是当今议会和政府的选民，而是其他国家未来的子孙后代和人民。所以，现实政策中可持续性的缺乏不能一概地用“这是经过民主决定的”来做辩解，那样的话，可持续性就与民主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然而，基于讨论和学习过程的必要性，可持续性和民主之间同时有一种紧密的关系。尽管如此，在可持续性和均衡对待技术方面，针对分权民主现状的机构改革是很有限的。必须更多地建立起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国际组织，这一点是根本。此外，由于人权在时空方面的扩展，设立未来利益的代管机构也势在必行。

原本的权衡原则（“恰当性审查”在这里是一个失败的法律概念）导致了进一步的、（或多或少）具体的关于如何同技术打交道的标准要求。这里，权衡原则能够从自由原则以及从理论和实际的区别中派生出来。基本的权衡原则涉及每个决定的可靠的标准材料。一般来说，自由的界限只存在于自由之中，以及存在于他人的基本自由前提条件和其他有利于自由的条件中（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文化的促进、提供幼儿园入园名额等），而不是存在于任何形式的公共福利等其他事物中。公共福利作为一种概念在自由和民主的条件下，除了上面提到的法律利益外，不再有任何有意义的内容。良好生活的问题无法用普遍的标准尺度来进行衡量，因而也无从加以规范管理。有鉴于此，对技术选择方案使用与否的伦理和法律论证，并不告诉我们在自由方面受到限制的人们有更大的“内心幸福”，而仅仅是为我们提示对他人的自由和自由前提条件的保护。

从自由中派生出的另一个权衡原则是所谓行为后果责任原则（参见第2章第6节），亦即我们必须为自由选择的行为后果承担法律和伦理责任。这些后果，比如气候变化问题，可以通过公权力“人为地”予以内部化，比如通过缴纳能源税等。“责任”在这里不是单纯地代表管辖权、义务、自愿的善举等，而是代表一种肇事者原则。其他的权衡原则，乃是适合性和必要性等原则。这些原则要求人们为了提升其他人的自由，只能在必要的程度内剥夺某些人的部分自由。另外一条权衡原则的内容是对于其他人来说是根本性的利益诉求，通常必须享有先于他们的优先权。还有一条权衡原则的要求是，要正确记录个案中的利益诉求的具体受害情况。

可以衍生出来的还有一种包括人权预防（有别于法律传统）概念在内的事实调查原则，即从人权意义上对因时间遥远或因果关系不确定的、不仅来自技术使用（如原子能）而且也来自放弃使用可选技术的（如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危险情况的保护。“如今这种尚不完善的预防形式，或许已经能够‘更加安全地’对危险进行预防”——这样一种流行观念在当前普遍存在的权衡问题面前自然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正是由于人们和技术相关的认识的不断增加，不仅应用于评估新认识的根本原则是可能的，而且一种以之为基础的对公权力决策的改革也是可能的。

从内容角度来看，被破坏的权衡原则或程序原则，比如参与权、起诉权或者事实调查原则（关于后者参见下文），导致了一种在重视现有被破坏原则的情况下，重新进行决策的义务。以迄今为止的气候政策为例：被破坏的原则涉及常常被政治美化了的、作为气候政策基础的事实根据，同时还涉及缺少一种以自由前提条件的充足保护为目标的方向引导。这种对自由前提的保护，不仅是为了继续维护自由民主和它的自由保证，而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同时也在全球和跨时间的范围内）必须得到平等的保障。虽然物质的分配标准（即社会公平分配理论）在前述的背景之下通常很难被推导出来，但是，倘若像气候稳定和能源获得这样的人类财富，为了自由制度的利益必须强制性地加以维护，同时，假如每个人在最低限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下能够生存下去的话，那么，平均分配就是显而易见之事。迄今为止，无论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都违反了这一可推导出的权衡规定——大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平均分配。因此，我们可以从标准命令的角度来更坚定地推行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参见第5章第5节），因为我们特别认为，上述的举措（倘若力度足够的话）能够实现一种对自由更有保护作用的利益均衡，比在减排量的要求上踏步不前，这种保护的作用更加巨大。

人权、全球化和后民族的共生关系

一种以人权要求（也针对技术）为标志的全球政治，必须能够与一种全球的和取消了国界的世界经济相抗衡（关于此段内容参阅Ekardt，2011年）。若干国家在气候和资源可持续性政策方面的领头羊作用，比如欧盟和其他国家的联合行动，从世界贸易法来说是可行的。不过，这方面复杂的争议（比如基因技术）总是不断地出现。

从理论和人权的角度来看，当前全球范围内制度化（不足）的现状仅仅是有条件地与一种普遍的、全球范围内的、超越时间的和自由的民主论证基础相适应。我们需要更多的全球机构，它们（a）能正常工作，（b）能做出少数服从多数的决定，（c）具备有效的执行机制和（d）更加成形的参与机制，以及从中期目标来说，在人权范围内用谨慎和分权的方式将国际性决策过程议会化。除此之外，从长期的目标来说，与国家和全球范围内的民主化同步中值得讨论的是对国际法、欧盟法和国别法与地位改变［有利于更高层次的法律法规以及有利于逐步克服民族国家是“（国际法）协议的主人”的思想］之间关系的一次重新解释。一旦所有这些问题得到解决，通往将气候和资源保护法纳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道路障碍（如同一个微缩版的“全球化的欧盟”）就被清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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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责任原则

汉斯·约纳斯的责任和未来伦理学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哲学家汉斯·约纳斯以他的晚期著作《责任原则——未来文明伦理学试论》（1979年/1984年）对公众和哲学的讨论产生了深刻影响（Böhler，1994年；Schmidt，2007年）。这部著作可以看作一本“哲学畅销书”（Hubig，1995年，第13页），它为人们对面向未来的责任伦理学、科学伦理学和技术伦理学的认可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并且把责任概念当作伦理学的中心课题（参见第2章第6节）。这里，与其把约纳斯称为自然伦理学家、科学伦理学家或是技术伦理学家，不如把他称作责任伦理学家和未来伦理学家（Jonas，1984年，第39页及下几页）更恰当。约氏的研究工作并没有着意去开发一个新的伦理学领域，而是以更新和补充普通伦理学为目标，以应对科技文明给人们带来的威胁局面。他的“危难时刻伦理学”在其坚定的反对人类中心论的基础方面，表现出一种与生物中心论的近距离关系，亦即一种对“敬畏生命”的贴近（Schweitzer，1919年，参见第4章第A.4节）。

约纳斯将当前的问题现状（社会和生态危机、核武器的过度杀伤力、生物医学技术的手术等）重新构建为当前文化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方面的一个深度问题。他要求对形而上学进行一次反思和修正，将伦理学、人类学和自然哲学相结合，并且提出了具有保守倾向的、需从方法论上去理解的保存和谨慎原则（恐慌启发法、负面预测优先权和新的绝对命令），以对抗恩斯特·布洛赫[1]的《希望原则》（1959年）及任何虚幻和乌托邦的进步信仰（参见第2章第4节和第3章第5节）。

借此，约纳斯不仅在20世纪80年代迎合了盛行一时的、技术悲观论的、回溯自然的公众情绪，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在对现代主义的社会批判中找到了自己的发展基础。这场社会批判从后现代时期（或第二次现代时期）一直跨越到风险社会时期，并且把培根式的进步概念视为最后的终结。

诊断的出发点

约纳斯的诊断是一种人类历史断代的诊断，而由于人类太多的成就，培根式的进步理想变成了威胁。人类作为生物物种的存在和未来子孙后代的人道社会存在一样，两者都岌岌可危、前途未卜。正如格奥尔格·皮希特、瓦尔特·舒尔茨和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一样，约纳斯的诊断也是用反乌托邦和反布洛赫的惊世骇俗论点开篇的：“对现代技术的希冀已变成了一种威胁”，“存在”已不复存在（Jonas，1984年，第7页）。大自然——人的肉体的自然、生物的变化和生长、外在的资源以及现象和美学的自然，完全成了技术的所用之物。约纳斯探讨了科技的发展历程，它起自前现代时期的技术（那时还是工具和手段），直至今天的现代化高科技（它无处不在并潜移默化地支配和危害着自然）。亚里士多德式的自然和技术的对立已经过时（参见第4章第A.1节和第A.5节），工匠（Homo faber）战胜了智者（home sapiens）。在约纳斯眼中，自然和国家（polis）之间的界线起着主导的比喻作用：自由的大自然遭到无处不在的城市的排挤，亦即“被人造的空间所吞噬”（Jonas，1984年，第33页）。如今，“危险……更多的是在于［技术］的成功之中，而非在于失败之中（比如事故和灾难）”，因此，技术就有了一种“内在的多义性”和无法消除的矛盾性（Jonas，1987年，第43页）。由于“征服自然”取得了成果，所以就产生了一种技术行为的自我势能和消极的辩证法，从而造成了累积性的影响和演变式的风险。所有这一切都是“新型的，不同于以往的，依其类型和规模大小而定”（Jonas，1984年，第7页）。

背景分析

约纳斯把“我们借助高科技而踏入的集体实践的新大陆”称作伦理学的“无人区”和“伦理学的真空地带”（Jonas，1984年，第7、57页）。传统的伦理学亟须被补充，因为：（1）迄今为止所有以技能形式同自然打交道的过程“在伦理学上都是中立的”；（2）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在伦理学上是十分重要的，“所有传统的伦理学都是人类中心论的”（Jonas，1984年，第22页）；（3）作为自身行为的前提条件，人可以被认为是恒定不变的；（4）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全球性的事物始终未受重视，传统的伦理学没有跳出“行为的狭隘圈子”（Jonas，1984年，第23页）。因此，伦理学亟须被补充（而非被替代）的情况适用于所有伦理学理论。

在约纳斯眼里，伦理学的萎靡不振反映了当前社会形而上学基础的不足。基础性的危机迫使我们，“要扩大此前提到的变向思维，要超越关于行为的学说，亦即伦理学，将之推进到关于存在的学说，亦即形而上学中去……”（Jonas，1984年，第30页）这里，形而上学指的是对行为有指导意义的和理性的自然观、人文观和科学观，而非模棱两可的定义或僵化的教条体系（Jonas，1984年，第94页）。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一个形而上学，而是可以和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形而上学——约纳斯以此来与流行的对后形而上学时代的诊断方法进行抗争。约纳斯的目的，是要以理性的方式建立一个与问题局面相适应的形而上学，简言之，要重新塑造形而上学。

任何一个方法论，尤其是科学的方法论，都是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并且具有伦理学的重要意义：假如当前的自然科学知识“对世界的形态具有决定权的话，那么，这个形态就是一部中性价值的机械装置……那样的话，我们的确不需要证明，我们为什么要为即将到来的下一个一千年操心”（Jonas，1993年，第44页）。约纳斯反对自然的价值中性化，主张一种介入理论并以此积极倡导，要对介入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形而上学假设进行探究（介入伦理学）。通过介入的理论观点，伦理学的地位就被前置于发掘和认识之中，从而有别于被各种学科伦理学所认可的所谓现存事物的问题压力。而这样的地位前移，“我们在后面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即当我们面对我们该干什么这样一个似乎总是紧随出现的、看似唯一急迫的问题时，我们同时还要考虑：我们必须怎样思考？”的时候。上述观点并非始出自约纳斯，而是出自他学术上的老师马丁·海德格尔（2007年，第40页）。

理论论证

约纳斯以本体论为基础的伦理学的争论性论证工作包括四个步骤。

首先，他在1973年出版的自然哲学的主要著作《有机体和自由》（1966年英文版）中，创立了一种目的论的自然观念。他在书中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抨击勒内·笛卡尔，反对伊曼努尔·康德，并对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的观点情有独钟。他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把生命界解释为阶梯式的系统，精神从一开始就事先隐藏在有机体中，并在人的身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参阅Jonas，1997年，第15页）。从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从人这个自然动物出发，自然在人身上留下了关于自己的证明），约纳斯发现了“存在中的目的的内在性”（Jonas，1984年，第150页）。不过，这是一种微弱意义上的内在性：有机体具有一种生存下去的目的。约纳斯越过康德的伦理学，而且和谢林一样对机械论者进行批判，认为他们对自然的观察方式，似乎是以没有内在目的为前提的。

其次，约纳斯提出了一个“目的本为善的论点”，即“在自然具有目的或目标的同时……它也具有价值”（Jonas，1984年，第153页）。目的本身——与其物质内容无关——代表的就是一种价值，而不是要对“目的的好坏本身”进行评判（Jonas，1984年，第153页）：目的的物质内容可能是好的或坏的；目的本身必须被视为好的——不仅在客观意义上，也在主观意义上。

再次，约纳斯（把善本身当作要求的观点）将内在的要求与善结合在一起，亦即将善从潜在状态引入现实。他说：“善或价值这个东西，如果它是出自其本身，而源于欲望、需求或选择的恩惠，那么根据其概念，它就是对其现实性的要求所包含的可能性的那个事物……”（Jonas，1984年，第153页）。这个事物本身就包含一个道德的要求。

最后，这个道德要求可以被人们拒绝。对于这个问题来说十分重要的第四个前提，其情形有别于前三种前提，它超出了有人用来指责约纳斯的所谓自然主义的范畴。它可以被称作“自由论点”或是“责任能力论点”，其中的自由概念是一个专有名词，指的是在自然界中进行的自我保存行为，从人以降一直到有机体的初级形态皆有之。“人的自由（应当……）被诠释为大自然目的性工作的最高结果。”（Jonas，1984年，第157页）约纳斯论述道，通过人所具有的特殊类型的自由，亦即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人实际上正肩负着这样的可能性。人必须“将对（存在者）的认可纳入自己的意愿，并且将对非存在的否认交付给自己的能力”（Jonas，1984年，第157页）。意愿应当继续展开为针对存在所尽的义务。总而论之，目的性具有一种“变为现实的要求”，人必须把这个要求的意愿作为义务承接过来，亦即作为存在的道德要求。

存在和道德要求

约纳斯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论证显然违反了哲学伦理学中已根深蒂固的休谟-摩尔定论，根据这个定论根本就没有从存在到道德要求的过渡，以及从现实到价值的过渡（自然主义和描述主义的错误结论）。约纳斯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错误结论，相反，他在这个定论中发现了传统伦理学在哲学反思方面的不足。其原因在于，传统伦理学拘泥于一种“本体论的教条”，这个教条又导致了一种循环论证（Jonas，1984年，第235页）。因为根据本体论的推论，“（这个最终从自然科学借用的概念）已经就是存在的真实和全部的概念”（Jonas，1984年，第92页）。这样，休谟-摩尔定论及其存在-道德要求的二分法的前提就是一个存在概念，在这个概念中，存在“是用相应的中性化方法（作为‘无价值’）来设计的”（Jonas，1984年，第92页）。在这种情况下，道德要求的非衍生性就成了一个“同义反复的结果”，它是循环论证的，而且并不是一个论据（Jonas，1984年，第92页）。

因此，不仅约纳斯的伦理学基础是形而上学的，而且，伦理学普遍都充满带有形而上学特征的人类学、行为学和物理-物质角度的推断（Jonas，1984年，第93页）。上述循环论证的提示——相对于约纳斯的批评者来说——开启了同样的出发点条件。约纳斯能够进一步论证并列举了一条证据证明，在存在和道德要求之间的确存在相互连接的桥梁。他选择了一个典型的情况来作为范例——婴儿，“责任的原始对象”（Jonas，1984年，第234页及下页）。借助父母对孩子关心照料的关系，他形象化地阐述了他的伦理学的核心思想：关心照料结构系统。无助的婴儿的存在，对他的周围世界提出了一个道德要求，即对他进行关心照料（存在的道德要求）。约纳斯非常明白，人们对于婴儿的要求是可以逃避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介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亦即人们是把婴儿看作一堆细胞组织呢，还是看作一个有生命的生物体，并且在介入中给予他尊严、尊重和敬畏（介入伦理学）（Taylor，1986年；Schweitzer，1988年；Sitter-Liver，2005年）。

实际操作

约纳斯认为，有两个方法上的因素对于伦理学的成功实践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是“非交互性”（Jonas，1984年，第84页）。非交互性表示的是责任可能性条件的形式核心，其中责任是伦理学的主要概念。责任只有在非对称的实力关系情况下才会出现：今天的人拥有强于未来人的实力等，而非反之。正如我们在公平、契约和商讨理论的实践活动中所见到的那样，交互性则不然。它以自由和平等的商讨参与者之间的一种关系对称性为前提：一个人所肩负的义务是另一个人的权利的对应面。这里假定的条件是，每一个人作为自主主体，原则上都具有在关于言语行为的商谈空间中代表自己的能力。这一点在未来的人类、动物、痴呆症患者或胎儿那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似乎无法确定。约纳斯认为，对我们（未来伦理学）的目的而言，交互性的观点……在这里“失去了作用”。“这是因为，要求止于提出要求的那个事物——亦即它首先必须是存在的事物。”（Jonas，1984年，第84页）这里所显现出的与“同时和直接存在的事物”的联系是不够的，伦理学必须把未来的事物，即“尚未存在的事物”包括在内（Jonas，1984年，第47、48页）。这是一个为了什么的责任（关心照料结构系统），而不是一个与法庭有关的面对什么的责任（关于责任参见第2章第6节）。

其次，“谨慎性”构成了约纳斯伦理学的方法论核心。只要谨慎与未来事物联系，那么它就部分存在于上述的非交互性层面之中：“谨慎（是）责任的命令，因为人的存在和本质决不允许被全部投入行为的博弈。”（Jonas，1984年，第338、381页）在方法论上，约纳斯要求一种反乌托邦式的（反布洛赫式的）“恐慌启发法”，它“先进行负面预测然后进行正面预测”，并且“预言”未来的灾难以及承认未来客观上的不确定性——将潜在的事物看作客观的事物（Jonas，1984年，第63页及下页，第70页及下页，第7页）。这里所表现出的保守主义是“存在的责任”的核心元素。从保护的角度出发要能够保证，人在生物学和社会文化意义上在未来不会消亡。约纳斯指出了技术和自然科学发展的累积影响，这种影响造成了我们不能完全接近未来。通过这种方式，约纳斯论证了谨慎原则的必要性。我们必须在做出技术决定时，对“无知”及“我们知识的昏聩”加以注意（Jonas，1984年，第55、71页），因此，要“更多地倾听报忧的预测……而不是报喜的预测”（Jonas，1984年，第70页）。放弃行为有时是十分必要的。

关于上述方法论的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约纳斯将其合并到了一个“新的命令”当中，“要让你的行为的影响和地球上真正的人的生命的万世长存和谐一致，或者从消极面来说，‘要让你的行为的影响不对人的生命的未来可能性造成破坏’”（Jonas，1984年，第36页）。这里涉及两个重要思想：人作为物种的生存延续和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人道生活。就形式而言，约纳斯遵循的是康德的道义论伦理学思想（普遍化，参见第4章第B.5节）。他与康德在伦理学思想上的不同点是其中与未来生命可能性相关的物质内涵。尽管约纳斯的道德命令不具备康德内在逻辑的严谨程度，但对于生命本身来说是具备一定的合理性的（Jonas，1984年，第36页）。

倘若我们把这个新的道德命令称作“人类中心论的”学说，可能就像把它典型化为“综合性的”一样，会有违约纳斯的初衷。约纳斯想通过把自然哲学、人类学和伦理学的相互结合来避免做这样的盖棺定论。从人类学意义上看，人是被拟人化描述的和整体一元论所理解的大自然的一个参与性的组成部分。

批评和影响的历史

责任原则的影响历史是双重性质的。对约纳斯理论观点的评价，主要是肯定他把和未来相关的技术伦理学纳入了哲学和公众社会的日常话题，而并不是评价他如何为之。

约纳斯所引起的多种批评声音，来自互补性的批评意见，它们尤其涉及伦理学、自然哲学和人类学的紧密关系问题。实践论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约纳斯的学说中辨析出了一种自然主义，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自然主义的错误结论（见上）。科学哲学家对他拟人化的自然观予以抨击；自然科学家将他视为文化主义的客观批评家和科学的敌人；功利主义者发现他是一个无结果的意识和义务伦理学家；康德论者视其为一个目的论及远离道德的结果论者；德行伦理学家视其为一个准则伦理学的新康德主义者；论辩伦理学家视其为专横霸道的沟通和商讨的仇视者；纯伦理学家视之为满口仁义道德的宗教哲学家或神学家；社会理论家认为他的学说是一个简单化的个人伦理学，并且缺少社会哲学和社会理论的反思；技术后果评估学者指责他的理论在具体的决策情况下的不可操作性；理性主义者洞悉他的思想是一个反启蒙的宗教立场和一个体系庞大的、亚里士多德目的论的形而上学。

总而言之，人们针对约纳斯伦理学的四个核心内容均提出了异议：

（1）诊断——异议批评约纳斯对问题现象的观察和诊断以及随后提出的断代论观点；

（2）原因分析——异议虽然同意约纳斯看问题的动机，但是不认为这对伦理学有挑战，对形而上学的挑战更是无从谈起；

（3）理论论证的异议指责约纳斯的结论错误、不准确的推论以及一种充满自然主义和形而上学色彩的伦理学的论证弱点；

（4）最后，操作性——异议抨击约纳斯的理论徒有空谈，毫无意义。

除了约纳斯的“责任”核心概念的普遍运用外，得到正面接受评价的还有（1）他的早期定向论点，即把伦理学的位置提前至问题的认识和发掘之中，目的是使伦理学上重要的“知识走进自然”成为可能，并且将其运用于问题本身所产生的地方（Altner和其他学者，2000年；Liebert/Schmidt，2010年）。这点也同样适用于（2）他着眼于未来的论点，即面对未来的形而上学的实际情况对伦理学加以深化。“人们需要一个刚好合适的形而上学”，这个需求来自这样一种必然性，即人们必须增强谨慎原则，以及给予未来发生的事物（在“经过解释说明的灾祸预言”范围内）一个本体论及实际的地位（Dupuy，2005年，第81、86页）。此外，（3）约纳斯的以自然为导向的观点也得到了人们的接受和认同。这里，他不仅使自然成了伦理学的对象，更重要的是“自然的概念”成了反思和取向的中心概念，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就可以对自然和技术关系（参见第4章第C.2节）中的时代差异，以及自然生成的和人工制成的事物之间的时代差异进行诊断，比如一种“自我生成型的技术”（生物技术、合成生物学）的产生等（Habermas，2002年；Kastenhofer/Schmidt，2011年）。

约纳斯学说的影响历史不局限于学术界的范围内。基于作为公众学者的角色，他曾经对政治性的规划方案产生过影响，如布伦特兰报告（1987年）等（Hauff，1987年；参见第4章第B.10节）。他的“永久戒律”概念以及他的道德命令在经过改头换面后，一模一样的内容又在报告中重新出现（布伦特兰报告，1987年，第ⅩⅤ、337页）。此外，责任原则的方法论核心元素不仅进入法律的专业词汇（非交互性进入了胚胎保护法以及德国和瑞士的动物保护法），而且还进入了技术后果评估（参见第6章第4节和第3节；第4章第C.7节），尤其是前瞻性的技术后果评估（Liebert/Schmidt，2010年）。约纳斯从科学政策出发对“新科学”（与相互依赖性巨大的复杂性相关联）加以制度化的要求，亦即对一种“一体化的环境科学”（Jonas，1987年，第11页）制度化的要求，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实践。

结论

人们可以将责任原则理解为社会历史的一个里程碑。这个里程碑从20世纪80年代经过诊断的社会经济、核能和生物医学技术的生存危机的角度，记录了社会的自然观、技术观和自我认识，并且将其视为对哲学、伦理学和公众社会的挑战。

约纳斯的历史功绩在于，他为自然伦理学和技术伦理学的产生和建立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尽管，或者说正因为他没有把这两者当成其他的学科伦理学，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普通的补充式的伦理学，一种责任伦理学和未来伦理学。他所关心的是伦理实践，而非伦理学概念及其纯哲学的论证方法。约纳斯本人也承认这一点：“我知道，这不是证据，所以不强求任何人苟同附和。”（Jonas，1988年，第40页）然而对约纳斯来说，分析伦理学或超验实用主义伦理学的那种形式上的理性不仅是陌生的，同时也是不充分的。这种理性类型与当前的问题现状处在一种极为密切的关系之中：他与别人一道，对这种现状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约纳斯眼里，社会经济、核能和生物医学技术的问题现状不是表面现象，也不是人们仅靠对规定的修改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当前文化形而上学基础的深层次问题。植根于此的自然观、人文观和科学观形成了对科技发展的前期影响。约纳斯所关注的就是这样的早期阶段。一旦发展的进程大步向前，那么约纳斯对伦理学的补充就成了无的放矢的学说。因此，约纳斯所拒绝的是一种姗姗来迟的技术伦理学及技术后果评估，但不是预测未来的前瞻性的技术后果评估（参阅Liebert/Schmidt，2010年；Grundwald，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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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智慧伦理学/暂行的道德准则

智慧伦理学

从一般意义上说，智慧是个人或体制行为者能胸有成竹和审时度势地行动的一种特质。尤其是当一个行为者在局势纷乱不明之时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者甚至能够暂时搁置自己的行动目标（假如为了整体生活的成功实现而必须这样做的话），那么，他就可被称为睿智之人。作为一种智性的利己主义原则，智慧概念时下常被用来与伦理学中的道德相区别。而此处所指的特质乃是一种（心智的）本领/能力，一旦这种本领或能力成为一种人生态度，那么它就可被称作（心智的）“德性”。

智慧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伦理学中被看作主要的德性，因为一个人只有依靠他的智慧，才能将他所认知的善行付诸实践。这里，我们不能把一个（生活的）智者的实际知识同把理论知识通过所谓技术的手段应用于实践的需要混为一谈，而是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它代表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一种不折不扣的、依情况和行为者而异的、关于主意和办法的知识，或者用时下的表述方法来说，它可以被称为一种“方向性的知识”（Mittelstraß，1992年）。这个知识不仅包括真实的和有根有据的、道德的、法律的和伦理的、标准化程度很高的信念在内［其中有一个（绝对）命令和戒律意义上的“道德要求”出现］，而且还包括牵涉到福祉及分享良好生活的真实的、合理的、标准化程度较低的信念在内（参见第4章第B.8节）。当然，“道德要求”在这里只是与一种假设的要求一同出现的，正像对于智慧的建议和康德学说意义上的“实用主义命令”来说，这种假设的要求所具有的典型意义一样（见下）。

如同道德伦理学一样，智慧伦理学的出发点也不在标准建立的方法中，而是在一种对个人的自我取向能力的调查当中。物质的道德伦理学在内容上与特定价值体系中得到认可的道德操守相关联，因而它能够提出一个只是部分的、与相应的价值体系有关联的适用要求，例如在新亚里士多德论，以及在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1]的社群主义中（参阅MacIntyre，1989年），等等。智慧伦理学与这种道德伦理学的区别在于它试图重新构建成功实践的形式条件，亦即亚里士多德在对实践智慧（phrónêsis）的分析中首次所提到的、负责幸福和成功实践的（eupraxia）智性道德条件。为了避免盲目性，虽然亚里士多德式的智慧——实践智慧（phrónêsis）需要普遍的价值榜样（它们作为标准性的框架概念——通过习惯性——存在于相应的文化和历史环境中），但它本身并没有固定在特定的价值内容上。智慧者更多的是让自己同这些价值处在这样一种关系之中，即他不断思考权衡，在情况各不相同的价值冲突中，如何能使成功行为的目的本身得到充分（和长期）的保证。因此，智慧伦理学也可以被称为一种“形式的道德伦理学及价值伦理学”，它恰恰是在价值多元论的条件下，能够在标准化程度很高的准则伦理学之外，形成一个重要的和以行为者为中心的替代学说。

基于它的形式特点，或更准确地说基于它的内容开放性，智慧伦理学也没有局限在生活中的个人伦理学范围内。智慧行为的基本概念，如在保存和发展行为能力视角下的审时度势（可能也会导致自我限制），强调的是行为的实践特征：实践即行动，其目的就是成功完成了的行为（Ebert，1976年）。这一点把实践与一种对行为的评价相对照，而这种评价只以产品和状态中特定价值的是否实现（创造）为标准取向，因此，它也恰恰是在社会政治的框架中提供了行为资格及决策过程的重要观察点，并且在相应的政治制度中“完善”自己。在此，政治制度必须从总体上为（进一步的）行为提供保障（Aristoteles NE 1118b 14ff.；Hubig 2007b）。

智慧作为与命令知识相关的导向知识

如今，智慧伦理学的任务不仅在于为允许和规定的范畴划定界限，更重要的是在于划定对行为者的自我取向更为重要（更广义）的建议范畴。当然，这项工作必须逐项重新来做，就像比赛时的排兵布阵一样（比如国际象棋和足球等）。虽然人们在这里可以借助积累在经验宝库中的各种范例（在智慧伦理学方面是在智慧伦理学传统的准则里，比如从塞涅卡到米歇尔·德·蒙田，再从勒内·笛卡尔到阿尔贝·加缪等人的学说，体育比赛方面则是在布局手册里），但是，这些范例既无约束性，也无定义性的特征，同时具有无法减少的多义性，因而必须针对其相关性首先在一种决策环境中加以运用。这一点正是智慧之所在。

因此，正如人们在日常用语中所准确表达的那样，建议乃是“眼前的规定”。这个临时性的特点使建议与其他类型的假设命令，亦即技术命令有所不同。不同于有效的技术命令，建议始终要予以修正。但是，一旦它被确定用于某个特定的情形，它对于行为者来说就具有导向的作用：协商的结果是一种关于应该去实现哪些目的的知识，亦即导向知识。相反，就行为者行为的适用性而言，技术命令是以行为者遵循某些特定的目的为前提的。所以，它们不具有导向的功能，其作用——相对于知识的状况而言——是依据不同情况而定的（亦即不仅仅是暂时性的）。换句话说：技术命令不包含导向知识，而包含一种命令知识，亦即关于实现目的的有效手段的知识。因此，倘若将实用命令和技术命令混为一谈，比方说混淆了建议和配方的用途，那么人们就必然误解了智慧伦理学反思的特性。从根本上说，智慧伦理学反思的特性，在于能够努力对可能的目标的意义加以权衡考量，同时这种权衡考量又是在对良好生活的想象（想象也需要不断重新修正）中进行的（Luckner，2005年，第39页及下几页；Hubig，2007a，第3章第3节）。

除此之外，实用命令和技术命令的关系不仅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假设命令的关系，而且是一种不同道德层面的关系：技术命令在行为中的应用本身可能会再度成为一次睿智权衡的对象，而商议和商议的结果——表现为建议和推荐——却不能应用到技术中去。有鉴于此，虽然可以有智慧伦理学和智慧伦理学的技术哲学——具体来说是作为与命令知识相关的导向知识——但不会有“伦理学的技术”。从（更高级的）命令知识高于导向建议的意义上说，技术伦理学的导向知识不可能自身就有技术的特点，倘若它可能会有行为导向的力量的话。

在一个以行为者为中心的伦理学中（比如智慧伦理学），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为某个人（即使是为自我本身）找到一个“合适的”导向，而是要促使行为者能够自己为自己找到行动的方向（Hubig，1997年，第19页及下几页）。作为自我导向的导向的自我反思性是导向知识本身的一个标志性特点，因此，导向知识不可能简单地从书本中或是技术伦理学的宣言中衍生出来。

关于智慧和道德的关系

倘若对伦理学的导向和导向知识的论题应当重新加以阐述的话，那么，智慧就不应该被理解为居于道德之下的从属地位。一方面，正如没有道德的智慧必定是盲目的智慧一样；另一方面，鉴于行为主体的自我导向，没有智慧和没有实用及综合维度的道德最终也是空洞无物的。一种与脱离现实的道德使用说明和绝对命令相对立的、必须把建议的特点揭示出来的智慧伦理学可以告诉我们，智慧是商议能力的代名词。这种商议能力能够在特定的情况下，将各种完全不同的标准要求置于一种相互关系中，从而将一种情况下的行为建议推导出来。

因此，特别是在道德哲学中所进行的关于标准论证的讨论，必须补充技术行为者自我取向的内容，这里所指的是那些特定的、因技术行为才成为问题并被加以讨论的内容。在科研过程中，许多地方我们都要问这样的问题：在采用某项技术时，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或者哪些能力损失以及我们自我意识中的哪些变化可能会与之相关联。

许多来自技术伦理学和科学伦理学范畴的问题，诸如某些基因技术手术是否被允许，或是在能源制备时对生物圈的损害是否被禁止等，这些问题基本上都不是导向的问题，因为鉴于相应对象领域中的替代方案，这些问题都不为如何处置行为选项提供建议。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某些技术（如基因技术、核技术和医学技术等）的操作实施是否被禁止、被允许甚至被要求的问题，其重要性对于技术伦理学来说要低于人们普遍认为的情况。这里要说的只是这些问题对于“行为导向”来说都是次要的，因为它们充其量——假设人们对此能达成共识的话——只能被划入一个被许可的框架内。在这个框架之中，始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人们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做什么，也就是说他失去了导向。道德标准在适用性的要求方面占据优势地位，在行为者的自我导向方面却不然。反之情形也一样：一个象棋运动的新手单单了解象棋的规则，还不足以知道何谓棋下得好。同理，一个知道自己在技术伦理学问题上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人，就与命令知识的关系而言，并没有因此而具备了固定的行为导向。但是对于技术规划塑造和技术评价来说，针对实际的必要性、可能性、门槛限制和许可权的思索考虑自然起不到足够的导向作用，这是因为技术评价在这样一个框架内才刚刚起步——就像是象棋比赛一样，尽管布局建议的前提是比赛规则的适用性，但是建议本身是睿智的积累。

因而，技术规划塑造和技术评价的核心问题是对建议进行定义。技术伦理学范畴中的导向问题不应该是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允许克隆人的遗传基因吗？”“是否为了子孙后代我们要去关心一下未遭破坏的自然环境？”“我们是否要对几乎充斥所有生活领域的‘电脑统治’加以限制？”其原因在于这些都是一种问题类型的示例，在这个问题类型里，伦理学从根本上被限制在了伦理哲学之中。技术伦理学范畴的导向问题应该这样来提：“我们为什么想要克隆人的遗传基因？”“究竟什么是我们为子孙后代保全一个未受破坏的自然环境的原因？”“在这样那样的生活领域中我们需要电脑吗？”（此处参阅“技术评价的主导问题”，见Hubig，1995年，第9章）。

与命令知识相关联的标准——单是由于导向问题的变化——无法简单地用一种命令知识来进行表达。因而，“自我取向”的含义也只能相应的在于：对实践和实际的，亦即在具体的行为情况下加以建议的行为规定进行解释。这种形式的行为导向以智慧学说和智慧伦理学的形式重新反映出来。正如安德烈亚斯·卢克纳[2]所指出的那样，一种价值多元论条件下的智慧伦理学只能被勾画成一种实用论题，被用以帮助（集体和个人的）行为者能够在技术范畴中自我辨别方向。这样一种实用论题——完全在传统的智慧学说意义上——所提供的将不是诸如促进个人和公众福祉的使用说明，而是一系列看问题的观点立场。依据这些观点立场，以自我导向为目的，一个特定情况的实际行为可能性就可得到透彻地查证（Luckner，2005年，第122～140页）。智慧伦理学并不创造或建立什么许可和禁令，而是提出看问题的观点，从而认清什么是好的（睿智的和随机应变的）劝告和建议——这里所针对的问题是鉴于特定技术的使能作用，如何对优先权问题进行确定。

当前，技术行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情况，针对这些情况又没有可以直接借用的经验。所以，这或许就是技术伦理学的任务所在，即在无经验的条件下创建自我导向的前提条件。如果技术伦理学者关心技术范畴中行为主体的理性自我导向问题的话，那么，他们似乎更像是土地测量员，而不像是俯身在已印制好的地图上进行研究的地理学家。人们要求技术伦理学要有一种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在道德哲学传统体系的视野中却并不存在，技术伦理学需要一种智慧伦理学的维度。

关于暂行的道德准则[3]

智慧伦理学并不创造或建立许可、禁令或强制性的要求，而是——作为德性伦理学的一种特定形式——提供对待问题的观点和视角，即行为怎样能够被确定是实用的、有利的和随机应变的。因此，智慧伦理学是一种“使能的伦理学”，因为它所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可以通过技术来引起我们生活环境的根本改变或为之所固定化，同时，它还对这些情况是否符合人们的愿望进行质疑。这一点是智慧伦理学根本的技术批判因素。即便出于体系的原因不可能有普遍的和无条件的智慧原则，并且只能临时——亦即依个人和情况而定——提出这些智慧原则，但下述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即在“暂行的道德准则”的意义上并从维护和扩展实践活动（一言以蔽之，即对生活的有利性）的角度出发，对行为的策略进行斟酌和权衡。

鉴于有科学基础的伦理学论证的不确定性，由勒内·笛卡尔所勾勒的暂行道德准则的目的在于，“拥有另外一座（临时的）房子……继续过尽可能幸福的小日子”（Descartes，1637年/1960年，第23页）。这是一种“临时抱佛脚式的道德观”（Fischer，1996年），它提供了若干准则，依此做决定的人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向。这里，“暂行”这个主导概念一方面具有“小心/前瞻”以及“临时/可修正”的含义，另一方面还有“必不可少的储备和努力的收获”的意义。所以，笛卡尔借此提出了以下三个基本原则作为自我取向的建议：

（1）遵循传统的和得到人们认可的道德，只要这些道德是“规范的”及对实践活动有促进作用的，亦即切莫选择极端的观点，在出现失误时它们很难得到纠正（Descartes，1637年/1960年，第25页）；

（2）情况不明时，遵循概率最大的那个看法，并将选择既定路线的决定坚持到底（如同森林中的迷路者一样）（Descartes，1637年/1960年，第26页）；

（3）最后，要考虑自己行为能力的界限，见好就收（Descartes，1637年/1960年，第27页）。

再下一步的建议是要形成一个实用的判断力，借此，我们应当以经验为基础，随机应变地去遵循这些互为矛盾的原则（极端情况下可遵循顺应时势论、决断论和宿命论）。

借此方法，上述原则就成了互为补充和互为修正的原则（如果单是跳开具体情况去理解的话，那它们就成了极端论的矛盾，此处参见Luckner，1996年，第68～77页；Luckner，2005年，第150～165页）。

在这些原则之下，手段和目的的选择还应当被加以有效化，以保证继续幸福生活的条件不受破坏。与把帐篷作为临时房子的情况相似，我们在这里能重新找到一顶“好帐篷”的标准：稳定、灵活、牢固/耐用、可修理和有利改进（Hubig，2007a，第135页及下页）。因此，有人提出建议，要把以一组原则为导向的做法当作“调节性的理念”。在此原则下，人们可以根据问题和情况的不同，对从价值多元化及争议角度所评价的（技术）行为选项进行补充性地对比权衡和优先选择。毫无疑问，此建议尚需进一步具体化。

具体化的第一步或许在于，除了涉及其实际价值的（成功和失败/机会和风险）、有争议地被评价的选项之外，应当提出保持选项价值和遗赠价值的要求：选项价值应当作为未来可能的行为选项的价值，对其优先选择与否的问题，应当保留答案；遗赠价值应当作为保留和发展行为者（作为道德责任人）的同一性条件的价值（Pommerehne，1987年；Cicchetti/Wilde，1992年；Birnbacher，1993年；Peacock/Rizzo，1994年；此处参见Hubig，2007a，第141～145页）。

但是，即便是这些表示基于实际价值争议的优先化原则的建议，如果没有流程的参与也不足以解决问题。因此，出于智慧伦理学的目的以及为了在价值讨论中的权衡考虑，人们应该提出符合暂行道德准则主导观念（此观念可以被视为面向未来和可持续行为的主导观念的早期先行者）的原则来作为忠告建议：这些对不同意见进行管理的原则（Hubig，2007a，第6章）所依照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即对于（物质的）善与生活方式不同的各个方面来说，“善”并不是一个最高概念（Aristoteles，NE 1096a，第24页及下几页），而是应该从形式上提供成功条件的保证。因此，不同意见不应当（或只在紧急情况下）由强制性的一致意见所替代，而是应该就不同意见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提出更高层次的和选项性的统一意见建议：允许有个人承担责任的决定，只要负担和风险没有被推诿给其他人；允许有糟糕的优先权划分，倘若这里资源分配情况较为良好，负担能够得到平衡措施的补偿，受牵连者有可能摆脱对负担的承载；推迟消除不同意见的时间，只要面对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不存在决策压力（暂停）；针对“问题的根本”开辟新的探索空间，如果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都存在争议；不允许有把所有不同意见都统统封杀的所谓“霸王选项”。只有在对不同意见管理的所有其他方略失败的情况下，才可以对那些带有限制和约束作用的折中意见加以考虑。下述若干实例，如核废料可修复的最终处理方式（能源转换伦理委员会；关于核废料的永久存放参见第5章第4节），排除社会压力的、严格私有化的对PID/PFD的使用（国家伦理委员会），危急情况下在有缺陷土地上使用绿色基因技术（参见第5章第7节）等，即涉及上述这些需加以权衡思考的问题。

在智慧伦理学的传统中，上述建议所具有的共同点是：一方面坚持拒绝物质的和教条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追求一种成功生活的形式观念；除此之外，用一系列忠告建议对酌情区分的必要性进行提示，这些忠告建议为个人的行为导向提供框架，而个人独特的行为导向不把错误导向的后果负担转嫁到别人身上。这里，我们不仅能看清一种智慧伦理/暂行准则与公平商议的对接关系（参见第4章第B.9节），而且还能看清同过于道义论意义上的自主伦理学（Krämer，1992年）的一致关系。就人的生活规划设计而言，这种自主伦理学乃是确立人的完整性的最高权威——诚然只是在如下的意义上，即这种自由权必须看成一种不可分割和不可预留的自由权。其原因在于，若非如此，那么自由权便需要教条的标准规范，在此标准规范之下，需要说明第三方为什么不能享有这种自由权。这时，自由作为绝对的最高机关，就陷入了不能自圆其说的矛盾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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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功利主义

对于功利主义学说的创立者们来说，功利（utility）——像许多人所误以为的那样——并不涉及个人的利益，而是涉及集体的利益，以及涉及所有受到某种行为积极牵连或消极牵连的人的利益。功利主义的最终目的，是在公正无私基础上确定的“最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之父杰里米·边沁认为，个人由于他们的心理必然性只将他们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功利主义早就与这种由边沁所代表的心理利己主义分道扬镳。边沁学说的继承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很早就认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动机虽然都是自私的，但是，培养和教育的过程却能够将利他主义的动机叠加到利己主义的动机之上。

功利主义：核心因素和现代变体

功利主义伦理学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率伦理学，它对个别行为、行为方式、个人和社会的行为准则、组织机构、动机、德行概念和理想等所有的单一道德成分采用这样一种标准来进行评价，即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适合促进有意识能力的生物的主观幸福。对它们来说，道德的准则不是自我目的，而是对行为进行控制的、仅仅通过自己的功能而证明有存在理由的社会公约。在某种意义上，功利主义伦理学可以被看作对目的和手段理性的技术和经济模式的一种普遍化。

这样，功利主义伦理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同经济以及同技术的紧密关系。技术行为是典型的以特定的非技术目的为导向的手段行为（参见第2章第1节和第4章第A.11节）。技术的优化也总是带有效用最大化的特征。然而，技术的效用是相对的，并且始终保持目的的开放性（技术与目的关联时才产生效用），与此相反，效用在功利主义的范畴中包含目的的类型和价值的类型在内，人们根据目的和价值来评判手段的效率：所有相关人群总体的主观幸福是否得到了提升。

当前，功利主义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没有始终与其他伦理学观点划清界限的一组伦理学的概念，这些概念一部分通过共同的核心因素，另一部分则由变体的族系相似关系相互联系在一起。其中核心因素有：

（1）结果论。人的行为（包括不作为）的道德评判完全决定于针对（可能的）行为后果的评判。缘此，功利主义的行为评判分为两个部分，即由价值论的和标准性的（建立准则要求的）部分组成。在价值论部分中，人们是按照幸福的尺度来对（可能的）行为后果进行评判，看它们是所希望得到的还是要尽量避免的。在居于次要地位的标准部分中，人们对行为进行评判所依据的标准是，鉴于行为（可能的）后果的程度，来判定它们到底是必要性的，还是被允许的或是被禁止的。为了避免道德上的过高要求，通常对后果程度的重大改善才是应当遵守的，而对后果程度的重大恶化则是被禁止的。在个别案例中，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有哪些行为替代方案可供人们使用。并不是每个带有重大不良后果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从道德的角度说都是要加以禁止的。举例来说，假如所有可供使用的替代方案（包括不作为在内）都可能带来更为糟糕的后果，那么这时就不必这样做。这里，行为后果评判的关键，既非实际发生的后果也非由相关行为人所预报的或意愿的后果，而是可预见的后果，就像在行为发生时，一个对情况了如指掌而且理性思维的观察者眼中所见的情况一样。

（2）价值一元论。在功利主义价值论中，只有一个（主要的）价值尺度，所有的利益和危害参数都在这个尺度上显示它们的特定数值（当然在实践中始终只是大体上的特定值）。这样，功利主义中——至少在理论上——就不存在价值的不可测量性。原则上说，所有在既定情况中的可能行为的后果都是可以进行相互比较的。除此之外，理论层面上也免除了价值争议以及一种真正的物质权衡的必要性。因为所有物质及其相关的效用值都必须经过权衡考虑，所以，只有同类的效用量（正面的和负面的）才可以进行相互比照。在功利主义中，无法解决的“悲剧性的”争议和僵局是不会有的，除非出现了两个或更多的行为替代方案中（包括不作为在内）的任何一个都造成重大不良后果的情况。

（3）普遍主义。“各家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Mill，2006年，第184页）——在这句边沁式的名言中，功利主义的价值学说不偏不倚并且不带有任何同情和忠诚度色彩，对受到行为积极或消极牵连的所有有感觉能力的生命体（包括有感觉能力的动物在内）进行了概括总结。由于这样一种主观上的关于利益和损害的“算计”要求，利益和损害必须跨越个体的界限进行相互比较，功利主义者在面对与此相关的批评者的批评意见时指出，在大量的分配决策进行过程中，人们实际上已经在做这样一种驾轻就熟的效用比较工作。不过，他们也不得不承认，正像对行为后果及其可能性的估测一样，这种比较方式不可能做到十分准确和万无一失。但是，他们同时也公开表示，对于大多数在实践中发生的道德决策问题来说，这项比较工作并非必要的。

在以往几十年中，仅仅因为近似而相互有关联的功利主义的变体大量增加。数量增加的主要动因在于，人们力图使功利主义的行为评价结果接近普遍流行的合理性直觉。下面所列举的是几个最主要的学说变体。

（1）双层次功利主义。这种最早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2006年）所看好的、由理查德·M.黑尔（1992年）创立的变体将功利主义分为理论的或观念的层面，以及具体的或实践的层面。某些抽象的原则适用于前者，而在后者那里，抽象的原则必须被翻译成社会道德准则，才能起到指导日常行为的作用。比之高度复杂的、需要直接运用“最大数量的最大幸福”这一观念原则的后果评估（参见第6章第4节），这些社会道德准则必须具有更高的直观性、更好的传授性和内在化性。从双层次功利主义角度出发，对于常规案例来说，许多由道德常识所做的区分就可以自圆其说。比方说在正常情况下，损害要比未实施之善举所造成的损失大得多；主动行为——因为有更多机会——要比完全无所作为所造成的危害多得多；对于社会的和谐生活来说，故意地加以损害要比仅仅是忍受损失具有更严重的危险。在双层次功利主义的范畴中，边沁的经典功利主义典型的最大化命令与日常道德的合理性之间的冲突也能得到缓解。当一条社会道德准则具有重要意义时，即根据此条准则，人们必须在两个或多个严重的危害之中选择那个最轻的危害时，那么，在对具有良好结果的行为进行决策时，选择那些具有最佳结果的行为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2）优先论。优先论的要义，是要给消除重大的负面价值（痛苦，未满足基本需求）和实现重大的正面价值（幸福，获得超出满足基本需求之外的优先权）赋予优先权。将更多的负担施加到已经遭受损失的人群头上，仅是为了让已经受到优待的人群获得更为富足的生活，这样的做法似乎是不可取的。所以，詹姆斯·格里芬[1]（1979年）倡导一种境遇更好的和境遇更差的人群之间的负担平衡，这种平衡的作用，只是用来减少一些人的负面损失，以及实现一个特定的正面受益的界线水平。个人只有遇到如下情况才能被置于更糟的境遇中，即由此能使其他处于受益界线水平之下的人能够获得更好的境遇。相反的情况则是不允许的，即为了使一部分已经处于较高受益水平的人获得更好的境遇，而将另一部分人群置于更加不利的境地。比之这些优先论的绝对性的选择情况，相对性的选择情况与各种普遍的直觉能够更好地相互结合在一起。举例来说，克里斯多夫·卢默尔所提出的一种观念认为，受益的权重随着已经达到的受益水平的高度而逐步减少。低水平上的境遇改善，比如抵抗饥饿、传染病和战争等，要比在较高水平上的境遇改善在受益权衡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然而，这时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在特定情况下，本已处在较差境地人群的处境再度下跌，这种做法在功利主义上是被允许的，抑或甚至是必需的，比如对基本处于受益界线水平之下的人群施以惩罚，为了达到提高处在受益水平界线之上人群安全的目的。

（3）优先权功利主义。优先权功利主义对功利主义目标参数——“福祉”的定义方法，不是通过主观的体验焦度，诸如幸福或满意等，而只是用（优先权功利主义，参阅Harsanyi等，1982年）或是附加性地（幸福-愿望-伦理学，参阅Wessels，2011年）以人的愿望和利益的实现，以及其他有愿望和利益能力的生物的愿望和利益的实现为尺度。道德的目标不再是建立起某种主观上的状态，而是建立起特定的世界秩序。由于对世界秩序的愿望和利益要求可能会超出个人的体验范畴，所以，优先权的满足不再必然地和愿望者的主观经历同时发生。在极端情况下，愿望的满足甚至超出了每个任意主体的体验可能性，就如同对生物圈免遭破坏的愿望超出了人类终结时间一样。

功利主义和技术

目的-手段-理性的基本结构不是把功利主义伦理学和技术思维联系在一起的唯一标志。二者之间其他的共同点，还有对自然原则的否定和始终如一的反保守主义。缺乏对上帝所造之物和自然生长之物的敬畏，是功利主义和技术皆而有之的典型特点。从功利主义的视角来看，自然的状态（如我们人类眼前所看到的那样）和标准的适用（如个人所面临的那样）都没有因为它们的事实性而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权威性。眼前的现状只有通过以后果为导向的思维考量才能获得其存在的理由。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才能而且必须超越自然所设定的现状，即通过技术介入能够改善现状，或者通过技术介入能够极大地使现状得到改善。

早在功利主义的始祖弗朗西斯·培根那里，我们就能看到这种功利主义和技术结盟的经典案例。培根在他的《自然解释》一书中给技术赋予了一个不可小觑的任务，即收回上帝将人类驱逐出天堂的成命：知识应当“与实际和有益的应用将结合”，目的是要“重新恢复人在创世之初就有的尊贵和权力，并将其大部分重新交还给他自己”（Bacon，1984年，第35、43页）。正像亚当通过给上帝创造之物命名而取得对自然的统治一样，人也应该通过直接面对世间万物和用技术改造之的方法来取得对自然的权威（参见第4章第C.2节）。科学和技术不再仅仅起到道义的作用，而恰恰是要承担起拯救历史的任务。功利主义的鼻祖杰里米·边沁从该学说中首先推导出的是进行政治和法律改革的必要性，而另一个功利主义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则反对将自然升级到权威地位的趋势，若如此，人类对权威的质疑将会受到惩罚。在《自然》一文中，穆勒用极度黑暗的色调描绘了自然对人的冷漠，并得出结论，“从整体来看，自然的破坏力不会用于良好的目的，而是要刺激有理性的人类起而反抗之”（Mill，1984年，第33页）。在穆勒之前，其思想中有许多功利主义成分的卡尔·马克思就已经看到，“自然界的真正复活”（Marx，1985年，第538页）不在于人回归到自然状态，而在于建立在机器大规模代替艰苦的手工劳动基础上的人道的社会之中。对于马克思来说，没有“生产力的解放”，比如通过不断的技术化等途径，“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是难以想象的。

尽管对技术抱有乐观主义的态度，但是在穆勒那里（同样也在马克思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那里）就已经表现出对自然不节制的技术掠夺的顾虑。在18～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中，穆勒具有独特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他并不把至少是在工业化国家出现的生产力的停滞不前诠释为社会灾难的危机信号和前兆，而是诠释为人与自然更冷静地以及与文明打交道的机会。只有在落后的国家中，发展经济才是必要的：

假如地球不得不损失掉她的温馨可爱的一大部分，这个部分的温馨可爱来自将要使她失去财富和人口的无限增多的那些事物，只是为了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却不是为了能养活更好的或是更幸福的人口，那么，我从心里希望，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人们在受到必然驱使之前，就应当满足于一种稳定的状态。（Mill，1869年，第62页及下页）

穆勒首先将功利主义典型的、以科技进步模式为基础的进步范例（参见第2章第4节）与所希望的人类在教育、道德和社会交往方式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将其同不可避免对自然造成破坏的人口增长和不断扩大的技术对自然的控制挂钩。因为世界人口的持续增长已经凸显食品供应紧张、世界范围内的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对生态和气候承受能力的过度使用——在当前这样一个背景之下，追随穆勒早就倡导的“绿色”功利主义的人数明显增多。比如，戴尔·贾米森[2]就代表着一种功利主义的观点，反对与功利主义格格不入的、在高科技肉类生产中使用进化程度较高的动物的做法（关于动物和技术参见第4章第C.3节；参阅Singer等，1996年）。贾米森编制了一本“环境道德”目录，彻底颠覆了培根的“普罗米修斯工程”的道德目录。在贾米森的这本目录中所列举的道德条目有：谦卑（面对自然）、中庸（消费上）、重视（我们行为远期的影响和副作用）和合作（涉及保存和保障生存基础的集体努力，参见Jamieson，2007年，第181页及下页）。

未来责任

穆勒对增长的质疑源于对未受到技术侵害的自然之爱（关于自然和技术参见第4章第C.2节），同时也源于功利主义特有的对子孙后代的未雨绸缪式的关心。他从政时曾经要求，由国家出面把英国那些较为贫瘠的土地收归国有并且不予开垦，目的不仅是要将这些土地留给自然爱好者，而且还留作给未来子孙所用的储备（参阅Harris，1958年，第70页）。以“人类持久的利益”（Mill，1965年，第223页）为导向，预先关心人的基本需求，同时也关心子孙后代可期待的文明需求取向，这些思想贯穿在穆勒的所有著作中，特别是他要求摆脱国家和社会管束的对个人自由思想的论述中：只有在自由中，人的创造力和创新力才能蓬勃发展，而人们所希望的社会进步在根本上即取决于此。

功利主义以自己严格生硬的说教（至少在理论上）要求人们为了未来的利益做出眼前的放弃。有鉴于此，它在未来伦理学中落下了一个颇遭怀疑的名声。这种严格的要求，部分是最大化原则的结果，部分则是来自从价值普遍主义中衍生出来的，着眼未来利益而对纯粹时间优先权和低估未来利益、损失的否定。由于在后果评估时所有受牵连者的地位都是平等的，那么在长远决策时，受眼前行为直接或间接牵连的后辈子孙的地位也是平等的。同时，由于所有受牵连者的地位都是平等的，这样，要将未来进行“打折处理”（除非出于不安全的原因）的倾向就失去了土壤。从评价的角度来说，发生利益或损失的时间节点——鉴于当事者可能发生的需求或敏感性的改变——充其量只有间接的区别意义（参阅Sidgwick，1907年，第381页）。所以，功利主义在保留原则（“可持续性”，参见第4章第B.10节）之外，还要求当前时代对未来的子孙后代给予预先关心，而且即使在下述情况下也应如此，即假设我们的后辈因为一项无须预先关心的技术进步而处在一个更好的环境之中。如果当前的预先关心工作以及对技术使用的放弃影响到了未来的利益增长，并且，利益的增长超越了当前所做出的放弃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上述的原则至少也同样是适用的（Ramsey，1928年；参阅Birnbacher，1988年，第106页及下几页）。然而，由此所引起的负担分配上的不公正情况在实践当中是通过如下方式得以减轻的，即对较早的后代的预先关心义务不能超越可承受的特定界限，如果这些义务对他们来说是可接受的，而且具有被遵守的可能的话。理论上的最佳情形并不自然而然地等于我们在道德上负有去加以实现的责任。举例来说，我们不能对如今已经面临足够温饱问题的最贫困国家提出要求，为了数量上更大的未来人口再额外地去节衣缩食。

技术风险的评估

功利主义对待风险的中立态度被很多批评者所诟病。这种态度常常表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即当对技术风险进行评判时，功利主义便带有一种从利益和损失数值及出现概率出发的、将期望值和产品数量最大化的策略。不过，这一结论却得到从事风险问题研究的功利主义伦理学者的认可，他们认为它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行为，比如那些经常重复的行为等。对于具有相对少见、不可能或是鉴于其频率程度不安全且有严重不利后果（比如高风险技术）的行为来说，功利主义伦理学本身并不提供明确的决策标准（关于风险参见第2章第2节；关于风险评估参见第4章第C.7节）。功利主义者除了机遇和风险外，必须加以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风险技术所带来的被感觉到的不安全性，哪怕这些风险还没有变为现实。当被感觉到的不安全性经历一个被社会放大（social amplification，参阅Renn，1991年）的过程，并且从工程师和科学家的角度看似乎反应过度或是歇斯底里时，这一点也同样适用。由于功利主义重点关注的是主观的数值，所以，它也必须同时兼顾这样一个心理上的事实，即未来危害的前景——不论确定与否还是仅仅是有可能——要比未来的利益所引起的美好期待更加引起人们的恐慌（参阅Birnbacher，2010年，第186页）。因此，功利主义在关键的地方也要考虑“潜在灾难”数量上的风险征兆，并且在实践当中面对技术后果评估（参见第6章第4节）时采取一种类似风险抵制的立场，正像这种立场对“人的健康理智”来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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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道义论伦理学

定义的多重性

如果说杰里米·边沁在他的同名著作中完全是从词源学意义上（源自希腊语to deon：恰当得体，义务）将由他自己定义的道义论概念理解为“关于责任义务的学说”，并且将其与“关于道德的科学”等量齐观的话（Bentham，1834年），那么，“道义论的”这个形容词如今只起到用来对标准伦理学普通概念的一个特殊分支进行分类的作用。这样，标准伦理学“道义论”学说从原则上来讲就与“目的论”学说（首见于Muirhead，1932年）和/或“结果论”学说（Alexander/Moore等，2008年）相并立而共存。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在当代的文献著作中看到各种不同的定义解释和并立共存现象。比如，杰拉德·高斯[1]（2001a和2001b）列举出了不下十种伦理学理论的分类使用方式作为“道义论的”伦理学学说，即：

学说一：正确的东西不把制造善举最大化；

学说二：为公平的权衡思维提供一席之地；

学说三：包含有决定命令和禁令的道德理论；

学说四：如同普理查德[2]的理论一样，任务和义务不依赖于善举的概念而成立；

学说五：如同高蒂尔[3]的契约论一样，正确的东西的概念不应以实质上内涵丰富的善举概念来加以定义；

学说六：我们的价值和善举构思以能够站得住脚的道德原则为前提；

学说七：我们有理由不仅应促进价值，同时还应尊重价值；

学说八：建立在尊重人的概念之上，或者赋予这个概念以核心意义；

学说九：赋予道德准则以核心的地位；

学说十：以命令为导向的伦理学理论。（Gaus，2001b，第189页及下页，所有译文，包括下文中的译文，均出自本文作者）

虽然上述定义中有许多（部分也存在争议的）横向联系，但是毫无疑问，没有重叠的问题存在。举例来说，尤其为功利主义代表人物所乐于运用的学说三，只有很小一部分同依照学说一可以被称为道义论的伦理学理论相一致，而且这种情况只见于很少量的伦理学理论当中。进一步来说：正如高斯令人信服的阐述的那样，没有一个伦理学理论在前述的十个定义中的任何一个当中可以被称作是道义论的。事实上，即便是所谓经典范例性的理论学说的归类问题（如将康德伦理学归结为道义论，或是将行为功利主义归结为目的论等）也并非没有争议的；比方说，芭芭拉·赫尔曼[4]对伊曼努尔·康德学说的阐释，或者威尔·吉姆利卡[5]关于功利主义的论述即可作为例证。鉴于上述诠释的多重性，只有明确地针对各种定义可能性中的一种时，将某个学说确定为“道义论”才有意义。

弗兰克纳和罗尔斯：标准定义

在本文范围内，我们集中考察由威廉·弗兰克纳[6]（1963年/1973年）提出的具有广泛影响和“近乎经典的”（Gaus，2001a，第28页）定义方案。他的道义论概念是纯粹消极的概念：道义论伦理学都是非目的论的伦理学。只有在伦理学把道德上正确的东西定义成将一种前道德的内容予以最大化的事物时，这种伦理学才是道义论的。前道德内容指的是一种不依赖于道德标准而能被定义为道义内容的东西。比方说，在经典的和以享乐主义为基础的功利主义中，作为核心内容的“主观快感”就是这样一种前道德内容的较能说明问题的示例。相反，只要我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与忠诚、正直或无私这样的道德原则联系在一起的话，我们就无法将诸如“友谊”这样的东西看成前道德内容（Gaus，2001a，第38页及下页）。缘此，属于道义论伦理学这个范畴的，是所有那些不把道德上正确的事物定义为将前道德内容最大化的事物的学说。根据这样一条定义区分路线，目的论伦理学只是将带来最大幸福（作为前道德内容）的行为看成道德的律令，而道义论伦理学则不把幸福量的增加视作（唯一的）标准，并且还要顾及其他各种观点，诸如基本权利等。

弗兰克纳在正面的表述中发现，在道义论伦理学范畴中，除了“它们的结果在前道德意义上的好或坏以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使一个行为或准则成为正确或义务的想法和考虑”，比方说“行为本身的某些特点”，比如这样一个事实，即“行为兑现了诺言，它是公正的，或是由上帝或国家所规定的”（Frankena，1973年，第15页）。这个观点在今天流行的道义论vs结果论的概念对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通常情况下，这种概念对立把结果论伦理学视作只通过行为结果来对道德上正确的事物进行定义的伦理学，反之，把非结果论伦理学视作并不仅仅或者甚至不由行为结果来对正确的事物进行定义的伦理学。在这种情况下，道义论伦理学看似对行为结果很不敏感。这里，道义论伦理学也只是在消极的意义上做了定义。因此，在当前的争鸣中产生了许多误解，认为道义论伦理学一方面被看成不把正确的事物理解成前道德善举的功能的伦理学，另一方面又被看成不根据行为后果来对正确事物进行定义的伦理学。

弗兰克纳的定义后来一跃而成为标准定义，其中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原因，即1945年后影响最大的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7]曾明确表态同意弗兰克纳的观点。他完全按照弗兰克纳的思想将道义论伦理学诠释为这样一种伦理学，即“它要么不依赖于正确的事物对好事进行定义，要么不把正确的事物当成将好事最大化的事物”（Rawls，1971年，第30页）。

根据这个标准定义，所有标准性的伦理学——所有对关于道德上正确事物的问题做出回答的伦理学——要么可以被界定为道义论的，要么就是目的论的。相对而言，其中目的论概念的定义较为狭窄，而道义论的定义则更为宽泛。属于道义论伦理学范畴的有诸如康德义务伦理学，形形色色的契约论学说，道德权力伦理学以及各种各样的宗教学说。但是，与弗兰克纳本人的归纳不同，准则功利主义也应当被归于道义论的理论范畴。

只要完美主义的伦理学和德行伦理学具有归于正确事物的理论概念，那么，它们也同样应该属于道义论伦理学的范畴。这是因为，它们所规定要追求的那个道义内容，不是典型的前道德内容，而往往包含了关于公正和道义的概念在内。但是，至少有一些德行伦理学或许不能算作此处所理解的那种标准性的伦理学，其原因在于，他们根本没有要求对道德上正确的事物进行定义，而是要为良好生活谏言和提供建议。对道义论伦理学和目的论伦理学所做的区分也不适用于这样的德行伦理学。所以，他们应当归属于第三类伦理学的范畴，不是因为它们代表了标准伦理学的第三个不同类型，而更主要是因为它们根本就不应该被理解为这里所指的那种标准式的伦理学。

标准定义的不明确之处？

针对某些定义的建议，我们通常可以有一系列不同的赞同/反对意见及理由可以列举。不同作者的术语偏爱一般来说都与他们自己道德哲学和行为论的认识和概念有关。比方说，由C.D.布罗德[8]（1979年，第206页）所代表的观点，将道义论学说和包含绝对的、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遵守的律令和禁令的理论学说等量齐观［相当于高斯的定义建议（学说三），这一很少有人持有的、由查尔斯·弗里德[9]于1978年加以捍卫的观点如今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称为“绝对论”］。他的这种做法特别是在功利主义倾向的作者中很有市场，他们坚定地反对道义论的立场和观点（比如Birnbacher，2003年；Davis，1991年）。这一把道义论伦理学当作绝对论的一种形式的诠释法，对人们针对流行的道义论伦理学的认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鉴于此，康德的伦理学常常被理解为绝对论意义上的道义论。其中，人们常常挑出康德的一个观点作为例证，即撒谎一律都应被视为错误的行为，哪怕这会导致另一个人的生活陷入困境。然而，我们应当在何种程度上把康德的这一观点看成绝对命令必要地或是有说服力地运用，却是个有待探讨的问题。不过，完全抛开如何诠释康德的问题不谈，人们经常是从这个意义上对道义论伦理学进行解释的，因而，这些道义论伦理学似乎对应用伦理学来说无足轻重。那么，假如对技术发展潜在的或是可能的后果不加考虑，我们又该如何对新技术的发展进行评价呢？

抛开个人的立场观点，人们对于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义是可以期待它应具有清晰、易懂和明确等这些特点的。那么，由标准定义所做的那些区分都十分明确吗？根据高斯的观点，对理性行为理论的广泛接受可能会引起一些麻烦：正如亚里士多德（2001年）早已提出的那样，所有的理性行为原则上难道不都是以实现一桩好事为目标的吗？倘若确实如此的话，针对行为所做出的“做正确的事”和“做好的事”的特点区分还能有根据吗？那么，道德的正确性不是也始终应当被看作一桩好事的实现过程吗？关于这一点，我们当然可以举出两条不同的意见予以比照说明。其一，我们可以认为，以准则为导向的行为类型实际上是“目的论的”或“工具的”和以目的为导向的行为类型的替代品（高斯本人也是这样认为，参阅2001b，第183页及下几页；参阅Prichard，1912年；Habermas，1981年）。即便这一反对意见不成立，并且，以准则为导向的行为可能被证明是一种工具式的目的实现的特殊形式的话（意思是说，制造合乎准则行为这件事本身，就应被视为相关行为的“目的”），由弗兰克纳所引入的对“道德的”和“前道德的”内容的区分——作为目的论和道义论伦理学的区别标准而言——将能够继续成立。

不过，高斯认为，上述区分法是值得怀疑的：难道我们就不能把公平和平等也看成“前道德的”内容吗？（Gaus，2001a，第30页）即便真是如此，那么这对于标准定义的明确性来说在如下的情况下也还是个问题，即如果无法就某个内容是否属于前道德的内容问题做出定论的话。但是，一旦人们把对公平和平等这样的内容理解为内容的原因进行分析研究，就能对它们进行相应的属性归类，这一点看来似乎不言自明。那么，平等仅仅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有可用的价值就被视为一种道德内容了吗？抑或，因为每个人都有被一视同仁的要求，于是平等就被理解成道德内容了吗？

总而言之，我们应当牢记，如果人们局限于标准的定义（比如为了澄清某个单项内容是前道德性质的问题等）的话，那么，将一种伦理学理论归属于道义论伦理学或目的论伦理学范畴就需要更为复杂烦琐的论证理由。此外，我们还应牢记，标准定义到底是否允许我们去做泾渭分明的区分，这种根本性的疑虑看来并不是非有不可的。

“道义论准则”的含义何在？

还有一个论点值得我们重点强调，原因是它在实用伦理学的讨论中并不是件毋庸置疑之事：标准定义以及所有由高斯所提出的定义建议都假设，能够被称为“道义论”者，皆为标准-伦理性的学说。然而，现时在日常用语以及实用伦理学的讨论中，道德准则、原则抑或是道德论证理由也都被称为了“道义论”。于是，人们在进行诸如技术评价时，就将论证理由区分为实用型的和绝对型（道义论的）的两类。举例来说，我们可以从实用的角度对人的克隆问题提出异议，理由是克隆体会有健康风险，而绝对性原则对此提出的反对理由则是，人在此已经从根本上被工具化。如果说，前者还是为开发克隆技术的暧昧态度提供理由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在为坚决的禁令进行理由的申述。但是，从标准定义的角度来说，这种情况只可能具有衍生出来的意义，即人们是在一个道义论学说的范畴中对相关的理由或原则进行开发和辩护。然而，实际情况是否如此，常常从作为论证理由或原则中并不能窥出端倪。

倘若我们将高斯所列举的学说三和学说十作为我们的观察基础的话，那么情况将完全不同。这是因为高斯的定义是在直接触及经过相关学说论证的原则、标准或规则的特征的情况下，抓住了道义论学说的本质特点。根据学说三，道德标准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被称为“道义论”，即当人们从绝对论的角度来看随时随地、完全不依赖于个案中所期待的后果而必须遵守这些标准的时候。根据学说十，所有经过标准性的伦理学加以论证过的规则、原则或标准，基本上都可以被称为道义论。这里所说的所有，指的是那些不仅具有推荐或建议性质的规则、原则和标准，还带有一种通常现代伦理学典型的、绝对性的道义要求。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使人们能够把规则明确地，而非推导式地定性为道义论的应用类型，其相互之间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如今几乎无人对学说三意义上的道义论规则予以捍卫，而学说十意义上的道义论规则对标准式伦理学所有现代的理论学说而言是具有代表意义的。

技术伦理学中关于区分道义论和目的论的意义

根据标准定义，道义论理论可以用两种方式与目的论模式相区别：其一，不把正确的东西理解成将道义内容的最大化；其二，即便是在对道德标准加以援引的情况下，也把必须最大化的道义内容定义成道义内容。除此之外，在技术行为和伦理行为之间做出根本区分的，是道义论伦理学的第一种类型。如果说在技术-工具行为的理想情况下，衡量行为正确性的标准仅仅是所选择的行为手段合适与否（看是否有效地达到了规定目的）的话，那么在不追求最大化的道义论伦理学范畴中，检验行为道德正确性的标准至少部分是没有效率权衡特点的立场和考量的。这点或许会在下述的情况中带来问题，即在技术的设计决策中，某些伦理学的成分（如风险分配的公正性等）应当与其他的成分一道被融合到一个优化方案的目标矩阵中。这个不以效益观点作为内容考量的问题，当然也同样出现在其他“讲求效益最大化的”伦理学中，假如这些伦理学学说认可一种关于无法计算道义内容或价值的、多元论的观念的话（参阅关于所谓“价值八大支柱”的讨论，VDI，1991年，第12页；参见第6章第6节）。

以技术效益为基础的行为导向和道义论伦理学的行为导向之间的摩擦点，今后还将在标准定义的道义论伦理学中继续出现。这是因为这些道义论伦理学——用弗兰克纳（1973年，第15页）的话来说——将一个行为的道德性质决定于“行为的特性本身”，并且阉割了伦理学从社会管理术角度对优化方案进行辩护的可能性。如果说，禁止我撒谎这个事实的理由，不是在于我有义务为建设一个谎言尽可能少的世界去做贡献的话，那么，这个事实的含义就在于，我不能通过阻止其他两个人说谎，来弥补我自己说谎的过失。但是，我是否因为促使别人造成了一种有问题的情况，从而引起了一种（所愿的或非所愿的）情况，抑或是我自己直接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所有这些在目的论伦理学和在行为功利主义中基本上都无关紧要。只要我自己的行为能够影响到别人潜在的行为的话，那么，他们的这些行为就应只作为一次优化权衡中的手段来加以考虑。

从可以在标准定义上视作道义论的伦理学学说（亦即符合高斯在学说八中所提出的道义论建议）的一个重要分支的角度来看，上述的做法恰恰是一种道德上有问题的工具化手段，换句话说是对其他人自主权的一种损害。从康德（1968年）所代表的尊重他人自主权的原则中产生的、反对将人工具化的立场观点，同时说明了在同样的理论体系中普遍存在的、对主体间利益侵犯（常见于经典功利主义中）的反对态度（参见第4章第B.4节），而且还说明了公平思想的核心价值（参见第4章第B.9节）。在高斯所提出的学说二中，这个核心价值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我们不允许仅仅出于某个目标最大化的目的，而将他人视为潜在的行为支持手段的话，那么，我们似乎也没有理由为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而牺牲掉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正像这种情况在个体间的利益侵犯中从结构的角度上所要求的那样。

因此，以自主权和公正性为导向的道义论伦理学从根本上与成本效益分析、技术和风险评估相矛盾，原因就在于，这些分析和评估（正如斯塔尔[10]的经典学说主张一样）要求一种个体间的利益侵犯（以及一种风险或负担侵犯）（参阅Teuber等，1990年；参见第4章第C.7节）。另外，以自主权和公正性为导向的道义论伦理学也对慎重的技术评估方法给予希望（参见第6章第5节），在理想的情况下，它能使受到技术创新牵连的人就选择哪种技术做出自己独立的决定（Skorupinski/Ott，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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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论辩伦理学

特点

广义的交流-对话式的伦理学理论的反思对象是，如果人们认真严肃地参与道德论争（论辩说明），那么会给伦理学带来什么样的结果。论争将道德的基本原则落实到行为性的实用假设中，亦即语言的实用学当中。这些假设必须要由所有的论争参与者共同来做，否则，这种讨论性的言语实践就不能成立。所以，不是作为文字系统的语言，而是探讨性的言语交流中的语言运用成了对道德进行论证的基础。在此过程当中，道德观概念得以同其他实际存在的各种道德类型相区别。缘此，论证的过程就在于对论辩术（作为理性言语的学说）和伦理学（作为正确行为的学说）之间内部关系，亦即对语言使用和道德观之间的关系进行证明。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论证过程是通过所谓先验的（也作“反思的”、“反驳的”）论证理由来进行的。先验的论证理由早已见诸托马斯·阿奎纳的《反异教大全》（SthIq2a1ob3）一书中：“否认有真理者，即承认有真理。”（Quia qui negat veritatem esse，concedit veritatem esse.）倘若我们想要有意义地对某件事情进行争论和反驳的话，但凡我们必须承认和同意的事物，从实用语言学的角度说都可以算作论证成立。这样的反驳和论证是在参与者主体间所共有的语言实践中进行的，并且让质疑者注意到自己在必要时也会使用同样的语言交流方式，比方说，在他们一旦想要试图在别人面前为自己的质疑进行申辩，或是将其作为理性的学说加以阐述的时候。这里，对交流行为的理解和认识乃是前提，它有别于一种策略性的语言观点（Habermas，1991年）。

早期代表人物

早期具有沟通交流特点的伦理学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代。带有理由说明性质（logon didonai，论证）的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模式（其中也包括提出理由和接受理由），为伦理学上内容丰富的论辩提供了承上启下的关联点。倘若对话的三重道德（真知灼见、坦率公正和善意友好）皆备的话，那么在苏格拉底眼里，不同发言者之间的共识就可以作为实际的正确性的一个标准（《高尔吉亚篇》，第487页）。对论辩和诡辩加以区别乃是这一观点的前提。

对话式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尝试见于威廉·冯·洪堡[1]的著述之中（1829年/1979年）。在他眼里，对于世界上不同语言现象的了解，以及对自然语言“内在形式”的认识（他因此被载入现代语言哲学的史册），并不排除一种对话式的伦理学，相反使它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东西。在他看来，以沟通交流为导向的对陌生语言世界的认识，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中断性。所谓普遍性，乃是基于人的普遍的语言能力而言；所谓中断性，乃是鉴于各种语言在语音、语义和语法方面的特殊性。洪堡认为，人类语言的普遍性不是存在于深层的语法结构之中，而只是存在于语言使用的共性之中。除了语言的普遍目的之外，亦即听懂所说的话（Humboldt，第三卷，第418页及下页），语言使用具有内在标准性的原因存在于最初的我和你的二元关系中。这种二元关系除了在友谊和爱情里之外，也在“生动的言语交流”（洪堡语）中变成现实，并且反映在各种语言的人称代词（我、你、他/她）的系统当中（Humboldt，第三卷，第366页）。

洪堡认为，人们在进行生动的言语交流时，在人称代词系统“我”和“你”的使用中，实际包含着言者和听者互换对等角色的对话人之间相互认可的伦理学原则。这种相互间的认可不局限于对话者本人的状况和规则，而是超越其之外，进入了共享知识和行为的范畴。因此，在人称代词（对话时不可避免）的使用当中，相关的“你”就被认可为眼下的和个人的对话伙伴，他同时是一个庞大的交流群体的一员，而这个群体又从不同的语言种类出发与共同的“知识领域”（洪堡语）发生联系。在对我和你关系的思考中，洪堡开创了一个经由马丁·布伯[2]的“对话学”（Buber，1923年/1962年）直到目前对话伦理学的传统。除了洪堡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3]。他在自己的《论辩学》一书中提出了一种纯理论思维领域的对话艺术学说（Schleiermacher，1839年/1976年）。

论辩伦理学的种类

不同的论辩伦理学理论若不是把自己理解为普遍实用的理论（哈贝马斯），便是将自己看成先验实用的学说（Apel，1988年）。除此之外，还有早期受到爱尔兰根构建主义学派影响的学说（Kambartel，1974年），受到美国实用主义影响的理论（Bernstein，1983年；McCarthy，1993年），以及各种黑格尔阐释学的流派（Benhabib，1989～1990年；流派概览参阅Gottschalk-Mazouz，2000年）。从其理论核心上来说，论辩伦理学是一门过程式的学科，原因就在于，它将一种实用的探讨争论的概念解释为一种结果开放性的程序的概念。但是，论辩伦理学在其朝向一种理论网络的发展道路上，越来越多地受到内容上的原则和标准的定义。然则，这些原则和标准的有效性及认可度始终是在可以争鸣的条件下进行重新讨论的。论辩伦理学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学说。对所有懂得参与论证实践的意义的人们来说，它的最高原则应当是明确而睿智的。从元伦理学上看，它又是认知论的，并且以从观念上对信服和说服进行区别为前提（Habermas，1998年；Lafont，2001年）。作为讨论的参与者，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设：我们都用理由来使自己信服某件事情，而不是仅仅想要说服自己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因此，论辩伦理学和情感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在情感主义那里，道德交流归根结底是一种动听的说服活动。与文化价值观和良好生活的构想设计相区别的道德标准具有无条件的作用意义，这一观点决定了论辩伦理学的道义论性质。

所有经过严格和最终论证的严肃交流对话的前提，都适用于论辩伦理学的先验实用论学说。没有一个怀疑者能够做到毫无行为上的自相矛盾来否定这些前提，这是因为他在否定适用要求或是提出怀疑看法时，就已经必须使用这些前提。这一论点被沃尔夫冈·库尔曼[4]（1985年）在细节上做了进一步发展。卡尔-奥托·阿佩尔和库尔曼的观点认为，在严格反思中能够被认清的理性对话的前提下，从道德上要求每一个人有责任去维护实际的语言群体，以及推动一个理想的语言群体。因此，阿佩尔的论辩伦理学提出了两种相应的行为原则（Apel，1976年，第二卷，第416页）。反思只有在不涉及易有谬误的理论的条件下，它才是“严格的”（Kuhlmann，1985年）。

阿佩尔用论证部分“B”对他的理论进行了扩展，这部分所围绕的问题是，当其他当事者的目的理性或策略行为（比如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中）使得对话伦理学的应用条件不具备时，人们在这样的条件下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阿佩尔在“B”部分中引入了一个目的论及策略性的补充原则“E”，这项原则要求人们共同努力，以排除影响论辩伦理学应用的障碍。“E”虽然允许策略性的行为方式，但导致了一种纠缠不休的诡辩，因而在对话伦理学中是有争议的。对阿佩尔和库尔曼来说，关于有意义对话可能性条件的抽象思考要先于认识论的易误原则，而于尔根·哈贝马斯则将他的全部理论无保留地置于这一原则之下。举例来说，假如整个言语行为理论被推翻的话，那么，交流和传播行为理论以及论辩伦理学也都将陷入危险之中。有鉴于此，论辩伦理学的普遍实用学说应避免同易谬主义发生任何冲突。

于尔根·哈贝马斯的普遍实用学说

在于尔根·哈贝马斯所提出的论辩伦理学的变体学说中（1983年/1991年），他通过对交流的和论辩的行为进行区分的方式，将一种两级的交流和论辩行为理论设立为前提（Habermas，1981年）。论辩是以论证的手段来对日常交流行为的继续反思。在从交流行为向论辩行为的过渡中，参与者的视角被保留了下来。这一点将论辩伦理学同所有从观察者视角对历史的和当前的论辩伦理学进行分析研究的理论学说区别开来（比如米歇尔·福柯的论辩理论等）。

与交流行为理论相比，论辩伦理学是一种特殊理论，它所研究的是实用性探讨对话不可避免的前提条件。道德-实用的论辩乃是关于命令施行要求的论辩。简而言之，就是在这样的论辩中，人们借助充分的理由来对规则、机构和原则进行确定，从而能够确立合法而有序的人际关系的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我该做什么”的问题，就转换成了“我们大家以及我们每个个人（首先）应该遵守哪些规则”的问题。对人们所公认的行为标准的关注，包含了规范标准的和正确的行为较之有价值的和善良的行为具有更为优先的地位。当然，这种重点的关注不能脱离人们良好生活的问题（参见第4章第B.8节）而完全被抽象化。所以在哈贝马斯眼里（1986年），人类学视角下的道德准则是以保护个人的完整性不受损害为目的的。受损害的概念的前提是这样一种假设，即对人来说，什么看起来是一般意义上不好的事情（比如被人打掉牙齿等）。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能够从道德的立场出发，经常对什么是正确的和什么是好的问题之间的界限进行重新探讨，原因就在于社会上有一系列非普遍性的界限模糊案例，它们无法让我们确切回答，它们到底是道德的问题还是幸福主义的问题（素食主义、色情和堕胎）。

论辩伦理学的一个核心观点认为，认真地参与到实际的论辩讨论中就是对一系列论辩规则的认同。从这些论辩规则中（参与者可以不同意，但往往不无行为上的自相矛盾），以及从牵涉到需要论证的其他前提条件中（Ott，2008年，第129页），人们应当推导出一种具有道德效力的论辩原则（“D”）和一个普遍性的基本原则（“U”）来。如果有人虽然参加论辩实践，但同时不想承认有助于论辩的规则，这时就出现了所谓行为自相矛盾的问题。在这个抽象实用主义的意义上来讲，论证实践的参与者可以不同意这些根本的论证规则，但往往又不无自相矛盾。哈贝马斯论辩伦理学的原则如下：

“D”=“有效适用的行为标准正是那些有可能被所有潜在受牵连者（作为理性论辩的参与者）所同意的标准”（Habermas，1992年）

“U”=“那些为了满足每一个个人的利益而普遍需遵守的有争议标准所产生的行为后果和副作用，必须要能够被所有人自愿接受（并要对先于已知的可选规定的结果的影响加以接受）”（Habermas，1983年）

在理想的对话交流条件下，亦即在论辩探讨中，将行为方式归结为义务性“指令”（“被允许”、“被要求”、“被禁止”和“拥有权利”）的有效性，被“D”与所有潜在标准接受者（关联者）的可赞同性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所有应当遵守规则的人，都与一个行为标准摆脱不了关系（标准的接受者）。

哈氏理论核心的基本要素（“D”和“U”）与带有交流行为理论（1981年）的概念特点的模式紧密相关。这一模式的组成成分（至少）是两个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他们在完成交流行为的过程中发现，在面对一个需要规则的争论主题时，他们的意见不尽相同。每一个这样的意见相左情形，都提供了一个在论辩层面上对之进行讨论的机会，亦即对潜在的规则就其是否具有优先权进行检验。形形色色的标准规定并不是被重新发明，而是被重新评估及修正。发言者在论辩过程中，从涉及文化和生存环境的道义和公正观念的积淀中（直觉、信念）汲取所需，他们必须在论辩层面上以前述的规则系列以及“D”和“U”为准绳，并且必须遵守由道德和法律来合法调节的互动行为的形式规范。论辩伦理学的理论核心由基本原则、前述的模式和实践型论辩的概念所构成。实践型论辩的概念中包含了一系列的相关要素，诸如实事求是的发言、当事人广泛参与、自愿地恪守充分理由的原则、在讨论期间放弃社会优势地位，以及达成统一的论证共识等。因此，实践性论辩是形成集体判断和意志的方法程序，其论证的对象是人们对结果合理性的一种推测。

应用领域

论辩伦理学从上述形式的内核朝着一系列典型应用扩展，导致了（1）一种逐步的和在理性探讨角度上可控的标准内容的收获，以及（2）对关于把论辩和参与的方法程序加以制度化的可能性的论辩观念的修正。

论辩伦理学的典型应用牵涉到普遍有效的道德标准（Habermas，1991年，第171～175页，其观点同Gert，1983年）以及人权和公民权（Habermas，第3章）。从论辩理论的角度来看，作为后辈子孙成年责任义务的教育学基本原则，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到论证成立（Brumlik，1992年，第167页）。即便是对特定实践领域（科学、医学、经济、教育等）基本标准的论证，也可以被看成论辩伦理学的一种典型应用（Ott，1997年）。虽然哈贝马斯（1986年）本人代表的是一种人类中心论的道德观，但是，新的研究结果表明，论辩伦理学根本没有被定论在涵盖问题的人类中心论的解决方案上，亦即对实体数量的确定问题上，而相对于实体而言，直接的道德义务是存在的（Werner，2003年；Ott，2010年）。道德代理人（moral agents）以及各种各样的人都是那些能够将自己的行为以道德原因为导向的生物体（所以需将他们置于自由的观念下进行考察），与此同时，道德病人（moral patients）则是被保护者，他们的福祉部分或全部依赖于由各种各样的人在论辩对话中所论证并建立的行为准则。

论辩伦理学在“U”部分中，不仅吸收了规则结果论的动机，而且通过道德标准还吸收了道义论伦理学的核心思想，以及法律和民主理论中的人权和公民权的理性法传统，包括通过对实践标准的论证，将亚里士多德的良好行为（eupraxia）的思想也纳入其中。如果有人认为论辩伦理学只是用于相互交谈情况的一种伦理学，这是一种误解。实际的商讨辩论是在遵守关于行为标准的论辩规则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些行为标准除了商讨论辩之外，还对社会的互动进行调节。论辩伦理学者允许就实际问题用自己有根有据的观点主张参与发言，因此，他们的行为不是仅限于解释论辩规则和对原则进行论证。如果他们这样做，那就是替代角色错位。谁若是就实践性的论辩提出了自己实质性的观点，那他就不是以伦理学者的面目，而是以一个道德上的个人或是国家公民的身份在讲话。这样，论辩伦理学就在实际问题上褪去了专业伦理学者知识权威的外衣。

论辩的方法

在应用伦理学的诸多领域内，论辩概念需要进行分门别类的细节修订。阿黛拉·柯迪娜[5]（1998年）认为，论辩概念就像是音乐中的基本曲调，必须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切合实际地加以变化。这里，论辩和参与方法的具体方案可以起到帮助的作用（Skorupinski/Ott，2000年；参见第6章第5节）。论辩思想和论辩方案之间关系的理想化要素，可以通过概述的概念加以表达，而现实化要素则可以通过详述的概念加以表述。在主题上特定的论辩方法中，不仅被认可的理由的种类要修正变化，而且共识关系和可能的分歧形式（比如少数派的否决权等）之间的关系也要修正变化。当论辩方法牵涉到集体的目标或是个别的项目（诸如垃圾焚烧厂的建设，或是国家公园的设立）的时候，这一点尤其适用。虽然每个单一的论证理由的共识关系都被保留下来，但是，各种被认可的理由的差异性，与价值观、风险评估、阐述压力以及与当事者所赋予不同的赞成和反对理由的意义的关联关系，从根本上并不排除一种作为所有潜在论辩方法结果的、严格定义的意见共识。所谓严格，乃是指所有参与者在同样的理由基础上，达到同样认识的一种共识。对于许多应用案例来说，这种共识观的要求过高。因此，在论辩方法中不仅产生了理由的认可和权重以及论证和协商（Saretzki，1996年）之间开放式的关系，而且也在努力达成共识和形成妥协的必要性之间产生了开放式的关系。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论辩和参与方法的地点（参见第6章第5节）乃是政治体系的内部和外部的边缘地带，以及所谓在政治体系和社会公众之间进行调解的“闸门”系统（关于闸门模式参阅Habermas，1992年，第428页及下几页）。因此，参与的方法乃是对民主法治国家中已形成的方法程序富有意义的立法前的补充形式。

通过论辩伦理学典型的及其他潜在的有意识的应用（比如关于持续发展理论等，参阅Ott/Döring，2004年；参见第4章B.10），以及通过关于不同方案的参与思想的修改，一个牢固的论辩伦理学的理论网络逐渐形成。这张网络当然不再仅仅借助抽象的论据来编织，而是代表了一种不同的理由申辩结构。试图仅仅依靠抽象的论据来建立一个论辩伦理学的理论网络，非但根本不是一种理想，而且还是一条歧路。

上述理论网络的扩展导致了边缘领域的产生。在这当中，甚至论辩伦理学的代表人物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的意见也不能统一，即某些特定的标准化或方法程序是否还属于理论的范畴：德尔菲（DELPHI）民意调查法或是中介法是一种参与吗？建筑法规范、住房管理须知或是使用管理费必须用论辩的方式加以说明吗？幸福论的界限在哪里？私人生活不受论证的过分要求干扰的保护范围从哪里开始？行为者允许合法和有策略地行动的范围的起点在何处（经济问题）？对于论辩伦理学理论来说，这样一些界限不明的案例并不是严重的问题，因为理论的界限能够从内部以论辩的方法加以确定。论辩伦理学最需要弥补者，乃是一个切实的论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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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观念的平衡

公正性和多元性

技术的研究和开发越来越多地在各种不同的行为者相互合作的网络中进行。因情况不同，这些行为者对于什么是良好的生活（参见第4章第B.8节），以及技术在我们的社会中起什么样的作用问题会有不同的观点。在政治学意义上，人们会认为这些不同的观点代表了不同的道德参照系统，它们不能被简单地归结为某种单一的跨领域的世界观。道德参照系统通常所代表的是一种宗教的、哲学的或是其他标准化了的道德学说，它涉及各种主题并涵盖各种价值内容。因此，政治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挑战就是建立起公正的原则，以构建和组织多元化的社会。这里的问题在于，只要人们从某个特定的道德参照系统出发（比如道义论伦理学、功利主义或德行理论），试图树立为所有人都接受的公正观念，这是一件十分困难之事。

一种居高临下的理论学说是不可能存在的，各种不同且包罗万象的理论皆有其合法性（尽管带有局限性）——这个认识乃是民主制度的基石，并且可以被称为多元论的理念。因此，一些政治哲学学者针对公正性问题，引入了所谓以方法为主导的学说，以避免提倡一种公正观而打压其他的学说。许多研究规则公正性的理论学者放下手中对实质性公正观的研究工作（不可避免地有认同这个或那个学说的倾向性），而去寻找不同的形式方案，目的是弄清哪些方法能够取得公平的结果。最普通意义上的规则公正性（比如公平）的基本理念所指的是，由每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学说的信奉者所支持的那些方法的结果，即被人们所理解的规则公平性。这个观点最后常常归结成了一种方法，它使那些受到某项决策直接牵连的人们能够一起参与到决策的制定过程中去。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公正方法的观念也转而被应用到了其他的领域。特别是在应用伦理学领域，各种不同的道德参照体系之间的角逐竞争现象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比方说，如何将不同的具有权利要求资格的人的利益整合到一项工程中去，由技术产生的风险如何合理地进行分配，等等。与此同时，社会学的观点和认识也必须融合到伦理学的分析研究中去。关于紧缺资源或是技术风险的公平分配问题，就是应用伦理学如今面临的典型问题，这些问题单是依靠传统的伦理学理论很难加以回答。有鉴于此，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应用伦理学的争论中，我们越来越多地见到哲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的现象。此后，应用伦理学的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利用各种社会学的观点和认识，反之亦然。这种现象特别是在英美国家的传统中导致了一种更像是描述性的方法学，在这个学说中，公正性的社会意义得到了重建，而它对一种严格的概念分析、理论构建和批判评估并不采取故步自封、抱残守缺的态度。

以方法为主导的理论学说在应用伦理学的不同领域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观念平衡（Rawls，1971年/1999年）和共识重叠理念（Rawls，1993年/2001年）就是其中的理论之一。对于应用伦理学来说，这里涉及的“罗尔斯理论”在两个层面上特别具有吸引力。其一，正如之前所述，这个基本理论致力于研究多元论的理念；其二，它允许将经验的数据纳入理论，目的是要就道德行为得到一个具有标准意义的结论。

罗尔斯的政治理论

约翰·罗尔斯创立了一种观念平衡的方法，意在解释和维护他的公正理论。他心里十分清楚，人们所遵循的各种具有广泛性的理论观点不尽相同。他的学说的核心思想是，人们拥有代表这些不同的理论学说的权利。倘若我们社会所运行的秩序是以众多可能理论中的一种为基础的话，那么这对其他理论来说是有失公允的。因此，他的目标是要创立一种对各种不同的道德背景兼收并蓄的学说，并同时给予其信奉者在特定问题上达成道德共识的机会的理论。换言之，他努力试图创立一种所有人都能认同的、具有对所有人都是同样条件的公正标准。为达此目的，需要有一个“中立的”立场，这个立场既不能受到我们当前社会的现实外表的影响，又不能带有个人所持观点态度的色彩。因此，罗尔斯引入了一个所谓原初立场（original position）的概念。在这个原初立场中，所有公民的代表共同就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公正原则进行磋商和决策。这些代表不知道自己所代表的人是谁，是男性还是女性，持有什么样的伦理背景，是否聪明、富有创造精神还是身体有残疾，等等。于是，就有了一个作为公平的公正概念，并且确定了自由和平等公民之间社会合作的公平条件。罗尔斯相信，作为公平的公正性自然而然地就会被归结为一种原则，它将对处境最糟的人的生存境况予以改善，因为原初立场中的代表并不知道他们所代表的人是何许人也。

罗尔斯将之称为“纯粹的方法公正性”，这是因为公平的标准只可用于方法本身，而不可用于内容之上。此外，罗尔斯还提出了一个辩护原则，旨在能够评估假设的契约环境是否明确地表达出了实际的个体公民关于政治公正性的深思熟虑的想法和意见。鉴于他对于自己特殊境况的了解，包括他的信仰体系，个体公民必须要能够接受在原初立场中所达成的共识。不同的全面理论的信奉者必须做到能够在面对自己的情况下，对政治公正性要求的可接受性拿出合理的理由。罗尔斯提出观念平衡概念的目的，就是为了提示人们对这种个人的辩护方式予以关注。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特殊的公正性观点能够与其他道德信念、判断以及道德背景理论协调一致的话，那么它对人们来说就是可接受的。这里的前提是所有人都想要取得一个公正性的概念，它能使确定的解决方案成为可能，因而是一种全面的公正概念，而非偶然观念的大杂烩，倘若人们要追求不同层面的各种观念之间的关联性的话。当人们着手搜集初始的道德判断，然后以可信度为标准对其进行筛选的时候，人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所谓筛选指的是将那些在高度情绪化状态下所形成的观念，或是没有足够自信加以坚持的观念剔除在一边，只有那些让人们觉得较有把握的、在一定条件下形成的、广泛排除谬误的判断才能被采纳进来。我们将这些判断称为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

下文中，我们将列举各种不同类型的道德原则，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与深思熟虑的道德判断相对应。通过在不同层面上反复进行考察，并且对相互不符合的观念和原则（类型）进行分析，我们最后就能达到一种观念平衡。这里，如果各种类型的观念相互关联并相互支持，我们就说它是一种平衡；如果我们要在不同的观念之间来回游走，而且所有这些观念在新情况或新考察方式的视角下能够被相应调整的话，那么我们就说它是一种观念平衡。行文至此，我们所论及的一直是一种狭义的平衡。最初，罗尔斯曾提出一种能够通过只对自己先前的观点认识的反思所产生的观念平衡。

但是，罗尔斯的弟子诺尔曼·丹尼尔斯[1]（1996年）撰文写道，由于不肯放弃自己的道德参照体系，任何狭义的观念平衡都是难以接受的，并且不适宜作为理由说明的基础。由于专注于特定的案例和道德原则，这样所取得的观念平衡的基础，乃是已经成形的（道德）背景理论。因此，狭义的观念平衡具有典型的功利主义或康德主义的特点，而非一种描述性的和申述性的方法。为了给方法赋予进行理由说明的可信度，丹尼尔斯建议在道德和非道德观念范围广泛的类型之间寻找关联性，并且将背景理论也纳入反思的过程。

倘若我们不是简单地满足原则和判断的最佳适合形式，而是将哲学的理由论证也加以考虑，目的是强调可选的原则类型或竞争性的道德理论的相对优势和不足，并在相关背景理论的范畴中对之进行分析加工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获得一种范围广泛的观念平衡。这些理由可以作为几类相关背景理论的结论来加以构建。如果在所有三个层次之间（亦即包括背景理论在内）建立起相关性，并且不只是在深思熟虑的判断和道德原则之间进行的话，那么，观念平衡就能够算作这样一种范围广泛的观念平衡。这种范围广泛的观念理论被罗尔斯采纳到他后期的著述当中，其原因就在于，此理论能够允许人们将其他学者提出的道德观点一同进行思考研究，并给予它们影响自己的观念认识以及作为理由说明基础的可能性。

最初的作为公平的公正性思想乃是建立在一种井然有序的和谐社会之上的，这个社会在其基本道德信仰和良好生活的观念方面具有相对均衡的结构体系。罗尔斯在他的后期著作《政治自由主义》中，承认民主社会中始终存在各自为政和不可调和的道德参照系统的多元并存现象，并且提出了共识重叠的概念。尽管有互为矛盾的道德价值和理想，只要他们面对社会的基本结构都肩负起这些道德价值和理想的话，人们还是能够共同生活的。作为公平的公正性的完整理念很可能不会是涵盖范围广泛的观念平衡的一部分，但是在多元化的社会中，不同的包罗万象理论的信奉者在对政治上的公正概念的认可问题上，仍然能够重叠共存。没有必要让所有人对所有事物都表示赞同，但是要有政治领域内关于公平原则的统一认识。这些原则不仅决定了公民之间进行合作的公平条件，而且还决定了可视为公正合理的社会基本组织机构的必备条件。

随着观念的平衡向重叠共识的转移，权重也同样从原初立场朝着对公共和非公共理性进行区别的方向位移。罗尔斯想激发我们用“公共理性”进行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只采用所有人不论其道德参照体系都能坚持的那些论据。罗尔斯认为，如果所有人都坚持公共理性，那么达成共识就是可能的。于是，这种重叠的共识就有了一种完整性，其原因就在于，它（几乎）能涵盖牵涉建设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的公正性的所有问题。

技术中的应用范例

罗尔斯的理论曾被用于一个实际的研发项目（Doorn，2012年）的伦理学调研当中。这个项目（Research & Development，下文简称R&D）涉及用来监护住院病人的一款软件的试用产品的开发，并且以随时随地的（无处不在的）数据处理为基础（参见第5章第25节）。项目的根本目的是要改善这款应用软件的终端用户的生活质量。

此处所述的R&D项目由一个项目联合体来实施，该联合体由中小企业、几所不同的大学、两所独立的研究所和一个科研中心组成。项目进行过程中，终端用户（其中也有健康方面的专家）被要求就所要开发的监护应用软件表述他们的愿望和需求。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运行之后，开发人员和使用者一道进行了测试调查，目的是对产品功能和技术要求进行细化。之后，不仅从技术要求上而且从项目目的上对试运行进行评估。

公众社会对技术的接受与否是项目成功的根本要素。因此，伦理学调查的首要关注点是那些实现社会对技术接受的各种必不可少的条件。基于对参与该项目不同部门代表的采访，开发人员列出了一个“道德问题”清单，清单中包含了如下几个要点：确定系统使用的安全要求，建立用户友好、可靠性和功能性之间的平衡等。为了实现公众社会对技术的接受，必须触及这些问题。然而，在关于如何具体实现这些目标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其原因在于，研究人员对责任问题看法不一，并且对如何按所希望的那样对责任进行分配，分别制定了不同的标准。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应当按照作用性来分配责任，另一部分人则有其他观点，并且突出强调了终端用户的地位和权利等。在参考了关于责任问题（参见第2章第6节）的专业文献和对采访结果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责任的分配被看成了如下一个问题，即它产生自一种“责任的多元性”，也就是说，产生自一种不同的人关于责任的承担持有不同观点的情况，这些观点不能被简单缩减为一个跨界的看待问题的方法。

这个问题在一次研讨会上进行了深入讨论，目的是探讨责任分配的不同原则，对道德问题进行分析，并且努力达成不包含唯一的看问题视角的一种共识。下文中使用了“道德任务”的概念，用来指称针对一个特殊道德问题的责任。

研讨会按照概念平衡理论的原则举办，旨在激发与会者对道德问题的不同层次（深思熟虑的判断、道德原则和道德背景理论）进行思考。在一个行之有效的道德和心理学调查问卷的基础上，人们对与会者的道德背景理论进行了评估。道德原则被作为所谓的责任分配“基本原则”进行了实际操作。这些道德原则被与会者用不断重复的、借以支持自己观念信仰的理由加以描述。最后，为了探讨“道德责任”问题，人们完全按照罗尔斯深思熟虑的判断的原理，进行了一次实际的责任分配实验。研讨会的与会者被要求将道德任务分配到不同的项目活动中。这种分配练习做了两次，中间穿插进行了一次讨论，旨在评估参与者在研讨会期间是否接近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意见。随后，与会者被要求，对最终的责任分配是否“公平”的问题进行回答。

按照罗尔斯参照系统方式进行的对责任分配结果的分析表明，人们在绝大多数问题上达成共识是可能的。与会者开始时就大多数问题持不同的看法，随着研讨会的进行，他们在不同的问题上似乎慢慢形成了一种共识。虽然要取得完全一致和重合的责任分配共识实在有些困难，但是，这个实例却说明与会者的意见分歧是能够缩小的。所有参会人员都或多或少地把责任分配的最后结果当作一种共识，并且以他们自身范围广泛的观念平衡为借鉴，将其评价为公平的结果。大家一致认为，所有项目成员都感觉对这个作为整体的项目负有义务，包括项目的道德内容部分。除此之外，大家还就哪些方面属于项目内容，哪些不属于项目内容的问题形成了一致看法。许多开始时觉得会超出项目范围的事情，最后被大家接受为项目必不可少的内容。

此次观念平衡理论尝试的成功秘诀在于它要求参与者都来就公正的分工和他人陈述理由的合法性进行思考。尽管还留下了一些不同意见，研讨会的效应在于更有的放矢地进行工作，此前没有被发现认识的特定伦理学问题也能成为工作的一部分。这说明人们能够就责任分配问题达成一致，虽然还欠缺跨界的看待问题的方法。

结论性述评和遗留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从上述示例中所得出的观点和认识应用到一个更普遍的层面上的话，那么我们似乎会发现，大多数的责任归属问题不能用简单的非黑即白的方法（此人负有责任吗，是或否？）来表述，这种情况可能出现在绝大多数应用伦理学的决策当中。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封闭的、用二重回答（同意或不同意，继续或停止）就能解决的问题。同意常常是个定性的问题，人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认清问题具有什么样的结构？如何理想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哪些解决方式是重要的？与伦理学文献中那些假设的示例不同（讨论的要点常常被展示为非是即否的决定），决策的制定过程在实际生活中要复杂得多。这里所涉及的不是孤立的决定，而是形成一种伦理学的使用指南：我们怎样解决问题？什么属于项目的范畴，什么不属于？在实用伦理学的文献中，这种借助于不同方法所达成的一致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对上述实例的探讨告诉我们，共识和意见一致有各种不同的层面，从抽象的动议（旨在使所有人都认同一个共同的视角），到特殊问题非常具体的意见统一等，不一而足。针对适用于观念平衡理论的那类问题，我们需要更多来自实践的观点和认识。不仅如此，对于因此而能够取得的那类结果和共识，我们也同样需要。本文的应用实例说明，在责任分配中关于项目规模和范畴的统一认识，是实实在在和能够实现的意见统一的很好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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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良好生活

良好生活的问题不仅在个人伦理学，而且也在政治哲学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对技术伦理学的争鸣来说，这些问题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是，迄今为止对这些问题几乎没有讨论出什么明确的结果。在我们对良好生活这个主题的重要性有充分认识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清良好生活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人们当前正在讨论哪些对良好生活进行定义的一般性的理论学说（参阅Steinfath，2011年）。倘若要对这些学说见解进行分门别类，那么，主流的观点是将其分为享乐主义、愿望理论和客观主义这三个类型（参阅Parfit，1984年，第493～502页）。

关于良好生活讨论的方方面面

关于良好生活的讨论呈现一种让人眼花缭乱的局面。讨论的内容可以涉及个人也可以涉及集体，但我们这里所谈的——通常情况下——是个人的良好生活主题。较为困难的是另一个矛盾现象：受古希腊幸福论伦理学的影响，许多人把良好生活理解为一种幸福生活。然而，一种生活换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被看成是良好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思考的出发点是它的道德层面。一个游手好闲者也可以有他自己的良好生活，却不是道德上的良好生活。在有些探讨中，幸福的概念被无限扩大，为的是尽可能地避免诸如道德和幸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我们在相近概念的使用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比如“健康”和“福祉”（well-being或welfare）等。因此，在实践中用对“幸福”或是对“健康”的讨论来界定对“良好生活”的讨论，然后从较为狭义的角度来理解“幸福”和“健康”，或者把良好生活看成一种无懈可击的理想式生活，这种方法或许更有助益。前者对于那些把幸福和健康视为唯一值得追求的财富的人来说尤其具有吸引力；后者则对于以内在价值的多元性为出发点的人士来说更具重要意义。这两种区分法现在又与另一种方法相关联：谁若是把良好生活看成一个人所过的好日子，那么，他就为良好生活问题设置了界限，即这些问题的唯一主题是关于什么对他来说是良好的问题（而非必然地针对他人），其中“为谁而良好”这句话的准确含义是存有争议的（Sumner，1996年，第2章；Kraut，2007年，第66页及下几页）。不过，也有哲学家认为，关于某种事物“对某人来说是良好”的议论根本上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某事物对我们来说是良好的问题在我们的实际思维中没有独立的作用，而且还有赖于什么才是美好的这样的问题（Moore，1993年，第150页；参阅Scanlon等，1998年，第3章）。笔者更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即良好生活指的是当事人过的那种好日子，同时笔者也认为，可以针对以这样的方式所理解的良好生活是不是道德上的良好生活提出有意义的问题。但是，笔者的不同看法是，一种良好生活虽然不一定必须是一种幸福的生活，但不可以是一种不幸福的生活。

享乐主义学说

良好生活和幸福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首先给我们展现的是五花八门的享乐主义立场，正如古希腊哲学（伊壁鸠鲁[1]）以及后来由经典的功利主义者（杰里米·边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亨利·西季威克[2]）所代表的那样。

享乐主义者通常是这样来回答关于良好生活的问题，即他们将良好生活同充满乐趣或怡情悦意的生活等量齐观，这是一种价值论的而非心理学的论点。心理学的享乐主义声称，人的所有行为最终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快感和欢乐，这一观点既不能从日常心理学角度，也不能在利他主义行为方式的生物和社会功能背景前让人信服。然而，价值论的享乐主义作为一种关于什么是非手段意义上的美好事物的论调，并不取决于心理学的享乐主义。即便我们是去追求快感和欢乐以外的东西，满足快感和欢乐也仍然可能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

这样的观点能得到多少支持，要特别取决于对“快感”和“欢乐”更准确的认识和理解。在许多享乐主义者眼中，二者被用来指一些明确的意识现象，这些现象通过一种特殊的、只是出于内在视角而能体验的方式被感觉到。美好的东西本身应当是快感感受的感觉层面，这种感觉层面完全可以来自不同的原因，如美食、听音乐、激动的交谈或是使用先进技术。在这种情况下，生活品质的测量标准就是它的快感结果，亦即粗略地衡量生活中包含了多少、持久性如何和强烈感有多少的快感，以及这些感受在何种程度上超过了不愉快的感受。

但是，尽管一种没有快乐和痛苦深重的生活对当事人来说难以成为一个美好的，而且肯定不是一个幸福的生活，那么，那种只把明确的、享乐主义意义上的意识体验认为是内在美好事物的享乐主义却面临着重大的反对意见。有批评家甚至怀疑，明确的快感到底是否存在。真的存在享受美食、音乐快乐、激动交谈、新电脑游戏试用等所共有的东西吗？还有批评家认为，我们很少觉得愉快的感受有什么特别重要之处。我们可能会为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去承受巨大的痛苦，而且过后并不为之感到后悔。恰恰是那些我们高度认同的事物，常常与千辛万苦的努力，以及气馁、失望密切相关。只要人们认为有益，甚至还有以苦为乐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这里，最激烈的反对意见认为，一个坚定的享乐主义者必须要能够接受错觉和人为操纵的行为，只要它们能带来足够的快感。为了形象地阐明这个问题，罗伯特·诺齐克[3]设计了一个机器的概念实验。这台机器通过产生完美的幻觉，能够为我们提供最满意的体验（Nizick，1974年，第42页及下几页）。许多人出于重视现实情况的原因，不愿意附和这种机器的做法。对他们来说，良好生活不可能完全建立在错觉之上，而且，良好生活与一个单纯物体被动的感官刺激无法被调和在一起（关于类似的反对技术幻觉的看法，如普适计算学，参见第5章第25节等）。如果有人认为，良好生活不会是一种道德上有问题的生活的话，那么他还将进一步要求，一个性虐待狂通过其行为所获得的快感不是将其生活变得更好，而是更糟。

在对形形色色完全以明确的快感为基础的享乐主义进行批评的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用来与之相抗衡的其他享乐主义的观念形式。比如，弗雷德·费尔德曼[4]就提倡一种“思想上的”享乐主义，以区别于一种所谓“感官的享乐主义”（Feldmann，2004年，第4章）。他把快感和欢乐理解成“经过教化的”人生态度，对其中的某些事物我们可以做出正面的评判。根据这个论点，对于良好生活来说，快感的多寡不是决定性的，重要的是我们是否从生活中以及从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中感到喜悦。这样，对我们所遇见事物的喜悦以及对自己生活的满足，似乎确实同快感的数量和强度完全脱离了关系，但对我们的幸福来说的确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一种幸福的概念不能放弃享乐主义学说的支持成分。如果我们认为，一种至少还不差的幸福生活对一个人本身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那么，一种具有说服力的良好生活的概念就必须包含享乐主义的成分。

然而，“思想上的”享乐主义也招致了重要的反对意见。将经过教化的愿望和价值判断的快乐同感官上的快乐加以区分，看来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满足于自己的生活”这句话，除了表示一种人们希望拥有和以之为美好的生活之外，还必须包含更多的含义。但是，如果所补充的东西又是一种感官形式上的快乐的话，那么，“思想上的”享乐主义在其实质上就与“感官”享乐主义如出一辙了。更为重要的是，“思想上的”享乐主义很容易成为反对意见的靶子，就如同诺齐克体验机器的概念实验所得到的结果一样。到最后，我们对于事物和活动的快乐，以及我们对自身生活的满足也可能建立在了问题重重的虚幻和假象之上。

愿望理论

良好生活的愿望理论可以作为针对享乐主义的弱点所做出的反应来加以重建和认识。福利经济的出现，使之在新近的讨论中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推动的因素。福利经济观点认为，从经验的角度来说，优先权比之快乐的感觉来说更具有可检验的特性。由约翰·罗尔斯（1971年，第7章）、理查德·勃兰特[5]（1979年）和詹姆斯·格里芬（1986年）等学者所代表的愿望理论认为，如果一个人得到了他所希望和想要得到的东西，那么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就是良好的。

这一解决问题的方式别开生面，原因在于它比之享乐主义更多地强调了我们生活积极的一面。我们人在生活的同时，都在追求各自不同的愿望和目标，是否能够实现我们自己的目标，对于我们的幸福是至关重要的事情。由于人们具有完全不同的愿望和目标，所以，愿望理论能够很好地对良好生活的多种可能性进行解释。同时，它根本无须否认，实际可能存在所有人都共同关心的非常普遍的目标。尤其是，愿望理论有助于揭示一种生活“对某人来说是良好的”所包含的意义。它坚信直觉的作用，亦即比之植物需要浇水，机器需要加油来说，人的良好生活的含义是不同的。在“为何人而良好”这个概念当中，似乎已经显示出了同人的价值评判角度的关系。人必须要能够认同自己的生活，这一点显然需要借助他们的意志结构来加以阐述（参阅Frankfurt，1988年）。

时至今日，虽然愿望理论有众多学说门派，但是没有一个门派能够作为良好生活的全面理论让人信服。有一种学说观点把成功的生活理解成人们实现了的愿望的数量和重要性所起的作用，这种观点显然是一种误导。我们的许多愿望往往转瞬即逝，以至于不能够对我们生活的质量产生影响，而另外的愿望又是如此不切实际，以至于它们的实现变成了我们的梦魇。除此之外，愿望满足的单纯相加忽视了生活过程形式的重要性，而对于过程形式来说，一个人的愿望如何相互关联，实现或受挫的先后顺序怎样，都可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鉴于此，有些愿望理论学家对涉及个别状况的局部愿望不以为然，而是专注于涉及自我人生更大范畴或是人总体上想如何生活这样的全球性愿望（参阅Parfit，1984年，第497页）。还有一些学者则提出信息方面的要求，目的是避免愿望被误导，以及愿望的实现对当事人带来损害（恰好是在新技术领域能见到这样的实例，从速度越来越快的汽车到让人上瘾的电脑游戏等不一而足，参见第5章第3节等）。如果愿望持有者对愿望实现的情况有足够的了解，那么，这些愿望不仅是具有持久性的，同时也应当是掌握信息的和有理性的。除非是那些过于理想化的信息要求才会脱离人的实际愿望，以至于人们在因为知识的扩大而有了完全别样的愿望的情况下，甚至无法知道所过的生活是否还是自己的那种生活。另外一些信息和理性标准所引用的评价标准，已经不再是与人本身相关的标准。因此，许多研究学者想要将带有神经病症的愿望排除在外，希望看到在价值判断上有根有据且恰如其分的愿望（Fenner，2007年，第63页及下几页）。还有一些学者把理性的愿望视为“有意义的生活规划”的组成部分（Seel，1995年，第93页），或者推荐人们优先采用这些愿望，原因在于“它们的实现能保证达到更为丰富的人生”（Seel，1995年，第92页）。但是这样一来，客观的人生规划和享乐主义理论学说都超出了愿望理论的界限。

通过实现开明的愿望的途径来对良好生活进行定义的方法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它要么采用的是诸如可持续性、正常性或情感满足这样一些对愿望诉求来说始终是外在的标准，要么实际上完全听任个人自己决定该如何去对待那些关于自己的愿望对象的附加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无法保证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的愿望实现对他自己是否有裨益。除此之外，愿望理论是否真的研究关心人的愿望，抑或研究关心的是其他的意志现象，如优先权、意图、目标或目的等，这个问题对上述的尴尬处境来说也无关紧要了。

客观主义学说

客观主义的观念和主张作为享乐主义学说和愿望理论的供选方案而榜上有名。粗略地讲，客观主义的观点认为，对主体的观念态度来说存在事先的标准尺度，根据这些尺度能衡量一种生活对某人来说是好还是不好。

不少论文作者都以罗列财富的表单为自己的工作内容，认为没有这些财富就不会有良好的生活。阿玛蒂亚·森[6]和玛莎·努斯鲍姆[7]的研究成果《能力进路》获得了广泛的反响。这本书反对功利主义的福利概念，强调功能（functions）和能力（capabilities）对每个人幸福的重要性。功能就是一个人所实现的工作和状态，能力一方面指的是人的（内在）天赋，另一方面指的是行使功能的（外在）自由和可能性。基本的功能有诸如健康和最低的教育等，相应的能力可以用内在素质和外在实现选择权的形式归属到这些基本的作用中去。努斯鲍姆设计了一个列表，里面列出了各种能力，比如形式实践理性的能力、维护友好关系的能力、参与自然的能力以及游戏的机会等（Nussbaum，2011年，第2章）。但是，客观主义理论在这个层面上充其量是列出了良好生活的必要条件，对愿望理论和享乐主义构不成竞争态势。只要客观主义没有对财富选择的原因做出解答，那么它也只能被看成各种不同的尝试之举，即列举出典型的实现我们目标的前提条件（罗尔斯即以此法勾画他的“基本财富”），或是找出满意感的广泛根源。

为了追求建立一种独立的理论基础，许多客观主义理论的代表们都以目的论和完美主义的思想为参照取向，这些思想秉承亚里士多德的衣钵，把良好生活和典型的、反映出人的“本质”或“本性”能力的发展捆绑在一起。正如动植物在合乎其物种特殊的生存方式要求的情况下“茁壮成长”一样，对人来说也有一种典型的生存方式，这种典型方式的实现，对于人是否能过上良好的生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参阅Kraut，2007年，第3章；Foot，2001年）。这一基本思路可以因研究者不同而不尽相同。有学者不去专注于种类特征的发展，而将个人潜质的实现和区分当作良好生活的核心，正如我们在自我实现理论中所见到的那样（如参阅Gewirth，1998年）。抑或也有学者将某个人实现自我人生的活动置于特殊的文化生活方式的背景下，亦即借助社会意义上不同的标准尺度来进行评价，而不是将其置于人类普遍的生活方式的背景下（参阅MacIntyre，1981年）。

显而易见，对自身生活和他人生活的评价也包含了关于人类本性和个人本性，亦即社会要求的设想。对自己孩子的精神发展人为地进行限制，以为这样他们就有了更加快乐的生活，或是更少地遭受愿望受挫的痛苦，哪怕他们关于快乐和愿望实现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样的家长也被别人宣判为是在误导自己的孩子。虽然如此，我们不禁还是要问，客观主义理论是否有能力把握“良好生活的对象是谁”的特殊含义，这个含义似乎承载着关于“某人的良好生活”的讨论。从隐含的意义上看，客观主义理论有以人的身体健康作为模式的特点。某人可以感觉自己身体健康，而实际并不健康；他感觉自己浑身不舒服，其实什么病都没有。但是，一个在很大的广度和非同寻常的高度上实现了人的典型能力，却又觉得自己不幸福的人，他所过的不是一种良好的生活（举例来说，许多人才华横溢，但他们仍感到自己的生活十分空虚）。而一个感到满足的人，却可以过着一种美好的生活，尽管他的能力有可能十分有限。如果说他把自己的潜质统统都发挥出来，或者说他本来就具有更强的能力，那么他必定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举例来说，有一种人只在十分有限的活动范围内活动，却在自己的周围环境中感到如鱼得水）。这里，从所有的表象来看，主观的评价本身对自身生活的好坏与否是有决定意义的。在动植物那里，对一个生物是否符合物种典型的要求评判，以及对什么在它眼里是好的事物的评价，可能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是，在具有自己的主观立场、愿望和感情、目标和价值的人那里，二者可能截然相反（参阅Sumner，1996年，第79页）。

关于良好生活的综合理论或许是最有希望的理论，它们把三种基本学说的成分、因素都结合在一起。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把一种生活称为是良好的，倘若一个过这样生活的人用一种感情上得到满足的方式，实现了他所关心的目的、理想和关系，并且他所认为重要的东西也是珍贵和有意义的（参阅Raz，1986年第12章；Steinfath，2001，第7章）。然而，只要那些“珍贵”和“意义的”事物的本源未得到实践证明，那么前述的这种定义就是不完善的。

道德、政治、技术

在一系列的理论探讨中，各种良好生活理论百花齐放。在道德哲学里，福利主义的各种主张和门派十分流行。根据福利主义的观点，道德准则和义务应当自始至终以促进个人幸福为宗旨（Summer，1996年，第7章）。这种福利主义论调最著名的代表就是经典的功利主义。在功利主义者眼里，人们行动的道德正确性的唯一检验标准是它能否将所有受之牵连的人的幸福最大化（参见第4章第B.4节）。一种为促进人（也可以是动物）的良好生活服务的道德不一定非功利主义不可。这样，我们就能在对权益所有者良好生活的公平保障中找到强大的个人权益的意义（这些个人权益不允许个人界限之外的功利主义的利益聚合）。一种较弱的立场不可能让我们为提高和保障他人的幸福和良好生活去承担义务，而仅仅是让我们有义务以如下的方式去重视他们，即他们能够有机会以自我决定的方式过上一种良好的生活（参阅Raz，2004年）。

这里所代表的道德哲学的理论观点与政治哲学中的立场观点相对应。从自由主义的视角来看，国家应当对各种不同的良好生活概念主张持中立态度（参阅Rawls，1993年，V. § 5；参见第4章第B.7节）。对个人的尊重可能也包括通过如下方式去提高良好生活的机遇的任务在内，即有的放矢地提供被认为是有价值的生活可能性的条件，比如通过对一种丰富多彩的文化的促进，或是对形态各异的大自然的保护等。

具体到技术来说，初看起来它似乎只是关系到良好生活的一种工具性的功能而已。在有利的情况下，它能保障人们渡过难关和减轻生活负担，在不利的情况下，它会对身体和生命造成危险。不过，我们在总体的技术或是在特定的技术中也能够找到探寻世界和实现人生的一种特殊方式。从积极肯定的角度来说，技术可以被视为一种塑造力量，它给予人生以意义和价值，因此也是良好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反之，从技术批评的角度来看，技术扩张式的对大千世界和人的生活本身的改造代表着一种失去了目标的生活，其原因就在于，技术改造是一种统治欲的表达，或者是导致了外在和内在自然的异化。如今，我们可以在自然伦理学（参见第4章第C.2节）和关于像基因技术那样的前卫技术中（参见第5章第7节），见到激进的技术批评的主题和动机。我们或许可以在关于如何评价由技术所支撑的、对人类进行“提升”的措施的争论当中找到技术怀疑论观点和良好生活观念最明显的相互关联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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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 正义

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把关于正义的问题首先理解成品行端正的生活和行为问题（Platon，1973a，第508页，1973b，第327a页及下几页；Aristoteles，1980年，第1129a1及下几页）。但是在当前，人们更多的是将政治和社会的正义作为探讨的主题（Rawls，1979年；Höffe，1987年；Miller，2008年）。这些由历史原因所形成的个别的探讨重点，不应当掩盖作为普通伦理学一部分的正义的基本特性。

道德、技术、法律、宗教、政治和医学是首要的标准秩序，它们实际存在并且直接赋予我们行动的义务。但是，伦理学却是带有理想主义性质的次要的标准和价值秩序，因此，它无须实际存在。它的任务是对各种重要的责任义务进行论证和批判（von der Pfordten，2010年，第1页及下几页；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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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伦理学借助用来对重要的标准秩序进行衡量的“正义”概念，来完成它的这种论证和批判作用。这里，正义的必然关联点是其他人以及其他应当加以考虑的实体，正像柏拉图（1973a，507a，第10页）、亚里士多德（1980年，1129b，第25页及下几页）和托马斯·阿奎纳（1953年，qu.57，1；58，2）等古典哲学家所强调过的那样。一个人只能对于另一个人表现出正义，而不是对于一件事或是一种情况。假如一个人遇到了雪崩，他尽管能够表现得机智、勇敢和无所畏惧，却不能表现出正义。然而在面对其他人时，正义必须始终针对某件具体的事物，也就是说，它以不同的性格、行为、状态或机构组织为指向，因此具有双重关系。

正义的基本关系及广义的正义

正义的基本关系至少存在于两个在伦理学上应当考虑的个体A和个体B之间。（除了人和人的群体之间，这种关系是否还涉及动物、非人类的生物，甚至是其他的实体，如山岳、河流或是经济制度等，这是一个经济伦理学的问题，在此不加赘述。）

在这个基本关系的实例中，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普遍的相处型的正义”，一种“广义的正义”，或者从经典哲学意义上说，这是普遍的正义（iustitia universalis）或广义的正义（iustitia generalis）（Aristoteles，1980年，1130b，第6页及下几页；Thomas von Aquin，1953年，qu.56，第6、7页）。假如A对B造成损害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普遍的相处型正义和非正义的示例。

普遍的相处型正义以及广义的正义和整体的伦理学如何区别呢？相对于整体的伦理学来说，正义的局限在于它排除了如下的三个“问题”（von der Pfordten，2007年，第169页）：第一，正义不包括那些不在道德和法律上涉及其他人以及不导致绝对义务的关于良好生活的纯粹问题。这样一种良好生活问题的例子可以是人们是否愿意听贝多芬，或者是甲壳虫乐队的音乐。第二，正义问题鉴于其同其他人的必然关系不涉及不利于自己本人的任何义务。第三，正义问题不包含超义务的（所谓额外的）行为。

对技术正义的伦理要求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从根本上来说，伦理和正义要求技术师和工程师，而且也要求政治家、使用者和其余的决策者对其他的受牵连人士承担责任（参见第2章第6节）。这里，技术不能被看成没有价值的东西（参见第4章第A.11节）。技术不仅开启了积极的可能性，而且带来了消极的可能性，因此，它要受到初步的、尽管还不是结论性的评价。对他人的责任具体化为一种普遍的危害禁令和一条通过技术进行帮助的律令。然而，对危害以及帮助的概率和风险的评估常常是有必要的（Nida-Rümelin 2005年，第866页；参见第2章第2节）。

狭义的正义

除了普遍正义之外，人们可以对如下形式的狭义正义进行区分：

交换性正义。所谓交换性正义指的是，个体A和个体B之间简单的相处型正义关系通过“平等原则”联系在一起，最后出现了一种第二级的关系。

这里所提出的不是孤立行为的正义问题，而是两个行为关系的正义问题，亦即相互交换的问题。比如说，A向B购买一辆汽车，那么从普遍正义的角度看，交车和交钱这个简单的行为就必须明确地从积极的方面进行评价。但是，在交换性正义范围中我们就要问道，这笔交易是不是公平的交易，也就是说，购买价格和实物价值是否处在一种公平的，亦即平等的相互关系中。如果购买价过高，那么B就是“坑害了”A，也就是说在交换中不公平，因此也是不公正地对待了他。

三人或更多人之间的正义。上述关系中如果加进了第三个实体，那么就出现了两种选择情况，第三个实体C要么是另外一个人，要么是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群体（参见图2）。

[image: ]

图2

假如C是另一个单独的个人，那么又有两种不同的情况。比方说，C是一个经济活动的普通参与者。如果她总是在A商店，而从来不在B商店购买技术商品的话，那么尽管她对待A和B是不平等的，但是按照我们的观点她并非不公正的（1）。反之，假如她是A和B两个孩子的母亲，而且只送给A一台电脑而没有送给B的话，那么，她对待A和B就是不平等的，并且按照我们的观点也是不公正的（1*）。

这个区别是怎样得出的呢？在第二个示例中，C是A和B的母亲，那么在A、B和C之间就存在一个由个人组成的群体，其中C对她的孩子来说负有很大的责任。而在第一个示例中，C和商店的老板不处在一个群体之内，因此，就不存在C对于商店B的责任理由。

这一区别说明了上述两个示例中不同的正义要求——在个人的群体中，人们期待个别成员都能超出个别交易关系的单纯交易性正义的范围而受到公正及平等地对待。除此之外，还存在第二级的正义关系，即要求群体对每个个别成员皆一视同仁。

个人群体中的正义。倘若第三个实体不是单个人，而是一个群体，那么会产生两种结果。其一，关联体和简单却是三极的相处型正义的关系都是不平等的。其二，必然会产生这个群体平等对待其成员的问题，亦即作为人际平等的正义问题。一个群体要对其所有成员负责，其情形基本上与母亲对她的孩子负责毫无二致。

除此之外，在个人A和群体、个人B和群体之间不再进行单纯的交易活动。此时，我们可以对两种不同的正义类型进行区分。其一是A和B为群体做贡献（2）的贡献型正义；其二是群体A和B以特定的方式方法相互对待，比如进行财富分配（3）的社会正义（参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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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贡献型正义。贡献型正义早已被柏拉图和托马斯·阿奎纳（Platon，1073b，433a；Thomas von Aquin，1953年，qu.58，6，9 ad 3）分析阐述过，并且体现在如今的纳税公正问题当中。那么，技术的区别对于征税来说也有重要意义吗？比如，对汽油、柴油和电动发动机的汽车分别征收不同的税是否公平？如果对诸如核能这样的技术额外地征收燃料税，并且对其他的能源技术，如光伏技术和风电技术，通过税务的方法或是补贴来给予优惠，这种做法的道理何在呢（参见第5章第5节）？原因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特定的政治目的和对这项技术的评估。

社会正义。社会正义的问题乃是群体面对个别成员的行为问题。社会正义——经典称谓为分配正义（iustitia distributiva）——很早就由柏拉图提出，之后又由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加以描述（Platon，1973b，433e12；Aristoteles，1980，1130b，第33页及下几页；Thomas von Aquin，1953年，qu.61，第1页及下几页）。不过，iustitia distributiva这一称谓，或者是它的对应翻译“分配正义”，都显得过于狭隘。这是因为，这一关系不仅牵涉到财富的分配，而且牵涉到每一个行为，比方说对群体之前的人权的承认，以及加入群体的可能性等。有鉴于此，采用“社会正义”一词来表达更为恰当。医疗技术的平均保障问题，或者采用“数码分配”各种不同的互联网使用的保障问题，都是当前社会正义讨论的实际案例（参见第5章第10节）。

贡献型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关系。在贡献型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关系中，不仅在个人内心层面上，而且也在人际关系层面上，都同样产生正义性的问题。在个人内心层面上，每一个个人都面临着交换性正义的问题，亦即他对群体的贡献和群体行为及付出是否处在一种恰当的关系中的问题。这个第二级的正义问题在诸如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方面变得十分重要。相关的工作贡献必须要得到公正的回报。就与技术的关系而言，这里所提出的是优待、危害和产生不利影响的问题。经济能力强的消费者可能会从中受益，而雇员和周围的住户则遭到危害和受到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必须将涉及受害人生活和健康的重大风险排除在外，对私人财产和自由的危害和限制，至少必须得到准许和补偿。

在人际关系层面上所产生的问题是，群体各种成员之间的贡献和优惠是否得到了公正及平等的分配，每个人是否都做出了公平和基本上平等的贡献，他在分配时是否得到了基本的平等照顾，也就是说，他是否得到了一份公平的、基本平等的或至少是等值的福利。这些都是第二级的正义问题。

纠正型的正义。群体社会正义的一个特殊案例就是纠正型的正义。它涉及群体面对其所有单个成员的关系时的纠正措施。纠正型正义的原则涉及民法的大部分内容，比方说，在国家要求禁止通过技术对其他人造成危害的时候，或者是在国家不允许单个公民之间的不公平契约关系的情况下等（参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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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上述实例提出了一个关于这样的纠正行为的范围问题。难道国家应该致力于在购买价和购买物品之间规定一个价值等量关系吗？在自由社会中，根本上行之有效的是契约自由原则。每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人都对自己的经济行为自负其责。只有在特殊契约关系的情况下，即在某个人性命攸关的情况下，才可以不受此原则的约束。纠正型正义的实例尤其见于房屋租赁法和劳工法中，如天价房租、房租涨价和最低工资标准等。

技术中的正义问题

将上述的观点和思考应用到技术之中，能够对下面的情形起到很好的揭示作用：民众对于新式医疗技术设备服务的享受机会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情况。这时，政治群体应当对市场式的自由交换进行干涉吗？这样的干涉可能会出现在两个层面上：其一，如同对不公平的交换关系进行纠正时一样，它出现在纠正型正义干涉程度较低的层面上；其二，正如医疗卫生行业的分配一样，它出现在狭义的社会正义，亦即干涉程度很高的分配正义层面上。在什么条件下人们可以从私有的交换正义转换到国家的纠正型正义之上，或者反向而为之？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那么容易。然而，恰当的做法似乎是在自由社会中，以市场式的自由交换原则为出发点，而此原则以有行为能力的、有能力来维护自己利益的个人为前提。只有在重大的关系和利益的情况下，比如涉及生活和健康时，社会的声援和支持才首先要求采取纠正措施，其次再要求对优待和不利影响进行一般的分配。具体到医疗技术设备的情况，对于从自由的交换关系过渡到国家的纠正措施以及国家的分配具有决定意义的，乃是生活和健康的必要性（参见第5章第14节）。这里，尚未澄清的问题是，如果因为基因技术的诊断和治疗而出现了把人从遗传学上区分为雇员或投保人的危险，那么国家的纠正措施和分配是否还具有合法性（参见第5章第7节）。

关于社会福利的分配，人们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建议，如平等原则、最大化原则、差异原则、帕累托原则或者是充足原则等（von der Pfordten，2000a，第165页及下几页）。与其不根据具体情况去选择一个普遍的和统一的分配原则，倒不如根据实际情况去选择一个相应的分配原则更为恰当。由国家进行分配的实例有：用于生活保障的社会救济和失业金，事故和突发病情的紧急救助，以及由法定医疗保险机构承担的普通医疗保险等。

在医疗技术方面，人们必须要期待群体来承担费用，倘若是涉及真正的、可以同实际运用的治疗方法相比较的、用于恢复健康的治疗手段的话。其他情况只能被看成纯粹的技术辅助手段，其重要性与配眼镜或补牙相当。相反，如果是涉及提高个人能力或是美容的技术，那就没有理由去进行分配以及由国家来承担费用。这是因为，这一类型的其他手段，如健身房的训练、提高个人能力的饮料或是抗衰老的治疗等，皆不由群体来承担费用。

但是，假如这些技术能提高个人能力，从而导致了生活机会的完全不平等；再者，如果有那么一种技术辅助手段，它能将一个员工的工作能力提高一倍，以至于这名员工通过这种手段在劳务市场上比其他员工都具有优势，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关于人类增强问题参见第5章第8节）？在这种情况下，如同免费的学校教育一样，公众的普遍支持可以要求国家对这一辅助手段进行资助和分配。

除了福利分配外，国家所承担的任务还有提供给民众免遭生活和健康危险的普遍保障，以阻止普遍的生活风险的明显增加。对技术来说，这就意味着不允许自由出售危险产品（比如武器），必须对带有风险的生产过程进行监控（参阅作为实例的合成化学，见第5章第24节）。

多个群体

关于正义的问题不仅出现在一个群体里面，而且也出现在多个群体之间。群体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互动。它们可以平行地相互并立，并且基本上平起平坐地行动，就像两家企业合作那样。在上述简要介绍的四种群体内部的正义关系的基础上，还有第五种正义关系，即普遍的相处型正义以及地位次之的群体间的交换型正义（参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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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群体不仅可以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中，也可以有地位高低之分（参见图6）。假如一个群体包含了两个或者更多其他的群体，那么，有人就参照被包含群体的关系，将此群体称为“二级群体”。这种二级群体的实例见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它的联邦州，或是大众汽车集团和它的子公司奥迪、斯柯达、西雅特等关系之中。在这些关系中所产生的正义问题，从结构上来说都和简单群体中的贡献型正义（6）、社会正义（7）和纠正型正义（8）相似。关于群体间的贡献型正义问题，我们可以列举奥迪、斯柯达等企业对母公司的贡献为例。如果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投入不同，就会涉及社会正义问题。倘若由母公司来决定子公司之间的关系，纠正型正义最终也会变得重要起来。在各个单独的正义关系之间，也存在可比较的次级的正义或平等要求，也就是说，在某个群体贡献型和社会正义之间，多个群体贡献型正义之间，多个群体社会正义之间，以及涉及简单的相处型正义及交换型正义的二级正义要求需要被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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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倘若有一个二级群体存在，那么它不仅能够对一级群体进行干涉，而且可以直接与单个个人发生关联（参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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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所以，公民A可以直接为二级群体做贡献（贡献型正义）（9），比如自愿在国防军服兵役。而群体也可以给予公民A直接的福利（社会正义）（10），比如A可以获得联邦教育补贴法规定的助学金。

在这一案例中，正像A和一级的群体一样，A和二级的群体之间存在同样的正义要求，亦即个人的贡献和分配平等的正义要求，还有A的贡献和公民B、C等的贡献一样的、人际平等的正义要求，以及同样给予A和B、C等的人际的分配平等正义要求。

但是，有别于一级群体的纠正措施，二级群体的纠正措施不仅可以涉及公民A和其他公民B和C等的正义关系，而且也可以涉及A以及群体所有的正义关系（11），比如当联邦政府在各联邦州和个别企业之间针对核能的法律程序进行规范调节的时候。

通常来说，带有相应的间接和直接正义关系的三级或更高级数的群体也是可能存在的，并且完全可能是一种现实，正像国际层面上的所谓政治的多层次体系一样。个人可以从不同的国家和国际群体那里获得技术补贴，或者对这些技术进行开发。

在遇到这样的多层次体系时，人们要问的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应该从国家间的相处型和交换型正义的简单模式，过渡到更高级别的一体化模式，直至一个世界性的组织机构。这个问题在为数众多的政治领域，比如氟利昂的使用、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或者生态多样化的维护方面皆有提出。在核技术方面，有诸如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这样的机构，它在联合国层面上对核能的利用进行监督。向更高级别的决策或机构过渡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是有根有据的，即当一项技术超出了界限并对人的身体和生命造成重大危害的时候。

国际正义的问题（参阅Pogge，2001年）也同样见于许多技术领域之中。这里，新技术的开发和市场推销主要是由富裕国家来进行的，这就进一步加深了贫富之间的差别。在贫困国家设置生产工厂，或把垃圾运往那里，从而转嫁了自己的技术风险。为了减少全球性的不公正现象，有必要设立国际公约甚至是国际机构。世界贸易组织范围内的公约的形成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技术的贸易归根到底只是国际贸易的一个特殊案例。

总而言之，为了不轻易丧失技术的重大机遇，同时也为了规避技术的风险，伦理学的正义标准应当像技术本身那样，必须做到细致入微、形式多样和适应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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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 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及可持续性发展：定义试论

一段时间以来，“可持续性”是国际上政治论争的一个主要概念，但是对它的认识和理解往往大相径庭。根据本文所持的观点，“可持续性”在定义上指称的是政治/伦理/法律方面对跨期和全球正义的要求，亦即对长期和全球可持续下去的生活和经济方式的要求。因而，可持续性对技术的选择性来说也是一种潜在的有决定意义的评价体系。因此，它的实际所指乃是对跨期和全球范围内跨界的正义性的要求（不可与普遍的正义性混淆，亦即所有国家和社会中的共同生活的各项原则）。这里，正义被定义为人类共同生活秩序的正确性，作为物质分配问题范畴的社会分配公正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作为替代解释，许多学者将可持续性理解为世上一切有追求价值事物的一种主题词，于是，可持续性概念就与正义概念相提并论，甚至在广度上还超出了正义概念。此外，可持续性还特别代表的是对生态、经济和社会诉求的必要平衡概念（Bizer，2000年；Heins，1998年；Ritt，2002年）。然而，从多重原因的角度来说，这样一种“三支柱”式的可持续性模式是一种误解和偏颇（关于后续观点参见Ott/Döring，2008年；Ekardt，2011年；不同观点参见Grunwald/Kopfmüller，2012年）。

其一，“三支柱”模式转移了人们对于作为核心思想的样板变化的视线，即更多的子孙后代正义和更多的全球性正义。这是因为，“三支柱”的观点把可持续性问题降格到了传达一种老生常谈式的讯息的边缘，即政治决策应当尽可能同人们各种不同的需求保持一致，尤其是在跨期和全球的相互关系问题被边缘化，甚至完全消失的情况下。

其二，在相关的重要领域中，将生态、经济和社会三者分离和孤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比方说，假如更好的空气质量只是一个生态目标的话，那么它为什么不可以也同样成为社会或经济的目标？抑或健康是社会目标还是生态目标？由于它节省了医疗开支，那么它也是一个经济目标？再者，“社会”这个多样化和模糊的概念究竟有什么样的含义（Weber，1984年，第165页）？倘若说这些情况已经代表了与人类相关联的所有问题，那么可持续性就被彻底简单化了。

其三，我们可以在这样一种假设的意义上来理解“三支柱”模式，即对人的生活基础的保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的增长。但是，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错误想法（见下）。

其四，可持续性与人类子孙后代的关系，以及与全球范围的关联关系的含义是，它首先涉及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前提，而不是通常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任何局部领域。

作为可持续性国际问题论争的核心基础，所有这些立场、观点皆见于1992年里约宣言[1]的众多章节之中（Appel，2005年），比如基本原则五中就对此有明确记载。除此之外，里约宣言的基本原则七（工业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分担的责任）就明显涉及“环境”的问题。同时，消除非可持续性生产和消费结构（基本原则八）也似乎与“三支柱”模式并不相关。尤其明确的是基本原则十二，它将经济发展和可持续性分别表述，从而表明了它们不属于同一论题的特征。

如今，（同样也）根据里约宣言的精神，对于可持续发展具有根本重要意义的是十分具体的一体化原则：可持续性涉及一体化的消除跨期和全球范围内的问题状况。这句话的背后有这样一个符合实际的观点认识作为基础，即用加法式的手段处理特定的复杂问题往往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举例来说，如果将贫困问题和气候问题完全割裂开来，鼓励贫困国家效仿西方国家资源消耗型的发展之路，或者反之，将发展中国家的巨大贫困视为“有利于减少资源的消耗”而搁置不问，其结果（从内容上讲）都是灾难性的。

对可持续性的不同层面的探讨

对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不同专业领域的大跨度探讨（Rogall，2009年；Schneidewind，2009年；Ekardt，2011年），其重点在于：（a）可持续性一词的明确概念和相应的定义；（b）从内容上进行描述分析，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具有怎样的可持续性，以及哪些发展情况和趋势可以在此程度上加以描述；由于社会科学对此只能进行部分的说明，所以这一课题首先成了自然科学研究的任务；（c）阐述下面一个问题，即哪些外在的障碍和动机情况是造成成功转化为可持续性或是失败的结果的根本原因，如何来评价人类的学习能力，其中在涉及生物学的因素时，也要同时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d）关于标准的问题，即为什么可持续性具有追求的价值，其中所包含的详细内容是什么；（e）从标准的角度出发并考虑其他相互对立的诉求，何种程度的可持续性是必要的，同时还包括由哪些机构组织来澄清这些问题，决策的空间有哪些；（f）不同的管理或控制手段，这些手段能够有效地把在标准层面d和e上（技术伦理学上可以引用的）调查得出的目标加以实施，其中包括基本的措施在内，比如学习过程、更多的可持续性教育、更多的企业家自主调节权，以及关于障碍、潜在的参与者和战略等问题。此外，还有一个非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就是，存在哪些技术的可能性（通过管制也许会对技术的使用造成影响）。

可持续性的内容和可持续性的指标

从内容上讲，可持续性是一个标准化的目标。关于其具体含义，人们常常有这样一种看法，即可持续性所指的是我们应当在重视再生率的情况下使用可再生资源，节约使用非可再生资源，重视自然资源的适应界限，避免对气候及臭氧层的损害。除此之外，物质保障意义上的对所有人的基本生存保障，包括养老保障、教育、享受清洁的饮水和医疗保健，以及没有战争和战乱等，这些都是分量很重的要务。更进一步的细节内容，包括技术伦理学的内容，最终都决定于标准化意义上的对可持续性的详细论证。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下述有争议的问题，即在怎样的程度上可以让自然资源和经济财富取得平衡（“强有力的可持续性vs无力的可持续性”，参阅Ott/Döring等，2008年；Rogall，2009年；Vogt，2009年）。没有基础伦理学的支撑，对单一技术的考察研究无异于隔靴搔痒。

有争议性的问题是，可持续性是否可以用单个的数字指标来进行表示。借助这些数字，我们是否就可以对单个的技术成果进行评价。许多国家和企业都在朝着这样的指标方向努力，并试图寻求针对可持续性的可测量性，目的是用简化的方式通过一些从众多重要的因素中遴选出的、可以量化的切入点（所谓的可持续性指标）让可持续性能够一目了然，比方说，二氧化碳的排放、土地的消耗、人均能源消耗、可再生能源在发电量中的比重或者是某些河流的水质等。同时，人们还在谋求制订出一种真正的可测量标准，用来对所有事物进行相互间的量化计算（持不同意见者见Ekardt，2011年；部分不同意见者见Rogall等，2009年）。

关于可测量性，需要加以澄清的问题是，（1）人们所遴选出的指标经常是或许有问题的、不属于可持续性范畴的（因为执着于流行的增长取向）甚至是于事无补的指标。这是因为，假如说一家企业计划在未来生产出耗油量为5升的汽车来替代8升的汽车，这里面并没有反映出经济方式和生活方式持久的和全球性的可实践性。不仅如此，指标和可测量学说中存在的问题还有，（2）那些具有假象的单一准确的数字可能会给人们造成一种精确的错觉，而这种精确是根本不存在的，尽管它具有政治和媒体方面的巨大吸引力。（3）然而，只要这些指标系统从标准的角度来说（伦理学和法学的）所得出的“正确的”可持续性是错误的结论，不论其是源自自然科学的方式也好还是经济学的方法也罢，最终这些指标体系都被证明是一无所用的（下文会做论述）。

可持续性的标准性论证

如果说可持续性的内容要取决于标准方面的论证，那么，后者就是我们所要关注的一个议题。可持续性首先指的是一种政治目标，这是因为它涉及社会问题的解决课题，同时，它看似又给人造成一种处在政治家的随意摆布之中的印象。于是，这里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政治是否对可持续性负有责任和义务。

从对自然的观察本身来说，如针对气候变化或是资源的有限性等，这样一种标准意义上的论证并不成立。这是因为，从经验观察本身并不会逻辑性地得出结论，即这个观察在标准方面是值得欢迎的或是该受批判的。同理，那些从经验主义人类学中逻辑性地将标准化结论推导出来的想法和观点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不仅如此，如果我们用人们纯粹实际的优先抉择来衡量的话，那么，那种借助经济学上的成本效益分析来对可持续性进行定义，亦即通过对某种与可持续性打交道方式的优劣进行定量平衡的途径来下定义的做法也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除了诸如量化等其他问题外，成本效益分析最后还是要回归到经验主义伦理学非认知论的基础上来，而经验主义伦理学从根本上明确地将标准性的问题看成是主观的、非科学的或是假设性的。

即便是通常对可持续性论证问题的伦理学争议（由Unnerstall等编纂成文集，1999年），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首先，可以从根本上针对大多数的伦理学观点提出反驳意见（比如伦理学中自然主义错误、肯定的假设、循环论证等）。其次，任何想要让政治承担义务的伦理学都有这样的问题，即相关的政治基本单位将提出要求，对政治可以做什么和什么情况下必须做什么，它的义务是什么，哪里有它的活动余地，做出结论性的规定。这里，法律就是具体和有约束力形式的道德伦理（作为关于标准意义上正确的社会状态的学科来理解）。当然，伦理学有可能从广义上对法律的基本原则进行论证，或者从标准层面证明其无效，这一点法律本身却无法做到（关于此问题和下文参阅Alexy，1991年/1995年；Ekardt，2011年；Habermas，1992年；有限度地见于Rawls，1971年）。若超出这一点的范围，伦理学便不能简简单单地建立起一套具有竞争力的标准。

因此在实践中，只有当人们借助于自由和民主宪法的基本原则找出可持续性的义务以及相关活动余地的框架的时候，伦理学的论证以及对可持续性内容的定义才能获得成功。根据本文的观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质性的可持续性标准产生的首要基础，在于依靠人权的自由保障以及自由的前提保障（包括权衡原则在内）所引申出的结论之中（关于人权参见第4章第B.1节）。

增长意识和技术选择矛盾的关系

在气候、能源和资源三大领域内，倘若要避免灾难性气候变化的损失的话，如数百万人的死亡、争夺不断减少的自然资源的战争和内战、难民潮、巨大的自然灾害、原油和天然气价格暴涨、重大的经济损失等，化石燃料的使用（至2050年在电力/热能/燃油/材料使用方面从根本上耗尽）及土地利用方面的彻底转变乃是当务之急（Stern，2009年）。正如前面所简述的那样，问题并不停留在这种简单的因果表述上，而是存在于人权基础上的伦理和法律要求。倘若我们想扭转前述的局面，那么在全球范围内，自然科学家针对普遍流行的观念已经提出建议，要减少80%（而不是5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IPCC，2007年）。从人均排放和所谓减排量来看（迄今为止完全由于偶然的有利情况，如将生产转移到新兴国家、金融危机和1990年东德工业的崩溃等），德国和欧盟并非“一马当先”的（Edenhofer及其他学者，2011年；Ekardt，2011年；不符合实际的论述见于Oberthür，2008年和Lindenthal，2009年）。毫无疑问，可持续发展不能仅限于气候和能源问题（参见第5章第5节），其他的自然资源，如水和磷等，都是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而且也同样遭到人类的过度使用。

由于在资源效率和可再生资源方面存在有决定意义的技术选项，所以，此前的描述初看似乎是对许多这类选项的一种标准化意义上的证明。但是，人们不可过高估计这种证明的作用。其原因在于，前述的各类问题情况将可持续发展同当前主导一切的增长意识放在了一种对立的关系当中（关于下文部分见Paech，2005年；Ekardt，2011年；Rogall，2009年）。在一个物理学意义上有限的世界中，永恒的增长是个值得怀疑的观念，因此，即便是可再生资源也只是杯水车薪。太阳能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所拥有的资源基础，也会在不久的将来面临短缺的危险。能源本身是没有用途的，它只有在同产品联系时才发挥作用，而产品却是由有限的资源构成的。此外，正如迫在眉睫的反弹效应一样（亦即减少排放的行为——比如开车——被下述的情况所抵消，即此行为虽然有更高的能源效率，但汽车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使用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参见第5章第17节），从长远来看（有别于中期，鉴于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的革新潜力，以及根据发展中国家克服贫困的必要行动），气候变化方面的巨大挑战可能迫使人们去走一条远离增长的道路，而恰恰不是迫使人们去从事单纯的“技术优化”工作。当诸如土地利用、温室气体排放以及肉类消费只是非常有限地能从技术上加以优化时，这一点的作用尤为显著。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生物质原料利用时“罐子和盘子”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只有首先在能源消费和肉类消费得到完全控制时，才能得到缓解。

纯粹理想式的“质量增长”恐怕也同样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根据已有的经验，这样一种理想式的增长本身就有一部分是带有物质印记的。而且，那种一如既往的（因此最后也是指数曲线般的）增长，或者变得越来越好的社会关照福利、音乐知识、享受自然、健康、享受艺术等的观念，似乎很难实现。此外，对于福利的分配来说，增长率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一部分人可能越来越富，而最需要增长的人甚至越来越穷。不仅如此，增长概念还掩盖了许多其他的社会现象：私人的社会工作，如私人照看孩子以及时下被认为是没有替代可能的增长之路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等。与此同时，关于增长是否确凿无误地增加了人们的幸福，同样也缺少经验上的证明。偏离增长的理念会引起带有后果性的问题，却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如此，重要的是我们的眼睛不要单单（如IPCC，2007年；Stern，2009年）盯着新技术的解决方案，而是（恰恰是在工业国家中）同样要注重知足常乐（满足）的可能性，以及注重通过针对某些生活习惯的改变来厉行节约的可能性。同样，加强对增长时代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也是十分有益的。其他一些想要避免这些后果的技术可能性，如碳排放、原子能、气候工程（参见第5章第2节）或许从一开始就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宜推荐使用，这些原因中的一部分与可持续性发展思想及其关注长期的行为后果有关。

以寄希望于纯技术解决方案为特点的转变和管理

总体来看，向可持续性的实际转变比之标准和伦理学的论证似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关于本段落参阅Ekardt，2011年）。其中，在政治家、企业家和公民/消费者那里（常常像魔圈一样相互关联），缺乏知识似乎往往还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在他们那里，同样重要的却是共识、情感（舒适、缺乏时空上长远取向、排斥、缺乏复杂因果关系的思考，等等）、私利、传统价值、路线依赖、核心可持续性问题（如气候变化）等这样一些要素。所有这些要素都表现在“个人身上”，并且体现为全社会（最终在不同的负担分配方面也是全球性的）的一种“结构性的东西”。这些情况或许可以说明，为什么技术的选项虽然有局限性，并在总体上主宰着可持续性的讨论，但看起来明显是较容易推行的。

不仅伦理和法律的思索，而且（在思路足够开阔情况下）自私的、经济政策和和平政策的以及涉及幸福的思考（虽然在自由民主制度中不能在幸福问题上对这些思考进行规定，参见第4章第B.1节）可能会在动机的角度上，使一种包括满足在内的真正的可持续性转变成为可能。但是，这些思考和认识需要一种互动，即用具体详细的政治和法律的规定来面对百姓大众。在公众方面，这些要素需要一个学习和学习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推动毫无疑问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同时，也有专家学者提出的针对可持续生活方式提高幸福感的明确的阐述说明（Paech，2005年）。虽然企业自愿承担的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和消费者的积极参与可能会对必要的政治和法律规定起到支持作用，却不能取而代之。其原因不仅在于知识的问题，而且还在于需要针对什么是企业和消费者所“应负的责任”这样的问题进行足够和具体的定义工作。然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本节开始时所描述的、迄今为止所有可持续性的努力皆纠缠于其中的那些问题上。

从政治层面来说，迄今为止我们能看到一系列国际、欧洲和其他地区各个国家令人瞩目的可持续性方案、一揽子规划和目标宣言等文献和措施。可是，这些文献和措施（也）像在德国这样的国家中一样，与迄今为止所取得的微不足道的成绩处于一种不相称的矛盾关系中（Ekardt，2011年；Grunwald/Kopfmüller，2012年）。

迄今为止的制度、信息、补贴和项目招投标法方面的可持续性管理，乃是一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局面。特别是这种管理方式试图推进和扶持诸如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这样的可选技术（虽然常常力度还不够大）。总体上说，现今的可持续性管控受制于各种矛盾现象。其中，一些现象产生于增长的极限和满足观念的转变。从结构的角度看，它们无法通过管理法、信息法、自我调节和在个别企业或个别产品上的实验和尝试获得解决。这里，相关的重点课题是，反弹效应、资源相关的/行业的/空间的生产转移效应、目标和执行不力、示范性问题和累积性问题等。其中，尤其是生产转移效应不受技术解决方案的约束，部分反弹效应也是如此，倘若各国经济实现不了大幅度的、史无前例的效率提高的话。

结构上对问题最好的回答是一种关于认证市场，或是以税费为基础的价格的数量控制模式（广义的概念理解）。只有这种模式不仅能应对先前所提到的问题，而且能恰当地顾及群众、企业家和政治家的动机状况，并通过价格信号及真正和绝对的界限设定来提高效率、可再生资源利用率和满意度。鉴于可持续性问题的全球性，迫在眉睫的生产基地转移效应，以及围绕最低标准的竞争危险，探讨和找到一个全球性的（数量控制的）解决方案乃是当务之急。

从多重意义上讲，倘若人们将征收上来的税费在全球范围内，同时部分也在各国范围内用于社会平衡措施的话，资源和/或气候方面的数量控制即便是从社会分配观点来看也是十分有益之事（Ekardt，2011年；Ekardt及其他学者，2010年）。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消失的长期社会灾难性影响，而且也可以应对发展中国家为消除贫困而进行的斗争。一种可持续的数量控制有可能既无竞争的弊端，同时也无全球范围的规定，倘若这项举措可以通过（世界贸易法的趋势所允许的）进出口货币边界补偿机制（“生态关税”）得到补充的话，即能够单独在欧盟内部开展起来。此处无法深究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即使是这样一种数量控制模式，为了其他的资源目的和/或通过其他的手段方式，它也需要哪些内容和方法方面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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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Rio Declaration），1992年6月3日至14日，联合国环境和发展会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重申了1972年6月16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通过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并以之为基础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C.关联论题

第1节 生命和技术

行为领域描述

由于生命一词同每一个生物体都有潜在的关系，所以，从伦理学角度探讨技术对生命体的改变问题就面临着特殊的挑战。因此，技术影响究竟涉及什么样的生命以及谁的生命——将这两个问题加以澄清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奥多尔·W.阿多诺曾经说过：“生命并没有活着。”这句名言值得铭记。从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的角度来看，包括实体在内的生命不仅被当作生物科学、生命科学（Life Scienes）以及作为生命哲学（参见第4章第A.4节）来探讨，而且还被当作一种直接的理念来加以讨论。除此之外，从经验角度来说，生命所涵盖的是起自细菌和菌类到植物和动物，直至人（作为物种、个人，社会化的个人和主体）的千姿百态的生物、生命形态和生命方式，以及作为它们整体和单个部分的技术可变性（DNA、细胞组织、器官）。

不仅如此，这当中还包含对具体的生命状况和生命决策的道德哲学研究，比如关于繁殖、衰老、凋谢和死亡的课题等。与此同时，生活的格调也有伦理学上的意义，如在能源、机动性和饮食范畴中，等等。对伦理学来说，对生命的提示意味着这样一个挑战，即它处在一种对生命问题进行理解的阐释学的传统（精神和文化科学）和一种解释及实际改变生命的功能性传统（生物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双重关系当中。在功能性传统中（参阅Krohs/Kroes，2009年），有机体的自我目的功能十分重要，通过这些功能，有机体的生命具有了持久性，比如新陈代谢、再生和遗传等。如同每项技术一样，与人的目的相关联的生物技术的改变，集中体现在这些功能上面。

从狭义技术伦理学意义上来说，行为范畴所涉及的问题是如何以恰当的方式与实验室紧密相关的生物技术，以及综合技术（纳米、生物、信息、认知技术的综合）打交道。从广义技术伦理学来说，这里所指的是我们在世界上已经看到或是经过知识传授的那些生物、生命形式和生命实践，以及那些（生物）技术乌托邦式的幻想，这些幻想为了求得一种良好生活（Aristoteles；参见第4章第B.8节）或是对生活质量的改善，设计出了“另类的”“新式的”“更好的”一种人类或星球。从这个广义的角度来看，伦理学的任务还在于，将维护民主永不改变的长期条件纳入对生物技术创新的评价（参见第4章第C.5节）。

从各种技术的情况来看，主要是基因技术（作为生物技术的一种，参见第5章第7节）、农业技术（它包含基因技术的方法，参见第5章第1节）和医学技术（参见第5章第14节）在对行为范畴起着主宰作用。鉴于此，这种情况还与环保技术、信息技术、军事技术、机器人技术以及纳米技术、食品技术（参见第5章第12节）和制药技术紧密相关。此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实验室内部和外部的培植技术及其诊断方法等。对技术伦理学来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原材料的来源和存放的关注。在生物技术中，这些材料不仅是原料，而且还是生物物质，亦即生物体、生物体的部分和衍生物。要想用这些原料和物质进行工作，必须要有标准化的存放条件和大规模的数据储存。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有为数众多的细胞组织、血液、精子和基因库。它们作为机构性的组织在数据保护、生物专利和控制生物体及其部分的买卖方面，有伦理道德上的重要意义。

因此，技术伦理学要做的工作就是搞清楚由生物技术引发的、具体的或已知的问题和行为选择，系统性地将它们分门别类，并且就它们的影响范围进行对比考量。这期间，不仅要对制造/改变、保持和存放的方法和实践（比如消耗性的胚胎研究等）进行评价，而且也要从它们的社会关联性上对潜在的产品及结果（如转基因的动植物）进行评价。决疑法是人们经常采用的方法，人们不仅可以借助此法通过相关的生物体或是生物界（植物、动物、人）来形成单个案例（Kasus），而且——这点对技术伦理学有特殊意义——通过某种技术能够获取这种方法，然后，在更广泛的科学关联关系中，亦即作为技术或是技术系统，从伦理学上对其再加以考察和评价。

借助生命科学范畴中的纳米生物技术或是合成生物学（参见第5章第23节）等学科，就能找出技术改变的一部分学科实例。针对这些示例，人们必须从标准规范的层面和伦理学的视角要求树立一种责任的意识（责任伦理学，参见第6章第3节），并且甚至是在特定的情况下，要求遵守预防原则（放弃行为）。当出现不可逆转的附带后果，以及无法认识和了解不可控环境下的某种生物技术改变的情况时，人们必须这么做。这时，伦理学家的任务在于，揭示引起人们推脱责任的那种自然主义的错误结论，亦即认为“大自然”的表现和生物技术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比如克隆、突变等），人们终究不能追究大自然的任何责任（参见第2章第6节；第4章第C.2节）。

比之产品的生产制造来说，始作俑者原则在生物技术应用范围中更难起到价值判断的作用，这是因为，人们只能在生物学的可能性范畴中从事技术行为。这当中，生物体所表现出的那些可能性是偶然的，或者是通过技术的诱发而产生的，而且还“带有恰到好处的差异变化，根据情况的不同，生物体的自我续存需要此类差异变化”（Kant，KdU §65，1974年，第322页）。因此，任何一种技术上的改变也都可以从最终产品的角度（自然状态问题），而不是从制造方法的角度（符合自然问题）被视作是自然的。这一情况即生物专利法中的那些难点的根源，即人们无法准确地区分什么是发明，什么是发现。

除了责任问题外，人们也对技术所触及的价值维度问题进行定义（参见第4章第A.11节）。生物技术创新可能产生的可选价值（比如优化的水果种类），被人们同根深蒂固的传统价值进行比较考量（比如反映地区种植文化多样化的水果种类）。最后，人们关于技术可变性所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做法是否有普遍的意义，从理智的角度看是否值得赞同（参见第4章第B.3节）。这里，问题的实质涉及的是某些可能性的续存条件的理由（Hubig，2007年），这些条件关系到一种成功生活的现今和未来的行为能力，还包括技术意义上的行为能力。对于生物技术系统的塑造来说，这不仅意味着需要澄清的、针对其可控性和可调整性的安全问题（biosafety），而且也意味着相关机构的责任义务问题，即他们有责任将生物技术改变后的痕迹昭示于众，并且由个人的行为来决定其取舍问题（Karafyllis，2006年）。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改变基因的食品进行标识的强制规定衍生了出来。于是，欧盟民众就可以自己来决定他们自己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过去数年中，强制标识的规定带来了生产方法的明显改变：如果说起初的强制标识规定（新型食品管理条例，1997年）还只是要求，在产品中必须对改变基因的生物体进行明确标识，那么，所谓生产过程标识（欧盟管理条例1830/2003）的管控重点就在于在生产过程中是否使用了基因技术，尽管在最终产品中并不能找到转基因生物体或它的DNA。也就是说，与对技术的痕迹进行标识的道义强制规定相关联，人们一方面可以引用（原料痕迹的）标识控制规定，另一方面也可以采用作为生产过程可追溯性保证的对转基因痕迹进行公布的推导式做法（from farm to fork[1]）。这种情况涉及由转基因大豆所生产的食用油等案例。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一环不漏地对转基因痕迹进行重建，伴随行政上大量的人力投入和高额费用。这种情况也见于其他技术伦理学意义上重要的领域，如纺织品的标识等（提示词：童工、倾销性的工资、可持续发展）。

那么，对技术伦理学来说就产生了一个新的、得到政治支持的评价选择，这一选择赋予了基因生产过程更高的重要性。此外，它还在2014年12月13日生效的欧盟第1169/2011号管理条例中（食品信息管理条例）中得以实施：人工合成的所谓“粘合肉”[2]必须加以标识，同时，还出台了对来源进行标识的更严格的管理办法。人们可以把这些措施看成道德的历史化倾向，这是因为，作为论辩伦理学形式（参见第4章B.6）的技术伦理学澄清了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哪些针对生物体、生命形式和生活实际的改变（或不改变）从长远来看是值得欢迎的。于尔根·哈贝马斯对前移植诊断学的探讨即属于此范畴，在这当中，他把论辩伦理学和智慧伦理学的思想同人类学的观念结合在一起（参见第5章第7节）。哈贝马斯将前移植诊断学（PID）是否应该受欢迎的问题分成了个人伦理和种类伦理两个视角，其中后者的含义为：

考虑到人的自然本性，从人类学上来说，基因技术的发展使得深层次上的主观和客观、自然生长物和人工制成物之间的范畴性区别变得模糊不清。因此，伴随着人的胚胎生命的工具化，种类伦理学上的自我认识就受到了危险，这种自我认识决定着我们是否能继续把自己理解为道德判断和道德行动的人的问题。（Habermas，2001年，第121页）

所以，他提出了双重意义上对可能性的保留条件的要求：第一种可能性是人们把自己理解成无目的产生的、因而是自由的生物；第二种可能性是人们能够将生命中自然和技术的关系体验为一种多样性的差异。这里，第二个要求指的是作为复数词的“生命”，换句话说，就是存在于人这个连续的种类中的单个生命的总汇。对于这样一个种类伦理学的内部区别，汉娜·阿伦特曾经用英文的一个带有连接符号的词man-kind比之mankind（人类）进行过准确的表达。

不过，从技术伦理学角度看需要注意的是，诸如克隆和PID这样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技术在其可能性方面并不局限于生物学领域，如细菌、植物和动物（包括人），而是超越了基因、蛋白质和细胞等的结构特征范围得到广泛应用。这些应用的领域并非必然要同生物界有这样那样的关系。比之以生物学的系统论，而非以生物学的方法论为准绳的传统生物学学科，如细菌学、植物学、动物学和人类生物学等，生命科学这样一个更为年轻的名词更符合上述的这一特点。但是对伦理学来说，关注生物学领域是重要的，因为跨学科的认识是以这些学科的知识为前提的。具体到PID的问题，对于选择哪些应该加以培育和生长的生物，在植物学及园艺学的实践中早已是众人皆知的问题了。相反，由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关于种类伦理学的重大要求，是有了PID之后才出现的。此伦理学专注于对人的存在、自由和特征的认识，却无法对生物技术发展的内在动势给予中肯的评价。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可选方案就是此前所提到的对于生物技术方法的关注，以及专注于回答下面这样一个问题——这些方法可以或是应当被应用到哪些重要的社会领域。这种以技术为着眼点的方法可以让我们在生物技术发展的早期阶段就进行伦理学评价，而不是在技术可能会明确地应用到人身上的时候才做出反应。

从上述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出，“生命和技术”行为范畴中的技术概念必须从广泛的角度加以理解，并且既不能以设计好的机器和工具（手段）的模式，也不能以工程师从使用目的出发的规划和设计行为为导向。生物体及其构成部分在生物技术中更多的是一种生产的媒介（参见第4章第A.8节）和手段，其中，它们的生长和变化的潜在性是生产的必然原因条件和持续条件。因此，产生的实物就被叫作生物制成品（Karafyllis，2006年），以同传统的手工制成品相区别（参见下文）。

在生物制成品的行为范畴中，技术伦理学同生物伦理学和医学伦理学有很多交叉和相同的情况。然而，技术伦理学和技术哲学的优势在于，它们可以将来自工程科学领域的模式和问题运用到生命科学领域，并对之加以批判性的讨论。这样，科研的实际情况就得到了兼顾和考虑，这是因为，生命科学通过其概念和模式越来越多地向工程科学靠拢（engineering paradigm，工程范例），并且力图建立起可控和可调整的体系。这里，系统生物学和合成生物学（参见第5章第23节）即可作为实例。技术伦理学的任务是要揭示生命科学向工程科学靠拢的界限（概念的、认识论的、实验的和道德的界限）。它与科学伦理学携手合作，同时也兼顾生物医学对品种、性别、等级和种群的研究，并且在回答某种事物是否及以怎样的形态有生存价值（安乐死）的问题前，对这些研究工作进行评价。此外，生物技术还提出了亚里士多德的技匠概念问题，此概念不仅指的是手工匠，同时还指农民、园艺匠、厨师、医生、政客等，亦即那些广泛和实际地对生活进行设计和塑造的人士（参见第4章第A.1节）。现在需要重新对（希腊文中）代表技术和艺术的techne一词的词义进行思考了。这是因为作为转基因技艺（Transgenic Art）的生产转基因生物体的生物技艺（BioArt），前不久才刚刚进入了关于生物制成品的伦理学讨论（Zylinska，2009年）。

伦理学的评价过程常常与哲学人类学（参见第4章第A.3节）和人的概念（比如鉴于超人运动的各种半机械人类型，或是部分的神经学技术等，参见第5章第19节）紧密相连。在复制技术中，其同女权主义伦理学（参见第4章第A.7节）的关系也显而易见。除此之外，还有在物种的受保护程度问题上（参阅Gruber，2006年）同伦理学、法哲学和法律的联系，同国内和国际的知识产权（生物专利、生物剽窃）的联系，以及涉及市场放开问题讨论和公平分配理由时，同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联系（比如器官捐献/器官买卖等；参见第4章第B.7节和第B.9节）。

概念、模式和视角

关于是否和以何种方式对生物体进行改变的讨论，又回到了人们希望有什么样的自然和技术关系的问题上（参见第4章第C.2节）。其中，“生物体”一词乃是对灵魂的形而上学概念的一种提示，这一概念从本质上将植物、动物和人作为现世和来世的生命形态联系在一起。这个观点在关于生物制成品的跨文化大讨论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全球化和跨文化问题参见第4章第C.9节）。我们通常把细菌称为“有机体”，而不是“生命体”。即便我们不引用灵魂的形而上学概念，“生命体”一词今天已经为我们开启了一种连续性的视角，使我们首先可以从时间的角度去看待生命的变化和生长（Schark，2005年），生物伦理学中叙述性的伦理学概念与之紧密相关（Düwell，2008年，第46～54页）。然而，“有机体”则是用来指称典型化的，首先从空间及功能的角度被加以解释的物种代表的一个生物学模式概念。“动植物界”（Biota）一词所代表的是一条折中路线，它所指的是生物的而不是非生物的起源（比如各种晶体），但避免对本质问题给予实在论的提示。该词也包括了人们在进行观察时，不存在的或不再存在的那些实体。

公元前4世纪随着亚里士多德理论的出现，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区分方式应运而生：zoé一词代表具有身体及物理形态的生命（zóon：生命体），bios一词代表的是人自身的生命，它是政治群体的组成部分，技术行为即属于这个群体。因此，关于良好生活的方式方法的讨论（参见第4章第B.8节）早就与生活经历和民主密不可分。之后，从中发展出了两种看待生命的视角：第三人称视角（生命作为客体）和第一人称视角（生命作为主体）。这个在哲学史上反映在灵与肉问题上并一直延续到神经科学中的两分法，总是连续不断地导致了批判克服和综合统一的策略方法。这里，应当提到的是中世纪时关于vita（表示“生命”的含义）的争论，启蒙运动早期的活力论思潮和它在新活力论中的延续，以及生命哲学（参见第4章第A.4节），甚至埃尔温·薛定谔[3]受到物理主义和热力学启发的问题——《生命是什么》（1944年）也值得一提。

总体而言，人们将第三人称视角归属为生物科学及自然科学的范畴，把第一人称视角归属为精神科学及人文科学范畴。医学起着一种中间桥梁的作用，这点反映在医学方法的规范典籍之中。在伦理学争论中，角度和概念的选择有十分重大的意义（Maienschein，2005年）。因此，一个经常被人们提出来的批判观点，就是通过现代生物技术和它的讨论所进行的对生命的客体化和物质化，这些讨论把个人的自由生命简化成了第三人称的视角。因此，由米歇尔·福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引证的“生物的主宰力量”即与此相关，它是对同样见于批判理论（参见第4章第A.6节）中的群体和消费社会的一种批判。这里，似乎还应该将主体自愿（或是被动）应用于自己身上的心理技术也纳入“生命和技术”的行为范畴。

与科学伦理学相关联，在技术伦理学的评价中融汇了标准规范意义上的各种理由和论据，它们在假设性的描述层面上以及在实验性的层面上产生自不同的概念、模式和视角。这一点还包括针对新的形象化代表的评价，比如说，一个处于8个细胞阶段（8-Zell-Stadium）的人类胚胎是否已经可以算作“人”。这里，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是，生命体不是一成不变的客体，而是能够生长和依靠自身力量不断地进行变化（潜力）。这里所谓的潜力论据具有特别重要的伦理学意义，因为人们必须将变化成某种事物的自然潜力，与变化成某种特定事物的生物技术上的可能性（关于技术决定论参见第4章第A.9节），以及与不再能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来进行对照，并加以探索思考（比如体外受精中的非植入胚胎）。

技术伦理学的一个核心认识，就是各种生物技术不外乎都是所谓的等级转换技术系统（Hubig，2007年，第41页及下几页）。迄今为止，人们只是有限地用传统的方式（即工程技术的方式）对这些技术系统进行控制和管理。因此，技术伦理学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工程师伦理学（参见第3章第7节）的范围。人们采用生物技术制造出的不是已经有范围限制的手工制成品，而是生长之中的生物制成品。生物制成品自己会生长，但是又不全靠自己。一方面，生物制成品处在一种对动植物进行培养和驯化的农业文化传统中，这个传统同偶然性技术的概念密切相关，原因是人们必须对梦寐以求的结果寄予希望。这种情况被欧洲的专利法称为“本质上是生物学的培植方法”，由此方法通过杂交和淘汰所产生的产品不属于专利保护的范围。另一方面，生物制成品在概念上通过分子基因、基因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实验建模），标志了一种新型的、系统性的和高度侵入型的技术形式。对于生命体来说，这种技术形式不再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同时也不再能被人们看出是某种技术型的东西。于是，技术伦理学就面临一个问题（目的论和终极性问题，Brenner，2007年，第109页及下几页），即生命体的目的既不能以一种自然的原生形式加以确定（因为生命体非由人类造就而成并且不断变化的），又不能以一种技术化了的形式露出庐山真面目（媒介问题）。因此毫无疑问，生物制成品既不能为伦理学评价提供标准，又不能必然地对恰如其分的目的手段关系进行评价以显示出技术改变的尺度。因此，关于技术改变的知识和对这个知识的分享，就有了尤为重要的道德意义（专家们的窘境；关于技术争议参见第3章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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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农场到餐叉。

[2] 原文为“Klebe-Fleisch”，意即由切成小块的猪肉和鸡肉等混合压制成的肉。

[3] 埃尔温·薛定谔（Erwin Schrödinger），1887—1961，奥地利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奠基人之一，发明了分子生物学，著有《生命是什么》一书。


第2节 自然和技术

人类纪及其思想史根源

保尔·克鲁岑[1]（2002年）从地球发展史的角度考察研究了人类对大气层、水源圈、冰冻圈，尤其是生态圈，亦即我们这个星球自然界的侵入程度。当今的人类不仅影响到了我们星球地质生态的整体状态，而且也影响到了其他物种的进化过程。鉴于这种情况，克鲁岑创造出了“人类纪”这个新词。至于“人类纪”是否真的是一个地球上的世纪，或者只是全新纪的一个阶段，这里姑且不论。从伦理学的角度说更为重要的是，“人类纪”一词对我们人类来说不能算是个中性的名词（如“二叠纪”或“寒武纪”），因为它所牵涉的不是一个自然现象，而是可做评判的人类实践活动。此外，它还给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即我们整个人类“从客观上”已经在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如果人们认为，我们人类必须将自己看作有行动能力、决定能力、责任能力和道德能力的生物，亦即自由的人的话，那么，人类纪将是这样一幅基本景象：一个在数量上戏剧般地增长，并且在技术上高度武装起来的人类，对其自身（作为一种可预见且不可逆转及全球化的文明）未来的继续发展负有不可推卸的高度责任，同时也对许许多多其他的物种及栖息环境负有高度责任。这一道德的重要性被汉斯·约纳斯（1979年）所洞见和认识（参见第4章第B.2节）。至于人类之外生机勃勃的自然界，除了所有方法上的问题之外，我们要做的紧迫工作是评估濒临灭绝的物种数量，避免夸大的宣传，即把人类纪看成物种大规模灭绝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在其规模上可与地球历史上五大超级物种灭绝时期相提并论，但在其原因上所反映的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如狩猎、砍伐、土地使用变化、城市化、新生态界的引入、有害物质的侵害、富营养化等）。因而，人类并非生活“在”人类纪之中，而是正处在对这个世纪不折不扣的实践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以往并没有通过一项集体的决议将人类纪设立为一个借助于适合的、特别是技术的手段所要达到的目标。人类纪的产生源自一系列作用因素所构成的基本情况，而这些基本情况则是在欧洲的现代化早期和“西方的理性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个理性化过程的特征就是现代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技术发展和工业化商品生产（导致了所有消费品的大规模消费）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这种由科学、技术和生产构成的紧密联系得到过弗朗西斯·培根的极力维护和捍卫，其理由是有了这三者，倘若说尚不能加以彻底消除的话，前现代化时期绝大部分人类无可争议地所遭受的人世间的困境、忧愁、失败和艰难困苦就能得到缓解。他认为，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理应会带来道德生活条件的改善，因为，如果匮乏和困境得以减少的话，那么，宽宏大量、心系他人和助人为乐就会蔚然成风。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理性化进程就已经开始起步。狭义上的近代可以被称作“培根工程”（Schäfer，1993年），它在欧洲的核心国家中，并且也在16～20世纪的殖民地国家中，导致了对大自然规模越来越大的利用和过度改造。

倘若对人类纪的诊断是正确的话，那么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将“自然”和“技术”拆分对立的做法便不再符合时代潮流。如果哲学想要将它的时代归结为概念的话（黑格尔语），那么它就不再应当将自然和技术做这样概念上的理解，即它们的外延是各自为政、互不相干的。相反，哲学必须以下述这种方式来构建它们的概念，即让自然和技术的关联在概念上能够得到把握，并且能从技术伦理学、生态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的角度进行评价。这其中，概念的层面不应当对价值论层面或是道义论层面有先入为主式的评判。下文中将要论及的土地利用技术，阐述了自然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关于它的评价对于人类纪的构建营造来说具有核心的意义。

关于自然和技术的关系

从根本上讲，作为人工制成品的技术，其本身是某种原材料性的东西，这当中，所谓的人造材料也具有天然原料的基本成分。技术形成于天然原材料，人们当前对于稀土生产的担心说明，这种情况也同样存在于突飞猛进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之中。当人工制成品要被“处理”时，它的原材料方面的特点就比在使用的时候更加明显和突出（比如“电子垃圾”等）。如果说科学中包含的是关于自然的知识的话，那么融进技术当中的就是自然的原材料。人工制成品与诸如舒适和惬意这样的文化价值相关联，并且左右着人们的消费和生活方式。人类掌握自然的成果导致了人为的生活方式（城市、办公室、互联网、手机、健身房、方便食品等），绝大多数人的技术知识已经远离了那些直接与自然打交道的技术。

作为本文开始的前提概念——自然概念，是所有哲学的基本概念，其历史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参见第4章第A.1节）。下面的文字评论不是要加入哲学史或科学史关于自然概念的争论，而是要参与到普遍为大众感兴趣的环境和自然保护的探讨中去。在环境保护领域里，人们喜欢挂在嘴上的一个公式是，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此外，自然还常常被与“原始的”蛮荒状态画上等号。这是两种互为矛盾的定义。把人看成“自然的一部分”的说法，不能从字面上去理解，而应当被看成人们追求道义上能负得起责任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质朴的表达方式。人工制成品并不是自然的物品。

倘若有人把大自然等同于一种蛮荒状态，而且做出诊断说，我们的星球上已经没有“真正的”原始自然了，那么，或许他们这种把“自然的终结”（McKibben，1989年）加以戏剧化的描述是为了制造一种自然保护的信息罢了。毫无疑问，人们（恰恰是作为自然保护者来说）的确应当从直觉的角度出发，不要急于将一块施用大量化学品，其中长有转基因玉米的低洼干涸湿地称为“大自然”，哪怕是农民在睡觉，这块地里的玉米还在自己生长。与用技术方法制造的人工制成品不同（比如一张桌子），在这个示例中，实用作物的继续生长已经不足以将种植玉米归属于自然的范畴。同理，此类情况也适用于大量饲养的犬类。犬被作为宠物来饲养，尽管有其自然的“新陈代谢”，但更多的还是类同于人工制成品。因此，即便是在自然保护当中，也不能把自然和技术做泾渭分明的划分。许许多多以往种植的树林如今都被置于自然保护之下，原本属于建筑技术的林荫道，如今也成了自然保护的对象。

由于诸如此类的“生物制成品”（参见第4章第C.1节）在概念上对于我们解决问题未能有所帮助，所以，我们似乎就应该将“自然”看作一个循序渐进的概念，并以之为出发点。这样的做法符合人类纪的实际情况，而且可以很好地同认识论的现实主义相结合。这一概念既可以作为自然阶梯的模型，又可以作为在原生态的各种典型情况和人工制成品之间有等级之分的连续体的模型。与毫无人类影响可言的绝对原始状态不同，相对的原始状态是那些存在人类影响，但自然的力量没有左右一切的地方。在我们的星球上，始终还有大面积的相对原始的地区。与在历史上从没有或是很少受到过人类影响的真正原始状态不同，非真正的原生态地区指的是人类自愿或是非自愿地从中消失隐退的地方。当前，切尔诺贝利周边地区正在慢慢变成一个以技术文明所遗弃的废墟为中心的、并非真正的原始区域。在德国，当年的军事演习场地可能正在演变成除了武器弹药的残骸外，有野狼出没的相对和非真正的原始地区。“大自然的终结”的观点论调，只有在“自然”一词的所指为绝对原始状态时才是正确的。即便如此，在中欧地区可行的、对相对和非真正原始状态的保护，也是有意义和值得期待的。

随着原始状态的消失，人类借助技术设备对自然过度改造的程度在不断加深。因此，我们在土地利用的系统中（牧场、森林、耕地和养鱼）可以看到多种多样的自然和技术的关系，如排水沟、抽水站、圈起来的育林区、有围栏的牧场、牲畜饮水槽、水塘、小径和马路等。人们在这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中朝着人造产品的方向越行越远，因此，生物制品（观赏植物、实验小鼠等）一词的使用就更加有意义。借助连续过程一词，人们也可以对重新自然化的概念进行探讨。此概念并非指一种早期状态的重建，而是指从过度改造地区向着接近自然状态的转变。

对于涉及自然和技术关系的问题来说，极端的情况（一方面是原始状态，另一方面是电子媒介的潜在力）在这里没有多大现实意义，而更重要的是所谓的中间区域，这里面，自然和技术以人的劳动为媒介相互发生联系。对于人类纪的规划发展来说，土地利用技术（参见第5章第1节）有决定性的意义。缘此，下一段文字将用来探讨“土地利用的培根主义”问题。

土地利用的培根主义

大卫·布莱克伯恩[2]认为，在18世纪和20世纪培根主义上升期间，对欧洲环境地貌的重大改变首先负有责任的，是大江大河的取直疏浚和运河化、沼泽地的排水工程（“优化改善”）、洪泛区的围堰、人为种植品种单一的混龄树林、田亩归并和现代农业、山区水库建设、铁路线和将农村地区与中心城市更好连接的加固道路。这种“土地利用的培根主义”试图通过技术上对自然的征服以及对自然力量的利用，来改善物质的生存环境。然而，自19世纪中期以来，这个文化上的一意孤行招致了一系列的为保存接近自然的风景和相关自然景观的文化反抗潮流。20世纪伊始，德国形成了几股早期的生态运动，其成员也对大型技术对自然的侵入进行过抗议。

在欧洲以外的地方，19世纪时人们所见的培根主义式的土地利用是一番文化上毫无顾忌的景象。在北美洲，人们的这种基本态度见于东海岸大规模的森林砍伐、奴隶制基础上的种植业、草原的过度农田化、野牛群的杀戮、肉类的工业化生产建设（以芝加哥的数座屠宰场为中心）、道路交通的开发等。西格弗里德·吉迪恩[3]（1941年）对美国农业机械化进行了详细的重新构建，尽管有20世纪20年代的农业危机（土地侵蚀、尘暴干旱），但这一进程在20世纪一直持续不断。在短短的数十年间，美国中西部的自然景观就被工业化的土地利用弄得面目全非。随着食品的标准化和由超市带来的附加值利用，农业被逐步工业化。与此同时，随着土地利用的活动，在美国也出现了关于原生态的自然保护理念，并且在19世纪时促成了国家公园的建立（约瑟米蒂和黄石国家公园）。在美国，自然和技术的关系脱离了文化景观相互关联的上下文，转而走向了工业化的农业和原生态保护二者之间抽象和毫无关联的对立局面。

在未来远景方面，欧洲也同样设计过征服自然的宏大蓝图，比如竭泽地中海工程（赫尔曼·索格尔[4]的“Atlantropa”工程）。培根主义在作为“世界建筑师”（索格尔语，引自van Laak，1999年，第236页）的“伟大”工程师的构想中达到了顶峰，它所敢于尝试的工程也达到了洲际大陆的规模。借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培根主义也输出到了亚洲大陆。1950年，“改造自然的伟大斯大林计划”出台，其规定的任务是扩大农业生产（如推行至哈萨克斯坦），扩大发电站和运河建设，以及将东西伯利亚的河流南引（van Laak，1999年，第174页）。在兴修喀喇昆仑运河的背后，隐藏的是用水利建设手段来让戈壁沙漠变成果园粮仓的目标。一千多公里长的、用来浇灌和种植棉花的阿姆河河水，被人为地从阿拉尔湖中调取，从而导致了阿拉尔湖地区生态环境的崩溃（参见第5章第6节）。

培根主义式的土地利用也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大行其道，特别是在所谓的“大跃进”年代，最终以一场严重的饥荒收场（1958～1962年，全面情况见Jiseng，2012年）。由于棉花、饲料（大豆）和生物质（棕榈油）的种植，人类纪现阶段中的培根主义土地利用扩展到了改变较少的南半球地区。于是，勒内·笛卡尔关于把人作为“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方法论》，第六部分）的名言就这样“占领了全世界”，并且是在生产力不断提高的预兆之下，而人口的增长和需求行为的增加，又为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提供了存在的理由。有鉴于愈演愈烈的土地利用跨越制度的共性，在相关制度的语言中是否有“效率”、“生产的决战”和“计划的超额完成”这些表达，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总之，培根主义的土地利用所向披靡，大获全胜。

由于农业耕种面积的扩大遇到了极限，所以培根主义式的土地利用开始在强度上大做文章。最晚是自20世纪50年代的“绿色革命”以来，自然和技术之间的调和关系便在培育技术的研究中进行。许许多多的地方性变种、名贵的纯种（如羊和鸡）和多样化品种（如水稻），都被少数几个高产的品种和种类所取代。植物培养中的基因技术（参见第5章第7节）就成了为实现农业目的，通往以技术手段让植物变异的必经之路。针对“绿色”基因技术的争论批评，或许就是出于人们所感受到的对这种模式的极度不满的原因。

自然和技术的和解之路

对土地利用的培根主义的批判历史同该主义的发展历史一样长久。从歌德对即将到来的“机器业”的提醒，路德维希·克拉格斯[5]关于“人和自然”振聋发聩的演讲（1913年），到关于土地伦理学的设想方案（Leopold，1947年），直至蕾切尔·卡逊[6]针对“寂静的春天”的警告，这当中都表达了一种对剥夺自然特性和自我价值的土地过度利用活动的深切担忧。马丁·海德格尔洞若观火，觉察出了培根主义形成人的思维定式的力量。对他来说（1978年，第12～18页），技术类的事物是大自然的一种“展露的方式”。不从制作，而从展露的意义来说，技术是“把东西放置出来”。海德格尔把“展露的方式”称作“被放置出来”。“被放置出来”所起的作用就在于，所有内在的东西统统要根据其可用性被展露和制造出来。他认为，这种情况在土地的利用当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今，农田耕作也陷入了一种……将自然加以耕耘的旋涡之中。旋涡在挑战的意义上耕耘着自然。农田耕作今天已成了机械化的饮食工业。”（1978年，第14页）不过，对培根主义式土地利用的风险和消极面的批判，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形成一定的声势和规模。

当前，培根主义早已不再是不可撼动的学说。人们可将诸如技术伦理学、技术后果评估（参见第6章第4节）、环境伦理学、建筑伦理学和农业伦理学领域中的概念和论证尽量诠释为对培根主义进行纠正以及“温和化”的尝试和努力。举例来说，人们在技术伦理学中勾画了若干种不同的可容忍性维度（Hastedt，1991年；Grunwald，2010年）。其中，鉴于环境伦理学的价值范畴（Ott，2010年），人们可以对环境及自然的可承受性加以区分。因此，通常人们也可以从环境伦理学和可持续性理论（参见第4章第B.10节）的视角来考察自然和技术之间的关系。

就探索问题的角度来说，其方法跨越技术和自然关系的多个阶段。首先，人们应当对环境科学和环境技术（保持空气洁净、垃圾利用、水处理设施等）的成效，以及对过度改变景观地貌的恢复自然工作（矿山开采过后的后果面貌）给予积极评价。环境技术的成功历史可以诠释为培根主义明智的自我纠正过程，其开明的代表们愿意将生产的外在效果减少到一种可容忍的程度，以保证再生产方面的整个体系免遭危险。有鉴于此，开明的培根主义开发出了诸如中途技术的方案，借此可以将消极的环境影响归结为迄今为止技术发展的不完善原因所致。这就导致了对快速推广“绿色”技术（SRU，2002年）的要求，以及国家对“重大”环保技术创新的政策性补贴（SRU，2008年）。

在第二个阶段中，人们可以着手研究许多经济学家根据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对技术和经济发展的过程所寄予的希望。根据此曲线原理，人类社会始于“贫穷和干净”，然后经过一个财富增加的“肮脏”阶段，其目的是为了最终消除出现的环境灾害和自然损失，并且在发展的最后阶段实现丰富的社会财富与得到提升的大自然的和解。鉴于这个过程模式并不表述经济的发展规律，所以，人们应当从标准规范的角度来对它加以解释：技术的发展应当把从历史的角度证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作为自己的目标。因此，人类纪中技术伦理学的道义命令可以表述如下：人们的行为方式必须让原则、目标和手段的选择始终能够同时被阐释为对实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做的贡献。为了对未来子孙后代负责，强有力的可持续性发展理论（Ott/Döring，2008年）要求人们全面地保护大自然的资源（参见第4章第B.10节）。从技术和自然的调和关系看，所谓文明化的自然资源具有特殊的意义（牧场、葡萄园、鱼塘等）。技术的发展应当与对文明化自然财富进行投资的思想和谐共存。

“联盟技术”“循环经济”“持续文化”等许多诸如此类的设计方案，都与技术和自然调和关系上特定的基本直觉如出一辙，它们都“尊重”这一调和关系的大自然方面。于是，全新的、活生生的大自然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人们的视线，“重新返回”“重新联系”“重新自然化”“活生生的基金”“生态系统服务”等概念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大自然在这里看起来不仅是万物之基础，甚至还是一个“行动者”。仿生学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技术和自然之间的调和关系，大自然被敬重为技术教育大师。培根主义巨无霸式的乌托邦思想，将被技术和自然共生和共同进化的调和关系的丰富想象所取代。人们可以从自然伦理学方面，来对接纳认可一种新文化（该任务似可用“重新自然化”予以重点强调）的必要性加以论证说明（参阅Ott，2009年）。认真思考“作为人类纪文化任务的重新自然化”思想，明确允许这方面的创新和想象，应该成为技术哲学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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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尔·克鲁岑（Paul Crutzen），1933年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荷兰大气化学家，因对大气化学，特别是臭氧层的形成和分解的研究工作，与其他两位科学家共同获得1995年诺贝尔化学奖。

[2] 大卫·布莱克伯恩（David Blackbourn），1949年出生，英国历史学家。

[3] 西格弗里德·吉迪恩（Siegfried Giedion），1888—1968，生于捷克布拉格的瑞士历史学家。

[4] 赫尔曼·索格尔（Hermann Sörgel），1885—1952，德国建筑学家和地缘政治学家，1928年提出“Atlantropa”（大西洋-欧罗巴）设想，即在直布罗陀海峡修建一条巨型人工大坝的计划。

[5] 路德维希·克拉格斯（Ludwig Klages），1872—1956，德国生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

[6] 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07—1964，美国海洋生物学家，她的作品《寂静的春天》唤起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环境保护事业的意识。


第3节 动物和技术

动物和技术：一个被技术哲学忽略的课题

技术哲学不仅研究技术的哲学意义，而且也研究人、自然和技术的关系。时至今日，对环境主题的探讨——作为对技术效应的反思（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和从规范标准层面对利用自然资源的反思——在技术哲学中也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关于自然和技术参见第4章第C.2节）。然而，除了关于基因技术讨论中的若干示例之外，动物在相关的学说概念里全无踪影，不仅被排斥在知名的技术哲学手册之外（参阅Olsen及其他学者，2009年；Kaplan，2004年），而且也完全被排斥在重要的专业期刊之外。例如，在《哲学和技术》杂志中，迄今为止只出现过一篇有关动物及动物和人关系的文章（Thompson，2012年）。在技术哲学和技术伦理学中，动物被看作自然的资源，其生命和对其的利用与生机勃勃的大自然的其他部分一样，被以同样的方式方法加以讨论（比如在关于土地利用及其对气候的效应讨论中），或者它们完全不受人们的重视，正像动物实验这个课题所反映的情况一样。

在下文中，“动物”一词只用来称谓人类以外的动物。这一区分在这里仅仅是出于实用的原因，亦即为了简明扼要。语言上的类别划分包含着若干标准方面的前提：明确地对“人”和“动物”进行称谓不仅有助于人类中心说的视角（即不把人称为生物学上的动物），而且作为一种标签也有助于对生物体进行等级的划分（参阅Nibert，2002年）。动物是有感情能力的生物，它们有复杂的社会和情感生活，并且追求各自的利益。有关动物伦理学和不断扩大的人类和动物研究（参阅Buschka和其他学者，2012年）领域的各种讨论，就是这一课题的复杂性和部分的矛盾性，以及至少是我们当今社会中人与动物之间关系意义重大的明证。技术哲学，尤其是技术伦理学对动物话题避而不谈，不仅是一个事实方面的缺陷，而且也是一个标准方面的缺陷，因为如此一来，将动物仅仅当成可为我所用的自然资源的观点就会得到进一步强化，并且间接地被合理化。

对此，本文旨在说明在技术哲学和技术伦理学中，用分析的方法特别关注动物问题如今已经刻不容缓。

科学和技术中的动物利用

人是设计和想象各种技术的生物——在技术哲学的论证中，人们几乎总是如是说。但是，动物不仅能够使用某些特定的工具，并把它们的知识传授给后代或是其他同类（参阅Benz-Schwarzburg，2012年），而且，从一开始它们就参与到了科学和技术的开发当中。随着朝向定居社会的转变和农业的发展，人类开始使用动物所有的力气，并且通过饲养来改变它们的生物学天性（参阅Nibert，2002年）。随着科学的发展，尤其是随着实验手段的不断进步（Claude Bernhard），动物也用来作为疾病的模型和实验材料。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农业的工业化进程（参见第5章第1节），科技的发展开始以农业生产手段的合理化为己任，因此就出现了再生生物学的新领域，它通过体外受精的开发来实现在所谓实用动物中对可遗传特征的完全掌控（参阅Clarke，1998年）。

如今，几乎所有领域的科技创新都要通过动物实验来检验其对人和环境的无害性。这一方法也发生在有争议的关联情况中，如抗衰老研究、武器实验等，特别是针对后者的新技术双重利用的可能性研究（参见第4章第C.11节）。除此之外，生物学、医学直至基因技术和纳米科技中的开发进展，使诸如娱乐、宠物饲养（克隆的宠物）和体育（克隆的赛马）等领域中的动物利用成为可能（参阅Ferrari及其他学者，2010年）。

如果我们对基因技术（参见第5章第7节）和克隆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进行一番考察，就会发现当今科研中所具有的目标连续性（与20世纪比较而言）。举例来说，动物的克隆是一种对生物学特征的可再生性更高阶段的控制：由于克隆动物成本太高且效益太低，因而不适合于农业中的广泛应用，所以，克隆仅用于所谓饲养型的动物，亦即作为在再生产中有价值的生物学特性的保留型动物。倘若说，如今几乎所有实用动物都是通过体外受精和优选精子生产的，那么，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不同技术背后的目标连续性（参阅Ferrari及其他学者，2010年）。如此，通过基因技术修改了动物的生物学特征，以达到提高生产质量和效益的目的（Wheeler，2007年）。借助纳米技术，人们正在研究改进转基因或是动物克隆技术，并开发用于持续监视和酌情修正实用动物健康状态的生物传感器（Ferrari及其他学者，2010年）。

作为技术远景的表达，这些研究计划不仅具有认识论的意义——大多数转基因的实用动物在农业中尚未得到应用——而且也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今天，人们已经在着手进行这些动物的专利申报，以及将其进行市场引进的程序。比方说，已申报专利的“Enviropigs”[1]（Golovan及其他学者，2008年）和“AquAdvantage Salmon”[2]，后者要比传统的三文鱼生长得更快，并且正由美国政府的FDA[3]针对其对人类食用和海洋生态系统的无害性进行检验（van Eenennaam/Muir，2011年）。

不久以前，人们曾经就动物增强（animal enhancement）是否有意义的问题，以及它同人类方面有怎样的相似和区别的问题（Human Enhancement，参见第5章第8节），展开过一场辩论（Ferrari及其他学者，2010年）。与此同时，人们还就非增强（Disenhancement）问题，亦即，如果在某些特定的不利条件下饲养动物，那么，它们所具有的重要能力的降低可能对这些动物来说是有利的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参阅Ferrari，2012年）。技术哲学，尤其是技术伦理学迄今为止对这些新情况视而不见，是让人感到十分惊讶之事。

动物实验

鉴于动物实验对科技发展所起的核心作用，以及实验所使用的大量动物和不断出现的公开论战，动物实验没有在技术伦理学中得到相应的探讨，这让人感到十分意外。如今，动物实验的动机——保护人类健康和环境，不仅只局限于医学领域，还应当为市场上的每一个新产品提供保障，而且是在全球范围内：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为了批准产品和药品可以放弃动物实验。在全球范围内，用于动物实验的动物数量在不断上升：2011年德国为1.9%（共290万，BMELV，2012年），英国为2%左右（Home Office，2012年）。其中，统计数字并没有将所有用于实验的动物都包括进来，并且各国对数据的采集存在很大的差异（Ferrari，2008年）。动物为了饲养被繁殖出来，目的是为所谓的“动物模特”提供保证。然而，其带来的结果是，特别是在快速繁衍的动物种类中（如啮齿动物）产生了为数众多的“多余”动物，出于成本的原因，这些动物出生后又被杀死。除此之外，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用于饲养的动物数量增长巨大，这里暂且不谈那些不适合于实验的、“转错基因”的动物的生产问题（Ferrari，2008年）。

正如这一用词所提示的那样，“实验动物”被有意识地进行饲养，目的是用它们作为“模特”或是研究某些现象的替代之物。人们借助不同的方法改变动物的生物学特征，这期间，动物会患上各种自身不会得的疾病，如酒精中毒、不同的（犹如人类的）心理障碍或是唐氏综合征。此外，动物还被改变基因，为的是让它们通过体液“制造出”用于人类的医药原料（基因制药，参阅Ferrari，2008年），或者使它们或是它们的器官对需要做移植手术的病人有用。异种移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对此曾于20世纪90年代有过一次伦理学的争论，至今仍没有结果。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仍然在继续进行。当前的动物实验研究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行业，“动物模特”在这个行业的大型实验室中被开发出来，并且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销售（及运输）。

对于动物实验研究的批评由来已久，其源头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尽管动物实验的做法在全球不断推广，但并没有失去批评之声。正像公众的争鸣和各种理论探讨所表明的那样：针对成本效益的模式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站得住脚的问题，以及替代方法在当今的科研政策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的问题，人们正在广泛地进行讨论（Ferrari，2013年）。因此，动物实验是技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动物和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

动物实验并不是能够揭示动物和技术关系的唯一领域。在对电脑和使用者互动关系的研究中，我们也能发现人们对动物作为技术过程的特殊主体的情况重视不够，虽然很久以来，动物就能够同电脑技术进行互动。最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追踪和遥测传感器的开发，以及20世纪90年代随着自动挤奶机的应用，人们便可以在所谓保护研究及奶牛场中看到这样的互动关系。动物自己同这些技术发生互动，而且表现出让人始料不及的能力和异乎寻常的行为。比方说，奶牛会自己主动走进挤奶机，人们还可以观察到大象的各种复杂动作等。此外，遥测技术不仅被开发用来监视所谓家畜，而且被用来监视野生动物，不过它也有可能成为动物特殊行为的干扰因素。有鉴于此，人们在不久前提出要求，要明确关注电脑技术和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Mancini，2011年）。

动物也具备未经预料而使用某些技术的能力，北美洲几家动物园里的大猩猩使用平板电脑与人交流的案例即可作为例证。这些使用着本来是给自闭症儿童开发的平板电脑程序的大猩猩，具有将此电脑识别为技术客体并加以使用的能力（Lee，2011年）。除此案例之外，人们还专门为动物制造出电脑游戏，不仅是为了改善它们的笼养条件（比如作为动物园中猫科动物的消遣游戏），而且也是为了作为提高人们对动物的社会认知能力认可度的手段，正如荷兰几所大学中进行的“和猪做游戏”（Playing with Pigs）项目所展示的情况一样。

此外，在蓬勃发展的神经科学研究领域（参见第5章第19节），动物也在同电脑进行互动。科学家们借助不同的电脑游戏和信息手段对动物的认知能力进行测试。在人机对接和假肢的研究中，人们将动物进行截肢，然后训练它们使用人造假肢。为了检验和测试不同的交际形式，研究人员将电极植入动物的大脑中进行实验（Ferrari，2010年）。上述领域中，迄今为止几乎未有过任何技术哲学及技术伦理学方面的研究工作。

环境讨论中动物利用的关联意义

虽然动物利用与当前时代著名的技术争论息息相关，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动物都被人们系统地排斥在讨论之外。比方说在关于气候变化的争论中，尽管人们掌握了大量的科学数据，可是农业中动物生产的效应问题在伦理学的观察中几乎未有任何提及（参阅Ott，2012年）。当今全球范围动物类食品的生产，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的环境污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关于农业技术参见第5章第1节）：在巴西，每生产1公斤牛肉就要产生335公斤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CO2），相当于1台欧洲产的普通小汽车行驶1600公里所排放的温室气体（Schmidiger/Stehfest，2012年）。鉴于庞大的土地使用比例、巨大的用水量和低水平的能源转换，动物生产被证明是一种极其低效的生产方式。全球粮食收成的40%以及全球大豆产量的90%都用来喂养所谓的可食用动物，但是，人类的全部热量摄入只有13%是从动物产品获取的（Schlatzer，2010年）。不仅于此，动物生产因其有害物质的记录（硝酸盐、重金属、药物成分、病菌），严重降低了水源的质量（Schlatzer，2010年）。由于世界人口的增长，也由于人均动物产品消费的提高，如果我们不采取应对措施的话，那么，肉类生产在2050年将增加到4.65亿吨，牛奶的产量将达到10.43亿吨（Steinfeld及其他学者，2006年）。尽管有这些经验性的数据，如今动物食品的生产在大部分国家均未受到重视，而且也未受到质疑。

动物被拒之技术伦理学考察门外

本文作者认为，将对动物的特别关注拒之技术哲学反思的门外不仅是一个学科上的失误，而且其本身也要进行一番认真细致的伦理学分析。在我们的社会中，动物实验的合理化，甚至借用法律的形式对之加以规定，并不能从伦理学上使人们免于对其的争论。随着对动物利用的不断强化（技术发展使大规模的动物饲养成为可能），以及随着转变工艺技术的发展（比如基因技术在许多领域——从家畜饲养到体育和食品——已经被广泛采用，Ferrari，2010年），当前人与动物获得了一种新型的微妙关系。技术哲学中动物课题的缺失，对于人们如今将动物主要当成资源和商品以及生财之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举例来说，引人注目的是在当前时代关于科学技术的讨论中，衍生出了一种关于机器人道德地位的争论，其间，人们并没有把这类反思同涉猎广泛的动物伦理学文献联系在一起（参阅Coeckelbergh，2010年）。目前，学术界正进行着一场关于动物的社会认知能力和它们的道德地位（参阅Francione等，2008年；Benz-Schwarzburg，2012年），以及将特定形式的利他主义和公正行为归属于某些动物的可能性三者之间关系的讨论（参阅Bekoff，2008年）。在技术哲学中，人们迄今为止似乎更倾向于将机器人这类人造物品（而非动物）认作“道德生物”，而在其他场合中，却又就是否和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将非人类的动物也看成道德和正义群体的一部分（比如通过地球居民这个范畴等）的问题争执不下、意见不一（Donaldson/Kymlicka，2012年）。

除此之外，由于新的科学技术成就通过制造杂交生物和杂种嫁接使跨越物种的特殊界限成了可能，因此，目前正开展着一场关于人和动物新本体论的必要性的后现代及后人道主义的反思运动。人们正在对把动物看成“另类”的说法进行解构，这股思潮在后现代社会愈演愈烈，其时，对生命形式的技术影响以及对生命的转换演变成了一种生财之道（参阅Cooper，2008年）。

在各种针对可持续性讨论的分析中，技术伦理学讨论针对动物的特殊关注也同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参见第4章第B.10节）。在如今的探讨争论中，发展出了一种涉及如何对待“自然资源”的责任伦理学，其目的是给今天和未来（人类的）后代的生命提供保障。因此，关于非人类生命体固有价值的问题就失去了它的重要性。某些标准性的概念，如痛苦中心主义（其核心是不依赖于物种属性的承受痛苦能力）和其他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批判强调人类之间和面对动物的统治和暴力关系的相互联系，Nibert，2002年；参阅Buschka及其他学者，2012年），都不是可持续性讨论的主题。在这场讨论中，尤其是在食品生产领域，被突出强调的是对“可持续性的”动物性食品生产的幻想，而与此同时，动物利用的某些特定问题（比如牛奶生产中，小牛和亲牛分离所造成的痛苦等）却未能受到重视。

展望

鉴于其他学科领域中已经有过关于人和动物之间关系的多方位的探讨，以及鉴于在科技发展中动物的广泛利用，一场关于技术和动物的特殊的技术哲学和技术伦理学的讨论在今天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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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保猪”（Enviropig）是一种双基因转殖猪，同时带有植酸酶及纤维素分解酶，它细胞中的遗传基因DNA来自其他植物、动物或细菌。“环保猪”长大后口腔与肠道中会分泌植酸，可以有效切断植酸与磷的结合，如此，可减少猪粪便里的磷含量并减少污染环境的机会。

[2] “AquAdvantage Salmon”是由AquaBounty Technologies公司开发的转基因大西洋三文鱼品种，其生长周期为16～18个月，远远短于3年的通常水平。

[3] 美国食品及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简称。


第4节 文化和技术

当查尔斯·珀西·斯诺[1]（1959年）在他的那场著名的学术讲演中，试图将精神科学-文学文化和自然科学-技术文化进行区分的时候，他的关注点是20世纪上半叶西欧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术景象：物理学家不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亚瑟·斯坦利·爱丁顿[2]或是欧内斯特·卢瑟福[3]不是知识分子的类型。斯诺希望两种文化能够相互作用，为此，他使用了一个相对来说十分狭隘的文化概念，这一概念在现今的文化理论和社会学中可以用“子系统”和“密码”概念加以描述（Fischer，2006年，第13章，第16页及下几页）。因而，斯诺的两种文化区分的概念就成了不同科学领域和探讨范畴之间相互争论的一个符号。“两种文化”各自的子系统又进一步开发出不同的奖励和招募的相互关系，这就不足为奇了（Kornwachs，2009，第113～148页）。

文化和技术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尤其是当人们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待技术的时候（Ropohl，1999年；VDI，1991年；参见第2章第1节），亦即当包含了作为文化成果的技术形式和后果的时候。谁若是生产、出售、经营、利用或是处理技术，简言之，谁与技术打交道的话，那么他所追求的利益可能会与其他的利益或是其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而且，他是在一个文化的关联体中做这样一件事，此关联体在多方面带有价值观、现行的不同标准以及直觉的道德信仰的烙印。每一个行为，即便是以技术为媒介的行为（亦即技术可能性的使用），或者是技术行为本身（制造、阻止、放弃或处理技术的可能性），其动机及后果都可能受到一次道德的评判。这一评判取决于相关价值体系和评判者所参照的道德准则，这些道德准则绝非抽象的，而是存在于一个相关的受价值观制约的文化关联体中。因此，某项技术的认可问题、技术批评问题、风险认识和交流问题，甚至是争鸣探讨中的考量问题（生态vs经济，部分利益vs全体利益，等等）都不单单是社会性的，而且也是文化性的。缘此，对于技术、技术后果和技术行为动机的评判，也应该被理解成受到文化左右的行为（Ott，1996年；Kornwachs，2003年）。

单一文化和多数文化

“文化”是什么——这是一个在文化科学中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甚至文化科学本身都是一个尚未澄清的概念。关于这个问题的一本学术论文集（Kittsteiner，2004年）给出了13种答案，即便如此，这也是一个被理想化了的微不足道的数字。人们在书中首先探讨的是多数意义上的文化科学，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不是“一个可以具有约束力地加以定义的、统一的新学科，而涉及的是一个聚合到一起的、开放的学科关联体，其目的是要对新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而这是采用老式的学科界限很难做到的”（Kittsteiner，2004年，第8页及下页）。

技术哲学家克里斯多夫·胡比格和汉斯·波泽尔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2007年，第16页），他们的建议为：

作为各种结构总称的“文化”，应该从传统的“模式”来加以理解，这一模式对各种可能的行为——（作为思想和计划的内在行为，作为实践或放弃行动的外在行为）——进行发现，并且同时以特定的方式进行阐述和诠释，最终人们能够在认可和利用、拒绝和抵制、质疑和修正、无视和忽略以及规避的意义上，以之为自己行为的导向。

由此观之，这里有必要将由恩斯特·卡西尔（1985年）所倡导的文化概念作为探讨问题的基础。按照卡式的理解，文化乃是人类实践的总称和表达，它描述和包含了所有人类能够完成和构筑的事物（参见第4章第A.5节）。这样，它就在某种意义上将物质的文化概念和形式的文化概念合二为一。在此背景下，我们很快就能懂得技术和自然科学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同时还是文化继续发展的前提：

文化作为跟自然相对应的概念，包含了所有人类所创造的事物——各种成就也好，价值取向也罢，它们超越出了人的“单纯的”自然本性。其中，不仅有人所创造的物质产品，从工具到技术直至艺术，而且也有藏之于后的精神财富和内容，从语言到科学直到社会结构的各种形式、价值观、意义归属和宗教。所有这些创造物都有时间和空间的特性——这点不仅可以从文化史中，也可以从子文化的各种小类型中（家庭文化、企业文化等），直至跨民族的空间中看出端倪，倘若我们以西方、伊斯兰或是亚洲文化各自的特点为例的话。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工艺和工程科学无疑是文化的组成部分。（1985年，第13页）

这一最终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1981年）的文化概念与传统的、十分局限的、市民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有明显的区别，他们把文化仅仅理解成可以消费的发达文明，以及一种排除了任何利益因素的教育机制。

冲突

当涉及相互对立冲突的价值观（亦即对表达价值判断和不同概念的语义学解释，如自由、幸福、个性发展、安全等），以及涉及价值判断之间的不同优先关系时，上述的这种文化和技术定义即有了伦理学的重要意义。这一点我们还从不同的法律原则中可见一斑：英国和美国的法律更多的是一种判例法，而欧洲大陆的法律则更多的是一种原则法。通俗地说就是：在美国，凡是未经法律明确禁止的事情，就是允许做的事情；在德国，凡是未经明确允许以及未经原则申明的事情，都是被禁止的事情。因此，人们可以在某些文化中看到一种似乎是实用主义的倾向，即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将价值选择的优先权改变为有利于合乎利益的解决方案。反之，在欧洲的相关情况下，尽可能不改变价值判断的顺序，乃是道德立场坚定的表现。所以，人们在欧洲越来越经常地看到总是源自价值冲突的、愈演愈烈的标准冲突。

无独有偶，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技术评价（参见第6章第4节和第6节），以及关于科技的全社会争论，特别是适用于重大科技事项的争论。在德国，关于核能和平利用的争论火药味尤浓。争论的情况表明，赞同者和反对者都几乎使用同样的价值体系来说明他们的理由，其中，双方的差异只在于价值的孰先孰后，以及用不同的价值观来进行价值观念的语义学解释罢了（Rucht，2001年）。

后果

如果我们认真看待作为文化成果的技术的话（Dietz及其他学者，1996年；Kaiser及其他学者，1993年），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两个方向上观察到技术发展和文化的交互关系——一方面是预期中及具体的技术规划所带来的文化后果，另一方面是相关的文化对技术规划所造成的影响。这两个方向都是文化科学、以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为导向的技术研究、技术后果研究以及带有文化主义印记的技术哲学的研究课题（Banse/Grunwald，2010年；参见第4章第A.5节）。这里，本文只能对伦理学问题做一个要约和简短的定位。

倘若我们将技术规划中的文化因素排列在一个粗线条的网格里（诸如行为类型、情感类型、机构和观念等），那么，我们就能够从互相关联的角度，对狭义的技术制品的作用、相关技术的组织外壳以及置入其他技术系统和工艺的情况进行分析和思考。我们可以通过如下的方式从网格的横向行列中读出这一导向模式（一个4×3的矩阵）：哪些文化因素类型对于产品和组织外壳的具体规划塑造有影响，它们是怎样被置于相关的子系统中的。从网格的纵列来看，我们可以问道，哪些具体的产品特性、哪些组织形式，以及哪些与其他技术和子系统的交互关系会在行为类型、情感类型、机构和观念方面对文化事物产生影响。

对伦理学来说，具有重要性的是矩阵中的这样一些区域，即在这些区域中，一方面是文化上特定的及决定文化含义的观念，另一方面是技术的组织构建交互作用和影响，这是因为，关于价值及其优先权的冲突——常常隐含和隐蔽地——是在这里发生的。归根结底，技术后果评估（参见第6章第4节）最终还是要同技术的文化后果打交道。这些后果同样也是道德评估的课题，而道德的评估最后都可能归结为对制造这些后果的技术可否接受的一个评判。

这里有待指出的是，在德国的大专院校中，绝大部分的文化科学课程都以一种片面的文化概念为基础，借此反映出了教学课程中存在的传统的高度文明模式。正因为如此，作为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领域，技术、自然科学以及经济行为甚至都未能够进入人们的视野。所以，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在教学过程中均未涉及，而只是集中在拥有相应的经费来组织这类跨学科研究工作的几所大型研究所中。因而，我们必须呼吁，不仅所谓四大专业（数学、信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应该补充文化、精神和社会科学的内容（参见VDI，1990年；参见第6章第9节），而且，这些学科也应该扩大内容，纳入四大学科。

技术文化—文化技术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标题的这两个概念不能不加区分、混为一谈，但是，此处将二者排比并列，不仅是一种文字游戏，而且也是一种寻找二者之间关系的自身要求。

关于“技术文化”（这里主要还是作为一种形式上的文化概念理解），人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如何同技术打交道，如何利用和使用技术，或者也是如何滥用技术的方式方法（Bammé，2000年）。只有当人们在使用技术时，知道如何恰到好处地运用规律和游戏，那时才会呈现一种同技术打交道的文化。这当中，不仅包括人们要将可为与否同有所作为进行对比考量，把接受和可接受性区别对待，还包括将理论和实践谨慎细心地加以区分。如果人们能够成功地将组织机构外壳和技术产品二者和谐对接（以避免众所周知的过度技术化），以及能够做到提升设计风格和技术功能的优雅和美观的话，那么，此举就已经是对各种价值观念的顾及和考量。因此，在技术的生产、运用和处理时，人们应当以这种方式将技术和对技术的规划构筑去适应环境的状况和当前的社会框架条件。正如我们不能违反物理学原理来从事设计一样，我们应当克服想要让社会结构体系去适应即将启用的技术成果的诱惑和冲动。恰恰是这一点，最后被证明是一种徒劳之举，因为社会结构体系有一种巨大的守旧之力，并且，操之过急的更新换代通常都将招致抵触和抗议。

此外，属于技术文化范畴者，还有诸如技术崇拜、技术诠释、技术的自我认识，以及技术哲学、技术后果评估及技术评价等学科（参见第6章第6节）。在这种情况下，既作为描述性又作为标准性概念的技术文化，提示人们要深思熟虑地对待技术，对我们是否拥有了我们所需要的技术，以及我们是否需要我们所拥有的技术这个问题经常不断地进行思考。虽然这个慎重对待技术的要求在创新循环过程不断缩减的情况下，或许会被斥责为拖后腿或是科技创新的障碍，但是，这种批评是站不住脚的：若想技术的进程不失控，那么，每一个加速的进程都将以控制可能性的不断增加为前提。开快车和操控汽车犹如南辕北辙，不可混为一谈。

从另一个角度看，没有技术或是缺乏理性地同技术打交道，文化（物质意义上的）甚至是高度的文明都是不能长久的。诚然，即便是文化的制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技术性的，因为，被生产的技术产品，亦即文化，总是要求对组织进行制度化、建立起规则和规划行为过程。建立在规则上的行为本身还不足以制造出文化，因为文化的生产始终是一个必然要求反思和争论的行为。这点从托马斯·霍布斯所说的国家契约（1966年）到素质培养，从与奢华（盈余）打交道的方式到对技术的构筑，从国民教育到争论的组织，莫不如此，并且远不会停留在语言、艺术和哲学上面。技术是艺术的含义在于，我们通过技术行为制造出了文化，而这一过程最终也是这些要求的结果。这个观点也是多重意义上技术哲学的一个阐述和说明（比如Kapp等，1978年；Heidegger，1962年；Picht，1969年/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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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民主和技术

人们常常以强调技术对民主的某些威胁的方式，来研究民主和技术之间的关联关系。这些研究学者认为，技术给民主造成了更多的麻烦，而非反之。根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问题的探索研究（Schaeffer，1990年），在越来越技术化的社会中，如果民主法治国家在与非民主国家的竞争中不想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的话，除了因为它们自身持久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的挑战外，它们还要克服尤其是来自技术发展的惯性和错综复杂的、由大型技术变革所引起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所造成的种种危机（比如“能源转换”等，参见第5章第5节）。具有危机性质的宏观问题的产生和戏剧性发展，比如，当今在世界范围内迫使许多民主和非民主国家政体做出反应，其成功与失败反映出这些国家的相对能力或是无能为力的人口问题等（“人口过剩”和“过度老龄化”），若是不利用长期的医疗技术和食品技术的因素，根本无法得到解释。这正如同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危机”和“气候灾难”一样，抛开始于欧洲200年前的工业和技术革命，也是无法加以解释的。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已经同国家债务和货币稳定问题如此盘根错节，以至于严重限制了民主在特殊程度上所依赖的政治行动空间，亦即保持民众对体制的信任。这场危机表面上看似经济的危机，但是，如果我们不考虑数字化的高科技对世界经济的社会作用机制的深刻影响，这场危机是无法得到解释的。

通过技术使政治权力现代化

俗话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由于受到各种民主威胁论的左右（此观点不无道理），人们忽视了井然有序地同政治权利打交道，抑或所有现代的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执政的有效技术手段之上，并且需要科学技术的大力支持这一现实。技术的创新成果——政治管理术中行为潜力方面日新月异的架构可能性（Hubig，2006年）——使得政府机器和国家管理部门不得不与时俱进，就如同各种文化中的所有其他实践领域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给自身的技术文化实践活动赋予了一种推动性的、不折不扣的“偶像式的”作用。这一确定关系突出地体现在所有受到欧洲启蒙运动构建或是过度构建的文化当中。有鉴于此，政府的体制从技术上来讲也同样始终需要改进。国会议员们众所周知的信息滞后问题，就需要借助最新的信息技术来帮助他们加以解决（Lange，2008年）；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需要通过电子管理（E-Governance）来使民主法治国家的行政管理更加方便、更加安全、更加开放和更加透明（联邦内政部，2006年）。

有鉴于能够决定未来的技术发展方向，民众对于民主管理体系的控制力和对于民主讨论的实际效率的深度怀疑——比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鉴于诸如载人航天、装备技术SDI、生产过程自动化和电脑化、基因技术、核能等高新技术、人们针对德国国会议员的知识储备所表现出的理由充分的怀疑等，所有这一切始终也是普通民众针对民主是否与时俱进、是否能适应事物的复杂性和技术发展本身趋势的怀疑。假如在民主法治国家的民众当中，普遍产生了人们失去“对技术进步的民主控制”的印象，那么，人群当中早已广泛存在的对技术进步的矛盾态度就可能转化为针对民主的矛盾态度。倘若我们将之同另一个对民主来说同样重要的成分，即民主在效率上高效而目标明确的、对促进大众福祉有益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对比的话，这时，作为民主重要组成部分的公众参与——由基本法所保证的所有公民参与及能够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和决策过程——似乎就是民主的弱点，而非民主的强项。

技术对民主的扭曲变形

一种在标准化的民主理论中常见的区分方法，即一种特殊民主、集体、政治自治的、“以输入输出为导向”的合法性的区分法。亚伯拉罕·林肯那句经典的，虽然也如广告词般的把现代民主阐释为“通过人民，为人民的政治”（民治、民权、民享）的定义，明确指出了民主合法性的两个要点。然而，输出的合法性（民治）并不必然地依赖于民主选举出来的、有责任义务的、要解决问题的行为人。凡是技术带来问题的地方，技术的经验可以表现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如果将政治权威和责任笼统地转移到技术专家和技术精英上来，也会导致决策制度和政治权力的基础模式转向技术官僚主义。那样的话，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就要受制于科技意义上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专家，而非经过“民权”和形成看法及意志的程序。而在民主法治国家中，这个程序正体现着一种言论和意志的形成过程（Habermas，1992年）。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于尔根·哈贝马斯（1968年）就已经把颇具诱惑性的将民主管理降格为技术官僚主义管理的做法（缩略词“社会管理术”）——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决策共识由交流行为和相对不受舆论影响进行问题讨论的公众社会，转变为战略上的目的理性行为和系统普遍化的控制媒介，如金钱和行政式的决策权力——解析成一种意识形态和对民主的危险。

虽然“技术官僚主义”一词（Lenk，1973年；Stie，2012年）所指的仅仅是技术对民主种种扭曲变形的一种，所代表的是技术制品直接使民主变形的含义，但是，其他当前的对变形的分析研究，如财阀统治（富人的政治统治，此用语在20世纪中期颇受民主抵触者的青睐，如今由于市场开放而失去了实质性的说服力）和“媒体统治”［政治统治转移到“第四种”未经民主合法化的、旧的和新的大众媒体的权力之上（Meyer，2009年）］，同样间接和含蓄地揭示了技术因素所带来的问题。这是因为，倘若没有相关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普及（Luhmann，1996年），是无法从政治上有效地操纵大众人群的注意力的，同样，也无法通过资本主义企业有组织的金钱势力来划分民主选战、党派和政府决策的区域（Leys，2003年）。

倘若我们出于对技术和民主之间协同作用和相互对立的分析需要，想要得到一个有深度的概念框架的话，那我们就必须拿出对管理体系的要求来，以使此体系成为一个特殊意义上的民主体系。

民主管理的要素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迄今为止所有的民主管理体系中，都表现出某些共同的期待和要求：各类形式的民主政府都应该（1）努力克服行使政治统治时肆意妄为和浮夸作秀的成分，（2）以及要克服将政治权力用来假公济私的趋向。（3）此二者均应该依靠建立适合的组织机构来加以实现，通过它们，“执政者的利益和被执政者的利益达到统一”（Dewey，1997年，第88页）。同时，这一点还要求我们，（4）确保为官者在所有代表性的职位中都代表着老百姓眼中的那些全民福祉的利益，并且，（5）这些利益优先于为官者在他们非政治的角色中所追求的那些利益（“个人利益”）。

倘若我们坚持认为，集体自我决定的民主形式有一种理性的内涵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能用理性理论的概念表述这些期待和要求。民主管理活动本身的理性含义在何处呢？一个建立在协商民主制的实用主义理论家观点（Bohman/Rehg，1997年；Kettner，2004年）之上的建议认为，我们应当将下面的情况看成民主制度的特殊成就，即这些民主制度共同将所有具有政治权力的机构做出的重大决定，以及将赋予这些机构以政治权力的那些决定，同一种特殊形式的合法性（“民主的有效性”）联系在一起。从体制的角度来看，民主的有效性被设计为质疑和解释的实践活动，即在这些实践活动中，特别是政治权力的占有和使用能够受到质疑以及必须说明缘由，并且始终是以一种特殊类型的说明中和评价理由来进行，亦即带有现实政治意义的那些理由。鉴于其至少是意向中的利益特点（一个公共社会所有的公民都有这样的利益，或是至少应当能够设想有这样的利益），倘若我们把这些理由称作“公共事务理由”，那么我们可以说，一个特定的有民主宪法的公共社会越开放给它的公民进行质疑，那么它就“越具有协商性”，不论人们旨在说明特定政治行为所提出的、似乎是良好的公共事务理由是否真的值得这么称呼并且足够优良。这时，那些当前身居权位的官员自然绝不会为了说明他们的所作所为而陷于尴尬境地。那些没有参与权力的民众——除了以权力设置上常常低效率的形式对这些理由进行公开质疑外——就只有一种可能性，用不再重新退回到公共事务理由的程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并且引发权力的更替。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出于对自己能力不足的认识的理由而主动放弃过他的政治地位。因此，民主，包括“协商式的”民主，绝对不会消失在讨论和争议之中，而总是包含着决策元素（特别是选举和投票）和适合的投票规则（尤其是多数决原则）。

对政策的民主有效性来说，与之直接相关的核心部分乃是关于拥有和行使政治权力的解释报告实践，这些实践活动必须用原则上始终如一的可质疑的公共事务理由来加以解释。不仅如此，这些实践活动还必须同一种对相关公共机构的每一个成员都很重要的、至少在形式上是理由充分的投票元素（即政治选举）联系在一起。

通常情况下，各种民主理论有十分具体的（和不同的）对问题的解释和回答，这点必须被当成政治民主的“本质”来看待。通过自由的、公平的、匿名的选举来遴选政府官员、“短任期和定期选举”（Dewey，1997年，第87页）、政治党派、保护少数、人权、宪法和宪法诉讼管理、私有财产、契约自由等——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人类文化成果，是意义重大的服务性和机构性的举措，但同时也是需要经过检验的、因具体情况而异的解决方案，它们可以被修订并且可以酌情进行整体改进。这就是约翰·杜威理论的逻辑结论，他认识到了民主与历史相关的特点，时至今日，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剥夺民主一丝一毫对于人类十分重要和熟知的价值。

倘若我们现在把对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强劲势头的典型描述（如同我们所熟识的那样）考虑到上述框架之中，那么，积极和消极的对技术的巨大依赖性便一目了然。

针对社会管理术的民主共同责任

一旦民主的公共机构超过了一定规模，以及信息处理超过了一定复杂程度，这时，民主的交流和传播基础设施就完全对技术产生了依赖。从技术乐观主义角度来看，这种依赖性也带来了对一个更好的民主的希望——倘若说有足够数量的、全部是最先进的数字网络技术为以宪法为基础的政治权力运行提供服务的话。这种技术最为当前的表现版本见于经过技术优化的协商式公众社会的设想之中，此设想乃是民主在当前和未来所需要的一种设想，它在积极意义上的纲领模式叫流动式民主（liquid democracy），德国海盗党正在内部对之做政治上的扩大宣传（Bieber/Leggewie，2012年）。

众所周知，在应当给予负面评价的民主对于技术的依赖性中，最为我们所知的议题就是（1）技术决定论（参见第4章第A.9节），（2）民主国家对于经济全球化不断下降的控制能力，以及（3）由于被风险技术所强加的控制和监视技术所引起的对公民自由的剥夺（Grunwald，2010年；第37～40页；参见第5章第22节）。如今，我们还可以把（4）有组织的恐怖主义破坏性地使用的技术算作第3点：这里，看似十分安全的技术突然变成了具有风险的技术，比如可以遭到破坏的核电站控制设备等。

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须停下来等待社会政治的脚步。如今，具有广阔使用前景的创新科技正按照自身的规律不断发展，这一点在数字信息和通信领域可以得到更好的印证（Irrgang，2007年）。一旦这个领域的创新产品达到了一个足够大的应用能力，马上引起了快速的文化上的适应过程。全球化进程为技术决定论的假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合作自身也依赖于全球化的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包括科研技术开发的组织工作在内的工作流程，对于单个国家结构的民主政府来说，已经逐渐失去了管控的可能性。

参照民主管理的要素，上述问题综合结症的表现方式为：为了减少政治权力行使中的恣意妄为和浮夸作秀，不仅作用范围（权力）而且符合常识逻辑的对象范围（知识）必须始终与相关的问题现状相契合。如果前者处于后者的水平之下，那么就会在有报告能力的民主责任中产生盲点和断层。此前我们所勾勒的协商及讨论式的民主概念，显然在描述权力形式的困难时过于轻描淡写，这些权力形式不是要去反对或是瓦解那些特别的政治权力形式，而是要绕行以避之。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各种权力形式，不仅在技术方面受到经济发展的放大和全球化，而且作为政治权力也几乎无法认清它们的面目并且无法加以规范管理。

另一个问题的综合结症涉及对这样一个问题的评价，即如果民主的控制能力是一种良好的机制，那么，为什么它必须是一个良好的机制呢？老百姓怎样才能认识和评价“他们的”福祉利益呢？倘若似乎源自普遍认可的人文成就、曾经达到过的福利水准和作为一切事物基础的技术的“为形势之所驱”（Kettner，2002年）阉割了其他可能性的思考空间的话，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进而言之，倘若由于具有吸引力的民主社会中不断增多的文化多样性，每次共识形成所依靠的、共同分享的价值和标准基础越来越小的话，其情形正如同人们的世界观越来越多元化一样，那时我们又当如何应对？“技术使决策成为可能，而且也逼迫人们做出决策，这些决策支配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我们不能指望，人们为了声援别人或仅仅是为了共同的价值取向会获得胜利。”（Luhmann，1997年，第535页）

一个非同寻常的、将“对集体行动负共同责任”（Apel，2000年）的宏观伦理学视角带进讨论的、对于科技创新的民主言论和意志形成过程有重要意义的看问题的观点，是下面这个批判性问题，即“我们的社会手段是否恰到好处地用在了涉及我们唯一一个地球的急迫的社会、生态和经济问题目的上了”（Albrecht，2006年，第231页）。运用这一问题所要求的尺度，我们不难发现如今被置于世界政治视角之内的输出合理性问题，这一问题对于所有民主管理体制来说，其重要性始终不变。当出现下述情况时，民主的神经便被击中，即如果我们给关于从政治角度来掌控科技发展的、过于“一揽子”的问题增加一个标准性的看问题的观点的话，亦即从社会的角度说，技术对于民主受欢迎与否的问题，必须在参照以民主的方式所获得的对如下问题的回答中得到证实，即我们究竟想要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之中。“我们已经有了我们想要的技术了吗？我们所拥有的技术是我们想要的吗？”（Steinmüller，2004年）。如果回顾一下过去30年关于技术风险的讨论（Renn，2007年），并且审视一下“知识社会”中沟通交流性的政治体制的困难，我们就能得出答案，那些多多少少进行得轰轰烈烈的风险争论，已经把在标准和民主理论观点下进行的、具有优先地位的关于好的和坏的社会未来的、民主共识能力标准的争论掩盖和排斥了。

我们可以用迅速走红的生物技术的短暂历史作为典型示例，从中可以解读出三种民主对于社会管理术的掌控所面临的挑战，其重要性可以从关于社会进步标准的、民主理论角度上首要的问题中加以推而广之：在科技进步的最前沿，首先出现的是这样的挑战，它们在涉及民众中的健康和生命机会的分配时，同政治上的公正问题的激化相关联（参见第4章第B.9节）；其次出现的是与有利于当前占统治地位的各种权势的、政治对未来做出的贴现承诺相关联的挑战；最后出现的是看似几无可能理智地进行补偿的责任扩大化，并且，凡是在可能观察到只是长期的和流行病学上影响到大规模人群的、大范围技术创新不受欢迎的后果的地方，就会出现这种扩大化现象（参见第2章第6节）。

当然，人们并没有定下规矩说，理论上重要的东西在实践中也必定是可行的。论辩伦理学的规则——在各类潜在的讨论人中间将参与原则最大化——在这里只是杯水车薪。因此，人们必须将那些在轰轰烈烈的风险讨论中过滤出的一般性的批评意见——诸如在技术路线的开发中，技术产品整体“生命周期考察”的意义，“可逆性和坚固性”的意义，“自反性”和“灾难性技术风险的避免”等（Grunwald，2003年）——当作一种民主商议的收获来看待。

在制度化技术后果评估的概念下（参见第6章第4节），人们做了十分重要的理论构建和实际流程努力，目的是找到政治上以及最终是民主上对社会管理术进行“构筑”的机会（Decker及其他学者，2012年），或者至少是弄清其难度的原因所在（Saretzki，2003年）。由于大部分民众群体所遇见的科学（不仅是军事上重要的，因而也是秘密的科学）是一种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公众群体”（Albrecht，2006年，第232页），因而，对它的去神秘化属于以民主方式进行技术构建的核心工作。

对“技术民主”（Callon及其他学者，2009年；Sclove，1995年）这个课题感兴趣的社会问题研究学者，提出了许许多多有关商讨和为目的服务的交流探讨活动的形式建议，针对这些建议，本文只能做些浅尝辄止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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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亚斯·克特纳尔（Matthias Kettner）


第6节 劳动和技术

对作为人类学及哲学思考对象的劳动本质的探寻过程，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人类精神发展史，并且作为人类的行动只有在其文化史的演变过程中才能得到理解（Conze，2004年）。一个开放且现代意义的对劳动的定义，见于布洛克豪斯[1]的词源学中，在那里，劳动被定义为一种有意识的、为了满足需求而从事的行为以及人的生命实现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定义在此两种行为形式相关联的意义上，反映出了一个彼此影响的应力场，它在劳动的社会化过程中决定了劳动的本质，并且触发了各种争议性的评价和判断。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在此思考框架内的技术的使用和评价越来越普遍化。在下文中，我们将完全依照哲学和工业社会学视角的传统，把劳动和技术之间的关系视为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和形式。这里，技术的功能性的使用不脱离劳动人群的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同时，它还被评估为现代社会的根本性因素。这里，正是这两个思考对象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各种伦理学问题的提出。二者深刻影响到了现代劳动概念的法律框架，即社会平等普遍有效的基本原则以及技术和经济效率的贯彻推行（Dülmen，2000年）。

劳动作为系统和理性的行动

技术和劳动根本性和概念性的相结合，乃是随着与政治权力和经济上升相关联的各种社会力量而出现的，这些力量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欧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在世事中角色的转换，创造了工匠（homo faber）的原型，他借助不断发展自己所创造的技术克服了劳动的艰辛和重负，并且创造出了一个新世界（比如弗朗西斯·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岛》）。与此同时，劳动被人们理解成构筑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生产型力量。

曾几何时，劳动被人们看成福利的经济源泉，并且从行业和作坊式的关系中分离出来。在早期工业化社会的政治、技术和社会发展史中，逐渐形成了现代的劳动概念。劳动概念的态度和评价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劳动被越来越多地赋予了一种商品的性质。这一新变化具有代表性的实例就是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的著作，他们将人的劳动置于政治的（国家的）秩序概念当中。这种秩序作为处在无所拘束的自然状态（战争）中的人的对立面被设计出来，并且成了商品生产（工业）和交换（贸易）的核心前提条件（Geisen，2011年，第53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具体的人同劳动相分离，这种分离构成了市民阶级社会发展动力的基础。个人和社会的责任在此被限制在了对财产的保留和保护之上，仅此而已”（Geisen，2011年，第54页）。在这样一个经济背景之下，这个现代劳动概念的动机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被证明是高度有效的，由此而产生了特殊的文化和社会特征，这些特征至今仍然是伦理学动机问题的背景构成。

17世纪和18世纪的技术成就以及精神文化潮流，奠定了一种劳动文化的基础，这个文化因强有力的生产技术化和机械化，以及继推行按劳付酬制度之后的大规模的征用劳动力而出现。在法律基础上实行的资本和劳动的分离以及生产资本的积累，导致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快速增加的分工、社会结构的改变、有城市劳动方式的城市化进程以及经济和社会的根本性的新秩序。

关于工厂和手工业企业中系统和理性的劳动过程产生的媒体报道和文学描述给人留下深刻影响，并且揭示了一种新的、工业时代典型的劳动组织工作体系。机器的节拍以及伴随电气化而来的夜班工作，打破了白天和黑夜、休息和活动、工作日和节假日的工作节奏。在技术成就的基础上，劳动时间不断增加，同时宗教和文化节日被取消，轮班和周日工作制开始实行。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人（男人、女人和儿童）都参与到这种分工组织的劳动中。从1850年至1950年，在所有的工业社会中都出现了劳动的工业资本发展进程，并且借助按劳付酬关系的模式得到了明确定义（Schmidt，2010，第132页）。自20世纪20年代之后，这种形式的劳动组织体系在企业经营模式方面得到了进一步补充和扩展，美国工程师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将其称为劳动过程的过程控制（scientific management），并加以应用（泰勒主义）。

自18世纪中期以来，典型的针对作为人的行为劳动所做的思考，是将社会问题纳入到理论反思。一方面少数阶层的财富累积，另一方面劳动阶层不断的贫困化问题，很早就被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代表当作近代劳动的课题，尽管他们的出发点不尽相同。

哲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道，独树一帜地研究了他们时代的劳动和（乌托邦式的）人的自由之间的关系，并且从观念上为其打下了深刻的烙印。除了对于人作为行为主体的广泛深入的思考之外，马克思毕生所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能够通过劳动对人生和世界进行规划构建。在著名的《资本论》导言中，他将劳动描述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这个概念一方面包含了人对于自然过程的属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了人在进化过程的特殊能力，并且将形态各异的劳动定义为人的自我实现的基本形式（Voss，2010，第32页及下几页）。因此，马克思批评道，在按劳付酬的劳动模式中，这一劳动概念不可能得到实现。他从人类学的劳动观念出发，完全积极地将机器评价为劳动资料和生产力。然而，他将人从身体和心理上被捆绑在工业生产的过程中以及人和机器的关系，称作对人的巨大负担。鉴于生产过程中实际的分工形式，工人被逼迫服从于机器和（整个社会也服从于）资本的强势命令。工人和他的劳动力被物质化并被嵌入机器的节拍，在马克思眼里，这种情形有三种意义上影响深远的后果（Geisen，2011年，第183页及下几页；关于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参见第4章第A.2节）。

除了所描述的社会对立和冲突范畴外（比如劳动和资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统治关系等），马克思始终坚持劳动对人的本质所起的决定作用。这里，他完全处于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的传统中。这个传统的观点是，人是“一个在用行动与所赋予他的世界进行抗争的、辩证而复杂过程中自我形成的生物，并且是一个在此过程中由于释放了自己的潜能，因而得以自我发展和实实在在地使自己外化的生物”（Voß，2010年，第32页）。

在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论著的基础上，形成了工业社会学的一系列的中心议题。这里，这一学科很早就与社会哲学分道扬镳，并且在内容上专门以资本主义企业中劳动的种种“病理学”作为研究对象（Voß，2010年，第31页）。虽然人们把技术的发展过程放在社会和历史的框架中进行过考察，但是这种框架考察的聚焦点乃是针对企业中的劳动组织问题，因而在内容上有所局限，这种局限重点注意的是技术化过程中节省劳力、提高效率和流程控制的课题（Pfeiffer，2010年，第231页）。企业之外的劳动形式完全未被纳入考察的范围。

（谋生）劳动的人道主义化

在初始阶段时，（谋生）劳动的结构转变被工业社会学与工业社会的强劲发展势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由主要领域转向工业和服务业），其问题的提出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和区分（Rammert，1982年）。倘若我们浏览一下从社会文化角度对劳动过程中技术的评价，就不难发现，关于社会学的研究报告直到20世纪60年代总体上均充满着技术进步乐观主义的期待之情（参见第2章第4节）。如果从人类解放过程悠久的思想史传统来考察，技术的使用首先被评价为对繁重的体力劳动的减轻。这里，人们是从一种和技术有关的进化过程来研究不断进步的技术过程（自动化过程），这一过程逐步地为劳动者减轻体力劳动的负担。与此同时，一种观念认识也随之产生，即企业形式的组织和劳动结构的技术合理化对传统的统治形式提出了质疑，劳动者也不再受到任意统治形式的摆布。除了直到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的主题——通过技术化过程减轻重体力劳动负担之外，人们在论辩中也讨论了这样的问题，即伴随自动化进程而来的对工人技能的要求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这个问题一直是人们科研工作的一个核心课题（Hack，1994年）。

对技术在劳动过程中的使用持进步乐观主义态度的代表是著名的经验派研究报告——《技术和工业劳动》。此报告由海因里希·波皮茨[2]和他的同事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完成。报告调查了德国鲁尔区钢铁工业中的工作岗位情况，分析得出了与技术有关的两种不同的合作形式。依据当年针对技术过程技术决定论的解读方式（参见第4章第A.9节），此报告得出一个批判性的结论：作为技术规定和要求的直接后果，劳动过程中的团队合作在不断减少，劳动的技术条件在不断增加（Popitz及其他学者，1957年）。继之以后，又出现过其他不同的研究报告，都揭露了自动化过程明显的负面后果。低级的和重体力的劳动并没有消失，工业劳动的技能要求似乎并不令人乐观（Pfeiffer，2010年）。

此后数十年中，由于不同生产领域中为数众多的经验性的研究报告的刊载发表，技术决定论的观点和学说（关于技术作为社会的构建，参见第4章第A.10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些报告指出，因行业而异，技术实现的发展途径也是不尽相同的。比如，在不同行业内不同机械化程度基础上进行的、对工作种类的精心分类向我们表明，技术变化带来了多样化的劳动形式，但是，这种多样化的劳动形式不应当听任技术变化的左右（Kern/Schumann，1970年）。在工业社会学探讨中出现的对技术决定论的抛弃，出人意料地推动了人们对于劳动和技术的可构建性的要求。这一要求连同人们更广泛的对劳动予以人道化的社会政治要求一道，共同提出了制定科学的以及利益政治和科研政策战略的要求。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些战略涵盖了规模庞大的国家资助计划，还包含了诸如社会契约上的技术构建和组织构建，直至劳动过程中积极参与型的技术构建的尝试等课题（Pfeiffer，2010年）。

与上述情况相伴随的乃是1945年之后首次出现的数次大规模失业浪潮，以及服务性行业的迅速发展。其中，服务性行业在社会学大讨论中（还）被看成生产中合理化和以技术为主的劳动的对立面（Krings，2007年），以及一种有不可规范性特征的劳动类型。以技术创新为基础，出现了一些以互动、经验能力和移情为特征的、不受形式控制的劳动领域（Offe，1983年）。与此同时，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谋生劳动作为核心的、社会承认的劳动范畴排斥大部分社会意义上重要的劳动。所以在艰难的劳资谈判中，社会对劳动者生儿育女的认可（比如照管孩子）被女权主义理论家当作劳动的整体引入话题，并且也被逐渐糅合到工业社会学的大讨论中（Aulenbacher及其他学者，2007年）。

（谋生）劳动的信息化

随着20世纪80年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全面崛起和发展（关于信息和通信，参见第5章第9节）以及其对劳动结构的后果影响，关于社会学讨论中的三位一体论题——技术、劳动和组织体系被彻底颠覆。随着新科技的到来，社会组织和技术前所未有的相互纠缠交织在一起（Pfeiffer，2010年，第249页）。伴随着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谋生劳动的迅速推广，出现了被描述为贴近生产的服务性工作的和包含着信息、规划和预测方法，还有行政和管理在内的诸多功能的劳动领域（Baukrowitz及其他学者，2006年）。由于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作迅猛增长，这些新的劳动领域一方面说明了社会分工的连续性，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社会发展对于知识密集型和专业程度很高的职业的需求。这类工作岗位的增加对全球化生产链投资活动的扩大，以及制度化框架条件的扩大，自20世纪90年代起导致了全球化企业数量的明显增加。这些企业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不仅在对（全球性的）价值提升链的构筑方面，而且也在国际化的劳动分工，即新的世界秩序方面（Hardt/Negri，2000年）。

如今从这些新型的劳动分工中，人们发现了知识密集型工作的特殊功能，以数十年前泰勒式的分工观之，这些工作几乎是不可能有的：呼叫中心、各种行政工作、设计、研发等，都以成本为由被转移到了其他国家。资本和金融的流动影响了工作流程，并开始从组织层面上将之碎片化和灵活化。由于高度灵活化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合同，朝着项目式工作的转型以及重在效率的工作概念的引入，劳动者的主体潜力——人力资源，其越来越多地为了企业的目的而被榨尽。在企业内部，劳动者被要求有越来越多的灵活性。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到了企业内部，而且也影响到了企业外部，劳动者的生活时间越来越多地被纳入企业的结构。这一情况在关于社会学中有过深入的讨论（Kratzer，2003年），诸如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3]的研究报告《人格的腐蚀》。在此书中，桑内特描写了灵活性的人的原型，并且提醒人们切勿将这种新的社会发展情况（又重新）放回到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上下文中（Sennett，1998年）。

但是，工业社会学的探讨也强调这些影响深远的过程的“经济驱使性”和资本主义价值利用逻辑的连续性。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以及鉴于制度框架条件及劳动者履历同劳动组织的紧密关联，这种价值利用逻辑被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Pfeiffer，2010年，第249页）。因此，对劳动者来说，他必须更多地表现出对于工作环境和自己的一种企业家式的、适应快速变化的工作机会的态度，而这一点正导致了“劳动力企业家”概念的形成（Voß/Pongratz，1998年）。这样一种对整个人的完全掌控，以及对创造性、创新精神、配合程度、与他人互动的要求，除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节奏外，还导致了（谋生）劳动的“解构”，其在科学争论中的病理学和矛盾性告诉我们，作为工匠（homo faber）系统和合理行动的现代劳动概念，与19世纪的定位和意识形态已经大相径庭（Honneth，2002年）。

不仅由于在制度化的劳动组织之外“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区别的消除，而且也由于对劳动领域和职业的划分和专业化，劳动在一个新的概念层面上得到了一个新的地位。正像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那样，随着一个有待表述的新的社会批判要求的提出，劳动被越来越多地重新置于生活的条件限制和每个人“积极生活”（“Vita Activa”）的上下文中进行考察。这里，我们所要完成的一个主要任务是，重新对现代劳动的两个基本原则——将劳动同具体的人相分离，以及保留公众和社会在维护和保障私有财产方面的责任——进行探索和研究。

21世纪的劳动和技术

在前述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借助对其学科中“技术遗忘”问题的温和批评，工业社会学家萨宾娜·法伊弗[4]着重强调了技术在劳动过程中作为论题内容的性质，劳动环境中人和技术不断变化的互动，以及技术带来的新的行为要求。她认为，恰恰是像信息和通信、机器人（参见第5章第21节）或是医疗技术（参见第5章第14节）这样的新兴科技，代表着目前职业观念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把减轻劳动压力（哪些新的压力）、上岗资格要求（对工作有哪些价值的提升和/或降低）和人类劳动的长久替代（哪些选择具有生活的物质保障）的问题又重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虽然不单单是在人们假设技术将会把统治物化之前，这些问题不再（能够）得到研究和回答，但是，这些科技发展成就具有一种具体的和研究素材方面的特征，并且在劳动范畴中表现出它们的所有后果和影响（Pfeiffer，2010年，第253页）。

在发达工业国家中，技术应用在对劳动的整体评价的框架内，已经进入了一个（又）将劳动的本质的根本问题旧话重提的阶段。加速的势头、灵活化的过程及生产和金融市场的分离导致了劳动力市场的高度不安全现象，这种不安全现象又将社会问题（地方性、全球性）再次摆到了公众的面前。

奥斯卡·内格特[5]（2001年）将他对于当前劳动结构体系的批评诊断回过头来与哲学的思考对象捆绑在一起，这些思考对象（又）将人对于寻找主体的要求同人的劳动行为相联系。他依照伊曼努尔·康德的哲学思想，主张在人的判断力基础上，打断人在主观上同自然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密切关联。他提出的理由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能够和应当的地位是完全相同的，文明的过程陷入了受制于技术的旋涡，必须对之重新加以思考（Negt，2001年，第666页）。倘若说文明想要揭开技术及其影响力的神秘外衣的话，那么，实际上仅仅指出技术的理性和手段的意义在今天来说是已是杯水车薪之举。相反，我们在工业社会中需要对时间、技术和劳动有一个新的理解和认识。这里，人的工作形式不再仅仅是以技术为媒介，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空间和时间管理的结构。在这样一种对峙关系的框架中，存在进一步的伦理和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又都围绕着劳动过程范畴中人的需求和实现人生这样的核心议题。这里，作为工作行为的劳动应当是所有人的权利，它不仅是物质生活保障的基础，也是对主体实现人生的一种帮助，对劳动本质的寻求或许还将不会失去它乌托邦式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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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风险评估/风险伦理学

在关于风险的研究中（参见第2章第2节），我们大体可以区分出三个不同阶段：风险识别（Risk Characterisation）、风险分析（Risk Analysis）和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风险识别的第一阶段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是风险？”“哪些情况可以看成是具有风险性的？”风险分析的第二阶段以两个问题为标准，这两个问题（至少内在地）对风险情况的概率和损害部分各有侧重：第一个问题是“风险有多高？”（偏重可能性）第二个问题是“风险有多大？”（偏重潜在的损害）风险评估的第三个阶段讲的是标准层面的问题：此前被识别和分析的风险是否能够成立，以及是否可以被人们所接受。前者关于风险能否成立的问题（同样是内在地）更多的是以风险评估的实用层面（比如在经济的上下文中）为目标，后者关于风险可接受与否的问题强调的则是风险评估的伦理学意义。然而，二者——（经济上）能成立与否和（伦理学上）可接受与否——都具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背景：从理性的角度看，我们应该去冒风险还是不冒风险；针对可能的风险，我们应该审视一番，哪些理由可以让我们去冒这个风险，哪些理由则阻止我们去冒这个风险。总之，风险评估讲的是我们的权衡思考，它涉及哪些风险实践的标准可以被认为是理性的，其中包括，相应的风险实践与伦理学考量处在怎样的关系之中。

风险理论的描述和标准

风险研究的三个阶段可以因理论思考的对象不同而有所不同：风险识别和风险分析乃是以描述性的问题为对象的（“案例是什么？”），而风险评估阶段则是定位在标准层面上的（“哪些决定和行动是正确的？”）。标准层面的风险研究以描述层面上针对风险现实的充足的不同判断为前提。由于这一点在风险研究中并非十分必要且很少遇到，所以，在描述层面上出现了主观视角和客观视角的两种情况，亦即（主观的）风险认知和（客观的）风险现实。这两种情况的区分说明，人们不应当过于严格地来对描述性和标准性层面的区别进行解释。因为，描述性问题的研究已经包含了标准性的内容在内：主张风险现实可以确定和衡量的学者认为，以此种方式识别和分析的风险应当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得到主体间的认可。

主观主义者对此表示否认。他们的观点是，“至少从构成主义来看，我们不能认为，人们可以从大量预先设定的（客观）不确定性中把风险挑选出来。风险充其量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主体间的现象，即当它们作为社会构建在特定的社会前提下被作为风险制造出来的时候”（Bonß，1995年，第48页及下页）。如果这种风险理论构成主义被极端化，就意味着只有那些或者说所有那些被认知为风险的事物，才算得上是风险。事实上，这样一种论点在这里无法同对客观风险现实的判断协调一致。

风险理论主观主义者和客观主义者之间的这些冲突，促进了标准重要性的提高，倘若我们就从冲突中推导出与风险打交道的不同标准来说的话。这里，有代表性的客观风险现实的研究者们通常所坚持的都是尽可能理性地对待事实情况的立场，而风险理论的主观主义代表所强调的更多的则是承认文化方面的问题和对主观风险接受的重视。

风险实践范例

很长时间以来，风险伦理学中存在一种范例争论（参阅Nida-Rümelin及其他学者，2012年，第3章）。争论的一方是结果论的风险实践范例，它通常借助经济学的决策形成方法来表达关于风险实践的标准立场；争论的另一方是后现代及主观主义的风险实践范例，它作为对前者极端范例形式的反应，用主观的风险接受方式来识别风险，并且要求对所有主观的风险认知一视同仁。然而这样一来，从人际意义上可论证的风险评估规范标准就被排除在外了。

面对这样一对不能令人满意的范例矛盾，在有关标准的风险理论中出现了另一种或许可以被称为参与性的风险实践范例的学术观点：鉴于至少从公众风险实践上说，人们做出有集体约束性的决策的必要性，此范例要求人们（最好是所有和风险实践相关的人）实际参与到相应的决策过程中去（参见第6章第5节）。

但是，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在此三种风险实践的范例中，没有一种是能够让人心悦诚服的。下列的几种范例都不足以作为风险评估的唯一基础：

（1）结果论的范例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它既满足不了法制民主国家自主论的道德准则，又满足不了已经确立的公正观念。将实用合理性降格为结果论合理性的做法有悖于生活环境建立的道义体系（参见第4章第B.5节），并且会导致相关风险实践合法性的缺失。

（2）然而，后现代及主观主义的范例也同样不能令人信服，这是因为相关的风险理论观点通常提供不了正确对待风险的替代理论，而主要是对已经确立的风险排除方法进行解构。所以，这些观点进一步甚至完全失去了标准的意义，而且也无法满足政治决策者及其给整个社会出谋划策的需求。

（3）最后，参与性的范例也不能令人信服，其原因在于，它试图用建立一种既成事实的接受的要求，来回答风险实践的可接受性问题。在当前风险实践的条件下，这种方式既不是现实的（在所有足够重要的风险实践决策情况下的共识），而且从基本的伦理学和民主理论的思考认识来看也不是没有问题的。这些思考认识一方面涉及民主体制中个人权利的地位，另一方面涉及集体决策对于民主体制来说具有哪些意义的问题。然而，特别是人们的注意力从可接受性问题向要求和确定事实上的接受问题的偏移，使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当前风险实践在标准化方面的根本问题。

合理性理论和（风险）伦理学

当结果论伦理学的代表们——伦理结果论最著名的版本就是功利主义（参见第4章第B.4节）——宣称自己是在理性基础上进行论证的时候，相应的结果论风险评估的批判者们似乎通常准备接受他们对合理性概念的一家之言。一方面，这种情况表现在诸如后现代和主观主义范例的许多社会学代表人物的合理性批判态度中；另一方面，当合理性和伦理道德相互对峙的时候，它又是相关风险实践标准化的措辞尝试不能令人信服的更深层次的原因。诸如“虽然X是不合理的，但是人们应当去做X”这样的言论，乃是同实践理性的同一性相矛盾的。就原则而论，伦理道德不能与合理性相矛盾。然而，恰恰这一点却是人们所常见的、对风险伦理学中的结果论观点进行批判的论证手法，这种做法不仅后现代和主观主义范例的代表们有之，而且参与论观点的论文作者亦有之。

归根结底，合理性理论（如同伦理学一样）可以仅作为一种标准化理论来理解。但是，只有一种标准化意义上的道义要求存在，因此，恰当的伦理学理论的规范必须同恰当的合理性理论规范相一致。某种恰当的伦理学理论是道义论的（而不是结果论的，参见第4章第B.5节），同理，某种恰当的合理性理论是关联论的（同样不是结果论的）。关联论的合理性理论可以同多种多样的实践原因相结合，而结果论的合理性理论则不能。换言之，有别于纯粹的道德取向理论，实践合理性的关联理论同生活环境实践的（道义论的）论证体系相吻合。

现行的风险评估标准

最流行的风险决策手段是成本效益分析法（cost-benefit），此法的前提通常是效益及损失度的货币价值分析（参阅Sunstein，2002年）。除去借助在成本效益分析基础上做出的决策所表现出的、严格的结果论合理性观点外，这里所述的成本效益法乃是有问题的，其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存在一种效益和损失程度的人际可比性，而在经验范围内，这种可比性或许只见诸罕见的例外案例中。除了下面的事实外，即没有什么理由让我们认为金钱的效益作用在人际关系上是恒定不变的，不同于对效益和损失程度进行货币价值评估的事实还有：对特定损失类型的货币化（比如预见到的死亡情况）在伦理学上乃是值得怀疑的，原因就在于，货币化开启了在风险实践决策当中用经济利益来直接计算人的生命的可能性。这个伦理学的反驳意见不会出于如下的原因而失去它的意义，即在我们的行为范畴中，各式各样的以及在不同上下文中迥异的、恰好是针对人的生命的货币价值分析，皆以隐含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个人和集体实践的附加后果）表现出来。这是因为，这一情况仅仅反映了一个事实，即避免任何对身体和生命的风险不是个人和集体实践的理性尺度标准。

另一个经常在风险情况下与决策联系在一起的标准是所谓最大最小标准：“在现有的决策情况下，与所有其他可选行为的潜在损失相比，人们应当选择其最大潜在损失最小的那个行为！”正如同成本效益分析法一样，这个决策标准也同样是彻头彻尾的结果论的标准。由于没有考虑到对行为来说十分重要的可能性，所以这里注重的只是去避免最坏的情况；排除潜在的灾难才是人们所要追求的目的。既非灾难发生的可能性，也非与此策略相关的成本问题（由于排除了特定的行为选择而造成的利益损失）在最大最小标准框架中被作为决策的重要条件得到了人们的考虑。于是，明确运用这一决策标准的案例就受到了极大限制。除此之外，人们在最大最小标准中有意识地将决策选择时对（安全的或潜在的）利益问题进行逐一考虑并摒弃在外，只有潜在的损失被作为重要的决策条件被加以重视。

鉴于只是以成本效益分析为基础的风险评估的问题，以及在有风险的行为领域中作为普遍决策标准的最大最小标准的缺乏适用性问题，人们做过多种尝试，试图对最大最小标准进行扩展和改进。1951年由莱昂尼德·赫维奇[1]提出的一个标准，试图在这方面将最大最小标准的特点同其自身的反面——最大最大标准——联系在一起（参阅Hurwicz，1951年）。赫维奇学术主张的基本问题是，在许多情况下，如果我们对决策时可以取得的积极事物也加以考虑的话，这种做法是否更为理性。在他看来，如果我们只顾及那些潜在的负面结果，这种偏颇是没有道理的。因此，他所提出的标准化建议是（当然也同样是说说而已的）：找出尽可能好的和尽可能坏的后果，并对之进行加权评估。这时所运用的参数被称作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指数：一方面，纯粹的悲观主义者只看重最坏的结果；另一方面，纯粹的乐观主义者只认准最好的结果。不过，我们在这里必须注意到，赫维奇的标准完全忽略了决策过程中的可能性信息，因而更多地造成的是反直觉的结果。再者，特别是对于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指数的诠释变得困难重重（参阅Nida-Rümelin/Schmidt，2000年，第79页）。

恰如其分的风险评估标准的特点

上文所提到的几个标准中，最终没有一个可以让人信服。这其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成本效益分析才是风险评估的真正的标准，而其他三种标准皆是作为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标准而被设计的。所有这些标准都没有摆脱结果论的窠臼：唯有涉及未来世界状况的个别行为选项的潜在后果，才是决策过程的标准。因而，上述这些标准都要面临以风险伦理学中的结果论考量为目标的批判实践，这种结果论的考量与对个人权利的保障和与基本的公正观念是格格不入的。尽管如此，迪特尔·毕恩巴赫[2]（1991年）或是凯斯·桑斯坦[3]（2002年）都主张倡导一种纯粹或者根本上是结果论的风险伦理学理论。

我们可以通过对四个缺陷的考察，来看一看学术界对风险伦理学中的结果论考量的批判（参阅Nida-Rümelin，2005年）：第一个缺陷是我们必须认清，结果论的风险评估对决策人和被决定所牵连的人群不加区分。而事实上，人们是为自己去冒风险，还是将这些风险加在其他人身上，这两者之间有根本的区别。与之紧密相关的第二个缺陷是这样一个事实，即风险评估的结果论标准本身无法做到为基本的个人权利提供保障。原则上需要予以重视的法权思想（关于人权参见第4章第B.1节）同后果优化的首要地位是格格不入的。第三个缺陷是自主权问题（此处所用的不是康德所说的自主概念），人们为自己的生存负责，其他人不能替代他们的这个责任（这点无论怎样都适用于成年人和有完全责任能力的人）。与这一自主观相对应的是禁止采用家长制的要求，即便我们可以肯定某项措施会给某个人带来更多的好处而非坏处，可是，只要此人明确拒绝，我们就不能去实行这一措施。然而，风险评估的结果论标准却无法将这一自主条件纳入自己的系统。第四个缺陷是对公平和公正标准的无视（参见第4章第B.9节），由于人们只专注于考察潜在的损失和利益（这是风险评估结果论标准的主要特征），所以风险的分配问题完全遭到了忽略。

以上所描述的结果论风险评估的四种缺陷反映了现实中论证实践的道义体系，说明人们需要考虑找到一个切合实际的伦理学理论，而一个令人信服的风险评估标准不但应当融合伦理学理论的道义成分，而且应当认清每一种风险理论观点必然的结果论特征。因之，结果论的风险优化和结果论的道义限制必须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标准中相互联系在一起。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法律形式上的结果论风险优化的道义界限既不能理解成是绝对的，也不能理解成是不加任何区别的。与个人权利（即是否赞同结果论的风险优化问题）的不同地位相适应，这些权利似可以用集中围绕个人的方式来加以思考，并具有上升到中心地位的约束作用（参阅Nida-Rümelin，2005年）。

从积极的角度观之，一个令人信服的风险评估标准应当具有如下特点（参阅Schulenburg，2012年）：第一，它应当不是抽象综合型的，也就是说，它应当坚持针对每一个受牵连者的、具体风险实践的论证能力要求。第二，它应当不是以个人的福利为宗旨和非福利性的，换言之，在恰如其分的风险评估标准范围内，所有相关人士特定风险实践的个人好处和利益，既不是接受此风险实践的充足条件，也不是接受此风险实践的必要条件（参阅Lenman，2008年）。第三，此标准应当首先在不考虑具体的或然性分配的情况下，来进行风险行为的标准化评估。因为或然性分配（除了所谓微不足道风险的极限案例之外，也就是说，一个行为或是行为方式可能出现的有害后果的概率如此之小，以至于可以把它的发生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直接后果排除在外）对于某些有风险的行为或行为方式可接受与否的问题来说是无足轻重的。只有当这个可接受与否的问题得到正面回答的时候，涉及相关风险实践活动的必要框架条件（极限值、预防措施、报警和报告的强制要求等），也就是说，涉及关于以什么样的方式问题的或然性才是非常重要的。第四，恰如其分的风险评估标准不应当从严格的道义论伦理学意义上来对此前结果论风险评估的道义论限制进行解释，换句话说，它应当认可并允许这样的可能性存在，即某些在正常情况下应被视为不可放弃的道义论原则，在罕见且往往是棘手的个案中，相比于结果论的考量，可能会失去它们的信服力。

尤其是最后提到的风险评估切合标准的特点，再次让我们注意到风险实践对伦理学理论来说的特殊挑战：怎样才能把我们现实生活实践的道义论和结果论的行为理由结合到一种互为关联的和伦理学上可行的关系当中？诚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假设，一种契约论的风险伦理学能提供各方面的资源，用以满足这里所提到的针对一个恰如其分的风险评估标准的要求（参阅Nida-Rümelin，2005年，第883页及下几页；Nida-Rümelin及其他学者，2012年，第10～12章）。

在这样一个风险评估的标准框架内，哪些具体带有风险的行为最终是可以被人们接受的——这个问题无法由伦理学理论本身最终解释清楚。因此，社会现实实践中的那些已经被人们所承认的、同意和反对各种不同（风险）实践活动的理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如同总体上的伦理学一样，任何风险伦理学都必须回到针对我们生活环境具体的论证实践的根源上来。然而，普通意义上的伦理学和特殊意义上的风险伦理学所能够并且应当做的事情，在于明确地阐明论证实践的根本基础，并且让此论证实践为了风险评估，亦即标准化地针对一个具体的风险实践进行评估的目标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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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经济和技术

技术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都在探讨研究的一个经典案例，那就是“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事故问题（参阅Lenk/Maring，1998年，第7页及下页）：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在卡纳维纳尔角发射升空后空中爆炸，7名宇航员丧生。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一个助推火箭上出现裂纹的橡皮密封圈，燃料从此处漏出并被点燃，从而引起了航天飞机爆炸。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制造商（Morton Thiokol公司）的工程师就将密封圈看成一个薄弱的环节。尤其是在零度以下时，密封圈的正常工作和弹性就会出现问题，理想的发射起飞温度是10℃。起飞前头天晚上，火箭制造商的工程师就不同意发射，因为第二天，亦即发射当天的气象预报是低温。

在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电话会议中，工程师们再次提请注意低温的问题。然而，NASA和其项目负责人拉里·莫洛伊却坚持要求发射。莫洛伊认为，不会因为温度问题而限制发射。说完后，电话会议结束。工程师们关于准许发射的顾虑被呈报给了Morton Thiokol公司工程部副总监罗伯特·伦德工程师。伦德同意下属的顾虑，并将之汇报给了他的上级和副总裁杰里·梅森。在公司内部会议上，梅森对伦德说了一句决定性的和结束讨论的话：“摘下你的工程师帽子，戴上你的经理帽子吧！”伦德表示屈服，并同意发射。他把这个情况通知了NASA的项目负责人。这位负责人又将Morton Thiokol公司同意发射的事情向他的上司做了汇报，但是没有提工程师有顾虑之事。于是，“挑战者”号就走上了它的不归路。工程师到现在为止还是销售人员“听话的骆驼”吗（Eugen Kogon，1975年；Kohlstock，1998年）？“挑战者”号事故今天是技术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的案例吗？

技术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

经济和技术并不是不受任何影响和仅仅服从于某些“势在必行的情况”的自我体系，抑或甚至是自主的子系统，它们由人所创造和推动，因而必须由参与者、相关人群、组织和企业以人道和尽可能保护自然的方式对其承担责任。生产、消费和具有市场经济体系的交换过程，以及技术和经济的总体发展，都是具有为数众多的参与者和一系列相互交织维度的现象过程。这些相互交织的维度包括技术、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它们只能用分析的方式加以区别和分离。唯有集成和跨领域的视角才是针对这些现象过程恰如其分的视角，同时也才是切合实际的经验化的理论。因此举例来说，企业是一个集体行为的场所，不论是从行为理论还是从伦理学都不能将之简化为经理们的个人行为。这样的理解和认识方式在分析和研究经济和技术的可控性和责任时，也同样是十分必要的。

京特·罗波尔（1996年，第245页）针对作为技术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基础的技术和经济的关系做过如下的定论，“技术在‘经济体系’中起着突出的作用”，“它……同时也贯穿所有其他的社会领域”。技术既不能归属于一个单一的社会子系统，也不形成一个自身的子系统。技术是一个“跨领域的现象”，这一点“尤其指的是技术的使用，而技术的创造则要区别对待”（1996年，第245页）。技术发展决定性的方向变化首先出现在工业企业中。

对任何（应用）伦理学来说（技术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亦不例外），其核心问题乃是关于能够做什么和应该做什么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于是，规范标准意义上的技术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的中心议题就是关于从社会角度看有意义的技术和经济行为的目的和价值的问题。换句话说，最为重要的问题乃是关于通过道德的论据予以论证的行为选择问题。这些行为是人们应当要做的行为，并且事先要从大量技术和经济上可能的行为中，以及根据相应的标准将其遴选出来。归根结底，世界上没有一种专门的或是独立的理论学科——技术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它无法通过专门的、独特的和基本的学科领域和标准予以准确地阐明特点。尤其是不存在技术或经济上的特殊道义，尽管在技术和经济之中存在特殊的道德问题和现象。伦理问题和道德因素及道德评价必须同技术和经济中特殊和典型的问题相关联。然而在实践当中，产生了某种特殊类型的技术伦理学，以及（个人主义的）工程师伦理学（参见第3章第7节）和经济及企业伦理学：比如在美国、奥地利、瑞士和德国等国家，都设置有教席、研究所和专门的课程。广而论之，在两个单独的伦理学中，我们都见到有个人主义的、门类主义的、非还原论的和系统论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尤其导向了不同的责任对象。

技术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的建立往往并未兼顾其他诸多学科的情况。于是，在同相关专业学科（工程学和经济学）相关联的情况下，产生了这两个分支学科伦理学。一方面，经济伦理学的问题在技术伦理学中完全能有一席之地，而另一方面，技术伦理学的问题在经济伦理学中（几乎）无足轻重。此外，学术界还存在同哲学相关联的技术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的看法和观点（关于技术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不同的理论观点，参阅Grunwald，2006年；Hubig，2011年；Lenk/Maring，2010年；Neuhäuser，2011年；Ulrich，2006年；等等）。

企业伦理学

对于标准化意义上的企业伦理学来说，关于有意义的企业行为的目的和价值的问题也同样是个核心的议题。一个（倘若不是唯一的话）技术和企业伦理学方面的争论案例，就在于与重视道德原则（人的尊严、身体和精神的影响、环境的可承受性、安全等）相比较，利润的获得更为优先。

常常带有技术和经济伦理学因素的企业伦理学自身特有的问题有：

·企业究竟应该生产和销售哪些产品和服务？

·这些产品和服务应该以及允许有哪些（合法的）特点？是否必须排除非法使用？

·应该怎样和在哪些地方提供服务？

·这些产品和服务有哪些后果和附带后果？针对何人？

·产品和服务以什么样的价格销售？

与技术和经济伦理学相关和最重要的行为单位——企业，乃是社会经济和社会管理术的行为体系（Ropohl，2009年），工程师和经理在企业中的行为同时也是社会行为。“只要生产实物的经济企业最终也从事技术行为，那么，技术行为、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就融合成为一种事实上不可分割的综合体。从根本上讲，这三种类型的行为……不外乎是三种抽象的概念，它们只是强调具体行为的这个或那个方面而已”，京特·罗波尔（1991年，第108页）不无道理地这样写道。虽然在个别案例中某些特定的行为目的和因素占据主要地位（1991年，第108页），但它们最终都还是一个整体。经济因素在企业中常常具有优先地位，但是，“技术行为对于企业的生存，以及对于资本的积累来说是必要的条件，只有经济行为才能满足这一充足条件”（1991年，第118页）。从分析的角度看，技术的和经济的因素，以及技术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的层面都可以加以区分。同样，技术和经济伦理学重要的阶段和特点也可以进行区分。比方说，一件产品的生产环节或是发明阶段更多的是受到技术的影响，而市场推广和财务运作则与之不同，这时，经济的因素是决定性的，但同时又对技术具有依赖性。

虽然因具体工作不同，工程师、经理和经济师在企业里的责任（参见第2章第6节）有所不同，但是，这只涉及他们的内部角色责任（源于两种不同角色情况，即作为专家和身居要职者），而并未涉及他们对于稳定的劳动岗位和环境的不受影响的那些内部及外部责任。（技术和经济的责任源自不同的特殊技能和权限并且和专业知识和岗位形式有关，由职位而定的责任则源自相关的地位和职务，属于后者的情况有与地位相联系的权利等。）此外，绝大多数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都在私营企业中从事职员的工作，抑或作为企业家有自己开设的公司，就这点来说，他们与经济的行为者毫无二致。

技术和经济行为的标准和价值

不同的标准和价值在技术和经济中有不同的优先地位：一方面，在技术中是以功能作用和可行性为首要宗旨的；另一方面，在企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成本意识、经营效益、利润、销售额、市场占有率、符合市场需求等要素。与技术紧密相关的则是诸如德国工程师协会（VDI）第3780号指南（以下简称VDI指南，《技术评价——概念和基础》，2002年；参见第6章第6节）。该指南列出了如下的技术行为价值：功能作用（包括可用性、可行性、有效性、完美性和技术效益）、经济性、福利、安全、健康、环境质量、个性发展和社会质量等。这些未必都能被称作纯粹的技术价值，也就是说，经济的和道德的价值在这里也（可以）起很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把纯粹企业经营的视角加以扩大，并且也将社会政治的、道德的或者是国民经济的和经济政策的目的也一同考虑，比方说生态及社会市场经济的理想等（它包含多维度的、一体化的可持续性概念），那么，我们就能发现明显的同VDI指南的相同之处。此外，两个价值体系中都存在手段关系和竞争关系。

社会的等级层面

倘若我们选择一个普通（非局部论）的系统理论学说来考察一番，就会发现其中有三个紧密关联的技术和经济伦理学的问题领域（参阅Fenner，2010年，第351页及下几页；Grunwald，1999年，第228页及下几页；Maring，2001年，第327页及下几页；Neuhäuser，2011年；Ropohl，2009年，第107页及下几页等）：（1）个人的微观层面，（2）集体的中级层面，（3）（竞争）体系及（世界）社会的宏观层面。

微观层面所提出的是个人行为和个人责任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不仅包含在中级层面中，如企业、集体、市场、分工等，而且也包含在宏观层面当中，如国家、全社会、道德、法律等。所有这些层面的因素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和影响。这里，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责任冲突和角色冲突，以及劳动关系范围内相应的分配问题。甚至是良心冲突时的报警行为，即公开地向社会公众进行揭露和举报，在这里都属于同一范畴。同时，法律方面的规范管理（在德国）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参阅Lenk/Maring，2010年，第199页及下页）。除此之外，关于消费者责任的问题也出现在微观层面上（如食品方面，参见第5章第12节）。

中级层面由于其集体行为的重要性，因而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技术、经济和企业伦理学领域。关于企业（内部和外部）责任的问题在这里尤为关键：公司在哪些方面对何人负责？公司能否自己“行动”，如是，在何种意义上行动？企业和公司也能在道义上承担责任吗？其他中级层面的重点问题还有可持续性（参见第4章第B.10节）和技术评价问题（参见第6章第4节和第6节），对这两个问题应当跨层面进行研究。

属于宏观层面的是资产和经济制度伦理、技术和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等。缘此，税收政策决定和工业政策措施会影响到科研扶持、技术和产品开发、消费者行为等，比如环保税、可再生能源法及其修正案等，或从更广义上说，对技术和行为进行控制的资金支持、放松管制和私有化及其后果等（参见第6章第1节）。

同样需要进行跨层面研究的是集体和企业行为中的责任问题（参阅Maring，2001年）。这些问题产生于体制的关联形态、个别行为非主观意愿的行为后果、所谓的外在效应、协作和长期效果、生态损失、公共资产的损害等。伦理学和两个局部领域伦理学中的完全个人主义的概念，对这些问题根本束手无策。举例来说，某些技术和产品的大量使用（比如汽车）才产生了问题后果，而这是一个十分错综复杂的（分配）责任问题。假如说汽车生产商强调所有消费者的消费自主权，并将单独的责任推给消费者，那么他们以此就能从自己的责任中“解脱出来”了吗？

制度化—实用化

只要实施问题被人们所忽略（道德实用性），伦理学的探讨始终是“以偏概全的”和天真的。内部的鼓励和外部的控制以及惩罚机制越有效，标准和规则就越能得到良好的遵守。另一个贴近实际的技术和经济伦理学的任务是要设计和拿出社会性的惩罚机制，从而保障（帮助）规则得到遵守。制度化的形式也可以归在将道义伦理实用化的范畴内。在这个问题上，技术和经济伦理学有广泛的共同点。

举例来说，相关的共同点在于：环境和社会数据表、行为和伦理准则（参见第6章第7节）、所谓企业伦理、企业文化、技术和企业示范、伦理审查、伦理课程和案例研究、德国国会技术后果评估办公室、评估师协会等。制度化过程包含在社会机构和制度之中（法律、政体和经济），并受到它们的深刻影响。社会机构和制度需要不断加以补充，制度化可以部分地弥补这个缺口。比如，技术伦理学的“有效作用”就表现在“对总则和不确定的法律概念的解释中”，以及表现在广义上的“无法可依情况下的价值导向中”（Hubig，2011年，第174页）。

由于大部分工程师和经济师都是作为非独立开业的员工在工厂企业中任职，所以，对他们来说不仅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是重要的，而且职业守则和职业规定，以及行业准则（如化学工业指南）和国际组织的规章典籍（比如WHO——世界卫生组织，ILO——联合国劳工组织，ICC——国际商会等）也是重要的。

结论

技术和经济伦理学的问题和困难是紧密相连的。涉及价值和责任冲突的结构性相似点尤其体现在工厂企业之中。经济和经营考量乃是工厂和企业的优先目标，往往主宰着其他所有的价值取向。这里，仅向个别员工和单一伦理道德进行呼吁是完全不够的，伦理道德总是需要通过法律和政策加以补充。同时，单纯和精确的领域划分，以及此问题属于技术伦理学，彼问题属于经济伦理学的观点认识，也是于事无补的。着眼现实和着眼问题以及拿出解决方案，显得越发紧迫和重要。因此，技术和经济伦理学为什么不应该合二为一，结合成一个跨领域的共同体呢？这方面初步的尝试已经在美国有所开展：有关商业和工程技术伦理学的案例研究课程，针对工程师的商业伦理学课程等已经开设起来（关于适合将技术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内容合二为一的那些案例研究，参阅Maring，2011年）。

如果说人不是用来为道德服务的，而是“道德服务于人”的话（Frankena，1972年，第141页），那么，技术伦理学和经济伦理学就应当在实践中证明自己（关于技术伦理学的类似观点，参见Grunwald，2006年，第286页及下页）。格伦瓦尔德最早提出技术伦理学“在建立社会框架条件方面”要“结合实际”的要求，并且指出，技术伦理学“不仅要而且要最低限度地同具体建立技术产品和系统”相关联。在实践中证明自己，即伦理观念的有效作用，可以借助两个例子来加以说明：美国联邦量刑指南（U.S.Federal Sentencing Guidelines for Organisation）规定，如果相关企业的员工接受过道德培训的话就可以从轻量刑。另外，根据2002年出台的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上市公司必须遵守道德准则，这一点也适用于美国企业在德国设立的子公司，但是迄今为止还不适用于德国的公司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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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亚斯·马林（Matthias Maring）


第9节 全球化和跨文化特性

研究领域

从根本上看，我们应当将在全球化条件下技术哲学和技术伦理学面临的挑战解读为跨文化的挑战。因此，倘若技术伦理学不想停留在其早期的雏形之中的话，那么，我们在对语言和观念认识的复杂性加以考虑的同时，必须用世界的眼光对之加以构建。

跨文化问题既不是西方世界的，也不是与经济发展捆绑在一起的论题。从历史的角度看，只有那些更为集中地对若干技术和伦理学本身的哲学问题进行研究的起因，才是受到历史条件限制的。这些所谓本身的若干哲学问题习惯性地不为人们所重视，并且还特别涉及跨语言行为过程中伦理学和技术的概念形成过程。与此同时，这些跨语言行为过程的前后语义学层面也未用特定的自然语言和专业语言加以解释，并且能够与之融为一体。有鉴于这些未得到解决的观念建立和传达问题，深受西方影响的哲学所面临的任务是要对其内在的、有碍于理解别人和自己的文化偏见进行识别和消除，并且要为一个文化开放的、“全球化的”技术伦理学做出贡献。除此之外，人们还要求对非起源于西方的哲学加以认识和了解，阐述其对技术伦理学的贡献。这一切不应是对主宰性的国际论战的被动反应，而应该是参与和锦上添花的一种表现。

人们往往十分肤浅地用“伟大的小说”一词来谈论特点突出的文化差异和这些文化的代表，如基督教、儒教和佛教等。然而，特别是对伦理学来说，由于逻辑的缺陷（起源并不包含观点言论的有效性）和明显的内在差异性，以及鉴于所谓超出文化界限的基本推测和领域的相似性，这种方式的接触和了解不适合于用来构建一种恰到好处的框架，从而用描述的方式来接近技术伦理学动机原因的不同文化和跨文化的特定情况，并且将之评价为对促进新认识所做的诸多贡献（Nie，2011年，第46页及下几页）。

另一个广为流行的误解是将政治和文化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如同宗教或传统本身不能代表不同的伦理学文化一样，社会和政治团体的普通言论所代表的毫无疑问是文化意义上的内容。对此，我们通过联合国关于是否允许对人进行克隆的争论的例子可见一斑。在这场争论中，“文化理由”首先是从手段的或政治的角度，之后才是本着尊重不同文化的伦理立场的精神被作为论据来举证的。另外，从起源学角度将某些价值观和某些文化挂钩的做法无疑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从历时的角度看，文化不仅能够支持而且能够将不同的、相互扬弃的价值观优先化。这里关键的问题不是涉及当前人们所认可的技术伦理学界限的实质内容，而是涉及同此实质内容相关联的论据理由、问题提出和具体的应用条件（Roetz，2005年）。

纲领的缺失

由本文所建议的研究纲领旨在对文化和跨文化特性进行评价，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层面在于：跨文化哲学的方法和理论，伦理学认识的结构和基础，（传统角度的）技术和跨文化探讨（阐释学）的概念和实践，在“伦理和技术”的产生和内涵方面起作用或获得意义（特别是社会文化的意义）的经验成分，以及这些因素在全球化的互动和调整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动态情况的观念和认识。此外，还有涉及特定问题的、可加以区别的“文化地域”之间的概念和实践互动。这当中，单独的技术领域，如医疗技术、生物技术和农业技术等，也同样必须进行单独考察，正像我们从一种包含其在内的管理系统的调整视角出发，对之进行高屋建瓴式地考察一样。

此外，我们还必须根据其语言和组织机构的关联性，从元层面上对这一结构进行反思。

为抛砖引玉计，我们认为，既从概念上（探索性地）也从实践上（论辩性地）可以提出一种哲学及哲学伦理学的、纲领性的跨文化概念来进行思考。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探索的基础层面上把狭隘的文化关联主义和强烈积极的世界主义排除在外。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探索能够把和技术相关的伦理学的准则和概念加以标准化的途径，但并不将对某些正面版本的认可与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要求结合起来。

通过这种探索问题的方式，我们既非要为某个特定的文化立场做决定，也非强加于人般地认为这样的立场需要进行特殊的和地区性的属性归纳。正相反，这样的文化理解和认识所采用的手段，是一个动态的和构建主义的文化概念。此概念的立场是，不同的文化定位不仅可以被识别，而且可以置于一种建设性的相互关系中。

由于这里所触及的是一种开放式的、探讨和探索性的哲学工作过程，所以，我们所得到的乃是可加以区分的伦理和技术文化的、比较学和系统的研究方法。通过这些方法，一方面可以说明文化对理论和技术的影响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理解文化形式与技术和伦理概念含义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Döring，2004年）。这项工作所面临的方法论挑战在于，在进行紧扣文化主题的（常规的、语言的、机构的）阐述中，始终以哲学的方式与其他学科领域保持距离（也就是说不越俎代庖地涉及社会学领域），同时避免任何将伦理学本体论化的倾向。

换言之，以中国作为特殊的关注对象：汉学家和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带有强烈假设意味的“李约瑟难题”，即尽管古代中国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西方式的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而且最终其落后于西方（Needham，1954年及后续版本）——这个难题如今被不带前提条件的、小地域范围的、有经验基础的、历史批判的和带有精炼伦理学公理的研究工作所取代。

方法的具体化

下文的论述将以中国为例，用以说明跨文化技术伦理学的诠释需求，同时勾勒出若干有典型意义的特征，为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提供切入点（Döring，2009年）。

技术伦理学纲领性的关注要点将实践的两个核心子结构结合成一个上下文关联体，在这个关联体中，规范标准和实践经验通过彼此相反的视角相互引证补充：技术由自己实际的应用条件所定义，作为文化的特殊领域服从于意图和诠释，并且，作为社会实践同机构、价值和标准相关联。此三种相互交织的层面均包含了各自的文化变异潜力，依据所处环境不同，这些变异潜力以形态各异的方式，作为阶段性固定的文化范例被集中表达出来（参见第4章第C.4节）。

如果我们从全球化历史成因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就很容易理解地域限制的形成过程。在东亚，越来越多地朝着国际竞争水平发展的技术建设、技术创新和文化互渗过程正在发生。自19世纪中期以来，各种争论就一直伴随着这些过程，争论反映了对“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模式进行探讨的各种形态。这种全球范围内的、对东亚和中国的技术和伦理精神框架条件的发展的影响阶段，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Osterhammel，1985年；Unschuld，2011年；Dikötter，1995年）。

当前，包括生物伦理学和医学伦理学在内的基础性的技术伦理学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此外，同属于这一领域的还有文化的自我认识、教育、参与决策过程、自然和生物基础的意义和地位，以及同社会事务的生态化打交道等一系列根本的问题（Sleeboom-Faulkner，2010年）。

聚焦中国

对于中国的实践哲学的主流学派来说，技术问题占有中心的地位。哲学的历史可以按照如下的章节来进行整理归类，即处世技术、治国技术、自然征服和自然利用、修身养性、经济技术和概念设计等。文明的历史则是人类的一连串行为和举动，如对自然力的征服和利用（水利）、神秘力量的工具化和理性化、养生术和医术的发展、军事技术、农业技术、航海技术，等等。中国的技术实践兴趣建立起了一种学习、实验和根据伦理和成功标准进行评估的文化。这一技术文化目的是要为在微观层面、中级层面和宏观层面上对世界的理解和有目的改造打下尽可能恰如其分的策略基础。实践的思想很早就从对非人的和超人的力量的希冀中解放了出来，人以他自己根本的、虽然也是有限的自我责任置身于现实世界之中。同样，中国很早就出现了对于滥用权力和无节制使用技术的批判言论。破坏自然、生态灾难、战争和社会腐败、非人道和文化侵害等，被作为非正道地对待技术的后果（在道家眼里作为手段合理化错误行为的明证）而为人所不齿（Roetz，1984年；Bodde，1991年）。

在此背景下，一种与之相反意义上的对和谐的憧憬要求就不难理解了。特别是根据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前259—前210）统治时期带有法家烙印的专制统治的经验，“天”以及“自然”就成了标准化的纠错法庭，它通过实践的主导思想（特别是仁和义）来指导人的行为，并且将之引上“正路”（道）。自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尤其是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以来，在中国和欧洲的早期交流阶段，从人们对中国精神史的和谐化、综合化和道德化片面的赞许声中，发展出了为数不少的专门针对“亚洲的”宇宙和谐论的诠释学派（Roetz，1984年），其情形同20世纪下半叶所创造的中医神话有异曲同工之妙（Unschuld，1980年）：这两种倾向首先都投射出了各自的时代精神，并且从经验的和文化的角度都无法被理解成中国文化的真实反映。

今天，在亚洲文化对伦理学的贡献的国际讨论中，我们能够听到关于“亚洲的儒家文化”精髓（Huang，2010年）的立场观点。这些立场观点在文化上有何种地位，它们在科技的进程中能起到何种作用等——这些问题已经有了经典的解答（Eich/Hoffmann，2006年；Steineck/Döring，2009年）。余锦波[1]认为，儒家的“和谐”观念乃是一个极其空洞无物的社会管理术的代名词（Yu，2010年）。

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对技术的态度而言，20世纪现代新儒教所欠缺的不是自我满足，而是手段和工具：倘若儒家文化能够接受民主和科学的基本模式，那么人类将大受其益。这个基本观点（Zhang及其他学者，1958年）将给儒家文化的务实和包容方面注入新的活力。

控制和管理

以管理为出发点的与技术打交道的核心议题是控制和构建。按照国家理性和现代化规划的尺度对发展进行构筑，以伦理学概念（中文里伦理学的字面意思为关于社会关系模式的学说）对制度的和物质的调节过程进行控制（Döring，2009年）。缘此，诸如风险和损失最小化、社会义务和经济繁荣就获得了争论的中心地位，样板型实践的模式取代了抽象的法律标准的作用。

上述的观念和实践活动使中国有机会获得多样性的国家实验策略，同时也使新科技的伦理学框架条件成为可能。与欧洲的辅助机构思想不同，中国人所注重的不是将有资格的能人选派到一个体系的最低和有用的层面上去，而是注重完全不同体系成分之间的竞争。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人们在当地对内容和流程的执行情况迥然不同。许多事物，比如医疗卫生保障等，皆听凭市场的左右，甚至在能源获取方面，也正朝着资源的混合方向过渡（Oberheitmann/Sternfeld，2009年）。这样，一种更多的是从分工和建立在制度基础上的对治国术的理解便初现端倪。不过，技术介入的分寸仍然被保留，这对民众来说（从当权者的角度看）是有益和正确之事。

有鉴于此，中国现今的领导人完全可以运用传统的治国术的动机。除了重要的道家哲学流派外——其敌视技术的基本态度表现在无为（不介入无意识的自然发展过程）的实践中（Girardot及其他学者，2001年）——中国哲学很大一部分都在探讨社会管理术和自然技术，细微的不同之处在于对统治对象的奴役、镇压和控制（无论是民众、自然或文化）的模式方面，以及通过不同的人类学和社会道德视角对之加以着意的渲染。这些人类学和社会道德视角之间的区别，在于人身自由的假设、男女关系的礼数、对自然之物的价值和标准的诠释（及其形而上学的保证和合法化），以及对将事物优化和最大化的技术实践的限制条件方面。

古代经典著作《中庸》的一个章节在这里特别值得关注（《中庸》，第22篇）。在这段文字中，行为者同道德和物质“自然”的理想型关系被理解成一种三位一体的模式：通过自我修养而具有能力和资格的“高尚之人”（君子）成了天地间变化和强大过程的一个部分。这一观点，如今被中国的生物伦理学者引用在关于是否允许人为介入大自然的讨论当中。根据他们的说法，只要行为者到达了最高的道德境界，对自然的介入从根本上说便是不成问题的（Lee，1999年）。

然而，仍然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在这里是否要根据思想境界来为技术行为开出一张“仁者”（君子）的通用许可证，人的角色作用是否就是一个伙伴或是一个交战方的角色作用（Elvin，2004年，第11页）。此外，儒家哲学典型的对行为者道德层面的普遍和客观标准兴味索然，也同样是未解决的问题（Döring，2012年）。对于所谓君子完全允许对人进行克隆或是培养胚胎干细胞的说法，我们可以不必加以理会。在儒家的经典中，几乎找不到直接的反驳论据。作为“自然的共同创造者”，“君子”允许和应该以“消除自然的缺陷和不足”的方法来对宇宙进行改造。这里所说的缺陷和不足，不仅指的是环境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指的是“增强人类”的问题。在这样的上下文中，罗哲海[2]教授提到了一个针对马克斯·韦伯的流行观点。韦伯假设，中国缺少改造世界的精神基础，原因是他们没有关于上帝的超验想象（Weber，1972年，第395页）。超验上帝的缺乏最后变成了一种策略性的优点：人类自己替代了创世主的地位，尽管这种替代是有条件的。早在古代时，这个“人类中心论的转折”（Roetz，1984年，第333页）就已经发生，特别是在荀子（前298—前220）那里。不同于孟子（前370—前290），荀子所持的是人性本恶的观点。人的本性可以通过人为的行动（为之）变得可以利用，最后“人所完成之物”（成）是“自然生之也”（生）（《荀子》，第17篇）。同时，罗哲海还进一步指出，从儒家的观点来看，如今技术行为的重要特征，如追逐利润或是自由的手段合理性等，皆可能不过是自然状态的畸形物而已，自然状态必须要从文化上加以转换变化，并在道德上增强其体魄（Roetz，1984年，第333页）。

展望

除了其普遍性和问题的现实性外，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认识中发展而来的、最为坚定和有系统纲领的思想即是现代新儒学。它同时在文化上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这是因为，它不仅历经了自7世纪，特别是12世纪以来对佛教哲学的同化（尤其是对精神的“出淤泥而不染”和“四大皆空”思想的采用），而且也历经了自19世纪到20世纪之交以来同西方哲学的严重冲突。它认识到，“西方的科学精神超出了实用主义的动机”向中国发出挑战，“要把人生的道德自我实现扩展到政治、认识论和科技的领域中去”，并对哲学思考提出要求，“将修身养性同改造自然的外在活动相结合，从而使人生内容更为丰富”（Zhang及其他学者，1958年）。

通过社会学方式从经验角度扩大这种学派思潮的视野，对其基本观点加以适当的修正，批判性地发展其概念框架，同时与其他哲学传统的代表携手并进，共同创建一个明确的交流基础，这将对于中国的技术伦理学，同时也对于国际的技术伦理学都是一个真正的创新和推动。中国的技术伦理学会从前人的理论实践中获取养分，尤其是从作为生物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经济伦理学和技术伦理学基础的跨文化伦理学的缺失中汲取经验教训。这个任务是一项包罗万象的艰巨工作。

作为人类的一项任务，创造一个扎实的技术伦理学对新科技应用的贡献的框架环境——这个挑战要求人们进行一次视角的转换：在文献中出现的那些不仅有争议，而且有大量前提条件的和根本性的问题，比如，中国究竟是否创造过诸如真正的哲学和科学思维这样的问题，是将人们的目光投向过去，并且是注重起源问题的做法。开创一个在思想上和认识上更好地同自然、环境和人的本性打交道的方式，这项共同的工作已经开始。通过人道主义的视角可持续地克服各种问题，这个角度的转换也在进行之中。对这项事业可能性的系统地论证工作，乃是今后一系列步骤中走向以跨文化形式对技术全球化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的坚定不移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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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 废弃物和技术

在法律的定义中，废弃物指的是“所有那些被其所有者丢弃，或是想要丢弃以及必须丢弃的材料和物体”（《循环利用经济法》第3条）。概念的形成历史告诉我们，“废弃物”[1]一词曾经主要用来表示一个精神方面的、同宗教或政治思想相关联的事件，而作为次要含义的“废弃物”，则是代表生产或开矿的剩余物。直到19世纪末以后，“废弃物”一词的物质含义才上升到首要的地位。除了生产的废弃物之外，现在消费的剩余物连同“垃圾”的概念一道，都归结到了“废弃物”的含义当中（Kuchenbuch，1988年）。

近年来，废弃物作为和技术关联的问题越来越多地和围绕生态危机的讨论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其间，废弃物一方面被视作其主要的特征之一“环境污染”，另一方面，又以有害垃圾、特殊垃圾和核废料的形式，作为留给未来子孙的危险遗产被加以讨论。在此同时，人们在精神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思考垃圾的社会建构，重建其具体表象的历史变迁，揭示其对于当前错误发展的诊断价值（Packard，1964年；Georgescu-Roegen，1971年；Thompson，1981年；Douglas，1988年；Baier，1991年；Faßler，1991年；Bardmann，1994年；Windmüller，2004年；Grübler，2004年）。人类与废弃物打交道的实践表明，垃圾问题乃是人类社会一个长期和根本的挑战，这点只需举出若干实例就能得到证明：起初，罗马有七座山丘，但是到了帝王时代，罗马城出现了第八座山丘——泰斯塔西奥山。这是一座由双耳陶罐碎片堆成的垃圾山。根据流传下来的史籍记载，中世纪时，城市生活受到人们丢弃在马路上的各种各样垃圾的严重影响。1858年的时候，被污水和垃圾充斥的泰晤士河变成了一个几乎无法流淌的烂泥塘，整座伦敦城被笼罩在“恶臭的空气”中。从1995年到2011年，为了防止示威者冲击，德国放射性废料的运输车队（参见第5章第4节）由上万名警察进行护送，光是最后一次运输动用警察的费用就达3000多万欧元（Mumford，1963年；Dirlmeier，1981年；Hilger，1984年；Glick，1988年；Hösel，1990年）。因此，技术伦理学范畴中的“废弃物和技术”的主题，不是应该作为针对垃圾行业的反思，而是应该作为哲学的行为和文化理论来加以展开和探索。

技术行为和废弃物

技术行为是人类生活和生存的基础。通过技术（创制）行为，人按照某个意图或计划同一件材料打交道，目的是将其变成一件产品，而这件产品比之未有人为介入的原初状态的材料更加符合他的需求。在一个技术行为的成果中，除了注入由人来掌握的技术能力（人的能力）外，也同样融入了非由人所能制造出的材料的适用性和可用性（大千世界物质的产生和变化内涵）。从对产品感兴趣的制造者的视角来看，一个技术行为可以用图1的模式来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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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技术行为按照自身的逻辑，亦即就行为者而言，以一条直接的途径从计划走向产品，而且在时间层面上有明确的界限。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不言自明的、以完成和成功行为为导向的做法，误导人们忽略了其他方面的情况。首先，每一个技术行为事实上总是同时将一种原有的状态分割为产品和废弃物；其次，每件产品在使用过一段或长或短时间后，自己也变成了垃圾。因此，更加完整的技术行为路线图应该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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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只要人们执着于这样的观念，即认为产品只是它的计划的体现，而且天经地义永远不变，那么，这就是一种对技术行为的误解。相反，一个全面的对技术行为的观察告诉我们，垃圾废弃物的产生乃是我们用技术影响世界的一个无法规避的恒定常数，并且，从这个观点认识中我们即可得出判断，忽视这个常数必定会导致问题的产生。

废弃物的象征意义结构

任何社会中，除了中性事物外，都存在被社会认为是有价值的事物，还有被认为是无价值的（以及带有负面价值的）事物。就细节来说，哪些事物属于什么样的情况，不能从其“物质的”或“客观的”特征分辨出来，而是被人们象征性地构建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事物被加之以意义和可用性，而此二者又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上下文中“起作用”（Thompson，1981年）。我们所了解的污秽物和废弃物属于被负面评价的事物范畴。将某样东西看作无价值之物，要取决于某一特定范畴的标准化概念，比如，为了能够确定某处的污秽物，我们必须要有此范畴的规范秩序概念。无价值之物，偏离价值之物只可能存在于特定的思想观念之中，即某事“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因此，“污秽物从根本上说就是无序”（Douglas，1988年，第12页）。污秽物不是绝对的事物，而是某种“搞错了地方的东西”，一件“系统地整理和分类的副产品”（Douglas，1988年，第52页）。这种对象征意义上的秩序系统的附属性，以及在生活环境中人们从社会现实的角度将污秽物构建为不良的和无价值事物的情况，都是与废弃物的特点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污秽物是一种不依赖于技术行为而闯入了整洁秩序当中的东西，代表的仅仅是一种地点错位而已，可以通过清扫的行为加以抵消。废弃物则不同，它是我们“创制”和生产行为的一件“产品”，是在我们创造某种想要得到的状态的意图中被造出来的东西。

第二个不同之处是根本性的：污秽物有各自专门的场所，在这些场所，它马上就不再是污秽物，这是由于它似乎与所处环境无法再分离。废弃物则没有自己专属的场所，可以马上在那里不再成为垃圾。不过，它总归有一天也会返回中性状态，不再被看作物体，在“分解、变异和腐烂的过程中”失去自己的特征（Douglas，1988年，第208页）。总有一天它也一样作为不同的物体烟消云散，也就是说，停止作为垃圾的存在。对于某些物质来说（有机物），这个过程会进行得相对快些，其他物质（塑料或核废料）则要经过不可预见的漫长时间回归到无差别状态。因而，污秽物首先是一个无价值物质的空间范畴，废弃物则首先是个时间范畴。仅仅用空间的方式对待废弃物，比如，在语言上我们常常通过前缀来表示处理的意思（拿出去、扔掉、埋掉等[2]），不是对待废弃物的正确方式，人们时常将其归属于污秽物范畴的做法（“环境污染”）乃是一种误会。

然而，普遍和不可避免的腐烂和分解的趋势不仅有一种效应，即对我们来说变得失去价值的文明产品及其副产品将随着时间而“消失”，而且这个趋势还把所有的事物囊括在内。一方面，废弃物的“有害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废弃物任凭自己的“分解”势能，直到成为中性物体）决定了作为时间范畴的废弃物；另一方面，物体都有一个“有用时间”，亦即它们的生产制造和变为废弃垃圾之间的这段时间。一件特殊的产品代表的是什么，它的用途怎样，这些都是依据文化而定的问题。但是，产品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失去它的利用价值，这件事不能归咎于这样或那样的使用方式的特性，也不能简单化为象征性的因素。因此，我们要再对过程图做一次精确化，要同时能显示出人为介入和控制可能性的存在（参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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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不同的工艺和材料选择，决定着产品和废弃物之间的数量关系（从生产的角度），以及产品和废弃物的质量问题。这一方面决定着废弃物的时间长度和危害时间的状态，另一方面决定着产品的质量及其使用时间（连同其使用状况一起）。产品使用结束后，开始变为废弃物，从而又产生了相应的危害时间。通过有用和危害时间参数的调整，我们能够确定，废弃物是否会变成危害社会的问题，或者事实上只起到无足轻重的作用。举例来说，具有不同的使用和危害时间关系的三个代表性产品：高档的木质家具、核燃料棒和很大程度上受时尚更替影响的消费品。

废弃物危机的原因

考虑到人的情况，如果说废弃物是人的实际存在，因而也是从技术上必须加以完成的存在的一个结构常数，那么，关于良好生活的问题（参见第4章第B.8节）总体上也必须包括如何对待这一常数。这里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如何正确地同废弃物打交道的问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也涉及（其一）如何对待与人的技术行为不可分割的“废弃物倾向”问题，以及（其二）如何对待有价值和无价值事物的存在和衰变的时间维度问题。这期间，人们可能会不同程度地低估废弃物问题对于成功地规划管理人类社会的意义。

创制理念的统治地位和对废弃物的缄口不言：初看起来，废弃物危机像是一个外在的、“客观的”问题。但是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只有当社会把废弃物看作与其制度共生、酌情而定、原则上可避免以及不是同根同源的现象时，废弃物对社会来说才显得是客观的。因之，对于文化来说，人在建立秩序和劳动生产中自己所制造出的废弃物是一个倾向性地被掩盖了的范畴（Thompson，1981年，第24页）。这一点毫无疑问也植根在精神和思想史中：自古以来，我们传统的核心思考对象是一种基于计划之上的产品。在其众多的基本概念、明确的理论和隐含的思维模式中，欧洲的文化史和精神史都有一个技术演化的特点。随着计划和产品关系被理想化，技术行为的自身逻辑就变成了认识世界的重要象征，并且成了社会发展的典范（Mumford，1978年；Dijksterhuis，2002年；Grübler，2004年）。

这种创制型活动的典范作用最早在希腊哲学中就能找到（参见第4章第A.1节），并且在欧洲的近现代时期达到了顶峰。在此过程中，人们专注于自己的制作能力和项目的实现，忽视了生产条件和负面效应。在现代工业时期，这一格物之道更是走向了极端，最后陷入自我矛盾。其后果之一就是，如今工业国家制造出了越来越多的和带有危害性的废弃物，它以（生态）危机的形式愈发对人类社会的成果提出质疑（技术后果评估产生的原因之一，参见第5章第4节，同时也是可持续性理念产生的原因之一，参见第4章第B.10节）。但同时，社会的价值架构还一如既往地同对废弃物的掩盖、压制和排斥一同进行，最后要让废弃物“被消灭、被拒绝和被忽视”（Thompson，1981年，第135页）。这种不愿意看到“人和废弃物生产之间的遗传关系”的做法（Bock/Boge，1990年，第16页及下几页），一直可以追溯到大众媒体的语言使用当中。直到今天，我们的社会还患有“废弃物思考中的自我指称缺失症”（Bardmann，1994年，第162页及下几页）：以制度为条件的生产中和之后的废弃物产生的可避免性未受到人们的重视，或是被认为技术上是“可以得到解决的”。

废弃物的形成过程：自18世纪以来，首先从英国开始，欧洲国家演变成了消费社会（Stihler，1998年）。过去，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曾经非常固定地受制于家庭、阶层和行业的从属关系。这种地位现在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是否拥有某些商品，以及根据流行的时尚取决于这些商品的更换情况。这就造成了一种过度购买新物品的文化模式。伴随着私人的消费倾向，作为市民阶级主导观念的新事物、新社会和发展进步，演变成了一个“新狂热”的情结，为个人生活感受目的服务的新潮、拥有、购物和进步等统统都包含其中。购物是为了时髦，时髦意味着参与进步，不购物就意味着过气和落伍。直到今天，这股风气都一直是西方社会消费的主要动机。与以往时代和其他文化相比，其后果就在于我们的产品社会处在了一种快速的变化之中，而且这种变化在不断地加快。对当前社会产生深刻影响的消费主义制度所依赖的是“构筑”数量巨大的废弃物，从而创造出新的需求。物品的使用时间越来越短，原因就在于人们所希望的似乎是一种由文化作用所造成的短暂状态，因此，我们生产的大部分产品很快又变成了废弃物。

消费主义的基础是价值贬值的社会策略。有人将之称作“心理的垃圾化”，意思是说，“一件质量和功能尚且良好的产品……被当成过时物品和旧货，因为出于时尚或是其他变化的原因，它显得不再具有获取的价值了”（Packard，1964年，第73页）。这就导致了使用方式的两极化：使用一件物品的方式是，要使这件物品继续可用；消费一件物品的方式是，要将其变得不能重复使用，而且通常必须更而换之。缘此，消费的结果就是一种新的需求，而使用的结果则不然。这个区别是根本性的，虽然用旧的过程等也存在用旧的问题。被人们用来提高购买物品数量的现有物品价值贬值的社会策略，存在于为了消费目的而对使用现有物品的歧视之中。为此，用旧的物品被宣示为已经消费掉的物品（老旧、过时等），比如我们在产品的广告和市场营销策略中，或是在生活方式的宣传定位中所见到的这一现象。于是，除了威胁到所有文明社会产品的分解和衰变外，在我们生产的产品中又多出了一个象征意义上的“破坏”作用。

消费主义以一种非积极合作的方式来对待废弃物问题体制上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分解和衰变的时间趋势。生产和消费不是以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有价值物品为目的，而是追求快速的报废，亦即垃圾化。人们永远追求新生事物的意志不仅导致了现有物品数量的增长，而且也导致了在相关时间段内所存在的那些物体的老化和被淘汰。一批物品变成了废弃物，新的生产循环又引起了新的废弃物，如此循环往复。

展望

为了解决废弃物问题，人们正在就改变技术过程的几种战略性的思路进行讨论（Faulstich及其他学者，2010年）。其中包括：更高效的原材料和能源生产工艺，使用易于生物分解的原材料，尽可能重复利用（循环利用）所有废弃物，物品和部件的重复使用（多次使用和押金体制），物品的共同合用（租赁体制），设备的可修复性（标准化和模块化），所有其他废弃物有控制的处理（净化、过滤、焚烧），以及无法再处理的危险废弃物的安全存放。逐步并坚决地实行这些战略，能够有助于把社会化的生产和消费引导到一个可持续性的方向。不过，就细节而言，人们不应过高估计技术解决垃圾问题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垃圾的利用、处理和消除本身又是技术行为，与物流和运输的消耗相关联，不可能完全彻底地得到实现。比如说，尽管“循环利用”是个适合的“调整型思路”，但是，若要实现完全封闭的循环利用则是一种幻想（Wollny，1992年，第9～31页；Looß，1995年，第7章及后几章），回收利用事实上就是一种下降性循环（Hoffmann/Rombach，1993年）。鉴于所有这些战略的实际局限，其“最大的影响潜力不在于科技的解决方案中，而是在于对消费模式的结构性改变中”（Faulstich和其他学者，2010年，第31页）。处于优先地位的始终必须是避免废弃物的产生，我们必须牢记，一个生产过程的放弃是毫不含糊地避免废弃物产生的唯一可能。

所以，我们应当把废弃物看作技术行为结构性的自我威胁，并且在规划我们的社会时系统性地对这一认识加以考虑。我们需要“对我们的意识和我们自身的废弃物相分离的做法进行一次澄清和批判”（Schönberg，1993年，第151页）。这里，中心的工作不仅是要在时间维度上兼顾技术行为的所有结果，而且还要对物质使用的文化条件进行反思。一旦我们对某一事物进行价值评判，并且每当我们从技术上去实现价值，生产出物质并使用它们时，这时就出现了废弃物——废弃物是我们自己制造出的产物。作为“环境污染”的生态危机可以被理解成一种文明的极限经验，这个文明本身是按照创制事物的模式来塑造自己的形象的：这就是我们生存环境的“垃圾化”，亦即用我们不遗余力地制造出的废弃物来充斥我们的世界。哲学分析能够将废弃物问题及废弃物危机还原成其文化体系中自相矛盾的行为结构的一个问题，并且将此问题纳入技术伦理学，但并不针对各种生活方式提出道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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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文中“废弃物”（单数为Abfall，复数为Abfälle）是个多义词，有下降、脱离、废料等含义。文中先用的是单数，表“脱离”意，随后用的是复数，表“废弃物”意。为避免误解，译文只选用“废弃物”一词，其确切含义，文章作者自有阐述。

[2] 德语中的可分动词的前缀位于动词前部，作者文中所举的例子为：raus-bringen，weg-schmeißen，de-ponieren，中文无这一语法现象，故译文只用后缀法译出。


第11节 双重利用研究和技术

双重利用及矛盾性

近些年来，人们在公众媒体中总能读到关于双重利用问题的文章和报道。其主题很多都涉及适合制造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原子能、化学、生物或者是能够制造导弹的技术或部件的出口控制措施。就生物技术来说，人们担心科学的进步（其基本的或跟应用有关的知识应当运用到新开发的医疗方法或是制药产品上去）同样也会——不论无意也好有目的也罢——导致新型的、其作用得到改进的并可用于武器的生物毒素。双重利用的说法始终针对的是那些原本用于民用目的，但也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科研工作和技术（NRC，2003年，第14页）。军事方面有重要意义的技术可能会落到“错误的人的手中”，所以，尤其要通过严格的出口控制来尽可能地避免这些技术“被滥用”。

然而，这种滥用的思维模式已经形如杯水车薪，双重利用的问题早已更加多样化，并且可以归纳总结为三种类型（Liebert，2011年）。

（1）原本主要是军事用途的科研和技术领域（参见第5章第15节）在其进一步的开发过程中也可以用于民用目的（副产品及衍生品）。这样，往往产生了军用和民用两种相互矛盾的科研和技术领域。民用和军用的知识、材料和技术相互并存，且都可以供人们使用，“滥用”的概念因而就显得不那么切中要害，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核子技术（参见第3章第3节），它产生于军事用途主导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且在冷战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类似的情况也见于航空、航天和导弹技术方面（参见第5章第20节）。所以，尽管这些技术在后来的发展中明显纯粹出于民用目的，但是其大门始终是为军民两用敞开的，因而，这点并不能让人感到奇怪。更有甚者，人们可以在公开的民用目的幌子下，同时进行军事目的的工作。这一军民两用的矛盾体将长期存在，至少是只要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始终不被质疑，也不会有人试图对它加以改变，以使民用和军用领域的区分（可能始终是不全面的）最终成为可能。

（2）反之，从主要是民用目的的科学和技术领域中，也能够产生可用于军事的知识和应用技术。有别于20世纪很长一段时期的情况，今天被认为特别具有创新的研究领域已很少受到军事利益的支配。尽管如此，还是存在潜在的用于军事目的的两用风险，比如，人们正在讨论的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参见第5章第23节）就是例证。在纳米技术研究领域，除了民用目的外，军事的利益也大量存在。相同的情况也见于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微型化的高效计算机系统和相应软件，关于技术安全参见第5章第22节），比如受益于民用技术发展的无人化战场或是未来的网络战等。只要人们还没有对可能的发展途径、矛盾体、应用潜力和目的进行研究，以及对之进行评估和使之进入公众的意识，那么，这种双重利用的风险就会继续存在，并给今后发展的规划带来潜在的后果。

（3）科研和技术开发中军民两用的灰色地带也可以有意识地予以计划，以期达到双重的使用目的。这里，科研推进机构所追求的常常是由民用科研开发转为军用科研开发的副产品：

·附加产品（add-on），在民用研究和技术基础上的、带有特殊军事附加要求的整体军事开发。

·再设计（re-design）和加固（ruggedizing），在模块化结构的武器系统中使用和继续开发民用部件（这点尤其适合于“普通的”技术类型，如微电子、信息技术，新材料）。

·商用现货（Cots），对可获得的商业和民用高科技部件进行修改，使之用于复杂的武器系统中。

·融合（congvergence），谋求民用和军用科研和开发的共生效应（研发）。

军事和民间投资商、机构和研究人员之间的接触、协商和协调直至共同规划乃是此类两用战略走向成功的前提，希望不单单存在于副产品之中，也同样存在于衍生品之中。在冷战结束阶段（其间，在领先的工业国家中，人们可以看到军事科研的统治地位），这两个方面的实际意义曾经遭到过质疑（Albrecht，1989年）。

正如上文已提到的那样，科研和技术的矛盾可能会有更为根本的意义，并且不一定局限在此处首先要关注的军事和民用的对立面上。矛盾性的概念似乎是恰当的，足以用来聚焦科研和技术领域中（二者同更深层次的科学和技术事实相联系）针对开发和使用趋势评价方面的对立和区别。这里，可能会涉及还处于发生阶段的科学事实，以至于某些事物看似还是可以变化的，并且，人们能够应对那些已经显露出的矛盾性问题，倘若说事物的“两方面”都及时地予以考察的话（Liefert，2006年）。与之相反，有学者提醒人们注意，不要相信通过区分允许使用和控制，以及不允许使用和控制非所愿的使用可能性的努力，能够消除掉矛盾性。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1]提出过矛盾性螺旋的概念，此螺旋可以无止境地进行下去，因为任何形式的区分和控制都会导致一个新的需要应对的矛盾性问题，而并不会出现一个真正稳定的解决办法（Bauman，1995年）。这个区分尝试及重新出现的矛盾性，可以通过原子能技术的实例来得到很好的说明（Liebert，1999年）。

科研的双重利用方式

即便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民用研究为军事目的服务的情况，或者是非主观地产生了矛盾性的军民两用研究和技术领域的现象，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仍然是，近几年和几十年中，名正言顺地在科研规划和资金投入方面实施双重利用的各种努力有增无减。这里，出现了利用科学最终为军事目的和目标服务的国家行为，而参与其中的科学家和提供资金的公众社会却对这些军事目的和目标始终一无所知。

有明确的迹象表明，最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联邦德国在国家的科研规划和资金支持中实施过双重利用的方案（Liebert及其他学者，1994年）。此事发生之时，正当正式宣布为国防科研的科研工作在国家科研预算中所占比例远远小于其他北约国家的时候。在政治决策人物的各种表态当中（直到联邦可研报告的行文当中）时常能够看出，人们对于附加产品情有独钟：基础广泛的科学和技术是由民间机构投入资金予以支持的，所谓军事的“深度开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往前推进，并且由国防部拨款支持。人们普遍认为，用于军事和民事目的的基本技术通常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样的东西。举例来说，在1989年发布的联邦政府《信息技术未来规划方案》中，政府力图实现的目标是，“在民用产品开发中及早地考虑军事要求，以及用附加产品项目的形式增加这种双重利用技术的内容，以满足军用的需要”。显而易见，为此目的在民事和军事部门之间有过协商交流，旨在科技领域中使这样一种开发势头的双重利用成为可能。

回过头来看，在对军用品创新进行资金扶持的同时，双重利用战略看起来是一种要比通过衍生品所实现的经济上重要的技术创新更省钱的替代方案。联邦德国相对较少的政府军事科研经费，更凸显了这种替代方案的重要性。在当今各级政府机构、主管部门和参与企业的政策定位中，都提到从商用现货到附加产品及融合的全部双重利用领域。这种情况恰好也见于新设立不久的安全技术研究中（同美国的国土安全措施有部分关联），据此，人们既要明确规划又要制造出能同国防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能和民用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共生产品。

在美国，直到冷战末期才出现了科研规划向双重利用战略方向的思维转变（Gansler，1988年）。面对当时国家科研和开发推动政策中军事目的所占的绝对主导地位，人们所提出的反对理由的方向，主要是指出自身军备发展“走向死路”的危险（不仅是在军备竞赛中将东欧对手推向死路），以及面对西欧和亚洲更为能干的竞争对手，自己要承担本国经济竞争能力的风险。在对衍生品所寄予的希望消失之后，对民用科技创新的鼓励就获得了更高的优先地位，其前提是在双重利用的方案中，对军品的扶持和对具有全球意义的军事技术主导地位的鼓励同时继续保持不变，但可以减少其成本支出（Alic及其他学者，1992年）。

与此同时，欧洲的鼓励政策手段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在双重利用的主题下，设立了诸如欧洲科研协调机构（EURECA）、欧洲信息技术战略研究计划（ESPRIT）和欧洲长期防御合作（EUCLID）等项目。这些项目大多数的重点在于，有的放矢地由各国的国防部门推进附加产品的计划。这样，存在于各国的军事研究和欧盟纯粹的民用研究推进政策之间的传统界限还能够暂时（至少在形式上）得以保存。随着谋求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开展，欧盟逐步地告别了这一传统界限，从而使得欧洲重要的军事研究推进战略成为可能（Molas-Gallart，2002年）。

欧洲的安全研究计划在这里起着一个很重要的作用。该计划首次设立于第七个框架研究规划中，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见诸“安全和空间”这一章中。这里，欧盟委员会采纳了“名人小组”的建议，该小组由国防系统的关键代表人物担纲，并且极力倡导双重利用战略。其主要论点在于，民用、安全和国防应用产品越来越多地以同样的技术为基础，对民用和国防研究的界限划分是对成本效益方案的一种妨碍，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要充分利用国防、安全和民用研究的共生产品（Research for a Secure Europe，2004年）。2004年设立的欧洲防务机构也同样加强了双重利用的合作工作，并且想要提高人们对于以民用技术开发为防务目的服务的作用的意识。

直到2000年以后，特别是英国政府在大力推进科研计划和工业政策中的双重利用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其目标是“国防和民用领域的交叉受益”（British MoD，2002年），企业和大学科研通过国防多样化机构和国防技术中心被结合在一起，政府的支持力度十分庞大，根据独立机构的估计，其中包括每年给英国大学（几乎所有顶尖的大学都在内）的财政拨款超过了2亿英镑（Langley，2005年）。关于拨款数额和用途的细节消息非常有限，参与科研的大学以“商业敏感性”为由，对之三缄其口。

双重利用不仅在发达工业国家具有很大的作用，近几十年，科研规划和技术开发中的双重利用概念还出现在一系列其他国家中，而且恰恰是在核子、导弹和航天项目领域中。少数国家追赶式的技术发展对于双重性的技术正寄予厚望，一方面，这些技术可以具有民用目的的理由，另一方面，它们又为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潜在危险建立了基础，其结果可能导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广泛传播（扩散）。

伦理学提出的问题

科研和技术开发方面的双重利用构想具有特殊意义。这里，有意识制造更多的民用和军事的灰色地带在政治上和伦理上是存在问题的。科研中不再可能对和平和军事目的加以区分，一方面，这给政治增加了今后以其他目的为导向的控制可能性的困难，另一方面，这使参与科研人员本身陷入了矛盾冲突之中。就科技进步的方向而言，有鉴于政府财政资助和民主控制可能性的破坏，有意识地抹杀二者的界线似乎是不可取之举。难道说，（至少是部分地）将军事上重要的科研工作“暗度陈仓”一定算是“不道德”行为吗？采用军事和民用共生体来取得更多的成本效益——这个公开化的目标足以作为在灰色地带中进行控制的理由吗？双重利用构想到底是否能够实现政治上的支持者和参与企业主观想达到的经济优势、节省成本和可双重利用的技术创新——有鉴于这个尚未澄清的问题，上述情况变得更加疑问重重。尽管由于不透明度不断增加很难形成有科学根据的说法，但至少还是有质疑此课题的研究报告（Altmann等，2000年）。与此同时，就民用和军用目的而言，人们在某些领域已经能够看出，应当由有目的的技术开发所满足的具体需求和技术指标，二者之间完全能够泾渭分明。由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为了再次从灰色地带摆脱出来，不仅双重利用是能够做到的，而且相反的路径也是可行的。为此，我们必须从实际案例出发，有意识地将军用和民用的技术要求、相关的目标和开发必要性纳入我们看问题的视野。从伦理、科学和政治的角度来看，我们似乎应当将区分军事和民用目的的研究工作的潜在可能性具体化，同时（根据不同的政治目的）酌情也将转变和控制的潜在可能性加以具体化。

一种极端的（和平主义的）立场观点可能也会对有意识地把军用和民用目的纠缠在一起而造成的珍贵资源的浪费进行抨击，并反其道而行之，从整个社会和人类的福祉出发，对纯粹的科研和技术开发的目的进行宣传。从此视角看问题的人士认为，将老百姓的纳税钱花在双重利用研发上的错误做法必须予以终止。

如果我们对科学做一次总体的考察并（不无歉意地）假设，科学总的来说以及不可避免地充斥着矛盾性和双重利用的现象，那么，它的创造力从总体上来说就是值得质疑的。有意识而为之的双重利用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改变了科技进步的方向，并且影响到了数量上累积起来的科技潜力。即使我们接受前者的说法，但是后者必定让人觉得是有问题的。军民两用灰色地带的扩展意味着将原本与军事技术创新无关的人员和机构也卷入了军事相关的研究。那么，研究的推广可以将科学工作者有意识地推入良心的冲突吗？

科研人员对他们所从事工作的目的一无所知，他们被纳入达到目的的环节，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是不能苟同这些目的的。于是，便产生了同个人所想要从事的工作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冲突并没有被明确表现出来。这与有意识地赞同或反对参加有军事目的的研究项目有明显的区别。这样一来，新的伦理道德困境和与科学理想的矛盾就在所难免了。

无论如何，人们通过“滥用”的帽子（滥用应当避免）来将关于军民两用目的研究的争论予以简单化处理的尝试，都是一种隔靴搔痒的企图。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曾经针锋相对地说过：“人们都在议论科学的滥用。但是，今天所发生的使用，都是在现存社会关系下理所当然的使用。”（Weizsäcker，1983年，第565页）仅仅对“落在错误的人手中”的技术潜力加以质疑，从伦理学的立场来看，这一相关的倾向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难道说，我们可以合法地对双重利用（比如在新兴国家中）进行抨击，因而要求这些国家放弃技术，但是同时自己又在使用同样的技术（有可能也是军事技术），并且将自己家中的双重利用吹嘘为科技创新的概念之路吗？

在不断增长的矛盾性和科研中双重利用构想的时代，有一件事是无法回避的：研究人员自身特殊的努力必不可少。个人所从事的工作为了何种目的，处在一种什么样的科学和应用的上下文中？若是以科学内在的传统或是以出于对科学的好奇为挡箭牌，已不能自圆其说。研究人员所面对的是一种深层次的、同时又是伦理学和科学的任务。他们必须对其研究工作的发展趋势和使用可能性有清醒认识，并且要找到（或发现）途径，旨在酌情避免有问题的未来前景和实际应用，这条路绝非简单易行的。借助现代生物技术双重利用的案例可以清楚地说明，如果研究人员对现有的特殊情况有很好的认识和了解，那么一般来说，形成自己的伦理判断是完全可能的。这一判断会导致对研究工作的评估，并且也会在特定研究目的的控制方面，为其指明多种选择途径（Nixdorf/Bender，2002年）。

但是，这种有意识的（也是个人的）思考和决定所需要的前提条件，是关于相关研究项目和机构的目的及资金来源的广泛透明度，以及关于研究项目结果普遍可获取的（至少是粗线条的）情况说明。更进一步说，关于相关研究领域及军事技术和军事战略开发的总体了解也是十分必要的。这点对于研究者个人来说可能有些勉为其难。因此，与问题相适应的技术后果评估的各种制度形式也是十分必要的（参见第6章第4节）。这些制度形式要能够形成透明度，并且能为研究人员本身、政界和整个社会提供帮助。同时，人们从中还可以引申出伦理学的行动指南，为研究工作指明方向。

无论怎样，科研和技术开发的双重利用方式与这样的努力是格格不入的，因为此方式意欲从对界限的抹杀中受益，因而必定害怕关于研究目的和结果的公开透明。所以，近期以来，许多地方又重新呼吁制定针对非国防行业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民用条款（IALANA/INES，2012年；Nielebock及其他学者，2012年）。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将科研限制在和平的目的和民用目标上。特别是当设立长期的、用来公开对有问题的案例进行讨论的论坛的时候，这样做有助于科研人员觉悟的形成。新一代的科研人员以及在校的大学生都在考虑之列，从大学课堂的教学开始，就对双重利用问题给予敏感化，乃是十分必要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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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技术类型和领域

第1节 农业技术

现代农业技术的要素

现代农业技术是自约1850年以来工业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可以用机械化、化学化、电气化、电子化和遗传学化（参见第5章第7节）等这些特征来加以称谓。有用植物的种植以及家畜饲养的典型特点，是技术工具、人造物质原料、机械和种植管理只有同自然要素（如土地、水、果实种类和果实产量以及气候等）相结合的时候，才能发挥其特殊的有效作用。自从有了农业的文献资料以后，关于技术使用的三种基本原因便载入了文献：提高收成和效益，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保持和改善土地的肥沃程度。

作为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的能源技术起点，化石能源的供应和使用彻底改变了农业。由拖拉机（1945年后在工业国家中迅速推广）替代拉车的牲口，化学方法生产的肥料（自1860年起，Fischer，1985年）替代了动物肥料，通过哈伯-博世合成法所实现的合成氮肥，以及同样也在非工业国家使用的含矿物质的肥料及合成杀虫剂（1945年以后，“绿色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人类对自然的循环过程以及植物种植和动物饲养过程的干预能力。除此之外，私人的和公众的科学研究对农业的影响也在大幅度增加：分析化学，合成化学和制药化学，有用动植物的饲养研究，机械制造和信息技术。在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国家中，这种农业经营和动物饲养的工业化得到了各国和欧盟机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措施的调控和扶持。

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可以比照教科书分为三大领域：拖拉机和运输技术，植物生产技术和方法，动物饲养技术和方法（Eichhorn，1999年）。所有三个领域都提出了关于社会、社会经济、生态和全球化的关联关系问题。其中，处于核心地位的问题：全球范围内公正保障所有人的食物供应，作为人的自主权表现的食物自主权，以及人的自然生存基础的保护。对本文作者来说，结合普遍的人权宣言（参见第4章第B.1节）来看，高度的可持续性作为总体的标准化概念，乃是我们考察和探讨问题的基本原则。

世界农业和粮食供应的窘境

在过去的70年中，在农业技术方面形成了全球化农业经济的不均衡现象。一方面出现的是以大面积单一种植（一定面积，一种有用植物，少量的直至完全没有产量）和大规模牲畜饲养（参见第4章第C.3节）为特征的、大量使用能源和化学的（含有矿物质的肥料、杀虫剂、机械、人工灌溉）、专业化（植物种植和动物饲养分开）的农业实践。另一方面，是外部原材料经营投入极少的、混合种植和牲畜饲养的小规模农业实践（Weltagrarbericht，2009年；2012年）。在全球5.36亿个农户中，96%的经营面积小于10公顷。这些小农户只经营着21%的农业面积，但是供养着非工业国家中57%的人口和52%的世界人口（FAO，2008年）。除了至今仍然存在的历史和社会的（农业工人、租赁者、产业所有者）以及经济的（大面积土地占有、土地买卖）农业经济分化外，由于技术和企业结构的变化，又产生了新的分化现象。这些分化现象首先涉及农民企业中能源、材料和饲料的部分或全部的分割。专业化、大量生产和高强度使用导致了矛盾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在OECD国家中出现了大宗农业产品（粮食、肉类）的过剩；另一方面，在非工业国家和所谓的新兴国家中，大约10亿人口长期以来缺乏食物供应，而另外的10亿人却因为错误的饮食而超重或患有肥胖症。

在饥饿和食品匮乏的中心地区，特别是南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拉丁美洲，农户企业不能生产出足够的食品以供应人口之需。这里，重要的原因是贫瘠的土地、缺乏咨询和资金及社会支持、缺乏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过少的生产资料（如肥料）和大量的收获后的损失。贫困、缺乏资料和饥饿涉及三分之二的农村地区，特别是那里的妇女和儿童。农村地区匮乏的生活环境的结果（抑或更多的是一种原因），就是年轻劳动力（特别是男子）向城市地区的迁徙，这就造成了青壮年女性的劳动压力不断增加，而她们原本就承担着大部分的农业劳动。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农村的人口流失也发生在OECD国家中。然而，在许多非工业国家中，一如既往地有一半以上的人口是在从事农业生产，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的数据是三分之二（Weltagrarbericht，2012年，第22页）。数十年以来，由许多OECD国家根据所谓发展扶持和发展合作框架所提供的资金援助，直到今天也未能带来根本性的情况改善。必须进口基本食品的国家数量甚至还比以前有增无减。过去几十年中，提供农业资金援助的国家和机构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只是在近几年中才有所回升（BMZ，2011年）。这当中，给OECD国家的农业补贴大约是每年2500亿欧元，比给其他国家的数目高出数倍。在世界范围内，如今我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不均衡现象：一方面是过剩，另一方面是极度缺乏。

到2050年/2100年的预测、远景和形势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到2100年世界的人口数量将会达到100亿。其中，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人口增长迅速（25亿），中亚和南亚则稳定增长（4亿）。考虑到上述的粮食缺口，解决100亿人的吃饭问题绝不会是件轻而易举之事。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其他联合国组织预测，到2030年，人口的增长和饮食习惯的改变（更大比例的肉类，如牛肉和猪肉）将导致大约50%的粮食需求增长，到2050年将达到大约80%。虽然需谨慎看待这些数字，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肉类生产的增加会进一步加剧动物饲料和人类食物之间的竞争。当前，全球范围内大约有40%的粮食收成用来作为动物饲料。除了居民区、交通道路和饲料种植的土地消耗之外，用于提取燃料目的的有用植物种植（包括粮食植物，如小麦、玉米和大豆）也呈强劲增长势头。尽管在科学上人们的看法一致，这种生物质的大量使用没有效率，并且无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但是，政治的框架政策制定（比如欧盟和美国）和经济的利益还是一如既往、无所改变，甚至规模还有所扩大（Albrecht/Schorling，2010年）。从长远来看，用于生产粮食的肥沃土地的可使用面积，不仅贫瘠化，而且也受到其他竞争目的的限制。

为了有足够的粮食养活100亿人口，需要对粮食食品的生产进行改进，这个问题在科学上和政治上不存在争议。但是，对于“如何”进行改进却有截然不同的战略建议和观点：以如今现有的大量使用能源和化学品的农业为基础，粮食生产战略的方向应当是在世界范围内的优良产地提高粮食产量。这种经营方式所造成的巨大环境损害（生物多样性大量损失的原因之一），应当通过新型的农业技术——比如精准农业（precision farming）——来加以避免，也就是说，在农田耕作方面使用以卫星为依托的远程调查技术。新的技术创新成果，比如转基因的有益植物等，被视作世界范围内粮食保障和竞争能力的重要因素（DLG，1999年）。

与上述建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业生态战略，其核心在于将农业文化纳入产地的生态系统，以及共生体的智能化利用。由此产生为数众多的、因产地而定的经营和运作方式。其中的核心要点：尽可能避免使用生产资料以外的能源和原料，利用和建立循环经济，尤其是牲畜饲养（包括养鱼）和农作物种植（包括树木和森林）的结合，尊重当地和传统知识的价值，以及当地对于保障粮食生产的所有要素的自主决定权（van der Ploeg，2009年；Weltagrarbericht，2009年，2012年；关于粮食生产自主权，参阅La Via Campesina，2006年；Bello，2010年）。

根据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合会（IFOAM，2012年）的规定所实行的生态土地利用方法，不仅基本上也同样充分利用生态农业的关联作用，而且还将其同动物伦理学和社会学的原则以及一种认证和控制体制结合起来。特别是最后一个要素在世界上的某些地区构成了一个很高的行业门槛。其原因在于，这里牵涉到物质的和制度的投入和建设问题，而在网络联系很差的农村地区的小企业很难承受得起这些费用。对于所有的战略建议来说，特别的难点是如下这个问题，即人们应当挖掘哪些潜在可能性来对粮食的供应进行改良。从数字的统计来看，当今世界上平均每人收获的粮食为4600千卡（kcal）。这个数字是劳动者一天所需摄取量的2倍。就全球情况而言，这些卡路里中的13%在粮食收获之后损失掉了，26%用作了动物饲料，17%在商业渠道中和消费者那里也损失掉了，这样最终只有2000卡路里是真正被吃掉的。重要的是，从这组全球的平均数字中，我们必须看到存在的巨大地区差异。一方面，非工业化国家中的农民企业那里大约会出现40%的收获后损失；另一方面，在诸如英国这样的国家，损失大约只有15%。但是，英国40%的食品在最终消费者那里变成了垃圾，而这种情况在非工业国家中根本未见诸统计（Godfray及其他学者，2010年）。

伦理和道德争议

全世界有七分之一的人口不得不忍饥挨饿且生活在一贫如洗的状态中，而在其他地方，大量的食品却在被人为地糟蹋和浪费——这个事实不仅具有长久的道德意义，而且也是政治上的一个棘手的问题（EDK/德国主教大会，2003年）。半个多世纪以来，饥饿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围绕着饥饿的原因和解决途径，就形成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这些争论不仅针对农业技术，而且涉及整个农业文化，在全球化资本和商品潮流的时代，还涉及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结构。

处在人们认识社会知识中心地位的，常常是关于大自然的不同想象。这些想象经常被划分为相互对立的“人类中心论”和“自然中心论”两极范畴。有鉴于现代化农业技术的伦理道德内涵，有必要将我们的视野扩展到生态体系和局部及全球的相互关系方面去。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宗教和神话都将地球视作一个整体，它由不可思议的神的力量所创造和安排，并被赋予意义（比如圣经里的创世纪，安第斯土著人的大地之母帕查玛玛，印度达摩的世界秩序等）。人类的群体生活因为这个整体的世界而成为可能，并在此整体世界中续存。因此，我们人为了自己的需求可以利用大地的财富和奉献，但是不能破坏它们。知识作为只有人才拥有的能力和天赋，就像古罗马神话里的两面神杰纳斯[1]一样，既可以用来为地球的福祉服务，也可以为一己之私去为否定的力量服务（Weltagrarbericht，2009年，第213页及下几页）。人的角色是“职责的执行者角色，这个职责能被他自己所认识，但不是由他所创造的”（Jonas，1994年，第401页）。

由环境、气候、土壤、能源、农业和自然保护研究及生物多样化研究组成的自然科学学科已经从多种角度揭示（虽然始终还存在很大的知识缺口），地球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完整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多种多样的生态系统为人类的生存制造出不可或缺的、技术上无法替代的福利和产品（Schellnhuber及其他学者，2010年）。在此基础上，1945年以后出现了一个和宗教及超验学说无关的，与生物化土地耕种的知识和规范要求（Howard，2006a，b；Priebe，1990年）有密切联系的土地伦理学（Leopold，1992年）。但是，假如大自然及周围环境被构想成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的话（参见第4章第C.2节），那么，有机体和生态体系就变成了不同的因素，土地经营（农业）就像其他门类一样成了一个经济分支。在这个分支里，金钱上的成功乃是首要的，其他的效益皆被排除在外。在这样的世界观中，没有作为人在其中生活的生命联合体的整体存在，而只有零碎部分（因子）存在，它们在生产中为了利润被组合在一起，然后被拿到市场去销售。与之相对应，动物、植物、肥沃的土地和生态系统也被视为为了获得金钱可以讨价还价及技术处理的零碎物质（Eichhorn，1999年）。本文因篇幅所限不得已对上述的基本观点一笔带过，目的是简单描画关于现代化农业技术所进行的伦理学和政治争论的领域范围所在。其中，关于诸如转基因植物和动物的最新技术可行性的讨论（Ferrari及其他学者，2010年；参见第4章第C.3节），乃是建立在以往的技术改变基础之上，比如专业化，不符合物种生活习惯的大规模牲畜饲养，化学品和药物的使用，土地板结和侵蚀等，并且同这些技术相关联。

争论首先涉及伦理学的两个根本问题：尊重生命体的问题（关于生命哲学，参见第4章第A.4节）和公正的（农业）社会制度问题。当前，人类的组织机构在农业技术和农业工业化方面的行为可能性不断增加（这点被解读为“技术干预深度”），在增加的程度中，出现了两个根本性的变化。其中的一个变化涉及农业人员和生态体系之间关系的异化，特别是因食物链、利用链和生产链所引起的生态体系的循环过程和流程。它从土地耕作开始，然后到有毒植物化学品的使用（“植物保护”），最后到作物收割和后续加工。

家畜方面也是同样的情况。为了供应大宗市场而从事的动物饲养，绝大部分只集中在全球范围内少数几家企业中，同时，动物的填饲式饲养法也主要在专业化的企业中进行。企业经营的效率要求主宰着各种流程，其结果是，动物的生活环境从饲料到饲养条件直至屠宰过程都不符合种类的生活要求，直接虐待动物的情况也时有所闻。然而，异化现象并非只涉及工作流程的参与者，而且同样涉及商业和消费者，在他们眼里，动物只是表现为有光鲜亮丽包装的、无生命的商品罢了。

从技术和企业组织的角度来讲，关于常见植物和动物（从地下的到野生的直至家畜）生命知识的不同看法已经越来越极端化，以至于有关出于何种目的（动物伦理学）而要对破坏生命的行为进行辩护和对其负责的问题，有可能显得十分滑稽可笑。前文提到过的各种过程类型在全球范围内（并非是遍及全球，但是在五大洲）都有发生。农业食品领域里新型的垂直结构的世界级公司，引起了关于公正的（农业）社会化秩序这个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的提出（参见第4章第B.9节）。“农业的责任在于生命范畴和养活人类……生命是人类一直所需要的，而且还将永远需要。但是，虽然具有这样一个不变的且不可改变的天职，农业参与到了生产和经营的巨大变革之中。”（EKD，1966年，第9页）当这样一个立场认识被写进相关文件的时候，那时在人们对工业和科技进步的期待中才刚刚出现最早的裂痕（参见第3章第5节）。今天，世界的局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类许多生活基础的有限性已经更加明显地摆在了人们面前，特别是肥沃土地的问题。换算成世界人口的平均数字，直到2100年，每人所拥有的肥沃土地将持续减少，从现在大约7000平方米下降到4500平方米左右。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有人拿出了技术的解决办法，比如将植物的种植迁移到高层楼房上去，楼房顶上用营养液和灯光进行种植（所谓的空中农场）。伴随着工业化一起出现的环境破坏不仅加快和常态化了土地肥沃程度的下降，而且也加快和常态化了城市发展、能源开发和食品生产之间就肥沃土地利用问题的竞争。这种状况所带来的窘迫的道德后果是城市化、交通道路和用于能源利用的植物种植破坏，并减少了优良和肥沃的土地，威胁到了食品保障最为重要的基础。

在发展中国家和一些OECD国家，今天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或是依靠农业维持生活。农业文化和农业结构的历史并不是单由技术的可能性所书写的。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里，都还有家庭农业经济，他们存在于商业化和工业化的农业之前和之后，或是与之并存（van der Ploeg，2009年）。只有在人类社会的一种社会化秩序得以保存和获得新的发展，并且工业化和城市化生活的虚幻前提得以纠正的情况下，包含在“普通人权宣言”（参见第4章第B.1节）之中的对食物的权利才能够被物质化。构筑一个满足可持续性发展（参见第4章第B.10节）基本要求的社会任务，若是没有广泛的自然生活基础范围中的一个根本新秩序的话，是不可能完成的。这一点也描述了以可持续性发展为导向的农业技术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的任务不是通过技术来控制自然，而是使技术适应自然的法则”（Priebe，1990年，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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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杰纳斯（Janus，汉译“杰纳斯”或“雅努斯”）在罗马神话中是天门神，早晨打开天门，让阳光普照人间，晚上又把天门关上，使黑暗降临大地。他的头部前后各有一副面孔，同时看着两个不同方向，一副看着过去，一副看着未来，因此也称两面神。


第2节 气候技术

“气候技术”一词被用来指称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大规模技术干涉，其目的是平衡由人类所造成的气候变化。除了缓解（Mitigation）和适应（Adaptation）措施之外，气候工程学处理方法还构成了一个第三类范畴，即对人类所造成的气候变化做出的可能反应（Keith，2000年）。

从技术上说，气候工程学处理方法可分为两种类型。所谓的太阳辐射管理法（Solar Radiation Management，SRM）包含了直接控制地球辐射量的各种方法，其中有将硫黄以硫酸盐气溶剂的形式释放到高层大气层的方法，在太空安装太阳伞的方法，用技术影响海洋云层形成的方法，等等。所有这些方法要么将“地球罩起来”，要么“使地球明亮起来”，其结果是使地球的温度下降，抵消全球变暖。

与SRM法不同，二氧化碳消除法（Carbon Dioxide Removal，CDR）不是直接干涉太阳对地球的辐射量，而是对全球的二氧化碳的循环进行干涉。CDR方法试图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从而终结由人类造成的温室气体效应。针对这个方法，人们有完全不同的技术实施建议：采用将二氧化碳从周围空气中分离的机械装置（Air Capture），大规模植树造林，可能的话与木炭生产一同进行（Bio Char），在缺乏养分的海洋区域大面积播撒铁（Ocean Fertilization），或者将海洋的不同水层进行更多的混合（Enhanced Upwelling）。

不仅在SRM方法和CDR方法之间，而且也在此范畴之内的特殊气候工程学处理方法之间，针对其效率、不安全性、衍生后果、成本和分配作用等，存在不同的实质性区别。因此，归根结底，应当视具体情况来对气候技术的方法进行评价。本文中，作者仅能够就那些跨范围的、基本上符合个别方法的难点和问题予以分析和阐述。

气候技术的概念历史很短，亦即2009年以后才刚崭露头角，其用意是将上面提到的方法同其他对大自然大规模技术干预及被称为“地球工程”的方法相区别（参见第5章第6节）。这里，地球工程的含义，是指那些20世纪多次进行的（不成功的）、大规模系统化对天气的影响尝试（参阅Fleming，2010年）。在以往数十年中，没有从科学上针对人类大规模对气候系统的干预进行过讨论。这一情况在2006年发生了迅速的改变。其时，保尔·克鲁岑在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中呼吁对SRM方法进行研究（Crutzen，2006年）。此后，出现了一批涉猎广泛的科学文献，当中包括了伦理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和自然科学的观点和见解。其中，英国皇家学会的“地球气候工程”报告成了气候技术探讨方面重要的里程碑和参照点（Royal Society，2009年）。

在关于气候技术的争论中，不仅是技术的使用，而且对这些技术的研究都是颇有争议的。使用和研究的问题在这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谁若是认为这项技术在未来是可以使用的，甚至认为是一项使命，那么他同样也赞同对相关的方法进行研究。反之，谁若是反对这项技术的使用，认为道德上是行不通的，那么，方法的研究也失去了自己一个重要的理由。下文将针对争论中涉及这两个核心问题的重要观点予以简要的介绍（参阅Betz/Cacean等，2011年）。

赞同使用气候工程学处理方法的理由

在关于气候工程学处理方法未来是否应该使用或至少应该做好使用准备的问题上，人们从三个不同的视角提出了各自的理由：两害相权取其轻（Lesser Evil）的理由，效果和可行性的考量，雄心勃勃的气候保护目标。

两害相权取其轻在论证对气候技术的需求时所提出的理由是，在紧急的气候情况下，这项技术的使用可能是两种危害当中后果较轻的那个，亦即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Schneider，1996年；Gardiner，2010年；Betz，2012年）。对于这种紧急情况，我们今天就应当未雨绸缪，准备好相应的技术方案。至于产生气候紧急情况的原因，人们的看法是：一方面，气候的敏感性的确可能已非常之高，换句话说，二氧化碳浓度的些许提高就可能导致全球范围温度上升几度；另一方面，出现根本无法采取有效的全球气候保护措施的情况。当几十年后气候紧急情况发生时，人类就将面临选择，要么坐视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继续发生，要么借助气候工程学处理方法（难免风险更大）来应对人类所造成的气候变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理由所要说明的是，在一个假设的情况下，气候技术的使用是两种危害当中较小的那种。

效果和可行性考量（在预防考量基础上）要明显比两害相权取其轻理由走得更远。这种理由的观点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仅在紧急气候情况下），气候工程学处理方法都要优于单纯的避免和适应措施。这里，对气候系统大规模的技术干预不是被看作缓解和适应措施的补充，而是真正的替代。其理由是，首先，使用气候工程学处理方法能够扭转危险的气候变化局面，因而绝大部分人类并不需要改变他们辛苦得来的生活方式。其次，因为有了这样的技术，全球范围内在保护气候上的认识统一就没有必要了：即便是少数几个决心坚定的国家就可以用气候技术扭转灾难性的气候后果。最后，从经济上来看，这一技术也要优于可选的缓解和适应措施，因为它的成本效益更大更高。特别是这里提到的经济效益因素，在相关的学术文献中遭到详细的批判（参阅Ott，2010a，2010b）。其中有专家学者指出，相关推测完全忽视了此项技术在全球范围使用的间接效应和宏观经济的后果，无法反映出实际的成本问题。

提出赞同气候技术使用的第三种论证理由的学派认为，假如没有气候技术，雄心勃勃的气候保护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比如Greene及其他学者，2010年）。通常来说，这种理由不仅见诸把温度上升控制在2摄氏度以下目标的说法，而且也建立在较低的二氧化碳浓度的目标之上（大气层中二氧化碳含量大约为350ppm）。不管怎么说，这样的理由论证必须要做如下两项工作：其一，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必须证明，人们应当实实在在地去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其二，他们必须阐明，这一气候目标没有气候技术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反对使用气候工程学处理方法的理由

与赞同使用气候技术及做好技术准备工作的理由针锋相对的是一系列反对派的意见，特别是风险伦理学、正义论、地缘政治、自然伦理学和文明批判的理由。

反对风险论的意见认为，气候技术存在不安全因素，因而在道义上是错误的。举例来说，按照可逆性观点的要求，风险技术的主观和非主观后果必须是可逆性的——而气候技术恰恰不具备这一特点（Jamieson，1996年）。第二种反对意见强调，我们今天关于在大规模技术介入气候系统的效应和附带后果方面的知识缺口不会越来越小，亦即无法通过科研加以消除（Bunzl，2009年；Sardemann及其他学者，2010年）。第三种反对意见瞄准的是所谓的终止问题：他们认为气候技术一旦投入使用，就没有退出的选择，因为强行的终止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比如，十年间气温陡然上升若干度（Robock，2008年），等等。在整个风险伦理学的论据当中，预防原则（参见第6章第3节）起着核心的作用（Elliott，2010年）。

正义论的理由涉及气候技术使用的代内和跨代的效应分配问题（参阅Bunzl，2008年）。效应分配产生于不同的原因：比如，太阳辐射管理法只能部分抵消人类造成的气候后果（大洋的酸性化无法消除），除此之外，还会出现明显的区域气温和雨量模型的变化。有鉴于此，气候技术的受益者和受损失者不会相安无事。根据不同的正义价值论，这些后果或多或少地可以被评判为是不公正的（参见第4章第B.9节）。

地缘政治一方面提醒人们注意双重利用的问题（参见第4章第C.11节），因为气候技术始终有可能被用作军事目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提醒人们注意，对气候大规模技术调节的能力会引起新冲突的潜在可能性，甚至引发军事上的对立和争端。

自然伦理学的反对意见抨击道，气候技术的使用导致了自然状态和原始状态前所未有的损失。

最后，技术和文明批判论没有表达对气候技术的基本好感，认为它是一种值得怀疑的世界观的表现（参阅ETC Group，2010年）。例如他们反驳道，此类技术建立在过分的自恃过高基础上，因而必遭报应（狂妄自大论点）；抑或，气候技术乃是骗人的江湖郎中的雕虫小技，根本不能对症下药。

科研的衍生后果

在气候技术的争论中，使用和研究的问题相辅相成。因为，假如使用遭到否决，那么气候技术的研究就少了一个重要的论据。不过，即使与技术的使用无关，也存在直接赞同和反对技术研究的道义思考。以衍生后果为对象的对气候技术研究地批判就是其中之一（参阅Robock等，2008年；Ott，2010a）。

作为整个气候技术争论最著名的论据之一，所谓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提出一种预测：相关技术的研究就已经可能导致对缓解措施的明显不利影响（参阅Corner/Pidgeon等，2010年），而这一点是不能让人接受的。有学者列举出不同的（心理学的和社会经济学的）机制，因为这些机制，气候技术的研究有可能阻碍了其他的气候保护措施。随着气候技术研究的展开，出现了一种可能改变社会参与者（理性的）风险认识的新方法，其结果就是，气候后果被认为不那么糟糕（因为可以得到纠正）；研究工作可能引起一场不切实际的错误宣传；为研究工作所准备的资源不再提供给其他的气候保护措施所用；对气候技术研究的资金支持可能会形成否定缓解措施的各种利益群体。

除了道德风险异议外，还有其他反对气候技术研究的意见，并且其技术研究（可能）导致的负面衍生后果被一一列举出来了。自由发展观的论点提醒人们，一旦相关研究被启动，那么在政治上就不可能再停下来，因而不可避免地将导致技术的开发和最后投入使用。另一种论点认为，倘若技术的研究达到了可以投入使用的程度，那么片面的使用会造成危险。此外，还有观点认为，气候技术研究应当借助于大规模的、贴近实际使用的野外实验。这是因为，只有通过野外实验才能够准确检验其有效性和附带后果（Robock及其他学者，2010年）。最后，有学者以制药行业为类比对象并提出意见，气候技术研究和最终开发出的应用方法可能都被大公司从商业上所控制和垄断。

其他赞同和反对气候技术研究的理由

在气候技术争论中，除了关于衍生后果的反对意见外，我们至少还听到两种基本的反对理由（Ott，2010a）。风险转嫁（Risk Transfer）观点认为，由于对气候系统大规模技术干涉的研究和规划，人们便以非正当的方式将风险转嫁给了后代。因为，每一代人都应该尽可能地自己解决他们自己所制造的问题。这里，风险转嫁观点所依据的基础，乃是跨代公正性的原则（参见第4章第B.10节），而非知情赞同（No Informed Consent）论点所代表的一种民主论的思想。其观点在于，只有在所有受牵连的人群都知情和同意的情况下，气候技术研究才是正当的，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合法化手续当前是无法实现的。

气候技术在未来（可能）的投入使用，绝非被列举的研究该技术的唯一原因。人们还借助基本的科研伦理学思考，来论证气候技术研究的必要性（参阅Gardiner，2010年）：研究本身还并非意味着一定要加以应用；科研的自由原则不允许人们禁止气候技术的研究。其他的赞同观点从工具和手段的角度论证了相关技术的必要性：正如核心的科研论证理由所阐明的那样，科研服务于特定的目的，气候技术研究的目的并不仅仅就是要将该技术准备投入使用。反之，技术研究应当瞄准的目标是揭示迄今为止被低估了的风险，从而避免操之过急地投入使用。无独有偶，同样的论点还在于，气候技术研究的目的是要加强避免后果出现的措施，同时为该项技术并不构成一个缓解（Mitigation）措施的有效和吸引人的替代方案提供证明。

管理问题

赞同和反对气候技术使用的研究的道德论据，以各自的标准化和描述性的前提为前提条件。其中，预测（针对后果、措施的效率、分配效应等）属于典型的描述性前提范畴。有些预测具有社会和经济的性质：它们做出社会的或是经济的预测。这些预测是否真的发生，完全决定于社会和经济的框架条件，尤其决定于组织机构和法律方面的框架条件。换句话说：组织机构和国家法的体系能够决定某些论据的前提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因而，道德的争论会有助于（全球管理意义上的）管理措施的制定，这些措施至少可以消除一些针对气候技术的批评的锋芒。

相关的研究计划

许多跨学科的项目都在对气候技术措施进行研究，其中，并非技术的开发，而是技术风险的研究以及对社会学和伦理学层面的考虑，通常都处在首要的地位。这里，典型的例子为：地球工程计划综合评估（Integrated Assessment of Geoengineering Proposals），2010～2014年（英国）；欧洲气候技术跨学科评估（European Trans-disciplinary Assessment of Climate Engineering），2012～2014年（欧盟）；德国科学基金会气候技术重点计划：风险、挑战、机遇（DFG Schwerpunktprogramm Climate Engineering：Risks，Challenges，Opportunities），2012～2018年（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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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戈尔·贝茨（Gregor Betz）


第3节 电脑游戏

电脑游戏是游戏的一种，亦即所有的行为均以已有的规则为基础。此外，电脑游戏有明确定义的目标，目标的实现决定了游戏的胜负。与电影和书籍这类媒体不同（参见第5章第13节），电脑游戏取决于玩家的行为表现。由于游戏不存在于日常的现实中，所以，这种行为发生在一个魔幻的环境（magic circle）之中：遵守规则的目的是要体验游戏——全身心地沉浸到游戏当中，将自己置之度外——虽然规则是随心所欲制定的，游戏初看起来也没什么后果影响。此外，游戏还常常讲述着这样那样的故事（Juul，2005年）。

多数游戏都用显示器和扬声器将视觉和听觉元素表现出来，玩家必须对之进行诠释，然后再用一个特殊的工具——键盘、控制器等——输入一个指令。软件在电脑硬件的帮助下对这些反应进行计算，所以，主机游戏也属于这个定义范围。

最初的电脑游戏是由技术人员在业余时间设计制作的产品，他们是当时少数能够接触到计算机的一些人。最早的游戏有海金博赛姆[1]的“双人网球”（1958年），还有罗素[2]/格雷茨/魏太宁的“太空大战！”（1962年）。在电脑游戏刚起步的几十年里，只有少数几个人既设计硬件又同时设计软件（Pias，2000年）。在1970年到1985年经济大起大落的阶段，游戏产业逐渐分为街机游戏、家用机游戏和个人电脑游戏。1985年以后，游戏产业得到了持续的发展。随着电子游戏的广泛传播，局域网聚会（LAN Partys）和（现在至少在德国是准职业性的）电子竞技（eSports）开始流传开来，互联网更是让持续在线的虚幻世界成为可能。

2000年以后，只需很少时间投入的休闲游戏（Casual Games）吸引了迄今为止被忽略的客户群体。随着2006年Nintendo Wii和2010年用在Xbox 360上的Microsoft Kinect推向市场，注重身体运动的游戏诞生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都带有各种游戏，并且进一步推进了始终在线联网以及和其他人打游戏的趋势。此外，所谓的移动游戏（Mobile Gaming）使对GPS的利用成为可能，从而把游戏同利用玩家现时的所在地点联系在一起。通过视觉的附加信息来扩大物理的现实，即所谓的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参见第5章第25节），还将在未来开启更多的游戏可能性。在电脑只属于少数人的特权国家里，人们首先是用手机以及在游戏室里玩游戏。

传播

根据科万特[3]和其他学者的一份研究报告（2011年），德国有30%的男性公民称自己是经常玩游戏的人，而女性只有不到20%。按照年龄划分，玩游戏的人数从10岁到17岁人群的67.1%下降到65岁以上人群的9.7%。我们可以预测，今后几年中玩游戏的人数将有增无减。在韩国和日本，电脑游戏如今已经成了日常生活中很平常的一部分。

上述的研究报告证实女性对无须很长时间入门的休闲游戏情有独钟，而男士们则喜欢以投入精力为条件的游戏，特别是战略决策、赛车和分角色的游戏。由于电脑游戏算是“男孩们的玩具”，所以对女性来说就没有多少自由尽兴游戏的空间，这就妨碍了无性别游戏的传播（Yee，2008年）。

时下，“孤独玩家”的传说已经绝迹。游戏室、局域网聚会、聚会电子游戏和在线游戏已经显示出或正在显示出社会互动对玩家的意义。不过，在公众的讨论中，视频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非现实的”，虽然这种关系有非常现实的后果。

自2008年以来，德国的电脑游戏开发工程师联合会成了德国文化委员会的成员，因此，电脑游戏成了一种文化财富（Zimmermann/Geißler，2008年）。除了大型的游戏制造商和分销商外，近年来出现了一种独立运作的圈子，个人和小型团体在里面共同制作有不同内容和游戏功能的游戏软件（Anthropy，2012年）。此外，在游戏行业中还存在一个十分活跃的艺术圈子（它们之间有部分交叉情况）。

游戏作为经济的资源

电脑游戏行业在过去的近20年中持续增长。2011年全球的销售额为560亿美元，其中光是德国就有19.9亿欧元，依靠可下载的附加内容或是订购费运作的商业模式占到大约20%的比例，并继续见涨。电脑游戏大多数都由游戏工作室开发，然后再由大型的分销商销售和做市场推广。

电脑游戏随着特定的生产技术的进步而发展，所以，现代的战略决策游戏的发明是与不断进步的数据库系统相关联的。如今，电脑游戏也将日常工作中的要求转化成了游戏式的要求（Pias，2000年；Nohr，2008年）。在经济领域已经出现了通过打分来赋予劳动过程的行为以游戏性质的初步尝试，这种过程被称作游戏化（Gamification）。

在其他领域里，以长期升级视觉化人物为目的的角色游戏，发展成了带有相应的人物和物品的行为，其结果就是近来广为流行的打金（Gold farming）。换种说法就是，有些人是通过投入大量时间“打造”可视化的人物并将之卖掉来挣钱养活自己。但是，鉴于这里对挣钱的依赖性，这种行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游戏。

通过游戏学习知识

游戏历来就被用作教学的工具。如今，电脑游戏至少传授给人们如何使用电脑的知识。关于建立在游戏基础上的知识学习（Game-Based Learning）的研究所探讨的乃是借助电脑游戏传授特定知识内容的可能性（有关梗概参阅Breuer，2010年）。由于电脑的普及，在青少年中使用电脑游戏进行教学是个很好的吸引他们对某个主题感兴趣的入门手段。

游戏是建立在那些可视为对持续的知识学习有促进作用的原则上的。因此，游戏者可以自己决定，如何去利用游戏所提供的各种内容。为了取胜，他们必须积极主动和建设性地与媒体的内容打交道。除此之外，游戏是娱乐性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大家对它的看法有分歧。如果所要传授的知识不是停留在宣讲的层面上，而是游戏行为的一部分的话，那么，知识传达的效果明显更好些（Gee，2007年）。

不少动作游戏首先训练的是手和眼的协调以及反应速度，而其他的游戏所传达的是企业有效经营的基础知识，还有一类游戏是要提高人们的创造力或自我检查能力。假如和其他人一起玩游戏的话，那么通过互动常常可以传达社会的交际能力。交际能力的提高很重要的一点是依情况而定的融入。在有资质的老师的陪伴下，不同的主流游戏也可以运用于课堂教学之中。而教育游戏（Educational Games）和严肃游戏（Serious Games）则是专为传授知识开发的游戏（Ritterfeld及其他学者，2009年）。有争议的是将电脑游戏用于军事训练。

除此之外，游戏为人们创造了各种体验的场所，这些场所最终使游戏以外的世界观的取向成了可能。当然，媒体内容不仅复制世界，而且还构建一个超出其外的世界（参见第5章第13节）。游戏中所使用的符号需要从上下文中获得它们的意义，因此就要求人们传授一种游戏的阅读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使游戏者懂得社会和历史的关联关系。游戏可以有的放矢地传播伦理学的经验，其方法就是让他们面对道德的困境，或是普遍地促使他们进行自我反思（Zagal，2012年）。

上瘾

判断玩电脑游戏是否成瘾，人们常常用单个玩家过度沉溺于电脑游戏作为例证。有11.2%从14岁到17岁的青少年属于电脑玩得特别多的人，也就是说每天超过3小时（Quandt及其他学者，2011年）。但是，玩电脑的次数和时间长短并不是判断是否成瘾的标准。一旦玩电脑带来了问题和后果，比如忽视了游戏外的社会关系，耽误了工作和学习任务等，这才是真正的游戏成瘾（有关概论参阅Fritz及其他学者，2011年）。

“电脑游戏成瘾”是不是专门的上瘾形式，或者是否表现为一种作为其他病理学状态表现的附带成瘾形式，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明确答案。特别是如何将其同“上网成瘾”区别开来（这个问题也存在争议），成了一个实际的难题。美国精神病学会于2007年决定，将“视觉游戏嗜好”收录到其《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当中，其原因在于诊断结果无法明确。

“行为癖好-电脑游戏上瘾”的诊断标准常常以毒品嗜好和赌博嗜好的标准为依据，也就是说，这类检查是按照“DSM”或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法”颁布的标准目录进行的。在此基础之上，再对嗜好有关的想法、行为方式和后果进行检查。

根据所用的方法不同，认为存在上瘾现象的研究学者发现，在被检查的人员当中有1%～8.5%的人具有病例游戏成瘾症状，其中牵涉到的男性人数要多于女性。有危险的人数估计在13%～15%（Kuss/Griffiths，2012年）。不过，许多调查所显示的下行数值都相对较小。研究人员主要都以青少年为对象，因而其代表性有欠准确。

教育程度不是形成癖好的因素。特别重要的因素通常是缺少对接触媒体的限制，尤其是长时间沉溺于电脑游戏。电脑游戏成瘾似乎和怕上学、不能集中精力有关。同时研究人员还发现，嗜玩游戏的人具有特殊的认知能力和很强的组织才能。但是，他们在电脑上体验的这些社会能力没有被转化到游戏之外去。研究人员还发现，有病理症状的这些电脑玩家缺乏对自己人生前景的希望，他们沉溺游戏的动机是有可能逃避问题以及体验权力和控制感。对大部分有瘾的人来说，游戏是成功经验的重要源泉，不仅通过游戏内在的奖励体系，而且通过游戏同伴的认可。玩游戏变成了媒体式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可以排遣萎靡不振和失望情绪，并且可以用来改善心情（Fritz及其他学者，2011年，第205页及下几页）。

在分析个别游戏促使玩家上瘾的特点时，人们常常把眼光盯在奖励系统上面，比如快速获胜的可能性，跟完成任务联系在一起的虚拟人格的增加，不断获得高分和取得“成果”，以及把成绩报告游戏社区（Gaming Community）的可能性。游戏化即是以此过程为发展的基础，特别是在线游戏很适合于形成依赖性。所以，很多人都是在固定的群体里玩游戏（“帮派”“团伙”“团队”），成员们谁也离不开谁。这种社会的责任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同时也造就了花样繁多的各种友谊（Fritz及其他学者，2011年，第229页及下几页）。在永恒世界的在线游戏里，这个永恒世界即使没有玩家个人的介入也照样继续发展下去。于是，便产生了玩家对错过重要过程的担心。但是，电脑游戏玩家对自己虚拟人格的认同，对嗜好成瘾的形成充其量只有微乎其微的影响。

游戏成瘾的治疗方案在自助小组及各种心理治疗诊所里都有提供，玩家平均都接受一年至一年半的治疗咨询。困难的是治疗费用不能在医疗保险公司报销，因为“电脑游戏成瘾”不被算作一种单独的疾病。

暴力

有些电脑游戏，特别是射击游戏在公众的探讨中被称作“杀人游戏”，并被认为对青少年有害。迄今为止，危害青少年这个罪名在每种媒体开始传播的初期阶段都发生过。“杀人游戏”这个概念因其含义问题在学术界普遍都不予承认，取而代之的是“有暴力内容的电脑游戏”。

电脑游戏中的“暴力”所指的是身体暴力行为的表演，并且可以通过游戏行为参与其中。在人们所批评的游戏中，针对其他人物虚幻的使用身体暴力会得到奖励，部分游戏中这是唯一的获胜选项。这些行为通过讲述的故事情节被合理化，因为游戏中的人物常常与“别的人物”发生冲突，暴力是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手段。有些游戏当中，暴力行为以特殊的方式被美化，比如通过慢镜头模式或不断变换的镜头角度等。因而，对暴力的低估或颂扬成了人们批评的重点问题。

与其他的媒体不同，有暴力内容的游戏中的暴力出现在一个纯粹象征性的、简单标示出获胜和失败的层面。有人说，这类游戏不会有什么后果问题（这点通常玩家心里也明白），并认为其魅力就在于过一把自己无法做到的行为的瘾（Jahn-Sudmann/Schröder，2010年）。

人们很难能从象征性的暴力和暴力的行为方式之间得出直接和明确的因果联系。因此，心理学研究得到的都是不同的结果。流行的做法是通过不同的研究模式设计（常常是在实验室条件下），来测量暴力游戏玩家好斗的影响程度，虽然最终也无法得出暴力行为的结论。

某些荟萃分析的结果表明，暴力游戏在短时间内对人的好斗情绪、认知和行为方式有轻微至中等程度的影响。还有一些分析认为，若是一个人不断地接触暴力游戏，那么，他较高的好斗状态被作为一个稳定的部分渗透到他的性格中去，在经常玩暴力游戏的人中尤为如此（Anderson及其他学者，2010年），其他的荟萃分析中未见到有此类的研究结果（Ferguson及其他学者，2010年）。好斗行为的增加是否的确源于电脑游戏中的象征式暴力，对这个问题始终存在争议。因此，有些研究报告对游戏的特征不以为然，尽管时间压力、失败的沮丧或是逼真的场面对于情绪的刺激可能有更为决定性的作用。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暴力进行演示属于青少年媒体保护的案例范畴，基本法第6条第2款第1节以及《青少年援助法》第1条第1款都有保护的规定。2003年又出台了新的法律框架规定，对不断变化的媒体市场情况做出反应：《联邦青少年保护法》（2008年修订后更为严格）以及针对各联邦州广播和电视媒体中青少年保护及对人的尊严保护的《国家条约》。《联邦青少年保护法》对如何处理媒体内容做出了规定，比如规定的年龄限制标识等。年龄限制标识首先由制造商设立的娱乐软件检控（USK）机构对其负责，机构的成员有联邦州、教会、工厂的代表和媒体教育研究人员。如果USK拒绝对游戏进行标识，那么就由联邦检查机构决定媒体是否对青少年有害。该机构有权将某个游戏列入违禁名单，亦即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和做广告。列入违禁名单的标准是“刻意和详尽表现凶杀和屠杀场面”，因而此类游戏起到了使世风“野蛮化”的作用（《联邦青少年保护法》第18条第1款）。

除此之外，欧洲范围内适用的标准见于泛欧洲游戏信息系统（Pan Europe Game Information，PEGI）。不过，某些标准的欧洲版的规定相互之间差别很大，这就给标识的理解带来了困难。年龄限制标识的效果并不如人愿。除了有下载盗版游戏的可能性外，很多人都通过自己相关的熟人获得想要的游戏，甚至常常也借助自己父母的帮助。

此外，由于社会歧视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游戏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许多游戏都带有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内容。游戏中到处都充斥着年纪轻轻身强力壮的白人男子，而少数民族的人被代之以典型化的形象。再者，许多在线游戏中来自网络另一端的歧视性言论也是家常便饭，而且鲜有相关的针对措施。作为策略，有些女性玩家在虚幻的环境中女扮男装，目的是避开经常出现的性骚扰（Yee，2008年）。关于社会因果关系的意识形态言论也被转换成各种电脑语言加以传播（Bogost，2007年）。

对于受批判内容的责任（参见第2章第6节）常常被推卸给游戏制作商，而这些制作商又以市场的需求和已有的年龄限制标识为托词逃避责任。再则，人们也希望家长来关心他们孩子同媒体的交往问题。一般来说，更多地向孩子传授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似乎是非常必要的。

在关于游戏暴力的争论中，道德哲学的探讨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从道义的角度来看，杀死由电脑控制的人物角色是有争议的。这里，有可能在进行着错误的实践，妨碍了有道德情操的自我的形成。从另一角度来说，有暴力内容的游戏有时也提供了自我反思的机会（Coeckelberg，2007年；Sicart，2009年）。有学者从目的论出发进行论证（参见第4章第B.5节），电脑控制的人物形象不是不该杀的道德实体，因而该行为并非存在问题。功利主义论点（参见第4章第B.4节）以或然性为依据，认为暴力游戏可能会助长暴力的行为（Waddington，2007年）。由于无法对这种关联关系进行证明，于是就提出了可被利用的论点来自圆其说，一个证据确凿的立场迄今为止无法实现。时下，一方面由于可能助长暴力的风险，人们必须进一步对电脑游戏进行限制，而另一方面，公众对诸如足球这类好斗和伤害身体的行为却予以鼓励，若要做到两全其美，实在勉为其难（Schulzke，2010年）。

另一个层面上的问题是与其他的游戏玩家交往的问题。除了通常人与人之间都认可的交往前提之外，玩家和电脑虚拟人物之间的联系也是很重要的。有些玩家同他们的电脑人物之间建立了很深的联系。同时，针对游戏人物的性暴力等现象也会直接对玩家产生影响，因而应当予以制裁（Johansson，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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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金博赛姆（William Higinbotham），1910—1994，曾供职于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于1958年设计出了世界上第一款视频游戏。

[2] 罗素（Steve Russell），1937年生于美国，1962年就读于麻省理工学院时和几个同学一起设计出了双人射击游戏“太空大战！”

[3] 科万特（Thorsten Quandt），本文参考文献中所列作者，德国明斯特大学传媒和通信技术教授。


第4节 高放射性垃圾的永久存放

在过去数十年中，那种认为技术是中性价值的观点也因为核技术的争论而失去了广泛的支持。核技术的争论既包括原子能发电问题（参见第5章第11节），也包括核废料的处理问题。这场论战不仅火药味浓，而且覆盖面广，除了能源经济、党派政治和选址问题外，伦理学也成了一个专门的主题。众多的立场、论点和一系列的单独议题都明确涉及伦理学的问题。核技术时代的人类造成了核废料，他们有责任为未来的子孙后代把后果降低到最低程度。这个一代人的责任问题成了论战中最著名的议题。不仅在诸如生活垃圾或工业垃圾方面，而且也在高放射性这种特殊形式的垃圾方面，今天我们所造成的问题垃圾的长期责任课题显得愈发重要。我们所做的社会管理方式上的决策，如核废料的临时存放或各种形式的永久存放等，造成了对环境的种种压力，因此，针对这些压力的思考要求我们做好关于规则和标准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工作。

伦理学和核废料的双重复杂性

涉及核废料处理的技术后果评估（参见第6章第4节）把全社会关于建设一座高放射性核垃圾安全的永久存放场所的争论提到了一个核心地位。在这里，评估所指的问题有双重挑战的含义：一方面是在寻找填埋地点时（比如核垃圾可转移或不可转移）作为技术方案上的挑战；另一方面，鉴于复杂和不同程度的社会批评意见，作为把选址纳入相关社会决策流程和具体建设永久存放场所的挑战。一些国家（如芬兰和瑞典）迄今为止得以毫无冲突顺利解决的事情，在另一些国家（如德国和瑞士）却导致了大规模的内部冲突。当前，带有较大程度老百姓参政议政尝试的现代化政府管理正力图降低冲突的激烈程度，并达成全国上下的“一致共识”。具体到本案例中，作为伦理学核心问题的对良好生活问题的回答（参见第4章第B.8节），看来不仅距离问题的澄清相去甚远，而且带有深刻的冲突和意见相左的烙印。正因为矛盾的激化，我们可以借助“高放射性核垃圾”的实例，来揭示一下重要的伦理学问题。

高放射性核垃圾和低放射性及中等放射性核垃圾的典型区别在于它所产生的放射性危害的高剂量程度（Bracke，2012年，第145页及下页）。低放射性和中等放射性核废料也产生在医学、工业和科研过程中，而高放射性核废料很大一部分是在核反应堆发电时产生的。首先，这里涉及的是核燃料棒，它们在使用过后应当直接永久存放在反应堆中。其次，这里还涉及在处理使用完的燃料棒时所产生的材料和化学溶剂。根据不同的垃圾种类，核垃圾有几万年至100万年的安全问题（Bracke，2012年，第145页及下页；BFE，2012年）。由于这些物质的放射和趋化特性，必须将其与人和环境隔离开来。正是因为针对主要以技术为导向的解决方案，以及排斥达成共识的必要程序的不断批评，伦理学和标准化的立场观点、责任问题和风险评估就始终成了争议的重点。

围绕着恰当的和伦理学上站得住脚的论据理由展开的论证冲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原因在于，有人试图“终结”这场高度政治化和针锋相对的关于存放问题的大讨论。众多参与者，比如政府部门或是利益相关者，所表现出的意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线性思维昭然若揭（参阅Boetsch，2003年，第3页；Birnbacher及其他学者，2006年），遭到了许多伦理学者的回击：伦理学在这个问题上同样不能创造出规范化的标准来，这些标准——如同对风险设备安全数字化的分析一样——会导致以做出道德上正确决定为目的的自我控制机制的启动。伦理学在这里不是书报检察机关和指路牌（参阅Streffer及其他学者，2011年，第236页），而且本身也不会为针锋相对的专业探讨带来更高的合理性。

由于核废料的安全处理是万年大计，所以永久存放问题给决策者提出了极不寻常的要求。针对在这样长的时间段里所产生的伦理学问题的研究，其情况极其复杂迥异。目前，有一系列短小的论文和篇幅较长的著述章节被发表，但相互之间的关联性十分薄弱。同时，一些篇幅不长的论文里所提出的论据常常经不起细致地推敲，因而不能算作科学和伦理学方面有见地的论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把史特雷福尔及其他学者（包括哲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盖特曼）已有的观点同罗伯特·史贝尔曼的观点进行对比，从而找出伦理学争论的挑战，不无裨益。

问题解决方案——采用标准化的伦理学思路

在史特雷福尔等学者眼里，为长久时间段承担责任是处理高放射性核垃圾的中心问题。他们引经据典，引述伊曼努尔·康德的学说和启蒙主义的思想（Streffer及其他学者，2011年，第237页及下页），认为人们应当不依照社会和政治上的反响来提出哲学和伦理学的理论观点（Streffer及其他学者，2011年，第234页）。同时，人们应当相应地对行为的后果、相关联的理性、成本和风险分配以及与之有实际关联的衍生后果进行探讨。意见的分歧（特别是在德国，它是核废料永久存放问题争论的原因）应当在伦理学的思考中及在所提出的声索要求（Claims）的背景下加以重建。人们应当用康德式的绝对命令来检查声索要求（参见第4章第B.5节），亦即用这样的方法来对个人的良好意愿进行审查，看它是否能够起一个普遍法则的标准作用（Streffer及其他学者，2011年，第238页）。

于是，这里所涉及的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在论证意义上所提出的声索要求，而非一种道德意义上的行为类型（Streffer及其他学者，2011年，第237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声索要求必须证明自己具有普遍性，而且能够使履行“义务”成为可能，这些义务因对垃圾的直接责任而产生，而这些垃圾又因为当前的核电应用，以及当前可能只在德国即将淘汰的核电应用所产生。在对其中重要的声索要求的检查时，人们提到了“三个误解”：“直接的行为必要性”，“公平”的理由和“肇事者买单！”原则（Streffer及其他学者，2011年，第234～246页）。

史特雷福尔等学者从根本上反驳了“直接的行为必要性”之说，因为直接的行为必要性只在紧急情况下才会有，而在处理高放射性垃圾时不存在这种紧急情况。这一点与下面的一个判断相关联，即对问题情况进行彻底检查的时间和对选择性方案进行比较的时间是完全具备的。“公平”被理解为危害和利益之间的交易行为，因而不具有标准内涵，并且是被形式化和缺乏上下文关系的东西。补偿策略应当相应中立地针对医疗和预防策略予以考虑，而由肇事者原则上承担费用的问题则应同承担所有责任的义务区分开来。“作为恰当地履行长时间义务的重要因素，与其必须构筑国与国之间和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的界限，不如必须完成技能和资源的准备工作。”（Streffer及其他学者，2011年，第245页）时间和空间的界限看来仅是历史的偶然性，而非必然性。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和国与国之间分工的必要性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在这些研究学者眼里，为长久的时间段承担责任不是代内公正性的主题（Streffer及其他学者，2011年，第247～253页）。有别于马克斯·韦伯和汉斯·约纳斯的观点（参见第4章第B.2节），后者被认为是对责任概念的过度理解。相反，我们更应当制定出一种为长久时间段而计的责任义务，并且酌情将这种长期的责任义务与关系到几代人的问题联系起来（Streffer及其他学者，2011年，第250页及下页）。然后，再就普遍和无限制的有效性与不同程度的约束力（随着空间、社会和实践的距离而减小）之间的区别做出令人信服的决定（Streffer及其他学者，2011年，第254页）。为此，相应的道德分工模式已经存在，诸如与职业相关的资格能力、代表团和代表处以及理论预测（作为把关形式）等，不一而足（Streffer及其他学者，2011年，第255页）。这个情况在应对长期的责任义务时也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必须兼顾，当我们面对未来的下一代人以及面对广义的未来时，我们的知识水平应当被理解成一条持续下降的曲线（Streffer及其他学者，2011年，第255页）。

罗伯特·史贝尔曼的反对意见

罗伯特·史贝尔曼看问题的立场不仅在其所形成的背景方面，而且在研究的深度方面，都不同于史特雷福尔等学者的立场和观点（前者实质上是一个学术报告的改写版，后者是一群学者的专著），但是他们两人之间也有一个共同点：不同的隔代人之间不同的相互接触程度的可能性。虽然在史贝尔曼的文章中见到的那些直接论及核废料处理的段落有些散文式的倾向，但是，这些段落不仅在概念上而且在关键问题上（亦即对人的认识和人的判断力方面），都显示出一种涉及科学家、专家和老百姓的特殊的不同。

在史贝尔曼看来，那种认为可以在各种不同的伦理道德观点之间进行选择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而且导致了错误的判断，即伦理学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为了开展一个符合道德标准的项目，更需要一种“全民的道德风尚”（Spaemann，2003年，第7页）。“全民道德风尚对目的性加以限制，限制我们追求自己的目的。倘若在目的理性观点之下进行选择或设计的话——即便目的叫作和平，也会出现腐败现象。”（Spaemann，2003年，第7页）不过，他们在引述康德的时候（史贝尔曼等），不是将义务，而是将“尊重”和“人的尊严”置于核心地位：“他们（人）是目的本身，有权要求的不是价值高低，而是尊重。”（Spaemann，2003年，第29页）因此，在核废料处理中，未来人的“生活利益”必须以特殊的方式加以考虑。

史贝尔曼在此处的论辩中借用了类比法，此法初看时颇让人惊讶，却表明了他的基本立场：鉴于在福利国家中也存在的医疗资源普遍不足的现象，人们不禁常常要问什么才是人允许做的事情。例如，他可以对人是目的本身的特征视而不见，而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让他们享受不同的医疗待遇，从而去保障（生存）生活利益吗？由于核废料处理同样涉及人的生活利益问题，于是他提出了一种类比推理法，根据此法，价值的考量恰恰不是核心标准。“（永久存放问题的）道德难题是，为了当前这一代人的利益，我们将一个危险源存放到了地下，这个危险源将威胁到我们之后的子孙万代。”（Spaemann，2003年，第29页）史贝尔曼对“我们允许这样做吗？”这个问题的批评回答是含蓄的。此处，他尤其反对论辩伦理学（Spaemann，2003年，第28～30页；参见第4章第B.6节）。他的核心论点是，未来的子孙后代只是我们幻想中的探讨伙伴，我们缺少“面对面的伙伴”以及直接互动的交流。这些未来的讨论伙伴只能就“我们给予或是我们从他们那里已经拿走的东西形成自己的评判”（Spaemann，2003年，第31页）。我们今天能够同他们进行这个虚拟的讨论与平等公正原则相去甚远：“……我们对自己所想象的那场讨论有绝对的控制权，最终我们可以随心所欲，想做什么就做什么。”（Spaemann，2003年，第28～30页）

因此，史贝尔曼给未来子孙后代的普遍“责任义务”问题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意义（比较接近史特雷福尔等人对此问题的讨论）。然而，在人的地位方面，他的做法带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区别特征。史氏将下一代区分为“遥远的下一代”和“未来的下一代”两类。在他看来，人们必须特别顾及今后数百年的下一代人，因为同我们相比，他们有可能会更好地从质量方面来利用所有的资源（包括化石资源）。他们有权利要求我们节省资源并拿出好的气候保护政策。与之相对应，我们无权给后辈人留下一个“现状减”（status quo minus）。史氏认为，核废料的特征在于它的矛盾性：它的长期影响与人的行为正常的长期影响完全不成比例，同时是对生命的物理基础结构的侵入，其后果将超出人类文明和生命形式的所有变迁（Spaemann，2003年，第34页），核废料的制造是一种不可能融入任何新的文明环境的变化（Spaemann，2003年，第34页）。假如永久存放地周围的地质情况不稳定的话，那么就有可能直接置人于死地。误以为能够保证不发生此类情况的那种安全感，可以从类比结论中推导出来，而这些类比结论可能会引起误导。

人们的这种安全感常常来自自己的一种观念，即迄今为止每个现实的问题终究还是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但是，这并不能当作顺理成章的规律来看。核废料今后发生的成本费用是不可能降价打折的，基因技术对生命过程的干涉也不例外。价值不会因时间而损失（Spaemann，2003年，第35页）。人们在垃圾处理问题上所遇到的问题，乃是如经院哲学里所描述的“迷茫局面”（并非悲剧状态），由于早期所做出的错误决定，“正确之道”已不再可能。但是，在面对高放射性核废料的问题时，似乎还有比较好的和比较坏的两种办法。人们所要反思的问题是，如何理解什么是良好生活（Spaemann，2003年，第36页），这样，此问题旋即变成了一个道德问题。

礼貌尊重是必要的标准吗？

综而观之，虽然史特雷福尔和史贝尔曼都对永久存放问题有明确论述，但二人之间的立场却有明显的区别，从而反映了该领域中伦理学反思的现状。一方面，史特雷福尔学派在标准化的伦理观中以康德的绝对命令为论据，并且以寻求具有普遍性的标准为重点；另一方面，史贝尔曼提出了一个与之迥然不同的基本观点，即以生命的整体性和一种非时髦的但依然有魅力的“尊敬”和“人类群体”概念为价值取向。再者，史特雷福尔等学者在援引启蒙主义思想的同时，将科学的特殊作用和民众的评判能力同科学家们有分析优势的认知能力相比照，而史贝尔曼则更注重于社会道德风尚的作用。史贝尔曼认为，我们应该从这种社会道德风尚出发，并在维护人的尊严的立场下，对人的行为后果进行反思。其一，这一视角将人的行为后果归属在有限的人类影响空间和进化的大结构之间；其二，强调人类的一种能力，即这一能力可使其与所有的人和人类后代“友好”共处，并且借助对于对立方的同情心来消除利益的冲突（Spaemann，2009年）。同情心的载体是一种人道的观念，据此，每个人都具有爱人之心以及当前这一代人及未来的子孙后代过一种超越具体事务约束的幸福生活的需求——即便是面对那些已经做出的决定。作为文明的潜在力和文化性，这个观念是可以推行的。

如何激发这个文明的潜力，这个问题在本文介绍的两种立场中未做详尽的思考。史特雷福尔这派学者寄希望于找到一条正确的途径——或许是借助于一只看不见的自我控制之手，将危害和利益进行自然主义式的分配。通过对地质学上深度存放的行动选项的扩大（采用不同时期监控和反应的方案），以及通过诸如变异等技术选项（减少高辐射垃圾量）的采纳——二者皆由卡里诺夫斯基等学者提出，当前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可能在今后数十年中在大型技术上得到实现——这个艰巨无比的、必要的和人道的以及同时也是民事的问题解决方法未必会变得更为轻松。

我们在上述两种相关立场中所看到的这个特殊区别，更多地涉及在公开和民主条件下对于集体“行为”和集体“决定”概念的思考不足。民主在这里指的是，在几乎所有具有永久存放计划的发达工业国家中，做决定是一个（社会）政治的议题，这时，不仅仅是要做出一个牢靠的、在伦理学上也经得起考验的决定，而且还要对力量平衡和投票方式进行思考。投票要在集体做出民主决定进行，并且还要令人信服。特别是这一点，不但史贝尔曼注重人道主义的立场，而且史特雷福尔以科学为中心的、注重知识产生的认知过程的立场，都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难以推进问题的思考和澄清（Gethmann，2008年，第10页）。

属于对集体模式和投票机制进行思考范畴的，乃是以问题为取向的对民间对话方式的诠释（参见第6章第5节）和利益汇集的模式（有关这点参阅Spaemann，2009年，第46～59页）。此二者作为悬而未决情况下集体行动的形式出现在决策本身之前，不但要将伦理学思考纳入其中，而且要在意见分歧的子问题上力争达成折中方案（关于折中方案参阅Sutor，1997年，第61页及下几页）。这样，一个现代化和民主的工业国家的公众社会就成了言论和知识产生的场所，同时也是集体决策准备过程的产生场所。这些过程通过特殊的机构组织（如政府部门等）被授权集体制定约束性的决策，如高放射性垃圾存放的选址和项目实施。这些决策的制定，不仅都经过公众社会的批判，而且经过了不同场合争论的过滤、多重加工和检验（Peters，2007年；Habermas，1998年，第7章）。

从方法的公正性和代内的负担分配观点出发，阿明·格伦瓦尔德强调，恰恰是对高放射性核废料的填埋问题的澄清必须在论辩沟通和信息交换的条件下进行（Grunwald，2010年，第82页）。为此，我们需要一种民事的流程，将信息、主张和群体利益的交流置于核心地位，同时对这些流程进行构建和推进，并且引进高质量的解决问题的标准（Grunwald，2010年，第82页）。在他看来，这里面包含着相互提供咨询和共同寻找冲突的解决方案，其意义远高于科学上对相关事实和四平八稳的言论的找寻。进而言之，这个过程应当被理解成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其中，伦理和道德方面的论据以对话的形式接受论辩的考验，同时，系统性地在各种立场和论点之间建立起相互的联系。然后，将这些观点和立场交给公众进行评判。总而言之，这种做法看起来十分虚无缥缈，而且在现有的水平之下，在自信的文明社会中恐怕还难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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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 能源

背景和前提

能量永远只能被转换，而不能被“制造”或“耗尽”（能量守恒定理）。对人类来说，不是任何形式的能量都是以可控的方式可利用的，而是必须——只要它不是“天然的”以合适的形式存在的话——经过有目的的转换才能供人使用。能量生产一词指的是天然存在的能量（初级能量）被人类转换成了一种可利用的形式（终极能量），与之相对应，在所谓的能量消耗中融合了多个环节的能量形式的转换过程，如运动、热、光等（所谓的有用能量），这些能量可被使用者为了他的目的加以利用。可用于能量生产的天然能量储备被统称为能量资源。在人类历史上，以能量载体和具有浓缩能量含量形式存在的资源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其原因是它们能够被“分配”、运输、储存和量入为出地使用，特别是还能成为产权的物体。到了后来技术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可达距离的，以运动、热、光或电的形式的能量输送成了可能。借助特殊的传输设施，能量被直接输送到了消费者手里，并且在那里通过合适的设备和耗能器被转换成了有用能量。由于耗能器直接连接到能量传输线路上以及连续不断的能量供应，能量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就有了今天这种在发达国家最为普及的能量供应服务形式。

由于各地的条件不同，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据使用的类型和当地的条件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和特殊的能量使用形式。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和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技术基础设施差别的消除。不断增多的大工业化的资源开发和能量生产，以及为保障大规模流量的输送设施的建设，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巨大的舒适和效率收益，而且平衡了当地因自然条件所造成的优势和不足。能量的可供使用逐渐同土地和资本占有、动物劳动力和技术生产资料的占有相分离。除此之外，消费者为获得每个单位的能量所必须付出的等值劳动量也呈下降趋势。

技术的发展不仅使生产力获得了提高，而且增加了富裕程度以及人均能量消耗。与这种技术进步并非不无关系的是，在以往的数百年中，西方国家的人口也有很大幅度的增长，因而也从这个方面进一步加大了对有用能量的需求。随后，在不断增大的效率压力下，人们逐渐将目光集中到了几种初级能量载体和特殊的能量生产和输送技术上。在资源方面，自工业化开始以后，煤、油和气这些化石能源，以及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核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通过来自中央电厂的电力输送或是天然气的输送（特别是用于房间取暖），以及通过石油精炼品的输送（取暖、机动车辆），人们获得了终极能量。

集中于少数几种能量载体，这几种能源的大量使用，以及人类生活规划对有保障的能量供应加大的依赖性（同时能源供应商也集中于少数几个厂家），都同经济、生态和社会的后果影响相关联，从而要求人们采取一种积极和谨慎的能量供应管理措施。从有助于能够适应未来发展的角度来说（参见第4章第B.10节），技术伦理学对能源系统评判的标准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安全和公平的供应；（2）环境效应；（3）资源利用（参阅Steger等，2002年）。

没有现代形式的社会结构（比如得到保障的财产关系或可有效执行的契约安全性等），导致形成现代能源供应形式的技术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与之相对应，只有在运转良好的和有制度组织的大型群体的基础上，能源供应的伦理学问题的提出才有意义（假如这些问题又具有重要性的话），同时也才能将制度化行为的设立和控制当作自己的议题和对象。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一方面是消除冲突的行为协调策略，以及酌情实现和推进群体内部参与者之间的合作，另一方面所涉及的是重要的流程设置，这些流程处于具体的市场行为之外，不论是参与者自己可期待的未来利益也好，还是第三方可期待的利益也罢，例如其他人群或未来子孙后代的成员等。后者只有在涉及可持续性（参见第4章第B.10节）和公正的（参见第4章第B.9节）能源供应时才有意义，而前者只有在安全和按需供应出现问题时才有意义。

在正常运行或故障情况下来自生产场所或输送设施的风险，并不是能源技术的特殊现象，所以本文不加赘述。但是，能源技术设备，特别是核技术设备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由于极高的能量密度，在故障情况下会导致有极大危害程度的恶性事故（参见第5章第11节）。

安全和按需的能源供应

由于能源对于个人的生活构建，参与社会生活，以及对于人群沟通型的自我组织具有根本的意义，同时根据共和体制的观念，国家乃是由个体所建立，并以服务于个体而获得存在的理由，那么，国家的任务之一就是为持久的安全和按需供应能源提供保障。鉴于能源作为“善举”的若干特点，仅通过自由的市场行为不足以实现这些目标。下文列举了几个典型的冲突现象案例，它们都要求对市场的自由权利进行限制，倘若我们要实现所追求的目标的话。

（1）越来越单一化的能源供应和巨大的效率潜力密切相关。随着因此而完成的特殊耗能器具的开发，能量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也不断增加：最终能量和耗能器具形成了所谓“互补商品”。倘若其中一方进行了投资活动，其回报期可能会有较长的一段时期，其间需要另一方持久的合作，这时就可能出现单方面获利占便宜的诱惑，这种诱惑从长远来说可能破坏双方合作的前提，并导致对单个参与者的损害或是将其排除在局外。各种组织机构应当运用规定来改变对市场参与者的诱惑，使之服务于推进和保障长期的合作关系。因此，组织机构乃是形成和进一步发展服务于长久能量供应目标的消费设施的重要前提条件。除了有效地实施长期的契约关系的制度前提外，根据不同的市场情况，我们还可以采取保证市场多样化，依靠实行普遍的技术标准促进市场竞争，以及控制价格和销量的多种措施。

（2）燃气和电力要通过管线系统进行分配，系统的建立需要大量的投资。当充足的规划安全性带来有利的资金回报前景时，有待筹集的大量资金可能会导致市场上只有一个仅有少量中央分配站点的供应商能站稳脚跟，而且市场几乎被按照区域进行划分。这时，消费者对个别供应商的依赖就会增多，同时，他被用自由市场上的流行价格“占便宜”的风险也会增多。为了抵制垄断和卡特尔，这里也需要对市场的调节和管理。

（3）即使是消费者可以在多家供应商的产品之间进行选择的地方，有助于消除对商家进行选择的障碍的管理规定也是十分必要的。对消费者来说，如果更换供应商会造成新的、要他自己承担的供应设施建设费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存在这样一种更换障碍。这里，相关的规定措施是，从法律上设法将生产设施和输送设施区分开来，这样就有机会为其他潜在生产商排除进入市场的障碍，同时带来创新的动力。这种生产和输送的分离措施可能会造成对所有权的严重干涉，因此需要相应的合法化程序。人们通常列举的理由，如“消除市场畸形”及“带来创新动力”等，虽然符合公益的目的，但是，对于受到规定措施牵连的一方却是一种有碍他利益的强人所难之举。

（4）在人口稀少地区，连接大面积铺设的配送管线的成本要明显高于人口稠密地区。有鉴于此，如果设施所处地点的优势和劣势（部分受到市场和社会的发展状况，部分受到官方关于地点和线路的决定的限制）不会（不恰当地）转嫁到个人身上的话，那么，管理规定措施就是有必要的。

（5）环境及环境质量是公共财产，不能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与从能量载体中获取有益能量生产相关的不受欢迎的环境效应（见下文），也没有受到生产者在成本计算方面的相应关注，同时，也没有形成避免这种效应的价格上的刺激。为了对市场畸形加以纠正，可通过制度的规定来计算出成本。比如，国家可以制定相当于所产生的“外部”成本的税额来作为手段（“庇古税”）。这个税种常常也被称为“生态税”，如可以向燃油进行征收等。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德国在“生态税收改革”范围内的实行状况还只是刚刚起步阶段的庇古税。

（6）随着组织规划方面安全性的提高，能源供应商也越来越愿意投资更大型的和生产效率更高的设备，并且愿意承受逐渐变得必要的、更长时间的资金回报期。但是，这有可能会导致，在生产条件发生变化时，比如必要的资源变得紧缺，社会对于此前所忽视的生产后果（如因为排放问题）的重新评估，或是技术可能性的变化等，人们会因为损失的危险而尽可能长时间地避免战略的转换。这种所谓的锁定效应尤其在下述情况下是大有问题的，即根据对当前情况的了解，不是出于生态原因，而是出于其他原因的对能源系统的迅速改变显得十分紧迫和必要。即便是这样的改变（借此来实现新的社会目标），只有在把一个借助财政刺激手段来影响当事者行为的规划管理的机构纳入过程的情况下，才能够有成功的希望。但是，此时的规划管理的目标和为此所使用的手段需要得到全社会的批准和授权。

（7）同时，当涉及究竟是集中战略还是分散战略有利于长期的供应保障和公平问题时，锁定效应也同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所获得的巨大效益和利润，迄今为止主要建立在（化石）能量载体之上的能源供应助长了市场向大型和集中型企业的演进。随着近年来选择可再生能源的取向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要求将供应系统分散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集中战略和分散战略在总体上究竟谁更有利于资源的保护，这个问题取决于方方面面的因素，比如相关能量载体的种类、能源储备利用和运输可供使用的技术可能性，有的情况下也取决于——特别是涉及水电、风电和太阳能时——不同地方的现有条件。在向分散型供应企业转换时，要相应地考虑到公平合理的条件。比如，要能够保证做到，得益于当地得天独厚条件的那些人不会将更高的费用投入或供应保障不足的风险不合理地强加在条件不够好的人身上。与此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大型消费客户的供应保障和效率问题，他们不可能在自己的基地上轻而易举地转换到分散型供应模式上去。但是，为了对现有的（部分）分散化的潜力加以利用，也要保证做到，在从社会的角度看应该实行转换的地方，不使用市场的力量来阻止这种转换（比如为了保护已经付出的投资等）。

通过设立和不断调整机构方面的框架条件（这些条件证明自己有利于总体的市场和技术的发展），两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中每个能量单位的生产力不断提高。同时，更多的能源被开发出来，因此，在那里集中形成了巨大的购买力。由于能源对于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工业化生活方式具有特殊意义，人们愿意为能源买单的意识也非常高。尚未完成这个发展历程的国家在全球化能量载体市场中越来越多地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廉价的能源也是奋起直追的前提条件，而且落后的发展程度也被看作人道主义缺陷的根源，所以，能源的分配被越来越多地认为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特别是由于世界人口中使用汽车的数量不断增加，由此而产生了各种矛盾冲突的风险，要用发展的措施来加以应对。但是，一种在资源利用和排放行为方面同西方工业国家类似的发展进程，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负担。

可持续和公正的能源分配

20世纪70年代起的情况表明，与大量使用化石能源相关联的能源供应遇到了“增长的界限”（Meadows等，1972年）。此后，人们开始对各种在有限资源情况下能保持福利经济的尝试办法进行探讨。除了化石资源的储量是有限的之外，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将环境效应和能源生产风险作为讨论的主题。这些问题中，对可能出现的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的综合效应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鉴于问题征兆的程度、可供反应的时间短暂，以及效应出现的时间滞后，气候变化的效应问题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挑战。

考虑到这些新的发展情况，自20世纪90年代起，并且在“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词下（参见第4章第B.10节），越来越多影响广泛的、旨在为跨国界和跨代的公正能源分配做出贡献的方案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方案的宗旨，是要满足人们对安全和按需的能源供应的要求，与此同时，人们提出的进一步要求是，兼顾能够使长期的资源储备、健康和生活质量成为可能的环境目标，以及兼顾（全球范围内）公正的福利分配目标。

这个过程的特殊挑战在于，不同的国家在权衡自己的目标时所提出的最佳目标值是完全不同的。原因之一，是它们有不尽相同的基本国情；原因之二，是它们各自的发展程度（积极的或消极的）也不尽相同；原因之三，是它们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意愿也完全不同。由于所达到的发展程度也同样决定于化石能源的可供使用程度，所以，在各国的技术和经济发展状况和它们所占有的令人担忧的气候变化比例之间，存在一种紧密的关联关系。缘此，发达程度较低的国家期待着发达国家愿意更多地对相应的措施进行投资，并且，其中的部分国家要求自己的（“追赶”）发展权利，尽管这种发展在现有的效率压力下，必须在始终尚为廉价的化石资源基础上进行。要解决这样的冲突，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机构或组织，它能够保证所有国家都尽可能公正地参与到关于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的决策中，同时，未来子孙后代的诉求也能够在这些决策中得到相应合理的表达。

环境效应

首先是能量载体变成热能和电能的化学转换，导致了除了想要得到的能量释放以外的非所愿望的后果影响，尤其是有害物质的排放。对能源供应来说，有害物质从根本上可以区分为环境有害物质和气候有害气体两类（Europäische Kommission等，2005年）。

环境有害物质是化学物质，它既可以自我产生，也可以通过自己的第二产品，亦即通过对人体和生物环境及非生物环境的化学和物理影响而产生。根据其在环境中的持久度、扩散途径和影响机制，有害物质会对不同时间段和不同的地理区域造成跨越式的影响。有些具有氧化作用的有害物质，如臭氧等，其有害的时间只有短短数小时，因为它们极具活性并且很快转化成了无害的第二产品，而其他的（“顽固的”）有害物质，如稳定的有机物质和重金属等不能分解，而且在环境中积聚，并能够在很长的时间里造成对人的健康和生态系统的损害。恰恰是对生态系统和物质的损害（比如罕见的文化遗产等），会有长期和不可修复的后果。除了地方的措施外，比如将工厂和技术设施迁出城外（如设立环境保护区），或是采取技术措施（如高大的烟囱）等，人们还召开国际会议来商讨和制定关于降低危害的协议（参阅UNECE等，2012年）。

气候有害气体是化学物质，它影响到大气层的辐射量，并且中期至长期地对地球气候的改变产生影响。正因为如此，各种气候变化的效应，如水量分配的变化（冰层融化、海平面升高、陆地被淹没），以及生态系统的变迁和损害等，对人类健康所造成的各种影响都将会出现（参阅IPCC，2007年）。由于排放直至气候变化的出现之间有很长的时间滞后，同时由于只有统计数字的气候特点，关于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很难加以论证，而且关于影响程度的阐述也不够扎实。人们担心，在污染很严重的时候，全球生态环境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从而会导致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无法承受的影响。因为能源供应而进入自然环境的最主要的有害气体是有机物燃烧时所产生的主要物质二氧化碳（CO2）。假如人们使用可再生材料制造有机物质，那么，植物在生长期间就已经吸收掉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理想的情况下，其数量相当于燃烧时所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量。因此，使用可再生资源被看作对气候的有利之举。对增加了的有害气体排放后果的评估和应对措施的采用，应当在国际的协同一致基础上进行。有195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的分析报告，制定出了科学的研究方案并得出评估结果，作为1995年以来每年都举行的世界气候大会的基础。

资源利用

与非可再生能量资源的使用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是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高，而且可使用资源的数量也在减少。为了能量转换，除了核燃料外，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也作为能源载体来使用（参见第5章第11节）。根据推测和探明的储量，与其他能源相比，特别是石油的可使用时间非常短。如果产量不变，那么这些能源只够使用大约160年（DERA，2011年）。

由于转而使用可再生能源，能量载体的有限程度对于能源供应的重要性不断下降。但是，其他的紧缺现象接踵而至：始终对于能源供应具有重大意义的是土地资源（比如用于生产生物原料的耕地）和空间（比如作为地下仓库）。紧缺现象产生于若干种（相互竞争的）目的的同时利用，例如粮食生产和能源植物种植的竞争（参见第5章第1节）。为了保障能源的连续供应，要求有新的能量转换和储存技术的出现。除了储量的有限性之外，地区性的能源储量分配以及市场的价格变化，都是在大规模投入使用新技术时应该考虑的因素。由于这些能量原料不是被消耗，而只是被利用，所以，它们在产品的使用寿命结束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新回收利用。除了回收和资源利用效率之外，开发独特的资源和原料产地的多样化是各国及欧洲政策的重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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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地工、水工和采矿技术

论题描述

对地球表面和与之相连的水体的改造乃是技术行为的基本形式。人类在其文明历史上，很早就开始系统地在岩石上开凿洞穴和沟渠，在不安全的地面用木桩加固房屋，以及有计划地改造水道。随着向农耕文化的逐渐过渡，又产生了改造土地表层结构的关键技术（但尚不属于地工技术，参见第5章第1节）。用于安全修建各类建筑物、灌溉、排水和洪涝防护的各种巧妙系统，属于农业和城市社会乃至所有技术及工业社会的核心技术基础。歌德（1832年）在其《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和最后一幕中，不仅生动形象地为地工和水工工程树立了一个具有矛盾特性的丰碑，而且在另一方面，也把这一进步作为成功的文明成果加以歌颂：“铁锹声多么使我心旷神怡！/这是那些群众在为我服役，/他们保护陆地免遭倾圮，/对汹涌的波涛加以限制，/用紧密的长带将大海围起。”（Goethe，1948年及以后版本，第347页）浮士德晚年因为修建围海大堤而发家致富，然而，建筑工程也带来了它的牺牲品。还在工程期间就已经出现了巨大的人员损失，年近百岁的浮士德老人最后双目失明。甚至希腊神话中热情好客、招待天神的两个人物——腓利门和博西斯，在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中也不得不按计划搬家迁移，最后难逃死亡的命运。他们的死是不断扩大的、（也）受制于地工和水工技术的社会进步的典型牺牲品。这个进步不仅为防止自然灾害提供了安全保证，同时也为今天人类共同生活的技术结构提供了前提条件（参阅Horkheimer/Adorno，1988年）。

“地工技术”乃是建筑工程学中诸专业领域的集合概念。在这些领域中，地基处理和安全的桩基及建筑物本身定位具有核心的地位（Smoltczyk，2002年/2003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水工技术（=水利工程）乃是以水为主要对象的建筑技术活动的一个特殊学科方向（Strobel/Zunic，2006年）。然而出于种种原因，其学科范围和归属却不甚明确。首先，凡是地基水位很高的地方，或是在修建水坝和港口的时候，地工技术和水工技术显然都要联袂登场。其次，采矿技术（恰恰也在机构方面）所建立的是完全另外一个领域：虽然采矿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地工和水工技术，但是，其他技术也被囊括在内，如传送技术等（Reuther，1982年）。下文将采矿技术的地工和水工技术层面一并论述，但并不对总体的采矿学进行阐述，因其文化和技术史的意义已远远出超出了本文论述的范围。最后，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土壤和水体不仅是建筑物的基础或环境，还涉及它们的改造。缘此，鉴于其对生态世界可见的和重大的影响，改造活动乃是人类技术行为力量的一种象征：“技术已将山岳移位、河流改道……”（Lenk/Ropohl，1987年，第5页）

技术伦理学的范畴归属

从铁锹到隧道掘进机，从以天然石块和树枝编织物构建的堤坝到用水泥和钢筋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的转变历程，不仅展示了地工和水工技术对时空构建能力的重大发展，而且也折射出伦理学越来越大的重要性。然而，不同于时下的生物和信息技术，地工技术本身尚未成为有系统的学术及伦理学思考的对象。同时，在关于采矿技术的争论中，单项技术本身也不是学术批判的主要对象。若是有人从审美角度提到所谓“建筑过失”或“风景创伤”的话，那也主要是对建筑和风景规划方面的批评。从哲学及伦理学的专业探讨角度来说，水工技术方面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尽管很长时间以来人们所说的“草原化”（Seifert，1936年）或“水体侵害”等概念都是指的纯粹道德上下文中对水工技术审美和生态学方面的批评（参阅Potthast，2001年）。但是，缺少一个分门别类和特殊的伦理学学科并不意味着过去和现在都未曾发生围绕地工和水工技术的伦理学争论。情况正相反，只不过这些争论是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出现罢了：或许由于深深植根于人类的文化史中，地工和水工技术包括采矿技术不是被作为特定的技术来从伦理学和政治上加以批判。很多情况下，论争是在带有环境学、社会经济学和审美学性质的基本的社会政治批判的范畴中进行的。只要地工和水工技术方面的措施是属于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探讨也不会从一开始就瞄准土建和水利工程师的某些特定技术，而是以对权力和统治的批判为对象。因此，这里所讨论的乃是社会项目的整体和全局，及其手段和目标。

真正从技术伦理学对问题进行考察的视角是从不同的着眼点开始的。一方面，它所关心的是（广义上）用来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地工和水工技术措施是否合法和势在必行的问题。这个问题常常发生在目的-手段-后果的考量范畴中：某项工程的目的（此处指的是建筑物以及土地和水体改造措施）是否能为所使用的技术和其他手段，以及可预见的后果和衍生后果提供正当合理的理由？对安全因素进行根本性的强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参见第2章第3节），并且与法律的框架条件密切相关，这期间，新的德国工业标准（DIN）和更多的欧洲标准不断出台和修订（参阅Ziegler，2008年）。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各种因素间的复杂关系，100%的安全是不可能做到的。同时，人们所期待的安全程度也取决于对项目必要性的评估、资金问题和实际可行与否的问题，因而，最终还是一个经典的风险考量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就某些（大规模）土地和水体改造活动在道义上是否准许的问题做一番更为根本性的思考：这一点常常被人们同宗教上的问题（神圣的高山和树林不容冒犯）或是世俗的风景和自然保护问题（由于露天煤矿、水库大坝等的破坏，参见第4章第C.2节）牵扯在一起讨论。最后，还涉及职业道德问题，亦即土建和水利工程师们直接的和个人的责任（女性工程师至今仍然是凤毛麟角）。

当前争议领域：工程师伦理学

地工和水工技术领域的《职业道德准则》（Codes of Conduct等；参见第3章第7节）所强调的既有一般的内容层面，也有特殊的内容范畴：从一般意义上讲，比之局部的和私人的利益，对社会的福利、健康和安全的责任毫无疑问处于优先的地位。这种优先地位也限制了工程师们必须遵守的对业主的忠诚义务。职业的纯洁性和良好声誉得到了强调。此外，工程技术人员还有义务，必须向社会公众通报关于技术行为可能造成的技术、社会、环境影响及其他后果。特别是对地工技术来说，后面这一点在下述的要求中再次得到了体现，即必须重视项目的宏观背景（larger picture），自始至终伴随项目的进展，包括在现场检查技术设计的实施情况。明确禁止以安全为代价的价格优惠，此外，还要求项目范围中与其他专业领域的合作。最后，凡是存在安全问题的地方，避免发表关于地工技术、地质学和环境方面不必要的肯定性言论，也属于工程师伦理道德的范畴（Brandl，2004年；ISSMGE，2004年）。

当建筑物由于地基不稳而倾覆时，人们不难将这些行为准则同当前出现的问题联系起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所提出的常见问题是安全考量是否从根本上被重视得不够，或是因为顾及资金后果或是业主的声誉后果而遭到了忽略，抑或是否事关有缺陷的、偏离原来计划的和施工期间过分疏于检查的项目执行问题。后者显然是2009年3月3日地铁施工造成科隆市档案馆倒塌时出现的那种情况（Schmalenberg/Damm，2010年）。但是，这样的案例同时也说明了道德责任，特别是法律责任归属的困难程度（关于工程师伦理学的概论，参阅Hubig/Reidel，2003年；参见第3章第7节）。

迄今为止，地质专家意见的责任问题的唯一案例发生在2009年4月6日意大利中部拉奎拉地区地震之后。六名科学家和一名政府机构人员被作为一个政治和行政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受到了审判，原因是他们在一系列的轻微地震之后，忽略并低估了马上就要发生大地震的风险。此案起诉，特别是2012年10月一审宣判之后，不同的国际专家纷纷对这一判决表示不满，原因是如果从政治上和（刑事）法律上要求预测的绝对把握性，那么，在此基础上并在不确定性原则条件下，要拿出专家的评估是不可能的（The L’Aquila Trial o.J.）。归根结底，地震风险预防的问题反映了这样一个地工技术及政治上的难题——在什么样的法律基础上，花费多少资金投入，在哪些地区才能够或是必须修建什么样的能抵御几级地震的建筑：“什么样的安全才是足够的安全？”——这不是一个工程师本身所能回答得了的问题（参阅Brandl，2004年；参见第2章第3节）。

当前争议领域：地工技术

特别是大型建筑项目往往不被人们认为是技术伦理学上有争议的事情，但人们从总体上提出了一系列基础设施影响未来的政治和道义问题。“斯图加特21”（Stuttgart 21）建筑工程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斯图加特中央火车站迁至地下，在施瓦本汝拉山地区的普洛欣根到乌尔姆之间修建一条轻轨线。这项工程中，仍然是地工和水工技术的可能性和界限起共同的决定作用。在地下隧道壁厚的强度安全设计方面，有一个问题牵涉到成本和效益之间的恰当比例关系。此外，人们还对采取水资源管理的水工技术措施可能会给矿泉水水源造成的危害问题展开探讨。考虑到施瓦本汝拉山地区普遍存在的岩石空洞现象，在安全性和成本费用方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地工技术和水工技术的专家鉴定，对于地下建筑的风险确定、项目可行成本确定以及技术系统复杂性的确定都起着共同的决定作用。与之相对应，专家意见的作用在政治性论战中是有争议的，因为这些意见最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成本效益的风险分析和工业基础设施的决策问题（参阅Schlichtung S 21）。与此同时，在伦理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专家意见在政治环境中的中立性，各业主对各项评估倾向性的态度，如何对待积极或消极的预测和后果，以及特别具有争议性的一个问题，即技术专家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对牵涉到政治的问题采取明确的立场，倘若这个带有政治性的问题终究不能回避的话。

当前争议领域：水工技术

自卡尔·魏特夫[1]（1962年）提出“水力社会”的论题之后，人们对于政治权力和水体整治之间的紧密关系一直论战不休。无可争辩的是，自古以来，特别是广泛的河道整治和大型堤坝、围堰的修建导致了重大的争议和冲突。当前最著名的实例就是中国的三峡大坝工程。技术安全和可能发生的溃坝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问题，与可能发生的负面环境影响问题（缺水、高水位和低水位自然调节的缺失、淤泥化和库区的有毒物质；这里，人们总是用埃及阿斯旺水坝建设的教训为前车之鉴），以及尤其是人口强迫迁移所引起的社会公正性问题一同出现（Parodi，2008年）。

除了安全和健康问题外，特别是在政治及经济的讨论中，饮水供应的技术系统也具有伦理学的意义。那么，水是否应当为一种公共财产，一种国家意义上的和超越国家意义上的生存预防措施的主题，抑或应当作为私有化的财产交给市场自由买卖（Ostrom，2011年）？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设计（局部的、地区的和全球的系统）也是政治公正性问题的对象和关于水（供应）作为人权及其实现的讨论对象（Llamas等，2009年）。

此外，我们也不应对污水处理问题掉以轻心，因为某些大型技术解决方案的决策问题，如不单是在欧洲流行而且越来越多地在全球范围流行的合流制排水系统等，不仅有重大的（积极的）健康方面的连带作用，而且也有（不无问题的）经济、环境和水工技术上的连带影响。当前，人们正在就各种替代方案（无水厕所、堆肥处理、植物法污水处理等）进行深入的探讨（Lange/Otterpohl，2000年）。

当前争议领域：采矿技术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矿山开采的重大意义是无可争辩的。采矿技术过去和现在都为进一步和（不折不扣地）更加深入的发掘可能性做出贡献。从伦理学角度讲，矿工的劳动条件和安全从古至今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而在过去和现在，技术都为此提供了关键性的帮助（支撑结构、通风、用机器代替凿岩和掘进的手工劳动）。然而，出于利润最大化的原因，实际的情况以往和现在都不符合技术所达到的水平，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某些矿难，或是可以避免的慢性健康疾病一样。

恰恰是大面积的露天开采褐煤、油页岩或者日益增多的油砂，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以及油页岩/油砂开采所带来的健康问题（Nikiforuk，2010年）。使用水压和化学溶剂来开采地下的油页岩（fracking）所提出的几乎是同样的问题（Fossati，2012年）。当前另一个争议领域，是出于气候保护原因的二氧化碳（或其他温室气体）在地下的存放问题，而这里的土地使用问题尚未特别棘手。但是，更具争议性的论题，一方面是鉴于成本效益关系，特别是鉴于长期存放在封闭地下的碳捕获和储存的技术和安全风险的问题（CCS，Rackley，2010年）。另一方面的问题在于，这些技术是否对无排放生产方式的必要转换、交通系统及可再生能源造成了不利影响，因而原则上是有碍生产的因素。所以，我们应该从总体上将这些技术探讨纳入能源需求和全球能源供应的问题（参见第5章第2节和第5节）。

恰好也在采矿论题上，其伦理学方面的问题在于利润的分配（资源利用者及采矿公司股东）和负担的分配（就当地居民而言）是极其不公平的（Ali，2009年）。当地居民参与资源开采问题的讨论以及利益的分配问题，一般都归纳在“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的标题之下（Martinez-Alier，2002年）。

广义的土地和水源伦理学的关联点及其技术哲学问题

下述三要素：（1）广义的风险和危险防范，（2）环境正义和（3）工程师道德（公正、不受贿赂、风险意识、交流传播），乃是地工、水工及采矿技术作为伦理学技术评价基础关键性的伦理学内容。这里，与风险伦理学、社会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及政治伦理学等广义的伦理学概念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参阅Skorupinski/Ott，2000年）。就地工技术而言，这方面尚没有进行过系统的研究和理论尝试。因此，一个内容广泛的问题可能在于：包含采矿在内的地工技术怎样才能实现生存防范、安全责任、风险应对、成本效益问题和城市及风景美观之间技术设施的完美和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似乎应该弄清，奥尔多·利奥波德[2]《土地伦理》（1949年，第217页）一书中的名言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当一个事物有助于维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当它走向反面时，就是错误的。”我们人连同自己的经济和技术就是这个生物共同体的一部分，因而也在总体上形成了这个土地。

相比而言，水源伦理学的研究要深入得多（参阅Llamas等，2009年），技术伦理学的问题都有其固定的地位，但细节的思考尚显不足。因此，这方面进一步的探索研究应当是，我们究竟能在怎样的程度上，将贴近自然和非贴近自然（大规模水利建设）的技术行为之间的相互对立情况，作为自然伦理学和技术哲学的基本论题看待，并将其区分开来和加以具体化。最后，属于这个论题范畴的问题还有，我们应该在何种程度上为了自然保护或出于文化史的目的，从根本上将某些特定的地区排除在技术的侵入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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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美国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在现代环境伦理的发展和荒野保育运动中有相当大的影响。


第7节 基因技术

在关于基因技术及其应用领域的争论中，人们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往往截然相反。不同的观点不仅因伦理学的基本立场而存在，同时，也因对基因技术的潜力评估以及对可能出现的生态和社会影响的评估而不尽相同。因此，基因技术的争论不仅对于技术后果判断和评估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科学和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基因技术的基础

“基因技术”概念乃是对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以及生物技术的方法和程序步骤的总称，借助这些方法和步骤，人们可以对生物体的遗传物质（DNA[1]或RNA[2]核酸）进行分离、重新组合或改变，最后通过基因转移将其移植到活细胞中去。缘此，基因技术的使用范围十分广泛。DNS的顺序和用来形成基因产品（蛋白质）或用来调控基因表达的编码信息，可以从一种类型转换成另一种类型。1973年，首次进行了试管中（in vitro）分离后DNS的重新组合，并将其转化为一个细菌，从而给这个细菌赋予了此前从未有过的对抗生素的抗药性（Cohen等，1973年）。这项及后来的实验就是1975年2月召开阿西洛马会议（美国）的原因，在这次会议上，科学家们首次就使用这种技术的安全问题和可能的自我限制进行了讨论（Krimsky，1982年；Radkau，1988年）。

凡是从DNA（及RNA）本身入手的技术都属于狭义上的基因改变基本技术，其中包括借助限制性内切酶剪断已定义的排列顺序，依靠聚合酶进行复制，以及使用连接酶的组合。广义的基因技术则包括遗传物质的分离和将其移植到活细胞中的方法，以及对它的改变或结构分析，比如顺序排列等。

基因技术方法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目的，即分析的和组合的目的。基因分析或基因排列的结果乃是人们对DNA化学成分的排列结构的认识。这些DNA的化学成分不仅能够解答某些疾病的机理，而且能够解答个体和其他个体的亲缘关系，或是它同某个特定种类的属性关系。组合方法的产品乃是重新组合的和/或经过基因技术改变的DNA。若是将其植入细胞或是生物体，那么就会产生一个经过基因技术改变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用在植物和动物上时也叫作转基因有机体。基因转换不仅可以在同类细胞中进行，而且也可以在不同类的细胞中进行。所以，人们很早就已将细菌或病毒的基因移植到植物上，或是将人的基因移植到小鼠或其他动物身上。

基因技术的手术通常都是为研究目的进行的。用作实验的生物体大多是细菌或是小鼠，但也有鱼类或果蝇。在基础研究领域中，基因技术手术的目的是通过对现有基因的分析、基因作用的消除或新的遗传信息的植入，来解释种系生长、个体生长或疾病产生的基本问题。举例来说，被消除了一个或数个基因的小鼠（基因敲除小鼠）即是被用来研究这些基因或是调控因素作用的生物体。

鉴于其在有生命物质的全部领域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可能性，基因技术也被称作“横断面技术”。根据用在人身上，还是用在脊椎动物、植物或微生物身上的不同情况，人们将基因技术分为红色、绿色和白色的三种类型。在基因技术的最初发展阶段，即大约从1974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在伦理学问题上主要讨论的议题是，这样一种影响深远的对生命有机体遗传构造的手术是否有正当理由和能够负得起责任。而现在，人们争论的焦点则是在同基因技术使用相关联的那些问题上，这些问题因其应用范畴的不同而彼此各异。

转基因动物

通过基因技术手术，人类可以生产出带有新特性的有用动物或宠物（参见第4章第C.3节）。这样的手术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饲养所能达到的程度，比方说，鱼就是属于用这样的方法所生产的动物。科学家在鱼的染色体中植入了珊瑚虫或水母等的遗传信息，以获得不同的发荧光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在日光或人造光的照射下能够发出绿色、黄色或红色的光。2004年，作为第一批经过基因技术改变的宠物，转基因的斑马鱼在美国以荧光鱼的商品名称进入销售市场。加拿大和欧盟不允许饲养和销售转基因动物。通过转基因动物生产药物被称为基因制药（Gene pharming），从这些动物的体液（血、奶、尿、精液）或卵（鸡蛋）中，能够提取出用于药品生产的物质（Kind/Schnieke，2008年）。比如说转基因的山羊，它的乳腺中可以生成大量和人类一样的重组抗凝血酶Ⅲ。这种材料可以阻止凝血块的形成，已于2006年被批准允许在人类身上使用。

另一个目的是生产为人类提供器官用的转基因动物。一般情况下，人的免疫系统将动物的器官或细胞看作异体并予以排斥。因此，科学家想在猪身上用人的细胞构造和蛋白质来代替引起排异反应的构造和蛋白质。虽然已经有猪被植入了相关的人的基因信息，但是，这种异体移植技术的开发还处在早期阶段，在可预见的未来临床应用还不可能。此外，人们还在就如何提高有用动物的生产能力继续进行研究。一种生长速度快的转基因三文鱼在美国即将推向市场。再进一步的目标是疾病抵抗能力的生产，人们已经培养出不会传染禽流感的母鸡。但是，基因技术最常见的还是研究分析的应用方式。借助它的帮助，可以对用传统杂交方法生产出的品种进行研究，并且鉴别出最适合饲养目的的品种来。

对动物进行基因技术转移（参见第4章第C.3节）必须遵守相关的动物保护法律法规。依照法律规定，动物实验原则上需要得到批准，禁止虐待式的动物饲养。此外，动物伦理学所提出的乃是关于影响深远的基因手术的正当理由和界限问题，同时，这些手术也把相关动物的种类归属逐渐提到了讨论的议事日程上来。批评呼声特别大的是基因动物的专利申请问题，在主要由绿色和平组织对此类专利表示强烈抗议和反对之后，“终生专利”的合法性问题已经进入社会公众和政界的意识。在经济界人士把出于伦理道德目的对专利的限制看作对创新的阻碍的同时，其他各界人士则把这种限制视作对生命体的不断商业化及降格为物体的一种必要保护。

除去这些标准化方面的争论之外，人们也针对转基因动物对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后果影响提出了问题。例如，有人有理由担心转基因三文鱼可能从网箱中逃出，然后同野生三文鱼交配，并有可能引起此野生鱼种数量的减少。类似的反对意见已经导致此类动物的批准手续在美国一再往后推迟。

基因分析和基因诊断

对人类遗传物质的基因分析，首先，要通过全部染色体或是从染色体特定的部分中，对基因组的排列亦即基因成分的顺序进行调查。其次，可以对跨个体的区别以及可能情况下不同人种之间的跨个体区别进行分析。第一条人类染色体的全面分析，于1990年在美国设立的人类染色体研究计划中进行，该计划于2003年结束。2008年启动了国际千人染色体计划，旨在对2500人的遗传物质进行顺序排列，并绘制出人类基因变种的详图。2012年10月，已经完成了1092人的排列数据调查（2012年千人染色体计划联合会）。近几年由于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基因分析的成本不断下降，以至于单个病人也能承受得起这样的分析费用。

借助基因和染色体分析所获得的知识，可用于在基因层面上对人进行准确无误的描述。因此，在警察的破案调查过程中，可以通过身体物质所留下的痕迹，来查明作案者究竟是谁。同时，通过这种方法还可以对亲缘关系进行可靠的证明。结合家族病史或基因流行病检查结果，基因检查可以进一步鉴定参与到疾病产生中的DNA排列及其变化。这些知识还运用在以临床为主的基因诊断学中，用以调查遗传病或是影响疾病发生的基因变异的先天因素，抑或是对（药品）成分过敏的基因条件进行确认。后者乃是遗传药理学的任务范畴。

总之，因为染色体分析和基因诊断学的出现，我们手中拥有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分析和诊断能力。这种能力使我们能够依靠极少量的DNA就可以对单个个体进行鉴别，而且也使我们不仅能够确定人类疾病或生理过程的基因基础，同时未来也可能对外部特征或人类行为的基因基础进行定义。但是，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基因机制可能是非常复杂的。就基因的作用而言，不但基因的排列顺序是决定性的，而且特别是其表达的时间、地点和数量也是决定性的。人类的特征以及疾病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左右，基因信息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尽管如此，有鉴于其构建意义、不变特性、无时间限制的作用和家族关联性，基因因素和基因数据在科学和公众的讨论中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对这些数据的保护也相应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对人进行基因检查，以及基因样品和数据的使用，都在2010年2月1日生效的关于人体基因检查的法律中做了规定（《基因诊断法》-GenDG）。

特别是基因预测诊断法提出了重要的伦理和社会问题。早在人的健康问题出现之前，此方法就能够查出发病的先天机理因素（Kollek/Lemke，2008年）。预测性的基因检查不仅成年人可以做，而且任何年龄段的人都可以做：借助极体诊断法，就能在受精之前对卵细胞的基因构成情况进行检查，并且，借助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法（PID），在受精后第三天开始就可以对试管中早期胚胎的基因构成情况进行检查。产前诊断，亦即妊娠期间的胎儿检查，通常是在第14周至第16周之间进行。近来，人们也能够从孕妇的血液中分离出胎儿的DNA，并对之进行染色体异常的基因检查。

不断增长的在试管中就对受精之后人的基因质量进行调查的可能性，引发了影响深远的关于相互关联的伦理和社会问题的争论。大家所争论的不仅是预测和产前诊断直接的医学、心理学和家庭影响和后果，而且还有（信息方面的）自主决定、基因歧视以及残疾人士在社会中的地位等问题。虽然《基因诊断法》第4条对禁止歧视进行了规定，任何人不得因为自己的特征或是基因特征而受到歧视。但是，人们还是担心，这项法律既不能保护当事人免受社会排斥，也无法阻止被认为有缺陷的基因特征的人所遭受的潜在心理或社会影响。

因其在数个试管胚胎之间可进行基因选择的可能性，所以，胚胎植入前诊断法特别具有争议性。一部分人将其视作道义上有问题的选择做法，这种做法由于其前提和后果不能同争议情况下的妊娠终止相提并论，而另一部分人则将其视作提前终止的妊娠。对此的决定权最后还是在当事的父母双亲手里。2011年11月，胚胎植入前诊断法的法律规定（PräimpG）在德国开始生效。通过对胚胎保护法的修改（胚胎保护法-ESchG），在有高风险遗传疾病或是在高概率的流产和死胎出现的情况下，此前被视为禁止的胚胎植入前诊断法被宣布为正当合法。

除了伦理学的讨论之外，预测诊断学技术后果分析和评估的任务在于，要将经验的检查结果上升到基因诊断技术的医学、社会心理学和全社会的意义高度，并对之进行评价，目的是要让社会公众和政治决策人物对此法应用可记录的后果影响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和认识。然而，在不同的国家中，人们对此项技术应用后果记录所采取的方法和程度是不同的。因而，若想在这个领域创建可进行比较和站得住脚的数据，乃是非常困难之举。

药物生产和基因疗法

借助基因技术方法可以改变活细胞的特性，使它生长出之前没有的物质，或是生产出更多的已有物质。第一个用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药用物质是重组人胰岛素，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已于1982年批准此药可对人进行使用。相关的基因此前被从人的细胞中分离出来，并被植入一个细菌菌株里面。菌株的生物技术培养，不仅使此前大部分从猪胰腺中分离出来的激素的大量生产成为可能，而且也使带有不同效果范围的修改过的变种成为可能。2012年9月，基因技术在德国制造109种医用物质（大约占所有批准物质的5%）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除了糖尿病外，重要的应用领域为多发性硬化症、先天性凝血障碍和代谢障碍、癌症和预防接种。这种重组药物的市场价值大约为47亿欧元（占德国药品销售额的16%；所有资料见VfA，2012年）。

在起初阶段人们从伦理学和社会学角度对基因技术的原则和风险问题进行讨论之后，基因技术在药物的开发和生产方面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许多人都期待着它的发展和产品能带来医学的进步和对自身健康的好处。同时，绝大多数有关基因技术生产的药物的副作用和滥用的潜在危险的问题，与其他药物在这方面的问题也没有根本的不同。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能够刺激红细胞生成并且自1987年后在欧洲能够见到的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re-HuEPO），因其在自行车运动中作为兴奋剂使用而为广大公众所熟知。尽管国际奥委会在1990年明令禁止使用，但因为这种物质是天然存在于人身体中的一种蛋白质，所以到现在为止一直很难证明这种使用兴奋剂行为（Jelkmann/Lundky，2011年）。同样的难题也出现在作为肌肉生长因子的重组人生长激素方面（Gerlinger等，2008年，第41页及以下）。然而总体观之，这些产品的医学价值要高于它们的危害和滥用的潜在可能性。

更进一步的医学和伦理学问题来自基因治疗法。此名称所描述的方法是，出于治疗目的借助一个媒介物（输送分子）将重组核酸排列顺序引入患者身体的细胞。最初，开发此方法是用于治疗以基因作用障碍为原因的单基因遗传疾病。但是，如今也出现了治疗诸如癌症等复杂病情的医疗尝试。总体而言，临床效果十分有限（Fehse/Domasch，2011年）。虽然通过基因治疗一些重病患者得到了帮助，但是，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人们对此疗法所寄予的希望并未实现。在几宗案例中，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副作用并导致了部分死亡。比如1999年在美国，患有代谢障碍症的18岁的杰西·格尔辛基死于多器官衰竭，原因在于，其免疫系统对带有病毒的、用于输送治疗基因到体内的媒介物所出现的强烈反应。他离世后不久，又有五宗案例曝光，其中，患有遗传免疫功能衰退症的儿童在基因治疗后都得了白血病。由于媒介物植入基因组，其他的基因功能遭到干扰，从而引发了病症的出现（Sheridan，2011年）。出于这个原因，世界范围内一度停滞了基因疗法的研究，但之后经过改进又重新启动。如今，尤其是在治疗方法继续发展和不断优化，以及完善的研究记录文件检查和监督机制的基础上，人们又重新对治疗方法寄予更多的希望。2012年1月，首家针对某种罕见病症的基因治疗医院在欧洲获准开业。

关于基因疗法的伦理学内容的讨论很早就已经开始（Walters，1986年）。所谓的躯体基因疗法，亦即将新基因植入人体细胞的疗法所遇到的保留意见相对较少，倘若只是涉及严重病症的治疗，而非对已有的特性加以改进和提高（增强）的话。但是，人们针对（尚未实现的）人体生殖系手术的保留意见则更加强烈。这项手术是将新的基因信息植入一个受精的卵细胞以及一个早期的胚胎。在个体发育之后，这个新基因信息就成了此个体所有细胞及生殖细胞的组成部分。由这个人生育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都将遗传这个信息，并且不得不携带着这个手术的后果和影响生活。

从伦理学角度对生殖系改变提出异议的不仅是这种手术不可预知的风险，而且特别是下面的观点，即未来的人不可能同意这样的生殖系改变；同时，这也是一种由其他人对一个人的命运事先予以决定的做法。这种做法伤害了这个人的尊严，并危及他的人格（Habermas，2001年）。与之相反，另一派人则视这种基因改变或是通过生殖系手术实现的改进乃是人类自我决定和自我塑造的一个合法目标。他们认为（前提条件是这种手术有足够的安全性），阻止手术的发展或是出于预防的原因对手术加以禁止，在伦理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Smith等，2012年）。根据胚胎保护法第5条的规定，禁止在人身上进行生殖系基因手术。禁止的理由是在基因疗法建立的过程中，人的胚胎被以实验的方式加以改变和部分摒弃，同时，妊娠也不得不被人为地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目的是要查证用基因改变的胎儿是否正常发育。

基因技术用于植物培育

转基因植物生产的目的，是对其农学特性进行改良，或者是实现其物质成分的改变或新的组合。这类植物的种植和在饲料及食品生产上的使用（参见第5章第1节），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关于生态、健康和社会经济的后果，以及关于此类实践活动的伦理学意义的争论。最早的经过基因技术改变的植物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1996年在美国正式投入市场。这些转基因植物，绝大多数都是经过新基因植入后能抗虫害或抗除草剂的品种。当前种植的这类农作物有（按照其比例顺序）转基因大豆、棉花、玉米和油菜，它们在世界农业种植面积中大约占到9%。主要种植区是美国，各占那里90%的种植面积（资料截至2009年，所有数据见Transparenz Gentechnik，2012年）。广泛种植的地区还有加拿大、巴西、阿根廷和南非，但欧洲没有。其中的原因是农民和消费者缺乏对这类植物的接受态度、环保组织的反对，以及相对严格的审批条件。尽管如此，国际上转基因植物的种植对欧洲还是产生了影响：由于大部分转基因大豆用作牲畜饲料，所以，它还是间接地出现在了欧洲消费者的餐桌上。

基因技术的培育方法有别于传统的方法。大多数情况下，传统方法所利用的是自生的或技术上催生的变异，为的是通过有针对性的优胜劣汰筛选出新变种，而基因技术则是用新基因植入的方式制造出这些变种。此外，新的基因常常是从植物在自然情况下不杂交的有机体和品种当中分离出来，这样就可以生产出新的、借助常规培育无法实现的特性来。在这个过程中，基因转换本身并不是有目的而为之的。相反，新的遗传信息是偶然地植入植物细胞的核心基因组。虽然基因转换的直接效果（比方说一个新毒素的形成）可以在实验室或是暖房中进行检查，但是，移植的和植入的DNA顺序的间接效果，比如其他基因表现的影响作用和因此而可能出现的系统效应等，却经常在种植条件下才反映出来，与其他生物体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也同样如此。

在第一个转基因植物引进市场16年后，特别是抗除草剂和抗虫害以及个别抗病毒的品种也相继被引进了市场，人们把它们叫作第一代转基因植物。抗虫害植物被植入从苏云金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简称Bt）中提取的基因，这个菌种为Bt毒素进行编码。Bt毒素是一种防止某些害虫的胃毒，幼虫在摄取了相应的植物材料后很快死亡。通过这些品种的种植，人们希望能够减少杀虫剂的使用。对Bt有抗性的品种首先是从玉米和棉花中提取生产的。抗除草剂植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使广谱除草剂的使用成为可能，这些除草剂在通常条件下会阻碍几乎所有植物的代谢通道并将其杀死。草甘膦（商标名称：Roundup，孟山都公司产品）就是这种除草剂的一种。通过相关的基因信息的移植，人们已能够生产出在使用草甘膦条件下存活的农作物。这样做的目的是在杂草蔓延的情况下，可以更加有的放矢和更少量地使用除草剂。现在，世界上所种植的85%的转基因有用植物都具有抗除草剂特性，要么是独立具有这样的特性（59%），要么是和抗杀虫剂联合使用（Clive，2011）。

如今，人们所期待的这些农作物的一些优势和所担心的缺点可以通过实际的调查来加以核实。在使用抗虫咬的转基因农作物之后，美国的杀虫剂使用的确得到了减少。但是与此同时，喷洒的农药量反而增加了。人们还观察到，通过被植入农作物中的毒素杀死或抑制的典型咬食害虫被其他此前并不重要的害虫所替代。抗除草剂作物方面的情况更加耐人寻味：在美国，从1996年到2011年，这类作物的使用不仅导致除草剂的使用量增加了2.39亿公斤，同时还导致了耐除草剂的杂草大量增加（Benbrook，2012年）。

消费者并没有从第一代转基因作物中直接受益。这一情况似应通过第二代来加以扭转。这里，农作物培育的目标首先是提高或改善营养成分或是更好的加工质量。比方说，前一个目标就是所谓的“黄金大米”（golden rice），其颗粒中含有更多的β-胡萝卜素，所以具有金黄的色泽。β-胡萝卜素是初级的维生素A，从食物中摄入之后，它会在肠道中转化成维生素。人们期望黄金大米特别是在以稻米为主要食物的发展中国家的引种，能够减少维生素A缺乏的发病率，如眼科病和皮肤病，儿童的生长和发育障碍以及增多的死亡率等。此外，能够给维生素A缺乏症提供帮助的，还有食物中新鲜蔬菜比例的增加，改食非抛光大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或者分发维生素片。特别是前面的几项措施能够起到帮助消除缺乏症的作用。从经济成本的角度看，黄金大米的引种要比后一项措施更节省成本和行之有效。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爆发了对于转基因农作物引种的批评，并且导致了环保组织占领农田和毁坏转基因作物种子的行为。作为对此举动的反应，人们试图在一个有科学家伴随的调解程序中，澄清那些在审批程序中无法讨论的、与此类农作物及其种植相关的道义问题。1996年，来自工业界、环保组织和政府管理部门的代表，以及所有相关学科的科学家（一共大约60人），共同就与抗除草剂作物相关的伦理学和社会问题进行探讨，但最后并未取得共同的看法和认识（van den Daele等，1996年）。大家争论的一个要点是，预防原则（参见第6章第3节）究竟应该起多大的作用。

对“绿色”基因技术的批评集中在五个问题点上：（1）可能出现的对健康的危害；（2）对环境的有害作用；（3）对传统农业的不利影响；（4）企业和经济利益的过度影响；（5）技术的“非自然性”（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1999年）。在转基因食品必须进行标识的欧洲，消费者呼吁要求透明度和信息公开。当媒体报道，参与食用黄金大米研究的儿童的家长没有被告知所食用的大米是转基因品种时，参与研究的科学家和相关负责人员即被解职（Qiu，2012年）。这一点不仅说明了老百姓对食用转基因作物的普遍敏感性，而且也说明了来自医疗伦理学和生物伦理学的知情同意原则的重要性（参见第5章第14节），这一原则在许多领域进行科技实验工作时都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人们还就可能出现的对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因为杂交而在环境中可能出现的、不受控的转基因特性的扩散），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农业的不利影响进行了讨论。大家担心，农业基因技术会进一步加重已经存在的农业行业的集中趋势和对农业跨国康采恩的依赖性，原因是这些大公司占据了这一领域中75%的相关专利权。

转基因作物培育和其间所产生的变种的自然性或非自然性（关于自然和技术的关系，参见第4章第C.2节），乃是技术伦理学探讨的又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一方面有人认为，转基因作物同传统培育作物之间的区别并没有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人们有理由对这种作物的生产一概予以否定，反倒是应该对每个案例进行逐个考察和分别评估。另一方面持不同意见者认为，由于基因技术的介入，在进化过程中形成物种和其多样性的那些时间、空间和生物学障碍被打破。因此，原本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系统在引种转基因作物时遭到干扰的概率就非常大，这点为人们否定引种转基因作物提供了充分的理由。在这场论战中，人们还讨论了所谓“植物的尊严”问题。与之相关的要求是，要对植物本身的存在（和动物一样）有所顾忌。植物的“完整性”概念也许可以作为检验尊严是否受到损害的一个恰当的标准（Odparlik，2009年）。然而，反驳植物尊严假说的学者指出，植物的尊严和人的尊严不可相提并论。人的尊严具有绝对性，而其他生命体的尊严（包括植物的尊严）是相对的，其功用是要实现为人的生命服务的目的。为了不危及此目的，人们不是需要植物伦理学的理由论证，而是需要一种技术的评估（Knoepffler，2009年）。

微生物的基因转变

人们常常将用于工业目的的微生物基因转变称作“白色”基因技术。相关手术的主要目的是将用在生物技术生产中的微生物予以优化，从而生产出洗涤剂、食品和药品生产所需要的原材料。除此之外，借此帮助工厂企业降低原料的依赖性，以及减少能源和垃圾处理成本，产生有高附加值的新产品。

如今，人们已经在运用生物技术方法及使用转基因细菌来生产大量的产品，如各种酶、抗生素、维生素或生物人造材料等。许多原材料也是由天然存在的或用常规方法培养的微生物来构成的，不过大都产量很少。其他物质则用基因技术加以改变，使其获得不同于自然存在物质的那些变异的或新的特性。除此之外，通过利用微生物的合成和代谢能力来生产复杂的原材料，方法更简单，成本更低，比之常规的化学合成，它们消耗的材料和能源都更少。由于许多生产工艺都以使用可再生原料为基础，所以，人们也寄希望于（基因增强的）生物技术能够减少环境的压力（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2007年）。

针对有人可能使用基因技术制造生物武器的问题，人们表现出了更多的担忧。通过基因转变或对遗传物质其他人为的操作，不致病的病原体可能变成了极具病毒性的和攻击性的微生物（细菌和病毒）。由于所使用的技术成本不是特别高，这样的生物武器就有可能在不发达的国家中被制造出来。在此上下文中，人们不仅讨论了双重利用的问题（参见第4章第C.11节），而且还讨论了可能用于设计生物武器的研究成果是否以及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可以公开发表的问题。这场讨论在2011年年底也进行过一次，其时，荷兰和美国的研究人员用基因技术设计了一个病毒，这个病毒不仅具有禽流感病毒H5N1的特性，而且还可以通过空气传染，这同最初的H5N1病毒是不一样的。由于这样一个病毒可能对人类的安全造成很大危险，所以，政府部门要求对重要的实验细节予以保密。尽管研究人员愿意将实验暂停几个月（Fouchier等，2012年），但由于这样的保密有碍于重要的医学研究，并且最终也不易于实行，所以，大部分的研究结果最后还是被公之于众。

更进一步的难点是控制问题。举例来说，在某些情况下，具有危险的微生物能够在小型的生物技术设施中培养，这些设施通常也用于其他的用途，因而，很难被生物武器控制巡视人员发现并识别。另外，有人从根本上怀疑微生物（也包括转基因微生物）是否适合军事用途。它的扩散几乎无法控制，并且，投入使用时也会危害到使用者自己。相关的问题一直在被和平和争端研究机构以及技术后果预测和评估机构进行探讨和研究（参见第6章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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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NA指脱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 acid），是一种生物大分子，可组成遗传指令，引导生物发育和生命机能运作。

[2] RNA指核糖核酸（Ribonucleic acid），是一种重要的生物大分子，因分子由核糖核苷酸组成而得名。


第8节 人类增强

主题与概念

自古以来，人类就曾试图修正或改善自己的特性和能力。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得益于药理学、外科学和生物技术的进步，这种可能性有了显著的增加。近十年以来，这种旨在改良人的身体和精神能力特性的新方法成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论战主题。论战进行的时髦用语就是Enhancement（Parens，1995年；Harris，2007年；Sandel，2008年；Schöne-Seifert等，2009年；Savulescu/Bostrom，2009年）。Enhancement一词从字面上大概可以翻译成“改进”“提高”“增加”“扩大”“加强”“提升”“强壮”等。

增强的实例有美容外科（Lüttenburg等，2011年）、体育中的兴奋剂、借助心理药理学物质的神经增强（感觉、认知、情绪增强）、磁或电刺激方法、神经假体或大脑-电脑接口（Schöne-Seifert等，2009年），以及旨在延缓人的衰老过程并极度延长其生命周期的抗衰老措施等（Knell/Weber，2009年）。

当前针对增强的目的正在热议中的，以及出于增强的目的正在使用的手段和方法，诸如通常用来治疗儿童注意力不集中-多动症（ADHS）并可以提高健康受检志愿者认知能力的利他林（哌甲酯）等，绝大部分都来自医学领域，并用于为一个有限的和轮廓明确的目的服务，其效果和影响并不是特别突出。但是，这种情况至少从长远的角度看将发生可预见的变化：“第二阶段的增强技术具有多功能的特点，其自催化功能将起到推进发展的作用，并且将会把多种类型的技术和技术平台都整合在一起。”（Khnushf，2008年）从新方法和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及以认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中，赞同者们期望看到进一步的甚至是极端的技术选项的出现，它们能优化人的认知、想象和记忆能力，对人的心理素质和社会能力产生有利的影响，以及极大地改变人的交际潜力（Roco/Bainbridge，2003年）。

增强以“改善”人的特性和能力为目的。将特性或能力的修正称作改良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一个基点状态或进化型的指标，与之相对应修正才代表着一种改进（Grunwald，2008年，第249页及以下）。在专业文献中，人们就不同的基点状态的问题，正进行着各种激烈的定义方案的探讨。比如，其中一个建议方案的基础乃是对治疗手术（therapy）、增强（enhancement）和改变（alteration）从概念上加以区别（Jotterand，2008年）。但是，这些概念之间是否界限泾渭分明，是否无须跟常规概念和自然概念扯上什么关系，则大可存疑。

尤其是在治疗和增强之间做出区别问题上存在很大争议。比如，“美国生物伦理委员会”报告的作者们将增强理解为“在直接介入的情况下，生物技术力量不是直接用于改变疾病过程，而是用于改变人的身体和精神的‘正常’工作形态，以提高和改进其与生俱来的能力和表现”（President’s Council，2003年，第13页）。报告的作者们将增强诠释为“治疗之外”在人身上进行的介入行为。当前，许多正在讨论和使用的旨在改善和提高人的能力的手段，都首先在医学范畴中被开发和应用，然后只是附带地同提升健康人能力的目的结合在一起使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前述定义的含义便已不言自明。那些用来在治疗和增强之间做区分之用的病症概念存在很大的模糊性，而且，医学中也有各种各样多多少少都有根有据的病症概念，它们都具有区分治疗和增强的不同含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当然有理由怀疑做出这种区分是有助于解决问题的还是于事无补的。

人类类强对哲学和伦理学的挑战

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增强的可能性至少在三个方面是一种挑战：（1）它提出了增强手术的伦理学评价问题；（2）关于增强的争论说明了人们在政治上和社会上所进行的探讨；（3）当前所进行的关于增强的争论也是一场关于人的形象和社会构建的自我认识的论战。

（1）药理学、外科学和生物技术的手段和方法今天已经——尽管还是十分有限地——为我们提供了支持和促进个人和社会目标的可能性。当然，个人和社会认可这些可能性的前提是，（a）“改良型的”手术不能给受用者带来重大的健康风险或意外的副作用，（b）在超出健康保护之外的消费者保护意义上，应当让潜在的受用者了解有可能与增强手术相关联的其他“个人经历方面的”或社会的风险。

因此，从无损害原则的角度出发，必须提出的要求是，一方面要让潜在的受用者了解并向其解释说明增强的手术措施；另一方面，要让公众社会不仅了解和向其说明使用增强手术的直接健康风险和副作用，而且也要让其了解和向其说明其他潜在的风险和机会。尤其是在做预测的可能性非常有限，以及要进行的手术非常极端（区别于适当的手术）和不可复原（区别于可复原）的情况下，这个要求显得特别重要。

从自主决定原则的角度出发，必须提出的要求是，一个潜在的利用增强手术的权利必须要有一个放弃相关手术的权利，以及一个可以始终不参与增强的权利与之相对应。除此之外，道义上可接受的利用增强手术的前提条件是，通过有效的政治预防措施来禁止和限制雇主、教育机构和军队等滥用手术的可能性。同时，社会的和社会经济的框架条件必须要让潜在地强迫利用增强手术的风险以可接受的方式公之于众，并且要将严格的自愿原则的例外情况——假如理由的确成立的话——限制在准确定义的例外情况之中。此外，人们还探讨了针对儿童或胎儿的增强手术，目的在于要为他们创造一个尽可能良好的生活开端。显而易见，针对相关增强手术理由申辩的要求非常之高。这种很高的标准和要求不仅适用于同手术联系在一起的种种风险，而且，也适用于针对相关人士（未来的）选择自由和自主决定的种种潜在限制，而这种限制是必须加以避免的（“要求开放性的未来的权利”）。

除此之外，不少持批评意见的人士担心，增强手术会给受用者的身份和个性带来严重的问题。比如，人脑手术（参见第5章第19节）的后果是人的性格发生很大变化。那么，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这样一个人的行为和决定在何种程度上还可以被看成是依靠他自己本身的能力所做出的。从伦理学上说，这种情况会给个人责任的归属带来影响深远。举例来说，我们是否——如果是的话，那么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使增强手术的受用者为自己的行为，或是为诸如生物电的植入器件可能出现的故障等负责呢？

从公正原则的角度看（参见第4章第B.9节），具有重要意义的切入点是，有机会公平公正地接触增强手术不仅对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而且对当事人的社会机遇也十分重要，因为借助于人类增强的方法，他的重要的社会化的关键能力，如注意力、精神集中能力和记忆力等，可能得到改善和提升。同时，广泛地利用增强技术可能会促进竞争机制并导致标准的变动，其原因在于，手术的使用在许多情况下也许可以归结于获取针对竞争对手的不同优势的动机。缘此，增强手术是否确实构成一个公正性的问题，不仅取决于它的作用和使用类型，而且尤其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提供给大众使用。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使用状况潜藏着将个人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的危险，并且将导致一种新的歧视。因此，核心的社会问题有可能在于，要为人们提供充分的公平机会去获得相应的增强手段和方法。

这一点至少适用于所谓“竞争性的”使用增强技术的情况。这种竞争性使用的目的，是获取那些同地位有关的财富，并在竞争中创造优势。反之，在非竞争性的增强技术使用情况下，那些以潜在的、从社会角度对使用增强手术表示摒弃为目的的理由和言论便无足轻重。一种主要出于避免社会经济不公平现象为宗旨的对增强技术的限制，可能会导致将实现积极和内在目标及价值的可能性也统统加以阻止的危险。

（2）然而，针对公正性所提出的理由也可能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有些学者曾经撰文极力主张要将增强技术当作消除或是抑制不公正的一个机会。他们的理由是，增强手术给我们提供了补偿“大自然六合彩”的结果，以及使那些“先天”比别人具有更差起跑条件的人在竞争中不被淘汰的可能性（Buchanan等，2000年）。但是，对于认同公平和机会均等原则的自由社会来说，这样做的后果似乎是，它们在特定的前提下并且在一定的程度上负有义务，不仅要使公平地利用增强技术成为可能，而且也同样负有义务，为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社会成员优先保留利用这些技术的机会。

以此观之，增强技术不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人们从道义和正义论的角度出发应当做出区分，是否要平衡甚至是直接（最终）纠正不利的先天条件所造成的消极社会后果；同时，它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自由国家在何种程度上有可能为“补偿式的增强技术”（Gesang，2007年，第70页）承担义务。

（3）增强技术所具有的潜力不仅提出了一系列伦理和政治的疑问和问题，而且也提出了关于人的自我认识的根本问题（参见第4章第A.3节）。这里，处在核心地位的是这样两个问题：“大自然”是否给人的“改良”抑或甚至是人的“自我超验化”设置了界限，以及越来越多的“技术化”可能给人对评估性的自我认识带来哪些后果。假如人身体越来越多的部分都可以换上植入器件的话，那么它会对人的自我认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这样一种发展趋向对人的躯体性和本体性的认识有什么样的意义？这样的发展趋向对人的自主性、人格或责任有什么样的后果？“面对人的产品特性以及技术的人类化，什么还属于内在的人的自然本性和他作为人的存在？假如我们不想去冒让典型的人性消失的风险的话，那么，什么是我们不可以改变的东西？将人同制造出来的器物相区别的究竟是什么？”（Gordijin，2004年，第133页）。简而言之，这场争论大约可以分成三种立场或“阵营”。

出于对人的自然本性保护的立场，生物保守派的代表否定增强技术的使用，或者至少是对之持怀疑的态度。比如说，法兰西斯·福山[1]就担心，“生物技术将用某种方式使我们失去人的特性，亦即失去一种人的本质，这一本质始终是我们对如下问题的认识基础，即我们是谁，我们往何处去。虽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人类经历过无数的沧桑变化，这一点的意义却始终未变”（Fukuyama，2004年，第146页及以下）。生物伦理学委员会主席报告《超越治疗》的作者们的观点与之不谋而合。他们认为增强技术的潜力不会给人的本质或自然本性带来整体的危险，但是担心，若是增强技术导致人们失去训练、学习或工作的挑战的话，那么，该技术就可能威胁甚至破坏我们人类评估性的自我认识的核心内容。在其他学者眼里，各种不同的增强技术乃是一种消除人的（在标准意义上被看成有价值的）偶然性、不完美或脆弱性的尝试。但是，从多种意义上说，用人的“自然本性”或“本质”来做论据理由是存在问题的。其原因就在于，一方面，“人的自然本性”概念似乎一词多义，叫人无所适从；另一方面，倘若我们想要有针对性地使用这一概念的话，那么它就取决于各种标准化的假设，而这些假设本身也是极有争议的（Bayertz，2005年）。

于尔根·哈贝马斯也认为，由于增强技术可能性的出现，“人的自然本性的未来”（Habermas，2001年）等事物面临着危险。按照他的观点，增强技术——哈贝马斯主要指的是基因和复制技术——破坏了“物种伦理学的自我认识”，这个认识决定着，“我们是否还能继续把自己当作我们自己历史的独立撰写者，并且认可我们自己是相互之间有行动自主权的人”（Habermas，第49页）。因此，从平等、尊重、道德的可能性条件的意义上说，有必要“对人的自然本性进行道义化”，并且将排斥某些类型的生物技术手术的道义“纳入物种伦理学”。

自由派代表的典型立场是，人是“他自己、他的身体和精神的唯一支配者”（John Stuart Mill）。按照自由派的观点，人的自主权利不仅包含对增强技术的否定，也同样包含对它的使用。增强技术增加了个人的选项，并且扩大了个人发展的潜力。自由的社会必须赋予个人一种可能性，使人能够自愿地和为了所追求的目标知情地承担起能提升能力的手段和技术的重大风险或副作用，倘若这项技术在他看来是非常有助益的话。如果要对该技术的使用进行规定和限制，那么，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这只能从保护第三方利益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原因出发来进行。在自由主义者的观念中，那些不取决于评估式的或标准化的前期决定的、在自由化的社会中只在非常有限程度上才具有普遍约束意义的“改良”的“客观”目标，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存在。

最后，后人类主义或超人类主义派的代表对增强技术的发展表示欢迎，并且把极端的增强技术视作不仅恰恰是克服人的自然本性的种种限制和人肉机器（Warren Robinett）的机会，而且是用后人类方式克服种类界限，以及一个新的、自我定义的进化形式的机会。后人类主义派的突出特点是极端的技术狂热主义视角，并且把人可能遇到的问题统统置之度外：借助现代化的技术，任何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因此，超人类主义探讨问题的方式带有部分（技术官僚式的）解脱式幻想的特点。除此之外，在他们的观念学说中，现实主义的技术发展还常常同从长远来看完全是虚无缥缈的技术发展混杂在一起。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根据，让人看到会有实现的那一天的希望。举例来说，有人幻想着能将自己从互联网上下载变成另外一个硬件等。总而言之，在这场讨论中，除了值得探讨的目标之外，有人还提到了这样一些目标让人质疑它们到底是乌托邦式的空中楼阁，还是诸如“集体意识”这样的反乌托邦式的思想。

当前的发展趋势和所提出的问题

目前，各种各样被作为增强技术来讨论（和部分已使用）的手段和方法尚处在很不相同的实现阶段。但是，我们可以认为，这方面的潜力在未来将会有巨大的扩展。正因为如此，一场关于该技术伦理学、法律学和社会学方面内容，以及关于规范管理要求的讨论是必不可少的。面对数量众多和形形色色的增强技术选项，我们在讨论中所需要的不是泛泛而论，而是针对单个案例的专论和评述。由于针对药理学、外科学和生物科学的增强技术方法的例外论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所以，我们在讨论中似乎更应该有的放矢地对改善人的能力的手术目标加以关注，不论它们所涉及的是常规的方法和技术也好，还是药理学的方法和技术也罢。

在人类增强技术的未来规范管理方面，科研、市场准入、竞争机制和社会平衡等课题将彰显其重要性（TA Swiss，2011年；Sauter/Gerlinger，2012年）。科研的需求不仅针对使用增强技术手段和方法之后可能出现的健康风险，而且也针对其他可能出现的个人经历和社会方面的风险。到现在为止，已有的评估报告和风险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医学范畴中以预防、治疗或缓解病情为目的而开发的增强技术方法，而且即使在这个领域，也只是针对有疑问药物的对症下药，并非针对不按标签说明使用（off label use）或能力的提升，关于医学领域之外开发的增强手术研究并不存在。因此，关系到增强技术的手段和方法的批准问题，从中期来说人们必须要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针对在已经设立的医疗体系管理规定之外所开发的增强技术的手段和方法，怎样才能为全方位的消费者保护提供保障。增强技术更广泛的使用需要以伦理学、法律和社会的框架条件作为前提，这些条件至少可以限制受用者遭到社会摒弃的危险。那么，这个如同高速路上的“防护栏”一样的保障措施（对个人利用增强技术不应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限制）究竟应该是怎样一种情况，这个问题乃是一场针锋相对的论争的主题。我们应该看到，增强技术不仅能够对注重能力和追名逐利的社会有推动作用，而且对实现“内在固有的”目标也有促进作用。同时，用来对付潜在地遭到社会摒弃危险（诸如做出成就的压力或社会不公等）的选择手段，最终只在于能对社会模式本身的改变，而不是在于对个别手段和方法的批判甚至是禁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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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年出生于美国，日裔美籍学者，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成名作《历史之终结与最后一人》。


第9节 信息

信息不是一种专门的技术，虽然技术对于传播和处理信息来说是必要的前提。从口头的信息传送，到书本、广播或数字信息技术形式的信息媒体化，直到基因排列顺序中的信息解读，中间经过了漫长的发展之路。沿着这条路，人类社会改变了自己的构成、经济方式、人际间的交流方式等，不一而足。

倘若我们说，在以数学为基础的信息论中，特别重要的是消息传播的技术层面，那么对于社会层面来说，信息服务于社会沟通（交流）和产生知识的功能就居于突出的地位。在概念的沿革上，拉丁文informare的含义就是“做出回答”、“形成”和“构建”。一条信息的典型特征是它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并能为减少不确定性提供帮助。但是，对于由新型的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信息传播可能性来说，上述这些定义已经不再适用，抑或必须重新加以阐释。信息技术不是简单的信息传送者，而是自己产生信息，这些信息没有技术便无法存在或者无法获取。这里，我们可以举出数据分析（数据挖掘）或是社交网络中涉及个人的解答资料为例。除了这种信息技术对信息类型直接的影响之外，信息的新闻价值也获得了一个新的特点。有鉴于各种信息的竞争和不断提供新内容的可能性，许多信息的新闻价值反倒成了价值本身，而信息本身却无须具有什么价值。同理，信息对减少不确定性的作用也成了问题，大量的信息以及将这些信息归于相关上下文并对其质量进行评价的困难，有可能非但不能减少不确定性，反而适得其反。

这种对信息进行归类和评价的困难，从总体上说与信息技术和媒体的特点相关，即把人们的沟通交流从其生活环境中剥离出来。这样的一种使信息脱离其关联关系的做法，连同信息的机器化处理以及其在交流过程中的变化一道导致了一种新型的信息体系。这样，一方面所要求的对信息的诠释能力在不断提高，而另一方面，牵涉到沟通以及知识产生和传播的潜在力也在不断扩大。

技术传播信息的应用形式

信息技术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应用领域：用于社会的互动，亦即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用于人机互动，比如通过计算机接口等；以及用于作为机器和机器互动的不同的信息载体之间的信息交换。然而，日常语言中人们所理解的“信息”，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一种人可以从语义上理解的、有含义的语言单位的传送。下文中也主要采用的是这种理解含义，但同时也认为，由技术所感应的信息（比如自动人脸识别或温度感应等）也是人的交流关系的表达和组成部分。

由技术传输的信息见诸报纸媒体、电视、电台和互联网中，通过各种不同的服务和应用方式可供人们使用（参见第5章第13节）。在20～21世纪之交时，又增加了一种名叫“普适计算”的新技术，这个名词所表示的是信息技术在物质环境中的微型化及其实践。我们周围环境的信息可以通过移动的终端设备（上下文感知计算），或者直接通过仪器作为环境的一部分被遴选出来（环境智能）。

在各种技术可能性的交互作用中，如数据挖掘或基因诊断，政策规定（比如数据强制保存、计量生物学数据库、人体扫描等）和诸如社交网络服务的个人利用，网上交易或位置和地理服务（谷歌街道全景浏览）等，一种庞大的信息交织网络应运而生。有别于所谓一人对多人交流传播方式的信息来源，如报纸、书籍或电视等，数字化的多人对多人的传播形式为每个人都提供了独立制造信息的可能性，同时还提供了直接从个人身上调查信息的可能性（如公开停留地点的数据、消费爱好等，参见第5章第10节）。

大量可供使用的信息使人们有理由推测，信息自由的基本原则在这里是有保障的。透明、信息公开和信息传送乃是每一个民主的社会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信息自由的权利——“从普通公开的渠道中获取信息的自由（基本法第5条第1、2款）”——与德国基本法中所列的言论自由权利条款被归为同一等级层面，其类似的表达措辞也是联合国人权宪章的一部分。但是，信息的使用自由尚不能说明人们是否是智慧地、经济地或是伦理上无懈可击地在同信息打交道的问题。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不同的自由概念：一方面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消极自由），另一方面是自主生活的自由（积极自由）。这里所指的是维护我们生活环境中最大可能的行动自由，这种生活环境使每一个个人都处在这样的责任当中，即由自己自由选择的行为不能阉割了其他人的自由（参阅Taylor，1992年）。与此思考对象相对应，信息自由也要求对特定的、伦理上无懈可击的框架条件承担（自己的）义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信息自由不是一种特权，而是多元化生活环境的共同资源。

信息作为社会组织的媒介

新闻自由、信息自由和言论自由乃是民主法治国家建立和续存的绝对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国家层面上维护一种普遍的公众性，对于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或立场的表达，以及对于公民与政治和行政之间的批评交流，都有根本性的意义（Habermas，1962年/1996年）。所以，一种将自己理解为对政治和国家机构进行批评和监督平台的公众性，就需要依靠一种共同的取向知识，这种知识通过个人的评价和归类过程而有别于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总是和制造知识的人结合在一起的，其方法是他们对信息进行检查并将其确认为是合情合理的和真实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人对媒体信息的多元化和不断增长的所谓信息大潮保持质疑的态度。互联网互动和个人化的可能性——每个用户既可以是接收人，同时又可以是发送人——使公开发表内容的数量大幅度增加，整个交际体系越来越多地以主观的利益和需求为目标。社交网络、个人化的服务以及诸如智能手机那样的“随时随地上网的媒体”开创了私人和个体面对信息重要性的前景。这样一种信息的超级多元化要求人们对之进行架构和筛选，目的是使特定的主题能够在大大小小的公众群体中进行探讨，抑或鉴于青少年保护或隐私权保护的法律规定，将不良的内容剔除出去。

如何处理好信息问题，一方面牵涉到信息的评价和归类，另一方面涉及对涵盖全社会的信息量的保障（参阅Dahlgren，2005年）。关于后者的讨论是在碎片化的概念下进行的。碎片化观点所揭示的现象是不断增加的各式各样的媒体服务导致了利用媒体时交叉重叠的减少（参见第5章第13节）。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很高声誉的、同时具有通俗易懂和容易获取特点的信息来源的重要性就增加了。比方说，属于这种情况的有所谓高质量媒体（在线和非在线），或者是那些有社会化职能约束的、符合公共法的电台和电视台。此外，实际调研还表明，虽然获取信息的手段在不断增多，但是，当前媒体的内容却往往是雷同的内容（参阅Mende等，2012年）。

尽管如此，碎片化观点在某些方面还是不容忽视的：数字化网络中信息传播的目的越来越多地服从于个人的需求，而不是以生产公众化的产品为宗旨。从技术的角度说，这种倾向反映在自适应系统的生产中。这种尤其被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所使用的自适应技术，将相关利益的信息加工成一种用户固定印象，并且为今后查找相应地提供特别合适的查找点和服务项。从这个意义上说，信息技术系统常常提供给人们的就不是普通的信息，因而也不是依照其他人的知识为参照系的行动方向，而是一种借助用户固定印象经过演算筛选处理过的信息（此处参阅“过滤气泡”，Pariser，2011年）。

信息的评价和选择

除了这些涉及信息的用户圈的大小问题外，人们所提出的问题还针对信息的价值和是否为人们所需要。这里，问题的关键是信息的真实性，以及其道德内涵和重要性。除了这些与来源的可信度密切相关的层面，还有一个难点就是给信息赋予意义。由于世界范围内所能够获取的信息都超越了国土和文化的界线，因而也超出了主观意愿的诠释范围，所以要给信息赋予意义就越发困难。由谁来承担这样的信息评价和汇集的责任呢？根据自由论的观点，责任（参见第2章第6节）首先在使用者个人身上。然而，由于缺乏可能性和资格能力，这些使用者对承担责任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信息构建和供应的另一个基石是（商业的）服务以及社会的和国家的机构组织。不同于个人的使用层面，特别是在制度层面上，人们常常拥有专业化的选择和传播信息的资质能力（新闻业、图书馆业）。以新闻为取向的机构组织所关注的是信息当前的公众价值，而档案馆和图书馆所注重的则是信息和资料的持久用途。比方说，技术知识的丧失会导致社会性的风险（参阅Kornwachs/Berndes，1999年），文化信息的丧失会导致对文化认同的减少（参阅UNESCO），而二者同时丧失则会导致战略性的问题解决方案和行动可能性的贫瘠化。

除此之外，用于信息利用的技术服务平台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上所述，搜索引擎、语义网络或信誉服务构成了互联网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当机器对网络内容进行评估的时候，人们将同时在个人和机构的层面上提出关于内容筛选的参照标准、合法性和责任的问题。虽然人们经常将互联网与透明和信息自由的机会联系在一起，但是，机器的选择过程对公众来说始终是不透明和几乎无法施加影响的。

与信息的民主意义相关联的另一个问题并不在于评价和存档备案方面，而在于现有信息的公正分配以及信息内容在网络中公正的体现方面（参见第4章第B.9节）。只有当互联网被动的接受可能性以及主动的参与可能性被人们顺利和无障碍地利用时，它的民主潜力才得到了充分发挥。除了诸如食品、住房或安全等这样的基本财富之外，信息也是一个最基本的财富，在许多情况下，它是改善基本供应和改善政治形势的可能性的条件。这个问题在“数字化差别”的概念下，被人们当作关于信息的公正分配和同属于此的交际基础设施的问题来加以对待（参见第5章第10节）。为了提升大众的社会地位，通过创建相应的基础设施和资格能力来将地方层面纳入大系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通过这种方法，互联网的多元化才能反映出人类社会的多元化。没有互联网用户地方特色的确立，即使是在技术层面被保留的情况下，数字化差别也会在内容层面上被信息精英从数码技术上殖民化。

从这个关系上以及对整体信息技术的民主潜力的充分利用来说，公共行政管理的改变也是一个前提条件。从此处我们能够充分认识到，技术并不是中性的，而是作为产生新的组织机构原则的因素出现在人们面前。从技术上说，近乎成倍增加的信息自由，以一种要求自由获取公共管理信息的方式（开放的进入，开放的数据），以及要求新的参与形式（电子民主），在大众社会的环境中落地生根。

自由的信息可以任人获取和无所不包吗？

信息自由常常与透明度的要求联系在一起。透明在这里指的是用于公开信息的手段，或者说是用于放开信息的手段。但是，究竟是一个把什么都公开和分享的人更为自由呢，还是一个对自己不想公开的事情进行把控的人更自由？换句话说，我们究竟要的是一种个人和国家都不隐瞒任何事情的自由，还是要的是一种个人权利、著作权和保密权都作为自由制度的必要前提来理解的有管控的自由？以维基解密为例，这个与要求绝对透明相关的问题便一目了然。无限制地把原本不对公众开放的文件（影像资料、情报机关宗卷等）进行公开，虽然可能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只要是涉及暴行的揭露或是涉及真正的和不单单是伪装的政治目的的澄清的话。但是，从社会角度来说，这种公开也可能会损害到人们所希望的公开和接受过程，为了实现这个过程，某种程度的保密和时间性是十分必要的。此外，无限制地公开也会让敌人乘虚而入，从而危及国家和个人行为的安全。

与透明的概念相关联，我们一般可以将信息资料区分为公共的和私人的两大类。然而，鉴于私人对互联网2.0中向公众开放的媒体的利用，以及鉴于公众环境中不断增加的对个人隐私保护的要求，要做出明确的区分并非易事。立法机构已经就如何对待信息资料的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关于信息的自主决定权的规定（参阅Volkszählungsurteil，1983年）。其中的一个首要前提是，只有在当事人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对涉及个人的数据资料进行调查和处理。在当事人同意进行调查时，人们对待信息资料的方式必须符合透明，合目的性，必要性，信息资料获取能避免则避免、能少则少的要求。比如说透明度的问题，这意味着信息资料的调查必须直接在当事人那里进行，当事人应当了解其过程，并且有获取已经调查好的、关于他自己的信息资料的可能性。

论及个人相关的信息资料，重要的不仅是要保护其不让不相关的人获取，而且关系到有支配权的人士遵循自己意愿对信息资料公开的控制。从这点来说，信息就是身份管理的媒介。在所谓信息社会的社会化环境中，通过信息控制的自我形象塑造也属于人的自我实现的一部分。

信息的自主决定权同个人隐私的保护密切相关（参见第5章第10节）。信息的自主决定是个人隐私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然而，它在定义上却并非自然而然地指向这一目标。从进一步的和超越个人的定义上说，个人隐私所描述的始终是一个与其他特殊的行为管理（国家、市场、公众社会）不同的社会范畴。个人隐私的特点——至少在要求私人空间的人眼里——是自我组织的、自主的行为空间，这个空间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原因是它不受外人的监视和影响。那么在此背景前提下，一个国家机构或是政治组织是否也有权不受监视地（亦即不透明地），因而也不受监督者控制地进行交流活动？初看起来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却再次从根本上遭到一种强有力的参与理论观点的质疑。这是因为，国家和政治的管理本身就是民众自我组织的组成部分而非对立面，而且在法律上对社会公众负有责任义务。在此前提下，它们原则上必须使关于和来自国家机构的信息服从于透明的规定。鉴于政治和公众机构中行为人的行为自由，局部的不透明尽管为法律所允许，但是也必须要对理由进行申明。

关于透明度的利益争端也贯穿众多其他的社会领域。比方说，信息技术为消费产品的评价提供了方便，如互联网中的客户评价，或是直接贴附在产品上的快速反应矩阵码（QR码）等。这里，对情况了如指掌的用户观点起着引导性的作用。用户不仅通过自己的消费行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还可能操纵市场，而商家则常常乐于对自己生产条件的细节模棱两可、含糊其辞。

其他的争端不大可能通过一个理由充分的目的而得到明确解决。举例来说，信息技术经常同时也作为安全技术来使用，比如在生物计量学的数据识别方面采用智能视频监控等（参见第5章第22节）。这种形式的数据调查和信息采集虽然有助于安全，但同时也是一种信息的非对称形式，换句话说，个人不再能知道是谁知道他的什么情况，因而失去了安全感。这里，政府安全部门手里所掌握的更多的信息，同个人行为自由的限制（由于可能出现的被监视感）形成对比。与信息利用权和信息的商业化相关的、其他形式的存在争议的信息限制，也出现在医疗领域关于不知情权的讨论中，或者见于涉及所谓吹哨报警（whistle-blowing）的争论中（亦即将本企业中其他人的错误行为予以举报）。

总体来说，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现代信息技术的基本结构问题可以用“信息评价”和“信息公正”的概念加以总结。这里，问题涉及各种各样的挑战，这些挑战乃是由信息技术的特点所引起的（如互动性、计算机速度和几乎无限的用来进行精确复制的能力等）。但同时，这些挑战一方面可以通过一系列的行为活动加以控制，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之物尽其用。比如，通过国家和民间机构来提高媒体和信息的资格能力，通过公开的批判性讨论来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建立针对国家机构以及部分私营经济企业信息和数据管理的透明度。这里，广义上的透明度不仅涉及信息的自由存取，同时也涉及系统的建设问题，以及有关（个人的）信息类型和如何与之打交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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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 互联网

早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由于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ARPANET）的开发受到美国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的推动和资金支持，加之后来阿帕网隶属于美国政府国防部，所以，互联网的诞生曾经以及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是各种激烈（标准化）争论的导火索。因此，我们针对互联网所提出的问题与对任何一个军事和两用技术所提出的问题相同（参见第5章第15节和第4章第C.11节）：那些目的在于破坏实物财产、伤害甚至杀害人的技术开发在道义上是站得住脚的吗？

除此之外，互联网所提出的标准化的争议问题，似乎都与每一种在全球联网的和被普遍使用的信息和传播技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互联网和移动通信（参见第5章16节）在许多方面都是相通的，而且事实上，这两项技术的相互融合正在不断增强，普适计算在这里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实例而已（参见第5章第25节）。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许多标准化的问题早在互联网开发之前，或至少是在其普及之前就已经被人们提出过：阿兰·威斯汀[1]于1967年提出了个人隐私和自由之间有密切关系的观点；20世纪70年代，进行了一场关于计算机系统中个人隐私和安全的大讨论（参阅Martin，1973年）；理查德·梅森[2]（1986年）提出“所有权、访问权、隐私和准确性”作为信息伦理学的核心问题。

个人隐私和信息保护

对于个人隐私的讨论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是1890年由塞缪尔·沃伦[3]和路易斯·布兰迪斯[4]发表的研究论文《隐私权》。个人隐私在这里是一种不受侵犯和干扰的权利。当年，一种迅速普及的媒体成了人们关于标准规范进行思考的起因：照相不仅是人们普遍的爱好，而且也是记者们采访报道的工具。今天，互联网成了人们忧虑的原因。互联网的使用带来的后果是，使用者所留下的痕迹可以让人用回溯推断的方式来了解他的爱好、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种种行为，并且使监视和控制成了可能。

撇开犯罪活动不论，有三种人对尽可能多地了解获知（其他）人的情况颇感兴趣：国家机构、企业和使用者本人。由于刑事犯罪不会对互联网手下留情，所以刑侦部门不会放弃了解和掌握网络的使用情况，目的是惩治犯罪，阻止非法内容的传播和粉碎恐怖分子的计划。企业则是想大量掌握使用者的情况，以推销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抑或在个人资料的调查和利用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商业模式。最后，使用者的好奇心和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建立关系的愿望，造成了对个人资料的需求。

这里所说的所有情况本身并没道德上的善与恶之分：国家和老百姓面对犯罪希望保护自己乃是天经地义的要求（参见第5章第22节）；企业要取得成绩合理合法；对别人好奇和建立相互关系同样合情合理。如果说收集资料损害到了别人希望受到保护的利益，以及损害了道德规范和价值，那么，这样的行为就成了违反规范标准的问题。由此可见，互联网重新提出了伦理学和政治哲学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不过，富有新意的是，许多不同的意见和看法都直接来自针对如何实现和使用互联网技术的方式方法的探讨和争议中。

恰恰是社交媒体平台（目前首当其冲的是Facebook）都因为它们的商业模式提出了诸多的标准规范问题。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它们是一种由信息技术所支持的用于交际和维持个人关系的平台。出现在平台上的企业的目的，是想要建立和维护自己和客户之间的关系。社交媒体平台自己的兴趣所在，是从用户那里获取尽可能准确的资料信息，并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地登载广告，因为这是它们维持运营的资金来源。正因为如此，它们助长了或是强制推行了一种可能被人们称为“数据暴露主义”的东西——因为用户界面的设计，使用者被误导尽可能多地将关于自己和自己的关系群的个人资料予以公开。而此时，信息资料的公开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使用者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被蒙在鼓里。因此，这里根本没有所谓知情的同意可言。除此之外，Facebook经常单方面地对使用条款进行修改。由于更换平台很麻烦，所以用户别无他法，常常只好忍气吞声接受这些修改条款。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权力非对称现象，它的基础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建立在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设计之上的。

从技术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有多种初步的方法来面对这一挑战：作为回避措施，人们可以援引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据理说明，保护个人隐私和信息保护乃是立法者的职责任务（参见第5章第9节）。但是，这样的提法也许会造成对（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设计不参与，决定了对它使用方式上的误解——用劳伦斯·莱斯格[5]（1999年）的话说就是：“代码即法律。”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信息员和工程师的任务在于，他们所设计出来的技术应当从设计保证隐私（privacy by design）的意义上（参阅Cavoukian等，2010年）保证人们的个人隐私。更进一步的应对尝试办法是增加使用者的自主权，使他们在知情的情况下自己决定他们愿意公开哪些关于自己的信息资料（参阅Tavani，2007年）。这一任务可以通过对软件程序和网络广告相应的用户界面设计来加以实现，但问题又再度落到了信息员和工程师的责任范畴之中（参见第2章第6节）。

知识产权、信息自由和信息正义

尤其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首批音乐网络共享平台的出现，大规模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闯入了社会公众的意识（参阅Haug/Weber，2002年）。此后，人们一直在激烈探讨，如何在互联网时代一方面保证精神财富的权益，另一方面保证信息获取的权利，使这二者和谐一致，从而树立信息的公正性。

面对此问题，人们可以再度提示说现行法律乃是标准规范上避开问题的一种策略。但是，现行法律本身也需要进行标准规范的论证：比方说，人们可以强调著作人的人格权和所有权。在此案例中，初看起来，诸如使用数字版权管理系统这样的技术措施在规范标准意义上是有帮助的举措，但是，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其他的诸如个人隐私等权利就会受到危害，抑或创造的过程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反之，如果给信息获取权赋予优先地位，以便让尽可能多的人能够无障碍地分享可以获取的大量信息的话，那么，著作人的财产权就会受到深度侵害。除此之外，还存在缺乏（经济上的）刺激作者生产新信息的危险（参阅Dreier/Nolte，2006年）。两种情况都涉及人们关于维护公正性的核心直感。与约翰·罗尔斯的公正论观点如出一辙的（参见第4章第B.7节），并把信息视为基本财富的解决方案所存在的问题是，信息永远是关于事物的信息。因此，诸如根据罗尔斯的平等原则，从现有的信息中给每个人都分配以同样份额的做法是毫无意义之举，因为这样做的后果不仅是对其他人所有权的干涉（这种侵权行为本身就必须说明理由），而且是对个人隐私的干涉（参阅Weber，2004年）。

在信息自由问题上，技术伦理学的挑战在于，技术参数的确定从根本上共同决定了特定的公正观念是否以及在怎样的程度上能够得到实现——这就大大增加了设计技术当事人所肩负的责任（参见第2章第6节）。

数字化差别和可持续发展

如同对互联网的访问一样，信息的访问和获取提出了一系列的涉及公正性的问题（参见第4章第B.9节）。当同数字化的分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得一目了然。这里，数字化差别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世界上有所谓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之分——这种现象不仅在一个国家里面，而且在国家间的对比之中（比如Waschauer，2003年）。倘若我们把信息的获取看成一种社会的基本财富，那么，就像收入分配一样，这种财富在许多国家里都是分配不均的。如果我们在国家间做比较，那么在全球范围内这种财富的分配也很不相同。所以，毫不奇怪，在2003年日内瓦和2005年突尼斯的信息社会世界高峰会议（WSIS）期间，人们把分配不均作为公正性的问题来谈，并把采取措施消除信息获取的不公平现象当作发展中国家的道德义务来认识。

然而，数字化差别不仅是互联网的访问问题，同时也是能力的传授问题（参阅Zillien，2006年）和技术的无障碍设计的任务。后者所牵涉的尤其是那些开发和实践技术的有关人员。比如，（信息和通信）技术应该考虑到使用者的身体条件，尽可能进行无障碍使用设计等——这些完全可以看成标准化方面正当合理的要求。

同时，这也符合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社会意义（参见第4章第B.10节）。事实上，信息员和工程师在互联网和互联网技术方面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开发出与最大限度保护资源意义相符的技术来。其中包括整个生命周期能源和材料消耗的优化（包括处理和回收利用），避免使用有害环境的生产方式，不使用有害环境和健康的材料等——所有这一切都关系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层面。即便是在经济层面，信息员和工程师也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信息和通信）技术应当被设计成故障时可以修理而不必马上当作垃圾处理的产品。这将特别推动和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服务业的产生和经济的普遍健康发展，同时也为消除数字化的差别做出贡献。

网络犯罪、信息战和网络战

当前，虽然互联网技术的设计可以满足上述参与者的期望，并能平息关于标准规范的冲突和争议，但是，它仍然会被网络犯罪所利用。比如，盗取身份就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因为其潜在的危害非常巨大，因而对整个经济具有重大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信息员和工程师们也同样负有设计出使滥用可能性最小化的技术产品的道义责任——但是，他们却无法做到绝对的安全（参见第5章第22节）。因此，主动进行交流也是他们肩负的责任和义务之一。唯有如此，使用者（至少在原则上）才有可能对所产生的风险进行判断，并自己决定是否愿意承担此风险，以及能够采取哪些减少危害的应对措施（参见第2章第2节和第4章第C.7节）。但是对使用者来说，也同时存在难以避免的危险，因为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复杂性和它的透明度是成反比的。信息和通信系统的开发商和运营商不能将自己对系统安全的责任，以使用者责任自负的借口一推了之。

时下，网络犯罪几乎被等同于网络战（Cyberwar）（比如Schönbohm等，2011年）和信息战（Information Warfare）。虽然在实际生活中这些行为之间的界线是模糊的，但是在分析问题时，我们却必须将二者区分开来。这是因为，网络战和信息战所涉及的是道义上的问题，正如同在军事技术中，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提出这些道义问题一样（参见第5章第15节）。当然，此处我们也能看到，技术伦理学的思考是不能同其他标准规范的思考（比如关于正义战争的问题等）孤立开来的（比如Walzer等，1977年）。缘此，我们需要始终坚持的一点是，网络战和信息战远远超出了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以及技术伦理学的范畴，但是，这样讲并不代表着他们身上的责任有所减少。

言论自由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互联网的使用受到严格的限制，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政府害怕这种媒体的政治破坏作用：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得到政治的信息，各种民权运动、遭到禁止的党派和类似的团体可以组织起来。早在互联网出现之前，新纳粹分子就已经这么做了，他们的某些小团体早就有了自己的邮箱系统。当前，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利用网络视频来传播和号召人们去参加圣战。他们在一部分人眼里是自由战士，在另一部分人眼里则是恐怖分子。因此，互联网提出了关于言论自由的范围和限度问题——而且目前是在全球化的上下文中。围绕这个问题所进行的争论，不仅涉及人们所交流的内容，而且涉及人们进行交流的形式。

世界各国大都通过宪法的原则来规定言论自由的范围和限度，诸如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或是德国基本法的第5条等。关于言论自由的限度，两个文献显示出了非常不一样的观点：许多在美国被允许的事情——如仇恨言论、新纳粹主义言论等——在联邦德国因为从魏玛共和国的失败中汲取教训而被禁止；在对各种不同的公民权的考虑方面，人们也找到了不同的答案。托马斯·内格尔[6]（1995年）对因为限制言论自由而产生的法律规范问题做过令人信服的阐述——他的所有观点都可用于今天的互联网。

时下，（技术）伦理学思考似乎可以依照的一个衡量标准乃是武器对等原则（参阅Spinner，2002年）。比方说，只要国家对发表言论还有压制行为，只要还有窃听措施和数据记录，以及只要存在大公司的媒体强势，那么，诸如使用密码和网络传播匿名化等手段在标准规范上来说就是正当合法的。此论据理由多年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引用，然而，密码和匿名化也会造成网络围攻、纳粹言论的传播或是儿童色情的滋生；这些反过来又对武器对等原则造成威胁。

内格尔在他的力主自由主义概念的公民权，尤其是力主自由发表言论的自由主义概念的论述中，又谈到了一种由单个国家所组织的媒体系统；但是，互联网不仅超出国家的界线，而且超出了文化和法律的空间范围。因此，人们不单单是从技术伦理学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和大多是相互对立的要求：所有在技术上通过以及利用互联网而行动的人，都应当遵循本国的法律和自身文化的规范；他们不应当干涉别国使用者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他们应当在全球范围内推进人权和民主；他们应当保护信仰，加强民众社会的地位；等等。显而易见，那些开发、实施和应用技术的有关人员绝不可能完成这些种类繁多的标准规范要求。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获得了一张“护身符”，从而可以推卸（技术）伦理学的要求和对自己行为后果所应负的责任。

互联网里的政治

21世纪开始的头几年中，出现了被人们称作Web 2.0或是“社群网络”的新事物，其中包括像Facebook这样的社交平台，像Twitter这样的微博系统，像YouTube这样的视频门户网站，以及网络博客和赫芬顿邮报这样只能在线阅读的报纸。所有的这些网络产品都相当程度地建立在用户自创内容的基础上：使用者自己生产网络上的内容——他们的双重角色被称作制作兼用户或生产兼消费者。更加简单易行的自产内容的供应唤起了人们对大众媒体权力消失的期待和希望，因为媒体不再能扮演看门人的角色，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出来发表自己的言论，并积极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

互联网可以简化或实现民主的程序，但是也有人假借民主之名，而行利用和破坏民主之实。那种认为出于政治的流程目的而纯粹利用网络可以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民主的想法，是值得慎重考虑的。恰恰是与技术打交道的人肩负有义务，要实事求是地对待这样一种恩赐般的承诺，并拿出一个关于技术的机遇和风险的理智的分析结果出来。

还有一个危险需要我们面对：民主根据非常简单的规则即可运行，且通常通过低技术就能得以实现——理想的情况是，人们只需举手并能够数数即可。与之相对的是所谓流动反馈（Liquid Feedback）或临时委员会（Adhocary）这样的以互联网为依托的软件系统，其功能是支持诸如辩论和投票这样的政治协商和决策过程——既复杂又烦琐。这套软件所引入的复杂化层面，非但没有将人们对政治决策的参与过程简单化，反而使之愈发复杂，原因就在于，复杂化程序所需要的前提条件乃是远未普及化的认知和掌握技术的能力。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技术的设计可以决定谁以何种方式从事自己的行为。因此，我们应当呼吁从事相关技术设计的信息员和工程师，开发出尽可能无障碍的技术产品来，从而帮助在政治决策过程中消除新的权力不对称现象。

全球性网络、地区性标准和单一国家法律

前文提到的法律规范的争论领域（还有其他许多本文未涉及的争议领域）在单一国家的范围中很难得到解决。但是，互联网并不局限在一个国家法律的有效范围中，它越出国界，并且（原则上）在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中都可以使用。在互联网中，个人和团体行为的影响以及行为后果不再受到任何界限设置的束缚：凡是使用互联网的人，他所接触的互动对象不仅有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使用者，而且还有必须要遵守以自己所在国家的法律为主的企业，以及要服从有别于自己国家的其他的宪法和法律的国家机构（此处参阅Capurro等，2007年）。若是有人向德国以外的企业公开自己的信息资料，那么，他就不受联邦信息保护法的保护；如果某公司的注册地在欧盟以外，那么，《欧盟信息保护条例》95/46/EG就不能适用——法律的规范管理未实现与互联网全球化的同步。类似的情况也同样见于互联网中的（技术）伦理学和道德规范行为，例如，关于个人隐私、言论自由和法律的界线等，世界上没有这方面普遍流行的和为人们所接受的法律规范概念。

因此，人们对设计、开发和实施技术的技术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如乔尔·雷登堡[7]于1998年所说的那样，我们完全可以把技术人员通过设计技术打开和关闭人们行动可能性的能力与法律法规的制定等量齐观。鉴于针对设计活动的普遍得到认可的法规原则的缺乏，以及针对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的不同标准要求的缺乏，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们正面临着非常难以应对的挑战。因此，在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和大学课堂中传授关于社会、法律、文化和技术之间密切关系的知识，就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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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核能

核能一如既往地是能源生产争论得最为激烈的技术之一（关于能源的概述，参见第5章第5节）。虽然围绕这个问题的论争含有伦理学（尤其是风险伦理学）的基本成分，但是比较而言，它很少被人们作为技术伦理学的对象来进行思考。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许多风险伦理学的根本问题尚未得到彻底的澄清，也可能在于一系列尚未解决的技术问题，诸如核能利用所产生的放射性废料的永久存放问题等（参见第5章第4节）。

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在德国引起了一场关于核能的激烈争论，并导致了德国核能技术的最终下马。有鉴于故障和事故安全程度在这场论战中的核心地位，人们很容易忽略其他与此技术相关的伦理学层面的问题：经济性、环境可承受性和保障的稳定性。针对这些层面的问题，人们对核能的评价和认识也大相径庭。经济性问题——核能是否已经收回了它的成本（包括开发成本）——至今为止也未能得到彻底澄清。至于环境可承受性问题，就连反对人士也承认，核电也许是减少温室效应的一个重要步骤，但同时又指出，核电有可能阻碍了能源生产坚定不移地向可再生能源转换的战略。除此之外，放射性物质的排放究竟会对周围居民造成怎样的健康危害，这个问题至今也没有明确的答案。例如，在汉堡南部的克吕梅尔核电站运行期间，出现了居民白血病的发病率明显上升的现象，但是同时，人们并没有发现可能是致病原因的放射性物质排放的增加。针对核电对能源供应的保障作用，争论各方也是各执一词：赞同者提醒道，若是放弃核电，那么就会出现“能源缺口”，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出于环境和气候保护目的，在用后续模式来替代过时的化石原料电站的过程中，将因时间迟滞而出现断层的问题。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普遍实行的都是多元化的政治战略，其中的原因在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和能源选项。由于伦理学重要的评判层面没有一个能够单独起决定作用，所以，必须在它们之间进行权衡比较（trade-offs），并根据所拥有的选择方案分别做出权衡选择。于是，在多数情况下，供应保障的层面只在拥有可选能源生产技术的国家中（比如德国拥有风能、褐煤和相比燃煤火电站排放更少的天然气火电站）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与之相对，像日本这样缺乏化石能源原料的工业国家，虽然发生过福岛核电站事故，但仍然没有放弃核电的生产。即使是在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由于侧重点的不同，伦理学的评判也在发生变化：若是有人将供应保障的重要性看成是尽可能全面摆脱对进口能源原料依赖的话，那么，他就会——与实际推行的政策相适应——不顾对气候的有害影响，优先选择褐煤发电技术。若是有人高度重视减排的重要性，那么，他就会首先考虑利用核能发电，至少是将其作为一种过渡技术，直到通过蓄电能力的提高和国际电网的扩大，使可再生能源得到更好的利用为止。

核电风险和其他层面权衡比较中的那些差别不仅是实际存在的，而且在标准规范上是十分重要的。出发点的差异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某项有风险的技术在此处是合理的，而在彼处则不然。结合二氧化碳问题来看就是，对于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人们非但不能寄希望于它们像工业国家的经济规划所要求的那样，在经济规划中重视继续排放温室气体所造成的危险，而且，这样要求它们的理由也是不成立的。温室气体的排放给全球和地区所造成的危险——这个安全问题的意义并不是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假如有人在高福利水平上寻求更高的安全战略，那么，他就不能寄希望于处在低福利水平上的人们会接受他的这一做法。

我们不应当将各种需要遵守的安全标准绝对化。这就意味着，由汉斯·约纳斯所要求的所谓“恐惧启蒙学”（Jonas，1979年，第63页及以下；参见第4章第B.2节）充其量只能是一种适合于高福利和高安全水平的理论学说。根据他的观点，人类新的或扩展了的掌握自然的形式所带来的风险，通常要比这些形式所开创的机会要多得多。我们没有理由再给我们自己增加更多的环境危险，这句话的含义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禁止日子过得不如我们的人自觉自愿地去承受风险，除非我们使他们具备了同样能够享受更多安全福利的能力。

伦理学视角

有别于政治学的视角，伦理学看问题的不同点在于，它的着眼点不是事实上存在的经济和政治协商权及推行权的分配不均问题，而是着眼于用普遍论和理想主义的视角看待各种事物。它提出的第一个内容方面的问题是，在全球化以及同时考虑未来子孙后代可预见的利益（参见第4章第B.10节）的情况下，核能的利用在什么条件下从伦理学上说是合情合理的。第二个程序方面的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来设计流程，从而在关于第一个问题尚存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讨论决定核能的认可度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该以下面的事实为背景，即能源作为基本的和原则上不可替代的资源，它的供应必须作为维持和提高社会福利的决定性条件来看待，不仅从财富和服务的供应意义上应该是这样，而且从劳动负担、自由空间、教育和文化的意义上也应该如此。单单是到2050年要养活90亿地球人，没有（因为化肥的使用）大量消耗能源的农业是不可想象的（关于农业技术，参见第5章第1节）。

此外，具有重要伦理学意义的是，世界上的能源拥有和分配情况是极其不平均的。其中，一部分是由于能源资源的地理分配“靠天吃饭”，另一部分是由于严重不平均的经济、文化和自然的基础条件。有鉴于此，全球化能源策略的一个必然的要求就是在环境和社会可承受性的限度内，平衡不平均的能源占有情况，并且作为附带效应，阻止因世界大部地区能源供应不足而出现的分配争端和人口流动现象（参见第4章第B.9节）。

根据许多学者的观察研究，他们从两种分析推测中得出了两个对于核能的评价十分重要的伦理学结论：

（1）从环境和气候的角度看，用来发电的化石能源载体的消耗（德国目前大约是80%）不仅是有问题的，而且连同新兴国家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一道，导致了世界能源价格水平的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并加之气候变换的后果，发展中国家的形势每况愈下。

（2）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局都动荡不稳，这就排除了它们能负责任地利用核能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让这些国家利用有限的化石能源资源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工业发达国家的任务，首先应在于继续开发可再生能源资源。但是，作为“过渡阶段技术”的核能——同样有赖于有限的原料资源——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帮助国家减轻能源利用向非化石原料时代过渡的压力，则是一个相当有争议的问题（参阅Birnbacher等，2006年）。

从时间的普遍论出发，我们必须根据长期的未来使用潜力标准来对各种能源生产技术进行评价，例如，将其视为短缺情况下的储备技术等。对未来负责任的态度还体现在：为了保证长期的能源供应，科研能力强的国家继续开发备选的能源技术，虽然这些技术并不一定在自己的国家投入使用，或者从今天的角度看不具备或尚不具备使用的经济性。在这个意义上，德国继续参与欧盟的核聚变发电研究是完全正确之举。长期标准视角的另一个结论在于，今后几代人可预见的尤其将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那些气候风险，并不会因为时间的长短而“打折扣”，而是会以适当的形式都算在有可能转而使用替代能源的那些国家的账上。最晚自亨利·西季威克[1]以来（Sidgwick，1907年，第381页；参阅Birnbacher，2001年），虽然人们在伦理学中普遍否定了未来利益和损失“打折扣”的观点，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和风险分析家——大多数情况下引用的都是来自消费者、经济计划师和政治家所偏爱的那些数据——仍坚持认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未来出现的损失在其严重程度上会得到减轻。然而，给未来利益打折扣的做法充其量只有在实用主义观点下才是合理的，其目的是不让政治家们去面对那些无法接受的极端要求。

风险伦理学视角

核电站迄今为止的事故记录表明，即使采用先进的技术防范保护措施，也不能完全消除核能技术系统上的风险。迄今为止，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皆是因为人为过失（切尔诺贝利）以及电站设计无法考虑到的罕见自然灾害（福岛）而发生的。争论各方各执己见，相持不下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为了给予核能利用以机会，人们是否可以容忍和承受这样的“残余风险”（其中还包括核扩散以及对军事用途感兴趣的国家获取核技术知识的风险等）。道义论的风险伦理学（参阅Nida-Rümelin，1996年；Ders./Rath/Schulenberg，2012年；参见第4章第C.7节）在这一问题上可能会（但非必然）得出其他的结论，而非结果主义的结论，这是因为，风险伦理学在此设置了一个危害程度的上限，在此上限之上，不管发生的概率如何，所有的危害都是不能容忍的（参阅Schrader-Frechette，1985年）。据此论点，技术的可接受程度不是取决于整体风险（以及整体的利益和风险比例），而是取决于风险的特征：一旦某项技术——比如核能技术，转基因生物的解禁放开可能也是如此——有了灾难的风险特征，那么，这项技术便是不能被人们所接受的。

针对笼统地设置危害程度的上限，有学者首先提出了两种反驳意见：

（1）尽管备选技术并非没有灾难风险，但按照此上限规则，便无可用的选项了。若如此，则即使放弃核技术，也会发生灾难性的危险事故，比如温室效应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生活环境基础的系统损害等。

（2）不能完全忽略灾难发生的概率。即使是采用“常规”技术，灾难性的事件不仅是可能发生的，而且是残酷的现实，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意大利塞维索和80年代发生在印度博帕尔的两起灾难性化学事故便是例子。

许多结果论的风险评估同样面临着各种反驳意见。工程学的风险评估常常对决策论的原则笃信不疑，从而忽略了特殊的标准规范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源自那些牵连到其他人的并非行为者本人的行为。一旦其他人受到牵连，那么利益和风险的考量计算就遇到了它的界限。这时，问题的关键就不再是为了哪些机遇我们可以理智地忍受哪些风险，而是其他人（他们可能有自己不同的优先考虑和安全优先权）可以承受的是哪些风险（参见第4章第C.7节）。

在其他对风险的可容忍性具有重要意义的关系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所谓的威胁影响作用，这种威胁作用不依赖于可能发生的危害，而是来自相关风险的实际存在。一项技术投入使用的后果，其范围不仅包括来自危害发生的后果和连带后果，而且也包括存在可能性的后果。因此，对一项保险的评估，不仅要根据保险事项发生时所能得到的赔偿情况，而且也要根据危害发生时能够获取保险赔偿的安全保障所起作用的情况。

在风险比较评价的工程学文献里，我们时常看到有人表达出一种遗憾，即在安全投资分配时，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死亡人数统计数字被人为忽略，其目的只是抚慰被误读的公众恐惧情绪。然而在核电站安全防范措施的成本计算时，一个被避免的死亡案例的价值，往往要比在其他更具风险的技术中（比如交通车祸）的死亡案例价值夸大数十倍。这里，需要针锋相对指出的是，尽管是纯粹心理的并且是难以衡量的，然而恐惧情绪、不安全感和失去信任也是实际的危害和损失。这些危害和损失应当在风险评估时，同死亡和疾病案例一样受到认真对待。

另一个对机遇和风险的成本计算有限制作用的层面，是主要存在于民众中的强烈的安全优先意识，这种意识同样不允许把期望值最大化。在对风险行为进行决策时，人们必须考虑到潜在受害者对风险的拒绝态度（此态度或许不被决策主体所认同）。在这个意义上，卡尔·弗里德里希·盖特曼提出建议，应当根据“实际程度原则”来衡量风险的可容忍情况，亦即，当风险与现实生活中人们所表达出的风险认可度相吻合的时候，这时，风险才可以被看成是可容忍的（Gethmann，1993年）。当事者通过他的行为活动所表现出的风险承受意愿，应当作为别人可以认为他能承受什么样的风险的衡量标准。这个原则与下面的要求相吻合，即除了从风险行为中所产生的利益和危害之外，我们还应当考虑受牵连者的风险态度，例如人们对核电风险特别强烈的拒绝态度。与此同时，在如下几个方面似乎还需对此原则做些必要的补充：

（1）此原则忽略了自愿和非自愿风险的伦理学的重要区别。一个人自愿承担风险，并不意味着给他加以同样大的风险就是正当合法的。非自愿的（外部施加的）风险在道德伦理上要比自愿（承受）的风险的结果更加严重。一个遵守交规的行人因司机酒后驾车过失而死亡，其后果要比司机自己超速驾驶致死严重得多。因此，就电能使用而言，不小心使用电器所造成的自我危害，有别于核电站泄漏的放射物质所造成的对他人的危害。

（2）一个风险的可容忍情况如何，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利益的维度和可选方案。如果有风险较小的能源生产技术可供选择，那么，不仅人们的接受态度会发生变化，而且风险更大些的技术选项的可接受性也会发生变化。

（3）针对这样的情况，当事人认为某些风险自己是可以接受的，同时觉得别人也可以承受（比如当前摩托化的道路交通）。如果有人把这样的情况当作这些风险可以被实际承受的评判标准，是十分值得怀疑的。风险识别和风险判断会因为错误的识别而发生误差，正像在道路交通中过高估计自己对车辆的操控能力一样。

论辩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吗？

在以往的20年中，针对能源的各种选项及其风险，人们在理性探讨（参见第4章第B.6节）和明确遵守论辩伦理学原则（关于公民参与，参见第6章第5节）的基础上，设计出了一系列问题和冲突的解决方案模式。论辩伦理学（参阅Habermas，1983年）可以被看成人们在伦理学层面上坚定地执行了民主的原则。道德的标准没有因为少数精英的特权观点“自上而下”地加以制定，而是由遵守标准的人本身通过井然有序的投票过程加以获得。这一模式最契合的对象乃是一种参与式的能源政体文化，它尽可能地将受关联者纳入关于长期的能源技术选择的决策过程（参阅Nennen/Hörning，1999年）。仅从实用的观点出发，就有必要采用探讨争论的方法：自上而下的强行要求将导致工业界、政界和行政管理的可信度危机、信任危机和执政危机，并严重助长利益各方立场和观点的两极化。

然而，如同一般的程序解决办法一样，关于核能技术的争论也面临着若干问题，让我们觉得似乎有必要对此模式做进一步扩展（参阅Renn等，2007年，第230页及以下）：

（1）许多模式都从原来的论辩伦理学中继承了达成完全共识的目标观念（参阅Shrader-Frechette，1991年；Rehmann-Sutter，1998年）。鉴于安全和风险承受力标准问题的争议性，这样的目标是不现实的。只要共识的条件还存在，那么，针对长期的诸如核能技术这样的争议问题，论辩的模式在实践中就几无用武之地。具有更为重大实践意义的是一些更加新型的论辩模式（参阅Skorupinski/Ott，2000年），这些新模式放弃了达成共识的原则，但并未完全放弃论辩流程的尝试。

（2）风险评估中各种不同的认知缺陷，使当事者明确赞同态度的合法效力受到了限制。没有完善地考虑风险的发生概率，损害程度的过分渲染，以及低估已知的风险和高估未知的风险等，即属于这类情况。在核能技术的争论中，对煤矿工人高职业风险视而不见就是一个实例。正如民主德国的钚矿开采历史告诉我们的那样，尽管钚的开采（特别是由于核放射）对工人有十分严重的危害，但是比较而言，石煤每个单位效能与健康损害和死亡案例的总比例却更为糟糕。

（3）那些不能被询问或是无法表达自己选择决定的关联人士，如未成年人、有感知能力的动物和未来的子孙后代等，必须由指定人士来代表他们的利益。

（4）在没有当事人同意或是不顾当事人的明确反对的情况下，苛求当事人承受风险也可能是正当合法的。比如，为了避免当事人自己或是他人承受更大的损失或更大的风险，这种做法是必要的；或者出于技术原因（例如一座发电厂的投产），当一项总体上有充分理由的风险不得不“全范围地”或是根本不必苛求人们承受的时候。这种做法不仅适用于地理方面的情况，也适用于时间方面的情况，例如，当面对要求我们自己或是子孙后代去承受风险的问题，我们需要做道义的权衡的时候。这样的权衡完全可能得出这样的结果，即我们自己应当要求自己承受更多的风险，其目的是避免不得不要求子孙后代去承受更加严重的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似乎可以有理由认为，我们现在有义务开发和实验许许多多和各种各样的有效能源生产技术，哪怕是在不得不忍受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增加的情况下，并且，只要这样做能为我们的后代拓展更多的技术可能性（参见第4章第B.10节），倘若化石能源资源的储备即将用尽，或是他们开采的能源总量严重不足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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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1883—1900，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


第12节 食品加工

食品加工技术领域与其他技术领域的不同之处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大量的农业技术（参见第5章第1节）都依赖于自然生长过程，并且使之为人类所用（虽然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因此，技术和大自然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参见第4章第C.2节）。第二，人类对食品消费的依赖（“生活资料”）是为了满足自己生存的需要。倘若我们假设全球范围内所出现的消费模式都跟工业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一样的话，那么，随着如今食物供给方式和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这种模式情况将超过地球的承受能力。由于食品领域的需求方对供给方有重大影响，所以，生产和消费之间也存在密切的关系。

缘此，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我们不仅需要有可持续性的生产（参见第4章第B.10节），而且需要改变消费模式。这一情况在工业化的畜牧业方面表现得尤为触目惊心。世界范围内，消费者对高品质的食品，特别是肉类和与之相关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在过去50年中，世界的人均肉类消费量已经翻了一番，绝对的需求量已经增长了五倍还多，而且，还呈现继续增长的势头，并对环境和社会有（极大的）消极影响。

社会影响和经济影响

大量的土地和水源需求：对环境的消极影响与肉类是一种精制化的产品密切相关。全球范围内，我们平均每年每人需要1200立方米的水用于食品生产。依据各地区和动物产品消费的比例不同，这个需求数字的变化也不尽相同。其变化的幅度在贫困国家是每人每年600立方米，在肉类消费量很高的国家（美国和欧盟）是每人每年1800立方米。在保证足够营养的情况下（80%的植物类，20%的动物类），每人每年的平均水需求量为1300立方米，如果只食用素食则只有一半的量。生产1公斤肉类产品需要7～17公斤的饲料，如谷物或大豆等。由此可见，肉类生产对土地和水源的需求量不仅非常之高，而且，对资源的压力也非常之大（Steinfeld等，2006年；SRU，2012年）。

生态和农业多样性的消失：以往40年中，中美洲地区热带雨林全部面积的40%遭到砍伐和焚毁，目的主要是获取草场和种植饲料（绝大部分用于出口）。如今，亚马孙河流域70%被破坏的热带雨林成了草场。由此，除了氮气污染因素之外，畜牧业播撒有机肥也是当地生物多样性消失的很大一个影响因素。不仅如此，在过去100年里，人类所利用的植物和动物的种类大约减少了75%。今天，世界人口的吃饭问题主要由10种农作物品种来解决，牲畜品种的情况亦然。

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加：人类温室气体排放的18%是由畜牧业造成的（以同等量的二氧化碳气体计算）。其中一半是二氧化碳的排放，主要原因是土地使用的改变，尤其是森林的砍伐所致。不仅如此，光是畜牧业，特别是反刍动物就占到人类造成的甲烷气体排放量的三分之一还多（37%），甲烷气体的温室气体效应要比二氧化碳高出23倍。同时，畜牧业还造成了全球三分之二的二氧化氮的排放量，比之二氧化碳，二氧化氮的温室效应要高出296倍，化肥占到了其中一大部分。

（土地）利用竞争：许多人都无从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食品。全世界生产的大约40%的谷物，甚至于80%的大豆都用作了牲畜的饲料。越来越多的农产品被用来生产农作物燃料、纤维和其他工业产品，或者是用来喂养牲畜。只有大约47%的谷物生产（小麦、稻米、玉米）是直接用来养活人类的，油料作物（大豆、油菜籽、棕榈油、葵花籽）的比例则更小。

对人类健康和动物健康的影响：一方面，大规模动物饲养的生存条件需要大量的药物（如抗生素、荷尔蒙、镇静剂），因此，增加了产生对抗生素有抵抗作用的疾病病原体（super pathogens）的风险。有人估计，人类医学中大约4%的耐药性问题来自给食用动物使用的抗菌素。在欧盟国家中，多耐药性的病菌每年使大约2.5万人过早地不治而亡（WHO，2011年）。从营养生理学来看，植物类的食品是值得重点推荐的，而肉类和其他来自动物的产品则不然。随着世界范围内朝着西方“吃得多、吃得肥、吃得咸、吃得甜”的饮食模式靠拢的势头愈演愈烈，饮食带来的疾病和健康成本也随之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大规模动物饲养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虐待动物问题（参见第4章第C.3节），具体表现为非自然的饲养条件，如狭小拥挤的空间，不接触新鲜空气和阳光，缺乏同类之间的接触，不合适的饲料，以及以最大产量为宗旨的家禽牲畜品种饲养等。从动物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其屠宰方式也是被诟病和值得商榷的。

责任分担

迄今为止，贸易自由的全球化政治管理推进了食品生产、加工和分配的高度工业化和全球化。其结果是，尤其在畜牧业中造成了社会和生态问题的不断加剧。有鉴于此，为可持续发展计（参见第4章第B.10节），食品加工的过程必须按照价值利用的链条进行构筑和搭建（McIntyre等，2009年）。“食品营养学”这个需求领域必须被理解成一个涵盖食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考虑到各类不同当事人的所有行为活动和作用的网络体系（Hofer，1999年）。下文将重点关注生产和需求这两个方面的责任问题。

生产者责任

工业化的畜牧业生产服从于集中化和专业化的过程规律，就造成了少数高度专业化的企业垄断了肉类的生产和加工。不断增多的产品供应（比如方便食品）要求具有复杂的生产技术和更高的加工深度。农村中一家一户的小企业被排挤，当地的生产场所越来越多地被来自他乡异国的大公司取代。结果就是，生产过程以物理和社会及文化的方式被从当地的和贴近自然的关系中剥离了出来。

这个发展趋势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食品行业中不断增加的食品丑闻，引起了民众的警觉和关注，比如受到二噁英污染的饲料，数量越来越多的疯牛病和猪瘟病案例，篡改腐肉的过期标签冒充新鲜肉等，不一而足。由于这些现象的出现，消费者对肉类生产行业的信任遭到了严重损害。从农户到屠宰加工直至零售的整个生产链上的涉事人都因此而声名狼藉。

在过去几年中，受到公众关注的不再仅仅是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同样还有生产过程的社会因素和生态因素。除了纺织业外，特别是围绕着食品行业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有增无减。全球、欧洲和各国层面上的标准化努力说明，鉴于生产过程的全球化，人们正进行着一次规范管理上的重新思考。

在国际层面上，2010年11月颁布了ISO 26000指南，旨在为各类不同组织提供应该承担哪些社会责任的行动方向和建议。在欧洲，欧盟于2011年10月在其新战略（2011～2014）中，将企业社会责任（CSR）统一定义为“企业对社会影响的责任”。借此，欧盟就告别了迄今为止所一直强调的自愿承担CSR的做法，原因在于，新战略的规划是一种自愿和强制义务的组合形式。虽然当前的目标仍在于保留企业的灵活性，并通过原则和指南给予它们行为方向上的帮助，但同时在法律上也对社会和生态信息的透明度要求做出了规定（可持续性报告）。在各国自己的层面上，德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制定了《德国可持续发展准则》，其对象是来自不同规模和不同行业的企业组织，并要求它们遵守可持续发展的规定和标准。

在此背景下，工业化的食品行业所要面对的形势是社会和生态的意义越来越重大，但是一直还缺少相应的规范管理。同时，全球范围内各自为政和无序的生产过程导致供应链的复杂程度极度增大。因此，为了保障符合社会和生态要求的生产和产品质量，必须进一步改善价值创造链上伙伴之间的协调工作，亦即信息流必须无缝对接并且及时协调更新。举例来说，要以可持续性发展的理念为指南，继续坚定不移地改进和发展用以保障食品和产品安全的《国际食品标准》。同时，还应当在供应商那里（比如填饲和屠宰企业）设置更多的控制和影响机制，以建立和保障关于各种不同生产流程的信息透明度。这就不仅要求有高度专业化的IT技术和物流解决方案，而且还意味着，在全球化的价值创造链中，消费者和终端客户要更多地参与到伦理学的信息和消费的过程之中。德国动物保护联盟的倡议便是实例，从2013年起，德国开始实行针对动物来源产品的“加大动物保护”的标签制度（DTSchB，2012年）。

消费者责任

如果人们认为，从2000年到2050年全球的食品需求将增加大约100%的话（Witzke，2011年），那么，消费者在食品加工和消费链上所要承担的责任便一目了然。通常来说，消费者通过商品的购买、消费和用后处理以及服务的享用，决定性地参与到了危及现代人和未来人的生活基础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之中。虽然单个消费者对后续危害（例如气候变化或过度的资源消耗等）的影响微乎其微，但是，从道义上来说，他的个人行为必须要计算在总账之内，因为鉴于它对集体的后果影响，此行为通常必须要服从个人行为可以普遍化的道义原则：“假如从普遍化的角度来说，一个消费行为对自然造成了破坏，而自然的原则也是生活原则的话，那么，那个执行这一行为的标准就是非道德的。”（Cortina，2006年，第96页）

迄今为止，只有少数一部分主要是北美洲和欧洲的人群在施行这样一些不能被普遍化的（亦即在生态和社会上有害的）消费行为。面对这个事实，尤其是在全球范围正义性的视角下，西方工业国家的消费行为在道义上肯定是有问题的（参见第4章第B.9节）。因此，西方工业国家的消费民众就负有特殊的责任，从道义上将自己的行为合法化，并且承担阻止进一步的社会和生态危害的共同责任（Heidbrink/Schmidt，2011年）。

消费者的共同责任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社会兼容性标准、环境兼容性标准和自我关怀义务标准（Neuner，2008年）：

·消费的社会兼容性标准指的是，避免在周边和遥远地区以及在未来阶段对其他人的影响，如果这些影响涉及他人并损害到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的话。

·环境兼容性标准指的是，鉴于消费行为所造成的环境危害，应当避免不可逆转地破坏现代人和未来人（包括生物在内）的物理生存条件的行为方式。

·消费者自我关怀义务标准所包括的内容是，自身的健康，理性地管理自己的财务资产，或是对实现自我和成功人生的追求。归根结底，自我关怀是实现其他标准的基础，因为只有自己的健康和幸福得到了保证，才能释放出追寻公众福祉目标的能量。

这样，负责任有担当的消费者行为就可以被定义为享用的行为。在此行为中，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诉求以及自身健康利益的诉求就处于首要地位。消费者对食品加工业所承担的特殊共同责任，其源头在于西方工业国家的消费行为决定性地引发了各种社会和生态问题的现状，诸如愈演愈烈的温室气体排放、为了种植动物饲料而砍伐森林、动物传染病、水资源的减少，以及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农业从业者的低工资问题，等等。借助于经过伦理反思的需求、消费和垃圾处理行为，并通过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如宣传号召和抵制运动等），消费者能够对他们日常消费所造成的全球化后果危害施加重大影响（Kneip，2009年）。

由此观之，负责任的消费是一种合乎道德的和政治性的责任和义务（Young，2008年）。但是，人们日常对这一责任的贯彻执行却常常与责任的规定和消费者伦理的自我认识背道而驰。从实际调查的数据资料来看，德国消费者普遍具有这样的认识和觉悟，即社会和生态问题需要人们给予特殊的关注。老百姓中有60%的人要求德国在气候保护方面要起带头作用；53%的人认为应该抵制对环境有害的公司的产品；67%的人愿意优先购买对环境影响较少的产品（Borgstedt等，2010年）。此外，94%的人赞同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应该进行公平合理的贸易（Wippermann等，2008年）。

尽管如此，假如我们仔细观察人们的实际消费行为就会发现，相对而言，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少有人去身体力行自己的道德观念，而且在观念和行动之间存在明显的鸿沟。虽然2011年通过公平贸易渠道销售的产品增加了16%（Forum Fairer Handel，2011年），生态产品的销售额增加了9%，达到了66亿欧元（BÖLW，2012年），但是，无公害产品在整个零售业中仅占到4%～5%的市场份额。尤其是在食品行业，人们所表现出的消费倾向是故意回避大规模动物养殖的具体情况，在自己和肉类的生产条件之间构筑一道视而不见的认知障碍（Simons/Hartmann，2012年）。造成人们这种有限的可持续性消费行为的其他原因，还有信息的缺乏，价值创造链的不透明，对企业的不信任，偏高的价格定位，生活节奏加快，以及购物和日常生活习惯因素等（Teitscheid，2011年）。虽然后物质化的生活方式和可持续性的消费模式越来越深入人心，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觉悟和行动之间的距离依然存在，影响到了食品工业的可持续性转变。

结论和展望

食品加工业的伦理学结论不仅在于鼓励和支持“负担过重、时间不多、易受摆布、兴趣有限、纪律性不总是很强的消费者”（BMELV，2010年，第1页）承担责任，而且还在于促进和推动人们更多关注的在食品行业中符合可持续性发展标准的经济和消费政策措施。在此，下列手段和工具尤为重要：

·反映实际成本的实实在在的产品价格是消费者有意识地做出消费选择的重要前提。许多消费者都愿意为购买无公害和生态产品多付10%的钱（Wippermann等，2008年）。如果在兼顾实际成本的情况下，生态产品和普通产品的价格差别能更进一步缩小的话，那么，这将对于相关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的进一步推广大有助益。

·法律框架的修改和政策措施的改进（如对权益的更好保护等），以及更大的信息量和更多的教育，也同样对激活消费者的责任大有裨益。2007年，《消费者知会法》（VIG）的出台为消费者获得产品信息提供了方便，这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一个重要步骤。对执行可持续性发展标准企业的产品予以可靠说明的无公害认证和生态认证标签，是进一步造就能担负起责任的消费者方法。最近，欧盟在它的“消费者计划——更多信任和增长”文件中所提出的目标是，通过修改法律框架和更好的市场监督来增强消费者的安全，通过更为透明的信息来扩大人们的知识面，以及通过有效的消费者能力和对市场的参与，来促进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的消费模式（EU，2012年）。

·借助利益相关者论坛（比如支持符合可持续性消费和生产模式的国家对话程序等），以及社会媒体和消费者平台，可以启动食品供应、消费者和政府机构之间的交流对话，并促进各种不同可选消费方式的形成。通过关于价值创造链可持续性发展的透明信息，来消除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障碍，同时增强消费者对大型食品加工技术的信赖——在这一点上，门户网站（如Utopia）或搜索引擎（如WeGreen）都大有可为。

从伦理学的视角来看，我们在未来的食品工业中，不仅需要借助对价值创造和供应链的监控得以更好地实现的、更加符合可持续性发展标准的生产和分配方式，而且还需要一种支持性的消费者政策，通过在食品行业中坚定不移地对购买和消费习惯的改变，来帮助消费者实现朝向符合社会和环境要求的消费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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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德格尔·海德布林克、诺拉·迈尔、约翰内斯·赖德尔（Ludger Heidbrink，Nora Meyer und Johannes Reidel）


第13节 媒体

德语中的“媒介”一词自17世纪始已经出现在自然科学和语言学的专业术语中。18世纪中期以后，“媒介”概念普遍被用来表达“中间事物”或“调解性的事物”的含义（Schulte-Sasse，2010年，第1页），同时也用来指称在此岸和彼岸之间进行协调的人格化的“媒介”。

到了20世纪，特别是这个词的复数形式“媒体”，所指的是在这个时期已经广为流行的各种（大众）媒体，如书籍、报纸、广播、电视或电影等。其他的诸如电话或书信等传播工具也被称为媒体，正像电脑和互联网表明是一种新媒体一样（参见第5章第9节）。媒体同技术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之间的关系，在大众媒体这个现象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没有摄影机就没有电影，没有电脑就没有互联网。

在哈罗德·亚当斯·英尼斯[1]、马歇尔·麦克卢汉[2]、埃里克·哈弗洛克[3]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媒体概念在媒体理论、媒体科学和媒体哲学中成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化科学的基本概念。在这样的上下文中，一个新的强大的媒体定义形成了：“……把媒体（称作）信息的载体，该载体不再是不偏不倚地传播这些信息，而是从根本上对它们产生影响，以媒体特有的方式给它们打上烙印，并借此规定了人们如何接触现实的形式。”（Schulte-Sasse，2010年，第1页）

毫无疑问，这个普遍的、基本的同时也是强有力的新定义对伦理学思考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并且让我们对“作为媒介的技术”（参见第4章第A.8节）进行分析成为可能。作为对这一新定义的补充和区别，本文的媒体功能定义参照日常用语的习惯，并用来作为下文论述的小标题。

媒体的功能定义

媒体的功用乃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距离的方式，将特定的内容（比如字母数字编码或是语音视频演示等）传达给接受的人群。这一过程乃是伴随着内容制作、储存、加工、遴选、删除、传送、复制、传播和公开等一系列步骤而完成的。

这些步骤并不是在所有的媒体中都有同等的重要性。以电话为例，在以往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内容的事前制作或储存的可能性并不重要。但是，在电子书籍出现之前，书籍的主要传播渠道是商业销售网络，而如今，电子版的传播形式越来越流行。由此可见，虽然将储存媒体和传播媒体相区别对人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但是，这些区别一方面在媒体技术的大融合过程中不应当被过分渲染，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些区别而忽略了媒体各自的实际特点。举例来说，打印媒体和印刷媒体通常所包含的是书籍、报纸和杂志等这些刊物，而招贴画、明信片、时刻表或电话簿等却常常不为人们所重视。

以技术伦理学视角观之，这里所阐述的对制作和传播的必要步骤的功能定义和区别乃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其原因在于，此定义使人们能够专注于媒体的技术层面，并对伴随技术革新而来的变化进行反思。同时，该定义还避免了人们将注意力局限于某个特定媒体的危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维尔纳·福尔斯蒂奇[4]指出，不是图书印刷的发明，而是一般意义上的印刷术“（应当被视为）社会变革的因子。近代初期……图书作为专门通往市民阶层地位的道路还远为完成，直到18世纪才得以变为现实”（Faulstich，1998年，第231页）。

我们不应当误解针对媒体的这一初步的功能定义，亦即，只从功能的角度去看待媒体问题，而且认为它没有“自己的生命”。媒体批判的一个流行观点是，媒体非但没有告诉我们关于世界的信息，反而歪曲了我们看世界的视角。例如，学者艾伯特·波哥曼[5]就得出了下面的一种结论公式，即那种“关于现实的信息”被“信息即现实”所取代（Borgmann，1999年）。除此之外，媒体的功能定义也并不说明它的社会嵌入层面和文化含义，对此，我们将在后文中再进一步详述。

然而，许多被认为是有问题的现象都可以追溯到前面提到的这些因素成分。比方说，塞缪尔·D.沃伦和路易斯·D.布兰迪斯的《隐私权》（1890年）就可以被看作在照相技术和复制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发表的重要论文（Nagenborg，2005年，第111～119页）：那时，不仅照相机越来越小型化和便于携带，而且在1880年时，报纸还首次刊载了一幅照片（Faulstich，2004年，第38～39页）。这些都是制作、复制和传播方面所出现的新变化，与此同时，个人隐私的价值和保护需求问题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反过来说，媒体应用的变化也能够走在科技创新的前面。如同16世纪时一样，直到18世纪末，图书都是靠手动印刷机来印制的。18世纪时，西欧的图书印制数量迅猛增加，但是，实现更大规模印量的转轮印刷机直到1790年才被申报专利（Schulte-Sasse，2010年，第19页）。因此，技术决定论在媒体技术领域里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参见第4章第A.9节）。

除此之外，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媒体变化并不总是十分明显的。例如，有别于口头语言向书面语言的过渡，手工抄写的书籍向凸版印刷的书籍的转变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和研究。自12世纪以来，诸如人名地名索引这样的创新成果使人们能够有的放矢地在书籍中查找有关段落成了可能，并且创出了一种与媒体打交道的全新方式（Illich，1991年），不过，这些创新的研究几乎还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索引法的采用和语词索引图书的创立预示了图书的进一步标准化，直到活字印刷术的出现，大家对这种标准化的实行便是人人皆知的事情了。

最后，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种新媒体的采用会在其他媒体中引起一系列的变化。这种情况不仅见诸相关新媒体和老媒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且也见诸一部分媒体对另一部分媒体生产方式的影响。比如，随着电报的出现，消息第一次能以超人的速度进行传播。而此前，消息的传播速度（比如用火车和马车）同人和货物的运送速度一样快。当年，由所谓电报局而诞生了通讯社，尤其是通讯社的诞生对报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过程众所皆知，毋庸赘述（Faultich，2004年，第54～59页）。同样的情况还有诸如电子技术的新闻报道之于电视，随着20世纪80年代电视技术朝着录像和卫星传送的转变，采用电子技术的新闻报道成为现实。

媒体伦理学和媒体转变

如前文所述，媒体的变化也可以在技术发展的上下文中加以描述。正如其他技术领域一样，媒体的转变和变革的结果也会使迄今为止的道德价值、原则和规定不足以对新的行为选项进行评价，抑或会使现有媒体的重要功能因媒体的变革而受到严重影响。除此之外，媒体一方面对社会具有建设性的意义，另一方面却因它对某些特定群体或个人的作用而面临严重的问题。

媒体对社会所起的建设性作用有三个方面。其一，媒体使社会成员之间的一种交流机制成了可能，并且还是将知识传授给子孙后代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媒介。其二，至少是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由媒体所实现的公开化形式被认为是这种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某些特定的媒体也可以是社会现状自我反映的一部分，因之，市民阶级时代的主导媒体“图书”和“报纸”地位的下降，数字和网络媒体形式在西欧的同时崛起，必然导致了一场关于如何重新评价媒体的大讨论。

媒体的变化乃是（从科学角度）对媒体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前提，这是因为媒体在它的使用当中始终是透明的。当我们看电视或读报纸的时候，我们观看的不是“电视机”这个设备，也不是“报纸”这个人造产品，我们所关注的乃是所传达的内容，这就很容易导致人们对媒体复杂性的低估。因此，十分典型的现象是德语中的“收音机”“电话”“报纸”“书籍”既代表着复杂媒体系统的终端设备或产品，同时也表示系统本身。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人们针对媒体所进行的讨论，本身也同样离不开媒体，并且常常就在媒体中进行。特别是在媒体哲学中，有学者就这一课题进行过重点强调（Münkler等，2003年）。

人们意识到媒体是媒体的一个条件乃是故障和干扰的出现。当未开机的电视屏幕是黑洞洞一片的时候，人们才把电视机当成是一件人造技术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转变和媒体变革可以被解释为正常工作时的干扰，在这种干扰中，媒体成了讨论的课题。此外，在科学的探讨中，从（同步或历时的）文化比较角度来运用媒体对媒体进行分析是十分有效的方法，因为这种运用媒体的方法适合于更加突出地强调各种独特的媒体特点。所以，本文选择了来自技术和媒体历史沿革的例子作为论述的起始和开篇。

媒体伦理学和媒体职业

当代媒体不能仅从其技术层面来加以描述，而是应作为社会和技术的系统来予以看待，在这些系统中，扮演不同角色的人在不同的技术灯光照射下一起粉墨登场。

人们在这些体系中所扮演的各种不同角色，其中以“作家”“记者”“编辑”在媒体伦理学中受到的关注最多。正如他们要捍卫自己的特殊职业自由一样，人们也要求他们保持鲜明的职业伦理道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学术原则而处于德语媒体伦理学（它首先是一种大众媒体的应用伦理学）核心地位的是新闻采访报道。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政治作为职业》一文中指出，新闻工作者“……仿佛（属于）一个贱民阶层，‘社交界’总是根据他们之中品行最差的代表来评价他们”（Weber，1994年，第54页）。然而，媒体伦理学所选择的则是一个相反的评价角度，即它首先关注的是那些被提出最高要求和身负期望值最多的新闻工作者。因此，除了不断变化的经济（私人电视台的出现等）和技术框架条件外，诸如公开刊登乌伟·巴舍尔[6]的死亡照片（1987年）以及格拉德贝克人质事件[7]报道（1988年）等一系列丑闻，对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媒体伦理学论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有鉴于此，德语国家中媒体伦理学的学术研究开展得相对较晚，而美国在19世纪末时就已经发表了第一批相关文章（Funiok，2007年，第24页）。德语国家的学术探讨起步较晚，从曼弗列德·吕尔[8]和乌尔里希·萨克赛尔[9]（1981年）发表的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论文——《德国新闻学会25周年纪念》——中也可见一斑。直到今天，新闻学会和其他多多少少是自由（自我）控制的组织形式的工作、作用和合法化问题，仍然是媒体伦理学探讨的重要议题（例如Stapf，2006年）。同时，在这些机构当中，人们还部分地针对各种决策问题进行明确的道德论证。因此，它们是媒体伦理学探讨的一个重要源泉。

然而相对而言，人们对其他媒体职业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因而在20世纪70年代，有学者一再提醒人们注意可视传播方式的意义在不断增加。尽管如此，直到现在所发表的有关图像伦理学的研究论文还是凤毛麟角（Isermann/Kniepe，2010年）。毫无疑问，恰恰是鉴于媒体（技术）的变化，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迫在眉睫。

与之相反，信息传播职业的职业伦理学——信息伦理学为媒体伦理学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前进动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书馆、档案馆和其他信息服务单位的从业人员对内容不断数字化所带来的挑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究（Froehlich，2004年；参见第5章第8节等）。

媒体和社会

特别是在西方民主社会中，某些（大众）媒体由于为民众提供了（各种）公开性（Heesen，2008年），因而被视为对这种社会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政治行为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体的质量。这一点或许一方面解释说明了人们为什么要求新闻记者应当具备特别的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如果媒体能够影响或左右国家政治的方式方法这种担忧成立的话，那么，媒体的变化就有可能显得具有某种特殊的危险性（提示词：媒体或电视民主，媒体官僚）。

也正是在这个上下文关系中，人们对媒体的商业化予以诟病和批评。从媒体伦理学角度来看，这一批评公正合理地提出了关于经济的框架条件对新闻工作的影响问题，以及媒体企业的伦理道德问题（Karmasin，2010年）。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诸如图书销售业对“书籍”媒体的成功曾经做出的巨大贡献：“古腾堡[10]很早就将他的印刷厂开办成了一个商业化的行业，印制的书籍也成了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Giesecke，2007年，第201页）然而，印制的图书在东南亚国家中却没有引起同样的效应，其原因在于图书没有变成买卖的商品（Giesecke，2007年，第201页）。把消息和其他内容作为商品来进行买卖——这个事实本身不是进行批评的理由。

然而，媒体内容或是媒体技术的买卖交易也导致了社会控制的丧失。从历史上看，每当新的用户群体能够接触到这些内容和技术时，社会控制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比如，20世纪初关于低级趣味文学作品和电影的大讨论，是在当时年轻人和老年人都能接触到新兴媒体（垃圾小说或是垃圾电影）的背景下发生的。即使是在当前，“青少年媒体保护”对于媒体伦理学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如果说法律必须确定媒体自由和（合法的）检查措施之间的界限的话。如何对待在线媒体中的各种宣传或色情内容就是例子。这里，对内容进行（部分）授权的过滤处理在技术伦理学角度上具有重要意义（Kuhlen，2004年）。举例来说，2005年成立的“搜索引擎自我控制”组织的成员（Google，MSN德国，Yahoo.de等）都负有各自的责任义务，将所谓“联邦德国防止危害青少年媒体检查机构模块”引入它们德文版的网络服务系统。这个模块的作用在于，在搜索引擎中压制那些危害青少年的内容的广告或链接。构成模块基础的是一个相应的名单，这个名单由“联邦德国防止危害青少年媒体检查机构”制定和掌握。

然而，制作、加工和散布各种不同内容的媒体技术的存在不仅隐含有解放思想的潜在能力，同时也导致了非专业化的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复印技术的广泛使用成就了所谓替代性印刷媒体的出现。当前，能够联网的终端设备中内置的照相机和摄影机为非专业人员制作各种事件的图像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对专业的媒体和受众群体来说，这种非专业的图像形成了一种挑战，要求他们能够去对这些图像的真伪进行甄别评判。对媒体伦理学来说，这些新现象意味着，伦理学不能继续只局限于研究媒体职业的特殊责任了。

媒体、文化和（道德）主体

除了生活在同一时代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外，媒体在“传输”方面（Debray，1997年），亦即在跨代的知识传授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里，人们所提出的不仅是知识传承的问题，而且也是哪些知识可以由哪些媒体进行传播的课题。

从一个几近老生常谈的意义上说，后一个问题涉及的是媒体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对电脑用作课堂教学的媒体一直持保留态度（比如Dreyfus等，2001年），这正好说明了教师、学生和媒体三者之间关系的特殊含义。

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诸如图书这样的媒体的社会条件，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失去它的普通表象。因为，只有在有足够数量的人群具有读书识字能力的前提下，书籍和其他文本媒体才能具有大众媒体的意义。针对19世纪的社会发展情况，米夏埃尔·吉赛克[11]用一种极端的表达方式阐述道：“一方面是作坊和工厂中手和肌肉运动的协同一致，另一方面是教学课堂和科研场所中说话和思考的协同一致，二者在欧洲是同步进行的。”（Giesecke，2002年，第237页）当前，标准化的趋势（标准化随着印刷等技术的发明而正式出现）也成了语言标准化的基础，这种标准化体现在民族语言的形成过程中，而民族语言又构成了图书市场各自的界线。人们从文化角度对某种媒体类型的优先选择，比如市民阶级时代的主导媒体“书籍”和“报纸”，也是同人们对某些特定的感官认识和视野拓展形式的优先选择分不开的。

于是，这里又引出了下面一个问题，即媒体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到了我们的自我认识，甚至也许还影响到了我们对外界的认知能力。马克斯·霍克海默和特奥多尔·W.阿多诺在他们对“文化产业”的批判中这样写道：“康德的认知模式所希望的人的能力，亦即将感官认知的多样性事先与根本性的观念相联系的主体能力，现在被文化产业所剥夺。”（Horkheimer/Adorno，1988年，第150页）因之，倘若说媒体利用和（道德）主体的培养之间有关联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提问：印刷媒体对人自身的影响（人们起先对之的评价是相互矛盾的），是否也可以从正面意义上被看作一种自由和民主的自我认识的基础（Ess，2010年）。这个提问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尚无答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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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 医学技术

历史沿革和概念

运用技术辅助手段来弥补或替代人的身体缺陷的可能，自古以来就属于人类文化范畴和医学的固定行为范畴（Schmitt/Beeres，2004年）。今天来看，虽然外科手术的巨大成功乃是因为麻醉术（1846年）和消毒术（1867年）的进步才得以实现的，但是有证据证明，早在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在活人身上的外科手术（开颅术）（Sachs，2000年）。近年来，与“医学技术”概念捆绑在一起的主要是医疗机构中复杂的技术设备，就像常见的“器械医学”一词通常所笼统概括的含义一样。

这种情况反映了一种概念的模糊性，因为人们不能直接从中得出医学上的哪些方法和设备是属于医学技术范畴的，即便它们属于这个范畴，那么，哪些医学实践应当被看成是非技术的实践也是模糊的。这种模糊现象涵盖了“医学技术”概念的两大组成部分。倘若说医学行为指的是以保护健康或治愈疾病和减少病痛为目的的行为，那么，狭义上的“健康”指的是某个物种成员典型的生理学机能的正常工作形态；而广义上的“健康”，则指的是身体、精神和社会层面上的一种健康和幸福的状态（Schramme，2012年）。此外，在预防和治疗范畴之外，以改进人类的正常能力为目的的典型的医学措施（关于人类增强，参见第5章第8节），似乎也可以被看作医学措施。因此，依据情况不同，可以从狭义或广义的角度来看待普通的医学行为范畴。在此上下文环境中，技术的概念也同样需要做出澄清，这是因为狭义的技术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人工的产品。但是，从中等-广义上说，这些人工产品被纳入了人类行为以及社会和经济的关联体系，因而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而从广义上看，所有合乎规则的和能够重复的实践行为都可以被理解成人工产品（参见第2章第1节）。

下文中，我们把“医学技术”理解成各种实践、方法、器械和设备，它们是在医学范围内运用技术和工程学原则和规律的结果，并且服务于改善医学上的预防、诊断、治疗和康复的目标。因此，我们可以把不同的医学方法（如成像或信号处理等）、医疗器械（如心脏起搏器、心肺机或不同种类的假肢等）、医疗和检验技术设备以及医学信息归属于（现代）医学技术范畴。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现代的）医学技术方法、器械和设备提出了一系列的疑问和难题：除了“传统的”医学伦理学问题外，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有同医疗和保障体系的变化有关联的问题，各种不同的医学技术发展所产生的问题，而且涉及一系列人类学及伦理学的疑问和难题，这些疑问和难题可以被看作价值取向和我们人类自我认识的问题。

传统的医学伦理学疑问和难题

各种类型的医学技术方法是否能够用来服务于患者，除了技术手段的开发程度是否成熟之外，也决定性地取决于伦理、社会和法律的框架条件。在医学伦理学中，人们常常把避免损害原则、有益健康原则、自主原则和公正原则作为标准化的参照点（Beauchamp/Childress，2009年）。

从医学伦理学角度看，医学技术的一个核心前提是，医学技术的使用不允许给受用者或无关的第三方造成无法接受的健康风险，或带来不愿得到的其他作用。这一点来自避免损害原则，该原则的内容不仅包括不伤害患者的身体、精神或健康的义务，而且包括不施加给病人无法承受的风险的义务。有鉴于现代医学技术的方法，该原则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原因在于，这些方法往往是发散型的，超出常规范围的使用屡见不鲜。因此，它们要求人们不仅要对效果、成功希望和后果影响进行权衡考虑，而且还要顾及未来希望和未来评估的问题，其时，生命的长度和生活的质量都是非常重要的评价因素。

与医学技术方法和设备的使用相关联的风险，要求人们进行风险研究（参见第2章第2节和第4章第C.7节）和技术后果评估（参见第6章第4节）。方法和设备必须经过安全测试并满足产品相关的安全标准。在医学的上下文关系中，常常会有伦理委员会的介入，委员会在此所引用的标准乃是所谓“经典的”、涉及病患的利弊关系，以及他们在知会情况下表示同意（informed consent）的标准（参见第6章第8节）。

哪些医学技术手段因为有益健康原则而有必要投入使用，这最终要取决于对当事人的健康如何定义。如果一种抑郁症用常规方法评估为无法治愈，只有通过技术上要求很高的其他方法（参阅Merkel等，2007年）才能减轻患者痛苦，那么，考虑到患者的健康，这个方法从伦理上来讲就可以看成是必须为之的。但是，某些延长生命的治疗措施也可能显得并非没有问题，亦即，它们是否还能够达到某种生活质量的水平，这个水平实实在在地被认为对促进健康是有助益的。否则，一次针对患者健康问题而进行的人员方面的或者是主体间理性的（参阅Quante，2010年，第1章）生活质量评估，反倒可以说明放弃治疗措施的必要性。

自主原则要求人们尊重他人的自主决定，以及尊重他人的生活计划、目标、愿望和理想。从自主原则的角度看，特别有两组问题需要予以澄清。举例来说，有鉴于一系列（现代的）医学技术器械和设备，人们针对受用者的能力及行为的自控力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在涉及诸如神经义肢和植入体（参见第5章第19节），或者是涉及大脑-电脑-接口时讨论得异常激烈（参阅Merkel等，2007年）。就一般意义来说，我们可以认为人的行为的责任归属因技术的使用（技术也代表一种错误来源）而变得更加复杂化，这一点在使用机器人做手术（Fleischer/Decker，2005年，第129页）或是使用人工耳蜗和神经义肢方面正处于探讨之中。

另外，问题的提出还针对技术使用的自愿性问题。医学技术产品在道义上能够认可的使用需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通过有效的预防措施限制滥用的可能，并且通过社会和社会经济的框架条件降低被迫“默认”使用的风险，以及把严格的自愿原则的例外情况（假如的确有理由的话）限制在准确定义的例外情况之中。

在公正及公平原则方面，伦理学思考的对象一方面是可能发生的、由医学技术产品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平等问题，另一方面是与之相关的经济负担问题，以及可能出现的受众群体的选择问题。享受新的和昂贵的医学治疗服务的费用是如此高昂，以至于这种服务只保留给部分民众使用，原因就在于公共的医疗健康体系无法承担这些高额费用（关于公正性，参见第4章第B.9节）。

进一步的思考对象乃是医学技术领域中的专利问题。专利一方面是对发明者知识产权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从经济角度鼓励和刺激开发工作，而且还使专利所有者能够尽早地将他的工作成果用于公众社会。但是，专利也会导致对专利持有人的依赖形式，以及产生高昂的专利使用费，从而限制了对发明的进一步研究和推广。

医疗体系和医保体系的变化

除了“传统的”医学伦理学问题外，人们针对医学技术还提出了一系列更为普遍的伦理学问题。这些问题来自正在发生的、至少部分是由技术引起的医疗机构的种种变化：

（1）前文提到过的、出于改进和优化人类能力特征目的而使用医学技术的方法和设备，可以被诠释为潜在的“医学无界限化”的一个信号（Viehöfer/Wehling，2011年），在这个无界限化过程中，医学技术方法的使用越来越背离预防、诊断、治疗、康复或保守疗法的宗旨。于是，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关于医学行为的合法目的，以及根据职业伦理来规范医生应该担当什么样的角色问题。

（2）敏感度越来越大的诊断方法的出现（比如DNA芯片技术），不仅部分使人们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记录大量的数据，而且通常也使治疗的个人化成为可能，并为前所未有的精确的预防措施提供了基础。这里所说的预防措施既可能是一种医学上的预防可能性，也可能是对当事人生活方式的一种改变。这样的技术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伦理学问题，比如怎样对待产前诊断或症状前期诊断（参见第5章第7节），或者是敏感的健康数据资料的保护问题等。此外，这种新情况还隐含着很多社会性的危险，因为伴随着个人化和预防目的取向，冷漠和歧视倾向可能会随之而来，假如健康风险不再由全社会分担，而是以个人化的方式统统归属到风险承担人身上的话（参阅Quante，2010年，第7章）。

（3）种类繁多的医学技术方法和设备——从此前提到过的诊断工具直到互联网中的电子健康平台——导致人们可以越来越轻易和广泛地获取和健康相关的信息。同时，这种情况也可能引起医疗体系（文化层面的）重大变化，以致患者会绕过传统的医疗体系，将他们的健康问题拿过来掌握在自己手中。这种新的情况可能会对传统的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带来严重后果，假如病人自认为是自己病情的专家，并对自己的健康自负其责的话，从这种文化意义上说，病人就站到了医生的对立面，而且医生不再是医疗服务的把关人，并且在医疗措施的必要性和有益性的评价中不再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人类学—伦理学和哲学的一般问题

鉴于其不同的形式，以及不同的介入深度或是替代程度，医学技术可能会引起我们在判断和自我认识上不同程度的错误认识。这些错误认识可以用四个不同的概念类型来归纳总结：（1）自然，（2）完善化，（3）物种伦理，（4）生物体和人造产品的对立。

（1）自然概念具有用法非常繁多的特点（参阅Birnbacher，2006年，第1章）。关于自然用法多义性，我们从日常生活中“自然的”一词的不同用法中可见一斑，而且，像“自然/自然的”这样成对的词语也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伦理学。从伦理学的角度看，我们在医学技术中一共可以发现三种成对的相关对立词组，并且可以用典型的哲学上下文范畴以及“自然”一词的用法与之相对应。

自然 vs技术：自然物体和人工制造物体的对立乃是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基础（参见第4章第A.1节）。自然是自我存在之物，并且本身包含有续存和变化的原则，而人造物体的存在、形式和作用要归功于制造者的意图，亦即要追溯到一个外部的原因上去。人们的一些恐惧和错觉即与这一界线的模糊化有关，诸如取消人和机器之间的差别等，就像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1]中所描写的那样。今天，在器官移植医学的伦理学争论中，人们听到过有人把人比作零配件仓库的说法，因而大家对此表示出了同样的担忧（关于自然和技术，参见第4章第C.2节）。

自然 vs精神：自然和精神的对立在近代成了自然的核心结构标志。空间和时间的广度、因果定律以及无内在目的性可以看作自然的典型特征，而精神架构的模式乃是先天的自省式的自我意识和自由。因而，在围绕着深度大脑刺激的争论中，或是一般意义上在对人脑的技术性手术问题上，人们常常因为这个界限被打破而深感忧虑。这里，人们眼前出现的是人如木偶一样的情景，并且担心受到手术后人为的控制，这种控制因为技术而显得是有可能的（参见第5章第19节）。

自然 vs文化：自然和文化的对峙在启蒙运动的文化哲学中就是一个十分有名的话题。这里，自然的作用是一种对比衬托，在此衬托下诞生了一种广泛的文化批判和人类学。如此这般被人们所理解的大自然，其担当的是一种非假造的和纯真的，在当今的探讨中乃是未进行计划的、非可得到的和非受人操作的角色。在围绕着生殖医学和基因技术的论战中，这种作为重要判断前提的界限常常被人们所接受认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自然和文化的界限本身需要文化阐释框架的支撑（参阅Vieth/Quante，2005年）。

（2）除了弥补和/或替代人的身体或精神的缺陷，不同的医学技术产品也可以有针对性地改善人的能力特征。当前在“人类增强”概念下（参见第5章第8节），围绕通过技术来提高人类的能力在伦理学上可行与否问题的讨论，让大家看到，在治疗性的手术和改善性的手术之间划出一条界线并非易事。实践证明，相关的划界尝试不无裨益的说法遭到了人们普遍的质疑。此外，正如打预防针改善免疫系统的例子已经证明的那样，关于手术介入的道义性质，其标准是这是一种治疗，还是“治疗以外”的手术，这仍是一个含糊不清和存有争议的问题（President’s Council，2003年；参阅Quante等，2009年）。

迄今已有的乌托邦式的人类增强技术（参见第5章第8节）的诞生，引发了关于超人主义的一场论战（Bostrom，2005年）：采用技术方式来超越人的生命形式，在伦理学上是有问题的还是中性的，甚至从提高人的工作能力和个人的自我定义的角度看是不是必需的？有鉴于得到人们广泛认可的个人自主权的核心意义，这里涉及的问题关键在于，在这些伦理学论据的基础上，自我定义的界限是否有理由成立，以及有可能在社会中得以实行。虽然当前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没有实际的行为选项可作为依据，但是，它却在超人概念上为人类学推测的有效性提供了佐证。这样，不仅是取消人和机器的差异或是取消自然和技术差异的问题在此进入了人们的视线，而且作为整体的人的生命形式也引起了人们关注。

（3）物种伦理这个提示词的背后隐含有两个核心思想。第一个问题在人类遗传学领域，而且也在跨物种的异种移植领域，问题的关键在于人类的自然特性和（遗传）特征就其自身来看是不是一种固有的甚至是绝对的价值，人们不能因为个人的和全社会的利益而对之过分强调。第二个问题是，新技术的发展是否破坏了人的道德自我认识的前提，因为这些技术手段妨碍了个人自主生活的可能性（Habermas，2001年）。面对这种问题，于尔根·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人的自然本性道德化”和“将道德予以物种伦理学的归纳”的要求，目的是说明为什么要对某些技术行为选项的界限进行严格的规定。假如一旦我们不可逆转地对物种的遗传系统进行了手术，那么，我们在自己的遗传系统上就要依赖于我们的前辈人，而且不再能够直截了当地把我们看成自己生命故事负责任的作者，并且也不再能把自己看成相互之间“同等地位的”人。

（4）生命体和非生命体，人与机器，或是自然有机体和“纯粹的”人工产品之间的区别，在人对世界和自我的阐释中属于植根最深的区别范畴（参见第4章第C.1节）。除了同植入体、假肢以及生物电产品相关的伦理学问题外，这里还涉及更为普遍的哲学问题。如果说特别是在合成生物学（参见第5章第23节）中已初见端倪的、有机体和人造物之间的经典界线被取消的话，那么，对于我们理解现实世界的认识论以及我们大部分阐释世界的哲学观来说，其核心的观念认识便荡然无存。随之而来的后果可能是，其他的基本观念，如“生命”或“死亡”等，也将受到牵连。显而易见，这样一种对于我们的基本认识范畴的侵蚀将会引发进一步的错误认识，并将在伦理学和人类学的探讨中受到人们的重视。

悬而未决的问题

科学和技术巨大的解决问题能力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制造问题能力”。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新医学技术方法的开发和应用。除了其他的问题，我们这里所指的尤其是因大量增长的知识和多样化的行为选项而产生的道德疑问和难题。生物医学技术越来越频繁地为我们开启了行动的空间，但是，如何处理好这些空间，我们既无相应的理论和观念武器（比如与脑组织移植技术有关的、备受质疑的个人概念或身份特征概念，参见第5章第19节），也没有实际的价值取向参照（比如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参见第5章第7节）可以利用。

这一经验促使并要求我们，在新的医学技术产品研究和投入使用之前，必须首先提出问题，自问技术制造问题的能力是否要大于它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要求并不是今天才有的新鲜事物：新技术不允许造成大于它所能够解决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就是技术评价理所当然的标准。要说新的话，那指的是我们今天对人的决策能力和价值取向能力的不足必须要有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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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是西方文学中的第一部科学幻想小说，出自玛丽·雪莱之手。最初出版于1818年，较为普及的版本是1831年的第三版。后世有部分学者认为这部小说可视为恐怖小说或科幻小说的始祖。弗兰肯斯坦是故事中的疯狂医生，因为以科学的方式使死尸复活，所以中文版又译作《科学怪人》，而书中那个人造人被称为“弗兰肯斯坦的怪物”。


第15节 军事技术

军事技术不是一项技术领域，而是由军队的任务所决定的、不同种类技术应用的一个广泛的范畴。在本手册所论述的技术领域中，绝大多数有军事意义。对军队来说特别重要的是那些同破坏和保护、信息的获取和传送有关的技术领域，例如弹道学、炸药或密码学等。军事技术所面对的特别是伦理学方面的问题，需要人们首先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有一个深入的研究。工程师伦理守则大都不包含军事技术的问题（例如VDI，2002年；GI，2006年；参见第6章第7节和第3章第7节）。

军事任务和军事技术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军队，为的是在发生战争及武装冲突时能够战胜它的对手（们）。从一般意义上说，战争指的是运用武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个国家的行为。过去，出于自己的决定随时发动战争乃是每个国家的权利，而且人类历史无不如是，例如为了争夺原料产区，或者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疆域和自己的势力范围。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后，其宪章规定禁止各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VN，1945年，第2条）。但是，由于不信任联合国的和平保障机制，假如有人违反宪章发动进攻，出于自身防御的需要各国仍然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出于这种目的使用军队是被允许的，“直到安理会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而采取必要措施为止”。由于宪章的相关可能性措施（比如最高军事委员会等）迄今为止从未付诸实施，所以，安全的尴尬状况依然存在。这种尴尬状况的产生是由于各国的武装力量都具有攻击的能力，以至于防御的增强通常情况下也意味着对他国威胁的上升。因此，总体而言，各国通过军队保护自身安全的努力，在国际的相互关系中对所有国家都造成了更大的不安全。新的军事技术常常加剧了这种安全的窘迫势态——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之间由战略核轰炸机转变到核导弹，从核导弹进而再采用多弹头技术便是实例。

谁在使用武力时能够实现自己的意志并能够制服对手，在这个问题上，技术的优势始终起着重要的作用，比方说，火药武器之于长矛大刀，或是连发的机枪之于单发的长枪。由于一个微小的优势（比如子弹的射程或精度，或是信息的传递等）可以有决定性的作用，所以，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军事技术创新的比例也不断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和技术系统化地和大规模地被用于为军事目的服务（比如制造原子弹，参见第3章第3节）。质量的军备竞赛通常没有上限，一切在未来能够带来优势或是能够阻止别人优势的东西，都毫不迟疑地被加以研究，并在符合要求时得到快速开发和投入使用。这一切统统都在自身的国际地位或是想要获取的国际地位，以及自身的经济势力和必要的/能够承担得起的资金范围中进行。

与工业研究开发不同，军事技术的成本不需要在短时间内从市场中收回——由于事关最为优先的项目乃至国家的存亡大计，所以，由国家承担的更加高昂的资金投入乃是名正言顺之事。引进来自国外的原材料和专门产品屡见不鲜，这种情况大概只见诸民用的航天技术当中。但是，在外层空间人们只需关注周围的条件即可，而在军事技术中，人们还需增加考虑一个睿智的对手，这个对手有完全相反的目的，意欲用武力来达到这些目的，而且通常也拥有同样的科学和技术潜力。因此，军事技术在许多情况下都是尖端技术，它的部分成果经常被应用到民用技术之中（所谓的副产品）。不过，它的许多特性对民用技术来说也毫无用武之地（比如飞机的弹射座椅和防护装甲等，参阅Altmann，2000年），而且，民用技术在某些方面的资金需求要远远多于军事技术（比如信息技术，由于市场的巨大，研究和开发软件和硬件需要更多的资金），而军事技术则可以越来越多地使用民用技术的零部件产品（关于双重利用技术，参见第4章第C.11节）。

军事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全球范围内大约10%的研发经费被用在军事技术上，其中以美国为最多，占世界总军费的三分之二，2009年为850亿美元。最为接近的两个OECD国家（也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法国和英国为46亿美元和28亿美元（NSB，2012年，第4～49页），德国大约为15亿美元（Pires，2012年，第12页）。中国和俄罗斯的估测军费开支为5亿美元和4亿美元（Brzoska，2006年，第4页）。若是有人想了解10年或20年后军事技术的发展状况，只需观察一下当前美国的情况就足以说明问题——在军事问题上，美国比所有其他国家都要透明得多。

冷战时期，军事技术研究和开发的重点是在核武器和它的运载工具以及支持性的系统之上，如侦察卫星、通信卫星和导航卫星等。除此之外，用于进行战争的常规武器技术的研发工作也无所不包。今天的重点是在不载人的（空中、陆地和水上）装备上，这些装备越来越多地搭载武器，且能自动在远距离处选择目标并进行攻击（US DoD，2009年）。美国的军事技术研究从基础开始（如量子效应和快速学习）到应用问题（如神经和大脑的接口），直到战略和战术技术（如陶瓷装甲和一次性廉价卫星），包罗万象应有尽有（DARPA，2012年）。

德国的军事技术研究主要在大学以外的科研机构进行，例如弗劳恩霍夫应用技术促进协会的研究所，或者是德国航空航天中心等。除此之外，联邦国防部还有一些自己的军事技术和军事科学机构（Altmann，2007年；BAAINBw，2012年）。与美国的军事研究范围很宽且在许多大学中开展的情况不同，德国的很多研究工作都是在联邦教育和科研部的资助下与民用项目挂钩。专门的军事技术研究只有在涉及特定的军事技术问题时才予以开展。军事技术的开发主要在工厂企业中进行，对此，国防部的相关部门列出了16个单独的挑选项目，其中包括地面装甲车辆、战斗机和运输机以及运输直升机、信息技术和软件技术现代化、侦察卫星系统等（BAAINBw，2012年）。

伦理学问题

在民用领域中，技术的目的是用来服务于人的生活或是使生活更加舒适化。死亡事件、人员伤害或物体损坏乃是技术产品和装备在设计时就必须避免或最小化的课题，倘若依然发生了，那也是事故或是犯罪行为的原因（也有物体方面的例外，比如楼宇的拆除等）。军事技术则不同，毁损破坏不是要避免的附带后果，而从一开始就是主要目的，从重点和有限程度的打击直到大范围和大规模的予以消灭（如用核武器）。那么，什么才是合乎道德要求的行为呢？

传统的方式是本国利益优先的做法：凡是在武装冲突时有助于本国获取胜利的事情都是好的，并且必须毫不犹豫和齐心协力地去加以完成。但是，这种做法不可能是道德的圭臬和准绳。自己的国家可能进行的是一场犯罪性质的侵略战争，正如德国的历史告诉人们的那样；或者政府有可能欺骗公众，从而掩盖自己的动机和潜在的威胁。

这里，一种区别性的观察问题的方法乃是以正义战争的理论为基础的（比如Orend等，2005年）。人们都承认，战争带来的是苦难、死亡和破坏，因此要尽可能避免战争。但是，也会有战争在道义上是允许的或者是必需的情况。对此，正义论所设置的条件是，一方面开战与否的决策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要看战争所进行的方式。有鉴于此，开战理由成立的前提条件在于：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战争是最后的手段，决定由合法的权威机构做出，获胜有较大的胜算，国家有较为充足的财力。对战争进行方式的要求则由辨别力原则（允许针对对手军队的攻击，不允许针对平民百姓和民事目标）和均衡性原则做了定义：所使用的军事手段必须同所欲达到的效果成恰当的比例关系；如果在进攻军事目标时，民事损失（即所谓的附带损失）不可避免的话，那么，这些损失同样必须同军事的成果成恰当的比例关系。从上述的正义战争理论中，人们可以得出有节制地从事军事技术的结论，也就是说，研究和开发仅仅为用于正义战争所必需的那些技术。然而，由于防御在定义上本身就是正义的，而且潜在的攻击者也可能处在同一经济和军事技术水平上，因此，人们在这里也能找到无限制地继续开发军事技术的依据和理由。

从更普遍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还有进一步的内容必须被纳入这个论题。战争的准备会使战争更有可能发生，比如向对手施加更大的压力，在危机或势态不明的情况下迅速实施打击，以免落入决定性的被动地位，假如潜在的对手先发制人进行攻击的话（破坏军事形势的稳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科技领域的军备竞赛动用了大量的资金钱财，这些钱财若是用于发展中国家或是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等可能会更有意义。因此，非常有必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契约，来限制和减少军备生产，尤其是预防性地禁止那些特别危险的新军事技术的发展。针对这种预防性的军备控制（Neuneck/Mutz，2000年；Altmann，2008年），我们已经有一系列的国际先例可循：《禁止核试验条约》（1963年部分禁止，1996年全面禁止）排除了实验新型核武器的可能性。《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68年）禁止无核国家开发和制造核武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1972年）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1993年），除了禁止拥有外，还禁止生产和开发该类武器。根据1980年《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4条协议（1995年）的规定，使人永久致盲的激光武器仅仅是不允许使用，但是过后不久，该武器的开发及后期制造活动也在相关国家被终止。

双方和多方以条约形式缔结的对军备生产的限制减少了安全问题的尴尬局面，并且为从对立的关系转向合作的关系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如冷战期间和之后的历史所证明的那样。但是，假如爆发战争的话，条约式的军备限制同取胜的目的之间似乎存在矛盾。国家通过军队保证自身的安全，这个根本问题依然存在。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恐怕在于，人类在国际范围中采取国家内部保障人民安全的做法，这就是以民主的方式建立一种合法暴力的合法垄断，从而使个人的武装成为多余。

同军事技术打交道的后果和影响

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乎道德行为有多重含义。其中的一条涉及的是国际条约的成文规定。通过这些条约，不允许开发和制造违禁的武器种类，这是人们有目共睹的情况。只有当自己的国家用刑事惩罚的手段对该类武器实行禁止的时候（比如德国在核试验和生物化学武器方面），这种情况才算是有了实际的效果。倘若没有这些条约，局面就要复杂得多。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确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弗里茨·哈伯[1]而愈演愈烈的毒气战（Stoltzenberg，1998年）是非道德的。越南战争中落叶制剂橙剂的使用导致了国际上禁止针对环境的战争（1977年）。我们从这当中可以看到，即便是在此前，这种化学制剂的研发、生产和使用在道义上同样也是遭人唾弃的行为，并且，当我们看到后来揭露出来的该化学品在人身上造成的遗传损害和畸形时，该行为就更应当遭到谴责（agentorange-vietnam，2012年）。核武器方面的情况告诉我们，至少是核技术的开发（如战术核武器或中子弹等），让人联想起更为可怕的核战争，因此，这类技术的开发从过去到现在都是有问题的行为。从更广义的角度看，核武器和运载工具的继续研发几乎始终应该是受到质疑的，而且致力于废除核武器乃是道义上的必然行动，正像国际上的帕格沃什科学家组织[2]自其创建以来所要求的那样（Pugwash，2013年）。其间，核大国在多种军备限制条约中做出了对此承担义务的承诺。反步兵地雷直到1997年才被禁止，此前的数十年中，无数的无辜老百姓因之残废或丧命。这里，我们也同样可以看见，反步兵地雷的研制违反了道德的原则。

这些事例说明，特别是有问题的军事技术不会简单地因为不符合道德原则而被禁止——通常情况下，至少是因为进退维谷的安全局面，必须要有国际层面的禁止和限制协定。同时，一般情况下我们也不能指望，因为科学家和开发工程师的拒绝，一项新的军事技术就能被终止。对此，国家的力量过于强大，且手上握有太多的鼓动可能性。假如涉及的是一项全新的技术知识，例外也许是存在的。举例来说，颇耐人寻味的一个猜测是，假如1944年年底，不只有约瑟夫·罗特布拉特一个人退出曼哈顿计划（参见第3章第3节），而是许多其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也都放弃了制造第一颗原子弹工作的话，那么，历史又会是怎样的一种走向呢？

虽然关于新军事技术的决策并不是由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做出的，但是，他们在关于新的军备计划和限制协议的政治争论中却有明显的影响作用，正如持续数十年之久的关于导弹防御技术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专家们的批评意见促使了《反弹道导弹条约》（1972～2002年）的签订，为最终放弃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太空武器“战略防御计划”做出了贡献，并且直到今天仍在起着遏制发展的作用（比如APS，2004年）。在生物武器方面，各国本身都寄希望于自己的生命科学家们能够意识到破坏性地滥用其研究结果的危险，并且用行为守则的方式来对这种危险加以制止（Millett，2011年）。

倘若不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话，伦理评价的难度会更大一些。一方面，各国按照《联合国宪章》（第51条）有权对敌方的进攻进行防卫，只要联合国安理会未采取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的措施——由于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安理会将继续不会以所有国家都能够信任的方式行事。同时，各国通常在各自的宪法范围中都以民主的方式决定拥有军队和必要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评价的难度还在于新式的常规武器，这些武器可能意味着对世界和平和国际安全（以及各国的内部安全）的新威胁，比如今天所使用的可遥控操纵选择攻击目标的无乘员作战车辆，或者是未来可能被恐怖分子所利用的微型机器人，等等。特别危险的是那些能够将战略核武器及其控制系统失去作用的常规武器（Miasnikov，2012年）——这将增加在危机情况下提早使用核武器的压力，一旦错误报警，核战争就会因人为的过失而爆发。

只要军队还存在，就继续会有为之进行技术创新的需求。某种程度的创新需求从道义上来说是能够成立的，亦即，为了联合国或是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范围内的维护和争取和平而出兵的需要。问题在于，军队的目的远不止这些，而且不仅是在联合国的范围中被投入使用。防卫作为新军事技术的理由在法律上是正确的，可是通常安全的复杂情况导致了军备竞赛和更高程度的相互威胁。各国单方面的克制是有意义的，但它们无法保持永久的克制。因此，系统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国际约定的对最危险的武器开发的限制，并加以可靠的检查。

有鉴于此，对于从事技术研究和开发的人员来说，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引申出一个要求，即他们应该关心和平和国际安全问题，并从广泛的层面上致力于减少军事技术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而且尤其应该致力于预防性地阻止特别危险的新军事技术的研发和使用。凡是对军事研究和开发有影响的人都应该为让军事技术用于防御目的而努力。

在通常的科研和开发过程中，人们不应当对自身专业工作与军事相关的成分视而不见，而应当有意识地加以关注和认真考虑其对和平和国际安全的后果。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可以从主业的角度来关心这些问题，并为削减军备和监督检查制定出新的方法（Altmann等，2011年）。但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从业者都应当拿出自己的一些时间来关心自己研究成果的使用问题，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将之安排到教学当中——在学术领域，尤其是对大学教师来说，这方面的可能性要比企业更大一些。

科学家和工程师能够发挥支持作用的问题领域，其一部分很长时间以来已经是现实存在的问题，比如阻止太空武器的开发，等等。由于科技的发展，其他的问题也逐渐变得重要起来，尤其是在敌对的使用生物科学方面（关于基因技术，参见第5章第7节；关于合成生物学，参见第5章第23节）。当前最新的军事技术开发成果是无人驾驶的作战装备，通过机器的自主决定而发动的攻击，在伦理学上是特别值得质疑的行为（参见第5章第21节）。另一个急迫的领域就是网络攻击的威胁，它可能会导致无法控制的交叉效果和现实中的武器使用。

以和平为目的的科学研究的长期任务是始终关心军事技术的发展，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拿出预防限制的建议。进一步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怎样才能通过对军事技术的构建来减少安全的复杂情况？尤其是在（有限的）联合国的和平行动以及自卫防御中，在没有大幅度增加对他人威胁的前提下，人们是否能够达到军事的效果？怎样才能从技术上实现对一条无核武器世界之路的支持？

结论

军事技术因为其服务于暴力使用和破坏作用而有别于其他技术，在安全复杂局面条件下便产生了根本无节制的军备竞赛、不断增长的相互威胁以及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为了遏制这种因技术而来的危险，需要国际化的限制协议，而限制协议的订立需要积极的政治运作。自然科学和技术的专业人员群体能够为这一过程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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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1868—1934，德国化学家，1918年因发明合成氮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一战中，他担任化学兵工厂厂长时，负责研制和生产氯气、芥子气等毒气，并使其用于战争中，造成近百万人伤亡。

[2] 指的是帕格沃什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Pugwash Conferences on Science and World Affairs），它成立于1959年，目的是减少武器冲突带来的危险，寻求解决全球安全威胁的途径。


第16节 移动通信技术

在移动通信技术中，频率范围在380 MHz至2.6 GHz（Megahertz/Gigahertz）的电磁场供信息传输使用，亦即用于满足所希望达到的技术要求。总体来说，高频电磁场（HF EMF）的频率范围是在30 kHz（Kilohertz）到300 GHz之间。无可否认，如果磁场暴露和场强足够高的话，HF EMF会引起对人的健康有害的效应。所以，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Non-Ionizing Radiation，ICNIRP）设置了对这一效应起保护作用的极限值（ICNIRP，1998年）。

关于移动通信技术健康风险的科学争论所涉及的，不单单是在遵守由ICNIRP设立的极限值情况下有害健康的效应是否会出现的问题。多数专家，诸如德国射线保护委员会（SSK，2011年）等都强调，极限值以下的健康危害效应在科学上既没有得到证实，也无法予以排除。因此，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IARC）（Baan等，2011年）提出观点认为，HF EMF有可能致癌。在ICRC看来，大脑恶性肿瘤和HF EMF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是可信的，同时其又强调，故障和系统失真可能会是这种因果关系的原因。

虽然人们对移动通信技术的实际接受程度很高（在德国大约有9800万部移动电话，BITCOM，2011年），但该技术还是在老百姓当中造成了恐慌和不安。由德国移动通信研究项目进行的民调显示，自2002年以来，表示担忧的人在数量上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大约有30%的被调查者仍然对HF EMF的健康风险表示忧虑。联邦环境署委托进行的一项调查（Borgstedt等，2010年）也证实，因移动电话和基站而心存恐慌的人群所占的百分比数量在近年始终未变。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城市环境中规划和设立移动基站，例如在幼儿园和学校附近等，一直是人们担忧和辩论的话题（关于技术争议，参见第3章第6节）。不过，欧盟范围内的民调却发现了非常大的差别：南欧国家老百姓的风险意识要明显高于欧洲北部地区（Eurobarometer，2010年）。

手机有可能会引起癌症，以及老百姓对此风险的恐慌和不安，导致了预防原则（参见第6章第3节）的实际应用。

预防原则

德国基本法第20a条规定，国家有义务制定和履行预防原则。该原则的核心思想涉及危险的规避——特别是在危险的存在与否不能确定时。为了更好地理解预防原则，我们不妨将预防和危险抵御加以区别看待（关于技术法，参见第6章第2节）。通常来说，某种实际的情况隐含有一种可识别的且并不遥远的危害出现的可能性，并且，正如环境问题专家委员会所指出的那样，“在对客观即将发生的事件的过程未加阻止的情况下，有足够大的概率会导致危害的发生”（SRU，1999年，第39页）——当存在这种实际情况的时候，就需要进行危险防范。反之，预防的中心思想在于，即使没有这样一种确定的情况也要采取行动。

在预防原则的应用时，需要区别两种情况。其一，用环境问题专家委员会（SRU）的陈述来说，预防的设立所涉及的是一个足够大的概率界线以下的事件，也就是说所牵扯的事件只有很小的发生概率，但是一旦发生，就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其二，当某个事件是否会引起风险无法有结论性的解释的时候，比如遗传技术（参见第5章第7节）和当前关于纳米微粒（第5章第18节）的争论等，就需要特别采取相关的预防措施。此时采取预防措施的前提条件是，假如事件真的发生的话，其结果可能造成重大的损害，而且会波及数量足够大的人群。移动通信技术就可以归属于后面这种情况。

预防的调节机制

倘若在一个具体的情况中要对预防原则的使用与否做出决定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回答下面的几个问题：（1）预防有必要吗？（2）必须采取哪些措施？（3）是否能为民众提供足够的保护？这里，问题的实质是说明行动必要性的理由，选择切实的措施和检查是否达到了所希求的保护目的。

（1）关于预防行动的必要性的问题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知识性的问题，但同时又具有标准方面的成分。具体到移动通信技术来说，就是要拿出好的，也就是说在科学上得到论证的理由来说明在所设立的极限值以下也可能存在健康风险。这里，并不要求对风险进行具体的证明，因为在有科学根据的怀疑的情况下，就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单纯的危险局面的臆想推测不足以为预防行动增加合法性。不过，关于科学上的怀疑究竟必须有多大，理由必须如何充分，以及哪些东西可以用来作为局势评判的标准，都还是争议很大的问题。至少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所列出的理由是否足以让人们去采取相关的预防措施，一直还缺少一个结论性的答案。

（2）在预防行动的必要性决定之后，人们就必须选择能够实现预防目的的切合措施。遴选出的预防措施必须符合现有怀疑对象的状况，对象状况越重要，遴选的预防措施就应当越严谨。除此之外，人们在选择预防措施的时候，还应当考虑到因风险问题而被怀疑的技术领域的好处和利益（EU，2000年），这个问题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3）此外，必须保证所选择的预防措施能够达到保护的目的。预防真的能起到预防的作用吗？哪些措施能发挥足够的作用？什么情况下才会有足够的安全？除了这些问题外，我们还常常不能确定，预防保护措施是否能够起到应有的作用。同样无法确定的是，所采取的保护措施是否自身又产生了新的风险。这些不确定因素几乎自然而然地导致了参与各方和利益伙伴之间的冲突。

在实施预防措施时，与民众的沟通也是关键因素。具体到移动通信技术，有关方面应当知会民众，如手机用户可以采取哪些个人的预防措施。关于建设和营运手机基站的预防措施情况，也同样应当向民众通报。人们现在希望这些预防沟通能够取得积极的效果，政府愿意借此打消民众的恐惧心理和增强信任感。可是，关于预防的简单介绍起不到这样的作用，它无法抚平民众的情绪，反而加重了老百姓的风险意识，并可能降低了人们对风险管理的信任（Schütz/Wiedermann，2005年）。

预防原则的不同类型

美国式的预防原则是由格兰杰·摩根[1]提出的所谓谨慎避免学说（Sahl/Dolan，1996年）。谨慎避免指的是谨慎而深思熟虑地避免风险，其依据的基础乃是智慧伦理学的理论观点（关于智慧伦理学，参见第4章第B.3节）。这一预防学说在20世纪80年代针对高压架空电缆潜在的健康风险而提出，其想要达到的目的在于，采取经济成本低且没有其他重大不利之处的避免举措。在此过程中，此学说仅是有限地依赖于风险评估，并且无须以借助于所采取的措施来对降低风险进行科学评价为前提。这一类型的预防原则在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北欧国家的采用尤为广泛。

卡斯·桑斯坦[2]（2007年）提出了一个以损失的期望值为导向的预防原则建议，认为该原则应当考虑损失的概率和损失的程度这两项对于预防决策问题至关重要的因素。同时他认为，还必须考虑预防措施的利益和成本问题。但是，假如有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在起作用的话，亦即，即便是在理想的情况下只涉及单一事件的概率——更准确地说，如果只是相信风险潜在可能性存在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建议也没有多少实用意义。

伦理学导向

只有十分有限的伦理学准则可以用来决定关于预防的必要性和范围程度的问题（Grunwald，2008年）。既非汉斯·约纳斯的恐惧启发学（Jonas，1984年；参见第4章第B.2节），也非朱利安·尼达-吕墨林[3]提出的以个人权利为导向的建议（Nida-Rümelin，1996年）能够确保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前者因其绝对性的要求——“遇有疑义时应遵从有利错误原则”——而无法行得通。因为最坏情况风险的可能性任何时候都不能予以排除，所以，预防原则永远是需要的。缘此，某种随意性的因素也随之掺杂到了这一原则中来。进而言之，假如人类社会放弃了移动通信技术，最坏情况的风险也照样可以被构建形成。

针对希望人们去承受风险的问题，朱利安·尼达-吕墨林要求相关人群在做决定时应当达成共识。假如这一要求也适用于不确定的风险的话，那么也同样应当就如下问题达成共识，即如何看待使用手机打电话“可能会致癌”这个结论。虽然整个社会能就希望人们承担风险问题达成共识是件值得赞赏的好事，但在实践中很难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因为，为所有当事人提供决策的公平机会以及达成共识的论证条件，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有的（关于参与问题，参见第6章第5节）。

在此，人们充其量可以引用一下卡尔·弗里德里希·盖特曼的实用主义一致性原则（1987年）。根据此原则，移动通信的风险情形与咖啡和DDT杀虫剂情形完全一样，咖啡和DDT同样被人们认为是有可能致癌的物质。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同样遇到了实际操作的瓶颈。风险比较的基础是假设对象可以更换，但其他条件不变。显而易见，依据比较对象的不同（比如咖啡和DDT），从总体而言，风险和利益的特征是完全不同的，因而会引发不同的风险判断，并且，风险比较由于没有满足上下文可比较的条件而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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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 机动性和交通

交通的特点

技术伦理学所有争议的出发点都基于人们的一个观察认识，即人的行为会对他人产生后果影响，交通问题也不例外。我们若是要去找寻“交通”的定义，那么就会对交通的特点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所有常见的定义都把交通定义为“人员、物资和信息的地点变换”。“地点变换”是所有交通方式的核心内容，这就产生了一种结果：通常情况下，我们所能够见到的情形是，一方面，人员甲的特殊行为会影响到其身边的所有其他人；另一方面，人员甲周围的其他人的行为也会影响到他自己（相互影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都会很快发现，现实当中可能（和一定）存在影响和限制我们自身行为的原因。但是在交通问题上，这种对事物进行理解认识的效果受到了某种阻碍，因为根据交通的定义，交通的参与者快速离开了其行为可能造成影响的那个地点——他们“从那里经过了一下”。在这种情况下，直接的相互影响就失去了作用，而且当事人可以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影响（先）不去理会。为什么小轿车的废气（发动机大都安装在轿车的前部）不是从发动机那里直接排放出来，而是要经过一个既花钱又易生锈的设计结构到车尾来排放？这个废气排放结构的设计为车内的乘客“解决了”自己的废气问题，因为一旦废气直接排出，吃亏倒霉的就只有路边的住户和身后的司机了。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认为，交通中对人员有害或不利影响的转嫁（上述案例中指的是处在机动车后面的住户），由于技术系统和定义，更为集中地发生在其他空间里，而非任何地方。

第二个相关层面源自纯粹的技术范畴，即交通首先需要两种本身可以完全区分得非常清楚的条件：

·地点变换借以发生的基础设施；

·使用基础设施的各种交通工具。

在我们的社会中，已经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基础设施是国家应该包办的事情：“其他人”（俗称：国家）应该想办法建设和提供个人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因而，绝大多数交通设施的使用者还有一种观念，即认为“所有其他人”必须将纳税人的钱投入这些设施。按照肇事者和使用者原则，通过道路成本费或养路费以及公里使用费来维持运营成本的做法，一概遭到了人们的否决。交通工具是属于“个人自己的事情”，因此，根据这个观点，个人所购买和持有的交通工具如何使用和采取何种的交通行为（还有哪些后果），则完全是个人决定之事。

对基础设施作为第一个层面、交通工具和交通行为作为第二个层面的区分，也同时破坏了另一个规则循环：即便人们生活在同一个区域空间里（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国家），人们也可以把道路建设成本或是废气、噪声等造成的损失，以及其他个人行为的不利后果转移给大众群体。除了转移到其他的空间之外，转移给同一空间里的其他人也同样是可能的。这样，就有两种机制同时造成了一种现象：虽然行为的好处统统都在实施行为者一边，可是，大部分的负担、成本、危害以及坏处都被转移到了：

A1：其他人身上；

A2：其他空间区域里的人身上。

经济学上，这种转移被叫作“外部化”，它是国民经济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这是因为这里出现的无效率分配是被迫造成的：假如一个驾车者必须承担由于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所有费用，并且把这些费用同他所得到的（几乎全是个人的）好处相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就能期待人们做出国民经济学方面有效率的决定。但恰恰这一点在交通问题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上面所说的两种机制使得大部分的成本和危害没有被计算在受益人身上：这点不仅在社会层面上是不公平的（参见第4章第B.9节），而且在经济学上也是无效率的。所以，我们今天才有如此多的车辆和如此频繁的拥堵。

交通领域的技术伦理学问题

如果我们来考察一下亟待进行技术伦理学讨论和澄清的大量具体和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或许会感叹人们对伦理学和交通问题之间的关系思考得如此之少。

（1）欧盟27国每年死于道路交通事故的人数大约有3.5万人（EU，2007年，第97页）。尽管德国道路交通的不安全状况已经大幅度减少，但每年还是有大约4000人成了马路冤魂，相当于平均每天死亡10人。那么从伦理学上说，人们是不是有理由甚至有责任采取更多的措施呢？是不是应该在高速公路上进行普遍的限速，从而毫无疑问地能挽救更多的生命（数据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问题），抑或有其他的利益考量［比如开快车和节省（所希望的）旅行时间］在起着更大的作用？

（2）欧盟和欧盟国家针对空气质量制定了最低执行标准（EU，2008年）。德国和欧洲其他大城市设置在道路两旁监测站高污染的记录数据显示，所规定的最低标准没有得到遵照执行，其结果是生活在道路周边人群的健康受到了严重影响。违反现行法律的情况在这里有目共睹。但是，是否应当设立所谓环境保护区或是采取其他何种措施，对此，人们正进行着激烈的讨论。自2002年以来，在欧盟的相关规定颁布之后，人们在欧洲大城市中就许多这样那样的措施进行过讨论、规划和部分实施，尽管如此，大部分的措施最后显然都还是一纸空文：归根结底，2002年以来，针对欧洲大城市高污染道路所制定的标准规定，没有一个地方遵照执行。

（3）欧洲大城市空气污染和噪声污染的例子反映了更为根本的伦理学问题所在：在相关的交通、噪声和有害物质污染严重的马路两边，主要的住户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通常没有自己的小汽车，却要在他人所造成的噪声和废气污染下生活。反之，受过良好教育、高收入和有社会地位的人群都住在空气清洁和噪声污染很小的地方。他们开车经过那些弱势社会群体居住的地方，然后才去歌剧院、商店或大学等目的地。

（4）根据官方统计（Verkehr in Zahlen，2011年，第305页），2008年德国交通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为1.52亿吨，相当于德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18%（8.62亿吨）。这些数字还不包括到达和驶离德国的远洋轮船以及从德国境外飞临德国的飞机所排放的二氧化碳，这些当然都属于德国交通的一部分。高空飞行的飞机排放的二氧化碳比地面同样的排放量对大气的危害要大2～5倍（辐射力指数，RFI）。如果把这些排放都计算在内，那么交通部分就占到德国整个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四分之一。如果再考虑石油开采和加工，汽车制造和报废以及道路建设和拆除（前置和后置过程）的排放量的话，交通所占的比例很快就达到全部排放量的将近三分之一。有鉴于此，同农业的排放相比较，与之相关联的交通运输行业所占有的地位在道义上还有理由站得住脚吗？

（5）只有今天的驾车族和生活在今天的人们才实实在在地享受着交通所带来的好处，可是，气候变化的成本则不得不由其他国家（跨地区）和其他时代（下代人）的人们来加以承担。我们是否应该要求今天的交通受益人为全球的“气候改变基金”支付使用费，并将累积的资金交给受到更多污染国家的子孙后代呢？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将国际航空业纳入欧洲排放交易体系所带来那些并不巨大的成本费用，不仅遭到了航空公司的，还遭到了中国、印度和美国政府的强烈抵制。

对于技术伦理学的讨论来说，特别是最后提到的全球范围内的交通情况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是具有警示意义的，因为这些影响尤为清楚地表明，如今全球交通的影响不仅在不同的人群之间（A1）和不同的地域之间（A2），而且在不同时代的人之间（跨时代）发生作用（关于可持续性发展，参见第4章第B.10节）。因而，上面所列举的几点内容还必须再增加一个外部化的层面，因为影响广泛的各种负担（A3）也转移到了未来子孙后代人身上。由于未来的子孙后代今天还不能和我们一起共同寻找大家必须遵守的规则，所以，与之相关联的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也“无法予以共同解决”。

目的和手段的关系

凡是想知道自己该做哪些事的人，首先必须说明他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本文的任务，是想近距离探讨这样一些交通行为的目的：交通究竟为谁服务？每个人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他们为什么要出行？社会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要投入如此大量的资源（资金、能源、原料、土地等）？

让人觉得理智和清醒的回答是，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官方答案。通常，政府机构的回答主要都是为了指出交通对于广大民众和经济生活的重要性。数十年来，规划者们从来都以“交通的快捷、方便和流畅”为主要目标。在联邦德国主管部门的网页上，“交通政策/基础设施规划”子目录下（BMVBS，2012年）首先谈论的是如何保障和维持机动性的问题。随之，这个最高目标就被坚定不移地与提供良好的、安全的和价格低廉的交通工具相提并论。换言之：在我们的社会中，机动性通常即等于交通，目的等同于手段。这种将社会行为高于一切的目的等同于为之而使用的工具的做法，对于解决问题并无帮助，原因如下：

·“交通”和“机动性”原本就不是同义词。“机动性”指的是人们满足自己与地点变换相关的需求。机动性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进行衡量，即把去看医生、购买药品、探亲访友或到公司上班都计算在内。“机动性”所达到的效果是拥有，况且人们适当程度的机动性不可剥夺。因此，机动性在这里代表的是需求层面——机动性应当帮助人们满足特定的、为此而必须发生地点变换的需求。

·与之相反，交通指的是牵涉到具体实现这些需求的方方面面。因此，交通代表的是工具层面，而且是用交通工具的数量、行驶的能力、能源消耗、路网长度、占地面积、成本等作为衡量的标准。交通是实现机动性的手段（Becker/Rau，2004年）。

但凡一个公司或一个社会想要实现某个目的，始终重要（“有效率”）的做法乃是，使用最少的资金、资源、能源、土地等成本投入来达到此目的。一个有意义的社会目标就是使用最少且必需的交通手段为所有社会群体提供某种程度（需要予以澄清）的机动性，我们可以用少量的交通来获得很多的机动性，比如说在一个办事距离都不远的、多功能和人口稠密的城市里，因为在那里人们的许多需求都可以用少量的资金、交通工具、噪声、土地和废气得到满足。反之，我们也可以用很多的交通来换取很少的机动性，这时，我们就必须建设像珀斯和洛杉矶那样的居住尽量分散、非常专门化和以个人交通为主的城市结构。在这两个城市里，任何单一的需求都必须要使用很多的交通工具、能源、土地、废气，等等。

若是有人只想把交通的事情办得廉价而有吸引力，那么，他就将生产出更多的交通服务，而不是更多的机动性。只有“使用尽可能少量的交通来保障某种切合的机动性水平”这样的行为准则，或许才能有意义地解开这一矛盾。我们是想用相对较少的交通来获取很多的机动性，还是相反——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需要我们展开全社会大讨论的时候了（关于此问题，参阅SRU，2005年；Vogt，2003年）。

结论

前面的阐述和示例告诉我们：伦理学和技术伦理学问题将会在交通规划、交通政策和交通的实践过程中起着既大且根本的作用——而且是在和今天完全不同的前提条件和问题范畴背景之下。其时所涉及的问题，并不像在德国官方的交通规划中所追求的目标那样是所谓交通量的最大化。倘若果然如此，那么这将意味着：

（1）从根本上说，我们必须提出关于我们的行为目的的问题，即我们究竟需要什么，什么是我们行为的目标？我们需要的机动性是多还是少，是为了哪些社会群体？关于这些问题，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满足需求无论怎样都是处于优先地位的命题。那么政策上需要加以讨论的问题是，哪些社会群体在机动性需求上已经具有良好的条件，哪些社会群体在某些需求方面存在“机动性的缺口”？这不是教授和工程师们的问题，而是各级议会需要考虑的问题。虽然如此，很多可以设想到的机动性缺口已经迫在眉睫（在居住地附近没有公园或游乐场所的社会弱势群体家庭的孩子们，生活在寂寞村庄中没有汽车代步的老人，无法去商店和学校的人士，乡村地区的医生等）。这里，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不是究竟谁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有怎样的机动性，而是要讨论谁应当拥有作为人权的基本水准的机动性问题。

（2）如果我们要想澄清哪些社会群体在何处及何时需要怎样的机动性才算是“合适的”问题的话，那么交通就是问题的关键，究竟哪些受益群体的什么样的交通方式可以被看成机动性所必需的、合适的和有效的水准？这个问题可以根据效益原则来进行回答，应当始终用最少的总成本来实现所确定的机动性水平。毫无疑问，“最小总成本”的含义在于，调查出交通工具使用的所有成本（燃料和工具，基础设施，废气、噪声、气候和其他环境危害等），并尽可能让使用者承担这些成本。

（3）从伦理学的角度看，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交通的大部分成本，尤其是道路成本，非由保险公司承担的事故费用，气候成本和几乎所有环境成本（噪声、废气、分离作用、垃圾、资源开采、土地等），现在都已被外部化。可是，交通的好处可以说完全为出行人所独有。这就触及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所在——个人允许将哪些成本和污染转移到其他人（社会）、其他国家和子孙后代身上？

（4）这里，个人与“其他人”（同一空间，A1）及“其他空间区域的人”（跨地域，A2）相对立；而且，还要包括沿着时间轴方向的、生活在当前的人和未来的子孙后代人之间的区别，在这个区别中，个人与“其他时代的人”（A3）相对立。在这点上，从个人角度来看，非道义的行为在短时间内具有利益最大化的特点。

（5）从这点中，我们可以直接得出结论，人们不仅在经济上应当，而且在伦理上必须不断地减少成本的不真实情况。以尽可能良好的方式求得成本的真相——这一目标不仅来自经济的效益考虑，而且也来自道义和公正的考虑。“彻底的成本真相”虽然遥不可及（因为未来产生的成本肯定无从知晓，但今天可以把它考虑进来），但我们可以经常检查一下，看看在哪些领域里还有较大的、必须予以减少的外部化情况。这是一个在所有领域都必须遵循的原则，尤其是在交通方面，并且是在非同寻常的程度上。

（6）产生自“交通”领域的各种效应首先会影响到：

A1——其他人，

A2——其他国家和其他空间区域，

A3——其他时代及子孙后代。

恰恰是全球化所带来的交通情况（航运交通的事故后果，酸排放和原油污染事故，飞机造成的2～5倍的温室效应，气候影响等），在这里造成了超出第三种机制之外的影响，并且要求人们拿出跨越几代人的解决方案建议。

（7）交通行业的跨代公正性问题（参见第4章第B.9节和第B.10节）是一个被完全忽视了的话题。虽然有研究报告查明，哪些居住区/地点及收入阶层的人群以何种交通工具出行的距离是多少，因而人们得以知道，生活条件较好的阶层（多数是用自己的汽车）趋向性地有更长的出行距离，但是，谁必须以何种程度承担这些交通的成本却还是个未知数。可以得出肯定结论的仅仅是，弱势群体所必须承受的噪声要比他们自己造成的还要多（Becker，2011年）。同样在这里需要提请人们注意的要点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分配极度不平衡的问题。

（8）在交通行业中使用的个别交通工具（也许核能驱动的除外），不是我们急于要进行技术后果评估的原因（参见第6章第4节）。反之，要求无条件进行技术伦理学探讨的问题是，我们的星球上一共可以配置多少这样的交通工具，这些交通工具应该在哪里使用？当前人们所缺少的是针对下述问题的探讨和定论，即交通工具“出于什么目的和以什么样的数量”在何时能够有意义地被使用。这里，使用交通工具所必需的框架条件的确定和监督，乃是我们要做的首要工作。

那么，谁应当为这样的情况负责，谁来为这种不能再继续下去的局面的转变承担责任？由于当前的情况（一如既往地）复杂且带有历史性的特点，所以，我们无法从中罗列出一个一目了然的和结论性的责任清单，因为每个人都自然而然和一如既往地在他自己的层面上承担（共同）责任（参见第2章第6节）。尽管如此，一个初步的责任和职责列表还是不难制定出来（参见表1）。

表1 责任和可能的职责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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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责任和可能的职责一览-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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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条路应该从哪里开始呢？依笔者之见，似乎应当首先在所有层面上将责任敏感化，然后广泛地加以讨论。当然，其他的法律和社会框架条件也是十分重要、必须和有益的：因为有了这些条件，交通参与者的许多其他行为方式才成为可能。但是，为了建立人们的认可态度（选民也一样），或许更为重要的一步是，首先与自己的亲友、邻居、中小学的班级和在校大学生对相关事情进行交谈，或许图书也能起到帮助作用。阿明·格伦瓦尔德和斯蒂芬·绍佩[1]在他们关于技术伦理学的一篇论文的结尾说过这样一句话，笔者很愿意将之与读者们分享。早在1999年，他们两人就写道：“技术规划参与者的伦理反思……是有决定意义的。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来自象牙塔的谆谆教诲都是夸夸其谈。”此话言简意赅，发人深省。

参考文献

Becker，Thilo：Social distribution of external costs of noise impact caused by transportation in Berlin. In：Proceedings of inter. noise 2011. The Institute of Noise Control Engineering of Japan（INCE/J）. Tokio 2011.

Becker，Udo/Rau，Andreas：Neue Ziele für Verkehrsplanungen. In：Handbuch der kommunalen Verkehrsplanung，38. Lieferung 2004，Kap. 3.2.10.3.

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kehr，Bau und Stadtentwicklung（BMVBS）：Mobilität. In：http：//www.bmvbs.de/DE/VerkehrUndMobilitaet/Verkehrspolitik/Infrastruktur planung/infrastruk-turplanung_node（30.04.2012）.

EU-Kommission，Richtlinie 2008/50/EG des europäischen Parlaments und des Rates vom 21. Mai 2008 über Luftqualität und saubere Luft für Europa，Brüssel 2008. In：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L：2008：152：0001：0044：DE：PDF（28.04.2012）.

EU-Commission：EU Transport in Figures. Statistical pocketbook 2011. Brüssel 2011.

Grunwald，Armin/Saupe，Stephan：Ethik in der Technikgestaltung. Praktische Relevanz und Legitimation. Berlin 1999.

SRU-Der Rat von Sachverständigen für Umweltfragen，Sondergutachten 2005：Umwelt und Straßenverkehr，Hohe Mobilität -Umweltverträglicher Verkehr，SRU Berlin，Juni 2005. In：http：//www.umweltrat.de/Shared Docs/Downloads/DE/02_Sondergutachten/2005_SG_Umwelt_und_Strassenverkehr.html（27.04.2012）.

Verkehr in Zahlen 2010/2011. Hg. BMVBS，bearb. DIW，erscheint jährlich，eurailpress. Berlin 2011.

Vogt，Markus：Mobil für die Zukunft？Ethische Aspekte einer nachhaltigen Mobilitätsgestaltung. Forum Nachhaltigkeit und Mobilität des SPD-Präsidiums，19.02.2003，Berlin，http：//www.kath.de/benediktbeuern/clear/projekte/ver kehr-forum.pdf（29.04.2012）.

Zeitler，Ulli：Grundlagen der Verkehrsethik. Berlin 1999.

乌多·贝克尔（Udo Becker）



[1] 斯蒂芬·绍佩（Stephan Saupe），德国物理学者，本文参考文献中所列书目作者。


第18节 纳米技术

伦理学反思是一种重视对待事物的方式，它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置于行为，以及人的关系的建立和调整的焦点之上进行考察。本文所要探讨的，是纳米技术怎样通过伦理学的提问而受到重视，尤其是要讨论纳米技术的哪些方面受到了人们的关注。

由于纳米技术从一开始就要求人们从伦理学上完全无条件地予以重视，而且，这种受重视的形式帮助它获得了十分可观的可信度，因此，这就增加了本文探讨这一领域的复杂程度。有鉴于此，大部分受到社会公众关心的纳米伦理学都追捧一种夸夸其谈的形象，这种形象有可能到现在还在说明自己是一种错误的结论：因为人们在讨论纳米技术的伦理学含义，所以显而易见，纳米技术一定是一种极有前途和影响广泛的研究课题。然而，但凡在纳米技术受到伦理学反思特别关照的地方，至少从历史的角度看需要弄清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重视纳米技术，这项技术的哪些方面应该受到重视。正因为如此，本文的第一部分所讨论的，乃是反映在伦理学思考中的、雄心勃勃和不断变换的纳米技术的结构概况。第二部分的讨论题目，是以需求为主导的纳米伦理学对哲学意义上的伦理学的各种挑战。最后第三部分介绍遴选出来的若干论题，它们对形成伦理学百家争鸣的局面非常重要，这里争论的焦点不仅是责任的问题，而且还涉及争论本身是否能够承担得起责任的问题，亦即能够对自己的做法追究自己的职责。

反映在伦理学伴随研究中的纳米技术

纳米技术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并且反映在各种模糊的定义尝试中。有人说，纳米技术是一门研究纳米级尺寸单位的物质所具有的特点的学科。虽然这一定义十分含混不清，但并不妨碍人们对纳米技术可能是什么及将会是什么的各种各样的具体想象。而且，虽然纳米技术还没有来到我们当前的现实生活当中，但人们已经想象出了它的后果，并对之进行讨论（Kaiser，2012年，第403页）。在这种情况下，纳米技术一直以来就是那个未来将多多少少彻底改变我们生活环境的事物。

在纳米技术还没有因为美国的纳米技术研究所（德国研究机构的成立时间都比它晚）而制度化之前的时代，纳米技术代表的首先是一种“全世界物质极大丰富”的承诺（Crandall，2000年）。这种物质的极大丰富要归功于对单个原子的精确控制，这种控制使机器或自动设备的设计，尤其是使可以无限制地生产纳米技术产品的生产线的设计成为可能。所以，慕尼黑纳米技术研究学者沃尔夫冈·黑克尔[1]在一次电视节目里介绍了一种想象中的设备，这种设备看起来像微波炉，却能创造将普通的泥土变成一大块纳米猪排的奇迹（Friedl，2003年；Heckl，2004年）。这些奇妙的想象最初在幻想家艾瑞克·德莱克斯勒[2]并非偶然取名为“远见研究所”的地方初见端倪，该研究所编写了防止纳米机器人泛滥成灾的技术文档，并且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即许多疾病的治疗或是衰老过程的延缓是否会有负面的后果。他们的口号似乎是，我们必须学会拥有自己良好和正确的愿望，因为愿望的实现是没有边界的（比如Amato，1999年）。

直到今天，物质极大丰富的说法仍出现在人们的讨论中，比如双赢局面和一种大家都可以从中获利，并且不用为之花费任何代价的技术等。借助于政府政策的支持，在美国和欧洲涌现出了一大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学者，所以才有了今天为数如此众多的专著和文集，以及《纳米伦理学》杂志和一个国际的研究会。如同在德国和美国一样，纳米伦理学在韩国和新加坡也同样成了“很正常的事情”。这就形成了一种所谓的世界通用语，在这个大环境当中，纳米技术的责任问题就变成了人们的一项共同事业，任何人也不用担心他的想法是自说自话、无人理会。但是，早在纳米技术出现之前（参见第2章第5节和第6章第4节），由于从伦理学角度预测技术后果是一件颇难下结论之事，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观望和假设的态度，人们的伴随研究主要集中在为纳米技术做宣传的图片和未来远景之上。就在人们常常以观望的态度对待伦理学问题的时候（格言是：“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关注，那个问题还必须进一步研究”），不仅出现了文化学方面的分析论文，而且民意调查和公民参与的手段也不断扩展，目的是首先造就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意识（对此的批评观点参阅Nordmann/Mcnaghten，2010年）。

当人们终于发现了第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的时候，研究学者们纷纷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就这个问题大干一场。有鉴于人们所怀有的高度期待，这个问题最初看来却十分平淡无奇：纳米颗粒没有毒性的特点如何证明，非常简单的纳米材料怎样符合现有化学品的管理规定（参见第5章第24节）？然而，同这个几乎是老掉牙的问题相关的却是极其重大的科学和政治挑战，因为小小的纳米颗粒也有巨大的名声，这个名声可能隐含着种种意外，以及有不同于仅仅作为微粒的其他特性。但凡有意外的地方，我们就必须要做好会有负面意外的准备。于是，从“伦理学和社会学的含义”中，就生产出了以“环境、健康、安全”为对象的纳米技术的研究重点。

与此同时，纳米研究雄心勃勃的目标已经进入了纳米医学、关于关键技术的综合化思想以及合成生物学（参见第5章第23节），当初似乎被人们不屑一顾地称为第一代纳米工艺和产品的那些东西，现在有可能被证明是最高等级的技术，即开发出多种用途的新材料。今天，人们探讨争论的重点是纳米技术对可持续性的贡献、绿色纳米技术方案、科研和开发过程的可信度，以及负责任的技术创新等课题。但是，新材料是否以及如何能够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深刻的改变，却不是人们所议论的主题——就像当初塑料的开发和流行一样，这个问题显然没有受到人们从标准化角度的关注。然则，人们对待第二个实际出现问题的态度就鼓舞人心得多。这个问题来自纳米技术，又影响到纳米技术：由于“纳米银”用在冰箱和衣服上能有杀灭细菌的作用，技术批评的焦点就从难以定论的环境风险转到了此项技术非常让人期待的用途上来。此外，针对纳米颗粒在化妆品中的应用，人们也提出问题：如果说关于用途的论据还不足以让人信服的话，那么，我们真的必须要把用途和风险作为对立面来进行权衡考量吗？

非相称的关系

凡是在对伦理学伴随研究有需求的地方，就会产生两个对于哲学意义上的伦理学来说最为根本的难点问题：这个需求超出伦理学框架所能阐释的问题了吗？是否可能有这样一些传统的伦理学思考，它们所提出的那些重要问题是没有必要的？借助针对四个问题范畴的简单概述，我们来认清涉及纳米伦理学的这些非相称关系。

（1）第一个问题来源于同需求相关的、已经程式化的伦理学思考模式，这里所说的思考主要指的是交谈、各种不同观点的碰撞，以及关于哪些事物可能引起人们担心的意见交换。虽然单纯的“持保留意见者”一词带有消极的含义，但是，尽可能多的很热心的公民（Concerned citizens）被以民主理想的名义邀请参与讨论，为的是共同找到他们所关心的伦理学问题。虽然这个没有时间限制及所有参与者济济一堂的交谈过程对于形成伦理学的判断起着十分重要的抛砖引玉的作用，但不能取而代之。因此，人们在这里所提出的问题针对的是研究对象和纳米伦理学标准的确定，亦即，针对的既是人们所牵挂的事物和伦理学议题之间的关系，也针对伦理道德的问题、价值冲突和判断的形成。

（2）第二个挑战与非连续性假设有关，这个假设不仅被写在纳米技术的定义中，而且也被要求用于其他所谓的NEST伦理规范（Ethics of New and Emerg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3]，参阅Swierstra/Rip，2007年）。这里，伦理学的问题始终还是具有准备应付未知事物的特征，这点反过来又证明，经验的知识和现有的各种伦理学理论还不能够或只是有限地说明问题。于是乎，便产生了对造就新事物和不同事物的要求进行批判和质疑的需求：纳米医学或纳米电子学是学科化了的医学在理论上已经被认识和思考的发展趋势的延伸以及其微型化的延续吗？抑或，纳米医学是否为人们开启了将现有的临床实践进行转化的新的治疗方法？以及，纳米电子学是否在广泛的社交网络环境中开启了新的可能性？针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不赞同纳米医学，而赞同纳米电子），向人们揭示出了一个根本性的矛盾现象：一方面，我们要让伦理学理论和哲学伦理学在历史上形成的区别能力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这样做又必须以完全另外一种导向的区别能力作为前提，这个区别能力深深植根于一种在技术上、科学上和科学哲学上非常专业的技术评估范畴当中（参见第6章第4节）。

（3）究竟能不能以及如何来使哲学的传统为纳米技术伦理学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一个同以需要为导向的纳米技术伦理学的第三个问题范畴相关联的问题。这里，我们需要研究的东西是那些涉及纳米技术的潜在应用的顾虑、担忧、提问和评论等课题。于是，纳米技术伦理学从一开始就趋向性地被定位和限制在结果论的方式方法上。此方法的第一步，是要推测或想象出社会和技术的未来场景，目的是在第二步中至少能够描画出，这些场景如何使传统的价值观走向了自己的极限。假如一定要对纳米技术进行评价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只能以其未来将会出现的产品为依据。由于传统的哲学伦理学不愿意以这种方式被狭隘化，所以首先就造成了为数众多的哲学学者对此敬而远之的态度。此外，这种方式还引发了各种反对的声音，反对者用一种道德哲学的视角来对抗智慧伦理学的学说（参见第4章第B.3节）。道德哲学视角所关心的不是利害的权衡问题，而是未得到解决的冲突和争端。这些冲突和争端乃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纳米技术研究计划的特点，即它在人造物体和天然物体、有生命体和无生命体之间陷入迷茫，失去了对之加以区别的能力（Dupuy，2007年）。与此同时，与结果论针锋相对的还有广义的道德伦理学，它所提出的问题是，纳米技术研究的构建是怎样的，它如何看待和认识自己的对象、自然和改造世界的计划，人们对它的信任度如何。在上述两种情况当中，处于中间地位的是一种所谓的远景评估，面对各种不同的纳米研究计划，它不仅对其可行性和预期的应用进行考察研究，而且还将其解读为一种入世的和当前的人生观的表现方式。缘此，远景评估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有利的出发点，从而使我们能够提纲挈领地从实际内容上对纳米技术伦理学的争论进行阐述（Grin/Grunwald，2000年；Grundwald，2008年）。

（4）人们所需要的伦理学伴随研究的第四个挑战，可被看作结果论的后果之一。谁若是跃跃欲试，准备对多少带有假想特点的社会和技术场景进行一番评价，甚至雄心勃勃地想阻止某些场景的出现，或者想使其他一些场景成为可能，那么，他将会因之而失去伦理学反思的界限。纳米技术伦理学也会由此而沦为一种因纳米技术而受到批判的创造乐观主义。举例来说，以不偏不倚、公正评判著称的伍德罗·威尔逊中心[4]曾经就与纳米技术的关系，这样来描述社会和政府的职责：如同其他的新兴技术一样，纳米技术的令人惊叹之处也“来自一个装满好东西的百宝箱和装满恶东西的潘多拉的盒子”。社会和政府的职责在于，“在从百宝箱中取出好东西的同时，要始终紧闭潘多拉盒子的盖子”（Davies，2008年，第24页）。从这个职责的描述中我们就已经能够看出，在全社会同纳米技术打交道的过程中，就像该技术的潜在可能性有时所要求的那样，类似的不可能的东西有可能变成了可能的东西。因此，这里的关键问题不仅是（缺乏）认识到自身的界限，而且还有批判性地与创造乐观主义保持距离的（非）可能性问题。这种乐观主义是纳米技术研究计划的首要鼓动者，其基础乃是对能够控制和驾驭崭新的和不同类型的事物的一种信心。

遗留的问题

人们对于具有伴随研究特点的纳米技术伦理学的批判，导致元伦理学问题的提出。在部分所提出的问题最终导致了诸多限制和界线划定的同时，也带来了问题的扩展和深化，这对于关键技术的研究计划有普遍的好处和意义。

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谈论“负责任的开发纳米技术”，此后又在谈论“负责任的科技创新”的话题。问题的所指，初看起来让人觉得是一种漫无边际的对责任问题的稀释，甚至也是责任问题的极端化（参见第2章第6节）。实践证明，在纳米技术有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开发过程中，将责任和通报说明义务联系在一起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因此，欧盟委员会在以可持续性为主题的一项关于自愿遵守的行为准则的建议书中提出：“纳米科技的研究活动应当安全和合乎伦理规范，并且应当为可持续性发展做出贡献……它现在和未来都不应当给人类、动物、植物或环境带来危害，或使其在生物学上、物理学上或道德伦理上受到威胁。”在通报说明义务的主题词下，建议书补充写道：“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应当始终为自己的纳米科技研究对现在和未来人类子孙后代所可能造成的社会、生态和人生健康影响负责。”（European Commision，2008年）

一方面，在这种纯粹自愿遵守的行为准则的有效性引起人们质疑的同时，另一方面，显然根本无法兑现的通报说明义务也同样遭到了人们的怀疑。倘若根本就不存在技术作为最初的原因，或者技术充其量只是一个十分微小的起因，以及，假如科研人员同时既要为预期的后果，又要为长期无法预见的附带后果进行解释说明的话，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呢？正因为这方面的质疑削弱了行为准则的政治和管理可信度，所以，欧盟委员会的负责机构试图针对这些质疑做出解答。根据雷内·冯·舍姆贝格[5]的观点，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构建一种共同的责任，依据这个结构体系，解释说明的义务不是由谁是始作俑者这个问题所决定，而是决定于已经定义的关注、公开或通报义务有没有得到遵守。这样，“每个人都有责任”这句话就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到纳米技术的开发工作中，因而也对社会福祉承担某些责任义务，并且不能以所谓企业秘密或纯粹的旁观者身份作为回避的借口和托词（Schomberg，2010年）。有鉴于此，构建起这样一种相互责任的实例就是所谓的没有数据就不准销售的原则。根据此原则，只有将可能潜在影响到员工或消费者身体健康的所有数据信息予以公开，才能换取市场的准入。与此同时，这一点（在以交流为基础的自我承担责任的意义上）也说明了，为什么行为准则的最高原则要求有其重要性（meaning）和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

伦理学理由论证遇到更多的困难，也许是在那些初看起来似乎完全不言自明的地方，亦即涉及以提示词实验室地面上的伦理（Swierstra/van der Burg，2013年）为代表的、要求对研究过程本身进行伦理化的地方。那么，人们应当提出哪些不同意见来反驳将“普通”纳米研究人员的伦理观点敏感化的做法呢？虽然对此的反对意见看似寥寥无几，但这个要求是充满假设条件和值得质疑的。人们常常错误地认为，普通的研究者所从事的是一种非同寻常和影响深远的研究工作，一种决定未来发展方向的事情正在实验室里发生，政界人士和社会公众都无法接触到它，因而尤其需要具有责任感的研究人员。与此同时人们还假设，实验室的研究工作正好在恰当的时间和恰当的地点中进行，为的是既不早也不晚地能够对技术的发展进行干涉。尽管这些假设问题重重，但是，始终还是应该对人们所提出的针对实验室地面上的伦理的要求进行解释并说明其必要性。而且，当这一要求的自我认识已经发生相应转变的时候，人们也许更应该来为这一要求进行解释说明。因此，只有在研究工作不再局限于探索新特性或学会对现象进行控制，而且从一开始就致力于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设计过程时，这一要求才可以为人们所理解和认识。

鉴于在投入市场前纳米微粒安全性证明的困难，一个完全不同的实验概念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里，纳米技术一下成了集体实验方案的实验和测试场地，使用者和消费者把自己变成了做实验的兔子，他们在兔子身上对纳米技术的后果影响进行实时观察研究（Van de Poel，2009年）。有关实验室条件下的人类实验已经有了伦理上的规范，而适用于集体实验模式下全社会学习过程的道义原则还必须先被提出来进行讨论。所以，已广为人知的预防原则（参见第6章第3节）似乎在这里可以作为探讨的雏形，该原则确定了实验工作必须停止的那些条件。但是，如何找到一个明确同意（informed consent）的相应用词，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从战略意图角度出发对实验室工作进行介入，并试图以此来规划技术发展的未来——这个要求因集体实时学习过程的观念而受到了干扰。从伦理学角度对纳米技术研究的立场和态度进行评价，以及从伦理学角度对可能或将会出现的事物进行评价，这两者之间的对比和差异反映了哲学关注点的不同目标和方向。在这个问题范畴中，人们正在对技术提高人的身体和精神能力的问题（人类增强，参见第5章第8节）进行尤为深入的探讨。这里形成了各种有趣的立场和观点，它们不仅致力于找到一个明晰的概念，而且还为负责任地遴选社会管理方法的场景制定标准，以及针对受到人们指责的和实际达到的技术介入深度进行探讨（Selin，2011年；Ferrari/Coenen/Grunwald，2012年）。

综上所述，纳米伦理学在这里所留下的，首先是元伦理学所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从总体上评价新的关键技术十分有益。同时这一点也预示了：在伦理学反思能够回过头来与自身的传统和理论建立起关系的地方，它就能在那里为实实在在地同纳米技术的规划和项目打交道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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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 神经学技术

作为初步的试论，我们可以把神经学技术这个新的和迄今尚未明确定义的概念理解成将神经生物学、信息论和工程学方法结合在一起的技术方法的总称。通常人们普遍认为，与其他的技术形式不同，神经学技术在对人的自我认识、认知、体验及生活方面具有更为广泛的影响潜力。除了具有深度介入的技术方法外，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功能性成像技术，通过这一技术，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对人的状态和行为有构建性意义的神经活动过程。

神经学技术可以分成侵入型应用和非侵入型应用两大类，除此之外，还有既包含侵入型成分又包含非侵入型成分的技术方法。侵入型神经学技术标志性的判断标准是人工植入物或测量器件与神经组织之间的直接连接。侵入性方法的核心技术是大脑—机器—接口（Brain-Machine-Interface，BMI），以及大脑—电脑—接口（Brain-Computer-Interface，BCI）。在深度大脑刺激、迷走神经刺激和脊髓刺激（Spinal Cord Stimulation，SCS）方面，以及在诸如人工耳蜗或人工视网膜（见下文）及感觉型神经假体方面，这两项技术都有应用。最初的应用案例是运动神经假体，它能使截瘫患者借助植入在皮层的微电极阵列获得对一条假臂的控制。

非侵入型神经学技术的方法是借助脑电图（EEG）来回溯诱导神经的活动。这种方法是为了与不能用常规交流方式表达自己意愿的患者建立互动的可能性。非侵入型神经技术包括经颅磁刺激和经颅直接直流电刺激，以及其他成像方法，如核磁共振成像（MRT）、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扫描（PET）、计算机断层成像（CT）、大脑皮层脑磁图（MEG）和脑电图逆算法等。

当前人们正在积极努力借由机电元件的帮助（通过微型接头与神经组织相连）来补偿和克服神经系统的机能障碍。人工耳蜗植入术现在已经是一种很成熟的手术，它能使患者基本恢复听觉能力。此外，人们对人工视网膜也寄予很大的希望，然而，它还无法使患者的视觉得到完全恢复。尽管如此，它还是使患者依靠视觉辨别方向成为可能，从而与手术前的状况相比大大地扩展了患者在社交中的行动能力。

正如截肢手术是为了补偿患者的活动限制一样，神经学技术并没有带来十分严重的伦理学问题，而充其量只是陌生化综合征，以及自我和异体认识中的错位问题。但是，与这些问题相对的，则至少是部分得到恢复的运动控制给患者所带来的有益经验。由于用来克服身体缺陷的神经假体方法是从外部作用于患者的，所以，我们必须识别和摒弃人为操纵的危险。

神经学技术是标准规范角度上存在广泛争议的课题，在这些争议中，神经决定论的观点颇有市场（见下文）。不少学者明确认为或至少是默认，人的神经元机制决定了人的精神现象。除了神经决定论立场以外，在公开探讨中还有学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外部对神经系统实施的影响直接作用到了人的行为方式之上。

神经成像

神经成像是试图将神经元活动过程和精神现象之间的关系予以视觉化的一种神经学技术，它采用测量的方法提取大脑结构和作用方式的数据资料，并从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上对之进行换算。对病症的查证，要么通过记录不同组织类型中氢核的电磁特性（MRT）、氧同血红蛋白的结合（fMRT）以及植入和标记物质的放射性衰变（PET）间接地进行，要么是通过对电信号的逆算法（EEG）以及在结构成像法的配合下直接进行。功能成像的应用范围不仅包括感觉和运动过程，而且包括情感和认知过程。

随着神经元过程和感受体验之间关系的澄清，新的医学应用的可能选项应运而生。例如，依靠fMRT所获得的数据，医生可以在神经反馈法的范围内同患有闭锁综合征的病人建立起交流情景。此外，运用成像法还可以衍生出其他的关于休克病人神经元状态的信息，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些信息可以为医生的治疗决策提供支持。

依靠功能成像法，人们无法将神经元过程和主观感受完全都看成某个相关病人身上特有的表现，它们顶多反映了在联想区域非条件反射的大脑活动。目前，医学界只是初探性地认为，在观念、意图和简单思维与大脑特定区域活跃或不活跃的活动之间存在普遍的对应关系。研究的难点尤其在于这样一种情况，即在特定的神经过程和感受之间存在不同的关联关系。比方说，某个特定区域活跃的活动既可能与情感状态，也可能同认知状态相关联。

成像技术法能够为认识大脑的结构、作用以及机能障碍做出重大贡献。它极大地扩展了诊断手段，并使神经外科手术受控的框架条件成为可能。与其他神经学应用技术相比，功能成像的使用没有造成根本性的伦理标准困难。需要有伦理学解释的乃是如下领域：知情同意（关于医学技术，参见第5章第14节）、偶然检查结果、不知情处理办法、用户数据保密（关于信息法，参见第5章第9节）以及病人和受检者保护。

为了取得符合要求的知情同意以及保障对患者和受检者的全面保护，必须对相关检查的不利影响进行仔细的调查研究，并对其中期和长期的后果进行记录备案，尤其是核磁共振成像的场强和放射性物质（PET）可能会造成对身体的危害。

一般来说，检查测量时所使用的磁场场强在1.5～3特斯拉之间。以当前的科学知识水平而言，这样的强度不会对健康有任何损害。但是，现在很多科学仪器所使用的场强明显高于这个数值。为了取得针对这种仪器的风险考量（参见第4章第C.7节），必须要进行大量的影响研究，同时还要注意到科研和治疗措施之间的区别。在风险考量时，患者所能接受的用于识别和治疗病情的剂量，或许不能用在受检者的身上。

在神经学研究项目范围内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检查结果，这要求我们必须弄清这些结果到底是无须进行治疗的神经解剖学变种还是其他的疾病。假如如此严重的疾病在早期阶段被发现的话，意外检查结果可能对患者和受检者具有非常大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与病人初始发病时相比，治疗的可能性通常将大大增加。

倘若缺少相应的预防及治疗选项，因成像法而得到明显改善的治疗可能性将导致伦理学方面有问题的局面——当前在阿尔茨海默病方面就存在这样的问题。PET检查结果在早期就能发现病人是否会有得阿尔茨海默病的高风险。这时，在初步诊断和实际发病之间的这段或短或长的时间，同时还有伴随期间的不确定性，对于当事人今后的生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包袱。虽然这段时间可以让人从自己决定生活计划的角度对将要到来的疾病做好准备，但是，沉重的生存负担压力也一样如影随形。高度自主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在治疗上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要求有一种对未来疾病的放松关系，以及要求拥有不知情的权利——这种期待和愿望在伦理学上同样都是合情合理的。在新诊断可能性的条件下，这两种视角有可能会出现相互冲突的情况。

由于知道自己身体情况而产生的心理压力，诊断结果和病情出现之间的这个较长的时间段给患者的生活质量带来了不利影响的后果。早期诊断之后人的精神面貌表现出了一种不同于通常对疾病的认识的特殊状态：一个人感觉自己既非健康的放松状态，也非机能障碍意义上的生病状态（这种情况也出现在预先告知的基因技术诊断法时，参见第5章第7节）。以神经成像为基础的早期诊断具有很高的出现概率，但是不能被解释成一种必然性的表现。在机能障碍出现之前，对此病症的出现具有预兆性的情况促使人们将来要对从常规角度看待健康和病情的态度进行重新修正。

神经成像技术的广泛使用使人们可以搜集越来越多的数据并建立数据库。对于数据保护和信息自主决定权来说，这个过程是一个长久的挑战（参见第5章第9节）。倘若有用于某项科研目的的、解禁的信息被收录进数据库并可备长期使用，那么信息自主决定权就不再能得到保障。

常有学者专家提请人们注意个人权利——特别是信息自主决定权所受到的侵害——或是神经成像技术操纵病人的情况。通常来说，神经成像技术搜集的数据会导致对普通个人权利和信息自主决定权的干涉，这样的可能性无法予以排除。但是，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即各种成像技术方法也许会使相关人士违背自己意愿地将自己的私人数据交予他人使用，或者这些人士的决定过程会受到别人的操纵，这是因为所有涉及病人或受检者的相关实验情况，都必须以双方的互动或至少是主动协助为前提。

深度大脑刺激

神经学技术一个十分成熟的领域乃是借助技术手段对神经元活动过程施加作用的互动系统。如同在深度大脑刺激的案例中一样，互动系统主要用于对运动机能障碍病症的治疗。现在，精神病病例也被纳入了它的应用范围。深层大脑刺激是神经技术互动系统的典型模式，如果传统的治疗措施对病人没有效果，它就可以投入使用。采用深层神经刺激来治疗运动机能障碍现在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方法。但在其他领域里，它在技术和治疗方法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比如说在重度抑郁症或毒瘾的治疗方面。因此，人们不应当从一种统一的治疗方法来看待深度大脑刺激，而应当从不同的病情、不同目的和不同的应用手段来看待这一方法。这个基本看法也导致了我们伦理学评价的不同切入点。

深层大脑刺激是一种侵入型的方法，在数小时的手术治疗过程中，刺激系统的微电极以立体定向的方式被深度植入大脑。正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手术过后出现了许多明显的行为变化情况，这些明显的变化情况一直涉及病人典型的行为方式范畴。深层大脑刺激也包含风险，诸如颅内出血、组织损伤、感染、刺激系统技术故障，以及非意愿的个人精神状态变化，如攻击性的行为、抑郁、较高的自杀倾向、轻度狂躁、幻觉或反应冷淡等（参阅Müller/Christen，2010年）。

鉴于神经技术应用可能性的多样化，标准规范方面的评价必须对相关的应用领域进行直接的探讨研究。这一要求不仅适用于治疗方法和人类增强（参见第5章第8节）之间的区分，以及医学的和非医学的手术之间的区分，而且也同样适用于对病情和手术后果之间关系的分析。在对深层大脑刺激方法用在精神病病症治疗的评价方面，人们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难题，即这些病症本身的后果对患者的个性具有改变性质的作用。因此，对于手术后果的问题要采取另一种回答方式，这一点有别于对运动机能障碍的治疗。同时，人们对于神经技术手术的副作用及其长期后果还没有获得很好的了解和认识。所以，医务人员在治疗每个病例时，必须对因该病症所生产的心理和身体影响和压力进行考虑。然而，在医学研究中人们对于引用哪些规范标准还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认识（参阅Synofzik/Schlaepfer，2008年；Glannon，2009年）。

个性的概念涉及一个人在其生活中所具有的、带有持续性和长久性特点的素养、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同时，个性概念还具有能够被医学诊断所了解的客观定式，而且具有非常有限地能够被了解的主观定式。个性的主观和客观定式在实践中处于一种对立状态。在使用深度大脑刺激时必须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即患者个性的改变从医学角度或家属角度看可能是有问题的，但患者本人很乐意接受。在这样一种矛盾的情况下，人们常常提出一种真实可靠性的论点来供讨论，而这个论点又面临着巨大的认识论障碍：在实践中我们很难确定，什么情况下意愿的表达才是真实可靠的。这种情况甚至也适用于相应的主观思想观念，这些主观思想观念受到相关的和合乎逻辑的信息的制约，并且处于特殊的社会上下文环境中。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个难点问题，即很多情况下需要对患者进行或必须进行深度大脑刺激手术，而患者的自主决定能力却因病情而受到限制。

侵入型神经学技术迫使我们从标准规范的角度对治疗和个性改变进行新的评价。对此，必须建立一套伦理学的标准，参照这套标准，人们不仅可以回答以何种方式从外部对患者的个性影响是可以接受的和有科学依据的问题，而且可以把主观定式和客观定式（患者视角和治疗情况）两者相互结合起来。

伦理学挑战

借助一系列的神经学技术，人们有可能直接对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施加影响。对于这样的手术，我们不能指望它不会触及相关病人的个性结构。撇开通常的风险考量不谈，这里所涉及的一个伦理学问题是，在神经医学手术中，对病人个性的改变是否必须被看作是不被允许的。如果能够证明病情是一种比手术对病人的自主能力更大的威胁的话，那么答案就是否定的。在现代心理哲学中，人们的一个共同认识是，在这样一种要做决定的情况下，人们无法援引病人的一种“自然的自我”或一种“本性的核心”来作为评价的基础。因此从实践的角度说，关键要解决的问题是，哪种形式的改变是无论如何应当避免的。

就这个问题来说，我们可以举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典型的对病人生活造成损害的精神病学特征，如全面的被动性，活动能力的急剧降低，以及连贯的生活计划的丧失等。个性特征的改变并非必然属于损害后果的范畴。尽管进行预测和细致的风险考量，但最终人们可能还是发现，手术造成了病人自主能力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进行手术，病人的情况是否会更糟糕。

关于伦理学评价时是否要以人的本性来作为标准，这个问题在相关的学术探讨中是有争议的。针对重大的神经外科手术，常常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手术会导致病人本性的重大改变。“个人本性”这个说法表示的是一种关系，它完全允许其中相关联的概念之间有较大的差异存在。虽然可能会出现与之前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不同的差异，但是，人始终是同一个人，他在时间点t1时会有这样的特点，在时间点tn时又会有那样的特点。跨越时间以外的人的本性是完全可以和观念、性格和行为方式的较大改变相匹配的。

神经学技术的手术通常是对神经元活动的操纵和直接对人的特性和生活能力的改变。针对神经技术手术，尤其是针对深度大脑刺激手术，我们归根到底所要回答的是关于个性概念的标准化应用在实际生活中的严重后果问题（见上文）。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既没有对心理学的语义体系有一个广泛的认识，也没有关于个性的标准化定义以及标准化意义上人的重要特性的、能够统一认识的方案设想和理论学说。在当前神经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对人的性格和个性从个人特点和能力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意义上进行新的定义，看来是神经科学、心理学、精神病学和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的当务之急。没有这个新定义，对许多神经学技术的评价在体系上和内容上都是不全面的。

神经学技术领域不仅具有很大的创新潜力，而且具有高端科研活动的特点和性质，因此也需要相应的科研伦理学实践活动的伴随。科研伦理学评价的标准不外乎是科学和医疗方面的受益和好处，科学的质量和良好的科学实践，风险考量和伦理学检查及权衡，受检者知情同意的高标准度，公正的调研报告设计和全面的受检者保护等（参阅Emanuel等，2000年）。

生物科学的伦理学评价通常以所谓的四项原则为基础——自主能力，有益健康及关怀照顾，避免损害，公正性（参阅Beauchamp/Childress，2009年）。这个尚不成熟的方法也可以被运用到神经学技术的标准规范分析之中。当人们在使用神经学方法时，必须通过实施知情同意的手段来满足维护患者和受检者自主能力的高要求。在患者身上必须取得可以预见到的生活质量的根本改善，在受检者身上不能出现情况的恶化。必须通过全面的风险考量来保障对损害的避免（参见第4章第C.7节），亦即在患者身上，我们首先要对手术的深度和术前心理状况加以考虑。在对治疗情况进行评价时，必须将手术深度、侵入性和目标准确性，以及期待出现的治疗效果与生活质量的彻底改善结合在一起。最后，神经技术治疗方法的服务必须要予以社会化和公正合理的安排（关于公正性，参见第4章第B.9节）。

神经决定论

在当前神经学技术评价的背景下，出现了不少神经决定论的假说观点。持有这些观点的学者认为，人的行为完全是由神经元机制所决定的。在目前的研究阶段中，对于各种不同的神经学技术来说，神经决定论观点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在人们对赞同或反对神经决定论进行评价时，我们必须把一种普遍的自然主义立场——此立场假定现实情况具有同一性，各种学科也具有同一性及兼容性——同一种不可恢复的消除方法区别开来。就神经学技术领域来说，人们似乎不可避免地要从方法上或至少是从实用性的角度去接受自然主义的立场。此外，人们也不可能舍弃方法的简约化（参阅Singer，2012年）。方法的简约化是在更高的抽象层次上可以被撤回的构建性步骤。只有狭义的消除主义方法才会有构建性地消除大脑中意识过程的后果。这些手段和方法在科学理论上都遭到了批判（参阅Bennett/Hacker，2003年；Struma，2006年；Falkenburg，2012年）。

大脑的可视化不仅是神经技术基础研究和治疗应用的核心组成部分，而且通过媒体对神经图像的各种复制也影响到了人们关于人的生命的个人和社会角度的认识。在关于个人或文化自我认识的公开讨论中，神经成像技术作为自诩的精神可视化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用。通过成像技术途径，神经决定论的各种推断也蔓延到了专门领域的学科界线之外。社会上出现了一系列各式各样的出版物形式，在这些平台上，人们以神经科学研究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后果为题进行探讨争论。但是，每个单独案例的可视化手段究竟有多少说服力是一个必须进行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首先，针对神经元机制和有意识的体验之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从检查结果所发现的相互关系角度出发来对之进行研究。其次，我们充其量也只能模糊和不具体地谈论神经元层面的现象事件是否具有代表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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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特·施图尔马（Dieter Sturma）


第20节 宇航技术

作为具有众多雄心勃勃目标的重大技术工程，宇航技术不仅从一开始就魅力四射、夺人眼球，而且成了全社会批评和争议的一个主题。宇航技术的历史最早始于1957年苏联“伴侣”号人造卫星炫耀式的成功发射之举，同时，它也代表了人类飞向太空的第一个里程碑。超级大国苏联和美国都意欲借助这个里程碑式的工程进行竞争和博弈，为此，它们力图实现难度越来越大的航天计划和目标（载人飞行、登月、空间站和太空长期停留等）。在最初的数十年中，宇航技术的发展完全是受“冷战”及其政治制度的角逐所左右和驱使的。更确切地说，当年体现在儒勒·凡尔纳[1]、赫尔曼·奥伯特[2]和韦纳·冯·布劳恩[3]身上的宇航所必需的火箭技术的幻想、思考和发明，就已经或多或少地有了军事意味。尽管如此，美国和苏联起初阶段的人造卫星工程不仅完全明确是为“1957年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民用科研目的服务的，而且，从事宇航技术的国家对宇宙和太阳系的进一步探索，也总是同时有科学的动机所推动。此外，从全球角度对我们地球的了解和认识，也是通过从卫星轨道上居高临下对地球的观察才得以实现的（“全局效应”）。

宇航技术的发展，它的双重性以及公众特别针对其载人技术的争论，对于现代技术和有思想的社会民众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及其今后的走向来说，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这里面，除了颇有争议的大量花费国家财政经费之外，显而易见，文化上的观点立场或是对相关宇航国家的认同情结也起着一定作用，如果我们对此将德国人的观点同美国人和俄罗斯人的观点做一番比较的话。尽管如此，有关宇航技术全社会争议的高峰时期似乎已经时过境迁，一去不复返了。

与航空或航海不同，航天技术不单单是一种机动性的问题（参见第5章第17节）。虽然该项技术数十年以来已经成为主要由国家投资的技术实践活动，但是它并没有去完成经常性的人员和物资运输工作，而且在今后可预见的未来也不会这样做。这里，占主导地位的更多的是完成某个单一“使命”目标，而不是执行所谓的“飞行计划”。这样，宇航技术的现实情况就与技术的长远梦想有很大区别。这些技术梦想不仅时常伴随着技术的现实，而且过去和现在都是许多人探索太空计划和思考的主题对象。缘此，宇航技术的这种使命特点就造成了宇航行动都相当昂贵和“量身打造”的单独产品的结果。每一次的发射行动都要完成各种不同的工作任务，比如通信、定位、探测，以及在太空条件下通过专门的卫星和探测器或太空平台（空间站）进行科学研究。虽然空间站被设计为可以使用很长时间，但是日常运行成本非常高，而且人员和物资需要经常运送和替换。

载人或不载人宇航？

载人航天项目不仅在技术和资金方面成本特别昂贵，而且鉴于其敏感的人员“载荷”风险也很大。尽管高级的生命维护系统和生活物资（只能用高昂的发射燃料代价发送到太空中）可以使宇航员在对生命不利的太空环境中生存和工作，却使项目的特殊成本耗费巨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技术后果评估研究所的《桑格尔调研报告》[4]（TAB，1992年）在德国联邦议会引起了强烈反响。该报告在现实的发射和降落技术过程的基础上，对项目的可行性和经济性进行了评估，最后导致德国取消了可重复使用太空运送系统的高科技计划。不久前，美国的航天飞机时代结束以后，商业宇航公司现在进入了还十分年轻的载人运载工具市场（Stern，2012年），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希望能够从政府方面拿到大部分的发射订单。

由于非载人宇航系统在安全性、材料和燃料动力方面对有效载荷支持的要求不是很高，所以，它的成本要低得多。机器人或远程操作系统将地面和空间连接起来，尽管飞船系统或是太空探测器系统没有搭载人员，但是借助机械执行机构和操纵系统，人的行动范围被扩展到了宇宙太空。带有光学传感器和照相机的火星机器人能够从一个人的观察角度来探索这个星球，并且在较为有限的长度上将载人探索实现了可视化。同样，远程操纵系统还使从相关地面站对卫星进行无危险修理和远程维护成为可能。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就社会公众针对宇航技术的价值和用途的讨论基础问题得到一个初步的印象。鉴于人造卫星对远程通信、天气预报、环境及空间研究和危机反应无可辩驳的商业和社会用途，以及其恰到好处的成本费用，非载人的宇航技术从社会的角度看似乎是很受欢迎的或至少是不存在顾虑的（Bauer等，1999年）。但是，对于载人航天技术来说，还不能下这个暂时的结论，但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探讨研究。其间，对宇航技术的目的和后果问题也要进行探讨，目的是从技术伦理学的角度对之进行批判性评估。

非载人宇航技术的社会问题

如果我们对宇航技术的后果进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绝不仅仅限于载人航天领域的大众接受问题。所以，尽管“联合国遥感准则”给了从事航天技术的国家广泛的（不载人）从太空考察地球的探索自由，但是，这个自由有可能因为诸如Google Earth这样的公共平台损害到第三方的信息伦理权利。不管怎样，在诸如有国际法疑问的情况下，德国的卫星数据安全法（SatDSiG）通过保留审批权的方式，对如何处理高清晰度的遥感数据做了规定。但是，由于加入欧洲全球环境和安全监测计划（GMES）国家或是类似的第三方国家相对宽松的数据保护政策，这项法律的效力被打了折扣，并且因此可能带来滥用和扩散的危险后果。类似的风险将会同样出现在与GPS相似的名为“伽利略”的定位系统的实现过程中。此外，对此前由国家来完成的遥测任务的私有化趋势，使得必要的社会监督变得越来越困难。虽然非载人遥感系统的不断商业化十分具有成本效益潜力，但剥夺了监督机构为了调节管理个人或团体可获得的数据透明度所必需的各种信息。于是乎，国家的监督职能越来越落后于行业的发展而“疲于奔命”。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为了个人隐私权以及个人其他权利，包括在承担责任的情况下，对问题加以澄清和规定（Smith，2009年）。

部分民用地球观察卫星所面临的其他民众接受问题，涉及所谓的双重利用能力（参见第4章C.11）和出于军事目的的非正常使用。除此之外，这里还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界定问题，比如对环境信息服务和查证工作的区别。从事航天技术的国家和/或营运企业对高清晰度的卫星数据享有获取和使用的特权，引起了人们道义上和政治上的顾虑和看法。同时，公正性问题（参见第4章B.9）的产生和对卫星飞经第三国事实上的歧视有关，虽然第三国也同样有地理信息的需求和要求得到这些信息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空间与重大灾害国际宪章》确立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欧洲的GMES计划及其对应的组织“地球观测组织”（GEO）承诺进行更多的合作及自由的信息获取（Schreier，2012年）。尽管如此，如何能使卫星数据的第三方使用者对保护受到危害的个人权利承担义务，这个问题仍然存在。

最后，随着载人和非载人航天活动的越发频繁和扩大，出现了需要新的解决方案或是对无限制地进入宇宙加以限制的课题。属于后者的有所谓太空垃圾的问题（space debris），其数量与宇航活动的次数不断增加有关，因而越来越多并且威胁到了宇航员和卫星的安全。新兴的航天国家因为必须服从一种针对并非由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后果的管理制度，所以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此外，人们还针对载人或不载人的行星探索计划的限制问题展开讨论（行星保护），目的是将长远的科学研究以及将行星作为“保护区”，以保持它们的原始状态（Williamson，2003年）。在这个意义上，避免类似地球的行星体（火星）遭到生物污染起着特殊的作用。

载人宇航技术的目的和理由问题

如上所述，载人宇航技术鉴于其高昂的成本费用面临着巨大的合法化问题。再者，自人类登上月球以后，公众对载人宇航的兴趣普遍下降，同时在花费大量公共资金的背景下，赞同者越来越难对载人宇航的合理性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然而，该技术的拥护者们至少是从长远意义的角度，仍然一如既往地宣传载人航天的好处，以及此项技术潜在副产品的收益。在20世纪80年代，人们曾经希望从失重状态下的载人研究获得对太空新材料制造的推动，并将之商业化，但是并没有取得成功。持批评意见者认为，从事材料研究的宇航员自己就是受到干扰的微引力条件的根源，而赞同者强调的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处理问题的灵活性。

虽然赞同者和反对者的评价和看法不一，但是他们在寻找作为载人宇航可行性标准的（长期）经济效益上的观点是一致的。这种“技术功利主义”指的是以受益为主的目标和经济的合理性（Kambartel，1982年），这两个标准乃是经济和社会学中以及受其影响的技术后果预测中的主导型范例（Weyer，1994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必须对载人宇航进行批判性的评价，因为其商业利益不仅是不可预知的，而且其成本效益比例对于科学的成果或者是特殊的解决问题方案的贡献来说（尤其是与非载人宇航方案对比）是不合算的。如果我们讲求效益第一的话，太空中自动进行的实验，地球轨道上远程操作的系统维护，或者是飞往行星的机器人探测器，都可以替代人的工作。关于载人宇航争议的批评分析，见于所谓的SAPHIR研究报告中（DLR，1993年）。

“载人宇航……项目与非载人可选方案相比，必须要提出自己合理的理由……”——弗里茨·格罗德曾这样写道（2011年，第382页）。基于这个观点，他在文中提出，人们必须证明，载人宇航技术能够为社会生活目的做出什么样的贡献。一般而言，一个社会并非所有的目的都是功利主义和以获取利润为目标的。比如，体育、戏剧和艺术等都由国家扶持，但并不生产出投向市场的产品。尽管如此，国家对公共文化活动的扶持并没有遭到普遍的质疑（参阅Korff等，1999年，第346页）。因此，一个社会文化所构建的目的、手段和财富是直接为全社会利益服务的，因而也是非功利性的（Guthmann，1994年）。非功利性的特点尤其符合公众的利益，但不适合于市场规则。因此，对它的扶持就有可能是合理的。这种目的的双重性也适用于宇航技术中的技术行为范畴（Guthmann，1994年）。我们应该首先对宇航技术的目的加以澄清，然后再就手段的选择下结论，换句话说，载人宇航技术作为手段是否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是合目的和合理的。

载人宇航技术从短期到中期的角度看似乎不大适合功利主义的目的，但有可能是其他目的，也即反功利主义目的（转功利目的）的一种手段。然而，倘若这都是些非同寻常的目的，并且可能会引起冲突和争议的话，那么，它们虽然是合目的性的，但不能被合法化。举例来说，美、苏两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为显示其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而进行的太空争夺战等。相反，在地球上谋求和平的政治文化反倒是一个应当努力实现的目标，载人宇航技术可以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比如通过在复杂和人力物力投入巨大的、只能由各方共同承担的宇航项目中的国际合作——国际空间站的建设和运营便是其中的一个实例。众多拥有宇航技术的国家以及它们对新技术选项的参与，可以被看成多中心的世界秩序的因素和组成部分。另一个从长远意义上可以被看成合法目标的，是通过对太阳系的载人探索和人在太空中的活动，将人类文明扩展到地球以外的地方。从人类学和历史的角度来看，未来前景中人类生存条件向“宇宙文明”的发展，与人类求变的需要以及历史的重大发现之旅密切相关（Guthmann，2006年）。尽管这些举措——倘若我们把科学知识视为能够对人类的福祉有促进作用的话——也有功利主义的成分（Knobloch，2006年；Larson，2011年），但人类对行星体的探索也是同样的情况（Wasserburg，1986年）。这里所提到的二者相辅相成的关系虽然不能证明载人宇航事业是一种具有优先权的要求，但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件可以去做的事情——不仅根据从社会角度对其他文化选项的考量，而且基于成本问题的观点。

其余针对载人宇航技术的道德顾虑，我们可以将其都归结在要求满足的概念之下：面对已经取得的技术成就和亟待解决的地球上的需求（如与世界范围内的饥饿做斗争等）的自我满足期待，针对太空中不利于生命的拒绝风险态度，以及太空神圣不可侵犯和地球上人类活动由大自然所确定的界限的假设，等等。在相关行为准则的有效要求问题上，我们不禁要问，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当作普遍化的要求？神圣不可侵犯性和大自然的界限属于宗教和一般描述的范畴，兼顾之就足以能够满足特殊主义及自然主义的观点和认识。拒绝风险和自我满足的动机根源可以追溯到汉斯·约纳斯的责任原则说，这派人士在怀疑不定的情况下对技术创新总是持反对的立场和态度（参见第4章第B.2节）。针对宇航技术的批评观点，卡尔·弗里德里希·盖特曼（1994年/2006年）提出了超验道义说与之相对抗。该学说的创立得益于马克斯·舍勒（1976年）和阿诺尔德·盖伦（1986年）的人类学著述（参见第4章第A.3节），并被应用到宇航技术之中。根据他的观点，超越自己的界限，补偿面对大自然和自己雄心勃勃目标的适应缺陷，完全符合人类求生的利益和需要。此观点在另一份文献（DLR，1993年）中被冠以“情境超越”的概念。然而，这里始终未弄清楚的问题是，此原则是否同行为者个人求生和发展的利益和权利有关，抑或最终目的是保证人类作为（生物学的）种类的续存，诸如借助高度先进的宇航技术将人类移民到其他遥远的行星上，等等。

宇航技术作为文化任务？

根据上文的探讨，作为一种人类的文化活动，宇航技术看来首先是技术同自然打交道众多可能性中的一个选项（Gethmann，2006年）。这个文化活动在何种程度上可被称作文化任务，取决于对之的理性批判。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对载人或非载人宇航技术的批判首先是与它的目的的合法性紧密相关。基于这一点，从技术伦理学的角度看，当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侵略性的太空争夺战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尽管他们的登月计划在科学上带来了很高的附带成就，但是，这场太空争夺战却主要是以向竞争对手炫耀自己的优势为目的的。相反，作为对多极世界秩序的一个贡献，人们在建立国际空间站方面的和平合作具有迥然不同的意义。正如在载人宇航技术的其他许多领域里一样，为了进一步批判分析其目的，我们在这里必须对这一目的以及其他转功利主义的目的加以重新构建，其原因就在于当事方常常没有将自己的目的给予足够的明确化，并且将其局限在功利主义和其他可予以反驳的理由上。借此，多方联合参与就是载人宇航技术在众多选项中可以被看作合目的手段的一个合法的目的，倘若没有这一专属目的性，那么就会削弱载人宇航技术存在的理由（Ott，1997年）。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批判和探讨就由合法性问题转变为对目的和手段合理性的分析，并且，在目的合法的前提下，人们可以从利益和成本的视角出发来对一个选项做出取舍的决定，从而得到有用和高效的解决方案。诚然，就某些特定的目的来说，载人宇航技术是没有地面替代方案的唯一选择（扩大人类的文明空间）。但是，在有合法性的前提下，鉴于与之竞争的地面项目以及出于成本的考虑，人们可能不会首先采用宇航技术，其结果就是宇航目标的放弃和活动的停止。

根据上述观点，载人宇航可以看作为某些特定目的服务的文化选项。它既不能一概予以否认，也不具有强制性，所以，它是不断重复的技术伦理学决策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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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 机器人技术

最晚自罗纳德·阿金[1]（2007年）提出要对能够杀人的自主机器人予以伦理规范约束的观点后，技术伦理学又有了一个新的任务范畴，即它直接与人在战争情况下根据什么道义准则可以进行杀戮这个问题相关联。这是因为，由机器人系统代替人的行为可以被看作机器人技术的核心思想。

概念沿革和定义

如同传送带技术一样，机器人技术可以被视为工业化过程的一个中心概念。将制造过程分解为许多单一工作步骤乃是工业化生产的核心要素。整件产品（比如一个柜子或一辆汽车）不再由工人手工完成，从而获得了生产效益的提高。随着生产过程被拆分为单个的劳动行为（例如将木材锯成门板或是加工一根曲轴），从此开启了生产的自动化之路，这是因为人们可以对每个步骤进行逐个分析，看其是否能够从技术上加以实现。

机器人技术的经典定义清楚地告诉我们，机器人可以被理解成一种万能的工具（VDI指南2860［1990］，该指南很大程度上为国际ISO标准8373［1994］所沿用）：“机器人是一种至少有三个运动轴的、自由和可重复编程的、多用途的操作手，用来在已编程或可变的路径上移动材料、工件、刀具或特殊装置，并完成各种不同的工作任务。”

“机器人”一词本身是文学作品的产物，它起源于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2]在1921年发表的戏剧作品《罗素姆的万能机器人》（1923年），该词在捷克语中写作robota，为“劳动”之意。在这出戏剧中，发明家罗素姆想为自己家人制造一个机器做的奴隶，结果却使自己一家人变成了机器人的奴隶。此作品出版之后，描写这一矛盾题材的科幻文学和电影便层出不穷。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开发程度最广的机器人，如“一身铁皮”能言善辩的人形机器人（电影《星球大战》中的C3PO），Data指令长（电视剧《星际旅行》中的机器人，逼真到可以乱真），机器人儿童大卫（电影《人工智能》中外表很像一个儿童，他的“爱情芯片”被激活），以及天才机器人马文（英国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幻想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中“有真正人类个性特点”机器人的原型）。马文这个形象的主要个性特点是，始终唉声叹气、情绪低落。所有的这些机器人就其总体的能力而言，都是今天的技术所没有达到的，并且可能今后也无法达到。尽管如此，它们在给机器人的形象和社会特征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对于机器人开发者来说，这一事实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一方面，天真幼稚的观众对当前最先进的机器人技术所达到的（相对来说还很一般的）水平非常失望；另一方面，机器人又是一种未进入社会前就已声名大噪的科学技术，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人们羡慕、嫉妒的心理（Christaller等，2001年，第218页）。

“自动化的活动部件”和“可以乱真的人形”之间的这种对立关系也给技术伦理学对机器人技术的探讨打上了烙印。人的可替代性可以作为我们对各种课题进行观察的出发点。通常情况下，我们是根据技术的（技术上可行吗？）、经济的（成本更低吗？）和伦理学的（此行为可被替代吗？）标准对之进行评价。人形机器人的所有动作给人们造成了一种可以乱真的印象。艾伦·图灵[3]在他关于人工智能的实验中，通过将无区别性作为实验的目的，来检验这种“逼真到可以乱真”的机器人是否具有智能。如今的各种实验（比如RoboCup锦标赛等）并不仅仅以测试人工智能为目的，人的可替代性也在踢足球、救援和处理家务方面被放到了中心地位（www：//robocup.org/）。

工业机器人

工业机器人被认为是工业化的一段成功历史。多年来，工业机器人的销售和使用数量呈蔚为可观和迅猛增长之势。1998年，全球共安装有720400台机器人，2009年则有100多万台机器人在使用中，使用领域包括金属、人造材料和木材加工业，其中汽车制造业始终是行业的重点。

技术后果研究将工业机器人投入使用后所带来的劳动变化（参见第4章第C.6节）作为其观察的思考的重点课题（Bartenschläger，1982年；Malsch等，1984年；Urban，1988年；Fischer/Lerl，1991年）。由于整个生产流程只在极少数情况下才能自动化，所以，手工行为和机器人动作就成了一种必然的结合。从经济成本核算的角度出发，凡是资金投入不多就可以自动化的劳动都可予以自动化，其余的劳动则仍然必须由人工来完成。简言之，这里形成了两种效应：一方面，由于只有一部分生产过程由人工来完成，那么就造成了一种低技能效应，也就是说，对复杂技能的需求减少了，而对简单劳动的需求则增加了；另一方面，从技术上对机器人动作的监控任务也增加了，这有可能形成了一种高技能效应，生产中需要更高级的劳动。通常情况下，人们随着净效益的产生而获得了经济效益，亦即从总体上说，生产中所需要的劳动岗位减少了，人员成本也随之减少。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加以澄清：（1）劳动分配公正性，（2）生产过程中工人被工具化的危险。

（1）技术创新的采用（比如这里所说的生产线机器人）带来了各种不同的后果（关于技术后果，参见第2章第5节），不同的当事人对这些后果有不同的评价。管理层、质量控制部门和工会对这些变化的看法甚至是截然不同的。根据上文的简述模式，对工人来说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他们有能力或者是通过培训得到了获取更高级劳动技能的机会；二是他们（同样以得到雇用机会为前提）不得不委屈自己去做报酬更差的低级劳动，倘若不是如此，那么最后就可能导致失去工作机会的结果。所以，相对于此前的情况来说，技术创新不仅造就了得利者也造就了失利者，从功利主义的立场看（参见第4章第B.4节），这些姑且都是一种顺理成章的现象。其原因在于，有人认为生产线机器人的采用毕竟还造成了对劳动的需求，否则的话，倘若不进行自动化改造，那么工厂的生产线就有可能不得不搬到低工资的国家中去（Christaller等，2001年，第21页）。从基础伦理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应该在这里去进行相应的补偿。

（2）根据康德绝对命令的原理（参见第4章第B.5节），禁止工具化的要求所指的是，为了一个外在的目的把人作为手段来使用是有悖于人的尊严的行为（Kant，1968年，第429页）。但换角度观之，功利伦理学又可能允许对个人的自主权和尊严加以限制，如果鉴于更高和更广的功利考量，这种限制能够得到论据支持的话。在这种情况下，若要回答一个人在具体的行为上下文中是否被允许当作工具来使用这个问题，就给人们的解释留出了一个回旋的余地。但是，这个回旋的余地并没有推翻禁止工具化的基本思想，亦即揭示目的和手段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有鉴于此，若要判断生产过程中机器人的使用是否造成把人工具化的结果，就必须同时对具体的行为上下文关系进行考察。假如在生产过程中人工和机器人是如下一种配合关系，即工人只完成那些使用机器人成本过高的过渡性工作，那么，这种情况很可能就是一种不能让人所接受的工具化行为。此外，工作环境本身也是一个对行为上下文关系进行判断的重要因素。在工业化生产中，必须经常调整生产环境以适应自动化的需要，比如机器人周围的安全保护围栏也属于相应的措施之一。如果生产环境的具体布局设计存在问题，那么在极端的情况下，有可能会给工人增加造成“自己是生产线上的一个齿轮”的印象。

生活环境之外用于服务的辅助机器人

辅助机器人是所有非生产型机器人的总称。很早就有人预言，辅助机器人将和工业机器人一样有类似的创新潜力（Schraft/Schmierer，1998年）。截至2010年，全球范围内销售的大约7.7万台用于服务行业的辅助机器人中，绝大部分在防卫、救援和安全领域中使用（30%），其次是农业（25%）——农业中主要是挤奶和收割机器人（World Robotics，2010年；关于农业技术，参见第5章第1节）。在这些领域中，机器人和操作人员一道工作，并在操作人员的监视下在一个有保护的空间里（尽管不是车间那样的环境）运行。辅助机器人常常被称作人行动能力的延展。举例来说，借助监控机器人的帮助，人们可以对一片较大的区域进行监控；借助挤奶机器人，人们可以在同一时间段里为更多的奶牛挤奶；等等。这里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通过降低人工成本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与其说是一种低技能的工作，不如说是对工人劳动力的一种替代。新的工作岗位（高级技能）不仅涉及监控和对机器人系统的必要控制，而且也要求人们对“操纵辅助机器人”进行必要的培训。

从技术伦理学的角度看，同工业机器人一样，首先要考虑的是工作分配的公平性和禁止将工人工具化的问题。后一个问题或许在这里牵涉的面并没有那么广，因为在服务行业中不像工业生产那样会有类似的细小分工。尽管如此，做一次连带关系的分析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辅助机器人针对无关的第三方所带来的责任问题。辅助机器人的工作环境常常是完全开放式的。举例来说，一块需要监控的场地，或是一台自己开行的拖拉机（以跟随由人员操纵的拖拉机后面这种模式）的工作区域不能人为地任意变动。无关的第三方，比如田边的骑车人或是篱笆边的行人，有可能会进入辅助机器人的工作区域。这时，就可能出现这些人员被机器人撞倒受伤的情况，从而引发由谁来为事故负责的问题。作为结果论伦理学的责任伦理学（参见第2章第6节）致力于这类责任问题的探讨，并将主体（们）责任的确定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工作行为的分配并没有简单地将后果责任问题消解，而是在相关的行为共同关系中，根据当事者的重要性大小将后果责任分配到他们身上。”（Bayertz，1991年，第190页）在辅助机器人这个具体案例中，责任的分配在机器人的运营者（或保有者）和制造商之间进行分摊。如果我们能够认为，在操作一般技术设备时，这样的分摊是遵循人们熟识的常规约定的话，那么，现代化的机器人系统就提出了新的问题，尤其是当这些机器人能够自我调整以适应具体的工作任务时。在法律界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认为，人们不只应当看到操纵辅助机器人过程中民法层面的问题，同时也应当看到公众和法律两个层面的问题（Beck，2010年；Decker等，2011年）。

生活中的辅助机器人

在生活领域中还会出现另外两种使用情况。其一，辅助机器人在私人环境中由不同于职业环境中的和无须经过专业培训的人员进行操作使用。也就是说，一个顾客购买了一台辅助机器人产品（比如吸尘机器人），并在自己的家里使用这台产品。其二，辅助机器人直接使用在人身上，比如说用机器人送饮料，或是在老人或病人的护理中使用机器人，不论是在私人领域，抑或在医院或养老院里。这时，与前一节所述的情况相比，当事人的关系扩大了许多：一方面，同样有一个将机器人作为为目的服务的手段的专业人员（护理人员）；另一方面，被护理人员在这个关系体中是另一个在其身上或是周围机器人被投入使用的人。

在私人环境使用时，机器人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是它能否正常工作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很难想象，机器人一旦在家里安装好后，主人要去对它进行一次从头到尾的编程。一台吸尘机器人必须能够独立（自己）识别新的环境，然后再开始它的服务工作——吸尘。在人身上使用时，对机器人的要求在两个方面都有提升。其一，适应于不同的使用者是一个相比适应不同的房间环境更大的挑战；其二，调整适应可能性的条件明显要求更高。在家里自己初步安装调试一台吸尘机器人可能需要一个或是几个晚上的时间，这对用户来说虽然不胜其烦，但可能无须他亲自动手或亲自在场就能完成。机器人用在人身上时，初步调试就必须要和人一起进行，初始化过程（然后进入正常工作模式）不仅耗费时间，而且很难完成得好。所以，边学习边摸索的不断调整适应过程乃是必经之路。

有鉴于此，从技术伦理学的视角来看，关于机器人行为的责任分配问题在这里就变得十分尖锐突出（参见第2章第6节）。生产商交货的是一台具有学习能力的机器人系统，使用一段时间后，生产商便不再能针对机器人的动作做任何预告，并且对机器人的学习过程一无所知。以建立在人工神经元网基础上的学习软件为例，这种学习过程无法通过对机器人的分析加以还原重建。于是，生产商就想限制自己对机器人不出错运行所要承担的责任。另外，机器人的使用者通常也没有能力对诸如学习型机器人这样一种复杂的、可以自我修正的技术系统进行评价。一般技术使用范围中的使用者义务，通常指的是遵守使用指南，包括其中所描述的维护保养规定。让使用者为机器人的错误承担责任——从这个意义上对学习过程进行监督并承担责任，已经超出了这方面的一般惯例。这样，这种有学习能力的系统就可能在生产商质量保证和使用者责任之间造成了一种灰色地带（Christaller等，2001年，第220页；Matthias，2004年）。

最后，本案例中也同样提出了分配的公正性问题（参见第4章第B.9节），只不过问题的所在与上文的描述有所不同。给病人和老年人带来方便，并且能够帮助人们在自己的家中和熟悉的社会环境中更长久生活的机器人系统，乃是一种价格不菲的产品。一个公共的保险制度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承担起这笔费用，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如若只有少数有钱人才能用得起这种机器人系统，社会将会有不公平之虞。

人的可替代性界限

至此，我们在一个明确的目的和手段关系中对人的可替代性进行了阐述，所谓可替代性指的是——多少带有复杂性的——必须完成的活动，以及必要时能够由机器人所完成的活动。即使一台在护理环境中可以完成多种工作，能够听懂人们的语言和对新环境能够自适应的机器人系统，也仅仅能替代那些与要达到的目的相关的人的活动。这里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要对“人”进行抽象的替代（Christaller等，2001年，第119页；Sturma，2003年）。我们必须把人的生活形式看成一种多层次的系统，它把意识和行为以及对二者的论证都置于一个相互关联的上下文中（Rammert/Schulz-Schaeffer，2002年）。对于技术替代物来说，要建立起这个关联体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这个技术替代物——倘若这种做法是合情合理的话——以简约化了的人的形象为参照对象，在这个对象中，它选择了一种以技术的可行性为导向的描述形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用人类学的观察认识来补充和扩展技术伦理学的思考（参见第4章第A.3节）。人类学的观点认为，人具有非同寻常的特征和能力，如自我意识和时间意识，思考能力和情绪反应能力，实践理性以及确立目标的能力等，凡此种种都是不能被加以替代和进行模拟的。尽管如此，关于人的形象的讨论也恰恰因为具有人的外形特征甚至可以乱真的女人形或男人形的机器人而得到促进和推动。

与此相关联，我们还应提及人和机器人的组合，即所谓的电子人技术。人的可替代性在这里所涉及的是人的肢体部分，并且与假肢技术密切相关。人造肢体（手、脚、臂、腿）和感觉器官（听觉和视觉植入体）以及心脏起搏器都可以被视作人的肢体和功能的替代器具。医学假肢技术用来替代人所失去的肢体，目的是要达到身体功能的平衡，而电子人技术追求的则是对人的能力的超越（Warwick，2010年；Beck，2010年；参见第5章第8节）。比尔·乔伊[4]（2000年）曾经预言，借助机器人技术、基因工程和纳米技术的共同发展，人自己有可能会被技术完全取而代之。这场所谓的乔伊论战促进了伦理学对机器人技术的探讨研究（Veruggio/Operto，2006年；Capurro/Nagenborg，2009年；Lin等，2012年；Decker/Gutmann，2012年）。其中，以人的道德行为作为相应的参照系，人们的探讨也越来越多地针对机器人道义行为的可能性条件的课题（Wallach/Allen，2009年；Beavers，2010年）。人们究竟应该把哪些道德准则作为规范基础引用到机器人上去，这虽然是个伦理学的问题，但终究不是一个技术伦理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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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 安全和监控技术

技术vs自由

从反证（ex negativo）的角度上说，安全可以被定义为没有危险（通常意义上没有战争或刑事犯罪的安全观，参见第2章第3节）。如果我们对安全进行详尽的描述就会发现，这个定义已经指出了实际影响到安全概念实施时的诸多困难。首先需要解释的一点是，必须要到何种程度的没有危险，或是应该在怎样的程度上使人免除危险，才能使人达到安全。人们在进行这样的安全评估时，起重要作用的一个因素是，安全不是一个有一定数量的安全体现者或安全技术的客观数字，而是一种主观的体验，这种体验不取决于客观的数值，并且会有很大的变化幅度。假如说出现了恐怖袭击或是飞机坠毁的情况，那么，人们就会产生不安全感和要求更多安全的愿望。其次，我们必须说清楚，危险究竟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常常会倾向于不同的定义和不同的侧重。不唯如是，危险是以风险的不同变化形式而存在的（参见第2章第2节）。通常情况下，人们并不是针对实际的危害而是针对潜在的危害进行判断和评估的，这样就又给主观的解释留下了很多空间。倘若人们要从政治上建立一种“恰当”和“切实”的安全的话，那么，主观解释和对安全必要性的主观感受一起，对于形成一个巨大的对立空间共同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必须最大限度地排除作为对生存潜在和不良威胁的不安全状态，所以，人们都倾向把安全视为一个巨大和首要的财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了人们对于安全的高度关注，以及比比皆是的过度保护措施。与其他领域不同，人们在安全问题上更加不能承受各种危害和变故，因此，安全必须具有很高程度的有效性。

然而，人们谋求安全的巨大努力与另一种以动乱和战争为代表的、有意识的寻求不安全的努力相对立，安全的优先地位因而遭到了削弱。在对人的行动自由具体的、经济的或政治的限制中，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到不安全的产生过程。这一现象说明，与安全相比，自由往往有更高的地位。这里似乎存在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因为生存本身乃是充分享受自由的必要条件，因此，自由意义上的对生存的危害似乎是不可取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情况值得注意：第一，对生存的潜在危害常常与对自由的实际限制相对立，这种对自由的限制却是防范潜在危害必不可少的；第二，人们常常认同更高地位的社会目标（比如“国家”），在足够强烈的认同情况下，这些目标的续存被人们感受为一种更高、更大和更重要的续存（Gaycken，2012年）；第三，现实中存在产生不安全的“真诚”动机，这些动机表现在人们为了“一个更伟大的事业”做出牺牲以及追求“荣誉和名声”的需要中。这样，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安全就不是一种绝对的价值，它可以相对于其他的需要而被加以限制。

对于安全来说，自由的作用在其他方面也同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安全的建立存在于对行为自由的限制之中。人们必须阻止某些人从事有害的行为，这一点容易直接做到，比如使用栏杆或是采用威慑的方式，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蔑视行为自由的社会条件，那么就会有更高程度的不自由直至威胁生存之虞。直接的安全只有在特定程度上以及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得到实现。因此，间接的（或正面的）威慑性的安全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它通过对行动自由进行限制的威慑力得以实现，这种行动自由必须首先存在于潜在使用（相对来说）明显是更大的物理暴力之中。只有当一个潜在的歹徒（一个武装分子或一个刑事罪犯）知道，他几乎没有可能逃脱比他筹划的行动所带来的好处更为巨大的不利后果时，威慑才可能起到可靠的效果并建立起安全。通常情况下，国家物理暴力的潜在可能是由专门指派和管理的组织所完成的。这样，使用暴力的潜在可能就可以得到集中和更好的控制。然而，如果过于集中的安全机关成了一个“自己的团体”来对抗原本赋予它权力的社会的话，那么，这种集中也可能就变成了问题。因此，许多国家不仅十分重视在数量和质量上谨慎设立和严格管理自己的安全机关，而且非常重视安全的多样化，比如通过分权等办法。

如今，特别是由于技术，产生了相对更高的潜在暴力可能性。今天的士兵和警察根据其装备的不同，可以同时控制和分别击毙多个对手。这里，安全技术的范围涉及具体的安全行为的不同功能领域，其中要点如下：

·安全问题的识别

·安全问题的评估

·确认潜在罪犯或对手

·观察潜在罪犯或对手

·己方力量的协调

·行动和攻击

·制服罪犯和对手

·对行动和攻击的准备和后续处理

技术化过程的深入发展从技术伦理学和工程师伦理学层面丰富了许多已有的关于安全的伦理学问题（参见下文）。

监控

在安全领域中，为了能够有威慑地防范和追踪危害性的行为，人们把对（理由成立或不成立的）可疑人员和事件经过的观察称为监控。因此，监控是建立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与公共安全本身一样悠久——自有分工始，集市上就有巡视督察人员，等等。不过，用于安全的技术手段在现代社会中已经非常多样化了。它们一方面为催生新的动机或动机优先选择创造了新的潜在空间（Hubig，2006年），并服从于自生发展的不同规律；另一方面，人们也可以从两种走势上去理解这些现象。

凡是能够对现实世界里各种特殊人员和事物进行记录和技术处理的新设备，都被称为监控技术。从过去到现在，由于传感器技术、传感器的微型化和微电子技术的进步，监控技术的应用面已经非常广泛。比如说，现在已经出现了能够模仿各种器官，并且比人和动物更加有效的传感器等。

数据监控技术指的是能够对已经存在的数据进行识别、归纳和搜集的技术。这些技术首先被应用在以互联网为依托的监控之中，并且基于互联网中现有的大量数据而尤为富有成效。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借助数据监控追踪和证明只通过数字媒体或主要通过数字媒体进行的犯罪行为。鉴于互联网的普及和所带来的数据保护问题（参见第5章第9节和第10节），数据监控技术成了众目睽睽之下的技术，并且在论战中比之较为传统的监控技术更成了众矢之的，尽管后者所带来的潜在危险并不少于前者。

除了上述两种技术分支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如何与这些技术打交道的几种重要趋势。其中之一即所谓的智能化趋势，它指的是监控和数据监控在监控范围内的合二为一，通过这种方法将监控所记录的标志性特征不再简单地以模拟技术，而是以数字化技术进行处理。这样，人们就能更好和更全面地对所记录的数据进行保存、分析和交流。这种数字化方法在有些情况下已经实现了反应的自动化。第二个趋势即所谓的会聚法，亦即把不同来源的数据统统汇总在一起。通过此法，可以形成事件和人员更广泛和更准确的特征。借助于监控和数据监控技术中诸多监控的可能性，更好的数据综合带来了更高的效率。除了技术层面外，数据综合还有组织和管理方面的意义，即人们可以将其他监控环境下所获得的数据一道融合进来。正因为如此，数据监控在商业上广泛使用，尤其是Web 2.0版，也就是说，它的适用范围超出了直接的安全环境，其结果往往导致了当事人的资料更加公开化，但同时，所有获取的数据也都可以被安全部门调取和处理。

最后一个趋势即所谓的内在数据的形成方法。其时，人们从外部的框架数据中能够进一步得出关于人员的潜在行为方式、爱好、厌恶和习惯的结论，然后，这些结论可以作为增加的内在数据被保存下来。这些内在数据并不总是准确无误的，但对于大规模构建人员的特征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安全和监控带来的危险

特别是20世纪武器技术和监控技术取得的重大成效，再加之行政和司法方面更加优秀的新文牍技术，都给安全状况带来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给这个领域伦理学问题带来了更为巨大的重要性，同时也导致了新的伦理学问题的出现，例如：

·大量和多种多样的控制和毙杀技术潜在可能性的出现和流行

·这些技术可能性流传到非国家机构的环境中（比如恐怖分子手中）

·更加先进的技术暴力进一步集中到更小规模的组织机构中

·正义的和合理的不安全状况受到了阻碍

·力度更大的监控和新领域中对私人范围的限制

由于技术的潜在可能性常常给人以对安全有严重威胁的感觉，所以社会上就出现了为数甚多的探讨和辩论，比如针对军火工业的争论等（参见第5章第15节）。但是，尽管人们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我们首先还是应该对安全技术的价值予以肯定。原子弹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原子弹是一种可怕的工具，但恰恰是这种可怕的威力为和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保障。它阻止了大国之间公开的和大规模的战争，这些战争由于其巨大的和潜在的破坏力不仅不再值得发动，而且没有人再想要进行这种形式的战争。虽然人们对可能发生核战争的恐惧并没有消除，但是与以往几百年中持续不断的战争所带来的实际痛苦相比，原子弹至少在其迄今为止的使用历史中，是人类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最重要的进步之一。除此之外，安全技术的其他领域也在为保护和更好地保护生命免遭战争和刑事犯罪之害起着自己应有的作用。从公平公正评判的角度上讲，这种作用和由其所带来的安全是不容忽视的。

新型监控技术在伦理学上需要进行探讨的危险是多层次的，其中之一就是监控技术作为对常规安全能力的扩展问题。这里，它扩展了安全的作用范围，并且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强化了某些安全行为。这样，在现代信息社会中，人员的发现、识别和监视就能更快、更缜密地和在更大范围中进行。因此，范围更广的控制，甚至更为深入的干预就能得到实现，从而进一步带动了新的组织机构和程序方法的建立。

在以伦理学为主导的论战中，对私人范围监视干预的可能性是人们着重讨论的课题。其中引起巨大争议的问题是由杰里米·边沁首次认识到，并由米歇尔·福柯进一步系统化的一个危险：由于所谓“圆形监狱”效应（根据边沁设计的一种监狱形状）所导致的自主行为的损失。此效应基于一个简单的观察认识，即当一个人受到他人的观察时，他的行为会有另外一种形式的表现。而且，当他担心观察者会给自己造成惩罚的后果时，他的行为表现会越发不一样。在边沁理论和福柯的分析中，这一结论因为观察的非对称性观点的引入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正常情况下的观察都是对称性的，而边沁设计的监狱中的囚犯虽然通过敞开的囚室随时可以被外人看见，他们自己却看不见守卫人员，守卫人员则躲在仅留有狭小观察孔的岗楼里。这种办法所获得的效果是，囚犯永远不会知道他们是否正在被人监视，因此为了安全起见，他们的行为就会表现出似乎自己一直在受到监视的样子。

这种情形同样也是技术监控和数据监控的初始情况，因为人们根本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被监视，谁在监视，监视是否被记录和分析评估。这种不确定性所造成的结果是，人们在技术监控的情况下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适应面前的新情况。这种行为的改变和适应必须被看成对人们行为自由的限制，这种限制在有些情况下（比如互联网上的政治交流）可能会对重要的自由类型（比如言论自由和独立的政治教育）造成明显的限制。在伦理学上，这种人的自我限制的研究意义首先在于，它的形成具有很大的主观性，而不是依据客观的思考和判断。这样，在对监控的认识和评价方面，历史的经历以及虚构的、科学的或新闻的叙述报道，或者是个人对于监视者的态度等，对于个人可能对自己行为的限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伦理学判断的角度看，必须加以考虑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当要求建立一种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对于局外人或是由于不准确的信息是否完全有可能建立，或者，我们是否应该在主观认识的基础上来对监控技术的命运做出评判，哪怕这些监控技术都是非理性的。从政治实践层面看，我们对主观认识的重视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就牵扯出了下面这样的问题，即如何进行自我限制以及自我限制的程度究竟是多少，是否可以有或不可以有宽容度。防止出现自我限制在德国已经从法律上作为“信息的自主权”确定了下来，根据这一法律规定，必须保障每一个公民具有随时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和有哪些关于自己的信息的权利（参见第5章第9节）。可是，这一要求如今在互联网中已不再有可能实现，其原因就在于，网络中充斥着多如牛毛的各种数据，以及这些数据有不明确和无法弄清的各种用途。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与现代监控技术可能有牵连，并引起伦理学探讨的其他个人隐私权领域（Rössler，2001年）。如果我们撇开之前提到的信息隐私权（参见第5章第9节）不谈，私闯民宅（“住所隐私权”）或干涉决策过程（“决策隐私权”）也都是出现问题的地方。此外，法律机关还发现了其他几个必须对私人范围提供保护的领域（情形隐私权），以防止个人数据从一个地方流入另一个地方，比方说，雇员的病历资料不能随便转发到雇主手中等。

从伦理学角度看，监控技术的作用在暴政国家问题尤为严重，这是因为暴政国家会无孔不入地使用这种技术，其目的是能够及早发现和逮捕潜在的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在这里，对内部安全的专制化已经昭然若揭，我们必须刻不容缓地把这类技术的潜在可能性也看成一种全球性的问题，并对之进行探讨研究，时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在德国开发和依照法律法规投入使用的知识和技术，有可能在其他的背景环境中起到问题重重的作用。从文化相对主义的角度来看，倘若我们必须假定，相关国家的专制暴政乃是自我选择的结果，抑或，若非如此的话，将会出现太大的风险和不安定的局面（如内战等），那么这种反对意见就会不那么强烈。尽管如此，从人权（参见第4章第B.1节）和其中承认的各种自由权利的角度看，对此类技术的猛烈批判却是恰如其分的。如今在全球范围内针对监控技术开始实行的出口检查制度，就是这种有益和重要的政治措施的体现。

除了上述的这些现实危险之外，在公众的辩论当中也出现了一些很少切中问题要害的言论。比如说，有技术人员很爱强调，监控技术自然而然地就会导致监控国家的产生。这种说法是不值得一驳的，因为监控国家是一个政治体制，而不是技术体制。监控技术的可能性并不自然而然地导致各种社会现实情况的产生，换句话说，监控的技术基础制造不出专制政权。

伦理学判断的挑战

从伦理学角度对带有普遍性的高科技安全技术的观察和思考，以及从伦理学角度对具有特殊性的高科技监控的观察和思考，二者同样面临着不少难以逾越的障碍。伦理学探讨的第一个困难是一个普遍性的难题，并且涉及对自由和安全这两个价值观之间相互关系的思考（参见上文）。由于许多主观因素在这些思考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加之对这两个价值观无法进行孰先孰后的客观选择（二者互不包含），所以，此二者之间孰先孰后的选择关系依情况的不同会有很大的变化幅度，并且处在不断的交替选择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准确的定论就不可能成立，并且留下了发生持续不断争议和冲突的潜在可能，从而形成了伦理学上的一个十分独特的难解问题。

第二个困难是监控技术及其发展在社会管理学、社会组织和法律规范上的复杂性和迅猛的发展势头。即便是业内的专家也不具备足够的涉及所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以至于往往既不能建立起纵观全局的看问题视角，也不能在具体细节上做出胸有成竹的决定。除此之外，由于许多技术还都处于发展阶段，所以，人们根本无法知道这些技术如何使用，以及今后如何继续发展。其结果往往造成了工程技术人员不切实际的天真想法，以及政界人士过于实际的看问题的视角。

局面的复杂性、迅猛的势头和不确定的发展路线造成了人们对于监控的条件和可能性持续的/长久的不明确感。这种不明确感必须恰如其分地被纳入伦理学的思考，可是，什么才称得上是“恰如其分”，这又是一个十分难以回答的问题（又一个伦理学问题）。不明确感妨碍了伦理学的探讨，但为前面提到的诸多课题的主观化（也经常是戏剧化）提供了额外的空间，其结果就是，为了能胸有成竹地做出决策，有关客观化的必要性问题越发成了当务之急。此外，由于监控技术的迅猛发展，许多危险无法及时有效地予以应对解决。当许多技术及其应用方式出现带有危险的变种时，往往路径的依赖性已经产生，从而使得取消这些技术变得十分困难。同时，公众社会的讨论也纠缠在某些仅仅看似危险的现象中，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就造成了人们常常以错误的视角和错误的方式来对待错误问题的后果。

第三个问题是所谓安全透明度不够的问题。这个问题虽然从策略上讲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因为只有对许多安全机制进行保密，才能保证其发挥作用（情报线人就是例子）。但是，不透明的结果是许多过程只能非常有限地受到人们的伦理学评判，而且人们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对检查机构表示信任。除此之外，安全机关往往喜欢采用等级过高（overclassification）的办法，也就是过度的保密，这就更增加了评判的难度。

伦理学观察的第四个问题是现代监控技术的全球化问题。监控往往会越出国界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参见第5章第20节），其结果就是从一种价值观社会进入另一种价值观社会。这不仅会导致价值观的冲突，而且还会牵连这样一个问题，即各方的价值观在法律上都失去了自己的效力，而且，即便监控遭到全社会的反对，它也能在广泛范围内得以实行。这里，伦理学必须提出的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伦理学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于是，这就引出了该领域的最后一个问题，即技术伦理学所起的作用问题。在监控技术这个实例中，技术伦理学有重要的话语权，它应当以提供参谋咨询的方式尽早地介入该领域的技术发展趋势，并根据情况的需要从政治层面对这些趋势进行探讨。除此之外，技术伦理学还可以通过对论据的前提或一致性不够充分进行有效性检查，从而对正在进行的社会公众关于监控的探讨争论予以解释和澄清。与此同时，它还能开发出能更好地掌控该领域的复杂性和发展势头的研究方法，并且将技术后果评估（参见第6章第4节）的方法优势加以兼收并蓄，从而从容应对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各种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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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 合成生物学

合成生物学的研究领域可以理解成工程学方法和范例起着特殊重要作用的基因技术（参见第5章第7节）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基因的排列组合和DNA合成技术的进步使合成生物学受益良多。如今，与基因技术的情况有所不同，更长的DNA排列直至单细胞生物的全部染色体组型都可以重新组合和全部合成，相关的细胞内和细胞间的各种过程也可以有的放矢地进行改变。与基因技术相比较，随着技术干预深度的不断提高，以模块化和标准化来描述DNA排列的带有工程学烙印的合成生物学理想就得到了实现。其结果就是，作为生物组件（BioBricks）的基因排列就可以根据人们想要达到的、针对必须予以改变的生物体的使用目的进行各种自由组合，或曰自由“构建”。

除此之外，那些以借助没有生命的大分子来组建有生命力细胞（即所谓原细胞）为目的的科研方向，也被人们看作合成生物学的探索和尝试范畴。这些探索和尝试尚处在基础研究阶段，而且在学科上更接近分子生物学而非工程技术学。最后，还有第三种研究方向，它们致力于对天然DNA的物质基础进行扩展或替代，比如借助其他的物质基础或是可替代的糖分子等。

不同于纳米生物技术（参见第5章第18节），技术学的范畴和生命学的范畴在合成生物学中并没有通过把人造产品和生命实体相结合的方式合二为一，而是将工程技术学方法有系统地引入分子生物学的领域。所以，在合成生物学的核心研究探索中，技术学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假设与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学的课题——生命领域（参见第4章第C.1节）相遇和碰撞。

历史发展过程

尽管合成生物学这个概念在2000年前后才被用来称谓某些具体的研究探索并被人们广泛采用，但它早在与这些研究工作相关的一般研究课题中就已经见诸使用（Campos，2009年）。随着20世纪70年代用于制造重组DNA的早期方法的开发，出现了关于一种可以对DNA结构进行全面重组的技术的设想，借助这一技术，生物学将从对分子现象进行描述和分析生物学，转变成一种对这些现象有目的地进行改变和从根本上加以控制的合成生物学。19世纪到20世纪转折时期的化学就是这种预言和设想的先例，那时，化学从一种对反应进行描述和分析的化学，发展成了今天这样具有重大经济意义和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各式各样新产品的合成化学。

机遇和风险

正如与合成化学同样的特点让人们所预言的那样，合成生物学开启了一系列广阔的应用领域。当前，科研的重点研究课题是在能源领域、环境领域和医疗保健领域。用合成生物学方法制造的生物体（下文简称为“合成生物体”）可以用来生产汽车燃料，并且可以将环境中的有害物质无害化（所谓生物降解）。优化之后的微生物体可以制造出药物原料；做过相应变化处理的病毒可以借助生物传感器在人的身体里发现病理细胞的变化，并准确地将治疗方法运用到相关的身体部位（DFG/Acatech/Leopoldina，2009年；Presidential Commission，2010年）。

到目前为止，人们尚无法预见，合成生物学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会在这些领域中得到成功应用。但是，对经过全面改变的、用于生产青蒿素（用于治疗疟疾）的前期物质——酵母的研究目前已经处在了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鉴于其潜在的广泛用途，社会经济学的预测认为，合成生物学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生机勃勃的经济领域的基础，就像1900年前后，分析化学从经济的角度发展变化为合成化学的情形一样（Carlson，2007年）。

与合成生物学的这种潜在功用和好处相对立的是涉及对健康和环境具有有害影响风险的各种挑战。正如其他的医学技术一样，采用合成生物学方法改变的病毒以及制造出来的药物原料可能会有不良的副作用。同样，经过全面改变的微生物体在自然界应用时，也可能导致对天然基因池的不良改变，并由此影响生态体系的平衡。正是在这点上，倘若人们能够成功地制造出与大自然的微生物没有同类关系，并可以作为风险评估参照物的微生物体的话，那么，合成生物学就可能带来特殊的挑战。在围绕合成生物学的讨论中，这些潜在的危害因素将被作为生物安全问题加以归纳总结（Schmidt等，2009年）。

除此之外，从批评的角度上必须指出，合成方法制造的生物体的使用可能进一步导致全球范围内福利分配的不公平现象（参见第4章第B.9节）。受专利法保护的生物技术方法和产品可能会排挤传统的农业生产方法，虽然这样会给工业国家带来福利，但损害了贫困国家的经济。比方说，以合成生物生产出来的青蒿素就是实例，因为这种生物活性物质至今都是从植物中（黄花蒿，Artemisa annua）提取的，而这种植物在发展中国家中都是在小型的农业企业中种植的。

总而言之，鉴于上述损害和利益情况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围绕合成生物学的讨论在这里不仅援引了基因技术中（参见第5章第7节）的论据和主题，而且进一步延续了这些论据和主题。如同在围绕基因技术的论争中一样，许多科学家学会组织和生物技术企业都强调合成生物技术的潜在好处，而诸如加拿大的极端基因工程小组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则将风险作为首要的问题来对待。值得注意的是，二者之间的这一矛盾冲突迄今为止没有像基因技术的风险一样在公共社会中得到同样的关注。可以猜测，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或许在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以开发合成生物学的食品工业用途的潜力为目的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得到过人们的大力宣传和推动。

滥用危险

正当人们在欧洲主要针对合成生物学潜在的利益和危害进行思考的同时，美国人主要关注的则是该学科领域滥用的危险。在经历过生物恐怖袭击的背景下（如2001年的炭疽病袭击），人们正在对合成生物学将会带来哪些特殊的潜在滥用可能性进行探讨交流。

2001年，一个科学家小组借助可以自由订购的DNA排列组以合成的方法成功地制造出了脊髓灰质炎病毒。这个实验引起了人们对非科研人员和组织有可能用这种方式生产病原体生物的担忧。如今，在有些国家和特定案例中规定，或是在其他情况下由基因合成企业自愿进行的对下单订购DNA排列组的详细筛查工作，或许对减少这种危险的存在能起到帮助作用。

2005年，另一个研究小组从埋葬在永冻层的尸体中排列出了引起西班牙流感并被认为已经灭绝了的病毒染色体组，并在此基础上制造出了一个病原体病毒。有鉴于这个被高调公开发表的实验，人们提出呼吁，要求对提交到专业科学杂志发表的原文稿件进行滥用可能性的检查，并酌情不予发表或只是部分发表（Selgelid，2007年）。哪些基因改变可能会让禽流感病毒对人类造成危害——关于这个问题的实验在2012年又重新将这一要求提到议事日常上来。

最后，在美国出现了一些有不同侧重点的所谓生物黑客或“业余生物学家”的小规模和松散的组织，他们在私人场所内设置实验室，游离于公共或其他科学机构的控制体系之外并从事研究活动。这一现象也增加了人们对可能导致滥用或出现非主观意愿的危害安全事件的担忧。

针对滥用的危险，总体来说必须予以强调的是基因序列拼接和合成设备不用花费很多钱就能买到，而且研究活动在小型实验室内由个别人或小规模的团队就可以进行，因此，对这类行为很难实行国家的或国际的控制。另外，我们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在未来可预见的时间内，大自然里原有的病原体微生物与合成生物体相比，是否有可能被更简单和更有效地用于恐怖主义的目的，因此，合成生物学被滥用的可能性目前暂时还停留在有限的范围之内。

生命概念

合成生物学还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生命的标准化形态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很多伦理学问题。在合成生物学的论述文献中，经常有人使用机器的概念来比喻需要构建的生物体。举例来说，在麻省理工学院举办的以年轻大学生为对象，并让他们近距离了解合成生物学领域的“iGEM”比赛，其名称即为“国际遗传工程机器设计竞赛”。这种以机器为样板的生命体概念的模式化，遵循的乃是合成生物学工程技术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这一生命观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7世纪，并且在20世纪的基因技术和生物技术中（之后又以信息处理机器为样板）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Keller，1995年）。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首先，这种以机器作为模式的取向法有可能会限制人们对一个合成生物体可能发生的意外变化的关注和考察。假如一台机器出现了故障，这时，人们主要是在机器的内部构造以及在决定内部构造的规律中去寻找故障的原因，而生物体所遵循的是进化的演变过程，因此，适应新环境以及来自环境条件和因为内在偶然突变所形成的可变性，都属于生物体的构造特征。如果这个推断属实，那么，参照机器模式所建立的关于内在变化过程的规律性知识，就必须增加进化发展能力的内容，以及从微生物生态系统研究中所获取的知识，目的是对合成生物体的行为做出恰当的预测。

其次，在以机器为样板的模式背景下，常常与生命概念（参见第4章第C.1节）共生的标准化方面的内容将会趋向性地变得无从理解。将某种物体称作有生命的并不仅仅意味着我们在这个物体上发现了某些特定的特征，而且意味着，我们要在很高的程度上赋予这个物体以内在的价值，因之也有别于机器，我们不能把针对这个物体的每一个行为都看作伦理学上可以接受的行为（Jonas，1985年；参见第4章第A.4节）。

给有生命的自然赋予内在价值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理由的组建和论证。其中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论证学派所提出的理由，乃是我们面对生命的复杂性和进化史所体会到的谦卑和敬畏。另一派学者认为，人们应当在生命的特征中看到主体性和自由已经完成了的但是未充分发育的形态，而主体性和自由为一个生命体所建立的伦理学地位，正是人类的伦理学地位同样赖以存在的基础。于是，根据各种学派的不同论证学说，便产生了赋予合成生物学的不同内涵和意义（Deplazes-Zemp，2011年）。前者的合成生物学观点很大程度上导向了范畴和限制性内涵的结论（Preston，2008年），而后者的观点则给有等级的保护观念，甚至是给这样一种认识评价留下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即新型生物体的制造可以算作对世界上有价值之物的一种提高，因而，它在伦理学上是必不可少的（Knoepffler/Börner，2012年）。

人与自然的关系

作为带有工程技术特点的学科，合成生物学把结构成分有针对性的设计、模块化和标准化的工程技术方法和理念带到了生物技术之中。因此，从技术哲学的视角来看，合成生物学是“制造”这个行为类型的一个有代表性的示例。根据于尔根·哈贝马斯的学说，这个行为类型有别于“交流式的行为”，或是根据汉娜·阿伦特的观点，它有别于“劳动”和“行动”（阿伦特所指的特殊意义）。与这种行为类型相关联，随之便产生了包含制造者和他的对象之间关系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推断。在这层关系中，将其对象在绘图板上进行设计并用零部件将其组装起来的制造者，似乎就是其对象的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创造者。

在合成生物学领域中，过去关于近代科学和技术作为“普罗米修斯式的”活动的作用和评价的问题，如今因为这个观点和认识又被旧话重提，而且特别是在英、美国家里，人们对于“扮演上帝角色”（Playing God）的批评声音尤为高涨。在围绕带有专业科学、神学和哲学不同征兆的合成生物学的争论中，这方面的内容正受到人们的讨论和关注（Boldt，2012年；Ried/Dabrock；2011年）。

将合成生物学描述成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表明这一技术与艺术有很近的关系，在艺术家和专业科学家之间也的确有一些建立在理性设计和艺术创作相似性上的合作。

在合成生物学中，关于创造性的概念最后都集中体现在了“创造生命”这个大标题之下。但凡从事生物体内（in vivo）研究的科研活动，亦即合成生物学所有带有工程技术特点的研究都直接表明这种说法并不确切。但是，如果指的是那些用非生命的分子来构造有生命的主体的话，那么，这个大标题似乎的确十分贴切和恰如其分，正如一些科学家也这样明确认为的那样。然而，倘若我们把生命理解成一个复杂客体“自然发生的”特征，这一特征不能通过此客体的相关部分自行予以解释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针对这样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即与其说合成生物学是为生命的产生制造条件，不如说它是在制造生命本身（Brenner，2007年）。

对政治和社会的后果影响

虽然合成生物学现在已经越来越频繁地成了媒体报道的对象，但是与基因遗传技术相比，公众对这一新技术的认识还非常之少。其原因可能首先在于，当前讨论得最多的合成生物学的用途问题还没有涉及农业和人们的饮食范围。

尽管如此，随着合成生物学在医学、能源和环境等其他领域的应用逐渐增多，可以期待，围绕该技术的公开讨论会越发热烈。其时，合成生物学作为制造型和创造型技术的特点—定会发挥应有的作用，直至实现“创造生命”这一伟大目标。在政治方面，合成生物学的意义在于，一方面要减少与合成生物学对DNA的介入深度相关的错误推断和过度担忧，另一方面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外界的批评重点当成非理性的东西予以抛弃（Catenhusen，2011年）。

只要合成生物学仍然局限于单细胞生物体，这一核心就将属于安全和风险评估的问题。倘若合成生物学能够成功地实施它的工程技术计划，那么，对于用在开放转基因生物体上的风险评估方法的再评估就将具有其必要性。

同样，在包含使用合成生物体的医学应用中，有必要对现有的减少临床研究危害风险的规定进行一次检查，因为迄今为止，法律规定所针对的是制药厂所生产的药品以及医疗技术产品，而非针对以治疗目的用在人体内的微生物。

由于合成生物学还是一个年轻的科研领域，其发展情况目前尚无法进行可靠预测，所以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最大挑战首先在于，要使这一科技的新发展公开化和透明化，并且广泛地及在有不同利益群体的参与下对之进行讨论（Grunwald，2012年）。有鉴于此，合成生物学这个案例也给人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即公众、伦理学和社会学方面对一项新科技所进行的反思不仅必须持久地关注技术的发展以及回过头来对之进行评估，而且还可以伴随性地及早地认识这些技术发展，并酌情对其发展方向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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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阿希姆·波尔特（Joachim Boldt）


第24节 合成化学

合成化学有一副光彩照人的面孔，现代社会的材料转化过程在合成化学的帮助下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化学为更好的生活创造更好的材料”——在这句20世纪30年代由杜邦化学公司提出的口号下，无数的材料被生产出来并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人的生活世界。通过化学研究结果组织工业化的生产，合成化学得以直接在经济和文化上发挥它的作用和影响。如今，一个没有合成颜料、人造化肥、药品、塑料、汽油或化学清洁剂的世界简直令人无法想象。但是，一场工业化学材料转化过程巨大的基础建设和持续改造似乎正在悄然无声地同时进行。假如人们想使用“无选择性”这个不无问题的词语的话，那么，化学是再贴切不过的对象了。没有化学，我们便无法理解社会意义上的材料转化过程组织生产的关联性、复杂性和特殊性问题，更不用说要去解决好这些问题。在这个领域中，采用简单地将工厂关停的方法不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如同能源领域的核电站那样），而是必须依靠不断的学习过程才能奏效（参阅Perrow，1986年）。

这是因为合成化学也同时意味着风险的存在（参见第2章第2节）。随着材料生产工业化的开始，其附带的后果和影响也一目了然（关于技术后果问题，参见第2章第5节）：水源问题、森林问题、对其他产品的危害问题等，合成化学工业化生产给工人带来的健康问题更是自不待言。正因为如此，化学工业很早就开始与各种各样的规定和要求打交道（Brüggermeier，1996年）。尽管个别案例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戏剧性过程，但最终还是建立起了一种企业能够不断扩大自己的材料生产，而且社会可免受最严重附带后果危害的体制。这种体制一直稳固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直到大规模生产时代的到来，环境污染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为止。这里，不光是生产的垃圾问题，还有数量巨大的化学产品问题，二者统统被认为是对环境的严重威胁。

在这样的背景下，合成化学的工业体系陷入了新的合法性问题。这里有哪些原则性的冲突？同时出现了哪些价值体系中的变化？它对伦理学反思有什么样的意义？本文在这里的阐述和分析以菲利普·基切尔[1]的理论观点为出发点（2011年）。基氏主张对“同伦理学有关的项目”进行观察研究，在人们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这些项目为了解科学和社会价值的共同作用提供了背景资料。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化学领域的发展情况即反映了这一点。首先，化学领域中科学和社会价值的共同作用应当从历史和系统的角度进行解读。其次，对问题的评价应当考虑到化学的外部和内部发展来进行讨论。最后，学者们的各种思考表明，人们越来越多地要求将化学与相关的上下文环境结合起来进行考察研究。

冲突路线和价值变化：历史和系统的关联点

自从化学的工业化开发后，其危险性问题就已经是一个重要课题。如此这般工业化的危险之路在各个国家中能够持续不倒，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惊讶之事。这一现象该如何进行解释？对于通过科学发展所实现的技术进步的承诺来说，化学恰恰具有一种象征性意义。化学是最早以科学为基础的行业之一，并且代表性地兑现了科技进步向人们所做出的承诺（参见第2章第4节）。合成颜料是第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产品系列，除此之外，很快就出现了其他具有特出意义的化学合成产品系列，如药品等。在这些产品获得成功的同时，风险也伴随而来。化学是危险的，而且是无法替代的。从社会的层面上看，这是一个具有爆炸性的混合体，这一点在化学的工业实践的规范管理史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自19世纪中期起，随着化学工业建设的不断推进，政府的调节管理也逐渐展开。其时，对行业的扶持是政府的首要任务，危险的防范工作不能影响对行业的扶持政策。其一，法律法规在内容架构上都做了规定，将健康和环境的风险予以集体化。其二，制定了解决自然环境使用权的竞争管理办法。其三，规定工厂企业有责任拿出相关的技术解决方案，比如过滤设备和高大烟囱这样的后处理技术等。其四，建立起了对健康和环境问题进行观察、调查和予以解决的分工结构体系。以保证工人工作能力为要旨的劳动医学是当时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要素，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无毒的工作环境转移到了工人们所谓的“抗毒能力”（弗朗茨·科尔施[2]）上来。这个问题与当时社会的基本共识有关，即人们把“浓烟滚滚的烟囱”首先看成进步的象征，而不是危害的标志。这种思维模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

此后，公众及政治的探讨和管理即发生了风向的转变。第一，化学（比如杀虫剂DDT的问题）进入了公众讨论的视野，预防原则（参见第6章第3节）在政治上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EEA，2001年）。第二，风险的特点发生了改变。新的物质门类和巨大的生产量不断设置了新的外围条件。“风险生产”和“材料生产”几乎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此外，一系列的事故也引起了公众评价态度的巨大转变，人们普遍认为化学生产的风险无处不在（大标题《塞维索事故无处不在》引起了公众的普遍反响）。第三，一个专门对具有环境危害的化学品进行监控和危险鉴定的研究分支应运而生——生态化学。从此，化学制品的环境风险就系统地被纳入了风险的争论（参见第2章第2节）。第四，一个专门针对化学的立法机制也建立了起来，其考察问题的方式仍然是以科学认识和实践经验为基础的。与合成化学产品的社会化使用的特点相关联，除了这样一种普通的“材料法”之外，还有一系列依照不同上下文环境对化学物质的生产和使用进行区分的“分类法”：针对制药材料的药品审批法，针对植物防护剂的植物保护法，或是针对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卫生法。不同的物质受到不同的保护，并且对应用的外围条件予以重视，这就是上述诸管理办法的宗旨所在。

到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化学产品的政治讨论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其中，两种新出现的情况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第一，有证据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建立在知识之上的尝试并不一定都会达到应有的效果：在20年时间里所生产的10万种物质当中，有大约120种被鉴定为有风险。第二，预防原则（参见第6章第3节）在欧盟的风险管理方面取得了核心的政治原则的地位。人们不仅认识到而且也承认，大家过去经常对重要的危险苗头视而不见，这些苗头后来都变成了具体的危害和损失（EEA，2001年）。欧盟新化学品管理法REACH（Registration，Evaluation，Authoriz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化学品的登记、评估、授权和限制》；EU1907/2006年）就是一部为预防原则服务的法律文献，它包含了一系列的革新（参见第6章第2节），诸如对所谓的危险指标的等级提高和同级归纳（如持久度和生物积累），以及对诸如致癌性、诱变性和生殖毒性这样的危害指标的等级提高和同级归纳等（Scheringer等，2006年）。若是与后者具体实际的危害相比较，前者仅仅是可能的危害罢了。此外，这一法规所建立起的还是一个“风险知识链”，借此，生产商的知识同材料消费者的知识被联系在一起并可以进行相互交流。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一系列的新规定中，人们迄今为止既没有对其理论和概念基础，也没有对其工业化的交流链条进行仔细的研究——而这类管理规定的部分问题恰恰在这里有所表现（见下文“合成化学中的评价问题”）。

在对化学工业的规范管理中，我们可以看到知识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相互作用情况。在人们很长一段时间着重强调对风险的忍受之后，科技进步的价值意义逐渐退居次要的地位。时至今日，各种不同的价值经常发生冲突碰撞，而且并不会因为一个跨越性的“主导价值”而自动退出舞台。虽然人们曾经希望，可持续发展的主导思想能够帮助诸如预防原则及建立在其之上的各种机制获得更重要的意义，并且能够对这一缺陷加以弥补。事实上，由于在围绕可持续发展的论战中，后果影响的全球性和未来性特点被作为重要的关联点得到了确立，因而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人们必须看到，试图将各种价值诉求都加以约束的主导观念的力量是有限的，各种定义的空间过于宽泛，而且，从中推导出的各种集体的行动策略也同样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

合成化学中的评价问题

合成化学中的评价问题可以系统地分为两类。第一类问题最终牵涉到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尽管化学是其中要谈的首要问题（1），第二类是和化学本身有关的局部问题（2）。

（1）社会背景下合成化学的价值冲突：因社会发展的大背景而产生的价值冲突首先反映了一种特殊的宏观局势，这种局势在20世纪70年代深深印刻在人们的集体意识之中，并通过两个问题表现出来。第一个问题跟紧缺的概念相关，它不仅涉及原油这个基本原料，而且还有如今用于合成材料生产的其他原料（Henseling，2008年）。随着原料紧缺问题的出现，社会和资源使用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众所周知的课题（关于自然和技术问题，参见第4章第C.2节）。这里，一条常用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在行使动用资源的各种功能。但是，这种社会和资源使用的关系往往在危机发生的时刻，亦即资源不复存在时才为人们所理解，并且，资源动用在基础设施方面的依赖性越大，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就越严重。在化学领域中，人们把这个问题作为可替代的基本原则来进行探讨。从资源问题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存在两种走向。其一，由于化学工业的基础原料是原油，所以，人们如今本着可持续发展的精神也在对“生物炼油”方案进行探讨。其二，随着越来越特殊的原料被投入使用（比如所谓的稀土问题），这些资源所特有的对开采和供应的依赖性问题也随之产生。迄今为止，人们对于工业原料生产基础设施和与之相关的依赖性问题鲜有明确的认识。当前，在资源问题解决方案的论战中，唯有临界点的方案问题被人们作为科学和社会的主题在进行讨论（Schmidt/Reller，2012年）。

第二个问题的提出与全球范围的公正性问题息息相关（参见第4章第B.9节），随着化学的工业化生产的到来，特殊的公正性问题也伴随而生（Scheringer，2002年）。做决定者和受牵连者形成了两大集团——不仅是在单一国家的尺度上，同时也在全球范围的层面上。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利益和附带后果的影响就可能形成巨大的反差。为数众多的化学品都在北半球生产，经济上的价值创造也因此在那里进行。可是，环境危害的附带后果却往往因为物质随着大气层和海洋的环流作用出现在了南半球。从全球范围公平分配发展机会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无法令人接受的现象。化学的“材料生产”和“风险生产”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逻辑过程，这个过程只有在分工和全球化经济的视角之下才能解开其中的奥秘，而在分工和全球化经济中，不仅上演着生产基地的竞争，而且上演着争夺最低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标准的激烈竞争。因此，面对全球化的价值创造和特定（危险）生产领域的选址潮流，以及面对沿着价值创造链所设立的现行管理标准的问题，综合全局看问题的眼光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

（2）合成化学中的评价问题：合成化学的评价问题首先要归结于该学科为数巨大的内部分支结构。合成化学有各种各样的不同领域，如医学化学、农业化学，以及不同的新材料领域，如聚合物化学或纳米化学等。其次，使用合成化学产品的多重背景也带来了特殊的评价问题。无论怎样，化学领域中评价问题的紧迫性（学术和工业领域兼而有之）如今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一个可持续发展化学的新分支正在形成。那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对化学来说的重要性到底如何呢？虽然这一思想正在制造某种政治性的旋涡，以至于科学家们都团结起来形成一股社会运动（Woodhouse/Breyman，2005年）。但是，就对合成化学的众多分支和工业化生产的广泛影响而言，这一现象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尽管如此，还是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探索尝试，它们要么以替代性的合成方法为目标，要么对基本原料的转化进行工艺开发，抑或是提出化学材料的评价方案。在科研领域的形成过程中，分析性的和标准化的问题研究如何在科研项目中相互作用和影响，这个问题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替代性的合成和材料方法：原子经济性是可持续发展化学的一个核心原则，这一原则似乎可以被诠释成一种简约主义的要求（Anastas/Warner，1998年）。原材料的投入和产出应当具有一种最佳的比例。但是，人们也应当对所投入的原材料的使用条件进行审查。严格来说，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优秀的合成化学家历来所关注的问题。但是，近来也出现了原则上另辟蹊径的方法。就传统而言，人们根据稳定性的模式对化学材料进行合成。近年来又有了新的合成方法，“短距离化学”就是其中之一。根据这种方法，材料被赋予一种短期的稳定性，此方法在药品生产的有效材料上得到了成功的应用。由于其稳定性，这些材料在人身上显现出了作为治疗药物想要得到的效果，但同时，作为对环境有害的物质，它们也不能被污水处理厂收集，因此带来了不良的破坏作用。随着新设计方法的采用，这些材料既可以到达人体的作用位置，之后又可以分解成为没有危害的物质（Kümmerer/Schramm，2008年）。

评价方案：化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于对不同原材料和合成方法进行评价的可能性。评价在这里起着连接知识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桥梁作用。但是，由于可持续性的指标具有十分复杂的结构，因此，评价的透明度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Böschen等，2003年）。我们在分析欧盟新化学品管理法REACH时，曾经提到过风险指标的扩展问题，即从损害的指标一直到威胁的指标。持久度和影响范围是两个由生态化学所提出的指标（Scheringer，2002年），这两项指标所针对的实际情况十分复杂，因此需将事实的证据一同进行考察。为了进一步加强这样的评价方案，我们需要关于基本标准和规范的透明选项（参见第6章第2节），否则的话，这些指标不会引导人们做出希望得到的更好的决定，而是会在风险评价方面产生新的不透明的策略空间。

关联体系中的合成化学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在工业合成品的生产过程中，生产所必需的体系关联化的类型在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在人们对风险社会的诊断分析中有普遍的表现，根据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体系关联化在这里指的是卓有成就的现代化过程（在我们所讨论的案例中指的是对科技所形成的材料转化过程的扩展）的附带后果，这些附带后果决定了后现代以及“反思的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Beck，1986年；Böschen等，2006年）。因此，与材料功能化的新选项相关联的对社会和自然环境的附带后果，不仅越来越有必要加以论证说明，而且落到了不断扩大的规范管理要求的约束范围之内。为了能够应对这些要求，在科研领域内出现了解决问题的新方案。不过，这些解决问题的过程盘根错节、十分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可持续发展的主导思想（参见第4章第B.10节）虽然具有启发性意义，却并没有给合成化学领域带来进一步深化管理的局面。其原因在于，这里出现了两种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况：一方面，人们对高端化学（High-end Chemistry）产品的呼声依然很高，其目的在于创造出最先进的合成产品，以便开发出越来越特殊的功能；另一方面，要求可持续发展的呼声同样十分强烈。这里，我们可以根据合成化学评价问题的两分法原则（见上文），更准确地探寻不断增多的体系关联化的奥秘。

第一，对于可持续发展材料的使用方式来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首先是社会性原材料消费的数量和种类（Reller/Holdinghausen，2011年）。虽然科技进步的主导思想不再具有普遍的意义（参见第3章第5节），可是，实现增长的经济价值观仍然左右着许多关于社会发展的探讨和争论。这一点不仅与社会化的原材料消费的扩大相关，而且同社会化的原材料消费的多样化有关。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有理由不得不对社会化的原材料使用的持久转变持怀疑态度。这里让人担忧的问题是，虽然可持续发展通过交流沟通的方式得以成功实现，但在总体数量上，比以往多得多的非可持续的过程却也大行其道。因此，以“探讨的方式”对临界点的原材料使用行为进行“精致化”的现象，必将成为对合成化学进行伦理反思的核心课题。这里，合成化学的体系关联化选项就在于对减少原材料投入策略和另一种原材料功能化的重视，甚至是在于对非物质化策略的研究之中。那么，何不就此对“原材料租赁”方式进行一番思考呢？

第二，有必要对合成化学的体系关联化选项加以系统的改善和提高。这里，可以考虑改进合成化学后备人才的培养方法。倘若培养的方式所采用的是启发性的教育模式（也用于对重要的社会问题进行反思），那么，这种思考问题和教育的方式就会普遍推广开来（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化学-有机化学的实习机会，参阅Ranke等，2004年）。除此之外，关于如何实现社会价值的问题也可以在对化学原材料和工艺进行管理的“伦理学项目”中加以讨论，并且可以同时对管理思想和知识实践的一致性问题进行反思和探索。

综上所述，合成化学需要伦理学和社会实践的长期反思，以便得出体系关联化方面的要求和选项。这样，知识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在材料使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就能够透明化，同时，科学及公众和政治的探索过程也能够得到推动，而且人们能够得到关于结构化方面的各种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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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 普适计算

定义和特点

普适计算（普适运算、普适系统）并非指一项具体的科学技术，而是代表着一种无所不在的数据处理和无所不在的信息系统利用的信息化远景，在这个远景中，既没有起码的操作要求，也没有对用户不良的硬件影响。普适系统可以说是不显山不露水、悄无声息地在我们活动环境的背后发挥着作用。我们现有技术所到达的程度，都属于局部的和有特殊应用目的的解决方案，这些解决方案被具体地变成了不同的信息和资讯技术。

人们日常的行为将随时随地得到普适系统的支持和帮助，所谓的虚拟智能体将为我们减轻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负担，并主动协助我们完成各种意图和想法。举例来说，这些虚拟智能体将替我们制订旅行计划，为我们选择和预定想去的地方最优惠的产品报价；它们将监管我们的身体健康，在不寻常的情况下为我们的行动出谋划策；等等。这一切都将可能变成现实，其途径是将中间阶段的所有物体都安装上传感器、无线射频识别（RFID）芯片和计算单元，并通过通信技术相互连接。我们的整个行为环境将成为我们的信息员和交流伙伴。我们周围的所有事物都将在某种行为选项之下获得一种信息的加载和补充（所谓的Augmented Reality——增强现实）。这些行为选项的产生源自我们被系统识别为一个扮演某种角色的人，亦即旅行者、购物者或病号等，同时，系统还为我们所扮演的角色提供支持和帮助。

人们所追求的对系统利用的个人化的可能性通常是十分有限的，而且也于事无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系统有可能也会给怪癖的想法和神经官能症提供协助。各种信息可以通过终端机的显示器，或是通过耳麦传达给我们，抑或投射到我们的眼镜片上或是在物体的表面加以显示。抗拒行为将被阻止或是避开，抑或使之与普通的利益要求相匹配。

普适计算的核心特点在于：硬件部件和人机接口完全消失，系统的适配性和智能性，系统的自我组织性和环境识别（亦即对行为环境状况的识别能力），中间阶段的信息加载，无处不在的可用性，以及和行为相关的当地和全球信息的相互连接。普适计算带有不同伦理学挑战的主要应用领域在于：军事和内部安全（参见第5章第15节和第22节），生产（Smart Factory，智能工厂），医学应用和护理及协助服务，出行交通，居家服务（Smart Home），灾害应急管理，购物和业务生活。

概念沿革

普适计算的概念于1991年由马克·魏瑟[1]率先提出，并建立在行动计算（Mobile Computing）或情境感知计算（Context-aware Computing）这些较为早期的概念基础之上。概念提出时，魏瑟借用了中世纪形而上学中的一个概念。“无处不在”（Ubiquitas）本是对上帝的一个修饰词，说明上帝的干预可以无时无刻无所不在。其他的相关词语，如普适运算（Pervasive Computing，主要出现在经济的语境中）、环境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主要出现在欧洲的科研项目中）以及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等，虽然词义各有侧重，但指称的都是同样的远景应用领域。尽管这些概念的含义各有所指，但它们的具体发展历程十分接近。

对伦理学的挑战

通过普适系统来开发我们的日常生活，将会对伦理学探讨的三个条件产生巨大的影响作用，即（人在其中进行活动的）“现实世界的可决定性”，“行为主体的同一性”（行为主体应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以及使负责任行为成为可能的“遴选抉择”。实践证明，作为现实世界基本标志的抗拒能力的丧失乃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同一副佩戴得很舒适的眼镜那样，一项技术曾十分完美地被融合到日常生活当中，其后又几乎是自行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一种技术的理想如今却变成了一个问题，其原因在于，一个不让人了解和认识接口和抗拒能力的技术既无法受到检查也无法受到控制。这就预示了一个技术上的“魔术师弟子的问题”[2]的到来。于是，从抗拒能力和现实世界的丧失这个根本问题中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问题：系统取代了行为的主体，它自己变成了行为的承载者。同时，抗拒经验的丧失也可能会导致对人的同一性的削弱。人的同一性形成于其他人的认可或是不认可，并且造就自己的资格能力和反抗潜力。在由普适系统所开发的环境中，我们的行为将变得像是儿童借助系统期待马上实现自己的愿望一样的幼稚，这样一种危险是切实存在的。技术的模式有可能会被应用到社会的关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智能的行为环境在某种意义上会把无生命的自然社会化，同时也会将社会非社会化，倘若它是在效率观点下专注于实现愿望的社会过程的话。人的愿望服从于社会和心理的变化，愿望可以协商和修改，但不受纯粹技术处理的左右。

在使用普适系统时是否能够避免家长制效应和剥夺别人行为能力的做法，这个问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假如行为的可选性和退出系统支持的可能性被秘而不宣的话，这样的效应在病人及老人的护理和协助中甚至是人们所力求得到的效果。在说服式计算（persuasive，说服）的概念下，家长制的做法甚至取得了一种策略性的方案。在智能环境中，私人权利问题进一步尖锐化。系统的无处不在把私人的决策放到了一个无所不在的数据处理环境中，并且使之暴露在一个实际存在或是潜在的公众群体面前，从而使私人的决策权利遭到了限制。在大量充斥着与个人有关的数据信息的情况下，信息的自我决定权（参见第5章第9节）事实上已经无法再继续实行。即便能使个人身份匿名化的技术也无法避免个人数据管理的策略也变成了其他陌生人所接受信息的一部分。同意或拒绝对个人所处位置讯息的询问都会留下数据的痕迹。普适系统的使用几乎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持续性的监控，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妨碍任何形式的个人意愿表达的圆形监狱效应（参见第5章第22节）。最后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普适计算中是否会发生反向的自适应情况，亦即用户更多的是去适应系统而不是相反，同时，由此是否会造成其行为被“轻微”控制的结果。

各种各样的问题和不同的国家层面及文化层面的选择侧重，迄今为止都没有得到统一的解决办法。当前，人们的重点关注对象主要是针对表现在不同安全体系中的、数据保护和隐私权问题方面的技术和非常个人化的解决方案。有鉴于普适计算的复杂性，这些寄希望于把数据安全的工具交到用户自己手里的个人化解决方案是否能够解决问题，还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情。由斯图加特大学牵头进行的德国科学基金会的研究项目Nexus（与情境相关的行动系统的环境模式）所开发的平行交流方案，乃是缓和诸如剥夺用户行为能力和技术的不可控性问题的一种尝试（参阅Hubig，2007年；Wiegerling，2011年）。其方法是在出现混乱和错误的情况下，特别是通过系统中平行运行的渠道，用于形成信息（如何，何时，何处，由何人）的原信息被外人获取，同时与其他用户和设备的交流的可能性也存在，这时，应该根据合理性原则给予用户对系统控制的可能性，以及对系统设置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平行交流是为非专业人士所开发的一种办法，它并没有对科学技术可以减轻人们负担的作用提出质疑。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要让后台运行系统的作用和影响方式变得能为人所认识，并且为能力的保护和重新获取做出贡献。面对无形的庞大系统，通过提示和给予行动的选项和退出系统的可能性，从而使用户的自主权得到保护，这是人们思考的核心所在。

伦理学研究及其应用领域

迄今为止，不仅以普适计算的伦理学基本问题，而且以普适计算的潜力和对道德培养的影响为题的系统的伦理学探讨研究成果均鲜有所见。来自荷兰的彼得-保尔·维贝克[3]（2011年），马克·克科尔伯格[4]（2011年）和菲利普·布雷[5]（参阅Philipps/Wiegerling，2007年），以及来自德国的克里斯多夫·胡比格[6]（2003年/2007年）和克劳斯·维格林[7]（2011年）的论文均属于迄今为止少数几篇学术研究成果。绝大多数的伦理学讨论都流于对问题的暴露发掘和收集整理。近来在个别应用领域内，出现了数量巨大的伴随性伦理学研究，其中大多数侧重于对隐私权丧失问题的讨论（参见第5章第9节和第10节）。这里，我们不妨列举一下超出此论题的若干课题领域。

经济学：人们担心，假如普适系统未经所请独自参与到经济活动过程中，同时还独自引发这类经济活动的话，那么，经济活动的匿名化和不可控性还将继续存在。在网络经济中业已存在的责任归属问题还会因为普适系统的使用而继续扩大，对劳动过程持续不断的监控将给工作人员的身心造成巨大影响。

法律：除了数据保护的主题外，关于如何归属由普适系统所产生的、对肇始者原则和损失赔偿问题有相应影响的知识问题，乃是一个十分关键的课题（参见第5章第21节）。在传统的自动信息处理技术中，知识的创造在有限的范围内是依靠供专家使用的专家系统进行的，专家可以通过目标明确的数据输入来检查和控制这一过程，并对结果进行评判。在普适计算中，数据的输入是不间断和自动进行的，这一过程并不是为了产生专家知识，而是为了给完成日常的需求提供支持。其间，系统所进行的不仅仅是气象数据的输入，同时，它还要迅速实时地把用户的行为意图的数据纳入运算处理。正因为系统的目的在于传达直接与日常生活相衔接的行为知识，所以，虚拟智能体的错误信息和错误服务会有巨大的后果影响。谁来替错误信息所造成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参见第2章第6节）。

保险业：借助于普适计算的帮助并为了投保人的利益，人们试图消除投保人和保险公司之间所谓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但是事与愿违，此举有可能导致对诸如私家车保有者的使用行为全面监控的结果。尤其是存在保险价格被进一步个人化，直至保险理念被完全破坏的危险。即便是出于社会政治的原因，这种做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通常只有那些对保险公司来说存在最低风险的，或者说居住在很少发生盗窃事件的好社区的、拥有自家车库的客户，才能拿到优惠的保险价格。拒绝使用普适系统可能会招致投保范围不足和保险费增加的后果。

医学应用：在花样繁多的应用可能性中——从急救医学，到远程医学和病员管理，直至风险病人监护，特别是新近的医学研究尝试遇到了伦理学问题的重大挑战。于是，普适系统远景的进一步扩展将上演这样一幕情景，借助智能的、与外界相联系的植入体和假肢的帮助，一方面会导致对人的身体状况不间断的监控和调整，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人的身体潜在能力的提高（人类增强，参见第5章第8节）。在这一过程中，普适计算同电子人和生物制品的概念相结合，并由此开启了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携手合作的历程（参见第4章第C.1节）。智能植入体——从膝关节到脑起搏器——将被植入一个经过改良的有机环境，其不仅使失去的功能和能力得到重新回复，同时也将使身体的工作能力、生活质量和寿命得到提高和延长。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的规范标准明显地被应用到了以工作能力为明确优先的健康观念之中。人身体的活动节奏可以适应劳动的要求，以飞行员为例，这些工作需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和强壮的身体素质。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从内部和外部无时无刻不受到监控，并且在自身的物理支配方面受到操纵。借助所谓神经生理、生物控制或情感计算的方法，甚至人的大脑活动（Brain Reading，读取大脑）和情绪状态都能受到记录和操控。人的自我认识和对自己身体的认识都将发生极大的改变。这个“新的人”将是一个不同于我们的另一种生物，他以另一种亦即技术的方式同环境和“社会体系”相关联。皮肤不再是人身体的外部界线，人成了一个始终受到监控和由外在力量所控制的生物。

护理：在病人护理和老人生活辅助方面，人们寄希望于以普适计算为基础的实际应用——比如所谓的老年人环境辅助生活（Ambient Assisted Living）——能够提供一种解决人口结构变化问题的可能性。借助系统的帮助，老年人不仅可以更长时间地生活在自己家里，而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生活自理。这里，系统不仅可以作为提醒助手服务于老人（如提醒吃药等），还可以安排他们的日常生活，观察他们的健康状况，以及通过机器人系统完成护理工作。不过，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系统减轻负担的作用可能会很快变成对病人和老人行为能力的剥夺。所以，病人和老人护理照料的辅助系统处在一种减轻负担和剥夺能力不能两全其美的尴尬状态之中。在给社会减轻负担的同时，家长制效应的代价是个人自主权的丧失。

当前现况和未来前景

从伦理学角度对普适计算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探讨虽然在21世纪才刚刚起步，此后却一直随着普适系统的发展而发展。许多由普适计算的应用所产生的问题都被归属到了实用伦理学的其他领域之中，如医学伦理学、信息伦理学和传媒伦理学等。从根本上说，伦理学的伴随研究所关注的课题都是广义上涉及数据保护和个人隐私保护（参见第5章第9节）的细节问题，间或也包括系统发展的指导原则问题。文化层面的特点及其在系统发展上的伦理学影响，迄今为止却鲜有探讨。为欧盟方面所热捧的环境智能（Ambient Intelligence）概念所强调的重点不仅是保密性理念，而且从广义上要求在由欧盟资助的项目中进行伦理学的伴随研究。

迄今为止，很少有学者对普适计算对数据和隐私权保护以外、涉及改变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内容进行过探讨研究。其原因在于，普适计算还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而且，鉴于技术、法律和经济的问题都还悬而未决，将一个尚未成熟的技术的潜在能力予以盖棺定论，难免有主观臆测和空穴来风之嫌。近年来，人们一直对普适计算的远景是否能够全部实现表示怀疑，换句话说，全球性的普适体系被认为是无法建立的。虽然科技在不断进步，但是鉴于基础设施的缺失和始终未解决的成本问题（包括系统的用电和维护成本），即便是在范围不是很大的地理空间内，我们离这个远景实现的距离还十分遥远。诚然，普适计算已经进入了政治性的讨论，不过，由于讨论都集中在来自传统网络应用的现实问题上，所以往往阻碍了人们对普适计算的关注视野。针对普适计算改变社会的潜在能力及时地进行公开的伦理学讨论，或许能够起到对普适系统进一步发展的引导作用。

自1999年以来，一年一度最大规模的国际专业大会普适计算国际会议（UbiComp）定期将涉及普适系统伦理学问题的各种研讨会和学术报告都融合在一个专业的平台上。然而，大会的发言并非都出自提出原则性问题和引述传统伦理学问题的正牌伦理学者的专业论文，而是着眼于实际应用的研究报告，这些报告在更宽广的范围上对各种伦理学的冲突进行探讨，并使人们对所存在的问题能够有一个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和认识（Hilty等，2003年；Heesen等，2005年；BMBF，2006年；总体了解核心冲突领域可参阅Friedewald等，2010年；EGE，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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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实践中的技术伦理学

第1节 技术和创新的政治意义

为了给负责任的决策过程提供帮助，从伦理学角度对技术评价和技术决策进行反思的技术伦理学方兴未艾，并致力于将其他学科的技术知识融合到自己的问题范畴和认识领域当中。其目的，一方面在于批判性地巩固自身的立场观点，并且始终勇于接受新鲜事物；另一方面在于对环境和潜在可能性进行探究，以期发挥自己的实际作用。本文将从社会科学的技术研究角度出发，特别就后者做一些论述和探讨。

概念的定位

本节的标题“技术和创新的政治意义”好比是一套俄罗斯套娃。其概念犹如一个环环相扣的多层结构，只有将每一层先进行“分解”，之后再重新进行“组装”，其内容才昭然若揭。这里，有三个层次的概念需要我们加以区分。

“技术”一词（参见第2章第1节）除了狭义上指的人造产品、技术基础设施、大型技术设备和横向辅助技术之外，广义上还指方法、工艺、程序等技术形式。技术决定论（参见第4章第A.9节）经过它的繁盛期后，取而代之的是把技术理解成一种复杂、多梯级和社会性选择过程结果的学术理论（Lutz，1986年）。

不仅如此，“创新”一词的含义也同样普遍和宽泛。从狭义上来说，它特别指的是技术上的创新活动：新产品的发明，技术工艺的优化，或旧技术重新组合成新技术等（Rammert，2010年，第2页）。在广义的理解上，但凡是有创新的社会领域，“创新”的概念皆可以加以应用。因此，除了技术创新之外，如今也出现了经济创新、文化创新、学术创新、政治创新和社会创新等各式各样的新现象。对于创新过程的概念理解，人们重点强调的是各种不同的创新类型之间相互作用和共同影响的因素。这里，我们可以就创新的过程做出三种不同阶段的划分（Simonis，1999年，第163页）：

·一项技术可能性的发明

·新技术可行性的研究和检验

·将新技术解决方案纳入社会化的应用和利用

在创新过程的最后阶段，社会和机构这两大要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这一阶段在社会科学的技术研究中，被认为对创新的成功与否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然而，技术和创新不仅在概念上可加以区分，同时也可以相互关联。二者的一个重要共同点在于，技术概念和创新概念一样都可以被理解成一种社会性的机构化的东西（Rammert，2008年，第5页及下页）。技术作为机构化的事物既可以使行为和对行为的考量变为可能的现实，同时又可以对它们加以限制。创新所起到的机构化的作用，不仅在于对社会秩序提出质疑并让人对此产生误解，而且（按照约瑟夫·熊彼特学说的观点）在创新过程中甚至破坏了这一社会秩序。技术创新的不断增加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不确定性的增加。在当前占据决定地位的技术创新过程后期控制作用的模式中，社会生活过程范围中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的获得和嵌入都是在技术创新之后进行的。

同样，政治概念的含义也是多重性的（Bröchler，2008年，第183页及下几页）。首先，从技术和创新的政治意义角度来说，作为复杂多样的现代社会社会化后的子系统，政治体制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政治体制有贯穿全局式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为了解决公共社会的问题，它能够制定和实施对全社会都有约束力的决定。依照政府管理的学说观点（Benz/Dose，2010年），有学者提出论证看法道，为了解决公共社会问题，社会成员应当被结合到政治意志形成和政治决策制定的过程当中去，从而改进他们的政治行为能力（Mayntz，2010年）。

除此之外，从理解技术和创新的政治意义上下文环境中的政治概念角度来说，不同的政治层面皆有其各自重要的意义。政治学以分析的方式将政治分为三个不同的范畴：形式（Polity）、过程（Process）和内容（Policy）。与技术和创新的政治学意义相关联，制度的（诸如基本法第5条第3款这样的宪法规定）和组织的形式（比如相关主管部门的职能和构建，或是技术和创新的政治意义范畴中网络式的结构）乃是形式范畴的主题。过程说的是权利策略、共识策略和执行策略这三个策略层面。内容则专指的是技术和创新的政治意义范畴中政策性的规划，例如“纳米技术行动计划2015”，或是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Bildung und Forschung，BMBF）的促进计划“信息和通信技术（IKT 2020年）”。

经过概念的“分解”和结构成分的简单阐述之后，概念就能够得到更为准确的定义。我们可以将技术和创新的政治意义定义为一种政治的行为空间（Polity），在这个空间里，国家和公众社会的行为者在处理由技术创新的挑战和社会问题所产生的公共问题时，以国家管理及技术管理为框架，在解决问题、权利维护和权利获取（Politics）的过程中（比如涉及国家的行动规划时），一起携手合作，共同发挥作用。

技术管理条件下技术和创新的政治意义

若干年以来，国家的管理体制正在发生跨领域的大转变。根据人们以往对政府管理的理解，处理公共事务乃是国家的重点工作任务。根据这一模式，在技术政治和创新政治领域中，通常由执法部门、法律部门和行政部门的执行措施以命令、禁令和功能的分配形式所做出的权威性的决定，就是必须遵守的准则规范。如今，政府（Government）越来越多地由管理（Governance）所取代，具体表现在，国家的行为者和有争辩能力的非国家行为者趋向性地、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对公共问题的处理过程，其目的是提高人们的政治行为能力。

针对“技术政治和创新政治”这一领域，技术管理（Technology Governance）的概念已经约定俗成，广为流行（Bröchler，2010年；Bröchler，2012年）。此概念的核心内容是针对来自社会、技术体系发展和再生产的各种挑战和问题，以及机构组织和当事人应当以何种方式方法来应对和解决这些所共同面临的挑战和问题。相对而言，技术政治和创新政治领域中的技术管理是种类繁多的管理研究中一个还十分年轻的研究领域（Benz等，2007年）。关于技术管理的研究工作，我们通过生物技术领域（Schmidt，2010年）、可持续发展领域（Albrecht/Schorling，2010年）和技术后果评估领域（参见第6章第4节，Bröchler，2010年；Bröchler等，2012年；Grunwald，2012年；Simonis，2012年）便可略见一斑。由于体现在产品和技术上的新观念和新想法的实现是在企业中而非经由国家所进行的，因此，技术管理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和科学领域当中。与之相对应，技术伦理学有不同的切入点，用以面对不同的当事人和对其行为可能性进行反思，例如在经济伦理学的框架内等（参见第4章第C.8节）。

为了更好地理解协商体制的作用方式，对政治意义上的技术管理和经济、科学和社会方面的技术管理加以区分是十分有益的（Simonis，2012年）。倘若技术范畴中的问题演变成了公共的冲突和矛盾（关于技术争议，参见第3章第6节），那么，政治意义上的技术管理就有了登场亮相的重要动因。国家行为者和公众社会行为者都是各执己见的参与人，他们分别受到不同体系要求的约束，因此，所追求的行为理性也不尽相同。技术政治和创新政治是在一种网络式的复杂结构中完成自己使命的，在这个结构中，国家行为者和私人行为者交互发挥着作用，但是，这一切皆发生在国家这一体系的巨掌之下。

对于技术管理来说，我们将来是否能够以及用何种方式克服技术创新的两重性，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这是因为，如同古罗马神话中的双面神亚努斯一样，技术创新有一副双重性的面孔。一方面，技术通过行为选项的扩展向人们承诺解决问题的办法；另一方面，它又引起各种各样的问题。围绕核能（参见第5章第11节）、磁悬浮以及诸如斯图加特老火车站改造工程“Stuttgart 21”或是法兰克福机场扩建工程这样的矛盾冲突已向人们表明，新技术不仅会引起技术的各种问题，而且会引起经济的、生态的、公众社会的和政治的诸多问题。每一项新的技术创新都必然引发社会范围内的双重矛盾（Simonis，1990年，第150页）：人们的行为可能性同时被扩大和缩小；不安全性同时被减少和增多；社会再生产在这一行为中同时被稳定和失去稳定。

从社会学的技术研究视角看，不可能有一个未来技术双重性的根本“解决办法”。然而，对待这个问题可遵循的一个方针策略是，一方面，对不安全和风险的程度加以限制，另一方面，通过面向未来的技术和创新政治来实现能够适应未来的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社会和机构这两个因素对于创新的成败具有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我们是否能够成功地通过社会化创新过程的关联环境，打造出具有有利于民主（关于民主和技术，参见第4章第C.5节）和具有可持续发展（参见第4章第B.10节）特点的、有助于完成更加适应未来的技术创新的发展之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问题。

技术管理造成“责任的稀释”了吗？

在技术政治和创新政治的背景下，出现了关于技术管理范畴中的责任问题（参见第2章第6节）。反思这一问题的关键点在于，在如同网络般的、涉及方方面面的当事人的协商体系中，国家和社会公众的行为者中由谁来对决策承担责任。

在政府管理模式中，这个问题回答起来相对来说非常简单：责任由作为合法民主机构的国家承担！正是从政府管理的概念出发，马克斯·韦伯在责任伦理学意义上为政治行为做了明确的归属：责任由政治决策者承担（Weber，1958年，第524页）。

与之相比，人们必须以批判的审慎态度来对待技术管理方面的责任归属问题，而此问题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和责任问题的伦理学争论相衔接的论题（Grunwald，1999年）。假如人们把责任理解为一个“归属概念”的话（Grundwald，2011年），那么，这里有五个客观的重要构件可以加以确定：“……面对一个规则的系统以及面对一个知识的现状，某人要在某个权威面前承担某事的责任。”（Grundwald，2011年，第14页）但是，在技术和创新政治的意志形成和决策过程中（在技术管理的条件下），究竟谁是“责任的主体”，这个问题却并不十分明确。非国家层面的行为者是否也要承担责任，如果是的话，那么又该在怎样的程度上承担责任呢？因此，鉴于责任归属的不明确性，如何来应对“责任的稀释”（Bechmann，1993年）的潜在危险，是一个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政治过程中技术管理方面的技术伦理学切入点

想要对技术和创新政治学起到构筑性作用的技术伦理学，正处在一个充满各种前提并已经带有各种政治结构的行为空间中。因此，弄清政治体系的特点，从而发现技术伦理学反思的可能切入点，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作为整个社会体系的子系统，政治的特点在于具有系统化的作用逻辑和合法民主（共同）决策者独特的行为逻辑。政治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以利益为主导的过程，其目的是在行为者的权力维护和权力获取的动机背景下，对共同的问题进行全社会的和有约束性的处理。政治必须处理各种不同种类的问题，从社会学的分析角度来看，这些问题可以总结为三种类型（Bröchler，2012年；Bogner/Menz，2010年）。

·分配冲突（比如集体冲突）围绕着这样的问题进行：在紧缺资源的争夺中，哪些权力要求可以获得通过，蛋糕如何分配，谁应得的是哪一块？

·知识冲突（比如围绕法律所允许的移动电话的射线极限值问题）因这样的问题而爆发：哪些真相诉求应该具有政治上的有效性，因而具有对全社会的约束效力，什么是“真实的”知识，它如何定义？

·价值冲突因如下的问题而产生：哪些道德的正确说法可以被认为是有效的，并且对政治的决策拥有行为指导意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以及出于良好的原因，什么事情是我们应当不去做的？

鉴于其在处理社会性问题上所起到的作用，从具体的角度来说，技术伦理学是一种处理问题的特殊类型，它首先所做的是对价值冲突的反思。但是在政策运行过程中，技术伦理学可以在哪些地方发挥出自己的专长呢？

下文中，我们将采用政策循环（Policy Cycle）模式，目的是发现技术伦理学可能的切入点。在政治学中，政策的运行过程被看成一种不同阶段的连贯顺序（Jann/Wegrich，2009年），其用意是尽可能区别对待和理解复杂政治过程的内在动势、特征和原因。

（1）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和定义：在这个层面上需要澄清的是哪些争执的问题可以被认定具有社会问题的性质，以便通过政治系统对之进行处理，哪些政治问题应当放到政治的议事日程当中？

（2）政策表述和约束性的政治决定：这里需要进行定义处理问题的目的应当是什么，可以考虑哪些处理问题的不同策略，以便随后做出对全社会有约束力的决定。问题在未来可以如何解决？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3）执行解决问题的措施决定：这个阶段的要点通常是通过公共行政部门实施经过合法化的决定。政府和行政部门如何在社会实际生活中实现政治目标？

（4）所采用的策略的作用和影响：重点是对所选择的解决问题的政治行为的检查。采用所选择的策略，政策是否达到了其目的？

在政策运行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是政策的表述和决策。在这里，技术伦理学通常以制度化的政治咨询的形式出现。其中，重要的参与者为伦理委员会（参见第6章第8节）、学术机关和伦理学研究所等。具有典型意义的是面向决策者的工作方式，以及由学术专家参与的技术伦理学的咨询模式。

近年来，尤其在能源政策领域中，技术和创新政治正明显地随着局势的变化而变化（参见第5章第5节）。在技术伦理学反思的切入点方面，福岛核电站事故成了人们讨论问题的出发点。2011年福岛核泄漏事故之后，直接出现了最早的政策变化。为了澄清对联邦德国能源政策的后果影响，人们在现有的技术伦理学问题机构之外，又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委员会：“能源供应安全”伦理委员会。这个当时由联邦政府环保部部长托普法尔[1]牵头的伦理委员会的任务，是要澄清核能利用是否能够承担起相关责任的问题（Ethikkommission Sichere Energieversorgung，2011年，第8页）。与此同时，技术伦理学研究矛盾冲突的视角一下成了未来能源政策合法化的阿基米德支点。自此以后，核电在政治上不再被定义为关于对风险含义下正确定义的知识冲突，而是堂而皇之地被定义为价值的冲突。伦理委员会从根本上按照政治咨询的模式办事，以决策者和专家为核心，并且以政策表述和政策制定的阶段为最终目标。

伦理委员会的建议及以之为基础的德国未来能源供应的政治决策，给未来的伦理学反思打开了一扇机会之窗。所谓“能源转折”可以被理解成一种尝试，即在能源政策方面建立一种新的技术管理体系。这里，人们所追求的具体目标是，国家、能源企业和公众社会在“德国能源未来”的共同体内携手合作，同创未来。与此同时，人们还要从围绕核能和技术性的基础设施项目的冲突争论中，汲取民主理论方面的经验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在于要从数量上扩大民众过程参与的权利，以便广大民众能够及时和有效地参与和影响政策的形成过程。按照这一认识，我们应当为分散决策创造新的共同参与机会（Ethikkommission Sichere Energieversorgung，2011年，第7页）。

人们所努力实现的新的技术管理模式可能会成为技术伦理学反思的新切入点。倘若扩大参与可能性的要求受到重视，那么就不仅会产生针对政策表述和制定阶段的需求，同时在之前的问题认识和定义阶段，特别是在对技术决策的理由和依据的理性分析和批判的过程中，也将会出现这样的需求。

我们要在分散化技术决策过程中加强决策参与的力度（参见第6章第5节），不仅要让政治去面对种种改变，同时也要让技术伦理学反思去面对种种改变。以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开发新切入点为己任的技术伦理学，正面临着在社会咨询的非自由化方法面前开放自己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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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 技术法

但凡技术的开发、应用和（以经济目的）使用技术者，通常所谋求的是一个表现为好处和利益的目的（效用作用）。技术作为“手段的系统”（Hubig，2002年，第28页及下几页），其特点就在于它的意愿特性（参见第2章第1节）。在某人眼里，一件体现为技术的使用者所希望获得的效果的东西（比如不用身体力量的向前运动），在另一个人眼里，即便是在符合技术用途的情况下，也可能与消极的后果相关联（与火车或汽车相撞）。除此之外，各种功能失误（蒸汽锅炉爆炸）和其他非主观所愿的效果（蒸汽火车飞溅的火花引起的火灾；关于技术后果的一般问题，参见第2章第5节）同样属于同一类型的情况：技术投入使用时，不仅是意愿之中的，而且非意愿之中的后果皆有可能导致各种矛盾冲突（参见第3章第6节）。技术法就是针对这些矛盾冲突（就其被人们当作矛盾冲突而言）所做出的社会性回应。这里，法律的切入点并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与技术打交道时的人的行为。

通过多极考量来解决矛盾冲突

矛盾冲突因利益的冲突而生，而利益的冲突既可因意愿中的结果而生，又可因非意愿中的后果而生。意愿中的结果通常为技术的使用者带来好处，而非意愿中的后果则出现在受牵连的第三方身上（如左邻右舍的土地产权人等）。由于关联第三方的加入，便产生了典型的三角关系：这时，国家的作用（立法、司法、行政）就在于，针对技术的使用者和其他受牵连者，分别赋予他们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倘若矛盾超出了局部范围，那就要以全局的视角来加以解决。这里，同样要考虑到意愿后果和非意愿后果两种情况。除此之外，公共利益之间的目标冲突也会时有发生（比如机动性与保持生态多样化，或是保障没有噪声污染之间的矛盾，参见第5章第17节）。

从宪法的角度看，当事人在谋求其个人利益时，可以以基本法为依据，而公共利益的诉求则归属在国家的手里。前瞻性的冲突解决方法要求法律标准或是其他制度规定的配合。对于受到基本法保障的行为可能性来说，这一点意味着一种对权利的侵害。但是，由于其不可避免及原则上被允许，这一点也需要对这种侵害加以理由说明，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对过度禁止（也叫均衡性原则）的标准特别加以注意：（1）立法者所想达到的目标必须与宪法的规定相一致；（2）所采用的手段必须至少适合于促进目标的实现；（3）手段必须同时是有必要采取的（只要有“更温和的手段”可供使用，此条件即不存在）；（4）最后，目标的实现和对基本权利的妨碍不允许处在明显不相称的关系中（狭义的适当性或均衡性）。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种合理的目的和手段关系。根据这一点，理由不成立的自由损失就是违反法律的滥用禁令：由基本法保护的行为可能性范围只接受那些有理有据的限制措施；如果宪法利益的实现机会出现了互为矛盾的情况，那么，它们必须尽可能在没有滥用的情况下达成协调一致（法律的不足问题，参阅Führ，2003年，第254页及下几页）；这项任务可以通过“实践中的和谐”（Hesse，1995年，页边码第72页）加以解决。这里，问题的重点不是对问题的两极考量，而是必须对多方诉求加以兼顾，这就需要我们在多极优化上下功夫。

对多个当事人的后果影响进行评估，以及对不同解决问题选项的作用和影响进行描述，是一项涉及法律后果评估的任务。这个评估工具归根到底无外乎是一种“以社会学为基础保证的、对需要归纳梳理的现实生活情况所进行的实际分析研究”（Denninger，1975年，第546页），没有这项研究，扎扎实实的对过度禁止标准的应用就没有可能。与此同时，不仅欧洲层面规定必须具备和使用这个评估工具，而且德国政府起草法律时也规定必须具备和使用它（联邦部委《一般业务条款》第44条）。该工具要求，不仅要将对公共利益诉求的后果影响进行分析和尽可能予以量化，如对环境的影响等（Bizer/Lechner/Führ，2010年），而且也要将对“各种利益”的后果影响进行分析和尽可能予以量化，如对消费者的影响等，目的是在此基础上，对计划采取的措施的作用以及与之相关的成本（在合理决策基础的意义上）加以分析和阐述（ABC原则：Analyse Benefits and Costs，Hensel/Bizer/Führ/Lange，2010年，第328页）。在关于技术法的后果分析中，同时也在法律的制定和应用中，本着以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原则的精神，进行多学科间的携手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标准化取向

在人们进行考量和决策时，标准化取向除了传递人们的基本权利外，还传递着由立法和行政机关所要维护的公共利益诉求。在此期间，静止地维持现状并不是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这一点通过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即可得到印证和说明。可持续发展观不仅在欧洲法层面上，而且在国家层面上，并通过作为国家所设定目标的基本法第20a条的规定，对国家权力机构的行为产生指导性的意义（关于可持续发展问题，参见第4章第B.10节）。于是，由此而产生了立法者的一项任务，那就是为遵循可持续性标准的技术发展设立一个方向性的框架（技术法作为创新法，参阅Hoffmann-Riem，2009年）。从标准规范的意义上来说，技术法的任务就在于为可持续的发展路线发现和开发潜在可能性。

这种充满活力的标准化取向不仅对政策制定机关，而且对社会的当事者都是一种特别的挑战。之所以这样说，并不仅仅是鉴于与之相关的种种不确定性（见下文），而且也是因为往往只有不同当事者齐心协力，才能释放出为技术创新开发可能性空间的创造性潜力。在此过程中，问题的关键并不只是要开创性地扩展技术产品的发展路线，而且是要唤起当事者勇于改变自己的积极性。因为，往往只有在技术创新和行为改变的共同作用中，才能给标准化的制定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因此，政策制定部门的任务不仅在于，通过权利和义务的判归把个人的权利范围区分开来，与此同时，这样做的实质意义在于鼓励当事者相互之间积极主动的携手合作。这一思想显然已超出了传统的社会治安法范畴，即所谓由交警拦下当事者，使其停止“违反安全的”行为的做法。反之，我们是要鼓励当事者，为了全民的利益而积极联手协作。

技术法的释放和限制作用

只要主观意愿中的技术后果在社会公众看来是受欢迎的话，那么，法律就具有一种对技术的使用予以释放的功能。除此之外，法律还应寻求做到将非所愿的技术后果加以最小化（Winter，1988年）。通常情况下，法律的这两项作用是相辅相成的。举例来说，若是有人计划兴建一处工业设施，那么在满足审批条件的前提下，他一方面有要求政府机关颁发批文的权利，政府机关借此给予他用于面对左邻右舍的私法抵制权利的特权（《联邦环境保护法》第6、14条）；另一方面，他同时受到强有力的经营者义务的管控，经营者义务在内容上规定了他的法律地位，并要求他无偿地对新发现的风险做出反应，或是进行技术的改造和更新（《联邦环境保护法》第5条）。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即便是像预防性开业审查（直到国家主管部门通过批文将所要遵守的规定加以定义之前，不允许兴建和运营以及重大改造）这样的属于传统秩序法的指挥和控制（command and control）工具，能起到既包含释放也包含限制的双重作用。

从这一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基本权利方面的一种三角关系：立法者要对企业家的行为进行鼓励，同时，关联第三方的基本权益也要得到保障。后者在《联邦环境保护法》第1条所规定的法律保护目的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由《联邦环境保护法》第5条所规定的企业经营者基本义务的协作关系中，国家所履行的宪法义务是，鉴于其所设立的框架条件，立法者才为技术的应用和利用创造了前提条件。所以，它要对因技术的应用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承担共同的责任。国家必须为技术的应用设置实体法和诉讼程序法方面的界限，以保证基本权利受到保护（Führ，2011年，页边码第29页及以下和第47页及以下）。

这里所涉及的并不单单是国家“自愿赋予”其公民的担保，这些担保往往有被再度取消的可能。相反，宪法中所产生的是某种程度的“续存保证”，它既用来为实体法方面制定规定，也用来为诉讼程序法方面的规定提供保证。这些规定虽然在法律制定过程的框架内可以由立法者进行修正，但不能在实质内容上被消除。

狭义技术法的实质要求

在实体法方面，狭义的技术法规定（理解为对技术的开发、应用和利用进行明确指导的规定）在要求防止危险发生的同时（保护义务），也要求对危险预防提供保障（Rehbinder，2012年，页边码第19页及以下；参见第6章第3节）。举例来说，《基因技术法》第1条第2款对目的的规定为，“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自然及其关联部分、动物、植物和物质财产免遭基因技术的方法和产品的有害影响（保护目的），并且预防此类危险的产生（预防目的）”。此外，这里应当特别予以强调的是“在兼顾伦理价值的情况下”这一目的定义开宗明义的表述。迄今为止，这一表述的法律意义从未得到过明确澄清（关于申请生物专利禁令的相关问题见下文）。

由于受到历史发展过程因素的影响，原本意义上的技术法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应对所发现和认识的不同矛盾和问题过程中，各行各业的管理规定应运而生：最早是始于19世纪工业化时期的蒸汽锅炉管理办法（参见第3章第2节）和商业及铁路法，之后是针对水、空气和土地的新闻媒体关注，直至近年来与特定的产品种类或特殊危险特征相关的各种法律和法规，如原子能法、化学品法或基因技术法等（关于合成化学，参见第5章第24节）。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当把含有信息和通信技术（电话、移动电话和计算机）使用规定的各种规范领域也算成原本意义上的技术法，而且，还应将与之相关联的数据保护规定也包括在内（参见第5章第9节和第10节）。基于这种认识，有人认为，无党派性的技术的实体法规特别有利于自由和创新，但这一论点经不起进一步的检验和推敲（Roßhagel，2009年）：单就立法者的义务来说，亦即由立法者自己做出符合基本法的决定，而不是将之交付给经济参与者来进行定夺（决策责任），这两者之间原本就是互为矛盾的；同时，法治国家对法律规定及由之而产生的行为规范的明确性要求，以及对实际控制效果的要求（有效性），往往也同样需要有分门别类的技术规定。

尽管如此，对于各种实体的要求，如针对全部的技术现状，或是（更高要求上的）针对科学和技术现状（在原子能法和基因技术法中即是如此），立法者有时也不得不采用非确定的法律概念对之进行限定和说明。从标准论的角度看，这些都不是完善的义务规定，但是与伊曼努尔·康德的提法不同，它们都可以算成法律义务的范畴（Führ，2003年，第66页及下几页）：这些规定虽然不是先验明确的法律准则，但（在兼顾制度环境的情况下）都是可加以定义的，同时还带有某种程度的发展开放性和针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的灵活性。通常情况下，这些规定都会被加以补充和具体化，比如说以侵入和排放极限值的形式（Winter，1986年；Führ，2011年，第239页及下几页）和安全要求等。这些补充和具体化经常出现在低于法律等级的规则系统中，如准则和管理办法，以及具有特别重要的实际意义的技术标准中。其过程是先经由各国自己的标准制定机构，如德国标准化学会（Deutsches Institut für Normung，DIN），然后，随着欧洲化和全球化的进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跨越国家界限的机构组织中，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和欧洲标准化委员会（Comité Européen de Normalisation，CEN）等。

广义技术法

凡是对技术的开发、应用和使用起到实现、促进或限制作用的所有其他标准规范，都属于广义技术法的范畴。同理，几乎没有什么标准规范不可以归纳到广义的技术概念之中（参见第2章第1节）。

标准规范与知识产权有更为特殊的技术关系，这点在专利法中尤为如此。与此同时，这里也是可授予专利权与否的（具有伦理依据的）界限所在，比如《欧洲专利公约》第53条中规定的那些例外情况：（a）专利权不授予“其商业用途违反公共秩序或是伤风败俗的发明”；（b）不授予“植物种类或是动物种类，以及主要用于培养植物和饲养动物的生物学工艺方法”。然而在专利实践中，已经形成了避开生物专利禁令的各种对策。专利的内容已经不是植物或动物种类本身，而是获得这些种类的工艺方法。于是乎，凡是通过这种途径所得到的发明结果都统统被囊括到了专利当中（Herdegen/Feindt，2011年）。典型的案例即植入人体癌细胞基因的所谓“哈佛癌症小鼠”，欧洲专利局最后还是给这个小鼠授予了专利权（EP 169672）。

对风险规范中不确定性的考虑

如果法律想要完成解决未来矛盾冲突的任务，那么，它就必须要处理好有关知识的问题（Bora，2009年）。技术未来的发展路线不仅无法预知，而且其使用类型及与之相关联的后果也同样是个未知数。因此，立法者处在一种不确定的决策情况之中，却又必须做出一个具有风险的决定（参见第4章第C.7节）：不确定性不仅因与技术的使用相关的事件发生而存在（一级不确定性），而且也因技术后果和与之相关联的对当事人的利益和法益，以及对公众诉求的影响和作用而存在（二级不确定性，参阅Gottschalk-Mazouz，2011年）。

大多数情况下，立法者都采用一种综合性的策略（Rehbinder，2012年，第234页及下几页）：他起草制定实体的标准规范（见上文），并经常将其与程序的内容相结合。程序的要求不仅对标准生成的过程（作为正式法律或低于法律的规则体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对标准的应用（以政府单项决定的形式）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这种方式，立法者建立了一种制度框架，它给所有参与者的学习过程提供了方便。

在近年来的立法过程中，与此相关的欧盟新化学品管理法REACH（化学品的登记、评估、授权和限制，Führ，2011年）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根据此前的法律规定，对于大多数化学原料来说，人们弄不清哪些会对人类和环境造成后果影响，因此，由政府做出的限制很难显得有理有据（毒性盲区，此问题可参见第6章第3节的预防原则）。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如今的原则是“没有数据就不让销售”。只有将化学原料在欧洲化学品管理局（Europe Chemicals Agency，ECHA）做过登记的生产商或进口商，才允许将此化学品（继续）进行销售（参见第5章第24节）。进行登记的条件是，要以电子形式将关于化学品如何使用的毒性数据和其他数据传交给管理局。数据文件要涵盖化学品安全方面的整个寿命周期，而且登记人必须证明因化学品所产生的各种风险是能够“以恰当的方式得到掌控的”。如果化学品的特殊特性（比如纳米材料特性）没有在数据要求中显示，知识形成的努力因而付诸东流的话，出现问题的将会是以责任自负为基础的管理办法REACH（Schenten，2012年）。

同时，在《普通原料法》之外，亦即在《特殊原料法》（药品、杀虫剂、生物农药、新型食品、化妆品）、《固定资产法》（工业设备、核电设备、基因技术设备）和基础设施规划中（道路、铁路、机场等），形成和记录尚且缺乏的新知识这项任务，在多数情况下都交给了技术的使用者（申请人/项目承担者）来完成。除此之外，职权调查原则至少在德国（《行政程序法》第1条第1款）也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政府部门“以官方名义”对各种与决策有重大关联的情况进行调查，其中包括取得鉴定师的鉴定报告等，而费用则由申请者承担。

透明度问题

与技术法的知识形成因素密切相关的是所得到的数据的透明度问题。数据在政府部门的审批程序中（审批、计划确认等）向社会民众予以公开。尤其是因为国际法（《奥胡斯公约》[1]）和欧洲法的规定，互联网越来越多地作为传送信息的媒介而被得到使用，从而减少了第三方和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障碍和困难。

透明度的一种典型形式见于欧洲化学品管理办法REACH之中。这里，可以通过一个互联网数据库调取和查阅在登记程序中提交给欧洲化学品管理局的各种数据。按照规定，有关化学原料的毒性特征、导出的极限值以及原料的等级和标记等数据，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公之于众。至于其他种类的数据，企业可以在登记数据库中提出相关的（收费）保密申请（Führ，2011年，第435页及下几页）。截至2013年2月，人们在那里一共可以查到8023种化学原料的数据。

过程参与因素

鉴于未来技术后果评估和预测的各种差异，过程参与因素具有特殊的意义（参见第6章第5节）。从标准规范的角度来说，参与因素可以在植根于民主原则的制衡力量原则和对比信息中找到依据。借助这两种因素，以全民福祉公正性为宗旨的主观意愿在过程方面便产生了效力。与此同时，这两种因素也用于具有优先地位的基本权利保护目的（Denninger，1990年）。除了单纯的透明度之外，有效的参与可能性也水涨船高般地——作为《奥胡斯公约》的“第二个支柱”——在固定资产法及越来越多地在产品法中做了特别的规定。

正如我们在REACH中所见到的一样，不仅在国际层面上，同时在欧洲层面上别具一格的是所谓全社会管理（inclusive governance）诸因素的结合方式。鉴于管理局下属委员会的共同协作，以及在REACH各种形式的实际应用中，REACH都对公众社会、“有利益关系的团体”（利益相关者）以及普通公众的过程参与进行了规定（Führ，2013年）。这种由几乎所有决策机关和咨询小组制度化的共同参加与各种各样（大多通过互联网的）参与可能性的结合方式，在迄今为止鲜有参与活动的原料法和产品法中尤为值得关注。

法律保护、损害赔偿和刑法

在争议情况下，没有可能在法庭上获得认可的法律诉求乃是仅有有限价值的法律诉求。针对各种限制，技术的使用者可以对之进行全面的抵制，这点在第三方和公众诉求方面则不尽相同。德国的法律保护体系具有传统上的主观和法律的双重色彩：唯有在自身权益方面可能受到伤害者，才有可能将自己的诉求在行政法院对簿公堂。倘若案件涉及的是一处工业设施，那么只有直接在其周围的住户才可以提出控告，而且是在涉及危险防范的情况下，才可以这样做。只有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第三方才可以提出预防的法律规定要求（Roller，2010年）。

过去，只有在自然保护法中才有所谓协会诉讼的权利，它给得到承认的自然保护协会以法律保护可能性。自2006年以来，在实行《奥胡斯公约》“第三个支柱”的过程中，环境-法律救助法为得到承认的环保组织开启了也针对其他环保法规定提出法律救助的可能性。

在环境损害法的基础上，人们（也包括环保组织）可以提出公共利益损害的赔偿要求。要求所涉及的不仅是遭到损害的生物小区的重建费用问题，而且也涉及损害期间的损失补偿问题（Führ/Lewin/Roller，2006年）。

鉴于刑法背景的行为要求，诸如未得到批准就对核电站设施进行改造这样的行为将有受到刑事惩罚的后果。界限在于对个人行为者的判定问题上，有鉴于疑罪从无的原则，个人行为者不允许犯不可避免的违法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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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胡斯公约》（Aarhus Convention），1998年6月在丹麦的奥胡斯由46个国家（包括所有欧盟成员国）签署，于2001年10月生效的一项区域性国际公约，内容涉及公众对环保信息的获取和参与政策制定过程问题等。


第3节 预防原则

背景

经济、科学和技术的飞速发展除了带来各种各样的机遇之外，同时带来了作为非主观愿望附带后果的新风险，这些新风险皆远远超出了工业化初期阶段中所出现的各种危险。与此同时，一部分科技的发展成果提出了根本性的伦理学问题，另一部分则与新型的环境和健康风险相关联，这些风险的作用和影响在起初阶段往往无法被人们所预知和预告。尤其是新技术和新工艺的使用总是伴随着风险一起存在，而风险的特性和规模常常在应用和今后的发展中才得以显现出来。

由于在科学研究中充其量只有十分有限的针对自我限制和后果责任的以及基于伦理学的理论探索，并且在市场的自由竞争中只讲求经济效益的原则，所以，国家作为权力垄断的载体就被赋予了来自基本权益和基本法第20a条“环境保护”国家目标的保护义务。在履行该项义务的过程中，国家必须给社会化的风险生产设置它们的界限（Callies，2001年，第97页及下几页）。

于是，在此背景下所出现的挑战是，由于缺乏基于经验的对各种危害之源和后果的认识，国家的政府机关没有制定出准确和有效的危害防范标准和措施。除此之外，出现问题的地方还有：由于潜在危害无所不在，肇事者和因果关系无法确定，或是危害的程度十分大，以致肇事者无法承担损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所以，但凡出现上述情况的地方，传统的国家管控手段，国家的审批义务以及私人的损失赔偿，都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Grimm，1991年，第211页及下页）。

从危险防范到风险预防

就传统而言，只有在有了关于危害影响的某种程度明确的科学证明之后，国家才会出面对原料、制造工艺或产品的使用进行调整和规范（关于《技术法》，参见第6章第2节）。其原因就在于，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警察和治安法中的危险防范乃是自由和法治国家中自由保障的要义之所在（Di Fabio，1994年，第30页及下几页）：危险概念的定义越狭窄，受国家干涉影响的公民在（经济）自由方面所受到的限制就越少，于是，法治国家也就越自由（针对引起风险的当事者而言）。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与此同时不可避免所出现的情况是，潜在的第三方的自由度就受到了限制，同时人们还必须忍受公共福利的影响和损失。由此观之，在法治国家中，自由是在一个复杂和多极的宪法关系中得以获得实现的价值（关于此问题，参阅Callies，2001年，第253页及下几页）。

迄今为止，对法律上所指的某种危险的存在具有决定意义的乃是对下述情况的了解和认识，即人们能够通过某种预测或概率的经验规律的途径，从各种情况中得出对受保护的法律利益的危害结论。因此，建立在普遍经验规律基础之上的、关于某个潜在危害事件的具体“知识”，就是有效的安全保障的中心课题。危害事件的规模越大及后果越严重，对危险判断所需的概率的要求就越小。然而，危害发生的单纯可能性不足以使人们对一个具体的危险做出推断。凡是在没有做过危害因果关系的确认实验和没有科学证据的地方，由于缺乏必要的判断肯定性，就不可能对一个充足的概率进行论证说明。尽管如此，正如在新技术方法方面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倘若有某些疑点能够对某个未来的危害可能性予以说明的话（关于移动通信的示例，参见第5章第16节；关于合成化学，参见第5章第24节），那么，危险和风险之间的过渡就得到了实现（Wahl/Appel，1995年，第86页）。

正因为如此，随着现代版环境法的诞生，国家的危险防范任务（可在近期判归，以及短暂的和直线的因果过程基础上加以完成）和复杂的风险防范任务（以预防原则为中介）也一同应运而生。

预防原则

预防原则不仅在德国的环境法中，而且在欧洲的环境法规中被认为既是环境保护这一国家目标决定性的因素（参阅基本法第20a条、《欧盟运行条约》第191条第2款第2段），同时作为宪法原则，它也是国家作为面向个人的基本法保护义务的一种结果（Callies，2001年，第179页及下几页）。欧盟委员会和欧盟法院甚至在欧洲环境法之外，将其视为整个欧盟法的一个普遍法律原则。于是，从上述的法律标准中衍生出了一项（也为联邦宪法法院所承认的）“下限禁令”，这项禁令在人们制定有效的环保法规时必须得到遵守。所以，预防原则被明确写进了许多国家的环保法律。

就词义来说，预防的含义是指通过眼前的放弃为将来创造一种物质储备。当前，随着天然资源的不断减少，人们必须对之节约使用，以便为子孙后代及他们的生存能力作为储备保留下来（关于可持续发展，参见第4章第C.10节）。同时，当前的这种资源预备还有一个目的，即通过不过度使用生态环境的承受极限，而且为了将来的使用对环境资源进行保护。借助这种方式，我们应当为人类和自然以“未来生存空间”的形式，以及以使用储备和可容忍性储备的形式把“自由空间”保留下来。除此之外，预防还具有应对由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性所定义的风险情况（风险预防）的含义和内容（参见第4章第C.7节）。在对以概率概念为导向的危险概念的扩展过程中，风险可定义成一种实际情况，在此情况下，如果一个事件的发生进程未受阻碍的话，那么，一种状态或一种行为就有可能导致对法律利益的损害。因此，通过损害发生的纯粹可能性来对具体的和充足的概率进行补充，这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关于风险，参见第2章第2节）。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盟机构对预防原则进行了定义：欧盟法院在编号为C-157/96的文告中表述如下，“倘若不能确定对人类健康的危险是否存在以及其程度，那么有关部门就可以采取保护措施，而无须等到危险的存在和程度得到明确的陈述和说明”。基于这一定义，欧盟委员会认为，预防原则的应用领域已经开启，其前提条件为，“……基于客观和科学的评估，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担忧，对环境及人、动物或植物健康的（仅是）潜在危险有可能是难以承受的，或者可能是与国家社会高度的保护水准格格不入的”（KOM ［2000］ 1 endg.，第24页）。由此可见，人们不仅可以凭借对危险的具体证明，而且仅凭抽象的担忧（理解为有科学论证依据的初始怀疑）就可以采取保护措施。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国家机构得以将自己的行为空间予以相应程度的扩展和增加。

鉴于缺乏对危险及其程度的了解，未来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可以根据危险防范法则并在其执行过程中，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来应对威胁。然而，这种方法仅适用于可恢复的潜在危害。反之，倘若某些项目、技术和介入手段从一开始就有充分的依据说明会有不可恢复的后果影响的话，那么，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恰恰在宪法层面遇到了自己的界限（此问题参阅Callies，2001年，第298页及下几页，410页及下几页）。

倘若某种危害要么是完全不确定的，要么可以完全有把握排除它出现的可能性，这时，由民主选出的立法者便可以决定，这个所谓剩余风险是可容忍的。这一原本政治性的决定只在下述情况才具有法律意义，即人们负有责任义务，依照科学和技术所到的最新程度将剩余风险始终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Wollenteit，2013年，第323页）。

预防原则的指标规定

鉴于上文概述的内容，预防原则从结构上可以分为事实情况和法律后果两部分。事实情况以对预防起因（涉及是否存在的问题）的调查和评估为重点课题；法律后果则是通过所采取的不同预防措施（涉及怎样应对的问题），以及辅之以对预防对象的确定来加以定义。

预防起因的含义指的是一种在其过程中可采取预防措施的实际情况。一个抽象的潜在担忧即足以构成预防起因。所谓抽象的潜在担忧无外乎是一种有别于纯粹臆测的，但建立在科学的明确根据上的理论性初始怀疑，尽管如此，它在实际经验上尚缺乏足够的根据，或者必须在科学上依照多数意见原则加以证明。有鉴于此，首先必须要做的事就是对预防起因有重大意义的信息情况做一次全面的和尽可能彻底的调查。第一步，先从科学的角度调查并在后续的研究过程中弄清，相关的潜在风险在何处，其程度有多大（初步的自然科学风险调查）。在此基础之上再评估相关的潜在风险是否可以被容忍，以及按照安全规范的浮动标准（危险—风险—剩余风险）采取哪些措施应对之（初步的政策性风险评估）。由于在宪法规定范围内，立法者拥有评价、判断和预测的回旋余地，所以评估工作由其来承担和完成。依靠借助于自然科学所制定的消除影响和担忧的标准，人们可以设计出对初始怀疑进行定义的方法和途径。借助这些方法和途径，我们就能够制定用于以预防为导向的、应对不确定性的具体规范和法则（关于此问题，参阅SRU在一份特别鉴定报告中的建议，2011年，第430页及下几页；关于纳米技术，参见第5章第18节）。

在此基础上，鉴于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并兼顾均衡性原则，对在基本权利上已深入人心的经济自由的不同强度的干预等级就能得到发现和确认。在这个意义上，问题的实质从一开始就不是去用保留审核权来预防性地做出种种禁令，而常常是通过初步的风险评估产生适合于解释和澄清不确定性的信息资源。与之相关，这里同样重要的核心问题是，针对下述可能出现的情况，必须建立一种透明度和可回溯性，即一件产品中最初被认为是无危险的原料，由于新知识的出现而被确认为有危险的原料（此问题的详细论述参考纳米技术示例，SRU，2011年，第438页及下几页）。

以透明程序为基础的风险预防

倘若由于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无法从科学结果中直接引申出恰当的保护水平的话，那么就有必要通过适当的程序规定来保障为预防所做出的决定。尤其是，倘若自然科学的风险调查没有取得明确的评价结果，这时决策的程序就具有重要的平衡意义，并且必须“在社会层面坚如磐石不可动摇”（Nowotny/Scott/Gibbons，2011年）。唯有如此，社会的认可度才能得到保证（参见Grunwald，2005年，第54页，特别是第58页及下几页）。因此，预防原则在专业文献中被诠释为过程要求，在此过程中，各种不同的程序要求被表述和确定（Striling/Mayer，2000年，第296～311页；Wahl/Appel，1995年，第1～216页；O’Riordan/Cameron，1994年；Raffensperger/Tickner，1999年）。

通过程序法的规定必须要保证做到，存在于对自然科学的数据和知识评价中的判断和评价幅度问题能够被公之于众。透明化的决策过程要求人们在具体化的过程中，不仅要对整个具有科学依据的风险评估（从乐观到悲观的假设和推断）进行阐述，而且要拿出替代的解决方案。对所有具有科学依据的立场认识予以通盘的考虑兼顾，也同时意味着兼顾少数派的观点和意见（KOM ［2000］ 1 endgültig）。只有当预防措施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得到足够和透明的论证，才能避免来自对新知识的适应过程中所出现的可信度的丢失。因此，本着更好地从政治层面推行预防措施的目的，人们必须将所缺乏的科学知识作为议题来进行讨论，其先决条件乃是政治上的风险文化的转变（例如SRU，1999年，第865页）。

社会团体的恰当参与

有鉴于风险评估总体的政治特点，决策过程形式不仅必须具备透明度，而且必须使多方的价值探讨成为可能（Stern/Fineberg，1996年），因而也必须在参与公共生活的社会团体代表的参与下进行。然而，这个问题的关键点是，政治的和自然科学的层面应当以恰当的方式按照流程相互结合，以求得各方都能发挥它们各自所具备的作用（Hey，2000年，第85～102页）。社会团体的参与能够提高决策的政治合法性，并且应当实现风险评估标准的多样性的目标（参见第6章第5节）。

举证尺度的降低

常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如由于研究工作的不足，对现有的不确定性（还）调查不出结果，以及由于专家们喋喋不休的争论，依靠现行的调查手段无法消除不确定性的话，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正如在经典的危险防范领域中一样，如果人们必须对危害发生的充足概率加以证明的话，那么，陈述和举证的责任就落到了潜在的风险受牵连者身上，同时，与基本法第20a条中的国家保护义务和公民的基本权利相对应，这个责任也落到了国家的身上。

因而在法律学的辩论之外，比如在探讨环境伦理学主题的哲学里，人们针对新技术的风险提出了普遍的举证责任反转（in dubio contra projectum）的要求（Jonas，1984年，70页及下几页；Böhler，1993年，第389页）。但是，这样的风险决定却受到了法治国家宪法界限的制约。

在此背景之下，预防原则在法律上“只能”按照可辩驳的危险推测模式来进行工作（详见Calliess，2001年，第228页及下几页）。为了辩驳这一推测，风险引发者除了必须对事实进行陈述外，还必须依照经过论据论证的概率加以证明，他的原料、生产技术或产品没有造成危害的危险。其原因在于，由于不确定性出现在他的影响范围内，以及由于他同实际情况的近距离关系，所以他拥有知识上的优势，而这一优势必须得到有效合理的利用。这种形式的“举证责任反转”有可能起到对风险引发者的刺激作用，即刺激他在开发研究的同时，也对作用和风险进行伴随研究，目的是采用一种由立法者为此所设立的方法（通过此方法也兼顾风险牵连者的诉求），对危险的推测予以辩驳（Calliess/Stockhaus，2011年，第923页；SRU，2011年，第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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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 技术后果评估

纲领性要求和问题背景

技术后果评估（technology assessment，TA，亦作技术评估）是最为流行的用来称呼一个具有不同内容和对象的研究领域的专门名词。该研究领域因拥有纲领性的要求而成为一个整体，即在科学和技术变革的综合关系中，要为消除社会化的问题做出自己的贡献。正因为如此，技术后果评估通常被定性为以问题为导向的和跨学科的学术研究。

技术后果评估的问题背景源自新技术开发和使用的那些形形色色的负面经验，这些经验自工业革命至今一直有增无减，其中不仅包括技术正常使用情况下的非主观意愿后果（参见第2章第5节）、大型技术设施灾难性的事故，以及不受社会大众欢迎的各种技术的发展情况，同时还包括因科技变革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经常就某些特定技术的开发和使用在道义上是否被允许，如何评价技术对环境、经济和健康所造成的后果等问题，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此外，围绕技术的争论和冲突也常常能在引发者和受害者之间社会化的不对称关系中找到根源（参见第3章第6节）。

因此，科学和技术不仅作为问题的根源，而且也在其解决（常常归结为技术的）社会问题的潜力方面变成了技术后果评估的主题和对象。技术后果评估所包含的内容有：问题的识别（如臭氧层空洞等，对此，科学方法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对问题现象的追根溯源（往往是极其复杂的原因），以及解决方案的开发。

在此背景之下，技术后果评估的目标在于，在考虑其往往不平均的空间、时间以及重点是社会分配的情况下，预测技术给不同作用领域所带来的潜在的积极和消极后果。此外，它的目标还在于，及早地发现技术的冲突并指出经过论证的解决冲突的（不限于程序方面的）途径。有别于其名称的词义，技术后果评估在其过程中并不局限于对“技术”的“后果”的“评估”。它的探讨课题不仅是人造技术产品和工艺方法，而且是变革的全部过程（包括新技术进入社会的问题）；它不但研究技术开发和使用的后果，同时也研究技术的条件和（比如伦理学的）并发现象（非狭义上的技术后果）。最后，技术后果评估的目标还在于不做描述式的评估，而是进行不折不扣的评价。

典型特点

从其面向社会问题的纲领性方向定位中，我们可以看出技术后果评估的若干典型特点（类似观点参见Grunwald，2007年）。

（1）跨学科的研究实践：对科技变革问题进行批判性的探讨，本身需要具有科学基础的知识储备。其一，关于技术、其作用方式和使用条件的广博知识不可或缺；其二，技术后果和作为基础的影响关联体，在很多情况下只有从科学的层面才可加以定义。进一步说，技术后果评估研究乃是一门跨学科的领域，技术后果评估项目中的问题必须从社会实践的以及从跨学科的知识角度来对其进行定义。不同的学科必须根据具体问题的大小程度，参与到综合的研究过程之中。

（2）规划要求和后果导向中的未来关系：技术后果评估纲领性的方向定位是一个规划层面的要求，其目标在于共同对技术的未来进行规划，使其朝着一个为大众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向未来是技术后果评估的内在本质。技术后果评估的未来关系具体体现在它的知识重点首先针对的是技术使用和发展的后果问题。虽然技术后果问题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和意义，但是技术后果评估并没有拘泥于伦理学论证时的结果论模式。相反，技术后果评估也十分重视将道义论的论证说明纳入对新技术的评论（参见第4章第B.5节）。

（3）问题定义和处理的标准化：最后，从技术后果评估的要求中也形成了其研究的标准化特点，其中包括两个因素在内：一方面，在技术后果评估中必须发展一种提出问题的做法，不论是通过与公众讨论的问题相结合，并把非科学的参与团体纳入问题的定义过程也好（比如和政治咨询结合在一起），或者是通过标准和伦理的反思以及通过上述这些典型的方式方法的混合形式也罢；另一方面，十分必要的是紧密地与社会化技术规划的源头联系在一起，亦即不要脱离与对新技术的开发、生产和使用具有决定意义的参与团体的密切关联，以及与涉及技术的跨领域社会性评判过程的密切关系（参见第6章第1节）。

除了这些典型特点之外，技术后果评估研究领域还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这一特点牵涉到制度化的各种形式（议会层面的技术后果评估，大学和大学之外的学术研究，各种协会组织中的技术后果评估等），还包括这些形式在社会关系综合体中的作用，拥有主导地位的跨学科影响（尤其是从社会学、哲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政治学和法学的角度），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课题的重点等在内。

历史沿革

通常人们都认为，1972年在美国国会设立的技术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是技术后果评估的发源地。其时，办公室的设立有一系列非常复杂的背景原因，其中包括国家作为技术发展的扶持者的作用和地位有了大幅度提升，以及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被人们认为是一种矛盾体的现象等。在当时，行使财政预算监督和控制职能的国会缺乏独立于政府的信息来源和渠道可用。在这种情况下，技术评估办公室的任务就是要满足由此产生的立法部门的咨询需求（Bimber，1996年）。特别是及早识别可能出现的有益或消极的技术后果，以及制订政治的行动替代方案，也属于评估办公室所要完成的任务之列。在此过程中，评估办公室并不是要拿出个别的处理问题方法，进而将政治的决策取而代之，而是井水不犯河水，要让国会来做具体的决策工作（United States Senate，1972年）。因此，技术评估办公室所遵循的乃是决策性的政治咨询的工作模式。

虽然上文概述的技术后果评估创建历史在专业文献中广为流传，但是也存在不少不尽相同的看法。既有工程伦理学也有社会学的研究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同样内容的研究探索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年代，技术评估办公室的设立不过是技术后果评估某种制度化形式的开端标志罢了。假如时下技术后果评估的大部分内容既非在制度上，也非在概念上可以追溯到技术评估办公室的模式上，而且在回溯到技术评估办公室的情况下，对时下技术后果评估的定义会导致误解的话，那么，这一反对意见就是正确的。然而毫无疑问，技术评估一词和其缩写“TA”在1966年技术评估办公室设立之前就被证实已开始使用，并且在其后的时间里为广大（专业）公众群体所熟知。

技术评估办公室的设立特别是在欧洲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技术后果评估的争议。1973年，当时的在野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向德国国会提交了一项关于设立“评估技术发展的议会部门”的法律提案。20世纪80年代中期（1983年先从法国开始），先后成立了一系列隶属于议会的技术后果评估机构。1990年，作为德国方面讨论的结果，联邦议会的技术后果评估办公室（TAB）宣告成立（Petermann/Grunwald，2005年）。从此以后，技术后果评估作为一项制度不仅在各个国家的议会中，而且在地区性的议会中生根开花。在欧洲范围内，隶属于议会的技术后果评估机构自1990年以后都合并到了欧洲议会技术后果评估网络之中，目前一共有18个成员机构已加入其中。

在隶属于议会的技术后果评估的历史沿革都有案可稽的同时，非隶属于议会的技术后果评估机构的历史却没有全面的记录可查。于是乎，当前技术后果评估的自我反思主题不是评估机构的历史沿革问题，而是“评估方案概念”，以及涉及理论基础、研究过程规划和制度化形式的对全面的技术后果评估模式进行概述的纲领建议。这些方案概念和纲领建议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经过激烈的批判和接受的交流后都发展和成熟起来。虽然技术后果评估实践的大部分情况不能明确归属于哪一种概念方案，但由于这些概念方案能够探明自己在科学、政治和社会关系中潜在定位的范围，所以，尤其适合于人们对技术后果评估的角色作用进行反思。

借着围绕技术评估办公室设立的讨论的东风，以及与久已有之的关于工程师责任的探讨传统相关联，自20世纪70年代起，德国工程师协会（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VDI）的技术评估方案诞生，并自1991年后以典章制度的形式成了编号为3780的VDI指南（VDI，1991年；参见第6章第6节）。根据该评估方案的定义，工程师（大部分在私人企业中任职）乃是社会化技术规划的核心参与者。他们有义务在自己的研究和开发工作中，以得到社会承认的八种价值观（价值的八大支柱）为准绳。虽然协会的指南得到广泛的认同，可是，迄今在技术后果评估的研究报告中几乎未见任何使用。然而，它在VDI具体的准则中（如编号5015的准则《办公室交流沟通的技术评估》），以及在工程师培养方面却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参见第6章第9节）。

虽然在涉及技术评估办公室的文献中，有关参与的课题已经被看作技术后果评估过程必须弥补的缺失，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该课题才得到广泛的推行。参与性的技术后果评估应当成为带有决策论色彩的政策咨询专家中心论的一个针锋相对的观点，它——或多或少地——植根于民主论的学说中，特别是在于尔根·哈贝马斯和约翰·罗尔斯的理论学说中。有别于此前所概述的其他技术后果评估概念方案，“参与性的技术后果评估”并不代表一种独一无二且轮廓清晰的理论见解，而是表示一种方法上的多样性（如共识会议、公民论坛、基层规划组织等）。这些方法的共同特点是，皆以非专业人员、受牵连人员、利益团体或其他当事者团体（利益相关者）的政治参与为目标，并通过结合当地的有关知识扩大技术政治决策的知识基础，以及通过当事人的参与提高决策的合法性。如今，参与说在技术后果评估中已广为流行，它们不仅在填埋场及大型技术设施的选址决策及审批程序中得到应用，而且也在对特定新技术（比如农业基因技术等）评判的基本流程中起到作用（Joss/Belucci，2002年）。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荷兰学者率先提出了建设性技术评估的概念（Rip等，1995年）。“建设性”这个修饰词，一方面点明了社会构建式的技术研究中评估探索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点明了一种要求，即对技术的发展不应加以阻碍，而应建设性地对之加以共同塑造（参见第4章第A.10节）。这里，建设性技术评估应尽可能早和直接地投入技术发展的过程。在各种不同的当事者参与下（除了技术开发人员外，还有未来的使用者、政府管理机构、利益团体等），应该能够成功地开发出“服务于更加美好社会的技术”。在荷兰和德国（范围很小），针对初步探索实践的讨论至今仍十分热烈，但几乎没有在公开的产品文档记录中有所反映。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SAPHIR项目（DLR，1993年）的背景下，有人提出了理性技术后果评价的基本脉络，直到90年代末方案才最后定型（Genthmann，1999年）。该方案的目标是用科学论的手段对传统的，特别是带有社会学色彩的技术后果评估进行批判性的修正。由于这种传统评估方法的立场和标准化问题在技术后果讨论中无法进行科学的论证探讨（缺乏描述性），因此，人们提出了一种理性的论争重建和批判尝试来作为应对之策。理性技术后果评估的重点体现在有伦理学维度的基本问题方面。不言自明，评估结果的对象无疑是政界和公众社会，但它不是一种制度化的咨询关系。

在其后的时间里，新的技术后果评估方案虽然层出不穷，但到现在为止只有相当少的一部分出现在相关的讨论活动中。早先提出的方案在经过某些基本的修改后一直延续至今。从根本上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互补性的：每一种技术后果评估方案都把某个特定的参与者群体（政客、工程师、老百姓、科学家等）作为技术规划的核心人物来加以强调，并提供给他们打造自身角色的方向指南。除了不同机构和方案之外，我们还必须看到，技术后果评估在近几十年里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了大学和大学之外的科研当中。大学相关教职的设立，2004年德语国家技术后果评估社区“技术后果评估网络”的成立，以及高校中技术后果评估教学重要性的增加，这些都是很好的证明（Dusseldrop/Beecroft，2012年）。

基本问题，争议重点，当前的研究课题

自创立初期起，技术后果评估就面临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其中部分问题直到今天仍然被争论不休。借助前文对技术后果评估特点的介绍，我们可以将这些问题进一步系统化：

（1）首先要问的问题是，如何将不同学科的分项工作融合到跨学科的研究过程中去。有鉴于学科自身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各学科涉猎的难易程度区别很大。从开发被普遍接受的、对所研究的问题的基本认识方法，到把学科分项工作整合到一个有内在关联的结果当中，这一切都是对融合工作的挑战。虽然不乏长年的实践经验，但是在新的人员组合情况下，这些挑战都要重新加以应对和克服。在理论层面上看，这里的种种问题都反映在一场相关的讨论中，即，一方面要坚持（跨学科的）“合理性”概念，另一方面又要对不同的“合理性”加以认识和确定，进而以富有成效的方式在跨学科研究中对之进行探讨研究。

（2）其次，技术后果评估的未来关系也提出了根本的方法论问题。人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从科学角度来谈论未来？曾经在技术后果评估初期起过核心作用的、预测式的未来评述，如今已从技术后果评估中近乎完全消失。这是因为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这些预测式的评述不仅不适合于应用在一般的复杂系统方面，而且尤其不适合用在人的行为领域（预测可能被接受为行为的原因）。取而代之的是情境或其他模式，在其帮助之下，人们在技术后果评估中可以对“可能的未来”进行反思。值得质疑和探究的是未来预测的认识论及标准化地位的问题：如何对某些未来可以看作是可接受的，其他的则不能接受这样的问题进行论证？论证的理由能站得住脚吗？许多未来方案在政治上都能发挥出其巨大的实际效能（比如说能源场景），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该如何对从为数众多的未来选项中所选出的特定未来方向予以说明？

（3）最后，技术后果评估的标准规范特点提出了一系列甚至是有激烈争议的问题，其中的大部分问题可以用下面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由谁来对（国家和社会有重大意义的）技术规划做出决定？所有的技术后果评估方案都对科学专家的参与表示赞同和首肯，尽管它们各自的侧重点有相当大的差异。各种方案的不同之处主要在被其认为具有决策资格的参与者群体方面，以及在决策的规范标准基础方面。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代表制民主模式的追随者（他们认为立法部门应该在技术规划方面起重要作用）和直接民主模式的拥护者两大阵营上。可持续发展模式作为评价的基础，在技术后果评估中被赋予重大意义（参见第4章第B.10节）。与之相关的方案论文和应用论文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并且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年来，负责任研究和创新的概念（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在技术后果评估中的意义与日俱增，它把伦理学的责任概念（参见第2章第6节）与科学技术研究关于研究和创新过程的知识结合在一起，起到了连接的桥梁作用。

科研开发的新成果给技术后果评估不断带来新的研究课题。一般而言，我们可以就此总结出若干种趋势：相对于初期阶段来说，技术后果评估与大型技术设施打交道的情况逐渐减少，反之，与各种在为数众多的场合中可以用不同方式投入使用的技术打交道的情况越来越多。此外，不同技术的融合，例如作为经典案例的纳米、生物和信息技术以及神经学（NBIC）的相互渗透，也一跃而成了技术后果评估的核心课题范畴。最后，技术后果评估还无法回避与日俱增的、与科学和技术有密切关联的（比如能源体系问题）重大社会变革主题。

技术后果评估和技术伦理学的关系

技术后果评估和技术伦理学在纲领层面上有很大的共同特性：二者皆雄心勃勃，要在科技变革过程中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尽自己的一份努力。二者的不同之处体现在纲领的实现问题上。泛而言之，相对于技术后果评估，技术伦理学在跨学科研究，以及在针对几乎所有相关技术后果的系统性分析方面略显不足。这个不足点及其（在制度上）与社会决策过程联系的缺乏，被技术后果评估诟病为“可操作性逆差”（Grunwald，1999年）。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同样可以发现技术后果评估在标准规范反思方面总体上的缺陷和不足。

以技术伦理学观之，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与技术后果评估的不同点，或许在于相关研究过程的标准规范基础方面。在技术伦理学中（如同每个范畴伦理学一样），标准规范层面的反思是以独白或对话（讨论）方式进行的。独白方式的特点是出于标准法则论证的目的，人们在论述过程中所采取的是个人独白式的立场观点；而对话方式的不同点则在于，标准规范的论证在多人之间交流互动。两种方式的共同点是参与者在观点和判断形成过程中具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技术后果评估对这两种标准规范反思的方式并不陌生，但就其标准规范的基础而言，它超出了二者的界限，换言之，技术后果评估还具有（因人的地位不同的）非对称社会关系中标准规范反思的形式，亦即所谓咨询的模式。对于理论探讨来说，咨询作为标准规范反思的模式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课题，因为它能够捕捉和把握具有（至少经过充分论证的）社会非对称性特征的、社会公众观点形成的实际情况。倘若说在20世纪90年代，技术后果评估还被技术伦理学诟病为“缺乏描述性”，那么这个指责现在无论如何不（再）可能站得住脚了。

由卡门·卡明斯基[1]提出的关于区分范畴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的学术观点（Kaminsky，2005年），为我们提供了将技术后果评估和技术伦理学相结合的前景和希望。根据她的理论，范畴伦理学所代表的是跨学科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探讨和争论。这些探讨和争论不完全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而是具有“在关于特殊主题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讨论之间进行调解”的功能，这是因为，它们为伦理学的标准论证和政治的决策过程增添了“一个特殊的道德实用论探讨的中间步骤”（Kaminsky，2005年，第12页及下页）。范畴伦理学的对象不是由个别科学领域或道德哲学提出的那些问题，而是在实际生活实践中出现的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有鉴于此，卡明斯基相应地把应用伦理学理解为道德哲学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是范畴伦理学的方法和概念问题。根据这一定义，从事科技变革的社会问题研究的范畴伦理学不仅代表着技术后果评估的一种理想目标，而且也代表着技术伦理学（在其范畴伦理学的元素方面）的一种理想目标，换句话说，亦即这样的一种研究实践：它一方面通过哲学伦理学的基础对规范原则进行反思；另一方面，通过对技术开发和使用的社会化过程的理解，以及在尽可能彻底地对其对象领域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不同的技术后果的认识而发挥自己的作用。若要达到这个理想目标，不仅技术后果评估，而且技术伦理学都尚需努力，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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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卡门·卡明斯基（Carmen Kaminsky），1962年生于德国，科隆应用技术大学道德哲学教授。


第5节 公民参与

基本情况

对政治的不满，圣弗洛里安策略，愤怒的民众，抗议文化，维护物权，不吃亏的心态——这些大字标题突出地反映了当前围绕新技术、基础建设计划或公共规划的接受情况。通过民主方式来做决定——单单这个事实往往不再足以获取当事者的认可态度。是什么导致了这个合法化过程的危机？在深入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来考察一下下列几个尤为重要的因素（Gabriel/Völkl，2004年；Kulinski/Oppermann，2010年；Renn，2004年）。

·随着居民区和网络密度的不断增加，基础设施技术和规划项目的风险和利益的分配却是不平均的。通常情况下，好处落在了一部分无名无姓的消费者或生产商头上，而当地绝大部分老百姓却要承担风险。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们所看到的对公平原则的损害。为什么一部分民众要去忍受不利的情况，而绝大多数的另一部分民众却可以从中获得好处？

·针对技术设施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抗议也来自民众对自己生活环境受到威胁的实际经验。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认为，由于专家们的见解和机构的干涉，他们的日常行为受到了限制。在他们居住地所发生的事，越来越不受他们的控制和影响。于是，作为应对和反应，他们试图抵御一切外部强加的东西，以维护自己的集体特性。

·新技术引进的必要性（比如纳米技术或绿色基因技术），往往在专业人士和民意传播者那里同样存在争议。因此，在关于赞同和反对的公众辩论中，每一种立场和态度都可以通过引用某个专家的观点来加以论证说明。于是，专家观点的窘境就导致了作为具有融合力量的实际知识不再能够，或是勉强能够有助于排除各种不实之词和无稽之谈。

·在专家所计算出来的风险后果与民众所感受到的问题后果之间，常常存在巨大的差异。正如心理学调查所表明的那样，在对风险的评判方面，除了概率和风险的程度以外，所谓实质性的风险特征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们是否自愿承受风险，或是风险是否能够被承担者主动积极地进行控制，这当中存在重大的差别。

·最后，对风险设施的抗议常常也是对在政治角逐场上怎样做决定的方式方法的一种抗议。决策的过程和决定一样，至少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随着人们受教育程度和经济的福利程度的提高，人们要求参与决策过程的愿望也在不断增长，尤其是当个人的生活环境受到牵连时。

对技术和技术设施的抗议有各种各样的因素作为理由和动机，因此，人们不应将其视为过眼烟云一样的暂时现象（关于技术争议，参见第3章第6节）。信任的丢失无法通过信息的供给得到补偿。因之有人提出各种建议，试图通过更好的教育、启蒙或情况通报来消除出现的争议，结果都是无功而返。反之，公民的直接参与在这里却是对症下药的好举措。积极主动的参与需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经由程序的合法化，以及同相关民众群体公开的交流和沟通。前者的要义，在于透明、简便易行和兼顾各方利益和价值观的决策过程；后者的要义，在于受到此决策后果直接或间接关联的群众的参与活动。参与不仅是注重话语权社会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对决策过程的一种功能上的扩展和丰富，以及一种建立在民主根本原则上的、面对受牵连民众的责任和义务。法学家汉斯耶尔格·赛勒尔[1]一针见血地将这个责任和义务总结归纳为：“牵连性的民主并非一种不正常现象，而是相反，它恰恰是民主的理想目标。”（Seiler，1991年，第17页）

政治控制的两难窘境

在技术争议的解决问题上，政治面临着一个十分窘迫的两难境地。一方面是由鉴定师、专家和政客组成的阵营，他们向人们推荐某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另一方面则是民众组织和常常属于环保运动的其他各类团体，他们恰恰对政府或管理部门建议的解决方案持否定态度。而民间组织和团体所提出的反对建议，又被许多专业人士和一些管理部门认为问题重重、不切实际或在技术上没有可行性。又因为不仅在专家内部存在不同意见，而且民众也没有统一阵线且自身四分五裂，所以，局面更加扑朔迷离，犹如雪上加霜。在这种情况下，又有新的政治联盟和团体帮派出现，他们往往仅为一种利益（比如阻止一项技术的使用等）所驱使。除此之外，在有意想具体解决一项迫在眉睫任务的人群和意欲通过每个行动来表达环保政策替代方案的抽象发展趋向的人群之间，各种争议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鉴于这样一种具有各种要求、建议和反建议的纷繁复杂局面，政治决策者很难做出专业上实事求是和政治上兼顾各方的决定。即使政治家们能够冲破重重阻碍，在众多选项中做出有利于其中一个选项的决定，但是，面对众说纷纭的意见和评价，他们又陷入了各种批评的交叉火力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迫于公众社会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对已经做出的决定进行修改。进退两难如此，许多政治家们干脆不急于去做决定，而是引而不发、静观其变，直到被外界的力量所驱使再采取行动（比如由于本国或欧洲制定新法律等），或是将不得人心的决定推卸给其他部门和机构，诸如经济界、科学界或上级的政治决策机关等。于是乎，皮球就这样被踢来踢去，烫手山芋无人肯接。

公民参与能达到什么效果？

在此背景下，公民参与方法提供了一条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这里，公民参与方法指的是交流沟通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那些既无政府办事机构又无议会议席可依靠，因而没有参与集体决策权的人士，就有可能通过对其输入知识、优先选择、评价和建议，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集体的有效决策过程。其中，人们的关注焦点不在于所做的决定本身，而是转向了做决定的方法和途径。在技术争议的情况下，有五个原因可以用来说明公民进一步参与决策过程的必要性（Newig，2007年；Stirling，2008年；Renn/Schweizer，2009年）：

·其一，通过与当地关联居民人群相结合，可以扩大决策的知识基础。除了专家的系统知识和决策者的过程知识外，相关民众的经验知识对决策问题也具有特殊的意义。根据问题种类的不同，这些经验知识不仅是对专家知识的一种丰富，而且有时也是对专家知识的一种修正，尤其是当原因和后果影响的相互关系在现实中不是集中体现的时候，或是在后果影响也同样取决于相关民众的决定的情况下。

·其二，公民参与可以为有关决策者提供关于相关民众优先选择和价值观的分布的重要信息。由于决策皆以关于所希望的后果影响能否被接受的后续知识和评判为基础，所以，决策者经常必须要对人们针对后果影响的接受看法问题进行详尽的调查，并且将之作为决策本身的（共同）基础。这方面有许许多多的形式和优先选择等需要调查了解，并需要将其纳入决策的过程。方法从调查问卷和目标群体等的被动手段，到共识会议、公民论坛和基层规划小组等主动形式，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其三，公民参与可以用来作为对资源进行公平协商的手段。关于游戏规则理论、斡旋、调解和协商过程的专业文献已经为公民参与的调解争议的作用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证明。这背后人们的观点和看法乃是，但凡在与他人的竞争中提出资源要求的人士，最好应当通过一个“公平的”方法（procedural equity）来找到自己公平分配的解决办法。传统的劳资双方薪资谈判就是这种作用的参考示例，有关排放证书的协商过程，或是关于遭受环境影响的补偿谈判，皆是殊途同归，莫不如此。

·其四，公民参与可看作一场理由和论据的竞争，其目的在于，依靠论证说明把集体的决定建立在有标准规范保障的基础之上。这样一种参与方法的目的，是在以逻辑和严谨推论（适用要求和适用证明）为基础的、对所提出的各种理由和依据进行严格审查的框架条件下，对所论证的立场观点进行探讨辩论（参见第4章第B.6节）。此举的主要目的，是要澄清标准规范的设立是否适合于所有受牵连者的问题（超出了参与讨论人士的范围）。

·其五，公民参与可看成对自身生活环境进行规划的一个因素。在这个作用意义上，受牵连的相关人士能够有机会，以自我义务或责任归属的形式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

公民参与怎样在规划和争议解决中奏效？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看决策过程和合理化的创新方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其中，两大要素——受牵连的相关人士参与决策过程和在非受牵连人士面前决策的合法化——紧密相连，不可分割。那么，这样一种一体化的探索尝试又将如何付诸实践呢？在我们探求适合的范围和方法的问题时，有四个标准最适合作为参与者的行动指南：公平公正、资格能力、实际效果和正当合法（Webler，1995年；Papadopoulos/Warin，2007年）。

为了满足这四个标准，人们必须在遴选出的参与方式中遵守进行讨论的基本原则（Skorrupinski/Ott，2000年）。讨论中所发表的言论可能有多种形式，比如宣称断言、理由论据、情感表达、呼吁号召、承诺保证等，不一而足。这样的言论在讨论中被抛出和论证，并且受到其他参与者的评论和批判。在这种言论交流的框架内，人们提出了适用性的要求。这些要求的内容是，有关言论是有帮助作用的、真实的、符合实际的或均衡适当的（Habermas，1981年/1998年）。之后在讨论过程中，人们对这些要求的有效性进行检查并予以兑现。在这里，哈贝马斯区分了四种不同的言论形式：交流性的、认知性的、表达性的和评估性的/标准性的言语行为。这些言论类型要面对四个标准对其适用要求的检验，依靠检验的帮助，相关言论的适用性在主体间得以进行评价（Webler，1995年）。言论类型和四项标准都是辅助手段，用以将合理的与不合理的言论及反驳区分开来。下面的图表（图1）总结归纳了这四种言论类型、适用要求的形式以及检查这些要求的各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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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言论类型和其适用标准

资料来源：Renn，1999年。

探讨争论和共识取向常常为社会公众所误解。“尽耍嘴皮子不办事”，一部分人如是说；“这再次说明了政客们无能”，另一部分人又那样认为（Weinrich，1972年）。从许多讨论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两种指责虽然不无道理，却没有洞悉事物的内在逻辑以及讨论式争议表达的内在作用能力。争论的意义不在于要在最低的和浅薄平庸的基础上达成一致，问题的关键在于争议的表达方式，借助这种方式各种理由和论据能够十分明确地，甚至是十分尖锐地进行交流，以及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能够得到公开陈述。许多情况下，这样的争议和辩论的结果并不是达成了一种共识，而是达成了关于意见分歧的一种共识。这时，所有的参与者都已经清楚为什么一方人士赞同某项举措，而另一方人士则表示反对。各种理由和论据都在交流当中受到检验，并被判明孰优孰劣（Elster，1989年）。最后留存下来的区别和差异不再以空洞的争议或错误的判断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对决策后果的评价可明确定义的差异基础之上（Schimank，1992年）。参与的各方都非常明白，他们对此方案或彼方案的优先选择，或者说与之相关联的所有不确定性所换回的将是什么样的可期待后果；讨论争议的结果更多的是对问题的澄清，而非一定要是意见的统一。

对政治实践来说，以下三种讨论类型的划分似乎很有裨益（Renn，1999年）：

·认知性的讨论，包含知识专家（不一定是科学家）努力澄清一个事实情况的交流过程。这种讨论的目的，是对某一现象尽可能符合实际地进行反映和解释。

·反思性的讨论，包含对事实情况进行诠释，澄清优先选择和价值观，以及对问题和建议进行标准化评价的交流过程。反思性的讨论不仅特别适合于作为发展走势和新情况的氛围晴雨表，而且适合于作为决策准备的辅助手段，以及作为避免冲突的未雨绸缪的工具。

·规划性的讨论，包含以行动选项和/或解决具体问题为目标的交流过程。调解和公民参与方法可以被纳入这一范畴，旨在对自己生活环境进行规划的未来研讨会，抑或提出具体的政策选项或对之进行评估的政治及经济的咨询小组，也可以被纳入这一范畴。

所有这三种讨论形式构成了民主意义上正当合法、功能意义上十分必要的人民大众参政议政的框架构建。其中，讨论的结果没有强制的有效性，它们必须被纳入合法的政治决策者决策过程的合法形式。此外，讨论还能将一系列具有不同目的、不同前提条件和不同优势劣势的规程和方法付诸实践。

总结和展望

现代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参与决策过程的规程和方法，以使社会大众能有机会，在相互平等、认可经验知识和规范标准以及尊重不同价值体系和优先选择的正当合法性的氛围下，对各种行动选项进行探讨争论，对相关联的后果影响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为代表机构和组织和/或其他广大民众提出意见建议。有鉴于此，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不是其代表机构和组织的替代物，而是需要体现在讨论争议中的功能扩展，而这些功能扩展又有助于代表机构和组织提高自己做决定的正当合法性的努力（参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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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参与的方式和范围

只有当所有的参与者都乐意在关于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的讨论过程中畅所欲言、相互沟通，这时，由专家、利益群体和相关民众参加的参与性规程才能取得实事求是、公平公正、行之有效和正当合法的解决方案。在此过程中，以交流沟通为导向的、建立在论证说明基础上的对话交流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参与讨论的人士和团体一律地位平等，在没有外部胁迫的情况下公开亮明自己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并通过论据和理由的交流求得共同的解决方案（Habermas，1998年；Feindt，2011年；参见第4章第B.6节）。因此，以交流沟通为导向的探讨争鸣的目的就在于，在对参与者所提出的关于风险的可忍受性以及机会的可行性进行权衡的情况下，开发出为所有参与者皆能承受的解决方案。这里，问题的关键不是要求得到最小分母水平上的意见统一，而正好相反，针锋相对的辩论、充足的论据和逻辑清晰的论证，以及对新型的创新解决方案的努力追求才是问题的要旨所在。

公民参与成败与否的决定性条件乃是政治家们和管理部门专业人士的意愿和决心，即不把民众参与的形式看成多余的履行职责，而是看成对自身工作的助益和对代表制民主的锦上添花。在美国国家科学院2008年发表的一份关于环境和健康问题的民众参与规程的调查报告中（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08年），人们在现有评估结果的荟萃分析基础上得出的第一个重要的认识是，参与活动成败的关键条件在于发起者对活动寄予了什么样的期望。倘若所寄予的期望是积极的和非先入为主的，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参与措施会取得卓有成效的结果。但是，倘若发起者心存疑虑甚至消极应付，那么这种态度就会直接影响到参与人员的动机和达成妥协的决心。这种情况在三分之二的案例中都导致了活动的中断，或是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因此，自上而下地对参与活动进行简单的规定是毫无意义的，而应当使所有参与者坚信，在复杂和多元化的世界中，这种决策过程的辅助形式将对政治体制起到振兴和锦上添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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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德国工程师联合会和技术评价指南

德国工程师联合会和技术哲学

成立于1856年的德国工程师联合会（VDI）从事技术哲学和技术伦理学问题的研究工作一直可以追溯到19世纪（Ludwig/König，1981年；König，1988年）。研究工作的主体乃是召集在联合会中的工程师和自然科学家，如马克斯·艾特[1]和弗里德里希·德绍尔等人。战后期间，高度技术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纳粹政权的经验教训，促使工程师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以及对技术发展与政治和社会的关联关系进行彻底的清算。为此，人们试图与其他学科方向，特别是哲学和技术哲学的代表人物进行对话交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会首任执事——卡尔斯鲁厄工程学教授鲁道夫·普朗克[2]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技术哲学的倡议行动不仅发展为一系列的学术会议，而且在1956年形成了主体范围的制度化，其形式为联合会的主要研究机构“人与技术”，以及稍后隶属其管辖的“哲学和技术”委员会。

起初阶段中，哲学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致力于寻找工程师和哲学家之间的对话基础，并对技术的本质进行探寻。在这样的讨论中，弗里德里希·德绍尔和对技术的诠释（技术是“想法的现实存在”，而想法早已天然地存在于上帝的创世计划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在克劳斯·图赫尔[3]的领导下，联合会在1960年至1968年期间加强了对技术融入社会问题的讨论。正如1960年的一份会议纪要所显示的那样，讨论研究的重点是要“澄清技术和经济的关系，目的是避免原本针对经济界的指控过多地被嫁祸于技术领域当中”。除了这些新提出的问题之外，诸如技术的概念沿革和技术的哲学人类学问题等这样的陈旧议题同样继续受到重视。1968年以后，对各类理论科学专题的讨论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

技术评价指南的漫长之路

之后，作为对同时代关于价值观转变、技术决策的价值关联性和工程师责任问题讨论的反应，1971年首次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计划，要在今后几年中对“价值优先选择和技术进步”的综合主题范畴进行研究和探讨。在小范围的会议上，人们就学术报告进行讨论，此外，还开过两次大型的公开学术会议（Moser/Huning，1975年/1976年）。紧随1975年的“技术和社会中的价值优先选择”会议之后，京特·罗波尔提出一个想法，即制定一套技术评价的标准指南。想法的提出曾经受到当时关于技术评价和技术后果评估制度化的政治讨论的影响（参见第6章第4节）。1973年，美国国会设立了下属的“技术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同年，有人在德国国会首次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在那里也设立一个同样的机构。

1975年，几位技术哲学研究学者向联合会有关的负责部门建议，制定“一套依照个人伦理学和社会伦理学观点的、以准则形式撰写的关于技术评价的指南”。计划中指南的第一部分用于阐述技术评价的重要概念，第二部分包含对伦理规范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描述文字，第三部分为工程师职责目标的列表目录。此外，一个更大的研究项目将为内容上十分广泛的第二部分提供经验基础。按照最初计划，这个项目的研究目标包括价值体系的历史局限性，经验逻辑和社会决定因素之间的区别，价值设立的范围限度，人类学的先验知识，东西方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道德体系等内容。此研究项目最终被具体化为三个部分：

（1）兼顾技术之外的目的和价值，对技术标准和指南进行分析；

（2）在历史和社会的上下文中对技术进行评价；

（3）技术对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

由于有大众汽车基金会的资助，第一部分得以顺利完成（Ropohl/Schuchardt/Lauruschkat，1984年）；在后续的相关资助申请未获得通过的情况下，其他两部分不得已被放弃。

联合会的职业政治顾问委员会批准项目工作正式启动，并认为必须要做的概念阐述是最为有价值和意义的部分。可是，计划好的指南形式却遇到了争议，而且一直到十年后工作结束时仍悬而未决。这里，我们不妨列举几个关于联合会指南性质的有关情况：指南属于那种在众多协会和团体组织中由志愿人员所编制的“技术准则”范畴。一般来说，技术准则具有建议遵守的性质。倘若法律和法规对之有引述的话，那么准则会获得更大的约束性。除此之外，司法机关可以对其进行引证。德国最著名的技术准则是德国工业标准（DIN）。DIN具有代表相关技术发展水平的资格要求。与之相比，联合会的指南更多的是关注未来，可以提出面向未来的建议，并且对尚未定型的议题进行探讨和议论。人们可以将指南诠释为方向性的，但不具约束性的工作文件和决策的辅助手段。

有了这套指南，就意味着联合会的哲学家们认同了一种在技术界和经济界立足已久的，从而能够与这个目标群体进行沟通的工作和出版媒介。另一个引人注目的要点是制定指南所必需的讨论和批准流程。“草案”出来了以后，有兴趣的人士都可以有机会对之提意见和进行表态。对所提的意见必须具体地研究分析，之后，在邀请所有提意见者参加的会议上，修改后的版本被再度拿出来供大家讨论。最后，“定稿版”出版发行，具有一定年数的有效期，之后可以再进行修订。除了这个规定流程之外，联合会的技术评价委员会还经常对外公布其工作结果，由此获得一种更广泛的公众性。

从1976年至1990年，在经过总共54次工作会议之后，《技术评价指南》（下文简称《指南》）终于大功告成。与不过寥寥数十页的文字内容相比，这样的工作效率似乎实在太低。然而，除了《指南》几易其稿之外，《指南》制定委员会还在小范围内和通过邀请报告人的方式举办过各种报告会和讨论会，另外还召开了各种研讨会、研究会和行业大会，并公开发表了一部分的会议结论（Rophol，1979年；Rapp，1982年；Rapp/Mai，1989年），以及全程伴随由大众汽车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到最后。毋庸讳言，联合会和其《指南》制定委员会在技术评价问题上，各自有一些不尽相同的兴趣目标。联合会的意图是想涉足关于技术后果评估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的讨论活动，而《指南》制定委员会则是想对某种程度上以指南为最高目的的技术伦理学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指南》制定委员会的成员不断有所变动（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VDI Hauptgruppe，1991年，第94页及下页），其积极参与的核心人物主要由Günter Ropohl，Friedrich Rapp，Alois Huning，Hans Heinz Holz，Ernst Oldemeyer和Hans Sachsse等技术哲学学者组成。此外，起到影响作用的还有联合会负责项目跟进的科学问题负责人，按照时间顺序为：Bernhard Mack，Wolfgang König，Manfred Mai和Volker M.Brennecke。

委员会各成员所代表的一些技术哲学和社会政治立场不仅有极大的差别，而且他们也利用《指南》的编制工作来陈述和讨论他们各自的技术哲学见解。在旷日持久的讨论过程中，大家在意见相左的理论观点中找到了彼此妥协的办法，这时，对具有理论立场代表意义的个别概念的争执便得以缓解平息。可是这样一来，理论观点的精髓和差异性就必然有所损失。哲学性质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和寻找折中方案的政治性讨论结合在了一起。此外，《指南》的作用和其所寻求面对的目标群体可能会从编写人员的视线中消失，这样的危险始终存在。最后，在“技术评价的讨论式贡献”和“工厂企业具体的工作辅助手段”这两极之间，《指南》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颇有争议，并始终悬而未决。

就在编撰工作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情况下，委员会再次遇到了来自联合会相当大的阻力。从一般的角度来讲，联合会的工作可以分成两大块：一个是侧重专业管理的技术和工程学部分，另一个是侧重技术政策和社会政策的主体业务部门“职场和社会中的工程师”。1986年，隶属于专业管理领域的“工业系统化技术”联合委员会发难，反对已确定好的《指南》形式。其主要理由是，技术评价委员会写在《指南》中的措辞过于宽泛。联合委员会提出反对意见的背后用意，是想自己参与到技术评价的工作中，并准备采用在经济学中颇为流行的价值分析方法。然而，与技术评价相比，这一方法的评价视角更为狭窄和单一。有些《技术评价指南》的反对者担心，一旦《指南》可能成为政策行为和司法裁决的基础，那么这些行为和裁决将有损工厂企业的利益。

对《技术评价指南》的反对态度一直持续到1990年编制工作结束。尽管在联合会中并没有占据上风，但它反映在了1989年4月草案公布之后的一系列不同意见之中。这些不同意见再度来自“工业系统化技术”联合委员会，而且还来自诸如Daimler-Benz、BMW、Bayer、Blohm+Voss和Telefunken这些大公司的高管人员，这里提到的公司有几家是联合委员会的成员或是与它的关系非常近。此外，还有技术后果评估科学协会个别代表的不同声音。有些工业界的反对意见指责《指南》缺乏具体性，并再度对它的指南性质提出了质疑。按照他们的看法，草案的基调对工业界不利，而其他持不同意见者则认为指南对技术友好得过了头。如果撇开这些基本的评价问题不谈，各种反对意见中包含了许多可用于修改润色的建设性和参考性建议。

如同《指南》编写流程所规定的那样，所有的不同意见都由技术评价委员会在两次会议上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和单独的回答。在经过为数众多的细节修改后，《指南》再易其稿，并在“前言”中对《指南》的用途和目的进行了详细和明确的说明。按照流程规定的评审会议于1990年3月29日举行。早在会议举行之前，委员会就收到了来自联邦科研和技术部一名代表和BMW公司一名高管的信函。两封信函都认可此前所做的修改，并对新文本表示赞同。会议上，各方都表示了积极的认可态度，只有一名Bayer公司的代表再次提出了根本性的不同看法。会议的结果是，提交审议的“定稿版”正式通过并生效。

指南的结构和内容

编制过程结束时增写的“前言”明确规定，《指南》不是行为的指导，更不是药方的汇编，而是讨论的基础，目的是“促进技术的可构建性的问题意识”（VDI-Richtlinie 3780，2000年；Verein Deutscher Ingenieure，VDI-Hauptgruppe，1991年）。《指南》的目标群体涉及面非常广泛，即“科学、社会和政治领域所有负责人士和关联人员”。“前言”中写道，技术评价应当始终伴随技术的发展，“本指南技术评价的创新之处在于评价范围的广度和对评价过程的社会组织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是一种“社会机构的网络体系”，从而有别于技术评价纯粹政治和国家主义的制度化做法。在技术评价中，虽然人们使用科学的方法，但是，“目标和决策……只能根据政治民主法则，在一种社会化的协商过程中做出”。

第一部分“概念定义”开宗明义地从标准规范的角度阐明，技术不应被认为是目的本身，而应被看成实现特定目的的手段。这里，不包括技术作为无目的的行为在内，亦即作为游戏活动等。在之后的文字叙述中，《指南》就目的、目的系统、最高目标、最低目标、优先选择、规范、价值、价值体系、需求、利益和标准等概念进行了阐述。在此上下文关系中，《指南》试图表明，在手段和目的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而只存在根据其在目的和手段链条上的地位而定的相对性差别。这一观点不仅反驳了技术是无价值的手段的解释，而且反驳了技术官僚主义的说法，即针对手段决定目的指责。在手段选择过程中必须考虑技术行为的非主观意愿后果（参见第2章第5节），这个问题在《指南》中被作为技术评价的一个主要诉求来谈。价值问题在第一部分中是核心的分析范畴。它们不是观念的实体，而是来自评价行为，充其量带有社会存在的特点。此外，通过“需求”“利益”“标准”这些概念，《指南》还论及了价值的产生和作用的关联关系。这里，“需求”概念的采用和解释颇具争议，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需求可以被诠释为价值的物质根源。

第二部分“价值体系对技术的意义”所论及的是技术和价值体系的产生，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技术行为始终服从于自然和社会及文化的条件，从而决定了决策和行为的回旋余地。这里，不存在所谓无条件的“势在必行的因素”。然而，已经成为现实的事物作为社会及文化的因素会对技术行为产生影响。在接下来的文字中，《指南》不仅阐述了技术行为完成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因素的左右，还阐述了价值的作用地位、价值体系和技术的历史性以及价值变化的现象问题。

第三部分“技术行为中的价值”论述了技术行为中哪些价值起着特殊的作用，并且在技术评价时无论如何应当予以重视（参见第4章第A.11节）。后来《指南》中所谓的“价值的八大支柱”构成了价值体系的基本结构，亦即所谓可靠性、经济性、福利性、安全性、健康、环保性、个人发展和社会性。在循序渐进的过程中，此结构从内在的技术价值逐渐迈向了外在的技术价值。这个示范式地勾画各种价值之间已有的工具和竞争关系的价值模型，所针对的是技术的总体情况。显而易见，针对各种具体的技术，还必须单独权衡和加以区别。为此，该文中一共列出了大约50种曾经提及的价值作为抛砖引玉式的建议。

第四部分“技术评价的方法”虽然简明扼要地列举和介绍了技术评价的重要方法，但是其重点是在普遍性的方法思考上。这里，《指南》谈到了一些重要的技术评价类型，例如问题和技术归纳评价法、反应评价法和创新评价法。在技术评价的各个阶段——具体细分为问题的定义和结构分析，后果评估，评价和决策——会出现不同的方法问题。最后，《指南》提出了技术评价应当加以满足的要求，如跨学科、透明、描述性陈述和标准性陈述，以及决策的可替代方案的提出等。

在第五部分“技术评价的组织机构”中，《指南》使用了一种宽泛的、涵盖整个社会的组织机构概念，也就是说不单单包括政府或国家的概念在内。以此，《指南》表达了自己反对技术评价集中化和赞同多元化组织形式的态度。同时，它就国家、公众、技术、科学和经济领域中制度化的可能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虽然《指南》谈到了制度化的不足，但是并没有就如何消除这些不足给出任何建议。

接受情况

《技术评价指南》被人们认为是“流传最广的技术后果评估文件之一”（Grunwald，2010年，第4、5章）。在2012年2月中旬用Google进行的一次搜索实验中，人们一共得到了大约3.7万个结果。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德国国会下属的技术后果评估办公室”所得到的大约是两倍的搜索结果。粗略地浏览这些结果就可以发现，《指南》的使用重点在学术性的教学当中。由此可见，人们有针对技术评价一目了然和系统讲述的需求，相比其他所公布的文件来说，《指南》能够更好地满足这一需求。

除此之外，《指南》里的概念和提法不仅被收进了百科全书和专业工具书，而且也走进了教科书和中小学课本（Rapp，1999年）。1994～1995年举办的、有一万多名正式注册的学员和更多临时听众参加的“技术空中教室”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指南》作为其教学基础的（Hubig等，1994～1995年）。此后由德国工程师联合会出版的其他各类指南，皆是以《技术评价指南》为编撰的根据。不唯如此，《指南》还为一系列具体的技术后果评估提供了依据。尽管有如此广泛的用途，人们还是有这样一种印象，即《指南》对实际的技术评价的影响要小于对一般技术评价讨论的影响。所以无论怎样，《指南》还是达到了提升大众的问题意识的自我要求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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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伦理守则

就一般意义而论，伦理或行为守则或多或少是一种适用于某个职业群体或某个组织的准则和标准的汇编。汇编中就相关成员应当遵守哪些行为规范做了特别明确的界定。守则可以分为一般性的、普遍适用的道德规范和准则，以及特别的、与职业相关联的规范和准则（职业道德及伦理）两类。由于有许许多多用于将伦理道德与角色责任相区别的不同标准，因此，规范准则的区分是相对于标准而言的，以及始终是具有观念上典型意义的区分。因此，达格玛·芬娜[1]（2010年，第181页）在论及科学家时这样写道，“他们的行业伦理……准则……具有普遍道德的性质”，因为“这些准则保护其他科学家……的利益”。在工程师伦理守则中也同样起作用的、诸如“真实性”和“公正性”这样特指的价值观，是普遍道德的“标准”（2010年，第181页）。初始阶段，伦理学在许多伦理守则中并不起什么作用，行业和职业的行为乃是守则的核心。就伦理守则的种类而言，不仅有工程师伦理守则，还有许多其他职业群体和领域的伦理守则，其名字也常常各式各样、五花八门。比如，英语中常见的工程师伦理守则有《道德准则》（Code of Ethics）、《道德守则》（Canons of Ethics）、《职业行业准则》［Code of（Professional）Conduct］、《执业守则》（Code of Practice）等，不一而足。

伦理守则也可以理解为伦理规范和分门别类的伦理规范具体化和制度化的一种形式。从一般意义上讲，制度化的含义指的是伦理规范按照社会标准要求，以及受控制的付诸行为实践的一种过程。伦理规范和职业伦理规范的制度化的措施和形式，一方面是构建和设立形式上的组织和组织单位，另一方面是构建和设立行为守则、职业守则、伦理守则（以希波格拉底誓言为典范）、企业守则和行业守则、国际组织守则（比如联合国）、伦理理想、环境要求总则和社会要求总则等。伦理特派专员、伦理委员会、伦理网络和伦理中心等，皆属于组织形式的范畴。

特别是在对象范围和特定任务、义务和责任方面，工程师的伦理和职业守则不仅有别于企业守则和经济职业守则，而且也有别于企业指导方针以及经营和领导原则等。

同样适用于在企业中工作的工程师的企业守则，不仅在企业内部的关系上，而且也在企业外部的关系上，首先规定了企业和其员工——特别是领导层——的目标和任务。企业守则中，常常有关于效益和利润以及其他企业目标之间的关系的阐述。其中，适当的效益常常被看作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而利润与安全、环境等相比，并未被赋予优先的地位。

伦理守则的历史沿革

卡尔·米切姆[2]（2009年）依据下面的内容重点，将美国的伦理守则发展沿革分成了四个阶段：

（1）“含蓄的伦理”及“道德”指的是面对委托人（“客户”或“雇主”）的“一种职业上休戚相关的义务和责任”，简言之即没有明确成文的伦理守则的“忠诚性”（约1700～1900年）。

（2）“作为忠诚性的伦理”有了明确的伦理守则，并且是“促进职业发展和职业声誉的手段”（约1900～1945年）。

（3）“效率伦理”及追求“技术完善的伦理”，“与普遍的人类福祉有轻微脱节”（同样是约1900～1945年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4）作为“新原则”的“公共安全、健康和福祉”的伦理。米切姆认为（2009年，第46页及下页），工程伦理中新一代的和当前的趋势，除了迄今为止占统治地位的、以个人为主的内容之外，导致了对制度层面内容和“宏观伦理”的重视（关于此问题，参阅Lenk，2009年，第28页及下几页；Ropohl，1996年，第109页及下几页）。

下面，我们列举几个守则来作为工程师伦理守则历史沿革的示例。首先，通常来说，工程师学会组织的成立要比成文的伦理守则时间上要早。比如，英国土木工程师学会（1818年），美国建筑工程师学会（1852年），美国矿山工程师学会（1871年）和电气工程师学会（1884年）等。前者于1828年通过了一个章程（Royal Charter），旨在“鼓励和促进土木工程艺术和科学”。1871年，英国电气工程师有了自己的伦理守则。随后，英国建筑工程师联合会——结构工程（1908年成立，1909年“注册登记”，1934年制定皇家章程）——和矿山工程师联合会相继成立并制定了章程。美国化学工程师自1912年起，机械工程师从1914年起，就有了自己的守则。守则的发展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起源于美国和英国的工程师学会组织（关于这类伦理守则的示例和概览见于Gorlin，1999年；Harris，1996年；Hubig/Reidel，2003年，第231页及下几页；IIP；Lenk/Maring，1991年，第346页及下几页；Lenk/Ropohl，1993年，第313页及下几页）。

如今，美国的工程师伦理守则内容上都十分相近（此看法也见诸Ropohl，1996年，第63页）。以国家专业工程师学会的守则（不仅NSPE）为例，重大的修改是取消了“工程师不应当积极参与罢工、罢工警戒或其他集体性的胁迫行动”这一段（2001年），以及增加了“工程师应当努力遵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从而为未来子孙后代保护好自然环境”这句话（2006年）。

在美国和英国的伦理守则可否移植适用于德国的问题上，过去和现在一直有这样一个难点，即这两种守则皆以作为个体创业者或身居领导岗位的雇员身份的工程师形象为基础。可是，德国的绝大多数工程师——大约80%——是非个体创业者身份的雇员，因此他们不属于这个群体。

许多在美国很大程度上通过职业守则来规范管理的事情，在德国都有成文的法律规定。除了职业的学会组织以外（VDI，VDE等），德国的所有联邦州都有自己的工程师同业公会（各州的分会）和一个国家层面的联邦工程师同业公会。这些同业公会都有职业管理规定，自由职业者被强制要求入会，非自由职业者则自愿入会。举例来说，巴登-符腾堡州的工程师同业公会成立于1990年年初，其形式为一个公法团体，以自我管理的形式完成自己的任务。德国的工程师职业管理规定与英美的工程师职业守则有很大的相似性。在同业公会的行业准则里，人们对工程师职业的权利和义务、正确的职业行为皆有阐述和规定。唯有在“保护社会公众和自然环境”方面，准则只做了一般性的和笼统的说明。不过，注册登记和特许的工程师联合会与工程师行业公会有很大的相似性，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具有监督任务的社团组织。因此，英国工程委员会完全可以和德国的工程师行业公会相提并论，或者说具有类似的组织结构：它是一个“工程行业的监督性团体”。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美国许多联邦州的特许工程师的情况。

在德国，作为广义伦理守则的例子有德国工程师联合会的《工程师声明》（VDI，1950年），《未来任务》（1980年）以及编号为3780号《指南》中的《技术评估：概念和基础》（1991年，参阅Lenk/Ropohl，1993年，第314页及下几页；参见第6章第6节）。2002年，德国工程师联合会理事会批准并公布了《工程师职业伦理基本原则》。

瑞士应用技术科学院于2003年公布了一个新版伦理守则，其中包含如下规定：

工程师/技术科学家

1.对自己的行为负有个人的和伦理的责任。

2.行为必须充分考虑自己的社会、生态和经济责任的情况［…］

7.通过不断的进修深造获得所必需的技术技能。

8.获得补充性的实际知识和方向性的知识，以及对更复杂的关联事物和跨学科的合作进行判断的能力。

这些针对个人的行为准则应当融合到机构和制度的伦理守则中去。

成立于1848年的奥地利工程师和建筑师协会所确定的目标是，“促进有意义的、无危险的和对人类有益的技术应用，并尽可能防止技术的滥用”（第2.1条），同时，“提高技术的普及教育，促进大学毕业后技术人员的进修深造”（第2.1条）。此外，协会还应“在职业、科学和伦理方面努力提升工程师和建筑师的声誉”（第2.4条）。

全球范围内（也包括德国）许许多多的技术和科学学会都有自己的伦理和行为守则。比如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欧洲国家工程协会联合会、德国信息学会、德国物理学会、德国化学家学会、德国社会学学会等。在欧盟，欧盟委员会有一个《纳米科技领域中负责任的科研行为守则》，此外，还有德国纳米委员会和许多企业关于此课题的《行为建议》等（如BASF）。

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源自对科学和意见技术持明确批评态度的社团组织的守则和指南，例如，科学责任联合会、国际工程师和科学家网络、持批评意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国际交流支持协会（Verein Unterstützung internationaler Kommunikation Kritischer WissenschaftlerInnen and IngenieurInnen，KriWi）、全球责任科学家联合会等。这些社团组织的宗旨及守则内容常常带有政治色彩，而且没有具体同职业相关联的性质。比如，KriWi所确定的目标为：“和平，消除社会争端，彻底削减军备，没有ABC武器的世界，可持续地和有责任意识地对待大自然，公正的和有利于未来的发展。”

伦理守则的内容和作用

开始阶段，伦理守则都是纯粹的行业和职业守则。它们的作用是规范指导跟专业和职业有关的问题，内容涉及行业内部的标准和有职业特点的角色义务。同时，它们也用于同其他职业群体相区别，并且保障自己行业的声誉和经济利益。

近年来，守则方面（尤其是德国的守则）发生了某种方向性的转变。在守则的前言和一般性的文字部分中，公众福祉、可持续发展和其他普遍的和人道的（伦理）价值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这点在德国工程师联合会编号3780《指南》的“技术评估：概念和基础”中就能清楚地看到（VDI，1991年；参见第6章第6节）。该文件所列的八个技术行为的相关价值支柱为：可靠性、经济性、福利性、安全性、健康、环保性、个人发展和社会性（VDI，1991年，第7页及下几页）。《指南》的“新意”体现在“评估视野的宽度和评估过程的社会组织化”方面（VDI，1991年，第2页）。《指南》的“目标群体”及对象不单单是工程师们本身，而是更广义上的“在科学、社会和政治领域中，所有参与技术发展决策和同相关社会及文化框架条件的规划打交道的那些负责人员和受牵连人员”（VDI，1991年，第2页）。在VDI的伦理基本原则里，我们可以更明显地看到伦理守则中的这种方向的转变（VDI，2002年）。联合会发布的基本原则的“前言”写道，工程师“应当在自己的职业中遵守伦理的基本原则的标准”。基本原则的目的是为每个工程师在认识和履行自己的责任和在“评判责任争议时”提供“导向”和支持。此外，德国工程师联合会应当开展解释、咨询、调解和促进的工作，目的是“在所有技术责任问题上给参与者提供保护”。克里斯多夫·胡比格（2011年，第175页）把VDI接受和撰写“伦理基本原则”，称作“制度化的技术伦理责任”的一个“著名典范”。

如果我们对英美的工程师伦理守则（此处参阅Lenk，1991年）和德国工程师联合会的伦理原则进行一番比较的话，就会发现六个典型的不同点。

（1）普遍的道德义务和要求：涉及与其他（潜在）相关联人员的个别工程师的行为，亦即外部的道义责任——“工程师应当把安全、健康和社会公众的外部福祉……看得高于一切”（英美的守则皆如此；VDI，2002年，第2.3条：以“普遍道义责任的原则”为指导）。

（2）与这些准则相联系的是，优先标准和决策标准：此标准有可能对解决（道义的）冲突十分有益（VDI，2002年，第2.4条），“在价值冲突的情况下，工程师应当重视人类的公义优先于自然本身的权益，人权优先于利益考量，公众福祉优先于私人利益，以及充分的安全优先于可用性和经济性”。尤其是最后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在安全和企业经营目标之间存在典型的价值冲突。

（3）完成职业工作和义务或许可以被称为更高等级的道义责任。这里的内容包括：资格能力的保持（VDI，2002年，第3.1条），承认“工程师伦理的原则和指南的法律意义”，“从工程师伦理和工程科学的角度完成”，“环境法、技术法和劳动法中的一般要求规定”，“专业判断力”的重要性（VDI，2002年，第3.3条），支持“合适的机构，特别是VDI”解决冲突（VDI，2002年，第3.4条）。

（4）+（5）与这些责任紧密相关，完全具有道义的重要性，但并非普遍道德标准的具体化的行业内部标准和职业特定的角色义务：那些面对本行业成员或是其他行业成员的行为准则，或是专业的和行业相关的行为准则，比如面对“自己的行业……雇主、委托人和技术使用者”的责任（VDI，2002年，第1.2条），“技术责任”和“战略责任”等（VDI，2002年，第1.4条）。

（6）最后一个必须提到的不同点，是针对全民福祉或者是安全、健康、公众或社会福利的，总体上的职业和行业的（也是道义的）集体责任，以及在代表意义上的职业社团组织的集体责任。有关这一责任问题，在伦理原则的前言中皆有提示［信息学会（GI）的伦理指导原则中明确强调了该学会的责任问题，并且称之为“共同的责任”］。

伦理守则的主要用途是导向和保护作用。正如制度化的标准一样，守则具有免除负担的功用，并且也正如同道德准则一样能够减少经济事务的成本。守则进一步的作用是让雇员、工程师、研究机构、工程师社团组织、科学和技术协会对伦理问题和典型的冲突争议敏感起来，其中还包括人们对科技发现和发明的后果及附带后果意识觉醒和反思批判。同理，在技术后果评估和技术评价中（参见第6章第4节和第6节），重视人文的和社会的价值也不例外。与此同时，守则的认可度、实现和推行的可能性也非常重要（关于守则的滥用也可参阅Lenk，2009年，第18页及下几页）。在阿明·格伦瓦尔德看来（1999年，第234页），“职业道德”的作用“不是在于开发制定一套全面的技术管理的伦理规范，或是要取而代之，而是在于：其一，重视遵守规范管理的决定，应对可能出现的违规行为；其二，对潜在的管理规定的不足做出提示；其三，对现有的管理规定提出批评”。

在涉及雇员的问题上，伦理守则的保护作用应当予以特别的重视：倘若守则被法律采纳——比如通过诸如“良好风尚”（《民法》第138条）这样需要加以补充的一般条款——那么，它实现和被遵守的机会就会增加（参阅Hubig，2011年，第174页关于伦理守则、类似条款及其有效性问题的部分）。这是因为单单依靠呼吁号召和使相关人员（特别是企业的员工）敏感化，尽管必要，却是不够的。吹哨警告（whistle blowing）也是同样的情况。对此，某些伦理守则已经做了相关的规定，比如VDI的伦理原则等（VDI，2002年，第3.4条）：“如果发生无法同雇主和订货人共同解决的职业道德冲突问题，在不放弃道义上合理要求的情况下，工程师应当寻求制度上的支持和帮助。迫不得已时，可以考虑向公众社会报警，或是拒绝继续合作。”这样的“支持和帮助”可由工程师社团组织的伦理委员会等提供。因此，伦理守则应当通过相应的伦理委员会来加以弥补（参见第6章第8节）。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没有内容上的基准指导，伦理委员会形同瞽者，而伦理守则必须有检查和惩罚机制，因为没有这种机制，守则如同纸上谈兵。

伦理守则的伦理化

关于伦理守则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对于专门的伦理规范具有标志意义的普通道德准则，最早并未见于任何一部伦理守则当中。伦理守则建立起了主要属于行业内部伦理规范的规定和标准。比之一般的伦理规则，它们往往更具有可操作性。解决争端和冲突的优先或优选解决方案要么鲜有所见，要么根本不存在。在这点上，2002年公布的德国工程师联合会《工程师职业伦理基本原则》是个例外，因为这部文献不仅提到了普通道义规范，而且也提到了一般的优先原则。因此，我们可以把它说成伦理守则的伦理化（这点不仅适用于把全民福祉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纳入伦理范畴的做法，而且也适用于德国工程师联合会3780号《指南》）。但是，自《工程师职业伦理基本原则》启用以来，到现在为止情况似乎过于平静了。人们希望有一场广泛的和公开的讨论活动，尤其是伦理原则也必须对联合会成员具有约束性，并且必须把法律上及社团内部的惩罚措施、伦理委员会和仲裁机构的内容补充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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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伦理委员会

技术和科研政策问题与伦理委员会

从与技术伦理学问题相关的角度来看，伦理委员会的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发挥其技术问题政策顾问作用的地方。因此，下文中所论及的伦理委员会，皆指的是在国家或国际层面上开展活动的咨询机构。这类咨询机构依照相应的法律法规，成了民主决策过程制度结构中的组成部分。那些主要设立在医院中的医疗伦理委员会，或是主要负责监督人体研究工作的科研伦理委员会，包括近年来数量不断增多的行业伦理委员会，则皆不属于本文的考察范围（Kettner，2005年）。

尽管在这些不同类型的伦理委员会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但是，对于政策管理上十分重要的技术问题具有决定意义的伦理委员会，其组织模式最早起源于医学领域的医疗伦理委员会。在德语国家中，二者之间这层密切关系也显现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国家层面的伦理委员会所面临的各种课题，起初阶段主要来自生物医学的挑战，而这些挑战皆具有政策调整管理命题的重要意义，突出的实例就是围绕干细胞研究、胚胎植入前诊断法（PID）和基因诊断法的争议和讨论（参见第5章第7节）。

伦理委员会的方兴未艾与伦理学问题讨论的兴起密切相关。伦理学（作为应用伦理学）的崛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其核心标志是生物伦理学的各种挑战。人们普遍认为，生物伦理学的发展源于下列诸种原因：现代社会道德观念的多样化，对潜在的和有歧视人类倾向的科研工具化越来越敏感的社会公众（特别是自在纽伦堡对纳粹医生进行公审以来），以及（尤其是）因医学领域的技术化（参见第5章第14节）所带来的越来越尖锐的问题而产生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具体表现在人们对于生命的开始和终结问题的决策困难之中（Ach/Runtenberg，2002年；Jennings，2000年）。器官移植、试管婴儿、脑死亡定义——这些关键词是诸多重大不确定问题中的几个典型代表，它们对20世纪80年代伦理学论争的兴起和白热化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在德语国家中，汉斯·约纳斯发表于1979年的著作《责任原则》（参见第4章第B.2节）对这场争论起到了较多的推动作用。尽管，或者说正因为约纳斯没有有意去设计一套系统的生物伦理学，所以这本书也许成了战后伦理学方面一部最有影响力的文献。书中的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是，在“自然的”界线不断发生变化的技术时代，伦理学特别具有立法的作用。这个观点可以从对不同领域的各种威胁，尤其是生物学问题的观察和认识中得到解释。

因此，人们有相当的理由认为，“此前，生物伦理学制度化的原因始终在于，人们想要知道，新技术是否能够承担起相应的责任”（Düwell，2008年，第28页）。然而，当前生物伦理学的争论焦点早已不再是单纯具体的技术应用和医疗服务问题，而是部分具有浓厚远景色彩的技术化项目和科研选项问题（例如人类增强等课题，参见第5章第8节）。如今，在技术化科学的形成过程中（Normann，2004年），伦理学反思不仅涉及（潜在的）有争议的技术话题，而且更多地涉及科研伦理学的各种问题。

伦理制度化概述

在有关技术和科研政策的论争中，往年在许多西方民主国家成立的并冠之以“国家伦理理事会”的跨学科专家小组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Fuchs，2005年；Galluox等，2002年）。2001年，在当时德国总理格哈德·施罗德的建议下，“国家伦理理事会”正式成立。2008年以后，这个顾问小组更名为“德国伦理理事会”，并且——有别于其前身——有了法律的基础。根据2007年出台的伦理理事会法，理事会的26个成员不再全部由联邦政府指派，其中的一半由联邦议会任命。根据伦理理事会法，该顾问小组的工作任务首先是关注生命科学及其在人身上的应用课题。同样是于2001年，奥地利在总理府也设立了一个生物伦理学委员会，其工作任务与德国的机构几乎如出一辙。在经过旷日持久的辩论之后，瑞士联邦委员会也于同年成立了“人文医学领域国家伦理委员会”。

如今，“伦理化进程”（Bogner，2011年）已远远超出了生物和医学技术的范围。即便是在能源问题上，伦理委员会也成了人们请教问题的顾问机构。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德国的“能源供应安全”伦理委员会受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委派，对核电的风险（参见第5章第11节）进行重新评估。在总结报告中，委员会一致提出了在今后十年内取消核电的建议。伦理委员对风险问题的处理——此举在过去要么非驴非马，要么就是张冠李戴（Bogner，2011年）——使得该伦理委员会从前常常被人们冠以双引号加以应用（Braun，2013年）。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国家的伦理理事会上来。所有这些专家小组都有许多典型的共同之处：

（1）它们的共同任务是，通过书面表态的方式在重大的生物伦理学问题上为政府部门提供咨询；此外，它们的任务还有，推动和伴随对生物伦理学课题的公开探讨和争鸣。

（2）从地位上说，它们是国家设立的专家小组；然而在实践当中，专家模式和利益相关者模式之间的界线是相互交叉的，所以在实践中，专家和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

（3）小组成员的组成在学科和世界观上是百花齐放、兼容并蓄的，专家们分别来自医学、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和神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

然而，学科的划分并不总是一目了然的，而且往往并不说明任何问题。在所学专业和当前的职业之间存在各种不同的差异。有些成员甚至并不是以本专业代表的身份，而是仰仗其“受尊敬的”名人威望在小组中工作。但是无论怎样，伦理委员会都具有代表不同的伦理学理论和多元化观点的资格和地位。

除了国家伦理理事会外，截至2005年夏，还有两个德国国会的调查委员会在一起平行工作。“现代医学法律和伦理”调查委员会存在的时间是2000年3月到2002年，亦即第14个大选期。它由国会设立，目的是从伦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生物医学的进步进行评估。委员会由13名国会成员和13名专家组成，其任务是使生物伦理学成为有当前公众参加并进行探讨的一个课题。在此背景下，委员会举办了各种对话活动和网络会议。另外，委员会还经常组织以基因诊断法、胚胎植入前诊断法和生殖医学为主题的公开听证会。

随后在第15个大选期内，冠以“现代医学伦理和法律”名称的第二个伦理委员会成立。由于国会选举提前进行，所以委员会的工作在2005年9月便告提前结束。该委员会仍然由26名成员组成，然而与前者相比，二者的明显区别体现在课题的重点方面。如果说在第14个大选期内生物医学是重点课题的话，那么，从2003年起人们探讨的重点首先是生命终结、移植医学、医学研究伦理和分配公正性等问题。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基因技术机会和风险”伦理委员会（1984～1987年）和隶属于联邦卫生部的“试管婴儿、染色体组分析和基因疗法”工作小组（即所谓的“Benda委员会”，1984～1985年），可以被认为是政治顾问性质的伦理委员会的前身。在这两个早期的专家小组中，伦理学的问题是完全存在的，特别是当涉及基因技术在人身上应用的时候（参见第5章第7节），比如产前诊断或基因疗法等，但是，这些课题在当时还未引起轰动。那时，人们对新技术风险特征的讨论并不是直截了当的，而是绕着大圈子进行的。这种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代便发生了变化。在联邦卫生部于1995年设立的伦理理事会中，伦理学问题便在政治咨询委员会的招牌下声名鹊起。该伦理理事会不仅提出了对预测性基因检查的伦理学和法学评估的基本参照点，并且于2000年针对计划中的生殖医学法提出了自己的、还没有对外公开的立场和看法。2001年以后，随着国家伦理理事会的设立，该理事会的工作暂停，直至2002年理事会最后正式解散。

技术伦理学课题任务的当前趋势

上文所提到的伦理委员会的课题任务在起初阶段都与重大的生物伦理学论争密切相关：干细胞研究、基因诊断法、胚胎植入前诊断法、克隆技术——这些都是世纪交替前后的有关键性和政治决策意义的课题。在德国，与此相关的决策过程如今已通过多种法律规定的形式（暂时）告一段落。因之，近年来伦理委员会的课题任务也发生了变化。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发现课题范畴的诸多不同之处，其中两个重点课题尤为引人注目。一方面，在与医学有关的课题任务继续受到关注的同时，那些关于人的生命开始、价值和尊严的重大问题已不再是探讨的重点。反之，人们更感兴趣的是医学实践在社会经济和社会文化层面的上下文关系。这里，讨论的重点一是传统的获取和分配的公正性问题（参见第4章第B.9节），二是人们在部分非常深入的思考过程中对诸如医学化和歧视等问题进行探索。因此，德国伦理理事会于2012年将双性人现象置于课题计划中，并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上拿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Bora，2012年）。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理事会在研究课题政治化倾向以及在生物伦理学的主流之外，致力于推动有当事者和利益代表参加的社会化的论辩和争鸣。通过这种方式，伦理委员会以民间参与者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

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发现，最近一个阶段中技术伦理学问题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例如，奥地利生物伦理学委员会近年对纳米技术（参见第5章第18节）和“辅助技术”进行了探索。在为期很短的对纳米技术的探索中，与其说人们所关注的是伦理上的技术后果评估，不如说人们所关注的是技术后果评估的文献资料。真正的伦理学问题——如分配公正性（Nano Divide，纳米鸿沟）或风险伦理学因素等——虽然都有述及，但都不深入。在“辅助技术”的开发和使用方面，委员会在其研究中皆触及了信息伦理学问题（数据保护和个人隐私，参见第5章第9节）、生物伦理学的经典内容（老人自主权和照料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社会伦理学问题等。其中，委员会的论述在很大范围内乃是以技术后果评估方面的一个调研报告为基础的（Tolar，2008年；参见第6章第4节）。

当前，探讨技术伦理学问题的趋势主要见于国际化的关联环境当中。欧盟委员会伦理问题相关顾问小组的名称叫作欧洲科学和新技术伦理小组（European Group on Ethics in Science and New Technologies，EGE）即可作为佐证。最近几年中，这个15人小组就各种不同的技术门类，如互联网技术（参见第5章第10节）、合成生物学（参见第5章第23节）以及农业技术的发展（参见第5章第1节）等，发表了自己的立场和看法。除此之外，小组还出版了许多有关纳米技术（参见第5章第18节）及健康技术评估（ten Have，2004年）的文章和专论。根据所完成的咨询任务，小组的工作并不是要对学科伦理学的专业讨论进行记录和评论，而是在基本伦理学原则的上下文关系中对讨论的课题进行定位。以农业技术为例，人们时常要做的主要工作是提醒政府即政界人士注意伦理原则的重要性，并要求他们对之予以考虑和关注。通常情况下，正如欧盟的各种宣言和协议所规定的那样，小组以这些广义的标准原则精神为参考，从而制定出各类技术特有的伦理学观点和立场。

关于信息技术（参见第5章第9节）的伦理学含义，人们常常以结合用户身份形成过程中新的“数字”形式问题，损害个人自由的危险问题（隐私权），以及数据收集和管理的合理性要求的方式，对之进行探讨论争。在针对合成生物学的案例中，欧洲科学和新技术伦理小组（EGE）以当前论辩中已经成形的伦理学经典内容作为引证。首要的是安全性问题，即技术本身内在的风险和生物恐怖袭击的问题；其次是专利权问题和分配及公正性问题。在农业技术的案例中（参见第5章第1节），从学科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欧洲科学和新技术伦理小组与环境伦理学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十分明显。但是，即便是在本案例中，重点词“伦理学”所蕴含的内容也是十分丰富多彩的，其中涉及的（并非总是伦理学的）议题有：粮食保障、转基因作物的机会和风险、生物汽油以及食品浪费等。

在美国，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秋设立了生物伦理学问题研究总统委员会（Presidenti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Bioethical Issues）。该委员会延续了有40年历史的国家伦理理事会的政策咨询工作，亦即随着1974年人类保护和生物医学及行为研究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Subjects of Biomedical and Behavioral Research，1974～2009年）的成立所开始的这段历史。此全国委员会是乔治·W.布什总统所设立的生物伦理学总统委员会（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2001～2009年）的继任者。它所领受的第一个工作任务，是对合成生物学的社会学和伦理学内涵进行调查研究（PCSBI，2009年）。委员会所提出的寄希望于监督和进行广泛对话的建议，其基础乃是委员会所认为的、对负责任地控制新出现的技术具有重要意义的五项伦理原则（公众福祉、负责任管理、思想自由、民主协商以及公平公正）。

在国际层面上，世界科学知识和技术伦理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the Ethic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也一直在关注科研和技术伦理学的课题任务情况。该委员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一个下属顾问机构，18位来自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法学、哲学、宗教和政界的成员由UNESCO总干事任命。委员会在UNESCO对生物伦理学机构化过程中于1998年设立，与此同时，还通过了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International Bioethics Committee）的章程，以及设立了政府间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Bioethics Committee）。这一系列举措的目的，首先是要从伦理学角度跟进人类基因组的研究项目。国际生物伦理委员会的核心任务，是要制定出一个关于人类基因组保护的宣言。而世界科学知识和技术伦理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正如其总干事在2005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则是要发表一个科学伦理学的宣言，亦即某种意义上在全球有效的“科学家指导伦理守则”的最初版本。除此之外，在世界科学知识和技术伦理委员会当前的工作任务中，各种新技术的伦理学问题具有核心的地位和重要性。委员会有责任为大家建立起一种认清现代技术伦理学内涵的思想意识，并且帮助政治决策者重视纯粹经济利益考量之外的其他评价标准。

跨学科伦理学：伦理学专家意见的商榷问题

典型的由跨学科成员组成的伦理委员会面临着一个十分重大的挑战：在这些专门小组里，专家们的意见通常都是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和世界观的代表之间协商而定的。换句话说，专家们的意见在这里不是以达成共识的现状报告或是单项鉴定书的形式被固定下来，而是必须通过在内部（in vivo）的方式，亦即在参与者的交流过程中被制定出来。那么，紧接着要问的问题是，伦理委员会中的专家意见将通过何种方式商议得出呢？再者，专业的学科伦理学在此语境中究竟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呢？近年来，这些问题在科学和技术研究中引起了人们的不少关注，尤其是在德语国家中。正因为如此，如今我们才有了一系列关于国家伦理理事会及调查委员会商议流程的实际调研和结果报告（参阅Bogner，2011年；Braun，2008年；Jung，2011年；van de Daele，2008年）。

从这些现有的研究报告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专业伦理学的论证和说明在伦理委员会中的空间是非常小的。根据我们的核心观察和认识，伦理委员会中的伦理学讨论通常都是在常识水平上进行的。论辩的高度理论含量在政策咨询式的伦理委员会中绝大部分都是没必要的，这是因为讨论的目的乃是在于将小组内的不同意见浓缩为若干立场观点。专家们最主要的行动目标是巩固一种兼容并包的立场，而不是要去形成一个由所有参与者都基本认为在论证理由上具有优势的观点认识。倘若说人们不去刨根问底地寻找某种共识，那么，达成对行动有指导意义的意见一致反倒容易得多。为了在委员会中找到“组成联合政府的伙伴”，人们不需要那些尖锐无比的论证说明，而是需要策略上的行动。恰恰是在务实的基础上，小组内部的联合政府最终能够得到实现，亦即建立起一个在基本伦理学层面上观点完全相左的小组成员的联合政府。为此，讨论伊始总是纠缠于某个观点符合何种理论传统这样的问题，对小组的探讨争论毫无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专业伦理学的论证辞藻和传统含量对共同形成政策上的专家建议，既非必要也没有帮助。简言之，一个由委员会提出的能发挥作用的伦理学观点，不是源于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或四平八稳的伦理学道德论证，而是得益于伦理学商讨的务实化。它所遵循的与其说是透彻讨论的原则，不如说是谈判成交的原则。

因此，对于伦理委员会中（往往人数很少的）职业伦理学专家来说，小组的工作不免经常使他们有几分失望。价值问题的商讨争论在伦理委员会中，很少能够达到作为专门学科知识的伦理学所可能获得的重要性层次。职业伦理学者并不能包揽对伦理规范定位问题的话语权，反之，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伦理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在这里都有权提出自己拥有相关资格能力的要求。而且，商讨谈判形成立场观点的逻辑过程所历经的意见分歧要求，有可能成为小组内部需要专业伦理学专家意见的一种刺激手段。

显而易见，伦理委员会自身带有一种互为矛盾的因素。一方面，它是人们对从伦理学角度对技术进行反思表示认同这个事实在制度上的体现。倘若说技术后果评估当初被人们认为是从制度上对政治无法宏观把握的技术复杂性的恰当回应的话（Grunwald，2010年；参见第6章第4节），那么今天伦理委员会就代替了它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委员会代表了伦理学争论的一种权威。另一方面，委员会的具体工作似乎又要求很高程度的务实和实用性，在这种情况下，伦理学专门知识的特殊价值就无法充分体现出来。于是乎，这种在伦理委员会中将伦理学专门知识边缘化和倾向，似乎是伦理学论争大众化所要付出的必要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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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博格纳（Alexander Bogner）


第9节 技术教育

技术教育所包含的内容是一种过程的经过和结果，其主旨是传授和获得关于技术的实用产品的知识，以及传授和获得关于它的生产和在实际生活环境中运用的知识，目的是得到一种超出人的感官可以把握的层面的对技术的理解认识（知识作为对技术的构造和过程的认识），以及形成与之打交道的相关能力（能力作为技术上重要的技能和技艺）。因此，技术教育便具有了一种“解放式的潜力”，并且成了在技术和技术化的生活世界中自主决定人生的必要条件。技术教育为人们提供方向性的知识，用以作为未来与技术有关的行为和态度的生活及决策帮助，因此，它具有反技术官僚和专家治国的意义。

技术因为作用巨大，所以是人类生活和人类文化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在德国和欧洲，而且在全世界，都对社会、文化和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作用和价值。虽然有这样突出的地位和作用，技术和工艺在普通的人类教育过程中却只起到了一个较低层次的作用，而且情况至今依然如此。我们的教育方案常常不是省略掉了“技术的东西”的范畴，就是将之降低为“自然科学的东西”。这一现象的根源和传统存在于新人文主义的教育要求之中。

教育是一个有语言、文化和历史条件限制的概念，其内容和范围非常之错综复杂。由于对教育的认识取决于文化和同时代的上下文关系，所以，对于教育概念没有统一的定义可言。知识、智慧、自主权、独立性和教养文明是教育的象征，然而，个性和人格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教育是一种结构体，它属于人的基本权利，并且在与周围环境的直接关系中才能被评价和考察。

技术教育涉及的不仅是普通技术教育意义上作为一个“整体”的技术（Günter Ropohl所说的“技术启蒙”，1973年），而且涉及的是特殊技术教育意义上（如职业教育或相关的大学课程等）各种特殊的技术范畴。与此相关联的技术教育形式种类繁多、各显其能，诸如随机和非系统性的形式（通过媒体以广告的形式，通过使用实际的技术产品，或通过经验的传授等），部分系统性的学习过程形式（如报告讲座、出版物或电影等），以及按照教学大纲进行的、系统性的教育、培养和深造过程（特别是在普通学校、职业学校、应用技术学院和大学中进行）。

下文中，我们将重点关注普通技术教育方面的情况，因为迄今为止，人们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方法上对该领域的思考最广泛，而且论证也最广泛（尽管不尽相同）。缘此，大家的共识看法是，这种形式的技术教育代表了一种广泛植根于社会中的、真正意义上对技术的前提、条件、后果以及社会文化内涵的批判性认识，从而在普遍和更为广泛的要求基础上，有别于特殊的技术教育（比如说大学中的技术科学课程等）。由于技术的产生和使用始终是在现有的（常常相互冲突的）价值和目的体系框架中（参见第4章第A.11节），以及一般的（社会）框架条件和个人取舍好恶中进行的，所以，技术教育也必须包括诸如技术评价这样的范畴在内。

技术教育的兴起

技术教育课最早起源于19世纪末中小学里男女生分班进行的手工课。女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在课堂上学习编织、钩花、缝补、刺绣、绣花边，以及编麦秆和木雕等女红和技巧，而男生则在学校的教学车间里学习各种手工制作的技术技能。

20世纪初，德国有一个教学法改革的流派将改革方案冠名为“劳动学校”，但是，人们对此概念的理解和认识却不尽相同。给技术教育带来一种特别发展模式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时期的学校教育改革。20世纪60年代以后，综合技工课成了东德中小学教育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所有男生女生都必修的综合技工高中阶段，学习和劳动相互结合，并且重点传授生产技术的内容和知识。到了70年代，为了改革小学教育和配合开办综合型中学，西德的学校中也引入了劳动教育作为学校中的教学科目（参阅Meier，2012年）。

（普通）技术教育的方案和模式

当前，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全球范围内，技术教育在普通教育的体系结构上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普通技术教育方案所依据的背景原因千差万别，所追求的目标也各不相同。下文中，我们尝试将目前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教育方案的方向和出发点予以归纳，并就其特点进行简要说明（参阅Graube/Theuerkauf，2002年；Meier，2011年；Vries，1994年/2003年）。

重视手工劳动的取向：主要以木料为原料的手工制作，见于德国和芬兰的Sloyd（主要侧重技艺）传统之中。这个名称来源于瑞典语的Slöjd（手工技能），早先代表的是“手工的”和“能干的”意思，并且与工艺品的制作有关，主要原料是木料，但也有折纸和纺织物的缝纫。

手工活的主要重点，是学生根据已制作好的把手、支撑和运动部件等的示范样品，准确地完成整个劳动过程。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青年学生的潜力、创造性、劳动态度和思想意识。手工劳动被当作个性发展的宝贵财富而受到重视，其原因并不在于学生用原材料所制作的物品是否重要，而是在于原材料所给予他/她一个怎样的潜在可能。

除了发展符合实际要求的动手能力以外，同样非常重要的是美学设计，以及在学校条件下的实用物体的制造。

以技术设计为重的取向：一个面向技术行为的、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模式见于工业设计的概念之中。这里，设计不应仅限于工业产品的美学层面，而是一种“设计创造的尝试”（参阅Graube/Theuerkauf，2002年）。其核心是在最终确认的工作任务框架内，并且在目的和手段关系的基础上，开发学生的创造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设计行为乃是强调的重点。

在计划制订阶段，重点要做的工作是任务的选择和开发任务的表述。构思设计过程包括任务的精确化、单项任务的提炼，以及解决问题的原则及其组合的确定。设计工作的关键不仅在于一个至关重要的首件设计，还在于该设计的技术及经济评估，以及根据需要经过改进后的优化设计。定型阶段的内容包括单个部分的设计和优化，以及工艺文件的编制。实现阶段即转入实际的生产制造过程。

重视关键能力的取向：其他教学方案的重点不是具体的知识内容，而是注重技术行为范畴中的关键能力（key competencies）问题。教育工作的核心乃是行为策略和学习策略的培养。

这里所说的行为，其内容所指的是构思、开发、生产、使用、处理以及对人造技术产品的评价等层面，包括不同过程因素和技术行为在内的产品生命周期给人们提供了学习的方向（参阅Graube等，2009年）。

在上述的方案范畴中，如何与技术打交道具有特殊的意义。这里所指的不单单是能看懂草图和技术图纸，而且是指绘制技术图纸。特别值得关注的焦点是普遍可以应用的素质能力，如团队协作能力和交流能力、设计创造能力、认识能力、创新能力、媒体使用能力、计划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

以技术的问题和行为领域为主的取向：以受到技术影响的问题和行为领域为指导的取向，是一种以情况决定行为的尝试形式。这种模式强调主体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而不注重专业科学的系统性。在模式范围内，人才的培养建立在对个人和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和行为领域之上，如劳动和生产、建筑和居住、供应和处理、运输和交通，以及后来的家务和休闲。

这里，多样化的角度形成于（参阅Sachs等，1979年）：

·知识和结构视角——技术知识和实际结构认识的视角

·行为视角——与技术相关的能力和技艺视角

·问题和评价视角——技术的意义和评价视角

由于从根本上说，上述这些视角并没有远远超出对人从狭义上的知识、能力和教育方面进行全面培养，或是在思想、劳动和情感方面进行训练的观点立场，所以，贝恩德·迈尔[1]列举了下述若干视角，用于对技术和社会的关系进行考察（参阅Meier，1999年）。

工业和生产的取向：特别是在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教学方案中占主导地位的内容是工业和生产的取向。从社会化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地位出发，制造技术、机械技术、电气和自动化技术乃是学校课程的重点内容。在生产制造方式方面，现代化的大规模生产是重点介绍对象。

内容的选择首先以专业的科学知识为主。核心要点是突出普通技术教学的特点，及其明确的因素、结构和规律。其目的是让学生能够具体了解物质的生产过程，引起他们对今后此领域中的职业教育的兴趣。至于所传授的知识是否能够用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则另当别论。

这一模式经过改头换面后，如今还在继续使用。其中，人们把教学的重点都集中到了遴选出的若干特殊的技术科目上面，尤以自动化技术最为热门。人们常称这种情况为工程技术。

以未来技术和基础创新为主的取向：当前的教育方案都越来越把重点转向了各种现代化的技术（参阅Meier，2001年）。多媒体技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太阳能技术、环境技术、微系统技术——这些所谓的创新技术，在工程师、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和未来学学者看来，将会对21世纪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些技术不论是从单一还是集合的角度来说，由于其创造新市场和对老行业及现有行业的根本性改变，都会给我们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和经济环境带来重大的变化。如此巨大的变革不仅包含着推进生产的巨大潜力，而且也包含着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恐慌担忧的潜在可能。它既可以使经济保持数十年的增长，又可以毁掉工作岗位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技术课所面临的难点，在于新技术明显有在关联作用上更大的复杂性。正因为如此，学生们可能会有力不从心或把问题随意简单化的危险。

注重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取向：所谓STS（Science-Technology-Society：科学-技术-社会）方案强调的是自然科学、技术/工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缘此，方案触及了技术作为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本质特征，同时跨学科的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增强。在内容方面，此取向所强调的是在与技术发展相矛盾的情况下，经济因素、伦理因素、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的一体化课题。

STS方案是一种出于教学目的而编制的科目结合体，它从社会问题出发，让学生既接触特殊的（自然科学的）专业知识（这里的science指自然科学），同时又触及技术和工艺在我们这个时代所起的作用。该模式的首要目的是通过具体的应用关联性使自然科学课程更加生动有趣。另外，更新的、以劳动为重点的普通教育的框架计划也将遵循这一观点认识，亦即，通过自然科学与技术、经济与生态、政治与社会的视角，对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综合性的考察探索。只有通过劳动才能满足人的需求，这才是该方案的核心思想。因此，在劳动、技术和经济之间存在一种相互的依赖关系，这种关系还包含政治学和伦理学的内容和成分。

这里，问题的突出重点一方面是在于处于需求-劳动-技术-经济-社会关系中的物质文化（参阅Ropohl，2004年），另一方面则是技术评价（参见第6章第6节）和技术后果评估（参见第6章第4节）。

视技术为自然科学应用的取向：虽然在技术科学和技术哲学的探讨争鸣中，狭隘地把技术理解为应用型的自然科学的观点早已为人们所抛弃，但是在普通教育领域，技术的独立性却一直为人们所忽视。这种情况的具体表现就是把技术看作实用型的自然科学（applied science）。

这一认识的核心是一种更多着眼于技术产品的制造和功用关系的因果论观点。技术的典型思维和工作方式却未受到人们的重视。

专注于普通技术的取向：在为建立普通技术教学的基础而努力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德国，人们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创建一门“普通技术”的论文和著作（参阅Bense，1997年；Ropohl，1979年/1999年/2009年；Wolffgramm，1978年/1994年/1995年），这些论文和著作也曾经影响到了学校教学大纲的制定（参阅Fast/Meier，2008年）。

这门“普通技术”所探讨的课题，是在不同的等级层面和结构水平上对技术的过程和组成部分进行比较。其目的在于，抓住技术现象具有普遍性和本质性的东西，以便发现认识规律，以及在应用当中为生产过程物理技术层面的规划提供原则、规范、建议和方法。这些原则、规范、建议和方法在内容上适用于所有或是数量上可以限定的技术过程（参阅Banse/Reher，2008年）。

普通技术视角的典型特征是系统化的考察方式，因此，它也被人们称为系统理论的学说观点。关于系统之间的区别，不仅存在于物质交换系统、能源交换系统和信息交换系统之间，而且见于转换、运送和储存的基本功能当中。从不同的工作对象和技术的基本功能的组合当中，产生了由九个范畴组成的矩阵。

霍尔斯特·沃尔夫格拉姆[2]除了研究技术的过程之外，也从事技术系统的理论的研究。从对技术系统的分析中，他得出了八个普遍的技术基本功能的结论：加工、传输、导向、定位、驱动、控制、优化和支撑。

技术是教育的财富

虽然技术教育如此千变万化，但是，它过去和现在都没有降低为只是对技术的实际产品，或是其（自然）科学基础以及如何与之打交道问题进行“描述”和“解释”的方法。正因为技术教育对自身与制造和使用的关系所进行的思考和探索，所以纯粹技术性的东西被“超验化”。从此，技术教育便进入了技术和社会的知识范畴，同时还包括了经济、生态、社会、政治、法律、历史、伦理等方面的内容。技术教育从具体的事物肇始，即技术的实际产品、技术的开发和发展趋势、以技术为基础的（重大）事件（不论成功与失败）、与技术有关的决策，或是所谓的技术冲突等。然则，技术教育打算（或者应该）把所传授的知识以及所学到的知识（至少是尝试性地）延续和合并成一种普遍化和普及性的知识和认识。这样，它就同一系列评论性的立场和观点结合起来，而这些立场和观点不仅涉及技术的实际产品的前提和使用，而且同样涉及技术的生产和使用的成功条件和失败条件。技术教育能够帮助人们“对那些使现代人的生活环境变得如此任性随意、矛盾重重和窘迫无奈的复杂乱象……不仅知其然”，而且能够帮助人们“知其所以然”（Litt，1957年，第95页）。这种认识和“实践”意义上的技术教育，能够跨过存在于所谓“两种文化”之间的、常被人们厌恶却又不断在引用的那条“鸿沟”（参阅Snow，1967年），或者与其说是跨过，不如说是阻止其产生更为贴切。

普通技术教育不仅包括直接与技术相关的“实际知识”，即主要形式为功能性和结构性的常规知识、技术原理知识和技术社会学的系统知识，而且必然包括“取向知识”和“行为知识”。这是因为，技术、技术发展及其后果的评价并非从实际知识中自己产生的，而是需要以标准规范作为前提以及经过伦理学的思考。正因为如此，人们在所有技术教育层面上所做的种种努力都以此为方向和目标。可行性研究、风险分析、成本效益权量、多元标准决策过程、生命周期观点、认可度评估、生态调查结果、技术后果评估、重视可持续发展要求等——凡此种种，皆是普通中等教育和大学工程学科中“非技术的”技术教育的组成部分（参阅VDI等，1990年/1991年）。除此之外，技术教育中还包含对自身的工作与社会实践关系的自省和反思。工程师伦理学作为对技术开发者责任的一般探讨研究（技术科学家、工程师，参见第3章第7节），正是在这里通过伦理准则的途径找到了它的切入点（参阅Hubig/Reidel，2003年）。

技术教育的任务是要让人们了解和认识各种各样的不同要求，这些要求不仅是针对“好的”技术解决方案所提出的，而且还针对这样一个目标，即“好品质的解决方案”只是在部分意义上取决于技术标准的满足，而另一部分则取决于对技术之外的各种要求的重视和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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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哈德·班泽、贝恩德·迈尔（Gerhard Banse und Bernd Meier）



[1] 贝恩德·迈尔（Bernd Meier），德国波茨坦大学教授，本文撰稿人之一。

[2] 霍尔斯特·沃尔夫格拉姆（Horst Wolffgramm），1924年出生，德国教育学家，本文参考文献书目所列作者，著有《普通技术论》一书。


附录

附录1 推荐书目

鉴于技术伦理学论题的涵盖面非常广，以及人们需求的多样化，重点关注有关的专著文献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本手册每篇论文后面，都列有相关参考文献和著作。我们这里所遴选的书目，乃是作为对手册中所列文献的补充：

·关于应用伦理学的一般性书目（涉及技术伦理学的相邻领域）

·关于技术哲学的书目（对技术伦理学问题有意义和重要性）

凡是在本手册相关章节中已经列出的文献书目，原则上这里不再专门列出。本书目按照专业参考书目和入门书目分类，并力图照顾到本书主题的各个方面，但难免还是要做一番去粗取精的过滤筛选。

专业参考书目

Aßländer，Michael S.（Hg.）：Handbuch Wirtschaftsethik. Stuttgart/Weimar 2011.

Barber，Nigel（Hg.）：Encyclopedia of Ethic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 York 2002.

Bröchler，Stephan/Schützeichel，Rainer（Hg.）：Politikberatung. Stuttgart 2008.

Bröchler，Stephan/Simonis，Georg/Sundermann，Karsten（Hg.）：Handbuch Technikfolgenabschätzung.3 Bde. Berlin 1999.

Callicott，J. Baird/Frodeman，Robert（Hg.）：Encyclopedia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Philosophy. Detroit et al. 2009.

Chadwick，Ruth（Hg.）：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the Ethics of New Technologies. San Diego et al. 2001.

-/Callahan，Dan/Singer，Peter（Hg.）：Encyclopedia of Applied Ethics. London 1997.

Düwell，Marcus/Hübenthal，Christoph/Werner，Micha H.（Hg.）：Handbuch Ethik. Stuttgart/Weimar 32011.

Frey，Raymond G./Wellman，Christopher（Hg.）：A Companion to Applied Ethics. Oxford/Boston 2004.

Hubig，Christoph/Huning，Alois/Ropohl，Günter（Hg.）：Nachdenken über Technik. Die Klassiker der Technikphilosophie. Berlin 2000.

Illes，Judy/Sahakian，Barbara：Oxford Handbook of Neuroethics. Oxford 2011.

Korff，Wilhelm（Hg.）：Lexikon der Bioethik. Gütersloh 2000.

LaFollette，Hugh（Hg.）：The Oxford Handbook of Practical Ethics. Oxford/New York 2003.

Meijers，Antonie（Hg.）：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Amsterdam 2009.

Mitcham，Carl（Hg.）：Encyclopedia of Science，Technology，and Ethics. Detroit et al. 2005.

Nida-Rümelin，Julian（Hg.）：Angewandte Ethik. Die Bereichsethiken und ihre theoretische Fundierung. Ein Handbuch. Stuttgart 22005.

Schicha，Christian/Brosda，Carsten（Hg.）：Handbuch Medienethik. Wiesbaden 2010.

Singer，Peter A./Viens，Adrian M.（Hg.）：The Cambridge Textbook of Bioethics. Cambridge u. a. 2008.

Steinbock，Bonnie（Hg.）：The Oxford Handbook of Bioethics. Oxford/New York 2007.

Stoecker，Ralf/Neuhäuser，Christian/Raters，Marie-Luise（Hg.）：Handbuch Angewandte Ethik. Stuttgart/Weimar 2011.

入门书目

Ach，Johann S./Bayertz，Kurt/Siep，Ludwig：Grundkurs Ethik. Bd. 2. Paderborn 2011.

Asveld，Lotte/Roeser，Sabine（Hg.）：The Ethics of Technological Risk. London 2008.

Brenner，Andreas：UmweltEthik. Fribourg 2008.

Crane，Andrew/Matten，Dirk：Business Ethics. Oxford u. a. 2010.

Durbin，Paul/Lenk，Hans（Hg.）：Technology and Responsibility. Dordrecht 1987.

Düwell，Marcus：Bioethik：Methoden，Theorien und Bereiche. Stuttgart/Weimar 2008.

Fenner，Dagmar：Einführung in die Angewandte Ethik. Tübingen 2010.

Fleddermann，Charles B.：Engineering Ethics. Upper Saddle River，NJ 42011.

Grunwald，Armin：Technikfolgenabschätzung. Eine Einführung. Berlin 22010.

-/Kopfmüller，Jürgen：Nachhaltigkeit. Frankfurt a. M.2012.

Harris，Charles E./Pritchard，Michael S./Rabins，Michael J.：Engineering Ethics：Concepts and Cases. Belmont 42008.

Homann，Karl/Lütge，Christoph：Einführung in die Wirtschaftsethik. Münster 2004.

Hubig，Christoph：Technik- und Wissenschaftsethik. Ein Leitfaden. Berlin u. a.21995.

Knoepffler，Nikolaus：Angewandte Ethik：Ein systematischer Leitfaden. Köln 2009.

Lenk，Hans/Ropohl，Günter（Hg.）：Technik und Ethik. Stuttgart 1993.

Mitcham，Carl：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 Chicago 1994.

Nordmann，Alfred：Technikphilosophie zur Einführung. Hamburg 2008.

Ott，Konrad：Umweltethik zur Einführung. Hamburg 2010.

Pieper，Annemarie/Thurnherr，Urs（Hg.）：Angewandte Ethik：Eine Einführung. München 1998.

Rapp，Friedrich：Analytische Technikphilosophie. Freiburg 1978.

-：Dynamik der modernen Welt. Einführung in die Technikphilosophie. Frankfurt a. M. 1994.

Ropohl，Günter：Ethik und Technikbewertung. Frankfurt a. M. 1996.

Schöne-Seifert，Bettina：Grundlagen der Medizinethik. Stuttgart 2007.

Van de Poel，Ibo/Royakkers，Lamber：Ethics，Technology，and Engineering：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2011.

Vieth，Andreas：Einführung in die Angewandte Ethik. Darmstadt 2006.

Wiesemann，Claudia/Biller-Andorno，Nikola：Medizinethik. Stuttgart 2005.

Wuketits，Franz M.：Bioethik：Eine kritische Einführung. München 2006.


附录2 撰稿人

约翰·S.阿赫（Johann S.Ach）：博士，明斯特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编外讲师（第5章第8节“人类增强”、第5章第14节“医学技术”）。

斯特凡·阿尔布莱希特（Stephan Albrecht）：博士，FSP BIOGUM，汉堡大学编外讲师（第5章第1节“农业技术”）。

于尔根·阿尔特曼（Jürgen Altmann）：博士，多特蒙德大学实验物理Ⅲ编外讲师（第5章第15节“军事技术”）。

格哈德·班泽（Gerhard Banse）：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技术后果评估和系统分析系教授（第2章第3节“安全”、第6章第9节“技术教育”）。

库尔特·拜耳茨（Kurt Bayertz）：明斯特大学哲学教授（第4章第A.2节“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

乌多·贝克尔（Udo Becker）：博士，工程师，德累斯顿工业大学交通技术学系“Friedrich List”交通生态学专业教授（第5章第17节“机动性和交通”）。

格雷戈尔·贝茨（Gregor Betz）：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哲学系教授（第5章第2节“气候技术”）。

迪特·比恩巴赫（Dieter Birnbacher）：杜塞尔多夫大学哲学教授（第4章第B.4节“功利主义”、第5章第11节“核能”）。

亚历山大·博格纳（Alexander Bogner）：博士，奥地利科学院技术评估研究所编外讲师（第6章第8节“伦理委员会”）。

约阿希姆·波尔特（Joachim Boldt）：博士，弗莱堡大学医学伦理和历史系编外讲师（第5章第23节“合成生物学”）。

斯特凡·博世恩（Stefan Böschen）：博士，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技术后果评估系科研人员（第5章第24节“合成化学”）。

斯特凡·布吕希尔（Stephan Bröchler）：博士，哈根函授大学政治学系编外讲师（第6章第1节“技术和创新的政治意义”）。

克里斯蒂安·卡里斯（Christian Calliess）：柏林自由大学公共法和欧洲法教授，联邦政府环境问题专家小组成员（第6章第3节“预防原则”）。

米夏埃尔·德克尔（Michael Decker）：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技术后果评估和系统分析研究所教授（第2章第5节“技术后果”、第5章第21节“机器人技术”）。

尼尔珂·多恩（Neelke Doorn）：博士，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技术、政策和管理系助理教授（第4章第B.7节“观念的平衡”）。

欧莱·德林（Ole Döring）：哲学博士，柏林夏里特医科大学编外讲师，Horst Görtz基金会中国生命科学理论和伦理学研究所所长（第4章第C.9节“全球化和跨文化特性”）

贝尔特·德罗斯特-弗兰克（Bert Droste-Franke）：博士，Bad Neuenahr-Ahrweiler欧洲学院有限公司科研人员（第5章第5节“能源”）。

多米尼克·迪贝尔（Dominik Düber）：明斯特大学“医学伦理学和生物伦理学标准建立基本理论问题”DFG-Kolleg 1209研究小组成员（第5章第14节“医学技术”）。

马克·杜塞尔多普（Marc Dusseldorp）：地理生态学硕士，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技术后果评估和系统分析研究所科研人员（第6章第4节“技术后果评估”）。

马尔库斯·杜威尔（Marcus Düwell）：荷兰乌德勒支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教授（第4章第B.5节“道义论伦理学”）。

菲利克斯·艾卡尔德（Felix Ekardt）：罗斯托克大学公共法和法哲学教授，莱比锡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政策研究所所长（第4章第B.1节“人权”、第4章第B.10节“可持续性”）。

克劳斯·埃尔拉赫（Klaus Erlach）：哲学博士，斯图加特弗劳恩霍夫生产技术和自动化研究所工厂规划和生产优化研究小组组长（第4章第A.1节“古希腊的技术哲学”）。

瓦尔特劳德·恩斯特（Waltraud Ernst）：博士，奥地利林茨大学妇女和性别研究所助教（第4章第A.7节“女权主义技术哲学”）。

布里吉特·法尔肯堡（Brigitte Falkenburg）：多特蒙德工业大学哲学和政治学系教授（第4章第A.9节“技术决定论”）。

阿丽亚娜·法拉利（Arianna Ferrari）：博士，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技术后果评估和系统分析研究所科研人员（第4章第C.3节“动物和技术”）。

马丁·菲尔（Martin Führ）：达姆施塔特大学公共法、法学理论和比较法学教授（第6章第2节“技术法”）。

桑德罗·盖肯（Sandro Gaycken）：博士，斯图加特大学哲学系技术哲学和科学理论专业科研人员（第5章第22节“安全和监控技术”）。

格尔德·格吕布勒（Gerd Grübler）：博士，美因茨大学哲学系神经伦理学和神经哲学研究室科研人员（第4章第C.10节“废弃物和技术”）。

阿明·格伦瓦尔德（Armin Grunwald）：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技术后果评估和系统分析研究所主任，技术哲学和技术伦理学教授（第1章“引言和概览”、第2章第1节“技术”）。

马蒂亚斯·古特曼（Mathias Gutmann）：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哲学系教授（第4章第A.3节“哲学人类学”）。

杰西卡·黑森（Jessica Heesen）：博士，图宾根大学科学伦理学国际中心“跨学科医学伦理学”生殖研究小组组长（第5章第9节“信息”）。

卢德格尔·海德布林克（Ludger Heidbrink）：基尔大学哲学系实用哲学教授（第5章第12节“食品加工”）。

彼得·霍克（Peter Hocke）：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技术后果评估和系统分析研究所科研人员（第5章第4节“高放射性垃圾的永久存放”）。

沃尔夫冈·E.赫费尔（Wolfgang E.Höfer）：博士，人造材料加工和房地产业企业家（第3章第4节“石棉”）。

克里斯多夫·胡比格（Christoph Hubig）：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哲学教授（第4章第A.8节“作为媒介的技术”、第4章第B.3节“智慧伦理学/暂行的道德准则”）。

彼得·雅尼希（Peter Janich）：系统哲学教授（第4章第A.5节“文化主义技术哲学”）。

格奥尔格·卡姆普（Georg Kamp）：博士，Bad Neuenahr-Ahrweiler欧洲学院有限公司科研人员（第5章第5节“能源”）。

妮可·C.卡拉菲里斯（Nicole C.Karafyllis）：布伦瑞克工业大学哲学系哲学教授（第4章第A.4节“生命哲学”、第4章第C.1节“生命和技术”）。

马蒂亚斯·克特纳尔（Matthias Kettner）：Witten/Herdecke有限公司私立大学文化学系实用哲学教授（第4章第C.5节“民主和技术”）。

雷吉娜·科雷克（Regine Kollek）：汉堡大学BIO-GUM/FG医学研究中心、医学中的现代生物技术技术后果评估教授（第5章第7节“基因技术”）。

沃尔夫冈·柯尼希（Wolfgang König）：柏林工业大学哲学、文学、科学和技术史系技术史教授（第6章第6节“德国工程师联合会和技术评价指南”）。

克劳斯·科恩瓦克思（Klaus Kornwachs）：技术哲学教授，文化和技术办公室（第2章第4节“进步”、第4章第C.4节“文化和技术”）。

贝提娜-约翰娜·柯林格斯（Bettina-Johanna Krings）：硕士，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技术后果评估和系统分析研究所科研人员（第4章第C.6节“劳动和技术”）。

罗尔夫-乌尔里希·库恩策（Rolf-Ulrich Kunze）：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哲学系近现代史教授（第3章第5节“进步乐观主义的危机”）。

西蒙·雷德尔（Simon Ledder）：硕士，社会科学学者，图宾根大学科学伦理学国际中心、生物伦理学研究生院研究员（第5章第3节“电脑游戏”）。

沃尔夫冈·利贝尔特（Wolfgang Liebert）：维也纳农业大学安全和风险科学系安全和风险学教授（第3章第3节“原子弹的研发和使用”、第4章第C.11节“双重利用研究和技术”）。

斯特凡·林格纳（Stephan Lingner）：博士，Bad Neuenahr-Ahrweiler欧洲学院有限公司副总监（第5章第20节“宇航技术”）。

安德烈亚斯·卢克纳（Andreas Luckner）：斯图加特大学哲学教授（第4章第B.3节“智慧伦理学/暂行的道德准则”）。

贝亚特·吕滕贝格（Beate Lüttenberg）：博士，明斯特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科室副主任（第5章第8节“人类增强”）。

亚历姗德拉·曼采依（Alexandra Manzei）：法伦达尔哲学和神学大学护理科学系护理和健康研究中的方法学和质量方法教授（第4章第A.6节“技术批判理论”）。

马蒂亚斯·马林（Matthias Maring）：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哲学系哲学教授（第4章第C.8节“经济和技术”、第6章第7节“伦理守则”）。

贝恩德·迈尔（Bernd Meier）：波茨坦大学经济-劳动-技术教学单元，技术和职业导向教授（第6章第9节“技术教育”）。

诺拉·迈尔（Nora Meyer）：硕士，鲁尔区联合大学文化学系科研人员（第5章第12节“食品加工”）。

库尔特·默泽尔（Kurt Möser）：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历史系近现代史教授（第3章第1节“早期的技术怀疑和技术批判”）。

米夏埃尔·纳根伯格（Michael Nagenborg）：博士，荷兰特温特大学哲学系技术哲学助理教授（第5章第13节“媒体”）。

朱利安·尼达-吕墨林（Julian Nida-Rühmelin）：慕尼黑大学哲学教授（第2章第2节“风险”、第4章第C.7节“风险评估/风险伦理学”）。

阿尔弗雷德·诺德曼（Alfred Nordmann）：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哲学系哲学教授（第5章第18节“纳米技术”）。

康拉德·奥特（Konrad Ott）：基尔大学哲学系哲学和环境伦理学教授（第4章第B.6节“论辩伦理学”；第4章第C.2“自然和技术”）。

托马斯·波特哈斯特（Thomas Potthast）：图宾根大学科学伦理学国际中心伦理学、理论和历史客座教授（第5章第6节“地工、水工和采矿技术”）。

米夏埃尔·柯万特（Michael Quante）：明斯特大学哲学系教授（第4章第A.2节“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第5章第14节“医学技术”）。

约翰内斯·赖德尔（Johannes Reidel）：鲁尔区联合大学文化学系科研人员（第3章第7节“伦理学的工程师责任”、第5章第12节“食品加工”）。

奥特温·雷恩（Ortwin Renn）：斯图加特大学跨学科风险和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技术社会学和环境社会学教授（第3章第6节“技术争议”、第6章第5节“公民参与”）。

扬·C.施密特（Jan C.Schmidt）：达姆施塔特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第4章第B.2节“责任原则”）。

约翰·舒伦伯格（Johann Schulenburg）：博士，生物学创新和生态学领域Jülich项目承担者，Jülich有限公司研究中心科研人员（第2章第2节“风险”；第4章第C.7节“风险评估/风险伦理学”）。

霍尔默·施泰因法特（Holmer Steinfath）：哥廷根大学哲学系哲学教授（第4章第B.8节“良好生活”）。

迪特·施图尔马（Dieter Sturma）：波恩大学哲学教授，科学和伦理学研究所所长，德国生物学中的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Jülich研究中心神经科学中的伦理学研究所所长（第5章第19节“神经学技术”）。

弗兰克·于克奥特（Frank Uekötter）：博士，英国伯明翰大学历史和文化学院教授［第3章第2节“技术监督协会（TÜV）的产生”］。

伊博·范·德·普尔（Ibo van de Poel）：博士，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技术、政策和管理系伦理学和技术教授（第4章第A.11节“技术的价值特性”）。

迪特马尔·冯·德·普福尔登（Dietmar von der Pfordten）：哥廷根大学法哲学和社会哲学教授（第4章B.9节“正义”）。

卡尔斯滕·韦伯（Karsten Weber）：科特布斯勃兰登堡工业大学一系——数学、自然科学和信息学，普通技术科学教授（第5章第10节“互联网”）。

雷蒙德·威尔勒（Raymund Werle）：博士，马普研究所社会研究访问学者（第4章第A.10节“技术作为社会的构建”）。

米夏·H.维尔纳（Micha H.Werner）：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哲学系实用哲学教授（第2章第6节“责任”、第4章第B.5节“道义论伦理学”）。

彼得·维德曼（Peter Wiedemann）：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技术后果评估和系统分析研究所哲学教授（第5章16节“移动通信技术”）。

克劳斯·维格林（Klaus Wiegerling）：凯泽斯劳滕工业大学哲学系教授，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技术后果评估和系统分析研究所教授（第5章第25节“普适计算”）。


附录3 人名索引

Adorno，Theodor W. 93，110，111，193，318

Agamben，Giorgio 112

Aischylos 84

Anders，Günther 1，15，60，68，127

Antisthenes 85

Apel，Karl-Otto 40，42，165

Archimedes 76

Arendt，Hannah 68，195，221，367

Aristoteles 14，28，41，42，83，84，86，87，88，95，101，103，144，148，149，152，160，166，177，179，181，196，209

Arkin，Ron 354

Augustinus 28

Bacon，Francis 29，143，156，198，217

Bacon，Roger 28

Baekeland，Leo Hendrik 129

Balsamo，Anne 117

Barad，Karen 116

Barlach，Ernst 14

Barschel，Uwe 316

Bauman，Zygmunt 244

Beck，Ulrich 7，20，42，61，70，71

Bell，Daniel 70

Benjamin，Walter 93

Bentham，Jeremy 153，154，155，156，158，174，361

Bergson，Henri 99，100

Bernard，Claude 203

Bien，Günter 83

Bijker，Wiebe 129

Birnbacher，Dieter 226

Bismarck，Otto von 51

Blackbourn，David 200

Bloch，Ernst 93，143

Bohr，Niels 29，56，59

Bonß，Wolfgang 20，24

Borgmann，Albert 314

Braidotti，Rosi 117

Brandeis，Louis D. 298，315

Brandt，Richard 176

Braun，Wernher von 349

Brennecke，Volker M. 407

Brey，Philip 376

Broad，C. D. 160

Buber，Martin 164

Bush，George W. 418

Butler，Judith 116

Buytendijk，Frederik Jacobus 94

Byrnes，James Francis 57

Camus，Albert 149

Čapek，Karel 354

Carson，Rachel 201

Cassirer，Ernst 15，97，126，209

Chadwick，James 55，57

Chaplin，Charles 49

Chardin，Teilhard de 99

Cicero 28

Coeckelbergh，Mark 376

Compton，Arthur Holly 57

Corea，Gena 114

Cortina，Adela 167

Crutzen，Paul 198

Daniels，Norman 170

Darwin，Charles 95，100

DeGroot，Gerard 58

Deleuze，Gilles 99

Derrida，Jacques 112

Descartes，René 144，149，151，201

Dessauer，Friedrich 1，15，406

Dewey，John 121，214

Dickens，Charles 46

Diedrichs，Werner 29

Dilthey，Wilhelm 99

Drexler，Eric 338

Dronke，Ernst 47

Eddington，Arthur Stanley 208

Einstein，Albert 56，57

Engels，Friedrich 90，109，156，218

Epikur 174

Eyth，Max 406

Faulstich，Werner 314

Feldman，Fred 175

Fenner，Dagmar 410

Fermi，Enrico 56，57

Feuerbach，Ludwig 89

Firestone，Shulamith 114

Florman，Samuel 135

Flügge，Siegfried 56

Fontane，Theodor 48

Foucault，Michel 112，165，196，361

Frankena，William K. 159，160

Frayn，Michael 59

Freiligrath，Ferdinand 47

Fried，Charles 160

Friedman，Batya 136

Gamm，Gerhard 112

Gärdenfors，Peter 21

Gaus，Gerald F. 158，159，160，161，162

Gehlen，Arnold 1，94，96，98，124，125，352

Geibel，Emanuel 48

Geiss，Imanuel 71

Gethmann，Carl Friedrich 264，267，306，331，352

Giedion，Siegfried 200

Giesecke，Michael 318

Gloede，Fritz 351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 46，201，274

Grass，Günther 69

Griffin，James 155，176

Groethuysen，Bernhard 94

Groves，Leslie Richard 56，58

Grunwald，Armin 268，336，414

Haber，Fritz 326

Habermas，Jürgen 111，165，166，195，213，291，322，367，396

Hahn，Otto 1

Haraway，Donna 116

Hare，Richard M. 154

Hauptmann，Gerhad 47

Havelock，Eric 314

Heckl，Wolfgang 338

Hegel，Georg Wilhelm Friedrich 29，89，93，95，99，109，120，121，198，219

Heidegger，Martin 1，15，126，127，144，201

Heider，Fritz 122

Hein，Christoph 69

Heine，Heinrich 47

Heisenberg，Werner 1，59

Herder，Johann Gottfried 235

Herman，Barbara 159

Hesiod 84

Hirschmann，Albert 74

Hobbes，Thomas 211，218

Hobsbawm，Eric 46，47

Hoffmann，E.T.A. 46

Holz，Hans Heinz 407

Homer 85，86

Horkheimer，Max 97，109，110，111，126，318

Hubig，Christoph 209，376，413

Humboldt，Wilhelm von 164

Hume，David 145

Huning，Alois 407

Hurwicz，Leonid 225

Illich，Ivan 241

Innis，Harold Adams 314

Jamieson，Dale 156

Joliot-Curie，Frédéric 55，56

Jonas，Hans 1，2，40，42，70，101，127，143，144，145，146，147，198，265，304，331，352，416

Joy，Bill 358

Jünger，Ernst 100

Jungk，Robert 59，70

Kaiser，Georg 49

Kaminsky，Carmen 398

Kant，Immanuel 29，99，100，101，112，123，126，144，146，148，159，160，162，221，264，265，266，267，387

Kapp，Ernst 1，125

Kitcher，Philip 370

Klages，Ludwig 201

Kollwitz，Käthe 47

Kolmogorov，Adrej N. 21

König，Wolfgang 407

Kroes，Peter 134

Kuhlmann，Wolfgang 165

Kuhn，Thomas S. 107

Kunert，Günther 69

Kymlicka，Will 159

Landström，Catharina 116

Latour，Bruno 17

Lawrence，Ernesto O. 57

Leibniz，Gottfried Wilhelm 29，235

Lenin，Wladimir Iljitsch 93，200

Lenk，Hans 42

Leonardo da Vinci 76

Leopold，Aldo 278

Lessig，Lawrence 299

Lettow，Susanne 114

Lincoln，Abraham 213

List，Elisabet 114

Locke，John 218

Lorenz，Konrad 94

Loutherbourg，Philip James de 47，49

Luckner，Andreas 151

Luhmann，Niklas 20，118，122

Lukács，Georg 99

Lumer，Christoph 155

Lund，Robert 228

MacIntyre，Alasdair 149

Mack，Bernhard 407

Mai，Manfred 407

Mao Tse-Tung 29

Marcuse，Herbert 1，15，70，93，110

Maring，Matthias 42

Marx，Karl 1，30，46，89，90，91，92，93，109，110，125，156，200，218，219

Marx，Leo 48

Mason，Jerry 228a

Mason，Richard O. 298

McLuhan，Marshall 314

Mead，George Herbert 96

Meadows，Dennis L. 70

Meadows，Donella 70

Meier，Bernd 423

Menzius 236

Merkel，Angela 416

Mill，John Stuart 153，154，156，157，174，291

Mitcham，Carl 411

Mittelstraß，Jürgen 126

Montaigne，Michel de 149

Moore，George Edward 145

Morgan，Granger 331

Möser，Justus 45

Mulloy，Larry 228

Nagel，Thomas 301

Needham，Joseph 234

Negt，Oskar 221

Nekrasov，Nikolai 48

Nernst，Wilhelm 55

Newton，Isaac 99

Nida-Rümelin，Julian 331

Nietzsche，Friedrich 99，100

Nozick，Robert 175

Nussbaum，Martha 176

Obama，Barack 418

Oberth，Heinrich 349

Oldemeyer，Ernst 407

Oppenheimer，Robert 56，57，58

Ortega y Gasset，José 15，99，100，101

Otten，Karl 49

Oudshoorn，Nelly 114

Pfeiffer，Sabine 221

Picht，Georg 40，84，143

Pinch，Trevor 129

Plank，Rudolf 406

Platon 28，83，84，86，87，121，179，181

Plessner，Helmuth 94，95，96，99，100

Popitz，Heinrich 219

Popper，Karl 29

Portmann，Adolf 94，124

Poser，Hans 209

Putin，Vladimir 301

Qin Shihuangdi 235

Raabe，Wilhelm 47

Rabinowitch，Eugene 57，58

Rapp，Friedrich 407

Rawls，John 159，169，170，171，176，177，299，396

Reagan，Ronald 327

Reidenberg，Joel 302

Rescher，Nicholas 30

Ricardo，David 46

Robida，Albert 47

Robinett，Warren 291

Roetz，Heiner 236

Roosevelt，Franklin D. 56，57

Ropohl，Günter 14，68，228，229，406，407，421

Rotblat，Joseph 57，58，60，327

Rothacker，Erich 94

Rühl，Manfred 316

Rutherford，Ernest 55，208

Sachsse，Hans 407

Saupe，Stephan 336

Saxer，Ulrich 316

Scheler，Max 94，95，96，99，352

Schelling，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144

Schleiermacher，Daniel Friedrich 164

Schomberg，René von 341

Schopenhauer，Arthur 99

Schröder，Gerhard 416

Schrödinger，Erwin 196

Schulz，Walter 40，143

Schumpeter，Joseph 36，379

Schweitzer，Albert 99

Seaborg，Glenn T. 57

Seiler，Hansjörg 400

Selikoff，Irving 63

Sen，Amartya 176

Seneca 28，149

Sennett，Richard 221

Shakespeare，William 208

Sidgwick，Henry 174，305

Sieferle，Rolf-Peter 71

Simmel，Georg 99，100

Snow，Charles Percy 208

Sokrates 164

Sörgel，Herman 200

Spaemann，Robert 264，265，266，267

Spencer，Herbert 100

Spengler，Oswald 100

Stalin，Josef 93，200

Stegmüller，Wolfgang 29

Steinbeck，John 69

Stimson，Henry Lewis 57

Streffer，Christian 264，265，266，267

Suchman，Lucy 115

Sunstein，Cass 226，331

Szilard，Leo 55，56，57，60

Taylor，Frederick Winslow 218

Thomas von Aquin 28，163，179，181

Thompson，Edward 47

Thoreau，Henry David 48

Toller，Ernst 49

Truman，Harry S. 55，59

Tuchel，Klaus 406

Turing，Allan 354

Uexküll，Jakob Johann von 97，98

Van de Poel，Ibo 134

Verbeek，Peter-Paul 376

Verne，Jules 349

Wajcmann，Judy 115

Warren，Samuel D. 298，315

Weber，Max 42，119，236，265，316，381

Weerth，Georg 47，49

Weiser，Mark 375

Weizsäcker，Carl Friedrich von 1，59，143，247

Westin，Alan F. 298

Whitehead，Alfred North 99

Wiegerling，Klaus 376

Winner，Langdon 131

Wittfogel，Karl 277

Wolffgramm，Horst 424

Xunzi 236

Yu Kam Por 235

Zschimmer，Ernst 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技术伦理学手册/（德）阿明·格伦瓦尔德主编；吴宁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4

书名原文：Handbuch Technikethik

ISBN 978-7-5097-9866-9

Ⅰ.①技… Ⅱ.①阿…②吴… Ⅲ.①技术学-伦理学-手册 Ⅳ.①B82-05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4824号

技术伦理学手册

主编/〔德〕阿明·格伦瓦尔德

译者/吴宁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沈艺 张骋 朱露茜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行/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装/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47.5 字数：761千字

版次/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9866-9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4-3742号

定价/15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image: ]


[image: ]

OEBPS/Images/image00545.jpeg
[t [ srmy |- [ a8 ][]






OEBPS/Images/image00546.jpeg
P

— [ |

[sta | > [ sertin | [ w6 | >
~

B






OEBPS/Images/image00543.jpeg
(A+B) + (C+D)

(6) (7)
(8)
A+B —— ——> ¢
(2), (3) (3) (2) (2), (3)
(4) 4)
B c
(1)

(1)





OEBPS/Images/image00544.jpeg
(A+B) + (C+D)

(3)






OEBPS/Images/image00549.jpeg
4

TR (I BT

R e

Bk

HEOLE SRS F IR

IEABAT 1) 45 T 46 T R, 4 T 1R (R
PE*S B 0 ~ 100 2 4L 4 3 250
CO/ZAH™)

AR M

LRSS IR

HE R, AT N, SRS L
TEIFLE A 405






OEBPS/Images/image00550.jpeg
EhE S antE it RBE AT
5 . ; S e
Feam ] ket Htety i
i X W R, MRS | O, AR, A
AR | AEMHE st Wt i ae
s, | | | DTSN
IR ik B
W TR g st || cremrm
TS, i A
wagn | JORER AU
R T
-0 FWHAR: HENRBHN:
ety BB ET WA MR
i
o SR






OEBPS/Images/image00547.jpeg
T >| R >
[T >

B (MR ) —






OEBPS/Images/image00548.jpeg
k7

TR () TEE?

H AU 47

BAKES 5%

ATHLHUEL ATHIE E

o | A R A S (B ) SERBL M

R

3 1 B TR

AR 09 3850 TSR
T AR

XS 08 KA AT R, A i R
(EARAERARA T AR ) B OISR R
AUAB

ZEimRR#

RN BATRBL

P MK W L, B T 9
AHLEE" HRTT R R 2T )

B

Vi

EH LN G PR
e

BB UM ) AR B

GRS BB, 2
ARSI ) , W Al I

AT

X

XIS, ANK IR Ik IX 52 e
TSR A, it AL
B

T A T LA Bk 6 i B e
3 BEEALREIRE) BT OB/ e HLEh e
g S 40 A 0 2 L 3h
k™)






OEBPS/Images/image00552.jpeg





OEBPS/Images/image00553.jpeg
I
SR AR

Hepdme, miETaNen

il





OEBPS/Images/image00551.jpeg
ARTH, AR

SRR,
N .
AR, W, W et
HRAA
SRS, World Cafe 2R,
TRHZ, AKHERE, Delphith
RIS, MM, FESY
AR
ARBRATE, BRR, Web20 Pt 1)
ORI
VA, BRI, Ui, MR
ML, WA
TR, O, DA IR PP

8, JRYE, BHATAE






OEBPS/Images/cover00554.jpeg





OEBPS/Images/image00540.jpeg





OEBPS/Images/image00539.jpeg
(1) v (19) Fommmmemmnnnnnaasd (v (1)






OEBPS/Images/image00538.jpeg





OEBPS/Images/image00537.jpeg
AR TR

XA

S B VIR 45
T/ MERIHE PR
SRR R HA B F
FEIFIR AT Bl
AR B

HIEA, R
HFY R E, AR
B R AR

TRk, B, 25

B, 3, A

VORI . 2] Werle, 2001 4E, 45464 U1, 2002 4F, 45248 Ui,





OEBPS/Images/image00536.jpeg
ARG

PiAE: 2000000/4
(1978%)

JRAE: 740008/4F
(19804 )

-
1965 1970 1975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2025 2030 (4E4%)





OEBPS/Images/image00535.jpeg





OEBPS/Images/image00534.jpeg





OEBPS/Images/image00533.jpeg





OEBPS/Images/image00541.jpeg





OEBPS/Images/image00542.jpeg
A+B ; C+D
)
@)/ 3 GANN\2) (2), (3)
(4) (4)
B c
1) 1)





